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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齐泽克的思想传记：粗野主义与形而上学

Dominik Finkelde[1]

Email: dominik.finkelde@hfph.de

多年来，对斯洛文尼亚哲学家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Žižek）的评价就像他本人一样走极端。批评者指责他是个江湖骗子，而支持者则认为他具有超级知识分子的天才，尤其是在作为公共知识分子方面。然而，在愤怒拒绝和偶像般崇拜这两个极端背后，还有第三个齐泽克。他正是本手册的核心。这位哲学家比他同时代的任何人都更能激发哲学辩论，这些辩论拓展了文化理论、精神分析哲学和德国唯心主义主体哲学的边界，此外，他还将这些学科的主题和问题引入了国际社会和政治的公共辩论中。自从他关于所谓后意识形态民主国家的第一部主要著作《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1989）出版以来，他对真理与表象、自由与服从等经典问题提出了新的分析。在该专著中，康德的“崇高”概念在文化分析的框架内被提出，旨在将意识形态与某种超越所有感知和客观可理解性、具有压倒性力量且建构主体的经验进行比较。弗洛伊德和拉康的“症状”、“欲望”和“无意识”等概念，被黑格尔和马克思的“世界之夜”、“否定性”和“商品分析”等概念所扩展。在此过程中，它们被赋予了新的概念角色，从而不再能与符号关系问题和认识论问题相分离。因此，在上述专著中，他展示了当代民主国家如何同样陷入意识形态的欺骗语境中，以及意识形态概念必须经历本体论意义上的扩展。该概念被追溯性地应用于主体哲学问题，正如德国唯心主义代表人物以及当代哲学家在意识形态理论领域和心灵哲学领域所探讨的那样。

在50多本书中，齐泽克探讨了这些以及随之而来的关于精神与世界关系的问题。因此，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他的对话者数量也成倍增加。从海德格尔、丹尼特（Dennett）和达马西奥（Damasio）到巴特勒（Butler）和巴拉德（Barad）的分析，与黑格尔、谢林和费希特被置于一种相互启发的（或者说“短路”——short-circuit）关系中。诸如《与否定性停留》（Tarrying with the Negative，1993）、《视差之见》（The Parallax View，2006a）和《少于无：黑格尔与辩证唯物主义的阴影》（Less Than Nothing. Hegel and the Shadow of Dialectical Materialism，2012a）等专著相继问世，最迟自21世纪初起，确立了齐泽克作为当代最重要但也最具争议的哲学家之一的地位。从那时起，他反复关注两极化、分裂的主体性所面临的困境，在这些困境中，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无意识作为自我与世界的他者，使得对“实际情况”之真实关系的判定得以重新评估。在许多当代本体论和认识论辩论中，人们相信精神与世界之间存在同源的基础结构——正如约翰·麦克道尔（John McDowell）在其同名著作中所主张的，以及唐纳德·戴维森（Donald Davidson）、罗伯特·布兰顿（Robert Brandom）和罗伯特·皮平（Robert Pippin）等学者所支持的那样——这种信念让位于一种借助黑格尔、马克思和拉康所作出的诊断，即存在中具有一种建构性的匮乏。精神与世界不仅为了总是被发现得太晚的真理而相互错过，而且存在中的创伤性对抗在政治领域也被证明是政治共同体进行幻想生产的条件。主体和文化空间围绕着一个创伤性核心旋转，除其他外，在暴力的政治危机中，这个核心暴露出话语理性的论证链条是不充分的。

这位斯洛文尼亚黑格尔主义者在其著作中，经常用电影、电视和广告等流行文化的例子来阐释许多被主题化的见解。然而，随之而来的对学科边界的打破也引发了强烈的抵制，特别是在学院哲学领域。无论是部分广大读者，还是从社会学、哲学到政治理论等各个领域的跨学科专家，都对齐泽克推向图书市场的快速更迭的庞大材料（有时一年出好几本书）感到不堪重负。他们批评其带有部分特质的辩证反转的思维风格，并认为齐泽克的著作中缺乏哲学体系的蓝图。

事实上，人们确实找不到这种蓝图。正因如此，用夸张的话来说，在分析哲学的拥趸眼中，齐泽克被视为欧陆哲学“原力黑暗面”的产物。一种普遍的指责认为，后者令人担忧地忽视了推理性概念澄清的演绎遗产，而这种遗产正是自20世纪初以来某些分析哲学传统的特征。但在当代哲学政治领域，齐泽克也未能免受争议。2016年，他公开支持唐纳德·特朗普（而非希拉里·克林顿）赢得美国总统大选，这让他的许多支持者感到震惊。同样，他也曾出面为备受争议的匈牙利右翼保守派总理维克多·欧尔班（Victor Orbán）辩护（Žižek 2021b）。同样令人反感的是他对应当具有鲜明欧洲中心主义的呼吁。借此，齐泽克批评了左翼自由主义学术圈将差异性和他者性提升为激进民主理论的意识形态主导动机的做法。在2023年法兰克福书展期间，在10月7日哈马斯袭击以色列的背景下，他在10月17日的开幕致辞中再次激怒了部分观众。齐泽克在致辞中谴责了恐怖袭击，但与之前的发言者不同，他谈到了冲突的原因，如以色列的占领和骚扰政策。他指出，以色列国“从未给巴勒斯坦人带来希望，也从未积极勾勒他们在所居住国家中的角色”（Žižek 2023）。“在所有关于‘谁更像恐怖分子’的争论之下，像一团沉重乌云般笼罩着的，是广大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他们几十年来一直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每天都遭受定居者和以色列国的骚扰。”这导致黑森州反犹主义专员乌韦·贝克（Uwe Becker）多次大声插话打断齐泽克的演讲。这一丑闻在随后的几天里被众多地方和全国性报纸广泛讨论。

为了完整起见，这里还要提到最后一个争议领域。它涉及黑格尔哲学的遗产。齐泽克认为，当代黑格尔研究误解了这一遗产。他充满论战意味地谈到“尚未到位的黑格尔主义者”（not-yet-there-Hegelians）（Žižek et al. 2022, 22），除了罗伯特·皮平和匹兹堡哲学家罗伯特·布兰顿及约翰·麦克道尔之外，还包括那些忽视了这位德国唯心主义主要代表人物作为唯物主义辩证法家（可以说是马克思的继任者）的黑格尔主义者。这是一个展开了精神总是只能追溯性地自我认识这一论点的黑格尔，他的见解从历史偶然性和追溯性必然性的相互作用中，阐明了一种迄今为止鲜被接受的政治真理观。齐泽克认为，“尚未到位的黑格尔主义者”忽视了使黑格尔对21世纪具有吸引力的原因：他是一位激进政治哲学的哲学家，拒绝为了差异性和他者性而将形而上学意义上的真理谓词让渡给批判黑格尔的后结构主义者。

这里仅作简要和浓缩介绍的争议可能会让人觉得，齐泽克在标榜一种“反哲学家”的立场，并且仅仅通过他的独特性与学术界进行交流。然而，这种解释尽管在个别情况下可能有其道理，却忽视了这种时而混乱、时而宏大的思想所具有的不可忽视的丰硕成果。象征性地说，如果人们想把齐泽克的思想与20世纪60年代前卫混凝土建筑的粗犷形式进行寓言式的比较，它体现了“粗野主义”的特征。那么，人们当然可以批评这一点，批评这种在宏大专著和短路式推论的混合中推进的思想，但却无法否认，齐泽克的著作几乎比任何其他当代哲学家的著作都更广泛地超越了哲学的边界，在人文学科的众多学术分支中被接受。

本手册旨在为学者们提供对齐泽克著作当前研究的深入了解，同时也为学生提供机会，使他们熟悉齐泽克的概念及其与欧陆哲学传统的交织。

Notes


[1]: 慕尼黑哲学学院，德国慕尼黑 ↩




童年与在卢布尔雅那和巴黎的求学经历

齐泽克（Žižek）于1949年3月21日出生在南斯拉夫（今斯洛文尼亚）的卢布尔雅那，在一个中上层阶级家庭中长大。尽管斯洛文尼亚深受天主教影响，但他的父母都是无神论者。他的父亲约热·齐泽克（Jože Žižek）是一名经济学家，母亲韦斯娜（Vesna）是一家国营企业的会计。在约瑟普·布罗兹·铁托（Josip Broz Tito）领导的社会主义（被称为铁托主义）下，南斯拉夫在文化上具有自由主义色彩，并且最迟自1948年斯大林与铁托发生冲突以来，在政治上与苏联（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及华沙条约国保持着距离。与生活在那些国家的人们相比，南斯拉夫的公民可以自由旅行。

齐泽克七岁前在卢布尔雅那度过童年，随后因父亲接受了一份工作，全家搬到了沿海城市波尔托罗（Portorož）。1963年，全家返回卢布尔雅那。齐泽克就读于卢布尔雅那的文理中学，并开始对以当代哲学、电影和娱乐文化为形式的西方文化产生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在乘火车旅行时（包括前往慕尼黑以及1967年起前往巴黎），他购买了大量书籍和杂志，这使他能够参与到当时的最新辩论中。在放弃了成为电影导演的最初职业梦想后，齐泽克于1967年考入卢布尔雅那大学，主修哲学和社会学。他求学的时期，正值大学教学内容走向自由化。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尽管南斯拉夫与苏联决裂，这些内容仍深受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然而，这种情况在60年代中期发生了改变。在此期间，齐泽克深入研究了法国结构主义，并于1967年在先锋杂志Problemi（《问题》）上发表了他的第一批文章。该杂志由社会主义青年组织于1962年创办，旨在为年轻的哲学家、作家和诗人提供一个平台。在理论上，它一方面接近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另一方面在文学和艺术领域提倡现代主义和先锋运动，以对抗官方支持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倾向。后来，对结构主义和精神分析的分析主导了该杂志的内容。此外，齐泽克还在学生杂志Tribuna（《论坛》）上发表文章，并在多年后于1980年创办的、由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出版的专业期刊Vestnik（《公报》）上发表文章。

1971年，在与克塞尼娅·波扎尔（Ksenija Požar）结婚后不久，齐泽克以一篇关于海德格尔和德里达的毕业论文结束了本科学业。该论文于1972年以斯洛文尼亚语出版，题为差异之痛（Bolečina razlike；Žižek 1972），这一年也是他儿子科斯佳（Kostja）出生的年份。随后，他在1971年至1973年间担任卢布尔雅那大学哲学系的学术助理。齐泽克于1974年提交了他的硕士论文。论文题目为法国结构主义的哲学与实践影响（Filozofski in praktični domet sodobnega strukturalizma）。然而，在1975年4月的公开答辩中，该论文因对马克思主义的评价不足而遭到答辩委员会的严厉批评。这带来的积极结果是，这场在研究所公开进行的论文答辩成为了哲学系的一个著名事件（见第43章）。但消极的后果是，原本承诺给他的学术助理职位被取消了。由于他与持不同政见的现象学家和海德格尔专家伊万·乌尔班契奇（Ivo Urbančič，1930–2016）以及蒂内·赫里巴尔（Tine Hribar，*1941–）的友谊，加上他自己发表的关于海德格尔和德里达的著作，齐泽克本人现在也获得了异见人士的名声。

在克罗地亚城市卡尔洛瓦茨（Karlovac）服完兵役（1975–1976）后，他在70年代中期失业了几年。齐泽克将这段靠发表文章、翻译和父母经济支持为生的时期描述为“职业荒野”（引自 Myers 2003, 7）。他发表了大量作品，主要使用斯洛文尼亚语，也有少数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文本。这种不稳定的生活状况直到1978年才有所改善。当时他在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马克思主义中心获得了一份为期两年（1978–1979）的助理工作，负责做会议记录和为同志们撰写演讲稿。“这是一个典型的前南斯拉夫悖论。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看，我不够资格在哲学系工作，但我却够资格在中央委员会工作”（Žižek und Daly 2004, 31）。1980年，现象学家伊万·乌尔班契奇为他在社会学与哲学研究所提供了一个职位，他于1981年在此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在那里，他多年来致力于结构主义和精神分析哲学的研究，并专注于分配给他的研究课题“无意识幻象在斯洛文尼亚认同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正如他在接受格林·戴利（Glyn Daly）采访时提到的那样，免除教学任务（这被视为一种惩罚）让他有机会完全专注于自己的研究。“我想，如果我当时得到了一份教职，我现在就会是卢布尔雅那一个可怜、愚蠢、默默无闻的教授，可能涉猎一点德里达，一点海德格尔，一点马克思主义”（Žižek und Daly 2004, 32–33）。

1980年，齐泽克在DDU Univerzum出版社出版的Analecta丛书中出版了黑格尔与能指（Hegel in označevalec；Žižek 1980）一书，并于一年后进行了题为黑格尔“唯物主义转向”在精神分析理论中的可能性的博士论文答辩。他是创立理论精神分析学会（Društvo za teoretsko psihoanalizo）的十名成员之一，多年后，卢布尔雅那精神分析学派（Ljubljanska šola za psihoanalizo）正是由此发展而来。该学派也被称为卢布尔雅那-拉康学派。

齐泽克接任了属于Problemi杂志的出版系列Razpol的主编一职，这是受结构主义和精神分析影响的哲学家们的一个重要出版阵地，并于1982年获得奖学金前往巴黎。另一个专业化阶段开始了。他在拉康著作的编辑雅克-阿兰·米勒（Jacques-Alain Miller）的指导下撰写第二个博士学位论文。该论文于1986年在巴黎第七大学通过答辩，题目为症状与幻象之间的哲学（La philosophie entre le symptome et le fantasme）。然而，在此之前，米勒（拉康的女婿）与齐泽克之间的冲突就已经显现，原因之一是齐泽克未经协商就发表了自己的文章，这违反了那些自视为米勒学生的人之间的一条不成文规定。齐泽克提议在米勒主编的Navarin丛书中出版他的书，但遭到了米勒的拒绝。因此，他的第一本法语外文著作于1988年在热拉尔·波米耶（Gérard Pommier）主编的Point hors ligne丛书中出版，题为最崇高的癔症患者：黑格尔的经过/黑格尔的过渡（Le plus sublime des hystériques: Hegel passe；Žižek 1988）。不久之后，同一丛书又出版了他的另一本书，题为因为他们并不知道他们所做的：意识形态的“圣状”（Ils ne savent pas ce qu’ils font: Le sinthome idéologique；Žižek 1990）。

这两本书很少受到关注，部分原因是巴黎精神分析圈子内不同派系之间的竞争。后来，米勒和齐泽克这两位拉康派学者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恶化。虽然他们曾有一段时间同时在纽约的Lacanian Ink（《拉康墨水》）杂志上发表文章，但这种在同一杂志上的合作并不代表他们的方法有共同之处。作为拉康研讨班的编辑，米勒认为，齐泽克推动将拉康的（反哲学的）精神分析纳入欧陆哲学的经典问题以及流行文化的症状学中，这危及了临床遗产。

1988年11月，齐泽克与斯洛文尼亚的其他32名知识分子一起退出了斯洛文尼亚共产党，以抗议逮捕被控因泄露军事机密而犯有叛国罪的异见人士。一个政治参与的阶段开始了。其标志是他参与了多个支持斯洛文尼亚民主化的公民社会运动，以及他竞选“集体总统”（由四个政党代表组成）。作为斯洛文尼亚自由民主党的候选人，他获得了第五名，但事后他对自己没有进入政界感到庆幸。

他的第一本英文著作于1989年由政治左倾的伦敦维索出版社（Verso）出版，即前面提到的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Žižek 1989）。该专著由埃内斯托·拉克劳（Ernesto Laclau）作序，因为拉克劳与尚塔尔·穆芙（Chantal Mouffe）共同提出的备受引用的对抗理论在该书中得到了反复评论和精神分析层面的扩展。这本书迅速成为文化和意识形态理论的经典之作。齐泽克将弗洛伊德和拉康的元心理学见解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分析以及黑格尔的主体哲学进行了特立独行的结合，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扩展了当代理论的既定框架。这也是为什么马克思主义文学学者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在一篇书评中称齐泽克为“几十年来出现的精神分析领域，乃至整个文化理论领域，最令人敬畏的才华横溢的阐释者”（Eagleton 2003, 200）。

不久之后，他又出版了两本英文著作：因为他们并不知道他们所做的：作为政治因素的享乐（For They Know Not What They Do. Enjoyment as a Political Factor）和斜目而视：透过流行文化看雅克·拉康（Looking Awry: An Introduction to Jacques Lacan Through Popular Culture；Žižek 1991）。这两部作品通过希区柯克的电影、斯蒂芬·金的恐怖故事以及《银翼杀手》等科幻大片中的主题，阐释了拉康精神分析的关键概念。流行文化产品中所呈现的现代主体性，在这里接受了文化理论的诊断。但齐泽克也展示了一个迄今为止不为人知的拉康。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拉康还被贴上后结构主义者的标签，与雅克·德里达、朱莉娅·克里斯蒂娃、路易·阿尔都塞、米歇尔·福柯和吉尔·德勒兹等作家并列，而齐泽克通过上述书籍表明，将拉康的著作纳入后结构主义是错误的，并且是基于对其元心理学的错误理解。诚然，在拉康的著作中，主体性与共享生活世界中语义传达的规范和价值之间的关系界定也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们是无意识形成的重要影响力量。但在他的“无意识主体”概念中，他概念化了一个对实体话语分析表现出多余和抵抗的实体。齐泽克认为，费利克斯·加塔利（Felix Guattari）和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在反俄狄浦斯（Anti-Ödipus，1972）一书中批评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反动遗产（据称其主要目的在于将主体性俄狄浦斯式地屈从于统治关系），对拉康来说也是不公平的。无意识是这样一个部分，它不能将任何无论如何被解释为后结构主义的普遍性（在自我中或在话语的主体间空间中）统一在自己身上。无意识虽然是一个受语言（或话语）塑造的实体，但并没有消融其中，这并不意味着要在无意识层面上引入一种新的形而上学的主体理解。由此可以解释齐泽克在精神分析与黑格尔关于在辩证断裂中前进的“精神”的论述之间建立的交叉联系。“精神”在思想、书籍、实践和社会制度中与我们相遇。但除此之外，精神是否定性的力量源泉，因为同一个精神能够散发出比它自身所能处理的更多的现实基本结构。根据拉康的观点，上述否定性也可以在主体中找到，因为这个主体部分地也归属于拉康的实在界（Reale）领域。这指出了这位法国精神分析学家认为主体性显现的三个“界/登记（Register）”之一（见第93章）。根据齐泽克的黑格尔主义，在经历意想不到的事情时，精神在其自身自我决定的追溯性重写过程中，会面对在其中产生抵抗和否定性的东西。齐泽克认为，体现在“分裂的主体”（拉康语）中的黑格尔的“精神”概念，并不指向一个在世界地平线背后操纵世界历史的如上帝般的存在。“精神”代表着思想的运动，它通过激进的否定性经验，在主体与客体、物质与精神、真理与表象、知识与无知等对立面之间进行中介。正如齐泽克在逗留于否定性（Tarrying with the Negative: Kant, Hegel, and the Critique of Ideology；Žižek 1993）、敏感的主体（The Ticklish Subject；Žižek 1999）和视差之见（The Parallax View；Žižek 2006a）等著作中特别阐明的那样，主体体现了这些边界跨越，而他们自身又被无意识阻碍了成为自我，就像黑格尔意义上的“精神”被阻碍了绝对化一样。随后的著作如少于无（Less Than Nothing: Hegel and Dialectical Materialism，2012）和性与失败的绝对（Sex and the Failed Absolute，2019）进一步深化了这些分析，并引用了当代欧陆哲学的本体论辩论。在“思辨实在论”（Speculative Realism）、“客体导向哲学”（Object Oriented Philosophy）和“新实在论”（New Realism）等标题下，它们在多年间和众多国际会议上塑造了哲学辩论，齐泽克有时也通过对格雷厄姆·哈曼（Graham Harman）、简·本内特（Jane Bennett）、昆汀·梅亚苏（Quentin Meillassoux）等人的评论参与其中。

此外，他还与卢布尔雅那-拉康学派核心及外围圈子的同事共同主编了多套丛书。第一套名为“它曾在那里”（Wo es War，与朱迪斯·米勒合作），自20世纪80年代末起，先由维也纳的Hora出版社出版，后由Turia + Kant出版社出版。90年代末，杜克大学出版社（Duke University Press）的“SIC”丛书，随后从2003年起麻省理工学院（MIT）的“短路”（Short circuits，与姆拉登·多拉尔和阿伦卡·祖潘契奇合作）丛书，以及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的“起义”（Insurrections，与克莱顿·克罗克特等人合作）丛书相继问世。接着是Matthes & Seitz出版社的“拉康探索”（Lacanian Explorations，与多米尼克·芬克尔德合作）丛书（至2021年，2022年起由Turia + Kant出版），以及“分音”（Diaeresis，与托德·麦高恩和阿德里安·约翰斯顿合作）丛书。最后提到的这套丛书由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

然而，随着国际声誉的提高，这些年来齐泽克的批评者数量也在增加。在新的出版物中部分逐字重复已出版书籍中的整段文本，被反复作为一种不当的自我剽窃形式向他提出指控。此外，文化理论家杰弗里·高尔特·哈珀姆（Geoffrey Galt Harpham）认为，齐泽克的思考是“在以任意顺序排列的非连续单元的流动中”进行的（Harpham 2003, 455）。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与齐泽克在当代政治问题以及乔姆斯基自身语言学理论的遗产问题上发生过争论，他认为齐泽克拥有的只是一种伪装成科学的伪理论：“他（齐泽克）的这些东西里没有任何理论可言”（引自 Taylor 2014, 17）。

诸如此类的批评意见使齐泽克的著作在欧洲和美国的哲学系圈子中被边缘化。然而，这并没有阻止他在人文学科的其他系所中变得越来越知名。他在欧洲、美国、巴西、墨西哥、以色列、日本和韩国的大学里，在哲学、精神分析、文化理论和政治大会上发表了数百场演讲。他还在众多大学担任客座教授：巴黎第八大学（1982–1983和1985–1986）、纽约哥伦比亚大学（1995）、普林斯顿大学和新泽西大学、乔治城大学、密歇根大学和安娜堡大学，以及社会研究新学院和纽约大学电影系。这也是为什么最迟在雅克·德里达于2004年去世后，他成为了最著名的在世哲学家，他对电影和流行文化的理论分析也吸引了广泛的非专业受众。2005年，他被任命为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人文研究所的国际主任。在2012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等政治集会上，他发表了演讲。至少有四部纪录片专门探讨了他的哲学（像爱自己一样爱你的症状，1996；齐泽克！，2005；变态者电影指南，2006；变态者意识形态指南，2013），同时他的政治干预也出现在美国、英国和德语国家的电视上。直到2020年代初，他一直是众多哲学讨论节目中受欢迎的嘉宾。


卢布尔雅那精神分析学派的创立

卢布尔雅那精神分析学派（Ljubljanska šola za psihoanalizo）的诞生，与斯洛文尼亚脱离南斯拉夫的独立运动以及苏联即将崩溃的时代背景交织在一起。如今，该学派常被与齐泽克（Žižek）所称的“三驾马车”（Troika）联系在一起：姆拉登·多拉（Mladen Dolar）、阿伦卡·祖潘契奇（Alenka Zupančič）以及他本人。但其创始成员和第一代代表人物还包括拉斯科·莫奇尼克（Rastko Močnik）、佐娅·斯库舍克·莫奇尼克（Zoja Skušek Močnik）、耶利察·舒米奇·里哈（Jelica Šumič Riha）、拉多·里哈（Rado Riha）和雷娜塔·萨莱克尔（Renata Salecl）等哲学家，这里仅列举几位。他们的出版物为该学派的建立及其特定的研究方向做出了贡献。

开篇提到的斯洛文尼亚独立运动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其中一个阶段涉及在萨格勒布出版的马克思主义期刊 Praxis（《实践》）。该期刊的作者们是著名的科尔丘拉（Korčula）夏令营的组织者之一，该夏令营于1963年至1974年间在同名亚得里亚海岛屿上举行。在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阿尔弗雷德·索恩-雷特尔（Alfred Sohn-Rethel）和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等哲学家也参与的讨论活动中，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了反思，同时也越来越多地表达了对官僚化和共产主义资产阶级出现的批评（参见 Bousfield 2021; Irwin 和 Motoh 2014, 16）。民主觉醒的另一个阶段与艺术团体“新斯洛文尼亚艺术”（Neue Slowenische Kunst, NSK）有关（参见 Monroe 2005; 见第2章）。在这个成立于1984年、分为四个部分（音乐、戏剧、艺术和哲学）的运动周围，除了另类音乐团体外，还诞生了国际知名的朋克乐队莱巴赫（Laibach）和戏剧团体西庇阿·纳西卡姐妹剧院（Sestre Scipion Nasice / Scipion Nasice Sisters Theater）。由此也可以理解“太初有朋克”（At the beginning was punk）（Mastnak 1991, 45）这句话，它标志着在相对自由的斯洛文尼亚各种亚文化的开端。用齐泽克的话来说：“NSK [] 追寻的是系统‘淫秽的潜在补充’。而他们这样做 [] 是通过比系统本身更严肃地对待系统的意识形态”（齐泽克，引自 Irwin 和 Motoh 2014, 136）。这使得该艺术运动的追随者与共产主义国家领导层发生了冲突。然而，与南斯拉夫其他地区的生活状况相比，斯洛文尼亚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在文化上仍然保持着自由的特征。齐泽克：“就作为斯洛文尼亚人而言，我们可以说我们是幸运的，我们所有斯洛文尼亚的思想家和哲学家，无论是面对西方还是面对东方。为什么？[] 我们拥有更多的行动自由和接触西方的机会。[] 这里有不同的 [] 自由化阶段、镇压阶段，有时经济自由化可能伴随着社会政治镇压，反之亦然”（引自 Irwin 和 Motoh 2014, 125–126）。

毗邻奥地利、意大利、德国和斯拉夫文化的地理位置，使得与艺术和理论的知识交流成为可能。此外，如前所述，前往巴黎和慕尼黑等欧洲西部城市的旅行机会，赋予了年轻一代知识分子世界主义的特质。与南斯拉夫哲学主流是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观念相反，在斯洛文尼亚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受法兰克福学派影响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其中包括赫伯特·马尔库塞的传统。因此，南斯拉夫在哲学上并没有被“整齐划一”。它由不同哲学方向的中心所构成。齐泽克：“在这里 [] 我们可以在哲学上 [] 摒弃统一的南斯拉夫的神话。相反，如果说法兰克福学派及其 [] ‘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马尔库塞等）可以被视为当时斯洛文尼亚思想的核心，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在克罗地亚占据主导地位的则是海德格尔主义。而在塞尔维亚，又是分析哲学 []”（引自 Irwin 和 Motoh 2014, 127）。

齐泽克和姆拉登·多拉于1970年11月相识，当时两人都还是本科生。不久之后的1971年5月，卢布尔雅那大学哲学院被抗议的学生占领，斯洛文尼亚迎来了属于自己的“1968年5月风暴”。用齐泽克的话来说，这两位知识分子都深受“作为一种思维方式的法国结构主义的爆发”的影响（引自 Irwin 和 Motoh 2014, 127）。法国结构主义是通过像文学学者拉斯科·莫奇尼克这样“本身就是一位拉康主义者”的教师（引自 Irwin 和 Motoh 2014, 135）被引入大学学术界的。因此，后来的正统拉康学派主要起源于对结构主义的转向，而南斯拉夫当局对结构主义感到棘手。原因之一在于，通过接受列维-斯特劳斯（Lévi-Strauss）、拉康（Lacan）、德里达（Derrida）、阿尔都塞（Althusser）、福柯（Foucault）和克里斯蒂娃（Kristeva）等作者的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构成了挑战。他们的思想反对一种尽管与苏联保持距离、却依然表现出正统姿态的马克思主义的固有前提。然而，特别是将马克思主义置于西方人道主义各种传统之中的做法，因上述思想家而失去了支持。路易·阿尔都塞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定义为“反人道主义”的观点变得突出，因为借此人道主义本身被揭示为一种意识形态（参见 Althusser 2011）。

对上述作者的接受起到开创性作用的是创办于1962年、上文已提及的期刊 Problemi（《问题》）。它在受欢迎程度上取代了具有马克思主义色彩的期刊 Praxis，并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成为新兴拉康学派的核心出版阵地。也就是说，当 Praxis 主导对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时，Problemi 除了发表关于文学和艺术的文章外，还致力于批判理论和结构主义的辩论。两份期刊之间围绕阿尔都塞的哲学遗产爆发了争论。属于 Praxis 期刊的作者们将他视为反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而事实上，正是出于这个原因，阿尔都塞在 Problemi 受到了推崇。齐泽克和多拉两人在这一时期都在该杂志上发表文章，并同时将上述经典著作翻译成斯洛文尼亚语。“我们捍卫或追随法国思想的爆发，以对抗海德格尔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之间邪恶的官方联盟。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我们迎来了这种新思维方式的诞生 [] 即所谓的卢布尔雅那精神分析学派 [] 我们痴迷地将其翻译成斯洛文尼亚语 [] 但它对过去也并非目光短浅。它与黑格尔和马克思，特别是与他们，有着清晰的谱系联系”（齐泽克，引自 Irwin 和 Motoh 2014, 128）。

在国际上也享有盛誉的音乐团体莱巴赫（Laibach）在该国的艺术界脱颖而出。他们通过穿着类似纳粹的制服，在美学上颂扬“狂热的过度认同”（fanatischer Überidentifizierung，这是齐泽克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引入的一个概念，参见 Richardson 2000a）的形式。这使他们很早就与国家当局发生了冲突。然而，该乐队借此在美学上（直至今日）演绎了齐泽克及其同事、文学理论家拉斯科·莫奇尼克在20世纪80年代的公开演讲中关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所揭示的内容：政治权威的姿态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一种过度认同，而任何符号系统都通过质询（Anrufungen）将这种过度认同作为其运作的必要条件（参见 Finkelde 2022, 108–131）。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年轻的知识分子纷纷去听齐泽克和莫奇尼克的公开演讲。后者将拉康、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和埃米尔·涂尔干（Émile Durkheim）的文本翻译成了斯洛文尼亚语。NSK的联合创始人博鲁特·沃格尔尼克（Borut Vogelnik）证实了拉康主义者对于唤醒新文化自我意识的重要性：“齐泽克和莫奇尼克在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举办公开演讲。这极其重要，对我们影响很大。我们都去那里听讲”（引自 Richardson 2000b，D. F. 译）。艺术家埃达·丘费尔（Eda Čufer）也证实了NSK现象在多大程度上是“齐泽克某些论点的一种戏剧化”。“这是另类社会的语言。你不需要去读那些书，读拉康或齐泽克的原著；你可以从《青年》（Mladina）杂志或学生广播电台（Radio Študent）中获取它——它在媒体、私人谈话等各个地方无处不在”（引自 Richardson 2000b）。齐泽克认为，存在一种联系，“在NSK和弗洛伊德之间，以及斯洛文尼亚针对国家社会主义所采用的意识形态批判如何需要精神分析的视角。[] NSK [] 的出现不仅为姆拉登和我，也为整个思想家、活动家和艺术家群体提供了一个精确的轮廓”（引自 Irwin 和 Motoh 2014, 135）。

20世纪80年代初，研究所期刊 Problemi 在三期特刊中探讨了“朋克”主题（参见 Irwin 和 Motoh 2014, 26）。此时多拉已成为该杂志的主编。但与国家当局的对抗在所难免。该杂志在20世纪80年代初备受争议，当时它被指控宣传纳粹朋克和色情内容。齐泽克在1981年 Problemi 的一篇社论中对此表明了立场（Žižek 1981），正如他后来在1993年一篇题为《为什么莱巴赫和新斯洛文尼亚艺术不是法西斯主义者》（Why Laibach and the Neue Slowenische Kunst Are Not Fascists）的文章中所做的那样（Žižek 2007）。该杂志的真正初衷并未受到影响：发掘拉康著作中的哲学潜力，而这在国际当代哲学的辩论中几乎未被接受。与此同时，在德国，一代代学生被引入卡尔-奥托·阿佩尔（Karl Otto Apel）和于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传统的语用学和话语伦理学等领域，而在卢布尔雅那，哲学家们则在讨论，一种受精神分析影响的主体哲学在多大程度上不会陷入福柯被广泛引用的“人的消失”（参见 Foucault 1991, 462）的论调，而是相反，赋予主体一个未曾预料的角色。

按照拉康的观点，主体性虽然在其对社会和语义生活世界的依赖中表现为由结构决定的，但它对于消除性的还原来说是不可通约的。齐泽克认为，这也是为什么拉康“既不是结构主义者，也不是后结构主义者”（引自 Irwin 和 Motoh 2014, 130）。不仅存在无意识，其看似匿名的动力学已被弗洛伊德所揭示。拉康还进一步假设了无意识的一个层级，更准确地说：即“无意识的主体”（Subjekt des Unbewussten）。“正是这一点将拉康与纯粹的结构主义区分开来，也与德里达等更明显的后结构主义思想家区分开来”（齐泽克，引自 Irwin 和 Motoh 2014, 130）。

源自弗洛伊德《梦的解析》的精神分析诠释学的“过度决定”（Überdeterminierung）概念，曾展现出一种主体形成理论的前景。最初，它似乎与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是兼容的。然而后来，能指链的网络及其主观效应被证明过于不确定。一个在认识论上无法确定的剩余物无法转化为意义，并逃避了符号的界定。弗洛伊德在谈论“梦的脐点”（Nabel des Traums）（Freud 1982a, 503）时考虑到了这个剩余物，而拉康则在“无意识的主体”和“小客体a”（l’objet petit a）等概念中对其进行了考量。作为不参与自我功能的部分，无意识的主体应被类比为一种自主的层级来解释，但又不能将其本质化，仿佛每个个体在这个层面上都真正与自身同在。“在许多方面，‘主体’的概念是不可或缺的”，对于斯洛文尼亚的拉康主义者而言。“它超越了一种简单且完全决定性的意识形态概念以及抵抗的不可能性 []。在这里，我们可以思考围绕阿尔都塞式‘无主体结构’的所有问题，与其说是在1968年之前，不如说是在1968年之后，因为‘主体’被排除在了等式之外”（齐泽克，引自 Iwrin 和 Motoh 2014, 130）。

特别是由于雅克-阿兰·米勒（Jacques-Alain Miller）在巴黎主持的阅读研讨班（姆拉登·多拉也参加了），齐泽克深入了解了拉康的晚期著作。米勒“对‘实在界’（the Real）概念的强调 []”被证明是决定性的。“毫无疑问，他对拉康的细读对我们的形成起到了关键作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自称为正统的拉康主义者。就我而言，我每周会在巴黎上米勒4个小时的课。我会把他的解读描述为尽可能接近‘奇迹’ [] 拉康才是真正的‘物’（thing）。[] 他（拉康）是一个人所能获得的最接近真实宗教体验的事物！”（齐泽克，引自 Iwrin 和 Motoh 2014, 129–130）。

除了 Problemi 和 Vestnik 之外，20世纪80年代中期，另一份重要期刊进入了知识界争论的中心。在 Razpol（参见 Irwin 和 Motoh 2014, 27）的期刊名称下，每年在 Problemi 的期刊框架内出版一次特刊。在这里，除了齐泽克和多拉之外，还有许多作者发表文章，其中许多人后来成为了第一代卢布尔雅那拉康学派的成员：哲学家米兰·博佐维奇（Miran Božovič）以及前面提到的哲学家拉多·里哈、耶利察·舒米奇·里哈和阿伦卡·祖潘契奇。该杂志成为这个年轻学派的重要阵地，他们在这里讨论来自批判理论、精神分析和结构主义理论环境的概念。祖潘契奇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就属于该学派的核心圈子，因为她在齐泽克和多拉的课程中作为一名杰出的学生脱颖而出。至此，齐泽克所谓的构成卢布尔雅那精神分析学派最核心成员的“三驾马车”就完整了。然而，正如上述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事件所揭示的那样，其起源比人们乍看之下所认为的要复杂得多。它源于科学、文化和政治领域的平行子事件，这些事件在共产主义领导层实行相对自由的文化政策时期相互交织。因此，如果仅仅将该学派的起源定位在齐泽克参与创立的理论精神分析协会，或者“三驾马车”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个别著作中，就会忽视自1968年以来众多其他哲学家以及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重要期刊的各种出版政策在多大程度上对精神分析哲学的传播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结合马克思与拉康的症状分析

正如关于齐泽克生平以及卢布尔雅那精神分析学派起源的章节所表明的那样，上述哲学家们以一种迄今为止前所未有的方式，将理论精神分析的见解政治化了——至少，如果撇开1968年代以及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不谈的话。

自那时起，拉康便被视为当代批判理论的重要源泉。精神分析不仅致力于剖析个人的症状，也致力于剖析社会的症状。自齐泽克发表著作以来，再也不可能将精神分析归结为具有非历史和非政治的特征。但正如前文所述，同样不可能将其视为后结构主义的一个分支学科。正如齐泽克所强调的，精神分析拒绝接受与后结构主义相关的核心基本见解（参见 Žižek 2021a, 27–35）。主体性既不能被消除性地还原为受话语塑造的生存或质询（Anrufung）条件，也不是那种可以简单地在自由创造的行为（福柯）和存在主义的自我设计（萨特）中超越社会条件而展开的实体。“无意识主体”抵制这两种解释，却又吸收了二者的特征。因为实际上，在无意识层面上存在着一种由精神分析所宣告的自由伦理，而它同时又并未将自身归入经典的自由理论之列。

在这种背景下，对齐泽克来说至关重要的是，他通过其1980年代的老师雅克-阿兰·米勒（Jacques-Alain Miller），特别接受了晚期拉康的思想。晚期拉康为其早期研究阶段的一个概念赋予了新的语义作用。这里指的是“实在界”（das Reale）的概念（见第93章）。在1950年代，拉康主要致力于探讨能指在意识和无意识形成过程中的主观意义问题。然而，从1960年代起，拉康的思想越来越多地受到这样一个问题的塑造：是什么剥夺了能指意义的稳定性，或者说，是什么内在地阻碍了其同一性。换言之：虽然早期拉康似乎将精神分析融入了后结构主义，但当“实在界”概念开始探讨那种反对能指秩序连贯性条件的事物时，晚期拉康便成为了后结构主义的批评者。拉康精神分析的手册将“实在界”定义为一个悖论性的边界概念。它代表了拒绝任何表征的事物。作为所有受语义塑造的生命与世界规划的内在障碍，它与拉康的“象征界”（das Symbolische）和“想象界”（das Imaginäre）概念相对立，后两者与实在界共同构成了拉康所谓的构成主体性的三个“界”（Register）。实在界之所以与象征界和想象界相对立，是因为它标志着这两个界中意义形成连贯性的不可能性。在此过程中，它对内容（无论是客观-象征的还是主观-想象的）的稳定性提出了质疑。

弗洛伊德为这一见解奠定了基础。他在《梦的解析》中阐述的关于“梦的脐点”的论点（Freud 1982a, 503）以及他对《有穷的与无穷的分析》（Freud 1982b）的提及，对充分的主体形成理论提出了质疑。在精神分析的疗程中，心理内部的过度决定（Überdeterminierung）并不会完全消融于自我功能之中，而总是会产生新的认知残余物（弗洛伊德在1896年12月6日致弗利斯的信中谈到了“fueroi [] ‘残余物’”）（Freud 1962, 152）。这并没有阻止人们以弗洛伊德的名义发展出一种被拉康反复批评的自我心理学（Ego-Psychologie）。对自我心理学而言，精神分析的格言“本我所在之处，自我应取而代之”（Wo Es war, soll Ich werden）标志着治疗应达到的目标：使人与自身和解，并用拉康的话说，将各种症状转化为“能指秩序”。拉康通过集中关注实在界的概念对此予以反驳。后者强调了精神与世界关系中根本的过度决定。症状无法被彻底消除，因为作为主体性存在基础的一部分，它们赋予了主体连贯性。

在此提及这一点，是因为齐泽克的思想在其首部主要著作《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中，正是致力于探讨这个受实在界概念影响的晚期拉康。在那里，症状的概念通过回顾马克思的商品分析，以一种症状学（Symptomatologie）的形式被展开。毕竟，按照拉康的说法，是马克思发明了症状的概念（参见 Žižek 2021a, 39）。将上述“症状”、“实在界”和“社会”概念联系在一起的，是社会结构中的内在对抗性（Antagonismus）。它迫使社会形成一些症状——简而言之，这些症状源于社会无意识——作为未被理解但却有效的解决方案，以抵御对抗性。根据拉康的观点，马克思是最早阐明这一思想的人之一。他将现代无产阶级的产生（“这种理性本身的不合理性”，Horkheimer 1987, 348）与产生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联系了起来。

正如弗洛伊德所认为的，梦的运作（Traumarbeit）作为赋予梦的图像画谜以形式的机制，对于精神分析工作而言，可能比揭示作为“显性梦境内容”基础的“隐性梦思”（即梦的运作唤起各种图像序列的方式）具有决定性得多的意义；同样，在齐泽克看来，对马克思而言，商品世界也不仅仅是外面那个还存在着森林、房屋和湖泊的自然客体集合的延续。相反，随着劳动时间作为商品进入市场，商品形式已经成为一种无意识的、或者说在商品交换行为中内在地自我担保的异化结构的意识形态媒介。价值被证明与使用属性相脱节，并越来越依赖于产生剩余价值的社会关系。

拥有资本的公民随后可以，例如，将工人提供的劳动时间作为众多商品中的一种商品来购买，但同时却能攫取剩余价值，并扩大贫富之间的差距。也就是说，马克思对商品拜物教特征的分析不仅断言商品形式不生产具有（自然）使用价值的产品，而且断言商品形式本身就包含着一种误认（Verkennung），由平等的契约伙伴组成的自由市场形式正是这种误认的一部分。它掩盖了社会分裂的事实。作为一名拉康派马克思主义者，齐泽克感兴趣的正是这一方面。人们较少在意识层面上被操纵，而更多是在行动层面上被操纵，例如，在生活条件实际存在不平等的情况下，在劳动力市场上作为形式法律上的平等者。

这种误认今天同样影响着我们，因为在齐泽克看来，意识形态的幻象并不（如马克思曾认为的那样）存在于意识或“对某事的认知”中，并且可以通过更多的知识来克服，而是表现在行动的现实中。换言之：人们在行动时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他们依然照做不误。正如齐泽克自己所言，他由此背离了正统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的理解。马克思还可以引用《路加福音》（路 23:34）中的句子：“他们不知道，但他们正在做”，从而用缺乏意识来解释意识形态的盲目性。这里的关键在于客观存在与主观意识之间的重要差异，这种差异一旦消除，我们就能摆脱意识形态的盲目性。然而，社会仅仅在乍看之下才是后意识形态的。因为即使这个时代的主体以斯洛特迪克（Sloterdijk）式的方式，遵循犬儒理性的公式：“非常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但依然照做不误”（Žižek 2021a, 61），他们凭借这种知识仍然无法触及意识形态的根本层面。因为在犬儒理性的意义上，意识形态仍然——以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方式——被理解为行动、存在与（对该行动的）意识之间起掩饰作用的差异。

通过这种方式，齐泽克能够将阿尔弗雷德·索恩-雷特尔（Alfred Sohn-Rethel）所说的隐藏在作为自由人在自由劳动力市场上的产物的商品形式背后的“现实抽象”（Realabstraktion），理解为一种无意识的东西。现实抽象并不是在行动主体的意识中以“虚假意识”的方式发生的，而是在形式上必然无意识地存在于我们的行动中：“意识形态不仅仅是一种‘虚假意识’，一种对现实的虚幻表征。相反，这种现实本身就已经必须被理解为‘意识形态的’”（Žižek 2021a, 50）。

像新款iPhone这样的商品，完全可以在广告策略上被揭露为意识形态的，但这并不妨碍我在日常交往实践的层面上，依然将购买它视为我的自由决定。换句话说：在市场领域中，任何事物都只能作为该领域内部的行动方式出现。在此之所以如此详细地提及这一点，是因为齐泽克的许多出版物在多年里都将延续这种类似于症状学的分析，正如其首部享有国际声誉的著作《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所体现的那样。是的，齐泽克甚至将越来越多地作为一位诠释学的症状专家脱颖而出，他将在日常文化的多种现象中，揭示出那些被排挤出能指秩序的隐藏真理的先兆。

根据拉康的观点，症状是“一种隐喻，其中肉体或身体功能被当作意指元素”（Lacan 2016, 613, 译文经 D. F. 调整）。症状在意义和符号理论的层面上被解释。因为如果一个症状可以被理解为隐喻，那就意味着一种躯体功能占据了能指的位置。换言之：在症状中显现出个体心理未能处理的东西，而这种东西在其对翻译的抵抗中，在精神与身体之间找到了一种妥协般的状态。例如，对于精神分析学家或意识形态专家来说，解释的任务就在于确定是哪个能指或哪条信息被构成症状的身体机制（或民族身体机制）所取代，以及为什么。这正是精神分析的基本见解之一：即一种生理上的痛苦（例如弗洛伊德在1905年《多拉的分析（癔症分析片段）》一文中所报告的多拉[伊达·鲍尔]的咳嗽，可以被视为一种信息）（参见 Dean 2002, 27）。由于发生了替代，其语义内容被隐藏了起来。心理冲突导致了身体或社会的症状。同时，由于症状的语义作用，其信息可以通过解释被（至少初步地）破译。“Behind this psychoanalytic logic lies the metaphysical assumption that truth is hidden, and it is this assumption that undergrids the hermeneutic enterprise” [“在这种精神分析逻辑背后隐藏着这样一个形而上学假设，即真理是隐藏的，正是这一假设构成了诠释学事业的基础”]（Dean 2002, 27）。主体的真理存在于其所隐藏的事物之中。因此拉康评论道：“症状本身彻头彻尾就是意义，也就是说，是真理，是获得了形式的真理。它与自然迹象的区别在于，它已经按照所指和能指的术语被结构化了”（Lacan 1991, 406; 参见 Dean 2002, 27）。

这或许再次阐明了为什么齐泽克会接受拉康关于马克思“发明”了症状的断言。他将马克思扩展到了马克思自身之外，并阐明了在市场或文化领域中，事物在何种程度上只能以构成该领域的行动方式的形式显现出来。

因此，虽然对弗洛伊德来说，症状是心理的一种妥协，但齐泽克在与埃内斯托·拉克劳（Ernesto Laclau）和尚塔尔·墨菲（Chantal Mouffe）的哲学进行密切对话时，将其理解为一种对抗性的表达。后者必然内在于每一种象征形态之中。“因此，这就是症状：一种特殊的、‘病理性的’能指形成，它绑定了享乐（Genießen），一个抵制交流和解释的惰性污点，一个无法被纳入话语和社会纽带循环的污点，但同时它又是其积极的条件”（Žižek 2021a, 118）。上述的“污点”（英文 stain）贯穿于人类文化的所有产物之中。后者是“一种反应形成（Reaktionsbildung），一种试图[]限制、疏导——即培养（kultivieren）——这个创伤性核心、这种激进对抗性（人类借此切断了将自身与自然和动物稳态联系在一起的脐带）的尝试”（Žižek 2021a, 32）。

齐泽克无法放弃对症状进行解释的诠释学哲学方法，在这里变得显而易见。对他而言，症状的概念——就像拉克劳和墨菲著作中的对抗性概念一样——代表了霸权话语试图占有现实的诉求的失败。这种失败并非偶然，而是社会变革可能性的原则。齐泽克采纳了这种失败，并将其应用于拉康的实在界概念。实在界同样阻碍了符号系统进行霸权式的扩张。在这种视角下，拉康的实在界概念在齐泽克那里转变为每一种象征机器内在的异质性原则。就像黑格尔的“规定性否定”（bestimmte Negation）概念一样，实在界附着于每一个象征世界之上。

一个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

关于存在基本结构中固有对抗性的定理，也塑造了齐泽克对黑格尔哲学的接受。特别是在2010年代，他在诸如《少于无：黑格尔与辩证唯物主义的阴影》（Weniger als Nichts. Hegel und der Schatten des dialektischen Materialismus, 2012）和《阅读黑格尔》（Reading Hegel, 与 Ruda 和 Hamza 合著, 2022）等众多出版物中对此进行了探讨。在这里，上述的对抗性同样使得主体无法与其周围的（且经过历史-谱系中介的）外部世界建立和谐的联系。然而，这种对抗性同时也是将经验客体卷入其不断更新的真理条件的“酒神狂欢式的迷醉”（bacchantischer Taumel）之中的可能性条件（Žižek et al. 2022, 23–29）。

这位斯洛文尼亚哲学家以其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反对那些在他看来无视黑格尔否定性概念的哲学家。在《阅读黑格尔》中，他以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和罗伯特·布兰顿（Robert Brandom）为例。根据巴特勒的观点，黑格尔揭示了这样一种思想：通过认识到主体性在社会上被嵌入到一个共享的基本生存条件的生存空间中，从而打破不公正的结构。她写道：黑格尔“leads us to the realization that I cannot do away with this other without also doing away with myself, that I cannot dominate another without losing track of the social equality that ideally defines us both” [“引导我们认识到，如果不消灭我自己，我就无法消灭这个他者；如果不失去理想中定义我们两者的社会平等，我就无法支配另一个他者”]（引自 Žižek et al. 2022, 22）。然而，对齐泽克而言，黑格尔恰恰指出，解放只能通过支配的弯路来实现。这反过来又包含了一种信念，即不存在（巴特勒似乎青睐的）通往伦理-道德生活世界的直接途径，这种理想只能存在于一种“regression to premodern organic society” [“向着前现代有机社会的倒退”]（Žižek et al. 2022, 24）之中。值得注意的是，出于类似的原因，齐泽克在其多部著作中对哈贝马斯的话语伦理学哲学（并间接包括其众多分支学派）以及罗尔斯和布兰顿的伦理学进行了批判性的审视（部分文献：Žižek 1999, 240 Fn. 9; 41 Fn. 19; Žižek 2003a, 132; Žižek 2012a, 238–239）。

这些学派没有认识到，即使在话语伦理的监督下，对善与恶的衡量也总是以一种尺度的名义进行的，而这种尺度无法计算其自身的过剩，即其内在的无度。换句话说：一种依赖于与“根本恶”（radikal Böses）（例如在哈贝马斯参与引发的“历史学家之争”中的大屠杀）保持距离的话语，并没有认识到这种被宣告的距离如何可能以相反的形式呈现出这种根本恶的形态（参见 Finkelde und McGowan 2023, 12–14）。对“根本恶”进行定位，并相信借此可以将其分离和抵御，是站不住脚的。例如，黑格尔在对法国大革命的评论中表达了这一点，齐泽克对此评论道：“Hegel’s point is [ that] in spite of the fact that revolutionary Terror was a historical deadlock, we have to pass through it in order to arrive at the modern rational State” [“黑格尔的观点是[……]尽管革命恐怖是一个历史的死胡同，但我们必须经历它，才能到达现代的理性国家”]（Žižek et al. 2022, 24）。同样，黑格尔关于通过在绝对知识的实现中消解矛盾来达成表面和解的概念，或者黑格尔指向他称之为作为最终和解目标地平线的“概念”（Begriff）的观点，也是不够的。刚才提到的单行道的结构，正是任何形式的“reconciliation” [“和解”]（Žižek et al. 2022, 25）的条件。

出于类似的原因，齐泽克对罗伯特·布兰顿长达千页的黑格尔评论《信任的精神》（Im Geiste des Vertrauens, 2021）也持批判态度。布兰顿试图将其语义角色理论与黑格尔的现象学相协调，该理论基于这样一种见解：推理中的概念向我们揭示了通往真实关系的途径。作为规范性的基本框架，它们构成了认识可能性的条件，因为现实本身的基本结构必须以反心理学和纯粹概念形而上学的方式来解释（Brandom 2021）。这不仅涉及客观事实的“真理-模态”（alethisch-modal）层面，也涉及其理由的“道义-规范”（deontisch-normativ）层面（Brandom 2021, 15）。齐泽克反驳了布兰顿的形而上学概念实在论，布兰顿试图以此克服各种“两阶段的表征理论”（从笛卡尔到康德）（Brandom 2021, 73）。对齐泽克而言，事实的联系之所以作为联系而存在，仅仅是因为这些事实由于其联系而必然被铭刻了一种内在的对抗性（见第44章）。虽然康德在认识论上用纯粹理性的界限来解释这种对抗性，但在齐泽克看来，黑格尔超越了康德。对抗性成为一种本体论范畴，这与布兰顿关于“信任的精神”的论述背道而驰。

因此，齐泽克对黑格尔的喜爱和崇敬源于其理解自我否定的否定性的核心意义的能力。这种自我颠覆的否定性在同一个主体中体验到了一个代理人，而这正是拉康哲学所关注的。这个主体部分不受羁绊且充满激情的活动，能够超越明智生活方式的界限，这正是晚期弗洛伊德将其理论化为死亡驱力（Todestrieb）的东西，这或许也是齐泽克思想中最核心的范畴之一。这种对黑格尔的理解或许可以初步解释，为什么齐泽克将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视为政治现实中对抗性力量的催化剂，这些力量只有通过特朗普才能爆发出来。或者换句话说：特朗普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将美国社会内在的矛盾如此明显地暴露出来，而这是民主党领导下的美国政府永远无法做到的。

由此便可以理解齐泽克试图将黑格尔与拉康和马克思联系起来的意图。通过这种方式，他希望纠正他所认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致命错误”。后者由于“transcendental role of social practice as the ultimate horizon of our experience” [“社会实践作为我们经验的最终视域的先验作用”]而作茧自缚。但也正因如此，这种马克思主义未能“[to] adequately take into account radical negativity as the crack in the Real which renders possible the rise of subjectivity” [“充分考虑到作为实在界裂缝的激进否定性，正是这种裂缝使得主体性的兴起成为可能”]（Žižek 2019, 93）。简而言之：齐泽克的哲学思想致力于尝试借助黑格尔和拉康来阐明一种新的政治主体理解，而他发现这种理解在激进民主理论的后结构主义遗产中并未得到考虑。


唯物主义与基督教

在最后这一节中还应提及，齐泽克从2000年的著作《脆弱的绝对》（Das fragile Absolute，2000）开始，探讨了黑格尔哲学的另一个主题：基督教。齐泽克是作为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来做这件事的，因为他与黑格尔相似，在基督教中发现了一种理念的化身，即绝对者只有在以牺牲其绝对性为代价进行化身时，才能成为真理的源泉。简而言之，只有当在柏拉图式“两个世界”学说意义上将上帝与经验现实区分开来的经典边界，通过基督的道成肉身，转变为上帝将其置于自身内部的边界时，这才有可能。通过这种方式，齐泽克与将宗教视为意识形态盲从产物的费尔巴哈-马克思主义宗教批判决裂。根据齐泽克的解释，基督教代表了绝对者（上帝）与其自身作为时空中的特殊例外（基督 = 拿撒勒人耶稣）在这一绝对性内部的悖论性扭结。在这方面，从宗教哲学的角度来看，基督教体现了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序言中所阐释的一个思想，即作为我们周围现实的统一基本原则的“实体”与“主体”（作为这一基本原则的例外，它源于实体中的匮乏并超越了实体本身）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基督是一个例外点，他以神圣统一原则的名义打破了这一原则。因此，如果上帝——正如保罗在《腓立比书》中所写的那样——“虚己”（腓2:7），那么他就是将一个他者作为“纯粹的裂缝”（Žižek 2003b, 26）引入到其绝对性之中（参见 Finkelde 2007, 75–97）。希腊神话世界并没有这样做，因为在这里，从非常思辨的角度来看，希腊诸神众多实证的实体仅仅是依赖于一个“太一的背景”（Žižek 2003b, 26）才得以显现。

这一思想接近黑格尔在《宗教哲学讲演录》第三卷中所作的解释：“这就是神性与人性的同一，即上帝在有限物中与自身同在，而这有限物在死亡中本身就是上帝的规定”（Hegel 1986, 295）。因此，形而上学真理的最终权威形象不是全能的上帝，而是人本身：“看哪，这个人”（Ecce homo）。在齐泽克看来，虽然旧约中的上帝仍然是“彼岸的真实之物”（The Real Thing of Beyond），但相比之下，基督的神性维度“只是一丝微小的鬼脸[]，一种无法察觉的细微差别，将他与其他（普通）人区分开来”（Žižek 2003b, 80）。

由此可以理解齐泽克对哈贝马斯的话语伦理学哲学及其众多分支学派的怀疑态度。与雅克·朗西埃的政治哲学（2002）相一致，他在其中看到了一种企图，即“将政治去政治化（将其转化为一种治安逻辑）：人们接受政治冲突，但将其重新表述为一种在表象空间内、在公认的党派/行动者之间为了（暂时）占据行政权力行使位置而进行的竞争”（Žižek 2001, 259）。

因此，话语伦理学的各种传统所忽视的是，恰恰在话语伦理的前提下，对善恶范畴的衡量会显得极其缺乏节制。自身的过剩恰恰可以以正确尺度的名义，在话语谈判中塑造判断结构，以至于在自身伦理的诉求中再也看不到自身的恶（参见 Finkelde und McGowan 2023, 13）。也就是说，话语伦理学也无法计算其内在的无度。因此，一种以话语形式存在的伦理学，如果坚持与作为（例如）不可通过话语协商的“根本恶”保持距离，可能会对这样一个事实视而不见：这种被宣称的距离本身可能正是这种根本恶的倒置形式（参见 Finkelde und McGowan 2023, 13）。因此，阿兰·巴迪欧也曾反复批评过的、试图将“根本恶”定位在（例如）大屠杀中的做法，可能与建立在“完全他者”基础上的伦理学（如伊曼纽尔·列维纳斯的伦理学）一样显得天真（参见 Badiou 2003）。

在此背景下，齐泽克发展了他的“政治行动”理论。与巴迪欧的事件理论相类似，他将其理解为对现有话语或意义前提的激进干预，这些前提早已将善与恶作为其成功以及抵御社会困境之可能性的条件决定下来了。在此，他反复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哈贝马斯的话语伦理学无法构想这种干预，因为它对话语条件的坚持总是已经预先构建了话语的内容——从而也预先构建了可能替代方案的政治地形。齐泽克认为，哈贝马斯的方法停留在这样一种主体的想象模型中：该主体恰恰在不断试图与其他主体建立先验和解关系的过程中，在真正意义上已经无法再进行政治行动。反对哈贝马斯，同时也反对福柯，齐泽克借用拉康的观点主张，这种方法忽视了主体化的真正逻辑。在此最后探讨齐泽克思想中的这一方面非常重要，因为对齐泽克的部分批评正是由其政治哲学的这一方面引发的。齐泽克被认为是一个潜在的对民主和话语持怀疑态度的思想家，他的激进主义本身似乎是由一种“从零开始”（start from scratch）的浪漫幻想所支撑的。作为政治纲领的主体化不应被理解为和解。哈贝马斯和福柯既没有考虑到社会的创伤性不可能性，也没有考虑到主体自我重合的创伤性不可能性（参见 Finkelde 2009, 157–158）。针对福柯，齐泽克断言，福柯所宣扬的作为主体自我创造形式的创造力，最终走向了伦理学的审美化，这与哈贝马斯一样，表达了虚假和解的梦想。“[……]真正的政治行动[……]不仅仅是在现有关系框架内运作良好的事物，而是恰恰改变了规定事物如何运作的框架的事物”（Žižek 2001,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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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经常指出，新斯洛文尼亚艺术（NSK）团体与斯洛文尼亚拉康派精神分析学派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并相互挑战。这种对话是20世纪80年代卢布尔雅那文化发酵的重要组成部分，斯拉沃热·齐泽克的许多立场正是从中发展而来的。

这一历史的开端是20世纪70年代末朋克摇滚在斯洛文尼亚的兴起。朋克及其美学在年轻人中流行起来，并被普遍视为一种反对派的异见运动。这促使国家机关在1981年策划了一场“纳粹朋克丑闻”：小报发表文章将朋克描绘成新纳粹分子；警察审问并骚扰朋克乐迷；一名音乐会推广人因佩戴印有被划掉的纳粹标志的死肯尼迪乐队（Dead Kennedys）“Nazi Punks Fuck Off!”徽章而在监狱里度过了30天（参见 Motoh 2012; Spaskovska 2017, 118）。在这些事件中，朋克得到了部分艺术界人士的支持，特别是ŠKUC画廊，以及围绕《青年》（Mladina）、《论坛》（Tribuna）尤其是《问题》（Problemi）杂志的异见知识分子和学生的支持。后者为该主题出版了三期特刊（参见 Vidmar 2015, 292–293）。齐泽克和姆拉登·多拉尔（Mladen Dolar）是《问题》编辑部的成员，担任这三期主编的齐泽克写了一篇关于朋克作为“症状”的文章（Bar-El 2023, 31）。在当时的官方话语中，朋克已经被描述为社会疾病的症状，主要归咎于外国影响和年轻人中的虚无主义倾向。齐泽克同意朋克是一种症状的说法，但他反转了这一论点：“症状是一种现象——从普通、习惯的视角来看——它似乎是‘外来的’、‘非理性的’、‘不道德的入侵’。然而，症状揭示了最平静、最正常的日常生活中被压抑的‘真理’的侵入，正是这种生活对它感到如此震惊和恼火”（引自 Vidmar 2015, 294）。因此，朋克应被视为“技术官僚力量在社会经济领域的压力如何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形式在（大众）文化领域的统治相一致的独特指标”（引自 Vidmar 2015, 294）。因此，朋克的价值在于一种准布莱希特式的间离效果，“引入某种疏离的距离”，“以暴露为了使[社会]现实运转而被压抑的东西”（引自 Vidmar 2015, 294）。

在此背景下，莱巴赫（Laibach）乐队——NSK团体的核心——于1980年成立，并开始在朋克俱乐部和艺术画廊演出。与大多数斯洛文尼亚朋克乐队不同，莱巴赫来自艺术界，并特别与ŠKUC画廊有联系。乐队成员的视觉和音乐风格也与朋克摇滚截然不同。凭借主要为电子乐器的设备、预处理的磁带和咆哮的歌词，他们制造出冰冷、压抑的音墙，最容易让人联想到Test Dept.和Throbbing Gristle等早期工业乐队的作品（尽管莱巴赫官方否认了后者的影响）。在舞台上，乐队穿着制服和其他国家权力的徽章，将刺眼的灯光直接打在观众脸上，仿佛在模拟审讯，并模仿部分官方国家仪式。他们的海报和唱片封面使用了明显受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启发的视觉语言，歌词中引用了马克思、铁托和雅鲁泽尔斯基的话。但同时，莱巴赫也使用了明显源自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即南斯拉夫的传统敌人和征服者）的象征和修辞。例如，“莱巴赫”是纳粹对斯洛文尼亚进行极其残酷和血腥占领时期卢布尔雅那的官方名称。莱巴赫的第一任主唱托马日·霍斯特尼克（Tomaž Hostnik）在演出中模仿墨索里尼的手势和风格，他们的唱片封面和海报上经常出现第三帝国的艺术品和照片。然而，他们使用的唯一具有明确国家社会主义（纳粹）内涵的标志是由斧头组成的卐字，这是反纳粹艺术家约翰·哈特菲尔德（John Heartfield）的拼贴画。此外，莱巴赫还使用了充满意识形态色彩的图像，这些图像在艺术和宣传史上几乎被所有政治派别使用过：十字架、齿轮、雄鹿、摆出英雄姿态的农民和金属工人。莱巴赫声称“使用历史的所有表达方式”（Laibach 2015b, 465），并经常将它们混合在一起，以达到令人惊讶和困惑的效果。因此，他们的作品中充斥着矛盾或模棱两可的政治权力象征。乐队宣称其意图是用他们所掌握的美学手段来压倒观众。莱巴赫践行“一种声音力量，以系统的心理-物理恐怖形式作为社会组织原则”（Laibach 2013, 130）。尽管如此，在他们众多的宣言和采访中，他们从未阐明过明确的政治立场和目标，而且（与齐泽克不同）没有一个成员寻求政治职位。

正是这种令人恼火的拒绝在政治光谱中定位的态度，促使齐泽克和姆拉登·多拉尔为莱巴赫辩护，既反驳法西斯主义的指控，也反驳善意的左翼解释。后者将莱巴赫描绘成隐蔽的异见人士，通过暗示南斯拉夫国家的极权主义倾向来间接批评它（参见 Dolar 2003, 155–156）。当时，齐泽克借鉴斯洛特迪克（Sloterdijk）的观点提出，传统形式的异见在个人与国家之间制造了一种距离，这种距离不仅没有破坏统治意识形态，反而使其运作得更加有效（参见 Žižek 2019）。在此背景下，姆拉登·多拉尔提到了莱巴赫的声明，即极权主义和艺术并不相互排斥。多拉尔强调，乐队正是将这种有问题的重叠搬上舞台，即艺术与国家在其乌托邦和噩梦般的层面上被压抑的潜在联系（参见 Dolar 2015, 446/453）。

国家机构对乐队引起的刺激反应更为直接，将他们描绘成一群新纳粹分子。1983年，著名主持人尤雷·彭戈夫（Jure Pengov）在一次电视采访中试图迫使莱巴赫表明明确的政治立场。当他未能如愿时，他指责他们同情纳粹，理由是他们的制服让他想起了希特勒青年团。讽刺的是，在采访过程中，彭戈夫自己的论点变得越来越具有民族主义和反民主色彩。例如，他将“莱巴赫”这个名字描述为对奥地利斯洛文尼亚本土少数民族的冒犯，称他们必须“为每一个斯洛文尼亚词汇”而战。他无视了乐队的解释，即“这个名字代表了极权主义与异化结合的恐怖”。在采访接近尾声时，彭戈夫不仅呼吁封杀该乐队，还呼吁好好“教训”他们一顿（Laibach 2015b, 465–467）。采访之后确实出台了演出禁令，而莱巴赫自己偶尔也会在官方场合支持这一禁令（参见 Kreft 2009, 74）。

1984年，部分为了规避禁令，新斯洛文尼亚艺术（NSK）组织成立。在这个名字下，莱巴赫与其他领域的艺术家合作，如视觉艺术团体IRWIN、西庇阿·纳西卡剧院（Scipion Nasice）、以彼得·姆拉卡尔（Peter Mlakar）为代表的“纯粹与应用哲学系”等。值得注意的是，“新斯洛文尼亚艺术”这个名字包含着双重的述行矛盾。这个德语名字显然不是斯洛文尼亚语，而且他们的艺术在传统意义上也不是“新”的。成员们自己倾向于将自己的风格称为“复古先锋派”（Retrogarde）。

IRWIN的画作极其折衷。他们将艺术史上各个时期的主题和方法并置，将至上主义的抽象与基督教圣像、极权主义宣传画和纯粹的媚俗结合在一起。借用黑格尔和拉康的术语，IRWIN将他们的使命描述为“建立对西方艺术辩证演变的完整意识”，从而为“艺术与实在界核心之间关系的断裂反思”奠定基础（引自 Krečič 2015, 370）。由德拉甘·日瓦迪诺夫（Dragan Živadinov）、埃达·丘费尔（Eda Čufer）和米兰·莫哈尔（Miran Mohar）创立的西庇阿·纳西卡剧院也宣布剧院是“一个国家”，它概括了文明和文化的成就，从而概括了人类精神的整个发展（Krečič 2015, 372）。他们的目标是“将宗教和意识形态驱魔般地转化为艺术的镜像”（The Scipion Nasice Sisters Theatre 2015, 475）。彼得·姆拉卡尔使用黑格尔和海德格尔的术语，发展了一种以享乐为中心的活力论神学，偶尔也会提及齐泽克（参见 Mehle 2020）。所有这些NSK成员在相对较小的卢布尔雅那市与斯洛文尼亚拉康学派在同一个圈子里活动，因此发展了友谊和相互影响（参见例如 Bar-El 2023, 53; Richardson 2000）。1985年，《问题》杂志也为NSK出版了一期专刊。

在东欧和西欧巡演之后，莱巴赫于1987年与伦敦著名的Mute唱片公司签约，并在很大程度上走出了异见艺术界的语境，进入了正规的音乐产业。同年，南斯拉夫解除了对莱巴赫的禁令，NSK在国内外的认可度不断提高。在后来由Mute发行的作品中，莱巴赫经常将极权主义美学与西方流行文化的引用结合起来（例如他们翻唱的披头士、滚石和皇后乐队的歌曲）。他们作品中“心理-物理恐怖”的感觉减弱了，而一种潜在的黑色幽默感变得更加明显。自斯洛文尼亚独立以来，该乐队的国际职业生涯似乎反映了齐泽克本人的轨迹：作为其最成功的音乐出口产品，莱巴赫在很大程度上被接受为斯洛文尼亚官方文化的一部分，并且现在已经多次与斯洛文尼亚交响乐团合作演出。齐泽克本人从未停止对莱巴赫给予正面评价，但同时也表示，由于政治条件的改变，NSK“不再是地下文化、替代文化”。因此，它可能不再那么有效（引自 Irwin 和 Motoh 2014, 141）。

1992年，NSK试图避免被资本主义市场吸收为众多文化商品中的一种。他们正式解散，并宣布成立“时间中的NSK国家”（NSK State in Time）：一个没有领土，但有公民、护照和大使馆的国家。齐泽克为他们提供了一份理论奠基文本。在这篇文章中，他写道：“乌托邦的能量不再指向一个无国界的共同体，而是指向一个不再建立在民族共同体及其领土基础上的国家，[…]一个纯粹由原则和权威构成的人造结构”（Žižek 1993）。这一说法与他几乎同时在《斜目而视》（Looking Awry）中的论断形成了奇特的对比，即如果从中减去“被构想为‘民族’的种族契机”，任何国家都“无法激起政治热情”（Žižek 1991, 165）。在齐泽克关于NSK的其他文本中也可以看到类似的转变和摇摆。他发现自己与该团体成员的共同点在于，他们都将艺术的意识形态维度以及享乐（jouissance，见第86章）在意识形态中的核心作用主题化。在这方面，他仿佛将他们视为同路人，将他版本的拉康精神分析转化为美学实践（Irwin 和 Motoh 2014, 135）。在此背景下，NSK对极权主义指涉的使用是决定性的，因为在极权主义的享乐中，权力的运作方式表现得尤为明显。它揭示了享乐的特征核心，这是现代政治领域中符号运作的条件。

齐泽克在他关于莱巴赫/NSK的三篇最详尽的文本中发展了这一思想，其中也包含了一系列的自我修正。第一篇是1987年发表在《青年》上的《远方来信》（Letter From Afar），它已经采取了对早期陈述进行自我批评和修正的形式：朋克以及作为其激进化的NSK，因此不再被视为已经开始说话的症状，而是被视为圣状（sinthome）。莱巴赫不仅揭露了社会秩序内部固有的矛盾，从而揭露了国家“意识形态仪式”的“白痴般的无意义”。他们还，并且最重要的是，揭示了渗透在这种无意义之中的持续的享乐（参见 Žižek 2015a, 174）。通过将这种快感搬上舞台，莱巴赫使传统马克思主义社会分析中的一个盲点变得可见，这个盲点特别涉及法西斯主义。法西斯主义的特点是“‘物质-经济基础’与符号-力比多经济之间的精神病式分裂”。按照传统马克思主义概念进行的社会分析忽视了这一鸿沟，以及“法西斯主义力比多经济所基于的令人难以忍受的快感核心”（Žižek 2015a, 174）。因此，需要一种受拉康精神分析影响的法西斯主义分析，特别是将享乐（jouissance）概念作为“令人难以忍受的快感核心”包括在内。正如一位记者在描述莱巴赫音乐会时所表达的那样，这种享乐的舞台呈现可以传达一种“无尽噩梦”的感觉。然而，围绕这一核心的幻象不应被解释，而应被“超越”（Žižek 2015a, 174）。齐泽克用模糊的布莱希特式术语将这种进入超越极权主义享乐领域的行为描述为一个保持距离的过程。NSK“不断地做着同一件事：它将注意力吸引到我们民族认同所基于的基本幻象、幻象神话和建构上。但它通过一系列间离过程（异质、不相容建构的蒙太奇……等）以这样一种方式做到这一点，使我们能够与这些幻象保持距离”（Žižek 2015a, 174）。

在1994年发表于《艺术与设计》（Art and Design）杂志的《莱巴赫的启蒙》（The Enlightenment in Laibach）一文中，齐泽克进一步阐述了其中一些主张。与莱巴赫自己的声明一致，即该团体“消除了所有类型的直接意识形态和系统性话语”（Laibach 2015a, 460），他断言莱巴赫的音乐会不仅允许观众与意识形态保持距离，甚至可以“溶解”意识形态本身。“意识形态元素拒绝被清晰表达，它们发现自己处于一个空旷的空间中，作为一系列未连接的‘一’漂浮着，渗透着有限的、无意义的享乐：这边是纳粹主义的碎片，那边是斯大林主义的碎片，连同斯洛文尼亚民族神话的碎片，脱离了它们的语境，散落在无意义的网络中，每个人都保持为‘一’，没有可以固定意义的缝合点”（Žižek 2015b, 211）。此外，齐泽克声称，这种意识形态元素去表达化的过程，反过来又被该团体自身激进的认同过程所补充。“莱巴赫本身与他们在无意义的、有限的享乐-意义（jouis-sense）中所表演的意识形态元素激进地认同”（Žižek 2015b, 211）。

第三篇文章《为什么莱巴赫和NSK不是法西斯分子？》（Why Are Laibach and NSK Not Fascists?）于1993年发表在《卢布尔雅那现代艺术博物馆杂志》上，此后被多次重印，概述了这种“激进认同”的形式。在这里出现了“过度认同”（over-identification）的概念，自那以后，它构成了对NSK作品任何解释的关键概念。齐泽克断言，“[莱巴赫]之所以挫败了系统（统治意识形态），恰恰是因为它不是对其进行讽刺性模仿，而是对其进行过度认同”（Žižek 2015b, 203）。这种“过度认同”的概念引发了一些问题。首先：莱巴赫据称过度认同的“系统”是什么？正如齐泽克自己所强调的，NSK的特殊性恰恰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它不允许与特定的政治系统、立场或机构产生任何可识别的、一致的认同，这种认同超出了构成每种意识形态形式基础的纯粹享乐。因此，这显然不是直接的反对或肯定。用莱巴赫自己的话来说，他们将“战士和对手结合成一种静态的极权主义尖叫的表达”（Laibach 2015a, 462）。然而，齐泽克本人在后来的文本中偏离了莱巴赫认同不相容的意识形态元素的观点。相反，他声称莱巴赫实际上认同了南斯拉夫国家机器。在一次采访中，他解释说，“他们过度认同了国家社会主义的概念本身（其理想时刻），正是这一点使他们变得‘令人难以忍受’”（引自 Irwin 和 Motoh 2014, 136）。这一说法无疑描述了莱巴赫作品的一个方面，但却忽略了他们对法西斯主义众多令人不安的指涉。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齐泽克也反驳了这一早期的说法，并声称：“他们搬上舞台的不是共产主义仪式，而是法西斯主义和民族主义仪式”（Žižek 2023, 181）。根据这种描述，莱巴赫的表演与真正的法西斯主义和民族主义仪式的区别恰恰在于，莱巴赫真正认同了这些仪式。这正是真正的法西斯分子永远不会做的事情：“实际的‘极权主义’本身[…]在完全认同自身的意义上并不是极权主义的：最低限度的讽刺或愤世嫉俗的自我距离是其运作的条件”（Žižek 2023, 180）。这种一概而论的诊断令人怀疑它是否真的适用于极权主义运动或极权主义社会的所有阶层。在此背景下，也可以指出莱巴赫自己关于其工作方法的一些陈述。这些陈述表明，他们更多地是将意识形态作为用美学手段进行疏离考察的对象，而不是去（过度）认同它们。虽然该团体在一份早期宣言中确实宣布“将认同意识形态作为其工作方法”，但在同一份宣言中又说，“莱巴赫分析了后期意识形态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并通过艺术呈现出来”（Laibach 2015a, 460）。齐泽克的分析重复了这种认同与疏离之间明显的发散，而不是去解释它。

齐泽克对NSK过度认同奇观对观众产生的影响的描述同样模棱两可。他指出，与意识形态淫秽核心的舞台对抗“可以将我们从其控制中解放出来”，但却没有说明这种解放应如何有效运作，也没有说明这个需要被解放的“我们”究竟是谁。例如，这是否也包括那些保持安全距离的观众，他们将音乐会解释为卓别林《大独裁者》传统中对极权主义的巧妙戏仿？或者这是否也包括那些参加莱巴赫音乐会并通过行纳粹礼来表达热情的个别真正的纳粹分子（关于莱巴赫与真正纳粹分子之间的关系，参见例如 Laddish 1993, 68–69）？似乎很自然地可以假设，莱巴赫音乐会的观众通过沉浸在淫秽的奇观中，也经历了一个颠覆性的过度认同过程，要么认同国家社会主义，要么认同法西斯主义，要么认同两者的过度决定混合体。相反，齐泽克关于这个主题的论述坚持认为，观众被迫进入一种布莱希特式的去认同立场。莱巴赫使观众疏离于极权主义的享乐，从而使他们能够从中解脱出来（参见 Herscher 和 Žižek 1997, 63）。将这一假设与精神分析方法相结合，齐泽克进一步声称，这种距离迫使观众做出存在主义的决定：“莱巴赫迫使我们采取立场并决定我们的欲望。莱巴赫在这里实际上完成了定义精神分析治疗终点的反转”（Žižek 2015b, 203）。

但是，在这种背景下必须做出什么解放性的决定呢？可以假设，大多数观众对极权主义已经有了坚定的立场，这种立场很难被极权主义享乐的奇观所改变，无论它多么迷人或令人排斥。莱巴赫真的迫使主体做出这样的决定吗？或者，围绕他们舞台表演的战略性模棱两可，难道不是更表明莱巴赫的表演旨在将观众暂时保持在一种令人不安但又令人着迷的认知和美学矛盾的灰色地带；这种矛盾虽然能激发反思，但也可以不加反思地去享受？无论齐泽克论证的其他部分多么令人信服——在此背景下，关于NSK通过过度认同将主体从意识形态的控制中解放出来的断言，显得不完整且不够精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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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齐泽克的诗歌：早期对斯洛文尼亚先锋派的参与

Kaitlyn Sorenson[1]

Email: ksorenson@binghamton.edu

由 Coraly von Welser 从英文翻译。

2003年8月，全美各地的美国青少年在他们的邮箱里发现了一本 Abercrombie & Fitch 的目录，上面附有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Žižek）的评论（见图3.1）。在为即将到来的新学年挑选新牛仔裤时，他们看到了一张情侣拥抱的照片：她穿着绞花针织毛衣，他穿着做旧的磨边T恤；在两人上方写着这样一句话：“It is obvious that the couple in front of the window are fantasizing that someone is observing them through the window! They need that gaze in order to be in love: they perform their love for that gaze”（Žižek 2003, 82；见图3.1）。对盎格鲁-撒克逊的哲学家们来说，这一事件似乎打破了禁忌。几个月前，《批判性探究》（Critical Inquiry）杂志才刚刚报道过这位哲学家在理论界的声名鹊起（参见 Galt Harpham 2003, 453–485），有哪位哲学家曾作为青少年时尚目录的文案撰稿人出现过呢？然而，在随后的几年里，齐泽克继续打破关于哲学家在公众面前应如何行事的隐含预设，他将理论植入通常不属于它的地方：穿插在经典电影的高潮场景中（如在《变态者电影指南》The Perverts Guide to Cinema 和《变态者意识形态指南》The Perverts Guide to Ideology 中），或者在占领华尔街运动期间，在纽约祖科蒂公园通过麦克风放大他的声音。这种跨界尝试似乎是对奠定齐泽克声誉的理论著作的一种令人惊讶的背离。然而实际上，它们代表了某种媒介多功能性的延续，而这种多功能性早已被齐泽克作为其知识生产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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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Abercrombie & Fitch 的广告

本章将简要概述齐泽克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与斯洛文尼亚语先锋派运动的形成性互动，以便为齐泽克作品中这一产生深远影响的侧面提供背景。从他早期与斯洛文尼亚语先锋派的合作出发，下文将阐述一些关于齐泽克自己的视觉诗歌以及他早期的一篇诗歌论文，这是他在斯洛文尼亚语杂志《问题》（Problemi）上的首次发表。最后，将探讨这些诗意冲动对齐泽克整体作品及其学术接受度的意义。

1967年10月，斯洛文尼亚语（新）先锋派团体 OHO 出版了他们的第一本诗集。他们的名字源于一个造词，由斯洛文尼亚语中的“眼睛”和“耳朵”组成：oko 和 uho。这个名字反映了这个新兴团体对作为视觉和听觉现象的语言的兴趣。他们的美学纲领被称为物化主义（Reismus）——源自拉丁语 res，意为“物”——其关注点集中在语言的物质性上。撰稿人之一伊兹托克·盖斯特-普拉门（Iztok Geister-Plamen）这样总结他们的诉求：“In classical texts, the word tries to be an image, although it is really a word. In [our] texts, the word tries to be a word, although it is really an image”（Geister-Plamen 1969；参见 Zabel 2004 和 Kernev Štrajn 2014）。这本奠基性的诗集在编纂两年后的1969年付梓出版，其中包含了在具体诗歌和视觉诗歌方面具有挑衅性的实验。书名 Pericarežeracirep 源于一个著名的斯洛文尼亚语回文，直译为：“洗衣妇切断了鸭子的尾巴。”该团体对视觉语言体验的兴趣也体现在该诗集署名的方式上——不是使用传统的作者署名行，而是使用图形签名，如图3.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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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Pericarežeracirep 的扉页

总的来说，诗集 Pericarežeracirep 汇集了后来成为 OHO 团体重要人物的作者——其中包括马尔科·波加奇尼克（Marko Pogačnik）和托马日·沙拉蒙（Tomaž Šalamun）——其中一些人后来在国际舞台上代表了这场运动，例如在1970年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举办的该团体作品的首次展览上。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参与者中的一个特例是18岁的斯拉沃热·齐泽克。除了一些例外情况（参见 Jakovljević 2016, 230–233），无论是在卢布尔雅那还是在其他地方，他都没有真正作为 OHO 的成员被人们记住，而且他走向国际认可的道路将呈现出完全不同的轨迹。然而事实上，他为这部诗集贡献了两首散文诗，一首题为“笛卡尔的沉思”（Cartesian Meditations），另一首题为“八爪女，或关于某事/关于同一件事”（Octopussy, ali o (t)istem）。（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篇作品都包含对詹姆斯·邦德的引用，正如该作者早期作品中的其他几个例子一样）。

这两首诗都围绕着复杂的音素游戏展开，这使得它们几乎无法翻译。例如，“八爪女，或关于某事/关于同一件事”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的标题是“Teorija raz-loga”。在这个标题中，齐泽克使用了“razlog”这个词，在日常语言中意为“理由”或“原因”（参见 Sorenson 2020）。他将其拆分为前缀“raz”——相当于英语（以及德语）中的前缀“dis”——然后将其与意为“地点”或“位置”的词根“log”配对。如果以这种方式拆分该词，带有连字符的“raz-log”就获得了“dis-placement”或“错位”（Dis-Lokation）的含义——这种价值取向与该词“理性”的日常含义完全背道而驰。因此，标题“Teorija raz-loga”同时意味着“理性理论”和“驱逐理论”。

这种文本实验精神在诗的第二部分“Teorija nosa”（“鼻子理论”）中得以延续，该部分采用了同样的文字游戏。两种含义的叠加——一种是解构的斯洛文尼亚语词源学含义，另一种是日常语言含义——虽然使得文本的翻译几乎成为不可能，但诗中广泛的音节划分（顺便说一句，这在斯洛文尼亚语中同样不寻常）即使对于不懂斯洛文尼亚语的读者来说也是可以理解的。读者至少能理解齐泽克在这里所进行的文本消解方式。它符合马修·雷诺兹（Matthew Reynolds）的“棱镜式翻译”（prismatic translation）概念（参见 Reynolds 2020），以及艾米丽·阿普特（Emily Apter）对“语言不可译性”（linguistic untranslatability）的理解（参见 Apter 2013）。

„Ko je z nosom v redu, je v-red-nos-t: pred nosom je pred-met, za nosom za-nos.“ (Žižek 1967/1969, 47)

„When the nose is in order [z nosom v redu], there is value [v-red-nos-t]: in front of the nose [pred nosom] there is the object [pred-met], behind the nose [za nosom] there is enthusiasm [za-nos].“ （由 K. S. 翻译）

在这一段中，齐泽克利用了斯洛文尼亚语中表示鼻子的词（“nos”）包含在许多其他单词中这一事实来进行游戏。因此，他将注意力引向意为价值或优良的“vrednost”，以及意为热情或热忱的“zanos”。在每一种情况下，齐泽克都通过他的文字游戏在日常词汇用法的含义与其解构的语义共鸣之间制造了明显的张力。

这种强调能指物质性的方式，也被 Pericarežeracirep 的其他作者以类似的方式（尽管使用了不同的手段）所追求。例如，在图3.3中，马特亚日·汉热克（Matjaž Hanžek）在单词“Pozor!”（“当心！”）的字母中线上将其切断。而在图3.4中，前面提到的伊兹托克·盖斯特-普拉门则对字母簇进行了实验，其中一些唤起了相当模糊的可能含义，而另一些则似乎是从中央大写字母书写的短语“poisonous mushrooms”（毒蘑菇）中随机产生的。

POZOR!

图 3.3 Matjaž Hanžek，Pericarežeracirep “当心！”

U I O Ž B STRUPENE GOBE G EE N T

图 3.4 I. G. Plamen，Pericarežeracirep “献给 m. l. 的插图”

这一切表明，齐泽克对音节划分的诗意实验完全符合当时视觉诗歌的精神，这种诗歌总体上关注语言被打破、分裂和散落，然后以暗示性的方式重新组合的能力。

在完成 Pericarežeracirep 手稿几个月后，齐泽克在斯洛文尼亚语杂志《问题》（Problemi）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理论文章。该作品题为“Spraševanje gotovosti I: Teze preloma razpornosti”（“对确定性的质询 I：破裂的命题”），并以其奇特的结构形式引人注目。它以拉康1967年第十四次研讨班的一句座右铭（“Tu n’es que ce que je suis”；“你只是我所是的”）开头，随后是充满大量文字游戏的27行文字。与前面讨论的作品一样，文本的语言主要基于理论新词，在这种情况下带有强烈的海德格尔式色彩。文本开头如下：


	Svet je svetovnost BITI

1.1 Tu-bit se drži noter v nič. (1)

1.11 Tu-bit odpira proctor, da je bivajoče v odprtem časnosti bivano

	The world is the worlding of BEING

1.1 Dasein dwells inside nothing. (1)

1.11 Dasein opens a space, so that beings are in open temporality （由 Sorenson 翻译）



这首诗（图3.5）发表在卢布尔雅那拉康学派的杂志《问题》（Problemi）上，由于缺乏引力中心，该出版物成为了该学派的“制度家园”。然而，该杂志对上述学派的这种特殊定位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出现。在此之前，这份创办于1964年的刊物具有更广泛的概念范围，除了实验文学和视觉艺术外，还发表具有多种理论参考点的作品。因此，在当时，齐泽克在《问题》上发表的第一篇作品最适合被归类为诗歌论文，这并不特别令人惊讶。事实上，该杂志由此反映了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斯洛文尼亚语理论话语与先锋派实践相互交叠和相互影响的方式。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跨学科的冲动是持久的：尽管所描述的动态因1971年 OHO 团体的解散而短暂陷入危机，但它在20世纪80年代重新获得了动力，当时除了其他美学范式的出现外，新斯洛文尼亚艺术（NSK）也应运而生，卢布尔雅那拉康学派的理论平台也日趋成熟。总而言之，可以说在这一时期的卢布尔雅那，理论与先锋派之间的界限是多孔且可渗透的，随时准备被消解和重新配置——这与作者们对语言的共同处理方式相似。

Spraševanje

gotovosti I

(teze preloma razpornosti)

Slavoj Žižek

-Tu nes que ce que je suis.=(Lacan, Tristan et Isolde, Séminaire de 1967)


	Svet je svetovnost BITI.



1.1 Tu-bit se drži noter v nič. (1)

1.11 Tu-bit odpira prostor, da je bivajoče v odprtem časnosti bivano.

1.12 Odprto stojnost tu-biti svet-eče dogaja bit bivajočega.

1.121 O-svet-ljeno je vselej bivajoče (v) biti: v-stojnost. (2)

1.2 Bivajoče stoji v biti.

1.21 Bivajoče se razpre, bit je razprtost:

1.211 Bit je odnos do bivajočega. (3)

1.22 Razpor se izmakne v razprtost branega.


	Cisti Red je lepota.



2.1 Rednost razmerij branega odstre (ne)izvor prisotnosti.

2.11 JAZ se raz-da na nič brežcasnega prostora-večnosti.

2.2 Svet-loba (bit) se kot vse-eno po-vsem izmakne, da je le raz-svetljava (bivajoče): zaprto-isto (teo)-logije. (4)

2.3-4 (Teo)-logija je večna,

I gra je njen konec

2.41 Igra razbere lik z-branosti. (5)

2.42 Razbor odstre ne-isto razprtosti in razpora:

2.421 Razprtost lika razloči razpor kot razlika.


	Razpor je razpornost IGRE.



3.1 Dogodek Bitja po-vsem razbere zastrto svetosti razpora:

3.11 Bit-je razpor, razpirajoč bit in bivajoče.

3.12 Razpor raz-loči rez motenja.

3.121 Razpornost bitja obstira bivajoče z blođečim Igre:

3.1211 Rez piše (v)prostoritev razpora. (6)

3.2 Od-ločenost reza je pisava Erosa.

3.21 Rez igre ne-izvora razbere odsotno razpora.

3.22 Pisava Erosa reže razporno smrti. (7)


	Ritem Erosa je lepota.



Galt Harpham, Geoffrey. 2003. Doing the Impossible: Slavoj Žižek and the End of Knowledge. Critical Inquiry 29(3): 453-85.

图 3.5 斯拉沃热·齐泽克在《问题》（Problemi）上的首次发表，1968年5月

在2010年《艺术边缘》（Art Margins）杂志上对阿维塔尔·罗内尔（Avital Ronell）的《战斗理论》（Fighting Theory）的一篇评论中，马丁·杰伊（Martin Jay）将齐泽克的作品作为“来回切换频道”（hin und her Zappens）哲学的典范，他这样描述道：

„a style of philosophy that mimics the experience of watching television with the remote held by someone with attention deficit disorder, a style that will be familiar to readers of Slavoj Žižek at his most manic. That is, it flits from channel to channel, rarely pausing to finish a thought or defend a position before another one lurches into view.“ (Jay 2011)

杰伊将齐泽克的理论方法称为一种“切换频道”（Zapping），这大概是在批评齐泽克偏离了学术哲学的论述规范。但他所选择的跨媒介隐喻——不断按下遥控器——却很有启发性。它暗示了媒介的形态变换，正如我们所见，从一开始这就是齐泽克全部作品的一个关键特征。最终，我们对齐泽克早期作品的探索所带来的挑衅在于这一认识：齐泽克采用这些不同媒介的时刻，例如当他写诗、电影剧本和目录文本时，不应被视为偏离真正哲学认识的“跨界”异常现象。相反；这些形式是他知识生产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们不是他思想的过度，而是其本质。

注释


[1]: 宾汉姆顿大学，美国纽约州宾汉姆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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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后结构主义的遗产

Marc De Kesel[1]

由 Coraly von Welser 从英文翻译。

“后结构主义”这一术语汇集了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初在巴黎鼎盛的一系列哲学思想。具体而言，人们将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莎拉·科夫曼（Sarah Kofman）、露西·伊利格瑞（Luce Irigaray）和朱莉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与该词联系在一起。这个概念暗示了与结构主义的关联，在这种情况下，这也意味着对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版本的20世纪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或多或少隐含的指涉（参见 Howarth 2013, 24–55）。基于将语言发现为一个按照自身规律运作的符号宇宙，列维-斯特劳斯的著作，例如《结构人类学》（Anthropologie structurale, 1958）或《野性的思维》（La pensée sauvage, 1962）（Lévi-Strauss 1963; 2020），展示了这一洞见对哲学和文化研究的同等深远影响。

对于上述许多后结构主义作者来说，强调语言作为符号系统与参考对另一种“野性思维”的研究是齐头并进的，这种“野性思维”与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以及黑格尔的哲学联系在一起。黑格尔将差异和否定作为认同及其辩证逻辑底层的运作因素，这一重点被应用到语言上，更准确地说，被应用到构成我们“符号”宇宙的能指的“差异”场域中。这些“后结构主义”作者以各自独特的方式，都发展出了一种“辩证”逻辑，以分析构成我们符号宇宙的话语（参见 Williams 2005）。

齐泽克，这位自称的黑格尔主义者和拉康主义者，显然受到了这股法国哲学浪潮中多位作者的影响。他的全部著作可以被视为与该思潮的广泛对话。在这个意义上，他本人构成了“后结构主义遗产”中的一位重要作者——然而，齐泽克本人强烈拒绝这一评价。根据他的说法，他思想的核心，正如拉康和黑格尔思想的核心一样，对“后结构主义”持批判态度，甚至与之互不相容。

齐泽克在此背景下反复指出的第一点是，“后结构主义”这个概念并没有表达它声称要表达的内容。对“结构主义”及其“后”理论的指涉不过是一层掩盖了这些哲学真实面貌的面纱（参见 Žižek 1991b, 142）。更宽泛地说，“后结构主义”这一术语的创造起到了否认“主体”的作用，即否认我们与现实建立联系的那个立场。然而，这样一来，恰恰是这种主体立场对我们与现实（包括思想和理论）关系的影响未被承认。

在《偶然性、霸权和普遍性》（Contingency, Hegemony, Universality）一书的《无止境的重头再来》（Da Capo senza Fine）一文中，齐泽克在提及后结构主义时写道：“‘post’ means things that went on in French theory after the American (and German) gaze had perceived them, while ‘structuralism’ tout court designates French theory, in itself, before it was noted by the foreign gaze. ‘Poststructuralism’ is structuralism from the moment it was noted by the foreign gaze”（Butler, Laclau 和 Žižek 2000, 243）。因此，在齐泽克看来，并不存在“自在的”（an sich）后结构主义。在某种程度上，这正是这一思潮的遗产所在：即认为不存在“自在”。既不存在一个使现实获得其真正基础的“主体”或“根据”，也不存在一个为声称这一点的论述提供真实根据的“主体”。后结构主义对主体本身的概念持怀疑态度。因此，后结构主义的建议是，在当代思想中抛弃这一概念。

在20世纪中叶，结构主义假设现实是像语言一样结构的——一种由能指组成的语言，必须作为能指来对待。在这里谈论语言，指的是一个独立于被指涉的现实而运作的差异性符号系统。这是一种缺乏主体的话语，主体在其中找不到自己的根据，也无法在其中“闭合圆圈”并与“自身”相一致。齐泽克在他的第一本英文著作《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中这样表述：“the fundamental gesture of post-structuralism [] is to deconstruct every substantial identity, to denounce behind its solid consistency an interplay of symbolic overdetermination – briefly, to dissolve the substantial identity into a network of non-substantial, differential relations”（Žižek 1989, 72）。或者，引用格林·戴利（Glyn Daly）《与齐泽克对话》（Conversation with Žižek）的导言：20世纪晚期的后结构主义作者被迫承认一种存在的多重性：“[a] multiple-being that is always provisionally configured within sliding planes of difference”（Žižek 和 Daly 2004, 4）。在这种存在的多重性中，主体不再受欢迎：“the subject has become rather unfashionable as it allegedly conjures up the image of a unified Cartesian identity or some kind of centre to subjectivity”（Žižek 和 Daly 2004, 4）。

齐泽克将后结构主义与德里达的解构主义联系起来，并使拉康（这总是意味着：他自己）与两者保持距离。在《审问实在界》（Interrogating the Real）中，他强调有必要将拉康“from any tradition called ‘post-structuralist’, whose objective is to ‘deconstruct’ the ‘metaphysics of presence’: to denounce full presence, detecting there the traces of absence, dissolving fixed identity amidst a bundle of deferrals and traces”（Žižek 2006, 31）。这并不是说齐泽克没有对“在场形而上学”进行解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式的批判。我们无法将对现实的主张带入与该现实的完全在场之中。在每一次关于“在场”的断言中，都共鸣着一种缺席，一种匮乏。然而，齐泽克在拉康和黑格尔意义上的强调在于，这种匮乏不仅仅是一个缺席的问题。作为缺席，作为匮乏，它是一个“作为自身”（als solchen）的缺席和匮乏；它存在于那个声称与自身完全在场的系统内部。而这种持续的缺席，这种破坏了现实或话语所谓自我的缺席，正是其真正的客体。

在《因为他们并不知道他们所做的》（For They Know Not What They Do, 1991）等早期著作中，齐泽克引用结构主义来支持他对后结构主义的看法。他通过引用西奥多·W·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关于在不协和乐曲中使用三全音（也称半八度）的音乐史反思来做到这一点：“Here we have an exemplary case of what structuralism calls ‘determination-by-absence’: after the advent of dissonances, the meaning of the tritone changes, since its further use implies the negation of dissonances – its new meaning results from the way the very absence of dissonances is present in the use of the tritone”（Žižek 1991a, 181；参见 Adorno 1965, 133）。古典三全音的缺席“作为自身”起作用，并保留在一个演奏三全音的系统中。在阿多诺所指的那种音乐框架内，即使是使用古典三全音也代表了古典主义的缺席。即使在恢复原始秩序的情况下，系统的取代也“起作用”。

齐泽克的论点是，这种替代本身就是系统的“主体”，并且必须作为主体来思考。在《因为他们并不知道他们所做的》第二版（2008）的前言中，他写道：“This is also where all the postmodern deconstructionist-poststructuralist variations on how the subject is always-already displaced, decentred, pluralized [] somehow miss the central point: that the subject ‘as such’ is the name for a certain radical displacement, a certain wound, cut, in the texture of the universe, and all its identifications are ultimately just so many failed attempts to heal this wound”（Žižek 2008, xvi）。“激进的置换”本身就是主体（the subject）。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一个能指的场域，一个自身没有任何根据的符号宇宙。然而，正是在这个匮乏的位置上，我们（即作为力比多人类的我们）占据了这个位置。这是我们与现实建立联系的位置。当然，正因如此，我们表现得仿佛这个宇宙是我们的一样。但它并不是真正的，在本体论意义上不是我们的，因为我们不是宇宙的本体论根据。通过将我们自己置于宇宙没有本体论根据的位置，我们能够置换它，颠覆它（如拉康所称），或者——这是齐泽克所强调的——改变它。

因此，对他来说，主体从根本上是“革命性的”。而正是在这个确切的位置上，上述后结构主义（后现代、解构主义）对主体的批判失败了。我们生活的宇宙没有根据，没有基础。然而，与后结构主义的主张相反，恰恰是这种否定，这种根据的匮乏，充当了一个基础，因为我们将自己锚定在正是这个（缺乏）根据的位置上。上帝死了；但剩下的是匮乏本身，是“作为自身”的裂缝。诚然，占据这个空缺并不能使我们取代上帝成为宇宙的“主人”。通过将我们自己置于这个裂缝上，置于宇宙缺乏根据的地方，我们能够颠覆宇宙，正如拉康所说。齐泽克补充道，在黑格尔的意义上：我们改变它，或者，用齐泽克的另一个表达来说，我们“行动”（Žižek 1992, 44）。

齐泽克的行动理论（见第72章）是他反对后结构主义的最具批判性的论点之一。为了真正承担起我们作为主体的立场，我们必须投入到在这个位置上敞开的纯粹匮乏的深渊中。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抛弃所有关于我们自己和我们世界的观念和理论，跳入我们世界和观念赖以建立的“少于无”（Weniger als Nichts）之中。这是齐泽克对行动的定义。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Vladimir I. Lenin）发动俄国革命的行动。通过过早地发动革命——在一个远未准备好的社会中——列宁否定了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则。对齐泽克来说，这意味着他“跳入”了奠定其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的虚空之中（参见 Lenin 2002, 167–336）。

尽管有所有这些后结构主义理论，齐泽克依然坚持主体的概念，而且恰恰是指向主体自身所体现的匮乏的位置。从这里开始，事物可以被改变。那么，虽然一切仍然是意识形态，或者说我们周围现实的关系仍然是意识形态结构的——部分原因是作为逃避意识形态的实在界是无法触及的（见第93章）——但这并不排除意识形态批判。相反：它被证明是必要且可能的。意识形态可以而且必须通过追溯其“真实”根据来加以批判——即真实根据的缺席持续存在的位置。然而，由于我们自己就处于这个位置，我们必须将这种匮乏作为意识形态中唯一真实的东西来接受。这种“向实在界的跳跃”，这种革命性的行动，正是后结构主义思想所缺乏的。更有甚者，后结构主义概念的创造首先就是为了避免面对这一真理。因此，齐泽克努力将黑格尔和拉康所构想的主体概念保留在当代思想的议程上。这也是为什么齐泽克同时试图让黑格尔和拉康远离他们通常被归入的后结构主义的原因。

在齐泽克看来，是否存在后结构主义的遗产？确实存在，但必须与之斗争。在齐泽克的整个著作中，他不断强调他在《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中所阐述的这一目标：表达“与后结构主义的彻底决裂”（参见 Žižek 1989, 7, 153–155）。他补充说，他写这本书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了保护拉康理论（从而也保护他自己的理论）免受哈贝马斯（Habermas）的攻击，后者将拉康贴上了法国后结构主义的标签。“Against the distorted picture of Lacans obscurantism, the book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 and each other of Žižeks books] locates him [Lacan] in the lineage of rationalism. Lacanian theory is perhaps the most radical contemporary version of the Enlightenment”（Žižek 1989, 7）。齐泽克将同样的使命赋予了他自己的作品。它体现了反对后结构主义遗产的启蒙斗争。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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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有限性。海德格尔与齐泽克

托马斯·布罗克尔曼（Thomas Brockelman）[1]

由安妮-索菲·阿德洛夫（Anne-Sophie Adloff）从英文翻译。

有限性主题在齐泽克的著作中是一个核心动机，尽管它也带有相当大的矛盾性。这位斯洛文尼亚思想家的大部分著作可以被合理地解释为一种接受有限性本体论的尝试（参见 Brockelman 2008a）。海德格尔的早期和中期著作也特别发展了这种本体论。同时，齐泽克的理论将海德格尔推向了一种不同于海德格尔本人所主张的、更为激进的伦理学和政治学方向。因为后者似乎追随其他有限性哲学家的脚步，多次论证人类经验的有限性需要一种怀疑的谦逊伦理。真理的不可企及性应该促使人们接受其他的观点和生活方式。相反，齐泽克建议将有限性解释为某种人类自我主张和人类自信的基础。在这里，重要的是将他关于有限性的思想与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见第53章）特别是其学生昆汀·梅亚苏（Quentin Meillassoux，见第66章）日益尖锐的立场区分开来，后者将他们自己的哲学项目定义为反对有限性哲学。梅亚苏发展了这样一种论战，他挑衅性地将他2006年出版的书命名为 Après la finitude（《有限性之后》）（参见 Meillassoux 2006）。现代欧洲思想的特殊性质可以用“有限性哲学”这一概念来定义。它表现为一种努力，即在思考人类处境时，不参照一个总体化的外部立场，不从该立场出发或为了该立场去过人类的生活。齐泽克在《视差之见》（The Parallax View）中对此作了如下表述，他采纳了大陆思想中持续了一个世纪的信念：“There is no transhistorical absolute knowledge”（没有超历史的绝对知识）（Žižek 2006, 274）。

当然，具有有限性意识的立场，其主要意图在于揭示关于人类经验和人类知识的真理。那么，哲学的任务必须是帮助我们在这种洞见所产生的处境中生活。从这个角度来看，存在主义和现象学传统都认同一种激进的历史性。正如海德格尔本人所强调的，这或许在尼采著名的口号“上帝已死”中得到了最好的表达。无论是历史还是人类存在的任何其他维度，都不能为我们——或任何其他人——提供逃避根本上被卷入世界事物的可能性。没有“无处”的立场，没有永恒的真理，只有有限性。这就是齐泽克所采纳的海德格尔特有的“有限论”（即与有限性相关的）哲学。

然而，有限论哲学的传统也与现代科学所带来的一系列“哥白尼式革命”密不可分。无论如何，这些科学革命改变了“客观”知识的含义，使其包含了观察者或科学家的立场。知识本身在一种特殊的意义上是“有限的”，因为它是与一个观察主体相关联而获得的。康德提供了与这种科学相对应的哲学理论：伴随着与认知者相关的知识，必然始终存在一个无法被描述的“自在之物”（An-sich）领域。

昆汀·梅亚苏将那些对后哥白尼科学和经验进行理论化的现代传统称为“相关主义的”（即它们基于主体与客体、观察者与被观察者之间的相关性），并对它们展开了明确的批判。他认为，这样一个“有限论”的出发点会导致后现代文化的视角主义噩梦，这种文化抵制任何关于客观真理（也包括且尤其是科学真理）的主张，并复兴了反动的政治和神学。如果每种视角都同等有效，那么我们就没有任何基础去拒绝那些肯定反动世界观的企图，无法指出它们是有问题的或错误的。

在拒绝这种相关主义时，梅亚苏建立在巴迪欧关于数学的超历史和客观真理的论点之上（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预示了这些论点）。因此，用齐泽克的话来说，梅亚苏假设了以下几点：“the cognitive accessibility of reality-in-itself, the way it is independent of human existence”（自在现实的认知可及性，即它独立于人类存在的方式）（Žižek 2012, 629）。因此，他声称克服了现代主义视角主义的死胡同，并拒绝了他所认为的海德格尔有限性哲学中失败的伦理、政治和神学意涵。此外，巴迪欧可以借助康托尔（Cantor）及其之后的数学来论证（梅亚苏对此表示赞同），任何对有限事物和局限性的指涉，都依赖于逻辑上在先的对无限性的通达。由此，有限论的认识论基础似乎被削弱了。

尽管齐泽克自己的词汇并不统一，但他的项目，即他作为梅亚苏替代方案的项目，最好被描述为对有限性的接受和激进化。对他来说，有限性不仅仅是限制，而是知识的源泉。这可以引导我们走向一种比与海德格尔（尤其是晚期海德格尔）相关的更为激进的伦理学和政治学。因此，齐泽克的项目要求对海德格尔保持一种建构性的矛盾态度。该项目从海德格尔那里引出了一个他（齐泽克）所支持的纲领，同时通过内在批判揭示了海德格尔自身无力去追求这样一个纲领。

让我们从齐泽克明确具有海德格尔色彩的时刻开始。他在2000年之后的言论包括在《视差之见》（2006）中的一段讨论。在那里，他将笛卡尔的伦理怀疑论与《存在与时间》（Sein und Zeit）中的“先行决断”（vorlaufende Entschlossenheit）进行了对比。笛卡尔在《方法论》（Discours de la méthode）中推荐了一种初始态度，他将其比作游客或探险家的态度：由于缺乏判断不同文化之间是非对错的基础，游客应该选择简单地遵循所到之处的习俗。齐泽克现在建议，将《存在与时间》中这种“先行决断”的伦理与笛卡尔式游客的态度进行对比。这种对比已经表明，最初看似纯粹的道德甚至心理问题，实际上包含着一种本体论的洞见（参见 Žižek 2006, 273–275; Brockelman 2008a, 4–6）。根据齐泽克的说法，海德格尔加倍强化了纯粹的存在主义观念，即作为有限的、必死的存在，我们永远无法知道关于我们现实的真理。《存在与时间》中的“先行决断”是一种关于现实的实践知识。作为一种决断行为，它等同于肯定世界“不存在”，肯定世界没有总体性或固定的秩序。作为一种只能在行动中获得的知识，齐泽克将这种决断视为极其主观的。作为由主体自我意识地产生的东西，它恰恰肯定了在世界上发现任何规范性尺度的不可能性。

另一方面，1938年之后的晚期海德格尔——那个认为“语言是存在的家”（Heidegger 2004, 313）且人是“存在的牧羊人”（Heidegger 2004, 342）的海德格尔——坚持一种反动的有限性伦理。他从《存在与时间》的反整体论退回到一种准宗教的视角，或者说退回到将个体性屈从于一种总体化的语言观。对于这个海德格尔来说，接受有限性仅仅是一个保守的绝对命令。承认你是有限的，并屈从于语言本身，让语言去说！这可以被解释为个体主体性向集体智慧的献祭。因此，就出现了据报道在海德格尔晚期研讨班上发生的滑稽场景：学生们对海德格尔关于语言的见解充满好奇，最终却只得到他固执而坚定地背诵的回答：“语言在说！”（Die Sprache spricht!）

然而，对齐泽克来说，海德格尔只是通过一次失败的冒险才达到了他晚期的反动伦理。他指的是海德格尔在20世纪30年代初所冒的风险，在他所谓的“糟糕”时期，他同情并最终接受了国家社会主义。在第三个千年头几年的几本书和文章中，齐泽克追溯了海德格尔纳粹时期著作所开启的有限论立场的可能性。齐泽克在海德格尔那里发现此类资源的策略，例如可以归因于《为迷失的信仰辩护》（In Defense of Lost Causes）和《少于无》（Less Than Nothing）中的一些段落。在这些著作中，他为海德格尔在这一时期的赫拉克利特和阿那克西曼德研讨班上对“意志”的讨论进行了辩护（参见 Žižek 2008, 149–150; 2012, 883）。对海德格尔的通常解释将其著作中的致命缺陷定位在1930年之后不久的时期，这一时期导致了他在弗莱堡带有国家社会主义色彩的校长任期。相反，齐泽克断言，这一时期代表了海德格尔对有限性最激进的接受。这一时期的海德格尔因此忠实于有限存在的“本体论”意涵。原因在于，“意志”标志着对说话主体和语言所占据位置的任何定位的打断。根据这些研讨班中提出的模型，既不是一个主体简单地“说”语言，也不是一种整体性的语言“说”说话者。同样，海德格尔在他的赫拉克利特和阿那克西曼德课程中所描述的意志，既不是个人的财产，也不是某种超主体的力量（参见 Davis 2007, 883）。

对齐泽克来说，这些研究指向了一种特定的伦理学和政治学，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未被海德格尔研究界所认识和发展，尽管海德格尔被广泛引用的概念总是已经暗示了这一点。相反，海德格尔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之后的著作明确旨在压抑这种伦理学和政治学。正是在这一点上，齐泽克接受有限性的道路偏离了海德格尔。在这里，我们必须提及黑格尔和马克思，对他们来说，“主体”被理解为本质上的集体实体。海德格尔的分析，如《存在与时间》中对“先行决断”概念的分析，只能暗示齐泽克的核心思想，而这一思想构成了其辩证唯物主义的关键。它在于这样一种洞见：只有“辩证法”和“否定性”才能提供真正的理论基础。对齐泽克来说，我们知识中的漏洞或空白必须被视为现实本身的漏洞或空白（参见 Žižek 1999, 55; 2012, 11）。这种奇怪的齐泽克式本体论，恰恰在它将主体性与否定性等同起来的地方显得难以看透，最终将我们引向精神分析所揭示的世界。它标志着驱力和 享乐（jouissance，见第86章）的主观领域。海德格尔的概念被排除在这一领域之外。

除了齐泽克努力将这种伦理学和政治学与驱力主体性理论结合起来（见第58章）之外，我们应该将注意力从他分析的内容转移到其形式上，或者更确切地说，转移到其语调上。在讨论晚期海德格尔时，齐泽克本人倾向于融入他最倒错的话语实践。例如，他坚持认为，“让语言去说”等同于被法西斯准军事组织“使其消失”（“being disappeared”）。此外，他断言语言本身实际上是存在的“酷刑室”（Folterhaus）（参见 Žižek 2012, 870）。这种对海德格尔式虔诚的戏仿所产生的效果是，彻底粉碎了读者想要从有限性的无情中舒适逃离的愿望。

然而，更一般地看，齐泽克的这种探索主要将他引回了幽默（参见 Brockelman 2008b）。他的理论所寻找的真正有限的主体，既不是从一种虚假的个人自主性出发对我们说话，也不是从一种对存在进行舒适俯瞰的立场出发。在某处，齐泽克提醒我们注意1968年巴黎五月风暴时期的一幅旧涂鸦。有人划掉了原来的题词“上帝已死：尼采”，并在上面写道：“尼采已死：上帝”。然而，对齐泽克来说，这还不是另一种幽默或喜剧的维度。事实上，这个题词本身代表了最糟糕的意识形态：这个笑话隐含的笑点是上帝还活着，因此可以对尼采拥有最终的发言权。但齐泽克跟随阿伦卡·祖潘契奇（Alenka Zupančič），提出这个笑话实际上应该是：“God is Dead. And, as a matter of fact, I don’t feel too well, either”（上帝已死。而且，事实上，我感觉也不太好）（Žižek 2006, 109; 参见 Zupančič 2006, 196）。

西蒙·克里奇利（Simon Critchley）在一系列关于拉康的著作中（部分是在与齐泽克的对话中产生的）强调了以下几点：一个喜剧或“幽默”主体的美德在于削弱一个与存在或语言相对立的戏剧性、悲剧性的“自我”。克里奇利在论述弗洛伊德晚期文章《幽默》时，遵循了这样一种观念，即在喜剧中，超我“让自我本身显得渺小和微不足道”，结果是“我发现自己很可笑”（Critchley 2007, 79）。这种自我的抽空让世界本身显得“不过是孩子们的游戏”（Freud 1928, 引自 Critchley 2007, 80）。如果没有哲学家超越有限地平线的呼吁，它显得本质上是不完整的。在我看来，这种不断回归儿童游戏之倒错空间的做法，正是齐泽克对有限性深刻认同的核心标志。

注释


[1]: Le Moyne College, Syracuse, NY, USA. Email: brocketp@lemoyne.ed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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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njoy! 新资本主义与享乐的义务

Henrik Jøker Bjerre[1]

由 Coraly von Welser 译自英文。

在当今西方社会，享乐的义务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无处不在的文化绝对命令，以至于它简直成了人类生存的第二天性。每个人都被要求去享乐，每个人也必须不断证明自己的享乐。为什么这种绝对命令常常不被察觉，可能与它渗透到日常惯例和思维方式中有关。我们在午餐时不再做饭前祈祷，而是说“Enjoy!”（好好享用！）。我们享受阅读、工作、与孩子玩耍以及回收垃圾。我们甚至享受刮胡子或穿衣服等平庸的日常，更不用说各个王室和职业体育界所奉行的仪式和典礼了。即使作为文化绝对命令的享乐义务很少带有明确的性意味，但这种义务确实包含了这一点：一种色情的剩余，一种需要精神分析学解释的“额外之物”。

可口可乐的伟大功绩在于，它在“Enjoy Coca-Cola!”（享受可口可乐！）这一口号中浓缩了整个时代的西方消费文化。

拉康早就对这个口号着迷，而在齐泽克对当代意识形态理论的贡献中，它成为了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他1993年出版的专著《因为他们并不知道他们所做的》（For They Know Not What They Do）的副标题就表达了这一点，其中谈到了“作为政治因素的享乐”（参见 Žižek 1993）。该书的核心目的之一是揭示各种形式的享乐所蕴含的政治意味，这些享乐形式体现在看似微不足道的流行文化产品中：电影、电视、消费和广告口号。

过去，齐泽克常被视为一位具有娱乐性的作家而受到赞赏，但这有时也带有轻微的居高临下的潜台词。他被认为是哲学家中那个写厕所、健达奇趣蛋和肥皂剧的人。尽管如此，对于任何想要理解自己所处时代的人来说，这种对“低级”文化产品的关注之所以变得不可或缺，是有原因的。而对当代“享乐的义务”的分析使这一点变得清晰可见。享乐不再是一个边缘的心理学话题，而是一个深深扎根于社会深处的现象，迫切需要被解读。

文明中的不适

当弗洛伊德在《文明的缺憾》（Das Unbehagen in der Kultur，1930）中将文化超我描述为体现在艺术家和科学家等精英身上时（参见 Freud 1999, 501–502），他低估了流行文化的巨大影响力。从那时起，特别是二战以来，消费、广告和公共辩论在如此大的程度上塑造了集体想象界，以至于人们甚至可以将一些最具影响力的口号视为当时主导意识形态的一种索引。体育用品制造商耐克的广告口号“Just Do It”（1988年）难道不正是柏林墙倒塌那个时代个人主义新自由主义乐观精神的体现吗？美妆品牌欧莱雅的广告语“Because You’re Worth It”（因为你值得，1971年）难道不是对女性争取在职场中作为平等伙伴以及作为拥有自身（消费）欲望的独立消费者获得认可的完美表达吗？而“Enjoy Coca-Cola!”难道不就是20世纪和21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的缩影吗？

与弗洛伊德时代更具压抑性的资产阶级社会相反，今天我们不仅被允许去享受某物，而且被建议/命令去享受：“Enjoy! Coke is it.”（享受吧！就是可口可乐。）齐泽克认为，后一种自我描述（“Coke is it”）的成功建立在一种矛盾心理之上。一方面，可口可乐就是“它”（es），即我们欲望的客体——每个人都想要它；但同时，它又不是可口可乐。我们喝可乐并不能真正解渴；我们得到的只是一种略带神秘的、想再喝一瓶可乐的冲动。因此，我们享受的其实并不是这种液体，而更像是拥有“它”（es/it）的感觉，哪怕只是短暂的一瞬。齐泽克在这里想要表达的观点，在可口可乐1923年的一个早期口号中表达得更好。它写道：“Enjoy Your Thirst!”（享受你的口渴！）在这里，这些文字直接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拉康式的解释。我们不仅享受可口可乐，可口可乐更让我们能够享受我们的口渴，正如广告所补充的，“在工作和娱乐中”（at work and play）。真正包含享乐的，是对这种冰凉、甜美饮料本身的期待。当我们知道自己很快就会得到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饮料的奖赏时，口渴本身就成了一种享乐。由此，我们触及了拉康的 jouissance（享乐）概念的一个重要方面（见第86章）。享乐不一定是令人愉悦的。我们可以享受我们的口渴，就像享受我们的痛苦和被压迫一样。此外，我们想要摆脱享乐的次数，至少和我们寻求享乐的次数一样多。这绝对适用于许多形式的成瘾行为，在这些行为中，人们简直是“享乐至死”。但是，既然我们都是强制享乐的奴隶，这难道不也涉及当今人类的很大一部分吗？毕竟，如前所述，享乐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义务；逃避它似乎是不可能的。

一份工作不仅要求你做得好。你还必须对它充满热情。在许多情况下，热情甚至是最重要的资本。残酷的悖论在于，强制享乐本身可能成为享乐的原因。这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享乐是因为我们必须这样做，因为（大）他者（见第70章）要求这样做。（想想大卫·林奇的电影《我心狂野》中那个极其令人不适的场景。在那个场景中，黑帮分子鲍比·秘鲁强迫角色露拉说“操我”。他这样做是为了沉浸在慢慢占据她的享乐之中——就好像露拉简直在渴望自己被强奸一样。然而，鲍比·秘鲁突然说：“总有一天我会的，宝贝，但我得走了！”然后匆匆离去。）因此，“Enjoy Coca-Cola!”不仅意味着你应该品尝这种特定的饮料。它也不意味着只有通过消费可乐，你才能享受口渴和辛勤工作的果实。它的意思是，你必须享受可乐，才能成为享乐共同体的一部分。享乐是将一个人与社会结构联系在一起的示播列（Schibboleth，识别暗号）；不知不觉中，你开始相信自己的享乐，即使它最初是在未经你同意的情况下强加给你的。人们捍卫自己社区的价值观，参与当地的足球俱乐部，对来自自己群体的人产生自发的团结感等等。

自然而然地，任何以不同方式享乐的人（例如以牺牲我为代价），也可能因此成为潜在的敌人。他或她将另一种享乐方式强加给我们，并威胁要以此破坏我们所享受的、且突然意识到的特殊习俗和惯例。“【享乐】是对我们特定生活方式的更深层满足，或者是对大他者生活方式的偏执——大他者身上让我们感到不安的东西，通常体现在日常生活的微小细节中（他们食物的气味、他们音乐或笑声的音量……）”（Žižek 2022, 240）。

作为政治因素的享乐

政治与享乐有关，不仅涉及消费和政治自由的问题，还涉及对围绕种族、洗手间、服装、休闲活动等主题的众多反复无常的担忧的管理。事实上：“政治并不主要发生在表象和认同（想象界和象征界）的层面上，它总是还涉及 jouissance（享乐）的实在界”（Žižek 2022, 215）。

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对公正社会的愿景——在著名的“无知之幕”后，所有人都同意应将无辜受害的主体从其困境中解救出来——因此患有一个根本性的缺陷：它剥夺了主体从其处境中获得开脱的任何可能性。也就是说，即使根据罗尔斯的理论，社会在抽象层面上可能显得公正，但它也是引发大规模怨恨浪潮的温床。这也涉及齐泽克对共产主义的构想。因此，他关于共产主义的论述拒绝了这样一个理想：一个整体上以平等主义为特征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贪婪、剥削和非理性将被根除。弗洛伊德早就知道这样的理想是天真的。弗洛伊德承认自己在经济问题上缺乏经验，但对他来说显而易见的是，废除私有制并不会自动导致社会中等级制度和不公正的废除，恰恰相反。肯定会出现其他的不平等，包括那些与等级制度和特权（例如在性关系中）相关的不平等（参见 Freud 1999, 472–473）。

威胁完美平衡幻想的那种实体的名字，就是 jouissance（享乐）。如果我们假装享乐可以被驯服，它就会以排山倒海之势卷土重来。仅凭这个原因，共产主义的理念就不应被理想化地解释，而应被务实地解释为生产、分配、合作和管理的相互作用。（齐泽克对2020-2021年新冠疫情的解释与此类似；他将其视为某种形式的国际共产主义的典型案例。它所包含的无非是这样一种认识：人类必须系统地合作，以应对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的病理学【参见 Žižek 2020; Žižek 2021】）。如前所述，共产主义的概念既不代表享乐平均分配的理想，也不代表享乐的废除。相反，它是一种理性的、务实的社会组织，伴随着其自身的不一致性和日常的（政治）精神病理学。

将齐泽克误解为种族主义、厌女或恐跨的思想家，其根源在于他对 jouissance（享乐）概念的态度。当他将一种对挪威的天真幻想归结于一些叙利亚难民时，他正是将他们解释为这种“普遍的”，即欲望和享乐的主体。齐泽克认为，在战争和迫害的极端条件下，如果他们没有将挪威不切实际地想象为一个拥有社会正义、繁荣和相互尊重的“避风港”，那么他们就成了人类物种中不真实的标本。同样地，如果假装每一个在文化或社会上被边缘化的群体都没有自己神秘的怪癖和过度享乐，那实际上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这可能涉及纽约的跨性别者，也可能涉及孟加拉国血汗工厂的工人。或者换句话说：在经历性别转换的人身上可能起作用的是什么幻想（或者幻想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或者是什么幻想在贫困和苦难中的人身上产生了享乐，这些幻想驱使他们紧紧抓住哪怕是毫无未来的生活，我们永远无法断言。但是，正如齐泽克在引用黑格尔的评论时反复提到的那样，“埃及人的秘密”对古埃及人自己来说也是一个秘密（参见例如 Žižek 1999, 284）。因此，我们享受什么以及我们为什么这样做，对我们自己来说永远不是完全透明的。这种认识可能会让一些人在试图阐明大他者“暗中”想要什么时保持克制。然而，可以说，齐泽克从中推导出了分析一切事物和每个人的义务。Jouissance（享乐）总是作为剩余出现。它永远不是适度的或可计算的；但尽管如此，它仍然可以成为详尽而严谨的学术讨论的对象。齐泽克的著作可能就是对此最好的证明。

注释


[1]: 奥尔堡大学，丹麦奥尔堡。电子邮件：hjb@hum.aau.d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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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激进民主理论：拉克劳、墨菲、朗西埃、巴特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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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Žižek）在发展其政治哲学时，除了对他而言至关重要的拉康和德国唯心主义的阅读之外，始终与政治哲学和理论领域的各种当代路径保持着密切的交流。他关于政治哲学的思考，正如他整体的哲学思考一样，其标志在于试图将政治哲学设定为一种“政治干预”，探讨在面对全球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制时，如何还能“重新阐述一个左翼的、反资本主义的规划”（Žižek 2001, 10–11; 参见 Heil 2019, 444）。因此，齐泽克主要对政治哲学和理论领域的激进路径感兴趣，并与它们进行部分是对话性、部分是批判性、有时甚至是论战性的交流。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他与那些可归入激进民主理论话语的立场的交锋也得以定位。

“激进民主理论”这一概念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埃内斯托·拉克劳（Ernesto Laclau）和尚塔尔·墨菲（Chantal Mouffe）在《霸权与激进民主》（Hegemonie und radikale Demokratie）（Laclau und Mouffe 2012）一书中突出地引入民主理论辩论的。同时，绝非所有激进民主立场都遵循拉克劳和墨菲所发展的路径。激进民主理论的话语是广泛且多层次的，因此，既必须将那些在理论史上早于拉克劳和墨菲的思考而发展出来的立场归入其中，也必须纳入那些独立于拉克劳和墨菲而发展起来的路径（参见 Comtesse et al. 2019; Flügel-Martinsen 2020）。

尽管激进民主理论具有多元性，但可以确定一个共同特征，即它们都坚信：民主政治不应被狭隘地局限于既定政治制度内的政治过程，而是必须将超越制度的政治活动也纳入反思之中。因此，激进民主理论特别关注制度是如何产生的，以及它们是如何被质疑、克服或重塑的（参见 Flügel-Martinsen 2020, 123–128）。激进民主理论通常借助主要可追溯至克洛德·勒福尔（Claude Lefort）的区分来讨论这些问题，即区分制度化的“政治”（Politik）与确立政治领域同时也对其提出质疑的“政治性”（Politischen）（参见 Martinsen 2019; Flügel-Martinsen 2020, 第3章）。政治与政治性之间的区分——其关系被描述为一种充满张力的冲突关系——使得激进民主理论能够思考异议表达、抵抗和重塑的可能性。

在朗西埃（Rancière）那里，通过区分制度化的治安（Polizei）秩序与对他而言同义于民主的政治（他将政治理解为一种质疑治安秩序的活动），可以发现一种在意义上很大程度平行的区分（参见 Rancière 2002）。像埃内斯托·拉克劳、尚塔尔·墨菲或雅克·朗西埃这样的作者，都各自系统地阐述了广泛的政治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激进民主理论。相比之下，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更倾向于属于另一类作者：她们从社会哲学（在她的例子中还包括性别理论）的思考出发，日益转向政治理论的问题，然后借助激进民主的思想形态来探讨这些问题，但并未发展出一种系统的民主理论（参见 Butler 2016）。朱迪斯·巴特勒对激进民主思考的兴趣，主要存在于她对抵抗性行动形式、社会转型以及新身份产生之可能性的反思语境中（参见 Butler 2009 和 2016）。

然而，所有上述激进民主立场都认同这样一种信念：民主不能仅仅被理解为一个界限分明的人民在固定的制度结构内表达意志的过程。相反，关于政治制度以及关于属于德谟（Demos，即人民）之问题的争论，都是解放性民主实践的真正组成部分；这种实践为了能够成为民主的，必须始终具备超越现有制度秩序以及关于谁或什么是民主人民的既定观念的可能性。在激进民主路径中，这些关于民主和政治性之建构性冲突的思考，通常与一种社会理论命题相联系，即社会秩序不能被理解为固定的结构，而是作为在一种流动的本体论中被政治地建构和转化的实体（参见 Flügel-Martinsen 2020, 第1章）。

激进民主路径在寻求对社会秩序进行激进政治重塑的可能性时，乍看之下似乎与齐泽克关于一个超越自由资本主义既定意识形态框架的左翼政治规划的问题具有亲缘性。事实上，齐泽克在其著作的多个地方都探讨了与激进民主理论话语相关的立场，并且也赞同了由拉克劳和墨菲等人所主张的论点，即我们不能将社会理解为一个封闭的实体，“因为政治性的裂缝已经铭刻在其基础之中”（Žižek 2002, 32）。

齐泽克主要广泛地探讨了雅克·朗西埃、朱迪斯·巴特勒和埃内斯托·拉克劳（参见 Žižek 2001; Butler, Laclau und Žižek 2000）。尚塔尔·墨菲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主要进一步发展了她与拉克劳共同提出的关于激进民主理论以及政治与政治性之区分的思考（参见 Mouffe 2007 和 2014）。虽然齐泽克在其著作中与墨菲的交锋不如与其他激进民主作者那样密集，但齐泽克不仅偶尔明确提及墨菲（参见 Žižek 2002, 94; Žižek 2016, 310），而且还非常频繁地引用拉克劳和墨菲在《霸权与激进民主》中共同发展的霸权理论（参见 Žižek 2002, 66; Žižek 2016, 489–492; Žižek 2020, 412–413）。有时，齐泽克与激进民主作者的交锋甚至采取了共同寻找左翼理论前景的形式。例如，在2000年出版的《偶然性、霸权与普遍性》（Contingency, Hegemony, Universality）（Butler, Laclau und Žižek 2000）一书中，齐泽克明确地与巴特勒和拉克劳展开对话，其目的在于探索一种符合时代的左翼政治理论的可能轮廓。

在与激进民主路径交锋的过程中，齐泽克还采用了一系列核心的激进民主概念。例如，他讨论了对拉克劳和墨菲尤为核心的、借自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霸权”概念（参见 Žižek 2001, 236–248）。借助这一概念，拉克劳和墨菲一方面探讨了在他们看来根本上具有偶然性的政治-社会秩序的稳定化，另一方面以反霸权规划的形式探索了打破霸权形态的可能性（参见 Laclau und Mouffe 2012）。齐泽克在与巴特勒和拉克劳的对话中，详细探讨了对激进民主理论至关重要的“偶然性”范畴（参见 Flügel-Martinsen 2020, 第2章；Butler, Laclau und Žižek 2000）。齐泽克也采纳了激进民主理论中核心的“政治”与“政治性”的区分（参见 Žižek 2001, 第4章），并像激进民主路径那样，利用它来探寻针对既定制度秩序表达异议和冲突的可能性。

尽管对激进民主的概念和思考进行了如此密集的探讨，但如果将齐泽克本人理解为一位激进民主思想家，那就过于草率了。齐泽克的政治哲学探寻的是一个能够实现真正制度更替的左翼规划，而在齐泽克看来，激进民主理论放弃了对他而言至关重要的阶级斗争的革命维度（参见 Žižek 2000, 98–99），并随之放弃了对自由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形态的根本质疑——对齐泽克来说，“换句话说，激进民主[…]不够激进”（Heil 2019, 444）。因此，如果问及在齐泽克看来激进民主理论缺乏激进性体现在哪里，答案就是它们不愿认真质疑资本主义的私有制秩序。

根据齐泽克的说法，激进民主作者在回答关于激进政治可能性的问题时，本身就是通过指向民主来回应的（参见 Žižek 2002, 167）。虽然我们在上文中看到，激进民主理论中的民主概念总是超越了对政治和民主的制度性理解，但实际上，例如在墨菲的立场中可以看出，她主要关注的是在自由民主秩序内部实施一个反霸权规划——为此，该秩序虽然必须被改造，但不能被废除（参见 Mouffe 2014, 第4章）。同样，在朗西埃那里，重点也不在于废除，而在于重塑治安秩序（参见 Rancière 2002）。

然而，齐泽克确信“政治民主与私有财产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Žižek 2002, 168）。因此，他与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同属当代政治哲学中为数不多的几位作者，他们在寻求一种能够质疑资本主义所有制秩序的精确政治重塑时，也准备好超越民主进行思考（参见 Žižek 2012; Badiou 2012）。在此，齐泽克的思考不应与反民主的辩护相混淆。他对自由民主制的激进批判，更应被理解为一种提示，即自由民主制并非一个对所有可能的不同政治选择（包括那些超越资本主义所有制秩序的选择）都开放的中立空间。在齐泽克看来，这种中立性是不存在的（参见 Žižek 2001, 310）。如果根据这一思考来反思自由民主制度秩序的立场究竟何在，那么按照齐泽克的观点，它就是那个与私有制秩序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政治结构。

当然，人们可以质疑，是否所有的激进民主立场都必须像墨菲所建议的那样，局限于对民主政治秩序的自由主义理解。但就齐泽克与激进民主理论话语的关系而言，必须指出的是，尽管在他较近期的著作中仍继续探讨埃内斯托·拉克劳或朱迪斯·巴特勒等作者（参见 Žižek 2020, 372–373 和 432–433），但已经不能再像他与拉克劳和巴特勒共同出版的对话（参见 Butler, Laclau und Žižek 2000）中那样，谈论共同寻找一种符合时代的左翼政治理论了。

参考文献

Badiou, Alain. (2012). 民主的标志. 载于 Demokratie. 编者 Giorgio Agamben, Alain Badiou, Daniel Bensaïd, Wendy Brown, Jean-Luc Nancy, Jacques Rancière, Kristin Ross 和 Slavoj Žižek, 13–22. 柏林: Suhrkamp.

Butler, Judith, Ernesto Laclau und Slavoj Žižek. (2000). Contingency, Hegemony, Universality. 伦敦: Verso.

Butler, Judith. (2009). Die Macht der Geschlechternormen. 法兰克福: Suhrkamp.

Butler, Judith. (2016). Anmerkungen zu einer politischen Theorie der Versammlung. 柏林: Suhrkamp.

Comtesse, Dagmar, Oliver Flügel-Martinsen, Franziska Martinsen und Martin Nonhoff (编). (2019). Radikale Demokratietheorie. 柏林: Suhrkamp.

Flügel-Martinsen, Oliver. (2020). Radikale Demokratietheorien zur Einführung. 汉堡: Junius.

Heil, Reinhard. (2019). Slavoj Žižek. 载于 Radikale Demokratietheorie. 编者 Dagma Comtesse, Oliver Flügel-Martinsen, Franziska Martinsen 和 Martin Nonhoff, 444–452. 柏林: Suhrkamp.

Laclau, Ernesto und Chantal Mouffe. (2012). Hegemonie und radikale Demokratie. 维也纳: Passagen.

Martinsen, Franziska. (2019). Politik und Politisches. 载于 Radikale Demokratietheorie. 编者 Dagmar Comtesse, Oliver Flügel-Martinsen, Franziska Martinsen 和 Martin Nonhoff, 583–592. 柏林: Suhrkamp.

Mouffe, Chantal. (2007). Über das Politische. 法兰克福: Suhrkamp.

Mouffe, Chantal. (2014). Agonistik. 柏林: Suhrkamp.

Rancière, Jacques. (2002). Das Unternehmen. 法兰克福: Suhrkamp.

Zizek, Slavoj. (2000). Class Struggle or Post-Modernism. Yes, please! 载于 Contingency, Hegemony, Universality. 编者 Judith Butler, Ernesto Laclau 和 Slavoj Žižek, 90–135. 伦敦: Verso.

Žižek, Slavoj. (2001). Die Tücke des Subjekts. 法兰克福: Suhrkamp.

Žižek, Slavoj. (2002). Die Revolution steht bevor. 法兰克福: Suhrkamp.

Žižek, Slavoj. (2012). Das „unendliche Urteil“ der Demokratie. 载于 Demokratie. 编者 Giorgio Agamben, Alain Badiou, Daniel Bensaid, Wendy Brown, Jean-Luc Nancy, Jacques Rancière, Kristin Ross 和 Slavoj Žižek, 116–136. 柏林: Suhrkamp.

Žižek, Slavoj. (2016). Weniger als nichts. Hegel und der Schatten des dialektischen Materialismus. 柏林: Suhrkamp.

Žižek, Slavoj. (2020). Sex und das verfehlte Absolute. 达姆施塔特: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8. 精神、世界与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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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独立世界的事实是否像墙上镜子里的花束一样反映在我们的概念中？或者，正如希拉里·普特南（Hilary Putnam）所言，我们的知性是否像饼干模具一样，将我们句子中的对象作为事实压入世界，仿佛压入一块“本体论的面团”（noumenal dough）中（参见 Putnam 1987, 32）？抑或情况完全不同，精神与世界总是已经统一在第三种元素中，而这种元素过于庞大，无法被概念所把握：无论是“实体”或“神即自然”（斯宾诺莎）、“绝对精神”（黑格尔）、“绝对者”（谢林），还是物理学（蒯因）？

诸如此类的问题自古以来就一直在被探讨。在十七和十八世纪，这些问题变得尤为尖锐。因为洛克、贝克莱、休谟和里德等作者以极其敏锐的洞察力，在精神与世界的关系中假设了新的中介成分，如“印象”（impressions）、“感觉材料”（sense data）和观念。康德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在《纯粹理性批判》的“先验演绎”中引入了类似于概念图式的认识中介，即所谓的知性概念。然而，这些概念究竟应如何与我们刺激感受器的输入相联系，仍未得到澄清，因为对康德而言同等重要的两个认识来源——直观与知性——在范畴上是不可通约的。一个“第三”元素——想象力——应当承担两者之间的中介功能。但早在康德同时代的所罗门·迈蒙（Salomon Maimon）就对这一解决方案不以为然（参见 Maimon 2004）。

也许，如果用雅各布·冯·于克斯屈尔（Jakob J. von Uexküll）的术语来说，知性概念作为直观的“前感性”媒介能够促成一个输入和输出回路，那么这种范畴上的不可通约性就可以被打破。或者人们可以反其道而行之，认为直观具有“前概念”的属性，能够与世界中的事态相联系。后一种替代方案在关于知识来源的认识论辩论中，得到了希拉里·普特南（“中期”普特南，参见 Putnam 1994）、约翰·麦克道尔（John McDowell, 2012）和安德烈娅·克恩（Andrea Kern, 2006）等人的支持。在最好的情况下，正如一些当代析取主义（Disjunktivismus）的拥护者所主张的那样，我们所感知到的东西甚至不可能再是错误的。对于那些以日常心理学为导向的认识论拥护者来说，这听起来比齐泽克（以及其他辩证唯物主义代表人物）在认识论辩论中提出的论点更令人满意，即精神与世界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分离或视差鸿沟。毕竟，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通常在涉及事实时不会遇到什么问题。只是偶尔，我们会被一种令人不安的“事物的转折”（Stifter 1978, 101）所惊吓。

这里简要提及解释精神与世界、或词语与对象关系的不同方式，是为了引出关于精神与世界关系的辩论，齐泽克正是以其“视差”概念参与了这些辩论。借助这一概念，他既与匹兹堡哲学学派的代表人物罗伯特·布兰顿（Robert Brandom，见第44章）和约翰·麦克道尔展开了对话，也与“新实在论”和面向对象本体论（Bryant, Harman 等；见第10章）的代表人物进行了交流。出于这个原因，下文将详细介绍视差概念及其一些认识论意涵。

视差

“视差”一词（见第46、90章）指的是沿着两条不同的视线观察一个物体时，该物体位置所发生的明显偏移。但对齐泽克而言，这个概念还包含着一种认识论潜力：即假设人们不应仅仅将可观察到的变化理解为由于观察者立场的改变而导致的对物体焦点的微观主观变化，而且还应将其理解为被观察物体在其本体论地位层面上的变化。

“当然，这里的哲学要点在于，观察到的差异并不单纯是‘主观的’，因为‘在外面’存在的同一个客体是从两个不同的立场或视角被看到的。更确切地说，正如黑格尔所言，主体和客体是内在统一（中介）的，因此主体立场的认识论偏移总是反映了客体本身的本体论偏移。”（Žižek 2006, 21）

我们可以以伽利略的天文观察为例。它们显然更准确地反映在天体中，即使他的反对者贝拉明枢机主教（Kardinal Bellarmin）的主客体规定在认识论上更符合当时被公认为真理的既定论证网络。伽利略的“胜利”不仅改变了现代主体在宇宙中的位置，也导致了宇宙天体本身地位的改变。

视差概念起源于天文学，用于测量太阳系附近恒星之间的巨大距离。但这种效应连孩子们都很熟悉。因为如果你伸直手臂把拇指放在眼前，然后交替闭上右眼和左眼，拇指似乎会在视野中央来回跳动。然而，改变位置的并不是物体，而是它所在的背景。背景发生了偏移，改变了从物体发出的透视线，使物体跨越一个无法确定的间隙从右向左跳跃，反之亦然。

对齐泽克来说，上述儿童游戏中对同一个物体的两种相互排斥的视角之间的鸿沟，触及了以辩证唯物主义为导向的认识论中某些问题的核心：即在客体本身的客观性中，其不断变化的位置之间不存在任何中介的场所。主体与客体关系中的鸿沟在某些情况下排除了视角和解的可能性。它不能被还原为某种可以被实证描述或解释的东西——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这一立场遭到了当代析取主义代表人物的拒绝。因此，在哲学的语境中，视差概念——现在已经可以说——指的是在意识、精神和知识的历史进程中，主体与客体之间不可通约的关系。因为各种类型的客体（抽象的、中等大小的、物理的）对于理性动物来说，仅仅作为具有过度决定的存在条件的语境中的事实而存在。这意味着，根据定义，客体总是能够经历其存在的新条件，因为作为存在条件的语境是不可封闭的。这既适用于政治客体，也适用于认识和美学客体。或者换一种说法：齐泽克用他的视差概念将注意力引向精神与世界关系中的不可调和性，从而间接地引向人类现实的多种规定性中缺乏同一性的问题。视差概念由此为批判理论和哲学提供了一个框架，以承认社会和政治现象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参见 Finkelde, Menke und Žižek 2021）。

第三个教条

但是，恰恰是这种认为精神与世界关系中存在根本的不可通约性、矛盾性或“鸿沟”（gap）的信念，被许多哲学家以充分的理由拒绝了。这里首先要提到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 1979）、罗伯特·布兰顿（Robert Brandom, 1994）、罗伯特·皮平（Robert Pippin, 2023）、约翰·麦克道尔和唐纳德·戴维森（Donald Davidson）等作者，其中戴维森对所谓的“经验主义的第三个教条”提出了或许是最明确的批评，认为它对“鸿沟”之说负有责任，并将矛头指向了他的老师威拉德·V. O. 蒯因（参见 Davidson 1974）。戴维森将第三个教条理解为认识的形式条件与内容条件之间的区分，这种区分可追溯至康德，并一直延伸到蒯因的著作中。它暗示，不同的概念图式（conceptual schemes）可能会对五种感官所感知的经验现实做出不同的解释，从而使得关于被认识事物的客观性地位（作为待确定事实的同源领域的一部分）的理性话语不再可能。戴维森对经验主义第三个教条的拒绝，紧随蒯因自己在1951年对逻辑经验主义前两个教条的拒斥，旨在将任何形式的“本体论相对性”（Quine 2003）作为一种与思想本身相矛盾的论点予以拒绝。因为任何认为可以根据不同的认识形式条件将世界解释为不可触及的物自体的人，都低估了这样一个事实：任何对指称不确定性的信念都会破坏真理概念本身。

麦克道尔在可归入析取主义的论点框架内追随戴维森，他在其著作《精神与世界》及多篇论文中阐述了这一论点。在他看来，我们不能让我们的概念能力沦为一场“空洞形式的游戏”（McDowell 2012, 30）。与世界的接触必须能够为经验判断奠定基础，“如果经验要成为知识的来源，并且[]如果谈论经验判断涉及现实还有任何意义的话”（McDowell 2012, 29）。因此，“我们不能设想概念领域存在外部边界”（McDowell 2012, 59），也就是说，不存在康德式的物自体，外部世界在它背后对我们产生作用。相反，必须承认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概念能力在感性的运用中就已经在起作用了”（McDowell 2012, 92）。对麦克道尔而言，“从一开始就不存在距离”，因此在“最接近外部现实对感性作用的概念内容与这些作用本身之间”（McDowell 2012, 33），也不存在可以被解释为视差的鸿沟。因此，存在一种同源的世界形式，所有配备了感性记录器官和理性能力的生物都可以与之发生关联。通过这种方式，经验概念始终服从于自在存在的事态的外部控制。人类并没有被困在心理学建构的概念空间中（正如人们可能指责康德的那样），相反，借助前概念的感性直观，概念总是已经被铭刻在一个辩护可能性的空间中，这个空间将我们的判断与无概念事态的根本理性主义基础联系起来。

因此，与戴维森一样，麦克道尔旨在将齐泽克视差概念所基于的上述鸿沟视为不可思议之物而搁置一旁。他们两人努力的目标都是抵御怀疑论，并将精神与世界中事实性既定事物的关系置于不可动摇的基础之上。这个基础必须摆脱心理主义和概念图式。而这只有在弥合康德关于直观与知性之间的鸿沟，并克服对物自体和概念界面的信念时才有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按照戴维森的说法，就实现了以下目标：“[我们]重新建立了与熟悉客体的无中介接触，正是这些客体的古怪行为使我们的句子和观点成真或成假”（Davidson 1974, 20）。只有当客观真理的概念与作为不可通约的概念图式理念一起被拒绝时，它才能得到恢复（参见 Davidson 2001）。

这里提到戴维森和麦克道尔，是为了将他们的方法与齐泽克的视差概念进行对比。对他们来说，康德的物自体概念不再作为我们现象现实的内在边界标记而存在，因为现实并不是康德意义上的现象。黑格尔将精神视为游走于主体与客体、或外观与真理之间边界的概念，对上述作者来说也几乎不起作用。相比之下，齐泽克明确致力于研究精神与世界之间的非重合性，以及在精神与世界之间进行中介的界面定理（见第94章）。他从柄谷行人（Kojin Karatani）的专著《跨越性批判：康德与马克思》（Transcritique. On Kant and Marx）中借用了对此至关重要的视差概念（参见 Karatani 2003；见第46、90章）。出于这个原因，从齐泽克的视角将康德作为戴维森和麦克道尔的重要对立面来提及是有意义的（见第60章）。因为事实上，对柄谷行人和齐泽克而言，康德备受争议的“两个世界”学说（该学说假设了一个现象领域和一个物自体领域）开启了视差的基本面向。与戴维森对康德的批评（指责这位柯尼斯堡哲学家在认识问题上分离了形式与内容）不同，齐泽克恰恰在上述的“两个世界”学说中看到了康德的意义。借助于此，对这位斯洛文尼亚哲学家来说，对精神与世界关系之不可解决性的研究，经由黑格尔、马克思和拉康，进入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和本体论的中心。

理论与实践中的视差

如前所述，康德将通过直观和概念中介的感官可及的事实领域与物自体领域对立起来。康德必须引入物自体，因为刺激感受器和范畴必须从某个地方获得其塑造客观经验的材料（Kant 2019, B 310；参见 Finkelde 2022, 72-81）。“物自体”是一个“某物 = x，对此我们一无所知，甚至（根据我们知性目前的构造）根本不可能知道”（Kant 2019, A 250）。因此，现象的“他者”在某种意义上仅仅作为现象的内在边界而存在。它不能通过一种和解的“来自无处的视角”来把握。用齐泽克的话来说：“[在康德那里，物自体并不代表]一个永远无法成为我们经验对象的无限的实证事物领域[]。这个概念代表了纯粹的否定性，即现象本身的自我限制”（Žižek 2012, 389）。

本体领域标志着康德的承认：现象世界只能在其自身非同一性的背景下被把握。或者换句话说：现象与本体之间的鸿沟，是落入现象领域本身的鸿沟。用雷克斯·巴特勒（Rex Butler）的话来说：“现象确实向我们显现，我们可以思考这种现象[]但我们只能在现象的框架内，或者再次作为另一种现象，来思考位于这种现象背后并引起它的东西。因此，每一种现象在自身内部都是分裂的”（Butler，见本书；见第90章）。现象世界无限地与自身分离——戴维森、麦克道尔和布兰顿的新实用主义并不认同这一立场。对这些作者来说，采取这一立场将包含陷入激进建构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危险，从而失去与心智之外的现实的任何接触。相比之下，对齐泽克而言，不可能存在麦克道尔所假设的先于概念空间的理由空间，因为不存在作为经验基础的客体领域，这些客体作为现象不是总是已经与自身分离的。最后，齐泽克对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一段文本的引用，将阐明视差这一思想形象对实践哲学问题的重要意义（参见 Žižek 2003, 74）。后者在《结构人类学》（1967）中讲述了居住在美国的一个原住民部落的成员。他们生活在一个村庄里，属于两个不同的子群体（“半偶族”）。当这两个群体的代表被要求绘制村庄的平面图时，结果发现，居民群体对平面图的感知发生了分裂。“换句话说，第一个子群体的成员[]将他或她村庄的平面图感知为一圈房屋，或多或少对称地排列在中央神庙周围，而第二个[]子群体的成员则将他/她的村庄理解为两个不同的房屋群，由一条无形的边界隔开”（Žižek 2003, 74；参见 Lévi-Strauss 1967, 148–180）。就像蒯因的人类学家一样，对于原住民对“Gavagai”一词的同一次使用，他可能会制作出两份在经验上正确但不可通约的翻译手册（参见 Quine 2003, 47–49），因为精神与世界之间总是存在“指称的不确定性”，我们在列维-斯特劳斯那里也遇到了这种不确定性的类似情况。然而，这一次它涉及的不是兔子、小屋和人等日常中等大小的物体，而是像村庄结构这样的社会事实。

正如齐泽克所强调的，去问哪种村庄的表象符合当地的经验事实是错误的，因为这两种表象无所谓真假。相反，必须根据居民群体社会地位的不同，将村庄解释为与自身“不一致”。它在统一性中是一种二元性。它证明了自身与自身的分离，其中各种视角相互制约，使得同源的视角成为不可能。认为这种分裂可以通过民主议会机构来消除，这又误解了该机构（议会）——正如我们在西方世界的许多民主国家中所看到的那样——会让阶级社会的分裂在共同体领域中继续存在。生活在西方民主国家中的社会阶级并没有被民主地消除，而是被议会巩固了。

对齐泽克而言，迄今为止所说的一切证实了视差概念对理论和实践哲学问题的重要性。他用这个概念将注意力引向不可调和的事物，从而间接地引向人类现实的多种规定性中缺乏同一性的问题。该概念与大陆和分析哲学传统中其他概念的重叠是不可避免的。例如，我们可以参考威尔弗里德·塞拉斯（Wilfrid Sellars）在“人的显明形象”和“人的科学形象”之间的区分（参见 Sellars 1963），这开启了两种“视差般”不可调和的对立视角：日常心理学视角（其中存在意识、道德行为、普遍的艺术品和颜色）；以及科学视角（其中这些日常经验的客体被消除了）。但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和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对不可通约的认识型的理解，乃至蒯因已经引用过的关于“指称的不确定性”的论述，都可以被视为对表面上相同事态的视差般相互排斥的解释形式的例子。尽管这些概念各不相同，但它们都面临着关于知识与真理不一致的经典问题的相似背景，而没有放弃后两个概念中的任何一个，更没有将两者一起放弃。

注释


[1]: 慕尼黑哲学学院，德国慕尼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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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基督教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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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1世纪初，齐泽克（Žižek）革命性政治行动理论进一步发展的一个重要背景，是他对基督教的探讨（《脆弱的绝对》，2000年；《无情的爱》，2001年；《木偶与侏儒》，2003a），这也引发了他与基督教神学家（Žižek und Milbank 2009; Žižek und Gunjević 2012）以及文学理论家（Žižek, Santner und Reinhard 2005）之间激烈的争论。

1999年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的《圣保罗：普遍主义的根基》（Paulus. Die Begründung des Universalismus）一书出版后，齐泽克开始对基督教中蕴含的解放潜力产生兴趣。在该书中，保罗被解读为唯一真正的普遍主义的奠基人，他在经历了生存的创伤性崩溃后，在对耶稣基督的信仰中找到了一种新的非同一性（Nicht-Identität），这种非同一性逃避了所有现存的社会秩序（Badiou 1999）。随后的情况表明，齐泽克在晚期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秩序中寻找真正解放可能性的探索，可以通过对基督教的研究获得决定性的助益。因为在基督教中，他一方面找到了批判“犹太”弥赛亚主义的意识形态资源——这种弥赛亚主义主导了后结构主义思想和后现代主义的很大一部分；另一方面，他也找到了主张存在一个激进革命共同体的实践资源，这个共同体“活出”了对主导性象征秩序的脱离（而不是在无尽的延宕中“等待”它）。

齐泽克自视为基督教唯一真正的捍卫者，他不愿将这一宗教的颠覆性核心拱手让给保守的原教旨主义者或自由派的资产阶级基督徒（Žižek 2010）。因此，他使用“基督教的遗产”这一表述，是为了将他自己关于基督教真理的哲学观念与教会和神学中历史形成的形态区分开来。齐泽克认为，历史中出现的基督教宗教本身并没有认识到上帝之子耶稣基督死于十字架这一核心信息所带来的激进政治突破。为了揭示这一点，齐泽克展开了他自己的“唯物主义神学”，旨在对基督教遗产进行一种“重复”（Wiederholung）（而非回忆）的实践。因此，对他来说，基督教的“遗产”不在于对某种原始信息的传统和传承，而在于不断进行激进的重新开始的义务。后者表现为主体从其所陷入的意义宇宙的总体性中解脱和退出。在这个意义上，对齐泽克而言，信仰意味着重新开始，并敢于采取一种激进的解脱行动，在这一行动中，象征秩序的不完美性及其无法安全“容纳”主体的无能，以一种创伤性的方式被揭示出来。

基督教与颠覆

齐泽克认为，基督教核心的这一核心颠覆性行动只有唯物主义思想才能触及。相反，传统的基督教宗教完全误解了它。与已经揭示了信仰的革命潜力的保罗不同，基督教神学和教会将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亡解读为一种献祭之死的逻辑，从而将其理解为一种交换关系（以牺牲换取救赎）的一部分。然而，齐泽克指出，这掩盖了基督之死是一种“多余的、过度的和不合理的姿态”（Žižek 2001, 27）。基督在十字架上毫无意义的自我毁灭是上帝之死的唯一真正途径。因为十字架上发生的事件清楚地表明，根本不存在一个可以为我们的救赎索要“代价”的“彼岸的上帝”（见第83章）。相反，如果正确理解的话，救赎恰恰在于将彼岸的“上帝”带入内在性之中，并在一种激进的否定性行动中将其消灭。因此，基督教的真正意义不是传承关于上帝救赎人类的宗教信息，而是无神论。

沿着这些论点，齐泽克将现代无神论理解为基督教遗产的当代守护者，因为基督教在其核心也是一种无神论的宗教：“这就是等待着基督教的最终英雄姿态：为了拯救它的宝藏，它必须牺牲自己——就像基督必须死去，基督教才能出现一样”（Žižek 2003b, 171）。基于他认为十字架是一种激进否定性行动的观点，马库斯·庞德（Marcus Pound）指责齐泽克“不够基督教”（not Christian enough）（Pound 2008, 71），因为他的虚无主义代表的不是一种唯物主义和道成肉身的哲学，而是一种诺斯替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哲学。庞德认为齐泽克忽视了基督教在核心上是一种关于道成肉身（Verkörperung）的宗教，而不是一种关于上帝“精神化”的唯心主义学说。

然而，齐泽克本人坚持认为，基督教的“真正唯物主义”恰恰不在于上帝的道成肉身，而在于在十字架上凝聚而成的将物质性视为“裂缝”（Lücke）的新观念——也就是说，这种物质性将不完整性和“非全”（Nicht-Alles），简而言之：实在界（das Reale），作为客观现实的真正核心凸显出来（见第93章）。在这个意义上，基督教的经验是一种具有开创性的唯物主义经验。这是一种上帝在十字架上激进地自我分裂，并在那一刻自己也成为“无神论者”（A-theist）的经验。因此，着眼于齐泽克的概念，也有人谈到上帝在物质性中的“复活”（Boscaljon 2010）。

齐泽克追求的不是一种唯心主义或诺斯替主义式地退出具身化社会实践的现实，而是对这些实践进行激进的改造，他从其关于基督教颠覆性遗产的学说中得出的实践学结论尤其证明了这一点。对他来说，基督教的遗产，即真正的信仰方式，不是一种理智上的洞见，而是表现为一种革命性共同体实践的真理。因此，齐泽克将十字架受刑解读为消灭彼岸上帝的虚无主义行动，这带来了一个政治的另一面和实践的后果。它并没有导致上帝的消失，也没有在内在性的位置上导致一种新形式的超越性，而是导致了超越性之外的上帝的临在。在他的理论中，上帝在激进的内在性中回归，即作为实在界不可支配的剩余（Exzess），作为客观现实中的裂缝或深渊。

信仰者的共同体

齐泽克通过解读保罗对待律法的方式，阐明了由此发展而来的基督教的政治革命潜力，而保罗的犹太出身对这种对待方式至关重要。保罗在《罗马书》第7章中，通过对律法关系的彻底改变，标志着一种激进的全新形式的“信仰者共同体”的诞生。在他对被钉十字架者的经验的精神中，他阐明了犹太律法在信仰中是如何被废除的，以及人如何能够免于律法而生活。同时他指出，对基督徒来说，遵守犹太律法的规定仍然不是问题（《罗马书》第14章）。齐泽克将此解读为在信仰中对犹太律法的废除，但这并不与犹太教对立，而是揭示并普遍化了犹太教对待律法的真实方式。例如，当犹太律法在大流散时期使犹太人与所有其他国家律法产生距离时，犹太律法本身就已经内含了一种废除的力量。然而，只有基督教才成功地实现了对律法本身的废除，这种废除超越了犹太教中通过或借助律法所实现的废除（Kotsko 2008）。

齐泽克认为，这种废除的姿态首次在保罗对圣爱（agape，爱的力量）的呼唤中得到了贯彻，并且最重要的是得到了普遍的贯彻。作为无条件的爱邻人，它脱离了新诫命的形式，从而超越了引入一种新的规范和意识形态秩序的范畴。因此，在邻人身上相遇的，也不是一个完全他者（列维纳斯）的伦理-弥赛亚诉求，或是一个不被允许实现的即将到来的共同体（德里达、南希、阿甘本）。相反，邻人是“创伤性的物”（das traumatische Ding），是实在界的深渊，它在他人身上以及我们自己内心迎面而来。邻人是一个像保罗一样的主体，他在皈依基督信仰的过程中经历了他的象征性死亡和传统身份的丧失，并通过这种对其社会“实体”的破坏，获得了进行激进解放行动的自由。作为一个“律法终结之后”（《罗马书》10:4）的主体，保罗被一种力量所决定，这种力量不断地重新悬置律法和象征秩序的无条件有效性。

齐泽克的政治神学

正是在这一点上，保罗成为了一个激进的信仰者共同体的第一个主体，这个共同体“不分犹太人或希腊人，[]不分奴隶或自由人，[]不分男人或女人”（《加拉太书》3:28），齐泽克也将之描述为“被驱逐者的共同体”（Žižek 2010, 181）。作为一个从十字架上失去“上帝”的创伤中继续存活下来的共同体，它能够不断地重新挫败象征秩序内在的、没有偶然限制的承诺，并在其中忠实于脱离“上帝”的行动。律法以及随之而来的象征秩序并没有因此消失，而是分裂成两种不再相互兼容的视角，在这些视角中，人以一种悖论的方式同时生活在不自由和免于律法的自由之中。这里再次表明：齐泽克对基督教的解读关注的是一种具有意识形态穿透力的革命实践的物质性，他在保罗的早期基督教神学中，以及保罗从皈依的创伤中为一种不再屈从于这个世界秩序的真理所展现出的政治动员力中，发现了这种物质性的显著体现。

因此，齐泽克具有挑衅性的思考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尖锐的宗教批判，另一方面是对基督教信息的独立挪用，这最终导向了一种政治神学。当然，齐泽克的宗教理论论点在基督教神学中引起了一些反响，并引发了核心争议。在与“激进正统派”（Radical Orthodoxy）代表人物、神学家约翰·米尔班克（John Milbank）（见第67章）的争论中，齐泽克主要关注三位一体教义对基督教遗产扮演什么角色的问题。齐泽克对此进行了严厉的批评，称其为一种试图在事后调和基督死于十字架的激进后果，并捍卫一个不受此影响的上帝的尝试。三位一体的上帝观也应为现代形式的天主教坚持一种建立在等级制度上的全球和谐愿景负责，齐泽克将这种愿景称为“软法西斯主义愿景”（soft-Fascist vision）（Žižek und Milbank 2009, 250）。在激进正统派中，上帝充当了主人能指（Herrensignifikant），让人将世界看作一个和谐有序的宇宙，然而世界并非如此。同时，在与米尔班克的神学辩论中，齐泽克比以往更清晰地阐明了他与托马斯·J. J.·阿尔泰泽（Thomas J. J. Altizer）的“上帝之死神学”的亲近关系（Altizer 1966）。

除了狭义上的神学辩论之外，齐泽克对基督教进行哲学挪用的尝试也可以在宗教哲学层面进行讨论。正如金贤康（Hyun Kang Kim）（Kim 2020）所强调的，齐泽克的政治行动理论与德里达类似，阐述了基督教救赎学说的一种世俗化变体。这两位思想家在这里存在一种反直觉的亲缘关系：对齐泽克来说，“救赎性的”和开启秩序的事件仍然与主体紧密相连，而在德里达的弥赛亚主义中，它采取了一种无名事件的形式（Kim 2020, 105–106）。然而，齐泽克指责列维纳斯和德里达的弥赛亚主义在伦理上驯化了宗教的革命潜力，并使革命性的政治行动成为不可能。宗教的真正意义是革命，而不是革命的无尽延宕。

注释


[1]: 法兰克福大学（Goethe-Universität），德国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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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思辨实在论（齐泽克与梅亚苏、哈曼和加布里埃尔）

丹尼尔·萨西洛托（Daniel Sacilotto） [1]

Email: dsacilotto@calarts.edu

由贝内迪克特·维辛（Benedikt Wissing）从英文翻译。

以下章节展示了齐泽克对昆汀·梅亚苏（Quentin Meillassoux）、格雷厄姆·哈曼（Graham Harman）和马库斯·加布里埃尔（Markus Gabriel）著作的探讨。其中特别关注的问题是，齐泽克如何将其黑格尔-拉康式的立场，强调为上述思想家实在论和唯物主义项目的一种唯物主义替代方案。在梳理各个立场的过程中，将突出这些辩论核心的一些跨领域主题：德国唯心主义在现代和当代哲学中的遗产、后康德思想中“相关主义”（Korrelationismus）或反实在论的问题，以及在19世纪唯心主义和20世纪形而上学批判之后唯物主义哲学的复兴。

相关主义

齐泽克对梅亚苏哲学最详尽的探讨见于《比无更少》（Less than Nothing，2012）。在那里，他建议借鉴并批判性地审视自梅亚苏的《有限性之后》（After Finitude，2008）一书以来对所谓“相关主义”的批判。根据梅亚苏的观点，相关主义提出了这样一个论点：思想无法获得通达绝对者的途径，因此它被局限于事物相对于主体显现的方式（参见 Meillassoux 2008, 5）。这种观点典型地与康德联系在一起，众所周知，康德断言我们无法知道事物“自在”的本来面目，而只能知道它们向我们显现的样子。梅亚苏认为，这一立场被康德的继任者们以不同的变体激进化了：从费希特的唯心主义，到尼采的透视主义，再到二十世纪现象学和后现象学的“形而上学批判”（参见 Meillassoux 2008, 41–42）。因此，对梅亚苏来说，当代哲学的核心挑战在于克服相关主义。然而，在此过程中，人们不能退回到教条的唯物主义或一种“主体主义”（subjektalistische，梅亚苏的一个技术术语）的解决方案中。（后者将绝对者与主体等同起来。）因为教条的唯物主义和主体主义的绝对主义都建立在充足理由律（PZG）的基础之上，以便能够概念化形而上学的必然实体。在教条唯物主义的情况下，这意味着独立于知性的实在具有一种成问题的无条件性；而在绝对主义的主体主义情况下，这意味着相关性的绝对性或相关性的某个方面可以被思考。因此，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将理念绝对化（= 绝对主义的主体主义），而柏格森的生机论则将生命绝对化（= 教条的唯物主义）。

作为替代方案，梅亚苏捍卫一种非形而上学且非教条的思辨唯物主义。这种唯物主义扬弃了充足理由律，确立了偶然性的绝对性作为原则，同时否认了独立于知性的实在的形而上学必然性，以及相关主义的必然性。梅亚苏借此从内部“劫持”了相关主义的论证。他将思想的事实性（Faktizität）主张转而反对唯心主义，根据唯心主义，相关性是没有理由的。对梅亚苏而言，相关主义者通过承认事实性，已经隐含地确认了相关性的偶然性作为一种绝对的相关性。因为如果“相关性的存在没有理由”这一事实仅仅是相对于主体而言的，那么相关主义就会在暗中退回到绝对主义的唯心主义。因此，相关性及其内部显现的事物呈现为其他样态或根本不存在的可能性，不能是相对的，而必须是绝对的，也就是说，思想的事实性蕴含着偶然性的必然性（参见 Meillassoux 2008, S. 56–62）。

从偶然性绝对性的“推导”中，梅亚苏得出了一系列次要论点：首先，必然实体的存在是不可能的；其次，不可能存在矛盾的实体；第三，自然法则具有偶然性。关于自然法则的偶然性，梅亚苏借鉴了阿兰·巴迪欧在《存在与事件》（参见 Badiou 2005）中对康托尔的解释，引入了无限的去总体化（De-Totalisierung des Unendlichen）。根据这一观点，偶然性的绝对性使得概率论的确定成为不可能，在概率论中，人们无法从可观察到的物理事件的稳定性推断出必然自然法则的存在。因此，偶然性意味着一种偶然的秩序，在这种秩序中，事件的实现并不以其发生的未实现可能性的总体为前提，而是涉及一个“虚拟的”领域。其组成部分在它们以事件形式出现之前并不存在。

在《比无更少》中，齐泽克赞同梅亚苏对相关主义及其“信仰主义”后果的批判，这些后果是在二十世纪“本体论转向”的过程中从相关主义中得出的。他重申了建立一种非教条唯物主义的必要性，这种唯物主义既要克服先验哲学的方法，也要克服形而上学的教条主义。然而，与梅亚苏不同，他捍卫了德国唯心主义遗产的持久意义，认为这对于他在追求非教条的思辨唯物主义时执行主体的去实体化（Ent-Substanzialisierung）至关重要（参见 Žižek 2012, 281–282）。齐泽克认为，早在康德那里，主体就被清空了任何实质内容，并在先验层面上被理解为统觉意识，因此“主体失去了其本质的稳定性或同一性，被还原为被称为‘先验统觉’的自我旋转的深渊漩涡的纯粹无实体的虚空”（Žižek 2012, 631）。

尽管康德的批判性转向能够引发与教条形而上学的不可逆转的决裂，但它在另一方面仍然不够彻底，因为它质疑的是与本体论外部性相关的经验条件，而不是反思主体从（拉康式的）实在界中产生的条件。在拉康的主体建构中，主体通过进入语言，永远地与前符号的自然状态分离。齐泽克认为，与黑格尔一起思考“实体即主体”（见第96章），意味着不把主体理解为先验经验条件的基础，而是将其理解为自我指涉的否定性的去实体化的虚空。它阐明了必然性的偶然性与偶然性的必然性之间的互补性，正如梅亚苏所主张的那样。为了说明这一点，齐泽克在黑格尔的逻辑学中识别出一种追溯性因果关系的运动，这与梅亚苏对虚拟性和偶然性的描述有关。在这里，偶然事件只有在它们发生之后，才创造了其必然性的条件。事件的条件是由事件本身追溯性地产生的：“偶然性也是其自身与其对立面必然性的包容性统一；也就是说，必然性从必然性中产生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偶然的过程”（Žižek 2012, 467）。

沿着同样的思路，齐泽克认为，正如拉康所重构的那样，弗洛伊德对驱力的描述不仅将主体从所有经验内容中清空，而且使其内在地偏离自身；指向一个欲望的客体，这个客体既是不可能的，但又对现象世界的秩序具有建构作用。因此，主体-客体相关性（以物自体作为不可通达的外部性）是由一种更深层、更根本的相关性支撑的：即被剥夺了所有积极属性并偏离自身的“分裂主体”（见第95章）与永远无法与经验现象或其属性相吻合的不可能的欲望客体（objet petit a，小客体a；见第89章）之间的相关性（参见 Žižek 2012, 642）。同时，齐泽克认为，这两个极点必须被思考为一种单一的、结构性的双面神。因此，分裂主体的实在界与欲望客体的实在界相关联。这表明了一种共同的裂缝，它破坏了身体的统一性和自然-本体论实在秩序的表面客观性：“我们通达实在的认识论扭曲是我们被包含在其中的结果，而不是我们与它保持距离的结果”（Žižek 2012, 646）。从这个角度来看，梅亚苏自己捍卫思辨唯物主义的尝试，在不知不觉中仍然受制于他们试图克服的先验框架。毕竟，他们关注的是通达独立于精神的物质世界的认识论条件。相反，关键在于将主体的实在界理解为从本体论上不完整的实在中产生，同时将主体理解为融入其中。

客体导向本体论

在寻找后康德哲学所特有的相关主义的另一种“非物质”解决方案时，格雷厄姆·哈曼在其“客体导向本体论”（OOO）中发展了一种新颖的客体实在论形而上学，这主要受到亚里士多德、马丁·海德格尔和布鲁诺·拉图尔的启发。通过设定一种替代的历史进程，哈曼设想了一部“实在论的德国历史”，它不是从质疑通达世界的客观条件并将人-世界关系置于中心开始，而是探讨不同的客体（包括人）如何只能“间接地”相互作用。这导致了一种二元论的本体论，其中“真实”客体——通过“感官感知的客体”为中介——相互关联，并共同形成第三个“意向客体”。这也包括客体之间的关系。因此，哈曼将人-世界或主体-客体的关系建构为一种客体-客体的关系，其中没有任何关系项享有特权。这相当于相关主义循环的本体论普遍化。问题不在于我们被剥夺了通达物自体的途径，因为我们对世界的经验是由我们的感官和认知能力所中介的，而在于每个真实客体都缺乏相对于其自身构成的直接通达其他客体的途径。借鉴海德格尔的上手状态分析（根据该分析，实体在其作为“工具”的角色中退隐），真实客体相互退隐，同时保留了一个本质的核心，这个核心不能还原为它们通过感官客体的中介而进入的关系。

哈曼对齐泽克哲学最持久的探讨出现在他的文章《齐泽克与实在界的追溯性》中，该文发表在文集《齐泽克回应！》中（参见 Harman 2023）。在这篇文章中，哈曼诊断出齐泽克的相关主义论点（即不可能连贯地思考一个独立于我们主观通达的实在）与其唯物主义论点（即主体必须从非主观的实在中产生并融入其中——这种实在最终由构成中等大小客体可观察世界的最简单的物理基石组成）之间存在张力。更准确地说，哈曼指出，齐泽克诉诸追溯性因果关系与他（哈曼）的科学实在论是不相容的。齐泽克过于执着于这样一种立场，即主体不仅追溯性地创造了现象世界的必要条件，而且同样创造了我们物理宇宙中最基本的实体（参见 Harman 2023, 80）。这既是一个激进的论点，也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论点。

主体与客体的张力在齐泽克对尼尔斯·玻尔量子力学“实在论”解释的（模棱两可的）支持中变得明显。它表明，不仅在基本物理实体的某些属性方面存在认识论上的不确定性，而且基本粒子的属性甚至存在实际上取决于主观因素，例如测量行为：“解释玻尔互补性更谨慎的方式是说，位置和动量并不先于它们的测量而存在，但粒子本身是存在的”（Harman 2023, 80）。最后，哈曼指出，齐泽克所主张的分裂主体与不可能的欲望客体之间的基本关系不可避免地仍然是相关主义的，并导致一种“本体分类学”，这种分类学毫无根据地在人类主体与其他客体之间做出了区分。因为齐泽克假设，将主体与不可能客体分开的不可逾越的鸿沟并不适用于所有客体：“人类的有限性并不是直接给予我们的，而是需要得出这样的演绎结论：主体通达世界的条件在本质上不同于物自体”（Harman 2023, 82）。但是，一旦这种认识论的封闭在本体论中被普遍化，使得客体的退隐成为所有客观关系所共有的，我们就可以“从而以康德所希望的方式避免教条主义，同时不接受一种仅适用于主体的不可还原的‘先验’立场”（Harman 2023, 82）。

齐泽克在同一卷中以两个反驳回应了哈曼的文章（参见 Žižek 2023）。首先，测量基本物理粒子的条件实际上决定了它们存在的条件，因此“粒子和波的互补性[]意味着同一实体在一次测量中可以表现为粒子，在另一次测量中可以表现为波”（Žižek 2023, 85）。齐泽克在此代表了科学实在论的论点，根据该论点，基础物理学代表了对我们目前可用的独立于意识的实在的最大近似，正是因为它揭示了一个与我们的知觉经验不一致的世界。其次，齐泽克断言，主体和客体之间存在着决定性的差异，因为“一个主体在其与他者（事物、主体、过程）的互动之外什么都不是”（Žižek 2023, 86–87）。主体相对于其他存在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既属于自然现象，又不能还原为自然现象。相反，主体标志着拉康式实在界（见第93章）向自身显现的那个点。一种唯物主义的主体理论蕴含着一种明确的关系本体论，在这种本体论中，不仅独立于知性的客体对主体的思想保持不可通达，而且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本身也是如此。正如齐泽克在《阅读马克思》（2018）中更详细阐述的那样，OOO无法考虑到主体的特殊性，这也是它无法实现其实在论雄心的原因：“并不是说OOO考虑了主体性，仅仅将其还原为其他客体中某个客体的属性或特质。OOO所描述的主体根本不符合主体的标准——在OOO中没有主体的位置”（Žižek 2023, 61）。

实体与主体

对齐泽克而言，德国唯心主义的持久遗产在于将主体置于哲学反思的中心，这同时导致了视角的不可逆转的转变。正是这种持续的相关性构成了齐泽克的唯物主义与马库斯·加布里埃尔的“意义场”多元本体论之间协同作用的基础。在他们合著的《神话、疯狂与笑声》（2009）的导言中，两人都重申了后康德德国唯心主义的核心教义。这在于“哲学不再由其对存在总体的适真性话语解释（或表象）来定义，而是由成功地解释幻象来定义，即不仅解释为什么幻象是幻象，而且解释为什么它们在结构上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为什么它们不仅仅是偶然事件”（Žižek und Gabriel 2009, 2）。德国唯心主义并没有像梅亚苏和哈曼所认为的那样，通过不加批判地肯定相关主义而使思考绝对者成为不可能，而是指出了有限主体能够充分概念化绝对者的途径。齐泽克和加布里埃尔认为，通过这些洞见，绝对者本身经历了一种转变；它不再被理解为实体或“事物”，而是被理解为“一种自我他者化的运动，没有这种运动，实体的幻象就不可能发生”（Žižek und Gabriel 2009, 3）。这种转变意味着认识论问题（即我们如何认识表象之外的实在）向实在如何向自身显现的问题的转移。因此，它更多地涉及主体在实在秩序内外产生的条件。

从这个角度来看，黑格尔将实体概念化为主体（见第96章）意味着，表象与实在、现象与本体、相对与绝对之间的区分必须被理解为绝对者本身固有的裂缝。这引出了表达加布里埃尔和齐泽克哲学立场之间基本一致性的核心论点之一：“德国唯心主义旨在实现从认识论向新本体论的转变，而不仅仅是退回到前批判的形而上学。它将所谓的绝对者（物自体）与相对者（现象世界）之间的鸿沟定位在绝对者自身内部”（Žižek und Gabriel 2009, 5）。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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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超越快乐原则》中，弗洛伊德预言生物学将扮演一个重要的新角色，并推测通过生物学，在认知分析领域“我们整个的人工假说结构可能会被吹倒”（Freud 1982, 269）。随着解释大脑过程机制的神经科学取得巨大进步，弗洛伊德对新兴认知生物学的希望现在实现了吗？因此，当代神经科学现在是否也像化学曾经取代炼金术那样，取代了精神分析及其概念图景？

为精神分析辩护的错误方式是人本主义的退缩，即将其局限于分析我们对大脑研究和技术新发展的反应和主体化领域。对齐泽克（Žižek）来说，在这种背景下捍卫和推进精神分析的唯一真正途径是认真对待神经科学并直接与之交锋。他通过考察其主题和原则，并对其局限性和不一致性进行内在批判来做到这一点。例如，当代神经科学在拒绝形而上学，特别是笛卡尔的哲学视角方面是一致的。在这方面，有三个名字值得强调：托马斯·梅辛格（Thomas Metzinger），他在自我认知闭合（autoepistemic closure）理论的框架内致力于探讨笛卡尔的自我问题；安东尼奥·达马西奥（Antonio Damasio），他提出了一种稳态（Homöostase）理论；以及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他将自我消解为一个由去中心化子系统组成的系统。在拒绝笛卡尔主体的过程中，这些作者中的每一位都试图提供一种他们认为连贯的（神经）科学解释，这种解释既符合自然主义，也符合进化论。

相比之下，齐泽克坚持认为，我们不仅应该保留被构想为“我思”（cogito）的笛卡尔主体的维度和形而上学（正如德国唯心主义代表人物，以及弗洛伊德和拉康在例如“死本能”概念中所做的那样），而且必须认识到，这种形而上学传统的遗产在神经科学本身的概念中不断重新出现。

梅辛格：“你在这里”

例如，梅辛格认为，自我是一个“表征建构”，仅仅作为现象学显现而存在（参见 Metzinger 2003, 563）。现象学的自我性源于一种自我认知闭合，它作为一种建构性错觉发挥作用。我们在结构上被阻止访问我们正在运作的表征系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在直接的关联中体验生活，这为我们提供了进化上的优势，使我们能够专注于活动和发展，而不会迷失在内省中。

梅辛格在这里引入了两种“自我”（Ich）的区分：一种是不透明的“自我”（工作系统/“working system”），另一种是透明的“自我”，即在现象学直接性和自我存在的经验内容意义上的透明（建构/“construct”）。在他看来，笛卡尔的错误在于模糊了这两种自我之间的区别，以至于第一种自我的不透明性消融在第二种自我的“透明自我模型”（transparent self-model）中（Metzinger 2003, 401）。相反，梅辛格坚持保留这种区分，但有一个关键的限制条件：第一种自我的不透明维度不应被理解为传统的自我，而应被理解为一种神经操作系统：作为“无我的[]大脑中的动态自我组织”（selfless [] dynamic self-organization in the brain）（Metzinger 2003, 405）。

虽然这个系统对自我来说仍然是不透明的，但它仍然可以用神经科学的概念来揭示和解释。因此，在现象学自我及其本体（在这里是神经）基础之间存在一种康德式的分离。后者的不可及性是前者的积极条件。

然而，对齐泽克来说，这种康德式的方法是不完整的。缺少的是可以被称为康德第三种“自我”的东西：纯粹的非实体性自我，所有现象学内容都指向它。换句话说：梅辛格将其等同于纯粹知觉不透明性的那种不透明性，在康德那里（见第60章）是纯粹统觉主体（一个没有内容的点）的不透明性，它永远无法被直接访问或表征。在拉康那里，它作为被自身拒之门外或分裂的主体（$）继续存在（见第95章）。

主体既不是本体的——“[一个]非主体的神经基质”（[an] asubjective neuronal substratum）——也不是现象学的，即“我对自己的表征”（my representation of myself）（Žižek 2012, 724）。相反，它是一个虚拟的抽象点，一种向虚空的退缩（或撤退）。这种康德-精神分析的主体反映在梅辛格自己举的地铁图上红色箭头的例子中。它指示了主体的位置：“你在这里”。

尽管它作为自我模型（作为认同点）发挥作用，但梅辛格认为，红色箭头与（现象学）自我的独特性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保持着普遍性和不透明性。它只不过是“一种表征——其他事物的占位符”（a representation – a placeholder for something else）（Metzinger 2003, 552）。但在齐泽克看来，正是这种普遍的抽象——不是某物的“占位符”，而恰恰是无的占位符（Žižek 2012, 724）——是所有特定现象学内容的建构性必然。“你在这里”的标志同时强调了我身份的现象学丰富性与其未能填补我作为虚空主体的空洞抽象（不可捉摸的X）之间的（不可消解的）张力；或者用拉康的话来说：主体未能将自己作为实在界（见第93章）的答案呈现出来。

达马西奥的稳态“自我”

对达马西奥来说，自笛卡尔以来的核心错误是“身体与心灵之间深渊般的分离”（abyssal separation between body and mind）（Damasio 1994, 249–250）。相反，我们应该重新强调身体在其与意识联系中的基本生物学现实，从而确立以下基本原则：“心灵是具身的，在充分的意义上，而不仅仅是具脑的”（[the] mind is embodied, in the full sense of the term, not just embrained）（Damasio 1994, 118）。与笛卡尔将“我思”视为仅在次要层面上受情感影响的无利害反思的观念相反，达马西奥的具身心灵概念主张情感与意识之间存在建构性的联系。

从根本上说，意识是作为对有机体稳态紊乱的情感反应而产生的。通过与内部和外部客体的相遇，人类有机体对随之而来的紊乱做出情感反应，并寻求一种新的稳态平衡或新的生命调节，这种调节将这些紊乱考虑在内，并导致一个“自传体自我”（autobiographical self）（Damasio 2000, 222）。

在这个图式中，达马西奥对情绪（Emotion）和感受（Gefühl）做出了重要区分：情绪（作为初级反应）是先于感受的东西（Damasio 2000, 283）。这种将情绪视为先于（中介的）感受的观念，接近于拉康关于空洞主体（$）与主体化之间的区分：“情绪已经是主体的，但在主体化之前，在它们转化为感受的主观体验之前[……]只有通过感受，我才成为活生生的自我体验的‘完整’主体”（Žižek 2006, 227）。主体的维度（任何主体化所必需的虚无核心）恰恰是无法在最终意义上被具身化的东西；它作为所有生活世界和稳态调节的剩余物而存在。但正因为如此，主体不能像达马西奥所描绘的那样，停留在一种中立的、情感稳态的状态中，而是会陷入焦虑和恐惧。也就是说，正是主体“从对生活体验的直接沉浸中”脱离出来，“引发了新的（不是情绪或感受，而是）情感：焦虑和恐惧”（Žižek 2006, 227）。拉康的发现是，情绪总是可以被伪装和扭曲的，而焦虑始终是真实的，因为它标志着主体中心的虚空。在其错位中，主体不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情绪的主体，而是焦虑的主体；一种标志着实在界的焦虑。

丹尼特的无我子系统

对丹尼特来说，笛卡尔“我思”概念的问题在于，它召唤了一个自我同一的“我”，一个站在“我知道”或“我思故我在”等陈述背后的真实实体。因此，丹尼特拒绝了他所谓的“笛卡尔剧场”：一个所谓的意识中心，其中一个想象的侏儒（Homunculus）作为自我存在的真实源泉发挥作用。然而，这种对自我的理解是一种错觉。所有被归因于“思维实体”（res cogitans = 丹尼特的侏儒）观念的东西，实际上是一个由相互竞争的（神经）过程和能力组成的复杂的、去中心化系统的结果；丹尼特认为，这些过程和能力“在时间和空间上分布在大脑中”（Dennett 2004, 123）。

虽然齐泽克完全支持不存在实体性“思维实体”的前提，但他走得更远：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对真实实体的错误认同（将神经系统误认为思维实体），而在于认为根本存在一种积极的自我实体的观念。换句话说：笛卡尔的错误（被丹尼特等人复制）在于未能区分“思维实体”的概念和“我思”的概念（后者被构想为一个彻底“去实体化”的思维过程）。康德再次出场。因为在这里，“我思”也与康德-拉康式的虚空主体相吻合，这是认同可能性的真正条件。认同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不存在作为其本身的同一性，而只存在作为纯粹表演性“实体”的“我思”，在这个实体中，每一个“我是”的积极断言都同时包含了“我不是”的种子（参见 Žižek 2006, 244）。因此，产生了一种肯定和否定的思辨（辩证）运动，在这种运动中，“我思”（作为空洞的X）对于符号化（作为归因于它的属性的接收者）是必要的，但同时又超越了符号化本身（无法被其捕获）。

出于这个原因，拉康将主体称为能指的主体（借鉴弗洛伊德的“无意识主体”；见第99和100章）：主体可以在能指之间移动，并且总是多层次和分散的，因为它本身没有固定的意义内容。自我的统一性取决于表演性的意指作用。这并不意味着自我仅仅是虚构的，而是说它的真实性是一个认同问题，它在意识和无意识层面上都对此负责。这反过来意味着，在我们作为“我思”（作为能指的主体）的地位中，我们始终对行动（Akt，见第72章）的可能性保持开放：即我们从符号锚点中解脱出来的能力。

在试图提供纯粹自然主义-进化论解释的过程中，认知主义不仅忽视了人类主体性中非人（空洞）的核心，而且忽视了人类存在中根深蒂固的、不受约束的否定性的形而上学维度。这一点在神经科学将意识视为一种类似计算机模型发展的东西，并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组织和处理感官数据来适应的观点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但是，既然计算机能够进行高度复杂的操作，并且还具有其他优势（例如不会遭受痛苦），那么问题就来了：为什么还需要（自我）意识？为什么不停留在计算机的层面上？（Žižek und Daly 2004, 56）在神经科学（计算机）模型的框架内，意识只能表现为某种不可还原的东西，或者正如齐泽克所说，表现为“不可分割之剩余的实在界”（the Real of an indivisible remainder）（Žižek 2006, 117）。

那么意识是如何产生的呢？根据齐泽克的观点，解决方案在于黑格尔关于存在的自我指涉逻辑的论断。意识是作为一种短路或反馈回路产生的，在黑格尔的意义上，它能够追溯性地产生其自身的前提，“追溯性地设定其自身的前提”（[to] retroactively posit its own presuppositions）（Žižek 2006, 212）。通过自我指涉，神经活动不再局限于纯粹的功能性（输入）反应，而是变成了一个“自为”的过程，获得了一种决定性的自主性，在这种自主性中，它过渡为一种意识，这种意识能够反思性地作为过去（经验）和现在（解释性）内容的互动而发展。通过这种自我指涉，去中心化本身——自我存在的缺席——转化为建立“我”感作为直接意识的真正机制（Žižek 2006, 213）。

形而上学与死本能

意识的基本悖论是双重的。首先，意识不是对世界的纯粹或全面的意识（那将是压倒性的/令人窒息的），而是一种本质上的限制，这种限制通过以下方式实现：a）过滤感官印象的能力；b）（消极）抽象的力量，作为在概念中中介（和区分）经验的一种方式，或者黑格尔简单称之为“知性”（den Verstand）的东西。

其次，根据齐泽克的观点，意识不是阶梯式进化过程的结果，恰恰相反，它是一种非功能性剩余物持续存在的结果。意识不仅是相对于稳态自然主义的剩余物，它还作为一种反向运动发挥作用。它打断了存在的平稳流动，并将其暴露在形而上学那难以抑制的、“非功能性”的维度中。正如齐泽克反复强调的那样，这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崇高领域，而是所有那些我们固着其中和/或围绕其旋转的事物（权力、财富、性等）的涌现。

这种扰乱常规秩序的“固着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s of stuckness），在精神分析中有一个名字：死本能（Todestrieb）。凭借其过度的否定性力量，死本能恰恰是将人类与任何稳态（包括弗洛伊德的快乐原则）和结构决定论脱钩的东西。通过使人类异化于其纯粹的生物学存在，死本能将其标示为一个自主的存在，能够超越理性-实践的考虑去追求其激情，就好像它是不朽的（对生与死漠不关心）。

对齐泽克来说，死本能对于意识的产生至关重要，并且实际上作为其“缺席的原因”（absent cause）发挥作用（Žižek 2006, 177）。没有死本能就没有意识。在齐泽克的哲学中，无论我们在哪里审视人类，我们都会遇到这种在形而上学上被撕裂的奇怪（部分是非人的）形态：它被无法回答的问题所折磨，无法完成自身，并被驱使着去过度享受生命。这也是为什么精神分析采取了一种深刻的反达尔文主义（和反自然主义）立场的原​​因：作为一种激进的脱离和自主化的力量，死本能作为一种无视适应要求的东西持续存在。与所有自然主义-进化论的观点相反，人类从根本上说仍然是不适应其环境的存在（参见 Žižek 2006, 231）。这种不适应——自我指涉的否定性和死本能的运作性故障——不仅是意识的“基础”，也是为超越、形而上学的痴迷和充满激情的依恋开辟空间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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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正义、法律与暴力

Hyun Kang Kim [1]

Email: hyunkang.kim@hs-duesseldorf.de

齐泽克语境中的“正义”概念处于何种背景下？齐泽克对正义的理解深受马克思的影响，尽管马克思并未明确阐述过正义的概念。因为马克思的意图并非对资本主义进行道德上的评判与批判。相反，马克思旨在科学地证明，资本主义必然会因其自身的矛盾而走向灭亡（见第65章）。追求分配正义或平等，不足以克服资本主义社会根本的权力关系。因为通过更公平的工资制度来追求分配正义，并不能将工人从资本主义工资制度中解放出来。一个更公平的工资制度不会导致对资本主义的根本背离，因为它仍在资本主义体系的框架内运作。

马克思与齐泽克论正义

因此，对马克思而言，社会正义问题不是一个伦理判断问题，而是一个制度问题，一个生产方式问题。换言之：对马克思来说，经济结构是决定性的，正义或法律问题则是次要的。在这个意义上，他指出：“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马克思 1956, 21）。因此，作为政治或法哲学一部分的正义概念并非他关注的焦点。尽管如此，正义在他的思想中仍扮演着重要角色。因为他思想的核心是对社会不公的根本批判，以及建立一个基于正义的新社会秩序。因此，在马克思的思想中，正义概念并非一个内在的理论概念，而是一个超越的、实践的概念，它包含了对现有制度框架的否定和对新制度的建立。马克思的正义概念因此是一个否定性概念。它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没有被明确界定，而是作为一个空洞的中心发挥作用，整个马克思的思想都是围绕它构建的。正义概念对马克思具有根本意义，因为其思想的目标是消除社会不平等和压迫。

与马克思一样，齐泽克也认为正义无法在资本主义体系内部实现，而是必须废除该体系本身。两人都强调实现正义必须进行革命性变革，并批判了那些最终只为维持现有体系运转的改良主义企图。两人都主张建立一个基于正义与团结原则的后资本主义社会。然而，他们之间的一个显著区别在于，齐泽克强调意识形态在正义方面的作用，而对马克思来说，意识形态处于次要地位。因为在马克思看来，意识形态属于上层建筑，因而是物质基础的反映。

齐泽克则强调，正义的观念从一开始就渗透着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见第85章）。资本主义推崇一种巩固现有社会秩序的意识形态。关于市场自由和个人成功的意识形态观念，可以通过宣称市场本质上是公平的，来掩盖现存的不公正。因此，齐泽克强调从正义的视角对意识形态进行分析和批判。

齐泽克对正义与意识形态关系的强调，是消除“废除资本主义体系就会自动产生一个正义社会”这一误解的核心所在。正义不应被理解为既定的现实，而是必须不断重新协商和质疑的事物。如果没有持续的意识形态批判，即使是后资本主义社会也会面临传播扭曲的正义观念并再次制造社会不公的危险。这是马克思的构想中所没有的创新。马克思的正义概念建立在经济结构的革命性变革之上。然而，对齐泽克而言，仅仅改变物质基础不足以实现一个正义的社会。根本性的变革必须伴随着意识形态批判，因为如果不分析意识形态的运作方式及其对个人的影响，就无法实现正义的社会。出于这个原因，齐泽克将正义概念与他受阿尔都塞和拉康影响的意识形态批判结合起来。

本雅明与齐泽克论神圣暴力

在《暴力：六个侧面的反思》（Gewalt. Sechs abseitige Reflexionen）一书中，齐泽克探讨了瓦尔特·本雅明在其文章《暴力批判》（1921年）中所描述的“神圣暴力”概念（见第82章）。法律、暴力与正义之间的关系是本雅明该文的核心主题。他在文中写道：“暴力批判的任务可以被描述为阐明暴力与法律和正义的关系”（本雅明 1989, 179）。紧接着，他指出，法律是通过一种述行性的确立行为构成的，这无非是一种确立权力的行为。“创制法律就是确立权力，在这个意义上，它是暴力的直接显现行为。正义是所有神圣目的设定的原则，权力是所有神话般法律创制的原则”（本雅明 1989, 198）。创制法律作为“暴力的直接显现行为”，既无法在理性上得到证明，也无法通过合目的性来解释，而是一种任意的确立，即权力的确立。它是一种神话暴力的行为，虽然是直接的显现，但并非纯粹的显现，因为它与权力利益密不可分。相反，纯粹的神圣暴力则显现为正义（参见 Kim 2024, 173–174）。

在本雅明看来，神话暴力由创制法律的暴力和维护法律的暴力组成。而神圣暴力则是超越性的闯入，它打破了神话暴力的内在循环。本雅明从神圣暴力的直接性和表现力出发，但将其视为与神话暴力的一个交汇点，因为后者也表现为神圣意志的直接显现。两者的区别仅仅在于纯粹性，即神圣暴力的无目的性，因为神圣暴力是纯粹的手段。然而，对齐泽克来说，神圣暴力与主体处于一种建构性的关系中。“神圣暴力是主体爱的杰作”（齐泽克 2011, 175）。因此，神圣暴力的神学维度——在本雅明那里代表一种超越的力量——在齐泽克这里变成了一种纯粹的内在性，它等同于“驱力的过度”（齐泽克 2011, 172）（见第73章）。

在《无身体的器官》（Körperlose Organe）中，齐泽克建议在本雅明的三种暴力形式——创制法律的暴力、维护法律的暴力和神圣暴力——之外，补充“简单的”犯罪暴力。“正如维护法律的暴力试图遏制‘简单的’犯罪暴力一样，确立法律的暴力是对‘纯粹的’革命暴力的反应，并试图遏制由其带来的威胁”（齐泽克 2005, 280）。然而，这种对称性与本雅明的假设并不一致，本雅明认为创制法律的暴力和维护法律的暴力不应被理解为对立面。相反，两者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神话般的循环，只有神圣暴力才能最终将其打破。因为创制法律的暴力在现实中只能借助维护法律的暴力来维持自身。因此，维护法律的暴力不仅具有齐泽克所提到的遏制“简单的”犯罪暴力的任务，还具有维持创制法律的暴力本身的任务，因为后者只能借助警察暴力来维持。

神圣暴力的两种表现形式

对齐泽克而言，最重要的区别不在于代表整个法律领域的神话暴力与处于法律之外领域的神圣暴力之间的区别，而在于创制法律的暴力与革命暴力之间的区别。因为在齐泽克那里，神圣暴力起着双重划界的作用：一方面与国家创制法律的暴力划清界限，另一方面与“作为无政府主义爆发的纯粹暴力”划清界限（齐泽克 2011, 174）。这使他有别于本雅明，本雅明在神圣暴力内部并不区分无政府主义暴力和革命暴力，而是将两者都视为神圣暴力的可能表现形式。

在本雅明那里，神圣暴力和正义的含义发生了转变。对早期的本雅明来说，正义的所在是弥赛亚领域，超越了法律秩序。而晚期的本雅明则将神圣暴力等同于革命暴力，从而与马克思和齐泽克保持了一致。对晚期的本雅明而言，正义的所在并非在历史之外，而是在历史本身之中。根据维尔纳·克拉夫特（Werner Kraft）的记述，对早期的本雅明来说，神圣暴力是“一个边界概念，一个调节性理念”（引自齐泽克 2016, 35）。而晚期的本雅明则将其与“阶级斗争”联系起来（引自齐泽克 2016, 35）。

对齐泽克来说，神圣暴力是一个“没有意义的符号”（齐泽克 2011, 173）。因此，任何试图赋予其更深层意义的尝试注定会失败。它不属于象征秩序，而是属于实在界。此外，它在建构上与主体绑定在一起，因为将某种暴力行为认定为神圣暴力的风险完全由主体承担，因为对此没有任何客观标准。对齐泽克而言，神圣暴力不仅是暴力的和破坏性的，它也是一种爱的行为。因此，它发生在“爱的王国”中（齐泽克 2011, 176）。但这种爱与残忍密不可分。齐泽克认为：“没有残忍的爱是无力的；没有爱的残忍是盲目的”（齐泽克 2011, 176）。因为正是与暴力的结合，将爱提升到了“超越人类自然限制”的高度，并使其从中解放出来（齐泽克 2011, 176）。因此，对齐泽克来说，暴力的终极意义在于残忍与爱的结合，即摧毁不公正的体系，并为建立一个全新的、正义的社会铺平道路。在某种程度上，神圣暴力对齐泽克而言超越了善与恶。因此他说，“神圣暴力是极其不公正的，它往往是某种令人恐惧的东西，而不是神圣的仁慈与正义的崇高干预”（齐泽克 2016, 35）。

在《无身体的器官：德勒兹与拉康相遇的基石》（Körperlose Organe. Bausteine für eine Begegnung zwischen Deleuze und Lacan）中，齐泽克将神圣暴力与拉康在其“性化公式”中对女性逻辑的评论联系起来，并将其理解为本体论未完成性的内在结果。对齐泽克来说，“‘纯粹暴力’严格内在于法律”，仅仅是“伴随着另一种自我指涉的模式”（齐泽克 2005, 281）。因此，纯粹暴力并不在法律之外，因为法律的统治是“非全”（Nicht-Alles），也就是说，并非一切都服从于法律的统治（齐泽克 2005, 281）。纯粹暴力之所以不是法律的例外，是因为不存在一个可以作为其普遍性基础的法律的外部（齐泽克 2005, 281）。它产生于法律的统治，正如吉奥乔·阿甘本（和本雅明）意义上的“赤裸生命”正是由法律的统治所产生的一样。但它是拒不服从法律统治的过度。因此，齐泽克不需要预设一种在法律之外的超越性权力。纯粹暴力的可能性已经内在于体系之中。然而，纯粹暴力的爆发需要一个过渡，因为它不会自行产生，而是需要一个主体。“必须完成的过渡，是从纯粹生命到纯粹暴力的过渡”（齐泽克 2005, 281）。从纯粹生命到纯粹暴力的过渡在爱的行为中完成，以实现正义。这一过渡同时创造了黑格尔意义上从“自在”到“自为”的过渡。因此，神圣暴力与正义的显现并不在历史之外。相反，历史本身就包含了神圣暴力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与主体爱的行为密不可分。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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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伟宇博士是中国南京大学哲学系的助理研究员（第13章《齐泽克在中国》，与张一兵合著）。

虽然中国学者深知齐泽克在欧美学术界的重要性，但反过来，欧洲似乎对齐泽克在中国的接受情况知之甚少。下面的章节将大致介绍中文语境下对齐泽克研究的接受历程、内容定位以及当前的研究课题。

“西方马克思主义”

在中国，对齐泽克的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21世纪初对其著作的引进与翻译；2007年齐泽克访华带来的知名度巅峰；以及随后对其哲学更精确的深入探讨。第一阶段应放在早期对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的背景下来看。这一流派的作者，仅举几例，如格奥尔格·卢卡奇（Georg Lukács）、卡尔·科尔施（Karl Korsch）、霍克海默（Horkheimer）、阿多诺（Adorno）和马尔库塞（Marcuse），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被翻译并介绍给中国哲学家。1981年，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的相关专著《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Considerations on Western Marxism）的中译本出版（参见 Anderson 1981）。一年后的1982年，徐崇温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出版（参见 Xu 1982）。中国学者首次出乎意料地清晰看到，由于研究范式的不同，中西方学者对马克思哲学的解释存在巨大分歧。随后，中国学术界开始全面研究并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这二十年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齐泽克思想展开对话的前提之一。

2002年，这位斯洛文尼亚学者的首部著作《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被翻译并受到广泛关注。南京大学随后成为将齐泽克著作引入中国语境的中心。在张一兵的带领下，该校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CSMST）形成了一个致力于翻译和引进齐泽克哲学思想的学者团队，并在短时间内出版了《图绘意识形态》（Mapping Ideology）等著作的中文版。同样在该中心，在胡大平的带领下，翻译并出版了九卷本的齐泽克文集。特别是《幻象的瘟疫》（The Plague of Fantasies）和《享受的转移》（The Metastases of Enjoyment）这两部著作受到了极大的关注。在翻译工作的同时，一群年轻学者致力于对齐泽克理论进行实质性的内容研究。

齐泽克本人于2007年6月6日至14日首次访华，在南京大学为中国师生举办了四场讲座，介绍了拉康理论、精神分析及其结合流行文化（如好莱坞电影）的诠释。在中国学术界，这些讲座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和多样的反响。它们为当时的中国学术界开启了跨学科研究的新维度。在他访问之后，中国对齐泽克思想的研究在重要性上达到了第一个高峰。来自哲学、文学和电影学领域的年轻学者们汇聚一堂，开展共同的研究项目。迄今为止，已有近三十部齐泽克的著作被翻译成中文出版，这既反映了也促进了其思想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齐泽克的影响

中国接受界特别感兴趣的是齐泽克对待马克思的方式。在中国哲学家看来，他提供了一种无论如何都新颖且前所未见的马克思解读方式，但在某些人眼中，这种解读也显得有些怪诞。将马克思和拉康的理论结合起来被认为是极具独创性的。晚期拉康为齐泽克提供了其思想的智识基础，可以说是齐泽克自己的“大他者”（großer Anderer）。在此基础上，齐泽克更新了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概念，将其引入拉康的话语中，从而使其在新的理论领域发挥作用。

然而，当齐泽克的思想首次被引入中国时，中国读者对拉康的哲学还知之甚少。学习拉康哲学变得必不可少，因为没有它，齐泽克的概念就无法理解。因此，拉康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齐泽克。例如，张一兵撰写了《不可能的存在之真：拉康哲学映像》（Die Wahrheit unmöglichen Seins: Lacans Philosophie im Spiegel）一书，以加深对齐泽克的理解（参见 Zhang 2006）。

齐泽克本人创造性地将马克思和拉康结合成一种独创的批判理论，为中国学者展现了一个“不一样的马克思”。在齐泽克的解释中，拉康全面地吸收了马克思的思想，其中一个核心主题是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齐泽克认为，这一理论在拉康的“剩余快感”（plus de jouir）概念中得到了重新表述。这种解释促使中国哲学家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方面，有人站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完全拒绝齐泽克的思想，并指责齐泽克歪曲了马克思。另一方面，有人站在批判理论的立场上，高度评价齐泽克的新方法。这种态度伴随着一种意愿，即从中汲取灵感，以进一步发展马克思的思想（参见 Zhang 2014）。

然而，除了这种学术界的内部辩论之外，近年来齐泽克的思想在学术界之外也引起了中国年轻人的关注。许多齐泽克的讲座视频，特别是关于流行文化批判的视频，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疯传”。他的幽默和文化批判为他在抖音（Tiktok）、哔哩哔哩（Bilibili）、微博（Micro-blog）、微信（WeChat）等平台上赢得了大量粉丝。他的受众不仅包括艺术、科学、工程和医学等各个专业的大学生，还包括来自各行各业工人阶层的年轻人。换言之：齐泽克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已经从学术界扩展到了社交媒体。

挑战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近年来中国的齐泽克研究呈现出一种双重趋势：深度增加，但广度减少。深度增加是因为齐泽克的哲学基础和独创性构想被越来越精确地把握。但与此同时，它失去了广泛的影响力，因为对齐泽克的探讨需要一定的哲学专业知识。因此，对齐泽克的接受已经进入了一个聚焦阶段，目前主要集中在三个领域：


	齐泽克与拉康：齐泽克思想中的拉康哲学对大多数学者来说是一个难以逾越的学术障碍。在中国，拉康被视为一位杰出的精神分析学家，在当今后现代语境下，他的学术影响似乎在不断增加。但实际上，他的思想带有其产生的时间和地点的烙印，这对于中国哲学家来说并非能直接理解。拉康哲学的困难与其说是其概念的形而上学性质，不如说是其语言的隐喻性和表达方法。尤其是由于文化差异，中国思想家很难理解拉康的隐喻。这对齐泽克在中国的接受产生了影响。许多哲学家被齐泽克思想中源于拉康的那些难以理解、充满隐喻的哲学基础所吓退。对精神分析哲学的不熟悉导致在深化对齐泽克的理解时遇到困难。

	齐泽克与马克思：齐泽克批判理论的研究核心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共同信念是，如果不结合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就无法理解他的哲学。齐泽克似乎也认同这一观点，因为他主要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途径来推进对马克思的分析。齐泽克的著作证明了他对《资本论》（Das Kapital）及相关手稿的深入探讨。他将从中获得的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见解与精神分析结合起来。在这里，精神分析在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最新变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只有深入研究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才能触及齐泽克批判理论的核心。然而，许多齐泽克研究者在探讨政治经济学问题方面未能达到必要的期望。在此提及这一点，是为了明确理解齐泽克的著作及其对其的批判，在多大程度上必须基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哲学见解。

	齐泽克与跨学科性：齐泽克非正统的分析和思考方式跨越了既定学术研究学科的界限。这触及了中国大学体制中的一个制度性挑战。中国的大学有着严格的学科分类，每个学科都有一个完整的培养课程体系，适合产生高度专业化的研究成果。但同时，这也加剧了学科之间的壁垒。齐泽克的思想并不局限于哲学或文学等单一学科，而是涵盖了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广泛领域，这对在传统学科中受训的学者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此，接受齐泽克的著作需要以跨学科的方法作为理解的条件。在最好的情况下，它可能会启发中国大学体制进行更多的跨学科研究过程。



总而言之，目前齐泽克在中国的接受情况可以用一个日益变窄的瓶颈来概括：它引导并精确了研究的流动及其成果，但同时降低了广泛的影响力。后续研究的潜力目前不在于广泛的拓展，而在于对齐泽克理论的更深层次的渗透。在这方面，中国学术界非常愿意加强与国际研究界的交流与合作，共同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发展，尤其是在齐泽克对其进行独创性更新的背景下。

参考文献

Anderson, Perry. (1981). Considerations on Western Marxism（中译本）. Tianjin: Tianjin Renmin Chubanshe.

Xu, Chongwen. (1982). Der westliche Marxismus（中文版）. Tianjin: Tianjin Renmin Chubanshe.

Zhang, Yibing. (2006). Die Wahrheit unmöglichen Seins: Lacans Philosophie im Spiegel（中文版）.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Zhang, Yibing. (2014). Back to Marx. Göttingen: Universitätsverlag Göttingen.


14. 卢布尔雅那精神分析学派（并不存在）

Henrik Jøker Bjerre [1]

奥尔堡大学，奥尔堡，丹麦

Email: hjb@hum.aau.dk

德文版由 Jasper von Lepel 译自英文。

在1996年由Katharina Höcker和Claudia Willke执导的纪录片《像爱自己一样爱你的症状》（Liebe Dein Symptom wie Dich selbst）中，齐泽克（Žižek）讲述了他第一次受邀前往美国背后的奇怪动机。他的一些美国朋友想向他们的同事证明，不仅齐泽克本人真实存在，而且确实有一群斯洛文尼亚哲学家在研究拉康，并用他的理论来解释当代社会（参见 Willke 和 Höcker 1996，第1分钟）。毫不夸张地说，从那时起，对齐泽克存在的相信已经在学术界的大部分领域乃至更广泛的范围内极大地蔓延开来。

然而，即使在今天，这个故事仍有几分真实性。首先，人们仍然普遍不相信齐泽克及其同事在雅克·拉康的著作和研讨班基础上进行了严肃的学术研究。即使在他最受欢迎的时期，即2010年代，齐泽克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仍被视为部分是异国情调的娱乐，部分是（脱轨的）政治激进主义。我自己记得那个时期与一群分析哲学家举行的一次研讨会，他们对有人对齐泽克的作品感兴趣感到好笑，甚至几乎印象深刻，并咯咯笑着想知道他是否真的写过关于不同国家厕所构造差异的文章。此外，要确切说明通常被称为“卢布尔雅那精神分析学派”究竟在何种意义上存在，实际上也并非易事。去卢布尔雅那的人既不会找到一栋正门挂着宣告该学派存在牌子的建筑，也无法在任何地方报名参加研讨会。该学派就在那里，但它的存在方式并不像一本书、一座山或一个人那样。因此，更准确的说法是该学派在“坚持”（insistiert）。它在讨论、著作、会议和思想中不断作为一种从事哲学的方式、一种方法的特殊意义而出现，因此，关于斯洛文尼亚拉康派将如何分析这个或那个具体问题，总是有正确和错误的说法。

卢布尔雅那精神分析学派有其自身的历史。它的起源通常可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初，当时一群来自斯洛文尼亚的学生和知识分子开始前往巴黎进行短期访问或学习（见第43章）。在这里，他们参与了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所称的哲学中的“法国时刻”，他将其描述为自苏格拉底以来西方哲学史上的第三个高峰。（另外两个是：古希腊哲学和德国唯心主义。）凭借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和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等思想家，巴黎吸引了来自全欧洲乃至更远地方的学生。但一些斯洛文尼亚哲学家的特别之处在于，他们将法国反人道主义与自身的背景和兴趣结合起来的方式。特别是黑格尔、马克思和拉康的结合，很快成为他们工作的独特卖点。该学派广泛圈子中的一些人引入了其他哲学家，另一些人则倾向于社会学，还有一些人倾向于艺术。然而，尽管存在这种多样性，但仍有一种特定的知识抱负形态贯穿于一系列哲学出版物中，这些出版物可以归属于所谓的“三驾马车”（Troika）。

三驾马车

随着1989年《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的出版，齐泽克从拉康派群体中脱颖而出，该群体由于日益不同的方法和兴趣而呈现出碎片化的形态，但至今仍在发挥影响。与此同时，一个更紧密的群体建立起来，尽管仍是在非正式的意义上，他们将卢布尔雅那的午餐餐厅作为聚会场所，将共同旅行作为他们的国际项目。这个群体由姆拉登·多拉尔（Mladen Dolar）、阿伦卡·祖潘契奇（Alenka Zupančič）和齐泽克本人组成。多拉尔是齐泽克早期的同路人，可以追溯到巴黎时期，而祖潘契奇属于更年轻的一代。她深受齐泽克早期作品的影响。

这三人最终成长为一个固定的群体，而拉康学派的其他群体则逐渐分散。然而，在广泛的意义上谈论卢布尔雅那精神分析学派，而不是仅仅排他性地指代所谓的“三驾马车”，仍然是有意义的。其成员作为学派成员的定义是模糊的，他们也不认为自己的主要任务是将自己定位或认同为特定学派的一部分。因此，在巴黎“五月风暴”之后的半个世纪里，贯穿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趋势：一方面是扩散，另一方面是集中。因此，严格来说，卢布尔雅那精神分析学派有两个名称：一个是指代“三驾马车”，另一个是指代涵盖至今仍在延续的各种思潮的整个学派。前面提到的集中过程是缓慢的。因此，虽然不可能确定“三驾马车”形成的确切日期，但2004年可能提供了一个线索。在那一年，齐泽克将他关于伊拉克战争的书献给了祖潘契奇和多拉尔：“献给我党三驾马车的另外两名成员”（the two other members of my party troika）（Žižek 2004）。因此，从今天（2024年）来看，作为“三驾马车”意义上的学派已经存在了大约20年。

齐泽克和多拉尔在2002年共同出版了一本关于歌剧的书（参见 Žižek 和 Dolar 2002），但作为三人组，“三驾马车”的成员既没有系统地作为共同署名的集体进行合作，也没有像后学术研究小组那样，将不同元素组成“工作包”，每个人表面上都准确地涵盖其他人不做的内容。他们的会面似乎并没有按照特定的时间表来安排，而是由共同的午餐、自发的电话、彼此之间的讨论以及在公共活动中与其他同事的会面等组成。尽管如此，人们完全可以毫不讽刺地谈论一条“党派路线”，在这条路线上，三人在哲学、精神分析和政治的基本问题上基本达成一致。他们代表着不同的立场，但他们的差异更多是风格或侧重点的问题，而不是方法上的差异，更不用说意见分歧了。仔细观察，前面提到的“党派路线”在于对拉康思想及其与（主要是）经典哲学著作和问题之间关系的一种特定解释。在由多拉尔、祖潘契奇和齐泽克主编的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MIT Press）《短路》（Short Circuits）丛书的预告中，拉康精神分析被描述为一种揭示经典文本中未被思考之物和被压抑的预设的特权工具。因此，有一种将拉康与古典哲学结合起来的方法贯穿于该学派的工作中。当然，既然任何无知的人都可以着手用拉康来解释任何经典文本，那么对于什么是“拉康精神分析”就有一个共同的理解。“三驾马车”的三个成员中没有一个对临床实践感兴趣，尽管齐泽克在巴黎期间开始接受分析。相反，他们在拉康的研讨班和著作中发现了一种已经是哲学性的概念工作，尽管（或者也许正是因为）拉康认为自己是一个反哲学家。他们对拉康的阅读集中在解释和应用他的一系列核心概念上，如主体、大他者、对象（小）a、无意识、欲望、驱力、匮乏、阉割、幻想、性化、重复、凝视等。

为了勾勒出其中一些概念和解释，同时强调祖潘契奇、多拉尔和齐泽克之间仍然存在的一些差异，下文将介绍对著名的拉康名言——大他者（见第70章）不存在但仍然有效——的三种解读。这三位拉康派学者都本着所有人共享的解释路线对这一公式进行了论述。然而，如果设想他们实际上必须在彼此之间分配对大他者概念的解释，通过想象他们各自会强调什么，人们可以突出他们的一些互补特征。

祖潘契奇

阿伦卡·祖潘契奇在谈到拉康的大他者概念时会强调，大他者并不存在，从而最接近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解释。她摒弃了哲学家和神学家们不懈的努力，这些人经常将人类解释为“特殊的存在”或道德尊严的拥有者，从而在形而上学上将人类提升到高于其他存在形式的地位。然而，人类并不是一种特别有尊严的生物，一只脚踏在大他者的神圣领域中。相反，人类更像是一种“半成品动物”（参见 Zupančič 2017, 87）。与其他存在形式相比，它并没有“更多”，而是“更少”的存在内容。人类所缺乏的，是一个一致的大他者，将人类从“仅仅”是动物的生存维度中解放出来。正因为不存在这种解放的力量，人类反而被贬低和羞辱。在她的《什么是性？》（What is Sex?）一书中，祖潘契奇将人类描述为对自然的一种偏离，并将这种偏离归因于“一”的能指的缺席（参见 Zupančič 2017）。真正使我们成为人类的东西，或者祖潘契奇嘲讽地称之为“人类的人”的东西的缺席，也对伦理学产生了影响。对宗教和哲学狂热的无条件拒绝，赋予了她的道德和政治分析一种特殊的冷静。

在她关于康德和拉康的著作《实在界伦理学》（Ethics of the Real）中，她承认康德道德律的纯形式性及其对我们生活可能产生的真实影响，但她嘲笑了“热心的康德”（warm-hearted Kant）（Zupančič 2000, 154）。康德必须在他的道德思想中加入一种几乎普遍适用的对“充分理由”的理解，似乎是为了向他的读者保证，我们传统上认为的善都将源于对法则的遵守（参见 Zupančič 2000, 80–81）。对祖潘契奇来说，这种以善的名义提供的服务走得太远了，因为对什么是“充分理由”的直觉假设必须建立在对一个完整无缺的大他者的想象之上。相反，一个真正道德的行为的定义在于它拒绝任何预先存在的对错规范，除了道德律本身的纯粹形式要求：“任何配得上这个名字的行为，根据定义，都是‘邪恶的’或‘坏的’（或者将被视为如此），因为它总是代表着某种‘越界’，一种对‘现状’的改变，一种对‘给定象征秩序’（或共同体）界限的‘僭越’”（Zupančič 2000, 94）。除其他外，这导致很难区分善行和恶行。因此，没有不冒作恶风险的行动。在这个意义上，祖潘契奇是三人中的“强硬派”，她坚持将党派路线贯彻到底。在不仅仅是显而易见的意义上，在她加入之前，并没有所谓的党派。

齐泽克

与祖潘契奇对大他者的拒绝相比，齐泽克可以被解释为那个对大他者的有效性特别感兴趣的人，尽管大他者可被证明是不存在的。他的出版物中充满了对人类文化特征的欢快分析，这些分析揭示了用理性解释来应对社会秩序运作的失败。相反，他（带有社会学色彩地）运用了精神分析的无意识概念，并宣称“真相就在那里”（the truth is out there）（参见 Žižek 1997, 1），或者说文化本身就充满了无意识的动机。

事实上，齐泽克之所以受欢迎（甚至在非学术界人士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他识别文化产品和社会现象的非凡能力。通过这种方式，他解释了人们通常不知道的事实，即这些事实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人们对内化的意识形态幻想结构的参与。例如，在新冠疫情期间，齐泽克解释了在实际上并不短缺的情况下，囤积卫生纸等产品的行为是如何发生的。尽管如此，社会领域可以制造出自身的稀缺性：“我知道有足够的卫生纸，谣言是假的，但如果有些人把这个谣言当真，并在恐慌中开始购买过量的卫生纸储备，从而导致实际的短缺呢？所以我最好自己也买点储备”（Žižek 2020, 63–64）。在这些情况下出现的是一种超越理性经济人、超越相互理解和论证的主体间态度的社会逻辑。这就是齐泽克所说的跨主体的“本我”（Es），它正在自我主张（参见 Žižek 2005, 75–76）。在这个意义上，这个“本我”代表了超越主观动机和主体间关系的东西。它开辟了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大他者的凝视必须被纳入对社会动态的解释中。（这种“跨主体”的逻辑正是拉康从关于囚徒困境的“诡辩”中得出的教训 [参见 Lacan 2002, 161–175]。）这种出现在主体间性维度之外的“本我”，可以与黑格尔的客观精神相比较，甚至正如齐泽克在某些情况下所做的那样，与基督教中探讨的圣灵本身相比较。要理解文化，必须将其视为一种精神现象。谁如果不被这种现象所欺骗，谁就会犯错；这对齐泽克本人也适用。他也不能不被欺骗/蒙蔽。如果说祖潘契奇是强硬派，甚至是犬儒主义者，那么齐泽克就是浪漫主义者。他相信不存在的事物。

多拉尔

在“三驾马车”中，姆拉登·多拉尔则是那个在本文提出的思想实验中，不会强调关于大他者的两个悖论性替代方案中任何一个的人。相反，他会欣然接受大他者概念的悖论性基本结构，并建议不带偏见地审视这个概念。论证可以从一个不言而喻的提示开始：一个实体运作的必要条件是它的存在。然而，多拉尔可能会用一个揭示相反情况的历史例子来引出他的回答：即使某物不存在，它仍然可以运作。随后，他会介绍关于悖论问题的各种哲学分析。他的哲学方法经常走这条路：选取两个看似根本对立的概念或哲学家，然后仔细勾勒出概念上的共存仍然是如何可能的。例如，在一篇关于黑格尔和弗洛伊德的文章开头，他写道：“黑格尔和弗洛伊德似乎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一切都将他们对立起来”（参见 Dolar 2012, 1），最终克服了上述对立。因此，刚刚引用的多拉尔的文章以仔细区分黑格尔和弗洛伊德各自著作中占主导地位的否定形式而告终，似乎在梳理了他们的关系之后，必须小心翼翼，以免得出两位哲学家完全一致的结论。

在此背景下，还应提及他2006年关于声音的著作《除了声音，什么也没有》（A Voice and Nothing More）。这本书的特点是对声音作为一种奇特客体的迷恋，尽管我们对它很熟悉，但它却充满了神秘的维度——无论是语言学上的还是政治学上的。声音难道不正是这样一个客体，它极其轻松地在自身内部承载着两个看似不相容的原则吗？一方面，它是一种物质媒介，其音素可以用科学来解释，然而，除了意义和思想之外，它还传达了良知的内在声音。因此，在某些语言中，“呼吸”一词与“灵魂”一词相同，这绝非偶然。“声音是灵魂的肉体”（Dolar 2006, 71）。

这本书中最具洞察力的论点之一，涉及笛卡尔不幸地将松果体认定为身体和灵魂交汇的地方。然而，在笛卡尔失败的地方，多拉尔展示了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因为在他看来，正是声音完成了笛卡尔提到的松果体的工作。它连接了身体和心灵，而没有丧失其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特征（参见 Dolar 2006, 60）。存在中的裂缝或切口，其分裂和矛盾的本质，也因此可以说是多拉尔著作中决定性的本体论主导主题。这是黑格尔和精神分析联系最紧密的地方。莉莲·蒙克·罗辛（Lilian Munk Rösing）在一篇关于多拉尔丹麦语译本散文集的精辟评论中写道：“这种切口在婴儿与母亲、词与物、男人与女人、意识与无意识、社会秩序的内部与外部之间建立了一种分裂。但同时，这种切口、分离、分裂，也是它们连接的地方。非连接就是一种连接，裂缝就是一种耦合，非关系就是一种关系”（Rösing 2016，由 H. J. B. 翻译）。

如果说曾经有过辩证思想家的话，那么多拉尔就是一个，他的辩证法与他对黑格尔和拉康的解释密切相关，尽管这也体现在他对许多其他作者和问题的阅读中。在许多方面，多拉尔是一位经典的欧洲知识分子，他轻松地穿梭于哲学史中，并乐于用相对简单的语言解释复杂的思想。几十年来，他一直在卢布尔雅那大学教授黑格尔及相关主题，被广泛认为是一位博学者。也许他也是三人中，凭借其对词源学、历史语境、文本与艺术之间的联系以及随之而来的困境的敏锐洞察力，最接近德里达解构主义理论的人。

织布梭

本章中列出的差异被夸大了。举个例子：在祖潘契奇的《什么是性？》一书中，本体论的否定性或对主体与缺席的“一”的能指之间关系的“减1”（minus 1）的强调，对于性的本体论理解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性是“一”（或大他者）的缺席在现实中以特定方式“发挥作用”的方式。但这正是本章在集中讨论大他者概念时想要指出的观点。“三驾马车”成员作品中发现的各种不同形式的大他者的缺席，必须放在一起思考。同样，他们也分享对其他拉康概念的解释，即使这些概念根据不同的分析视角可能具有不同权重的意义。本文的主要目的是阐明祖潘契奇、齐泽克和多拉尔在风格和侧重点上的差异，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三位独立的思想家。如果存在一个卢布尔雅那精神分析学派，也许人们应该将其视为穿梭于这三位思想家著作中的一把“织布梭”。织布梭本身由短暂的材料组成（共同的历史、相似的熟人、电话、午餐、旅行、研讨会等）；但它却编织出了一个顽固的图案。图案就在那里，它叠加在文本之上，但也许我们还看得不够清楚，无法确切说出它描绘了什么。在某种意义上，这是那些参与卢布尔雅那学派并试图忠实于其学说核心的人的任务。对于所有这样做的人来说，好处是，虽然没有办法报名参加该学派的活动，但你可以想留多久就留多久。

注释


[1]: 奥尔堡大学，奥尔堡，丹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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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出版于1989年的专著是齐泽克（Žižek）被引用最多的出版物之一。在这部著作中，他将弗洛伊德和拉康的元心理学见解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分析以及黑格尔的主体哲学结合起来，正如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所言，这使他成为“近几十年来精神分析和一般文化理论领域最杰出的代表”（Eagleton 2003, 200; 译者 D. F.）。

该书的核心是齐泽克对20世纪80年代末随苏联解体而广泛流传的一种论调的批判，该论调认为，在自由资本主义民主的旗帜下，一个后意识形态时代已经开启。现代西方社会作为民主社会是没有意识形态的，因为人们不再像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等“宏大叙事”（Lyotard 2019）时代那样被世界观所蒙蔽。相反，他们将根据无教条的伦理，在自由的议会话语中设定自己的规范和目标。根据这种理想，自由的话语培育自由的人。然而，在齐泽克看来，这种观点忽视了意识形态在多大程度上不能仅仅用被蒙蔽的意识形式这一论点来应对，而是要在必须压抑其内在矛盾的社会实践层面上成型。更准确地说：意识形态必须被解释为形成连贯的社会形式的可能性的条件，以区别于其内在的、威胁着它的对抗性。由于这个原因，即使在其成员对政治的参与部分是犬儒的、部分是漠不关心的背景下，意识形态依然在发挥作用。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对生活条件的经济化等导致生活语境的异化、拜物教化和意识形态蒙蔽的论点，因此被证明依然具有现实意义。意识形态并不在于“对某事的认知”。相反，它的力量在行动中展开，人们虽然可以在精神上对这些行动保持距离，但这种精神上的距离只会加强意识形态在既定实践层面上的持续作用。

马克思与弗洛伊德处的症状

在题为“症状”的三个主要章节的第一章中，齐泽克引入了该专著的这一论点。在此过程中，拉康精神分析的概念被应用于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和价值形式分析的论点。齐泽克在此旨在揭示，形式分析——在弗洛伊德那里涉及梦的画谜，在马克思那里涉及资本主义商品世界——在破译被压抑的对抗性方面，如何比解释具体内容（例如梦中的具体内容或市场上的具体商品）更具决定性。在这方面，第一个理论出发点是弗洛伊德的论点，即所谓显梦背后的隐性梦内容，在结构上不能仅仅被解释为深深隐藏在梦的画谜中的内容，就像人们在儿童寻宝图中发现一张隐藏的脸一样。相反，梦内容的秘密可以在显梦的形式层面上作为梦的运作（Traumarbeit）的效果来破译，即着眼于心理表达特定梦境场景的方式。

“为什么隐性的梦的思考会采取这种形式？”齐泽克因此问道。“为什么它们被翻译成梦的形式？”（Žižek 2021, 39）。因为任何试图在显梦文本中寻找隐藏内容的人，往往会感到失望。我们在那里“能找到的一切，都是一个彻头彻尾‘正常’的想法——即使这通常是令人不快的”（Žižek 2021, 41），例如关于一个悲惨的、有损尊严的或令人尴尬的事件的想法。然而，正如齐泽克所暗示的，弗洛伊德将梦的神秘性的潜能定位在“一种短路”（Žižek 2021, 41）中：两种不同欲望的超象征的、过度的结合：一种是总是已经无意识/性欲的欲望，根据弗洛伊德的“原初压抑”理论，它属于主体的构成（它来自童年，像一个独立的、无法平息的欲望剩余一样寄生在主体构成中）；另一种是沉重的想法，如前所述，它可能与一个令人压抑的事件有关。“因此，我们不应将对梦或症状的解释普遍还原为将‘隐性的梦的思考’反向翻译为交互主体交流的‘正常’日常语言（哈贝马斯的公式）”（Žižek 2021, 41）。事实上，根据齐泽克对弗洛伊德的解读，梦中有三个（而不是两个）契机在起作用：“除了显梦和隐性的梦的思考之外”，还必须假设存在一种“无意识的欲望”（Žižek 2021, 41）。作为主体性发生过程中的一个部分效应，它可以寄生在一个被压抑但正常的想法中，从而使最初被压抑的欲望和一个令人不快的想法（被压抑或具有被压抑的潜能）以短路的方式启动特定的梦的运作，作为梦的纯粹形式。“这种欲望”起源于所谓的“原初压抑”，“它依附于梦，插入隐性思考和显性文本之间的间隙；因此，它绝不比隐性思考更‘隐蔽’或更‘深’。相反，它更接近‘表面’”（Žižek 2021, 42）。

正是这种视角的转变——从作为梦的本质和神秘核心的梦的“内容”，转向重视显梦的形式（正如梦的运作基于上述三个契机所编织的那样）——在齐泽克看来，有助于理解马克思关于“商品形式的神秘性”的论点。因为随着劳动时间作为商品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出现，不仅商品的交换属性取代了其使用属性——其中一些人必须将他们的劳动时间作为商品出售（无产阶级），而另一些人则不必这样做（资本家）——而且商品内在的“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Marx 1968, 85）也可以追溯到商品消费交往的形式结构。（它们不是商品的本质属性，而是社会形式本身的效果。）

即使马克思关于商品的“神学怪诞”的说法乍听起来可能有些陌生，但这种现象在流行文化中（例如从众多汽车广告中）是众所周知的。想象一下那些广告，汽车仿佛从天而降，停在悬崖上、林间空地上、空无一人的海滩上等等。在这些幻景中，商品不再作为具有从A地到B地这一简单使用价值的社会关系产物出现在我们面前，而是作为一种纯粹的剩余价值形式的表达，它似乎脱离了社会生产关系，庆祝着自己的自我增殖。这就构成了它的“拜物教性质”，齐泽克在其意识形态崇高客体理论的框架内，看到这种性质在现代社会系统的众多其他属性中以结构上类似的方式发挥作用——稍后会详细说明。（齐泽克的同道埃里克·桑特纳（Eric Santner）以此为基础，提出了现代管理统治的论点，即现代管理越来越倾向于将产品品牌的自我增殖作为其纯粹的、脱离具体内容的形式崇拜；参见 Santner et al. 2020）。因此，对马克思来说，商品也标志着一种宗教-神话般的颠倒关系，在这种关系中，由商品和金钱中介的、但最终纯粹是社会的关系不再作为社会关系出现，而是以物与物之间关系的幻景形式出现。而作为这样一个崇高的物，例如汽车在上述广告中与我们相遇。对马克思来说，自我增殖是决定性的新社会实体，它将拜物教-资本主义社会与万物有灵-原始社会或封建-拜物教社会区分开来。（关于后者，君权神授的君主体现了所有与他的神学超人格有关的拜物教怪诞的标志。根据桑特纳的说法，最迟随着欧洲君主制的衰亡，这些神学怪诞扩散到了人民的商品身体中，人民应该在消费中找到自己的身份（参见 Santner 2011）。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应理解马克思关于商品拜物教的异化批判。它意味着，随着现代资本主义的兴起，商品流通的抽象形式主导了社会条件，而不是相反。汽车或iPhone体现了一个崇高的身体，它超越了单个物品的金属外壳。我们从宗教中知道这样一个崇高的身体。例如，在各种土著民族中，拜物教神物体现了一个崇高的身体（参见 Freud 1982）。它超越了雕刻它的材料，指向一种精神实体，这种精神实体由神物在其中发挥作用的仪式结构所承载。那么，即使每个信徒都可以说，神物只是一块木头，或者——就广告而言：奥迪只是一辆普通的汽车，或者iPhone只是一部手机——然而社会结构保证了个人被其背后的社会结构所否决。即使没有一个仪式参与者自己相信神物的神奇魅力（例如作为地位象征），他/她也会被否决。在这里，作为一种活生生的实践，社会结构否决了信徒所有信念的总和。因此，神秘的并不是用于商品生产的劳动时间是否构成了赋予商品价值或赋予其马克思所诊断的拜物教属性的东西。这也不是关于商品是否通过供求关系的偶然性获得其价值（因此对商品的渴望在于其稀缺性或排他性价值）的问题。对马克思来说，决定性的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的商品的秘密只能在商品形式的层面上寻找：“那么，劳动产品一旦采取商品形式，其神秘的性质是从哪里来的呢？显然是从这种形式本身来的”（马克思，引自 Žižek 2021, 44）。

正如齐泽克在追溯阿尔弗雷德·索恩-雷特尔（Alfred Sohn-Rethel）时所阐明的那样，商品形式不仅“预示了康德先验主体的解剖结构和骨架”（Žižek 2021, 45），而且马克思在某种意义上告诉我们，即使在20世纪所谓的“大意识形态”衰亡之后，任何政治社会结构都离不开对其成员心理状态的意识形态形式结构化。它确保了哪些社会矛盾必须通过社会形式从个别公民的心理状态中被先验地排除。换句话说：每个社会结构都必须知道如何通过“神学的怪诞”来掩盖其内在矛盾，以保证其绝大多数信念的连贯性。书名中提到的“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在其中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

质询的元客体

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开辟了现实空间，这些空间对于被意识形态客体所质询的人来说具有神圣的价值。可以想到：“我们的女王”、“我们的西方价值观”、“元首”，但也可以想到“大屠杀”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在巴勒斯坦种族隔离条件下“德国与以色列的团结作为联邦德国的国家理由”。换句话说：这些客体定义了对于一个政治共同体的成员来说，超越普通目标和经验的最有价值的、需要保护的东西。它们定义了一种被感觉到的而非认知上理解的“共通感”（sensus communis），有时只有以与政治共同体及其独特的自我享受方式决裂为代价，才能对其提出质疑（参见 Finkelde 2016）。根据齐泽克的说法，捍卫意识形态崇高客体的激情证明了享受的程度以及哪种形式被证明是塑造规范框架条件的一个政治因素（参见 Žižek 2008）。

尽管马克思仍然假设，根据他自己对意识形态的理解，意识形态的概念指的是被蒙蔽的政治主体的心理状态，这些状态有朝一日可以被克服，但正如齐泽克所揭示的，意识形态不能还原为虚假意识。它体现在主体以符合社会规范的方式行动的方式中。因此，意识形态不应被理解为掩盖事物现实的“幻觉”，而应被解释为构建现实的无意识幻想。其相关性不在于商品的外部表现形式，而在于它为什么采取这种特定的形式。这一认识指出了上述与弗洛伊德梦的解析的相似之处。在这里，目的也不是分离梦的内容（显性/隐性梦内容、日间残留），而是理解梦的运作过程。目标是理解为什么不同的梦内容会相互结合，以及为什么它们以特定的梦的形式出现。因此，齐泽克可以参照马克思，将隐藏在商品形式背后的现实抽象理解为一种无意识的东西；不是行动主体意识中的“非意识”或“虚假意识”。相反，现实抽象在形式上必然是无意识地进行的：“意识形态不仅仅是一种‘虚假意识’，一种对现实的虚幻表征。相反，这种现实本身就已经必须被理解为‘意识形态的’”（Žižek 2021, 50）。

就像在超市用现金支付的每一次过程中，交换抽象与这样一种思维无关，即人们必须提醒自己，用一张印有“100欧元”的纸条真的可以买到十瓶真正的葡萄酒（因为“交换抽象[]具有思维的形式”[Rethel, 引自 Žižek 2021, 48]），意识形态在所谓的意识形态衰亡之后，也在社会训练的实践层面上发挥作用，而不会使我们的思维陷入混乱。即使这个时代的主体以斯洛特迪克（Sloterdijk）式的方式，根据犬儒理性的公式“非常清楚他们在做什么，但他们仍然这样做”（Žižek 2021, 61；强调为 D. F. 所加），他们也没有认识到意识形态影响心理状态的真正深度诠释学地平线。意识形态——尖锐地说——体现在似乎可以缺乏其主体心理因果关系的行动中，因为决定性的不是主体的意识，而是其身体符合社会规范的实际行动。在齐泽克之后，这种情况也可以用“非清醒”（Non-Wakefulness，参见 Finkelde 2020）和“交互被动性”（Interpassivität，参见 Pfaller 2002）等概念来解释。它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在像1989年东德那样的社会革命之后，全体人民突然觉得自己仿佛被自己欺骗了，并且“1600万统一社会党（SED）的受害者追捕1600万斯塔西（Stasi）线人”（Schneider 1991, 142）。

齐泽克对意识形态的分析借鉴了埃内斯托·拉克劳（Ernesto Laclau）和尚塔尔·墨菲（Chantal Mouffe）提出的论点，即每个社会或共同体总是受到一个不可能性的点的制约，即在区别于其内部矛盾的情况下构建自身（参见 Laclau 和 Mouffe 1991）。任何试图完全符号化社会的尝试都被证明是徒劳的，无法克服共同体内意义和价值集群赖以建立的对抗性。例如，自由和安全在一个共同体中处于冲突之中，后者必须限制前者，这就提出了这两个要求如何能够同时实现的问题。因此，根据这种致力于（后）结构主义的政治理论，一个共同体必然是不完整的，即总是与关于社会应根据何种秩序模式构建的不同观点（话语）处于冲突之中。

拉康的“欲望图表”（Lacan 1991）——齐泽克在本书题为“大他者中的匮乏”（Žižek 2021, 131–209）的第二大章中对此进行了探讨——在这方面说明了主体是如何被编织进包围它们的社会形式的语义世界中的，以至于它们事后将自己体验为被社会上层建筑（及其崇高客体“人民”、“我们的价值观”、“民主”等）所呼唤和召唤的人（参见 Finkelde 2022, 99–131）。崇高客体成功地赋予了政治身体一个中心，一个似乎脱离了各种意见的差异话语的中心，无论是通过一个超政治的客体，如“君权神授”（对于直到18世纪的君主主义者），还是通过提及“国家利益”（民族主义者）、“自然”（生态运动的支持者）或“个人自由”（自由主义者）。

拉克劳的“空能指”理论（Laclau 2002, 65）在此背景下通过拉康欲望图表中的质询理论得到了扩展。根据齐泽克的说法，“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在结构上类似于拉康的主人能指概念，其特点在于用拉克劳的话来说它们是“空”的。这种空洞指向这样一个事实，即其意义所谓的实质性丰富主要存在于那些真正将“国王”、“自由”、“自然”、“人民”作为其政治现实的基本指涉物来接受的人的述行性设定中。政治代理人对此有什么论据呢？它主要存在于述行性设定中，这种设定总是已经让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显得“自然给定”和“不言自明”。国王真的是国王，或者法律真的是法律，国家利益真的是国家利益，这建立在“事情就是这样”的述行行为之上。齐泽克在“法律就是法律”的同义反复下接受了这一点（Žižek 2021, 69，译文有改动）。

正如拉康的欲望图表所揭示的那样，由于主体性自身总是迟到于自身，它因此也总是追随政治共同体的社会经济结构，将其作为自身存在的质询实例。对一个说“事情就是这样”、“接受我们提供给你的东西”的政治世界表现出一种超前的服从，属于个人自主性总是受到限制的困境。对世界观的质询和呼吁的认同，部分也是为了驯服拉康式实在界（das Reale）的恐怖（见第93章）而做出的反应。实在界的概念指的不是对现实的日常理解，而是一种前语言的、无序的混沌，一旦理性、语言、话语性（即人类理性的认知秩序结构）让现实在与他人共享的活生生的伦理领域中显现出来，这种混沌就会在结构上被掩盖。对实在界的防御构成了社会意识形态的基础，正如它对于个体的自我构成是必要的一样。作为意识形态的主体，它必须不断地屈服于所谓的“主人能指”，如“人民”、“民族”、“元首”、“民主”。然而，由于它从未完全融入这些质询中，因此这些质询在它们所建立的意义建构中并不是全能的。

不负责任的主体

最后的这一思考涉及齐泽克的伦理学，这在本书题为“主体”的最后一个主要章节中得到了特别的展开。齐泽克在那里并没有断言主体可以完全摆脱意识形态来源的呼吁。但他哲学的乌托邦契机强调，他看到了中断意识形态总是指望的那种超前服从的可能性。除了拉康的主体哲学、马克思的拜物教分析和拉克劳的对抗理论之外，黑格尔在本书的最后部分扮演了特别核心的角色。齐泽克展示了黑格尔的遗产，以反对20世纪最后三十年黑格尔接受史中广泛存在的污名。对于几代批判理论的代表人物来说，黑格尔被视为具有极权主义倾向的形而上学家和政治反动派。他的国家观似乎是极权政权的蓝图。相反，齐泽克将黑格尔的辩证法学说视为一种关于偶然性和对现有秩序过程进行永久颠覆的哲学。在黑格尔那里，颠覆被证明是原则，而主体则是其源泉。因此，对齐泽克来说，黑格尔的哲学是一种表明思想如何被迫不断质疑其自身产生的意识形态崇高客体的哲学，并让一个未完成的未来用新的概念及其内涵来覆盖自身。主体之所以能够经历这些覆盖，仅仅是因为它们从未被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完全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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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文版由 Maximilian Scholz 译自英文。

这本出版于1991年的书源于齐泽克在1989/90年冬季为斯洛文尼亚理论精神分析学会举办的一系列讲座。遵循为期三天的研讨会形式，全书分为三个部分，每部分两章。齐泽克解释说，听众是“‘善意中立’的知识分子公众，他们是推动民主的动力”（Žižek 1991, 3）。1991年，斯洛文尼亚成为一个独立国家，了解该书成书时的历史和政治背景非常重要，当时该国的社会和政治生活正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

在2008年第二版的前言中，齐泽克反思了该书的理论和实践背景。他指出，当时他仍然过于容易接受自由民主政治立场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Žižek 2008, xviii）。这一缺陷在1989年的专著《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中表现得更为明显，而《因为他们并不知道……》（For They Know Not ）一书则标志着他开始从其对黑格尔的拉康式解读出发，与这种意识形态立场拉开距离。特别是他引入的（政治）“行动”（Akt，见第72章）概念，以及他日益增长的“对民主概念本身的批判性距离”，都证明了这一点（Žižek 2008, xviii）。尽管如此，正如齐泽克在第一版导言中所指出的，这本书仍然占据着人们从《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中所熟知的那个理论空间；齐泽克用以下术语描述了这个空间：“黑格尔辩证法、拉康精神分析理论和当代意识形态批判”（Žižek 1991, 2）。

过剩与例外

为了将《因为他们并不知道……》中的众多思想线索汇集起来，下文将详细探讨“为什么辩证法家应该学会数到四？”（Why Should a Dialectician Learn to Count to Four?）这一小节。事实上，辩证地数到四似乎是本书的主要关注点。齐泽克对此的解释是，在辩证分析中，那个难以捉摸且容易被忽视的第四个环节，正是将“不可辩证化的过剩”（non-dialecticizable excess）（Žižek 1991, 179）主题化的环节，这种过剩萦绕并打断了辩证过程的所有先前环节。齐泽克最终将这种过剩等同于“作为‘算作无’的过剩环节的主体”（the subject as the surplus-moment which counts for nothing）（Žižek 1991, 180）。处理这种过剩确实是整本书的重点，也是齐泽克许多分析和例证的基础。一个过剩但同时又缺失的元素这一主题，同样是所谓的拉康能指逻辑的核心。其关键在于，为了留下痕迹或标记，将一个零算作一个一。这在同一时刻产生了一个过剩或一个无法整除的剩余，因为空白或零位本身突变为了一个例外的占位符——“虚无本身被例外所填补”（the void itself filled out by the exception）（Žižek 1991, 48）；或者换句话说：存在（一个）“以某物形式存在的无，被算作某物的无”（nothing in the form of something, Nothing counted as a Something）（Žižek 1991, 53）。

在阐述这一思想时，齐泽克对解构主义对黑格尔著作的解读提出了重要的批评（在《因为他们并不知道……》第一章的第二部分）。此外，他还尝试将维特根斯坦纳入他的项目中，在此背景下，我们将重点关注几个反复出现的主题：（1）齐泽克对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装》的解读；（2）他对奥克塔夫·马诺尼（Octave Mannoni）1964年文章《我很清楚，但尽管如此……》（I Know Well, but All the Same ）中关于恋物癖讨论的处理；（3）他对黑格尔在《逻辑学》中探讨的四种判断形式的分析；最后（4）使用格雷马斯（Greimas）符号学矩阵来呈现看似矛盾的概念之间的关系。所有这些观点的挑战和最重要任务在于，阐明开头提到的难以捉摸的“第四个位置”，它涉及主体作为辩证法过程中的零位。

象征界的效力

让我们从第一点开始。齐泽克在对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的《皇帝的新装》的评论中指出，通常情况下，那个众所周知揭露了皇帝赤身裸体的孩子被视为英雄。他的天真和对真理的热爱被置于现有的礼仪规则之上。然而，齐泽克认为，与其赋予这个孩子一种批判权威的视角（符合“向权力说真话”的口号），不如将孩子的视角解释为一种社会政治保守主义。毕竟，孩子的抱怨是出于这样一种信念：皇帝真的应该穿衣服；至少当衣服构成他尊严的基础时是这样。更准确地说，这意味着统治者真的应该像一个统治者应有的样子。他的本质应该与外表相符。齐泽克在此表达了他对孩子热爱真理的言论可能带来的意外后果——无论是社会、政治还是伦理性质的——的担忧：

“After the deed, when it is already too late, we suddenly notice that we got more than we bargained for – that the very community of which we were a member has disintegrated. This is why, perhaps, the time has come to abandon the usual praise of the child’s gesture and rather conceive it as the prototype of the innocent chatterbox who – by blurting out what should remain unspoken if the existing intersubjective network is to retain its consistency – unknowingly and involuntarily sets off the catastrophe.” (Žižek 1991, 11–12)

这将我们引向齐泽克书中的另一个关注点：如何以非民族主义、非种族主义、非极权主义的方式，将一个正在崩溃的社会结构（例如苏联解体后的南斯拉夫）维系在一起？换言之：齐泽克思考了象征性信仰形式或一般象征效力的意义。因为即使在所谓的拉康式“大他者”（见第70章）不（再）存在且没有“大他者的大他者”的条件下，出于多种原因，大他者的某些东西对于社会结构的凝聚力仍然是必要的。因此，本书的进程转向了对以下拉康式主题的考察：锚定点、心理认同的实例（自我、自我理想、超我）以及社会纽带本身的性质。与此相关，齐泽克指出，虽然对于共同体和个体的心理认同来说，支撑或维持一种社会虚构是必要的，但由于结构性原因，这总是包含着创造或设定一个例外，而这个例外本身又会产生一种过剩/剩余。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在理想情况下，我们应该如何对这种过剩进行定位。毕竟，对于这个结构性问题，存在着多种主观、社会和政治的解决方案，但其中大多数都是令人不满意的。

齐泽克在奥克塔夫·马诺尼1964年的文章《我很清楚，但尽管如此……》中，发现了与安徒生童话中孩子所处位置相似的版本。这位法国哲学家的主题是对阉割的拒认，这种拒认在狭义的恋物癖中达到了顶峰。齐泽克指出，马诺尼探讨的三个立场可以被理解为“对权力的三种不同的主观态度”（参见 Žižek 1991, 249）。根据第一种立场，人们可以看到，尽管统治当权者明显且在经验上可证明的缺陷众所周知，但人们对法律的效力仍然保持着持续的尊重和信仰。与马诺尼一样，齐泽克也将此与癔症主体性的一个方面联系起来。这是一种为欲望保留空间的立场，因为它在面对任何欲望客体的呈现时，都可以退回到这样的陈述：“这不是那个”（this is not that）。虽然只有“表面上”合法的权力持有者，但无论如何，在某处，以某种方式，确实有人体现了权力。正如拉康所断言的，癔症患者的欲望在且通过其不满足而得到满足。欲望实际上在于不断地渴望。为了说明这一立场，马诺尼引用了一个来自霍皮人（Hopi）部落的故事。这个故事类似于一种圣诞老人场景：部落的孩子们被引导去相信，当他们看到父亲和叔叔们戴着可怕的卡奇纳（Kachina）面具时，他们实际上看到的是血肉之躯的恶灵。后来，孩子们发现事实并非如此，面具后面隐藏的是他们的家人。但教训在于：孩子们亲眼看到的虽然不是灵魂，而是父亲和叔叔。然而，卡奇纳的属灵力量恰恰在“当父亲和叔叔们戴着面具跳舞时”（马诺尼，引自 Žižek 1991, 246）在场。这是我们关于“我很清楚，但尽管如此……”结构的第一个例子。换句话说：面具、舞蹈、仪式被视为更高事物的象征。需要注意的是，这种行为与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童话中孩子的所作所为并非不相似。孩子可以相信，尽管皇帝是赤裸的、不完美的，但在某处仍然存在一个真正的皇帝，至少在原则上是这样。

拒认的版本

对于拒认的第二个版本，马诺尼引用了贾科莫·卡萨诺瓦（Giacomo Casanova，1725–1798）回忆录中的一段插曲。在其中一份记录中，卡萨诺瓦试图通过将自己伪装成一个拥有神奇力量的魔术师来引诱一位年轻女子。在此过程中，他进行了一系列仪式和动作。然而，当一场雷暴突然爆发（也许是由他引发的）时，他吓坏了，以至于令他自己都感到惊讶的是，他跑向了自己画的一个“魔法阵”中寻求庇护，尽管他很清楚自己既不相信仪式的效力，也不相信魔法阵的效力。齐泽克将这种“我很清楚，但尽管如此”结构的版本与一种犬儒的、操纵性的权力观联系起来。犬儒主义者知道大他者不存在，但他也知道有些轻信的人会相信别的东西。犬儒主义者利用这种轻信来为自己谋利。

对齐泽克来说，这种立场的错误和危险在于得出这样的结论：大他者根本不可能是有效的，因为它不存在或缺失。换句话说，这种立场——齐泽克对此表示同情，即使这不是他所提倡的立场——忽视了对象征性虚构的信仰的重要性，正如在上述涉及癔症立场的第一种版本中所出现的那样。“The basic attitude of manipulative authority is consequently cynical, in so far as we understand cynicism in the strict Lacanian sense: the cynic, from the fact that, the Other does not exist – that the Other (the symbolic order) is only a fiction, that it does not pertain to the Real – erroneously concludes that the Other does not function, is not effectual” (Žižek 1991, 251)。然而，正如卡萨诺瓦的故事所表明的那样，犬儒主义者也还没有完全摆脱信仰，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准备相信大他者是在场的。他的行为出卖了他，无论他认为自己相信什么：一旦象征效力出现，他就会对其力量感到恐惧，并且正如齐泽克所强调的（参见 Žižek 1991, 251），在此过程中成为了他自己犬儒主义阴谋的受骗者。在这个意义上，对不存在的大他者实例的犬儒主义立场本身也包含了一种拒认。

马诺尼以完全恋物癖版本的拒认结束了他的评论。齐泽克将其与极权主义的权力立场联系起来。因为当先前的拒认版本还在与信仰以及如何或是否应该维持对大他者的信仰作斗争时，对马诺尼来说，随着恋物客体的创造，整个信仰问题都可以被消除。恋物癖者不再需要信仰。正如马诺尼所表达的，“the fetishist needs no gull [deception – E. P.]; as far as he is concerned, other people are in the dark, and that is where he prefers to leave them. The point is no longer to make others believe; consequently, the point no longer is to believe” (Mannoni 2003, 90)。

为了将其转化为象征权力的视角，齐泽克以斯大林主义者为例，他用安徒生童话中的概念来描述斯大林主义者对党的态度：

“the totalitarian, too, does not believe in the symbolic fiction, in his version of the Emperor’s clothes; he knows very well that the Emperor is naked (in the case of the Communist totalitarian, that the system is actually corrupt, that talk about socialist democracy is just empty verbiage, and so on). Yet in contrast to traditional authority, what he adds is not, but nevertheless, but, just because: just because the Emperor is naked we must hold together the more, work for the Good, our Cause is all the more necessary. (Žižek 1991, 252)

我们不应忽视这里的“知识”是在什么意义上出现的，或者它指向什么。虽然齐泽克将其描述为斯大林主义者知道皇帝是赤裸的，但重要的是要记住，这是一种无意识的知识。为了使斯大林主义者的立场类似于恋物癖，谎言必须被视为事物本身。在恋物癖中，阉割和匮乏被完全否认：面对阉割，人们假装它不存在，而恋物客体被视为事物本身。至于共产主义极权主义，声称已经废除阶级冲突的执政党的欺骗也以类似的方式被否认：我们生活在其中的“狗屎秀”（Shitshow）实际上被视为事物本身，被视为作为革命目标的后资本主义天堂。

格雷马斯符号学

到目前为止，我们和马诺尼一起数到了三。但既定的目标是数到四。然而，在探讨齐泽克对马诺尼所考察的系列中第四个位置的建议之前，我们应该看看《因为他们并不知道……》中明确主题化数到四的其他方式：一方面是黑格尔对判断形式的讨论，另一方面是格雷马斯的符号学矩阵。

黑格尔非常清楚“S是P”这种形式的判断中所包含的张力和困难：通过它们，人们在同一性与差异性之间一个棘手的张力场中移动。作为谓词，P总是不同于句子主语S，然而判断却试图表达两者之间的某种同一性或至少是一种关系。“玫瑰是红色的”这一判断表明，玫瑰和红色之间存在一种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是一种积极的、占有性的关系。黑格尔对判断的讨论追踪了人们对判断关系可能采取的不同态度。正如齐泽克所解读的，黑格尔对判断的辩证解读中的第四个环节，是一个将持续缺乏同一性本身设定为同一性的环节。与S和P之间不可能存在任何关系相反，它承认了在判断中建立主语和谓词之间明确关系的失败（参见 Žižek 1991, 117）。从这种解读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认为，在其他三种判断形式（存在判断、反思判断和必然判断，下文将简要讨论）中，某种东西被拒认了，而第四个环节避免了这一点。这第四个环节——概念判断——阐明了关于其他三个环节总体的某种真理。就好像同样的结构性僵局在经历前三个环节时不断被转移，而这个僵局通过第四个环节，非但没有被解决或消除，反而可以说被确认和包含了。

随后，齐泽克试图通过使用阿尔吉达斯·J·格雷马斯（Algirdas J. Greimas）的符号学矩阵来将上述第四个环节主题化。这些图表是映射通常被称为“意义系统”的一种方式。虽然它们受到亚里士多德的启发，但最终的运作方式不同于亚里士多德逻辑中用于分析全称与特称、肯定与否定判断之间关系的逻辑方阵。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这样描述它：在亚里士多德逻辑中，两个范畴或所指之间的二元对立被视为能指星座内部的对立（黑与白，或男与女）。相比之下，符号学矩阵允许在各自的星座中突出一个概念的各自否定。由此可以分析出，每个概念的否定都分别包含了一些不同的东西，并排除了另一些不同的东西。“黑”的矛盾对立面是“非黑”。例如，后一个概念比“白”（它是“黑”的反对立面）包含更多或不同的事物。毕竟，存在的“非黑”事物比“白”事物多。根据詹姆逊的说法，这种练习的意义在于找到能够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将对立面或矩阵的其他部分结合在一起的概念。这种分析可以导致发现一个“乌托邦”概念。例如，詹姆逊将其理解为“无色”这一概念，它将“黑”和“白”的对立面结合在自身之下（参见 Jameson 1987, xiv）。然而，齐泽克并没有用他版本的符号学矩阵来进行这些分析。对于他的目的来说，借助矩阵为辩证思维所必需的难以捉摸的第四个位置获得一个名称似乎就足够了。这第四个位置就是偶然性。正如他所强调的，它“in no way equal to Possible, there is always something of an ,encounter with the Real‘ in contingency, something of the violent emergence of an unheard-of entity, that defies the limits of the established field” (Žižek 2008, 196–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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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了黑格尔逻辑学中的判断之后，齐泽克提出了一个他称之为“本体论”版本的矩阵（参见 Žižek 1991, 196）。存在判断（第一个环节）的辩证法导致了这样一种洞见：S和P之间的关系在严格意义上是不可能的，因为任何试图用P来描述或定义S的尝试都会失败且是不充分的。任何谓词P都无法把握S的总体或本质。试图实现后者的尝试可以被视为反思判断（第二个环节）所主张内容的矛盾对立面。如果一个判断被理解为反思判断，那么主语和谓词之间的关系就被认为是“可能的”。红色充分描述了玫瑰的一个方面。一个谓词P可以被分配给一个主语S，这可以被理解为关于S的有效陈述。必然判断则显然表明，S和P之间主张的关系是必然的。一个更合适的例子可能是这样的判断：三边性（P）是三角形（S）的必然属性。相比之下，概念判断包含了P与S关系的偶然性，即使它是一个对主语来说必然的谓词。这样一个判断，作为过程的第四个环节，“exhibits the ultimate contingency upon which necessity itself depends”——一种在其他三个环节中被忽视的偶然性（参见 Žižek 1991,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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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发展这一思想，并将其更清晰地与伦理和政治问题联系起来，齐泽克在本书的后续部分为我们提供了格雷马斯矩阵的另一个变体，他现在称之为道义论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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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可能性、不可能性、必然性和偶然性的逻辑模式被对应于这些本体论范畴的伦理命令所取代：你可以（可能的）、你不可以（禁止的）、你必须（规定的）以及……正如齐泽克所指出的，格雷马斯符号学矩阵恰好在这一点上对他的目的变得有用。因为它让我们发现，我们很难阐明哪种伦理“命令”会对应于这个系列中的第四个概念。什么是既是规定之物的矛盾对立面，同时又不是被禁止之物的命令或义务？正如齐泽克指出的，“we even lack an appropriate term for this X, for the strange status of what is, not prescribed,‘,facultative,’[optional or discretionary, taking place under some conditions but not always – E. P.] and yet not simply,permitted“(Žižek 1991, 196–197)。也就是说，虽然在本体论上我们有“偶然”这个概念来描述黑格尔逻辑学中第四种判断形式的结果，但在道义论上，或者说在伦理或政治上，我们不知道该如何思考这个概念。齐泽克在《因为他们并不知道……》中提到并在后来的著作中继续探讨的事件和行动（见第72章）等概念，其任务就是将这一概念具体化。这一洞见可以应用于废除资本主义的问题：革命性的决裂是必然的或不可避免的，只有通过正确类型的政党或运动才有可能，它是完全被禁止的（历史的终结），还是与资本主义的决裂看起来更像是一种偶然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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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缺的占位符

最后，让我们考察一下齐泽克赋予黑格尔式君主的角色。需要注意的是，从辩证的角度来看，马诺尼所探讨的拒认系列是不完整的。它的第四种形式会是什么？它必须是一种确认了所有其他立场都试图避免的僵局的形式。因此，它必须是对匮乏和阉割的承认。在《皇帝的新装》的框架内，这会是什么样子？在齐泽克讨论马诺尼之后的下一节，标题为“国王是一个物”。其中有一个小节名为“国王作为空缺的占位符”。这些章节表明，齐泽克对黑格尔式君主的分析对于本书的核心论点至关重要。黑格尔式君主是一个傀儡，其权力仅限于在人民的意愿上签字。一个知道自己是傀儡的傀儡，因此是一个由于其结构性设置而无法将自己视为国王的国王。或者，也许可以说，是一个意识到自己赤身裸体的皇帝。在这里，同样存在着与偶然性的联系和对偶然性的确认：哪个家族是“王室”家族，谁将成为下一任君主，完全取决于生物学上的偶然。此外，国王甚至不是因为某种特定的才能或适合性而成为国王的。

虽然似乎存在一种黑格尔式君主政治的可能性——并且辩证地数到了四——但齐泽克并没有公开接受和提倡它：它显然是一个政治上的死胎。这种政治仍然与维持一个主子联系在一起，作为团结人民的东西，或者作为体现人民团结的傀儡。相反，齐泽克在书的结尾提到了实在界的伦理或驱力的伦理（见第73章），其中统一性的失败和逃避符号化的东西处于中心位置（参见 Žižek 1991, 263）。他指出，这与活力论或生物学无关，也与他加引号的“blind animal thriving”无关——也许是因为他担心人们可能会将其理解为一种唯意志论，而唯意志论代表了一种思考政治生活中偶然性的方式。相反，驱力的伦理旨在：“[an] ethical compulsion which compels us to mark repeatedly the memory of a lost cause” (Žižek 1991, 272)。政治必须将自身理解为围绕一个丢失的物（见第76章）的强迫性盘旋，理解为“compulsion to encircle again and again the site of the lost Thing, to mark it in its very impossibility – as exemplified by embodiment of the drive in its zero degree, in its most elementary, the tombstone which just marks the site of the dead” (Žižek 1991, 273)。这代表了思考马诺尼所划定系列中第四个位置的另一种方式。它在于为偶然事物的出现保持某种开放的空间。这就是为什么对齐泽克来说，在后来的著作中，对巴迪欧哲学的探讨成为他关注的中心，而“事件”和“行动”等概念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注释


[1]: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Long Beach, CA, US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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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Coraly von Welser 译自英文。

齐泽克的第三和第四本英文著作，《斜目而视：通过流行文化引介雅克·拉康》（1991）和《享受你的症状！好莱坞内外的雅克·拉康》（1992），是互为补充的作品。正如书名所暗示的，这两本书都将对主流艺术、文学、电影等领域的拉康式解读置于首位。它们的共同点还在于，这些解读并非为了解读而解读。相反，这两部著作都自视为引介，特别是对晚期拉康的引介（参见 Žižek 1991, vii; 2008, xvii）。它们主要揭示了拉康在其教学和写作的最后时期，如何赋予所谓的实在界（见第93章）相对于象征界以新的首要地位（例如参见 Žižek 1991, viii; 1992, 22–23）。此外，两书在主题上也有重叠，只是各自的侧重点不同。《斜目而视》是对象征界与实在界之间关系的研究。它揭示了我们对现实的活生生的体验——这种体验本身是由嵌入我们象征代码中的概念图式、法律和制度所建构的——是如何始终被实在界所占据甚至震撼的。而《享受你的症状！》则采取了相反的方向。它探讨了实在界的入侵，无论多么令人恐惧和岌岌可危，如何具有从根本上重新塑造象征界的潜力，从而改变我们对现实的活生生的体验。象征界的脆弱性和偶然性由此得到了证明。

然而，人们不应被齐泽克阐述这种实在界之不可还原性的方式所迷惑，因为他对其进行了积极的重新诠释。他利用它来重新思考意识形态批判，以及拉康的核心概念，如“字母”（Buchstabe）、“女人”（Frau）、“强迫性重复”（Wiederholung）和“父亲”（Vater）。因此，他远远超越了对拉康的单纯考据。这表明，齐泽克所谓的对晚期拉康的引介，更应被理解为齐泽克自己版本的拉康派精神分析，进而应被视为对他自己作品的引介。

方法论与流行文化

《斜目而视》和《享受你的症状！》这两部专著如此深入地探讨流行文化和好莱坞电影世界，乍一看，作为重叠特征似乎微不足道。毕竟，齐泽克的许多出版物都涉及类似的主题。然而，这两本书中发展出的特定方法在作者的全部作品中是独一无二的。通常情况下，齐泽克使用这些流派中的例子来支撑特定论点的哲学论证，但从未将其作为分析的起点。前者例如在齐泽克的前两部英文处女作《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1989）和《他们不知道他们所做的》（1991）中就是如此。相比之下，这里引用的从阿加莎·克里斯蒂到理查德·瓦格纳的例子，不仅向读者介绍了各自的论点，而且它们本身就是哲学论证的引擎。这些书的方法论本身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散布在齐泽克作品中看似无数的流行文化和好莱坞电影例子的目的。巧合的是，在这两本书中，可以找到齐泽克对其作品中此类例子的哲学意义为数不多的明确反思（参见 Žižek 1991, vii–viii, 3–6; 1992, xi）。

但是，在《斜目而视》和《享受你的症状！》中对上述流派的讨论，究竟如何能够让我们更接近晚期拉康（或齐泽克本人）呢？齐泽克的例子绝不是为了按照“把我当成五岁小孩来解释”的方法来说明精神分析理论的复杂性，或者使其对普通大众来说通俗易懂。相反，齐泽克将他的例子用于一个精确定义的理论目的：它们的运作方式就像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的意识形态。黑格尔的体系按理说始于《逻辑学》，这是构成精神本质的思维基本范畴的提炼。然而，黑格尔并没有直接开始阐述这些纯粹形式的范畴，而是决定首先为他的体系提供一个导论：《精神现象学》。这使他能够向更广泛的受众和怀疑论者展示其项目的真理，而该项目配备了一种自成一格（sui generis）的方法论。黑格尔选取了生活的存在主义形态，这些形态全部取自过去和现在的人类活动领域，并根据他各自的关注点，字面意义上地将它们像在舞台上一样“上演”（参见 Žižek 1991, 3）。换言之：它追溯了特定意识形态（例如“主与奴”或“优美灵魂”）试图根据特定的自我概念来实现自身的尝试。通过这个过程，当涉及到赋予活生生的体验以意义时，这些自我概念的不足之处便暴露无遗。遵循辩证逻辑，这反过来又导致了新意识形态的接受和内在的重新上演。

由于《精神现象学》以特定的逻辑顺序遍历了一系列形态，当我们在观察其辩证展开时，这种顺序便强加于我们，它旨在（1）揭示思维的基本范畴，这些范畴一直无意识地或“在它们背后”（参见 Hegel 2018, 58）赋予每一种形态以生命，从而（2）证明《逻辑学》的论点以及黑格尔的整个体系。同样地，齐泽克将流行文化和好莱坞视为“一种拉康式精神的‘现象学’”（Žižek 1992, xi）。他从上述语境中引用的每一个例子，都代表了一种特定的、内在重新上演的意识形态。因此，当他将《斜目而视》和《享受你的症状！》称为引介时，他的意思并不是说它们是轻松的读物；借用黑格尔的说法，这些例子及其所暗示的逻辑顺序，更多是为了扩展我们的意识，并将其提升到拉康科学的立场（高度）。这是通过所选例子在意识本身中为拉康晚期的主体性理论提供一种特异的证明来实现的。值得注意的是，黑格尔本人并不排斥将他那个时代的“流行文化”人物提升为独立的形态（浮士德和安提戈涅就是典型的例子）。

《斜目而视》和《享受你的症状！》在另一方面也借鉴了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模式。黑格尔的著作不仅仅是一门预备课程——一个一旦达到黑格尔科学的更高立场就可以被抛弃的“梯子”（参见 Hegel 2018, 17）；它本身也是一门“经验的科学”（Hegel 2018, 58）。在意识在其奥德赛之旅中所经历的辩证展开的形态系列中，我们逐渐认识到，意识在更深层次上是自我意识。在下一步中，读者了解到自我意识是由理性促成的；然后，理性本身以精神为前提；最后，精神在其最基本的形式中，是一个逻辑上自我中介的历史过程，它将经验的所有这些维度结合在一起。类似地，齐泽克通过分析例子并将它们排列在一个特定的、辩证展开的系列中，旨在向我们展示主体性某些维度的相互结构性依赖。在齐泽克自己的经验科学中，我们认识到了类似的阶段：我们的现实实际上是由无意识的幻象决定的；我们的幻象空间容纳了驱力那创伤性的生命实体；最后，围绕我们的现实是一种脆弱且偶然的妥协形成。

幻象作为欲望的钥匙

齐泽克的拉康精神现象学始于《斜目而视》，在这里人们也能发现与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类比。后者以一种意识的存在主义主观态度的上演作为开端。意识通过感官确信其对周围生活世界客体的直接感知。《斜目而视》的开篇也类似：上演了行动自我的存在主义主观态度，该自我确信，至少在原则上，它可以直接获取其欲望的客体。然而，意识所采取的姿态被证明是不一致的，因为对现实的体验总是已经通过概念的应用被中介了。体验从来都不是直接的体验。齐泽克认为，自我的情况也是如此。它被一种无法满足的欲望与自身隔离开来，荷马《伊利亚特》中阿喀琉斯的故事对此进行了寓言式的上演。齐泽克引用《伊利亚特》写道：“就像在梦中，追赶者[阿喀琉斯]永远无法追上他所追逐的逃亡者[赫克托耳]，而逃亡者同样也永远无法彻底逃脱他的追赶者；因此，那天阿喀琉斯未能追上赫克托耳，而赫克托耳也未能彻底逃脱他”（Homer 引自 Žižek 1991, 4）。阿喀琉斯的自我是由他作为密耳弥冬人伟大战士的象征性认同所建构的。问题在于，在他活生生的现实体验中，他一次又一次地未能击败赫克托耳，尽管原则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止他这样做：他比赫克托耳快，但只能紧跟其后。齐泽克指出，这证明了拉康那里欲望的悖论。在自我的层面上，我们认为某些客体（例如工作或金钱）是我们欲望的原因，并认为如果我们获得了这些客体，我们就会得到满足。然而，它们的获得以及随之而来的我们的满足却被永久地推迟了：要么是看似偶然的事件不断阻碍我们，要么是事实证明，当我们最终拥有它时，该客体从来都不是真正的“它”，即我们所寻找的东西。结果，我们重新追求一个错误地再次承诺是“它”的客体——这是一个不断重复的过程。

鉴于自我迷失在对欲望客体无休止的追逐中，这种存在主义主观态度的矛盾性引出了以下问题：如何理解在这种活生生的体验中实际发生的事情？在这一点上，引入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它升华了前一种形态（即通过在更高的真理中保留其元素来否定其矛盾）：幻象（见第80章）。根据精神分析，它并不代表一种创造性的想象力，用来想象一个人有意识的愿望和想法得以实现的场景。相反，它是一个专业术语（terminus technicus），指的是一种无意识过程，该过程作为经验客体可能性的先验条件；这些客体吸引着我们的欲望。用齐泽克的话来说：“通过幻象，我们学会了如何去欲望”（Žižek 1991, 6）。

为了使自我能够获得象征性认同，它必须首先进入一个象征宇宙。然而，主体为这种进入所必然付出的代价是象征性阉割：创伤性地丧失了享乐（jouissance，见第86章）的实在界，而主体的驱力——主体真正的生命实体——曾毫无节制地追随这种享乐。通过符号化过程，这种实在界在自我层面上被转化为可怕的、被禁止的物（Ding）。乱伦禁忌就是其原型：例如，在儿童成长的某个特定阶段，其在与父母亲昵时感受到的快乐成为禁忌，以至于儿童被迫压抑甚至仅仅是关于它的想法。然而，在无意识中，主体仍然对它创伤性地失去的东西着迷。因此，在幻象的层面上，它设计了一些场景，使其能够继续接触到在符号化中幸存下来的享乐实在界的碎片。这可能导致该儿童在成年后固着于其伴侣身上某种与父母相似的气味，而根本没有意识到这种倾向。

在拉康的意义上，自我根据一个剧本生活，在这个剧本中，特定的客体体现了客体小a（objet petit a，见第89章）。它代表了实在界（见第93章）的（记忆）残余，正是它促使自我首先去欲望客体；因为通过占据被禁止的物的位置，它们获得了崇高的地位。尽管如此，自我永远无法重新获得快乐的实在界——部分原因是，在主体融入象征界从而导致“欲望的阉割”之后，被禁止的物本身将变得过于难以忍受。出于这个原因，幻象维持着自我对那些被视为（失去的）享乐之化身的客体的无休止追逐。这是通过幻象掩盖了一个事实来实现的：对于所有具备语言能力的生物来说，享乐已经以创伤性的方式丧失了（参见 Lacan 2006, 696）。因此，活生生体验中欲望的目的不在于通过这个或那个特定客体得到满足，而在于欲望本身的不断再生产。

这种存在主义的主观态度在罗伯特·谢克里的短篇小说《世界商店》（Žižek 1991, 6–8）中得到了上演。故事的中心是韦恩先生，他在美国的一个小镇上过着平庸的生活，并长期打算去拜访一个神秘的男人。据说，这个人借助一种药物将他的客户带入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他们所有的愿望都会成真。然而，尽管韦恩先生有此欲望，他却一再推迟与这位魔术师的会面。日复一日，他继续过着平庸的生活——直到他最终醒来：他看到那个神秘的男人坐在他旁边，并意识到药物的效力刚刚消退。在现在围绕着他的后世界末日时代的真实现实中，那种以无法满足的愿望为特征的平庸生活，被证明是他最深切的愿望；然而，这个最深切的愿望即使在梦中也永远无法实现。

因此，就其本身而言，幻象的存在主义主观态度被证明是不一致的。活生生的体验要求不断推迟欲望的实现。它在无休止中呈现了欲望的真正实现。那么，是什么让自我陷入这种缺乏满足的看似无限的循环中呢？为了将欲望作为一种现象来解释，我们必须展示它对驱力的结构性依赖。看一看这一点就会发现，为什么自我无法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它无意识地获得了享乐的禁果——而这正是通过它一再未能获得它所幻想拥有的客体来实现的。因此，对享乐本身的压抑产生了一种享乐的盈余。这种情况的一个典型例子是屈从于自我鞭笞等极端修行的苦行僧（参见 Žižek 1992, 22）。根据他的象征性认同，僧侣通过这种自我否定的行为更接近上帝；然而，他无法承认的是，他如何通过鞭笞行为本身体验到一种被禁止的痛苦中的快乐（pleasure in pain），从而满足了导致施虐狂或受虐狂的淫秽驱力。这种承认将意味着对僧侣自我形象的深刻割裂。因此，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幻象总是包含着享乐；更重要的是，它精心策划了主体获取享乐的途径。换句话说，驱力的实在界是“动因，欲望的‘驱动力’”（Žižek 2007, 97），它渗透并潜在地破坏了我们日常现实感原本相对平稳的运作。

欲望的实在界

虽然自我的象征性认同是由幻象维持的，但同时这也证明了我们对现实的活生生体验并不是现实本身或“自在的”现实。相反，幻象隐藏了我们真正的欲望。在有意识的欲望中，我们相信我们正在追求某种崇高的东西。通过这种方式，幻象揭示了我们现实感的脆弱性：无论它多么成功地向我们隐藏了我们欲望的实在界，它总是会通过梦境等症状表现出来。弗里茨·朗1944年的电影《绿窗艳影》（Gefährliche Begegnung）在艺术上实现了这种存在主义的主观态度（参见 Žižek 1991, 16–17）。它刻画了一位教授，在一段婚外情后杀死了他的情人并试图逃跑。然而，在情节解开的过程中，事实证明整个系列事件只是一场噩梦。教授因为意识到自己毕竟不是杀人犯而松了一口气，回到家人身边，恢复了日常生活。齐泽克认为，这部电影的教训不在于梦境与现实的颠倒，而在于认识到在无意识的层面上，我们都是杀人犯——“[在]我们的无意识中[]我们都是杀人犯”（Žižek 1991, 16）。教授的象征性认同（即作为学者和父亲）本身就是虚构的，是压抑其欲望实在界的结果。因此，一旦实在界显现出来，教授现实的象征性网络，就像围绕着我们的网络一样，很容易被震撼。这表明现实本身代表了象征界和实在界之间脆弱的妥协形成。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只需要学会“斜视”或“偏斜地”或“从侧面”看待现实（因此齐泽克的拉康精神现象学第一部分的标题也是：“现实有多真实”，参见 Žižek 1991）。

在无处不在的欲望实在界每当露出其令人厌恶的面目时就会严重扰乱我们的现实感这一背景下，主体在其能力范围内逃避对抗。它有两个基本的选择。第一种逃避形式在于消除作为欲望表现的症状。经典的逻辑演绎型侦探体现了这种存在主义的主观态度。例如，任何为了解决日常生活中令人苦恼的谜团而寻找夏洛克·福尔摩斯的人，总是会向他展现出奇怪的、梦境般的场景，这些场景无法从我们共同现实的框架中得到理解。这些场景在力比多上让我们（读者）着迷，就像欲望的实在界侵入我们的梦境一样。福尔摩斯理性主义解决方案的全部目的，现在就在于“驱散”这些场景所施加的影响，从而使我们能够将那些奇怪的事件整合到构建我们日常现实感知的象征宇宙中（参见 Žižek 1991, 60）。齐泽克认为，这种观点阐明了传统精神分析治疗以及现代精神病学和治疗模型的基本问题。这些方法旨在消除或至少控制症状，通过加强或维持主体的现实感，导致了对欲望现实的逃避。

第二种逃避策略在于屈服于欲望的现实。雷蒙德·钱德勒在其小说人物菲利普·马洛身上描述的硬汉侦探体现了这种存在主义的主观态度。与夏洛克·福尔摩斯不同，马洛不是从远处分析谜团，而是亲自卷入其中（参见 Žižek 1991, 60）。通过这种方式，他潜入了一个充满欺骗的奇怪的、梦境般的世界。一旦他看穿了其中的联系，他就会在中心发现一个“蛇蝎美人”（Femme fatale），她的魅力既吸引他又排斥他，从而导致他质疑自己的性格和原则。这里的“蛇蝎美人”代表了马洛欲望的现实，并迫使他做出决定：要么他与“蛇蝎美人”纠缠在一起，这意味着他现实感的毁灭；要么他拒绝她，这保留了他的现实感。最终，他选择了第二个选项。我们在这里处理的恰恰是一种逃避，因为主体决定遵循由其自我理想和大他者所规定的至高善，实际上也就是逃离对主体来说具有存在意义的东西。他欲望的实在界被放弃了。对这种决定将对其象征性认同产生的破坏性影响的恐惧太大了（参见 Lacan 1992, 300–319）——尽管实在界的入侵将继续发生。

只有当它所寻求的享乐以及它不可避免地产生的症状没有被上述两种存在主义主观态度中的任何一种所消灭时，即欲望的实在界既没有被现实感所控制，也没有被逃避时，对欲望实在界的逃避才能成功。这迫使我们重新思考症状的概念本身，正如拉康在其最后的研讨班和著作中所做的那样（参见 Žižek 1991, 128–132）。对于“中期”拉康来说，症状是一条加密的信息：由于对创伤的压抑，一个特定的能指发现自己处于能指链的自由循环之外。因此，创伤只能通过失误及其扭曲——症状的基础——来表达，这扰乱了构成主体现实的原本平稳的象征结构。精神分析治疗的目标就是将这个能指重新整合到能指链中，如果成功，就会导致症状的消解。相比之下，“晚期”拉康发现，某些能指是“自由漂浮的，渗透着享乐的”（Žižek 1991, 132）。这种类型的症状本身绝不再代表加密的信息，而是享乐实在界完全不合逻辑的碎片。它们不仅在象征性阉割中幸存下来，而且由于其内在的享乐的惰性存在，它们也无法通过符号化被整合到能指链中。这反过来又使它们无法被分析。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的症状表达了齐泽克所说的“‘活死人’的淫秽的不朽”（Žižek 2006, 62）。无论象征界在通过切断驱力满足途径来扼杀驱力生命实体方面多么有效，它们的一部分总是会被保留下来，结晶为顽固的症状，颠覆我们的现实感。为了标志这种意义的转变，拉康创造了“圣状”（Sinthom，法文 sinthome；见第97章）一词。

齐泽克通过论证这一新症状概念对意识形态批判的相关性，阐明了这一新概念（参见 Žižek 1991, 129）。由象征界产生的症状性享乐盈余并不简单地等同于其被压抑的真理。因为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就可以通过揭露意识形态所产生的虚假意识来消除意识形态对我们的力比多力量。虽然象征界可能在享乐的实在界中有其被禁止的基础，但实在界本身并没有需要通过话语来揭示的更深层含义。它仅仅是一种无法解释的、无意义的强迫，驱使着主体，并且在其生活中如此持久，以至于它能够使同一个象征秩序失去平衡。

这种“圣状”的存在主义、主观态度在特里·吉列姆1985年的电影《巴西》（Brazil）的反乌托邦世界中得到了上演。这部电影以一首歌曲命名，其朗朗上口的旋律贯穿整部电影（参见 Žižek 1991, 128）。乍一看，这首歌的无处不在似乎反映了卡夫卡式政权的极权主义监视国家是如何通过一种淫秽的享乐来维持权力的，公民以保持无意识的意识形态幻象的形式接受了这种享乐。然而，在电影的结尾，主人公通过带着白痴般的笑容哼唱被政权赋予意识形态色彩的歌曲“巴西”，从而颠覆了它的意义，打破了他所遭受的酷刑的影响。结果，他被宣布为无可救药的病例；没有什么能打破他的抵抗。这部电影表明，即使享乐本身被意识形态操纵并被滥用于政治目的，我们驱力的生命实体获得享乐的特定方式也是不可还原的。它总是可以被用于颠覆性或破坏性的措施，因为即使是大他者（见第70章）也无法完全控制享乐。


注释


[1]: 约瑟夫·卡鲁（Joseph Carew）是加拿大阿伯茨福德菲沙河谷大学的哲学助理教授。他是《黑格尔与拉康中实在界的问题：辩证法与超辩证法》（The Problem of the Real in Hegel and Lacan: The Dialectical and the Trans-Dialectical）（Bloomsbury, 2022）一书的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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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你的症状

让我们来讨论齐泽克《拉康精神现象学》的第二部分，即《享受你的症状！》，并提出一个问题：当我们享受自己的症状而不是逃避它时，我们最终学到了什么？正如在《斜眼看》的结尾所显现的那样，在实在界和现实的层面上我们是什么，以及主体如何通过众多防御机制试图使自己遗忘这一现实之间，存在着根本的矛盾。但是，我们用来保护自己免受实在界伤害的防护盾从一开始就是脆弱的。根据齐泽克的观点，由此产生的存在论含义在查理·卓别林的电影宇宙中得到了呈现。例如，1940年的电影《大独裁者》就说明了这一点。就卓别林扮演的两个主要人物（独裁者欣克尔和犹太理发师）的真实属性而言，它们是相同的。然而，将它们区分开来的是独裁者欣克尔的象征性认同点（参见齐泽克1992年，第2页）。也就是说，只有欣克尔对其作为独裁者的象征性角色的认同才打开了两个人物之间的鸿沟。欣克尔所体现的魅力和权威不能被简化为他内在的某种属性。因此，我们在现实的生活经验中所代表的东西，是由我们在由象征秩序所支配的社会文化系统中占据的结构性确定的（且在其他方面保持空洞的）位置的方式决定的。

没有人能够胜任其象征性位置这一事实证明了这种立场的矛盾性。在我们所戴的象征性面具后面，只有驱力的实在界的原始事实性。这个驱力的实在界是如何被我们症状的愚蠢而令人厌恶的享乐所迷住的；根据齐泽克的观点，这一观点在1931年的电影《城市之光》中得到了追踪。这部电影讲述了一个流浪汉爱上了一个盲目女孩的故事。当流浪汉成功地给盲目女孩提供了恢复视力手术的金钱时，这个女孩在那一刻误认了他。因此，她把他当作一个富人。当两人后来再次相遇，流浪汉在监狱里呆了一段时间后再次遇到这个年轻女子时，她没有认出他，因为她是第一次用她现在已经治愈的眼睛看到他。但当她听到他的声音时，她意识到这个可怜的生物正是她幻想中的英雄。电影以一个场景结束，观众不清楚这个女孩是否接受了流浪汉的真实身份，或者只是离开了他。这部电影由此呈现了一种独特的、存在论上的主观立场，拉康将其描述为主体作为我和对象（小）a——即象征性身份及其对象般的相关物——分裂的时刻（参见齐泽克1992年，第4页）。这个场景是对所描述时刻的戏剧化呈现；然而方向相反，因为一个主体，流浪汉，几乎没有其象征性异化而显露出来。当年轻女子看到流浪汉的真实身份——一个流浪汉——而不是她在幻想中以象征性纯粹形式的误认所想象的样子（一个充满欲望对象原因的我——对象（小）a）时，她在她幻想空间的理想化之外与他相遇。因此，她首次面对了那些迄今为止一直抵抗她现实象征化的东西：她幻想的欲望（作为怪物般的东西）和完全脱离它的流浪汉的现实。这种认识迫使她更新她的现实感。

这个辩证转折的例子使齐泽克能够开始修正拉康对字母的驱动所说的内容。后者恰恰不符合结构主义的标准观点，根据该观点，人们——无论他们多么相信自己有意识地对自己的思想和行为负责——都在无意识中按照预先确定的象征性剧本生活，因为能指掌管一切（参见齐泽克1992年，第19页）。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在很大程度上确实是大他者的傀儡，毕竟我们采取了象征性身份；但一旦对象（小）a从自我中脱落——这可能会不可预见地发生——情况就不同了。在这一刻，上述剧本失效了。用拉康的话说，信件/字母总是到达其目的地，因此意味着超越后结构主义的观点。驱力的实在界将始终以症状的形式扰乱现实的象征性结构，即上述剧本。整个现实作为象征性和实在界之间的脆弱妥协形成，不过是延迟与实在界相遇（参见齐泽克1992年，第22页）。

驱力的实在界与象征性身份

一旦这种矛盾在与现实的生活经验中显露出来，主体应该如何处理驱力的实在界与其象征性身份之间的这种根本矛盾？根据齐泽克的观点，罗伯托·罗塞里尼的电影用两种可能但截然相反的存在论主观立场说明了对这个问题的反应。例如，1959年的电影《罗维雷将军》（《假将军》）讲述了一个小罪犯的故事，他被意大利盖世太保逮捕，由于他与一位抵抗运动领导人有不可思议的相似之处，被迫进行合作。然而，通过采取这个角色，他实际上发展成了一个坚信的抵抗战士，最终由于他拒绝透露信息而导致他被处死。小罪犯的人物代表了主体在采取陌生象征性身份过程中的辩证法。在第一个时刻，我们开始像一个在暗处行动的人一样扮演我们所承担的角色。这些角色总是，正如齐泽克简洁地总结的那样，装出来的和虚假的，因为在实在界中没有什么与它们相对应（参见齐泽克2007年，第45页）。在第二个时刻，由角色规定的象征性剧本发生了转变：它从一种假装变成了结构化我们最本质的需求和欲望以及我们的思想和行为的东西。通过这种方式，《罗维雷将军》描绘了一个主体的形象，该主体采取了拉康在其性化公式中所称的相对于象征性的男性位置：一个主体，其现实的生活经验完全由象征性的代码所规范。这也指向了内在于犬儒主义的一个陷阱：我们可能认为对社会的批判态度是一种进步的立场。然而，只要我们继续在社会中扮演我们的角色，就可能会完全接受这些角色，从而用保守主义取代犬儒主义。有趣的是，这导致了根本的主观性形式根据齐泽克由对立的相对于象征性的女性位置所代表的结论。在这个位置上，无法采取象征性身份的主体被迫进行伪装（参见齐泽克1992年，第172页）。只有随后，它才有可能采取男性位置。

相比之下，其他罗塞里尼电影展示了当主体将女性位置（再次根据拉康的性化公式）推向另一个辩证极端时会发生什么。1950年的电影《斯特龙博利》在这方面是典范性的。故事的中心是卡琳，一位立陶宛女性，战争结束后，她通过与来自火山岛斯特龙博利的本地渔夫结婚而逃脱了难民营。由于她发现自己在这个偏远小镇的新生活极其令人不满意，她制定了从火山岛逃离的计划。然而，在逃离过程中，岛上的火山爆发了。在卡琳被火山蒸汽熏晕之前，她充满恐惧地喊出了上帝的名字。当她随后在光天化日之下意外地醒来时，她再次喊出了他的名字，这次是以尊敬的语气。

这个人物在其整个存在论的模糊性中展现了拉康行为的辩证法（见第72章）。在第一个时刻，卡琳的尖叫代表了她对通过她打算进行的象征性自杀行为（=从岛上逃离）而遭受的损失的深深恐惧。也就是说，尖叫标志着她现实的象征性结构及其在社会文化世界中的位置的完全瓦解（参见齐泽克1992年，第59页）。在第二种情况下，她的呼唤代表了最初的破坏性漩涡在行为成功后被证明是宁静的幸福。中介实例，火山，其可怕的存在使现实的象征性织物变得无关紧要，体现了实在界，它比卡琳试图逃脱的现实更加可怕：她的直觉是，在这个织物的后面或下面，除了创伤性的、驱力生命物质的无形、粘液状的东西（齐泽克2005年，第150页），主观性在象征性中异化之前的真正零点之外，什么都没有。正因为如此，齐泽克在声称只有象征性自杀的行为才是这样的值得这个名字（齐泽克1992年，第44页）时是毫不妥协的。只有通过它，主体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免受象征性的控制，自由于潜在的幻想和意识形态操纵。因为行为——也只有它——为主体开辟了必要的空间，以无根据的方式做出选择：要么回到旧的象征秩序，在其中它现在完全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要么产生一个新的秩序。在这里，在主观性的这个零点，在其面前象征性的权威消失，根据齐泽克，既显示了笛卡尔cogito作为超越怀疑之地的真实含义（一个无法被任何东西填充的无实质的空洞；参见齐泽克1992年，第172页），也显示了黑格尔世界的黑夜的含义，绝对的否定性，它能够摧毁每一个积极的内容（参见齐泽克1992年，第50-53页；见第48章）。

主观性的这个零点，女性位置可以获得它，包含以下含义。它表明，每一个行为都代表了标志主体相对于象征性位置的原始时刻的重复（参见齐泽克1992年，第74-78页）。在其本体发生过程中，主体也面临着一个无根据的选择。要么它压抑驱力的实在界，从而适当地进入象征性，但同时被症状所困扰，其中被压抑的东西回归；要么它拒绝，从而被诅咒陷入精神病。因此，这种选择（以及它的重复）总是一种被迫的选择，在坏和更坏之间——在拉康的意义上在父亲或更坏的东西（le père ou le pire）之间——可比于强盗给人的选择要钱还是要命！。然而，虽然原始时刻决定了主体的命运——它在象征性中从实在界的异化或它以怪物般的禁忌之物的名义拒绝象征性——但被迫选择的重复涉及从内部废除象征性。它揭示了其脆弱性和作为妥协形成的粗暴偶然性。

尽管如此，女性位置，最根本的主观性形式，之所以仍然陷入伪装，仅仅是因为它被调整到驱力的实在界与其象征性身份之间的根本矛盾或不相称。通过将自己置于嵌入象征性的法律，父亲的名字（或否定）之下，主体必然地牺牲了自己的欲望，随后被无法克服的内疚感所困扰。换句话说：精神分析的父亲概念总是被分为象征性父亲（主体的理想自我作为法律的内化）和淫秽的、真实的父亲（超我及其无情的享乐命令）。无论我们多么被嵌入象征性中，追求被牺牲的享乐的禁忌果实的驱力的实在界总是存在的。是的，主体在象征性层面上越无辜，它在实在界层面上就越有罪。主体克服这种内疚的唯一方式是不再避免与其中心的实在界相遇。相反，它必须学会享受自己的症状，即使这可能相当于象征性自杀的行为或象征性的重新创造。

这样，齐泽克的拉康精神现象学的圆圈就闭合了。最初看起来确定的东西——即我们的日常现实，其中自我及其社会文化世界似乎是不可动摇的既定和固定的——被揭露为仅由于主体中的复杂前史才可能的东西。这段历史使主体的象征性结构成为一个脆弱的和偶然的妥协形成，总是处于处置之中。在这段历史的过程中，拉康主观性的基本范畴也出现了。它们总是已经用生命充实了现实的每一个特征，而这些基本轮廓已经在笛卡尔和黑格尔的主体概念中得到了主题化。以纯粹形式蒸馏出这些范畴不是现象学的任务；相反，它们必须从经验的内部进行阐述。因此，正如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导向他的《逻辑学科学》一样，专著《斜眼看》和《享受你的症状！》也应该被理解为为拉康逻辑学科学铺路。齐泽克正是在紧随这两部著作之后迅速出版的书籍中致力于这一点。1993年出版的《与否定共处》，即在《享受你的症状！》之后一年，解密了拉康主观性的笛卡尔-黑格尔深层结构的逻辑。次年，《享乐的转移》（1994）一书揭示了男性和女性位置的逻辑，以及享乐作为一种心理因果关系sui generis的意义。1996年出版的《不可分割的余数》调查了主观性起源中被迫选择的原始时刻的逻辑。在随后的一年，《幻想的瘟疫》（1997）出版，涉及幻想的逻辑——以及它如何既结构化我们又保护我们免受享乐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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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享乐的转移：六篇性爱-政治随笔 (1996) / 享乐的转移：关于女人与因果关系的六篇论文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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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泽克的《享乐的转移》（The Metastases of Enjoyment）在许多方面是他早期关于意识形态批判和拉康哲学著作的延伸。它建立在《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Žižek 2009）的分析基础之上——该书探讨了享乐在意识形态中的作用，以及其续作《因为他们并不知道他们所做的》（For They Know Not What They Do，Žižek 1991）——该书将享乐作为一个政治因素提及。此外，这部专著还与《享受你的症状！》（Enjoy Your Symptom!，Žižek 1992）展开了对话。在此，主体性的女性本质与伦理-政治行动（见第72章）得到了深入分析。

齐泽克在《享乐的转移》中补充并深化了这些分析。他指出，享乐作为主体性的基本构成要素，不仅在意识形态和政治领域发挥作用，还涉及心理因果关系和性（Sexualität）的问题。然而，仅仅将这本书理解为早期著作的有用补充是错误的。齐泽克的核心论点是，在考察心理因果关系时——这种因果关系是享乐作为人类行为独特（sui generis）的“首要生成元素”（参见 Žižek 2005, 2）所固有的——我们不可避免地会触及政治。这反过来又引向性的问题，而性的问题又再次回归政治。在这方面，政治与性呈现出一种类似于莫比乌斯带的拓扑结构（参见 Žižek 2005, 2）。莫比乌斯带构成了一个嵌入三维空间的二维曲面，它只有一个面。因此，它的表面是不可定向的。如果用手指沿着表面的一侧开始滑动，最终会穿过两侧。在此过程中永远不会跨越边缘，而在运动的终点，你会发现自己又回到了起点。

快乐原则的界限

当齐泽克将享乐（Genießen/Genuss，enjoyment）视为人类行为的主要原因时，他并不是在断言一般意义上的快乐（pleasure）或特殊意义上的性快感是我们行动的主要动机；至少在这些词的通常理解上并非如此。“享乐”是齐泽克为 jouissance（见第86章）选择的译词，这是拉康精神分析学的一个专业术语，同时也是其最重要的概念之一。正如齐泽克自己所承认的，这个翻译是不充分的，因为它不能直观地传达拉康赋予该概念的所有元心理学或临床内涵。此外，Jouissance 作为一个概念，指向了弗洛伊德最基本的洞见之一。尽管早期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在心理的发展和组织中赋予了快乐原则突出的地位，但晚期的弗洛伊德观察到了大量强迫重复和自我毁灭倾向的案例，这些案例破坏了快乐原则的统治地位（参见 Freud 1920, 1–23）。更为奇特的是，他的病人似乎从重复创伤和卷入自我毁灭的行为中获得了一种病态的、无意识的满足感。Jouissance 指的就是这种主体从行为、思想、欲望、幻想等中获得的淫秽的、未被承认的受苦之乐。它们破坏了主体的幸福感和体内平衡，在最坏的情况下甚至可能威胁到个体的生存。

对拉康而言，jouissance 并非一种精神病理学的例外状态，而是主体本身所固有的建构性要素。作为人类行为的驱动力，jouissance 源于人类是不适应的这一事实。在其他生物中，本能协调着生存的方方面面：它们的器官协同工作以保持生物系统的健康，其行为相互配合以实现生存和繁衍的生物学目标。

相比之下，人类完全是适应不良的。齐泽克认为，这种适应不良的原因在于我们体内存在着某种难以抑制的生命过剩。它使我们的本能失控，从而将其转化为一系列毫无关联的、自私且自我毁灭的部分驱力（Partialtriebe）（参见 Žižek 2020, 175）。这些驱力不仅或主要从满足生物学需求中获得满足；相反，它们从寻求自身脱离任何生物学功能的刺激中获得强烈的满足——它们毫无节制地追求这种满足，有时甚至不惜一切代价，无视道德或社会文化边界。因此，这种满足更准确地应被称为 jouissance。该术语恰切地描述了这种满足作为人类行为主要原因的过度和僭越本质。

精神分析的一个核心原则指出，为了使文明成为可能，我们必须放弃驱力的力比多经济（参见例如 Freud 1908, 188–189; Žižek 2009, xxvii）。用拉康的术语来说，我们从实在界（das Reale）过渡到象征界（das Symbolische）（见第93章）。Jouissance 必须被后者的秩序所驯服，甚至被消灭。事实上，象征界能够重新组织适应不良的、过度的驱力生活，以追求其设定的社会文化目标。然而，问题在于它永远无法完全做到这一点；总会残留一定数量的破坏稳定的 jouissance，它们被困在身体的特定部位，因此威胁着作为个体的我们，有时甚至威胁着我们的社会文化世界。在象征界确立之后，驱力之实在界的这种残余导致人类行为的各个方面都可以被解释为 jouissance 这一人类特有现象的“转移”（Metastasen）。

其中最重要的两个方面是特定的政治和性行为。我们完全应该从字面上理解齐泽克在这里的用语。驱力及其不受抑制的 jouissance 作为主体的零点，呈现出一种在可怕程度上类似于癌变肿瘤的生物学结构：两者都追求其病态的、不受控制的生命，而不顾及它们所属有机体的健康、体内平衡或生存；而且两者即使在接受治疗的情况下，也能引起继发性的恶性增生。因此，齐泽克的大部分论证旨在理解与 jouissance 相关的特定类型的心理因果关系，这完全合乎逻辑。因为后者是人类行为真正的“实体”（参见 Žižek 2009, 73; Lacan 1998, 23），也是人类行为中许多问题形式的起因。

在决定论与心理因果之间

齐泽克将他对心理因果关系的讨论置于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内在张力的阐释之中（参见 Žižek 2005, 8）。它是一种宣称所有人类行为在因果上都由驱力及其波动决定的驱力理论吗？还是说它是一种怀疑的诠释学，主张两点：（1）即使是看似严格的生理现象（例如癔症症状），也是意义游戏的结果，在这个游戏中，心智以扭曲的方式向自身传达被压抑的、隐藏的真相；（2）意义本身被这种被压抑的、隐藏的真相所扭曲？对心理因果关系的考察，是支持一种物质生物学形式的因果决定论，还是支持通过心理因果作用实现的意义自主性？人们可能会认为，拉康通过将结构主义引入精神分析解决了这个问题：象征界本身展示了其自身的心理因果关系，可以说为主体的意识生活提供了无意识的剧本。然而，齐泽克认为这一步迈得过于草率（参见 Žižek 2005, 29–30）。即使象征秩序类似于一种自动机（automaton），基于一种独特形式的心理因果关系构建了我们的认知过程、心理状态和力比多经济，这幅图景也未能公正地对待实在界同样独特的心理因果关系。

在其最基本的形式中，实在界是抵抗象征界的东西：一个无法被整合的内核，像卡进齿轮的扳手一样破坏了象征界的运作能力。但实在界并不遵循线性因果关系模型（例如，铁 + 水和氧气 → 铁锈）。相反，它遵循一种追溯（retroaction）模型。症状的病因学通常具有以下形式：发生了一个事件（例如童年性虐待），但它并没有立即引起心理障碍。后来——可能直到几年后——主体反思该事件，此时是在其掌握的新的意义框架内（对是非的理解）；但随后证明，将该事件整合到主体的象征宇宙中是不可能的。直到这一刻，最初的事件才追溯性地成为创伤，并开始引发毁灭性的影响。这有两个含义：（1）实在界的因果力量从不直接起作用。它只通过象征宇宙中的不一致性来发挥作用。（2）作为创伤性原因的实在界并不先于其象征性结果。它只有在事后才获得其意义（参见 Žižek 2005, 30–31）。

欲望的客体

那么，在拉康精神分析中，主体的起因是什么——既指其产生的起因，也指一旦它出现后对其产生（因果）影响的起因？主体作为成熟的身份载体的出现，与驱力不受限制的 jouissance 的丧失同时发生。主体通过经历象征阉割成为真正的主体：身体的一部分必须在某种程度上被阳具功能“切除”，从而使主体被分裂（barred）（$；见第95章）。然而，被“切除”的过剩生命实体，作为被切除之物，是可怕且难以忍受的——简而言之，是某种创伤性的东西。这种丧失导致 jouissance 转化为不可能/不可企及的物（见第76章），即主体所欲望的东西。然而，这种由象征界强加的丧失绝不是彻底的。一旦主体进入存在，它就会被作为其相关物的客体（小）a（见第89章）所萦绕——这是 jouissance 的一个令人着迷却又令人不安的残余（rem[a]inder），它偶然地附着在特定客体上，并促使主体去欲望它们。

它们，即这些客体，现在被体验为具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它因素”（it-factor）。乍一看，驱力不受限制的 jouissance 似乎线性地或直接地产生了象征界，作为克服最初创伤的尝试。但是，只要象征界尚未确立，这种状态本身并没有任何创伤性。然而，一旦象征界生效，jouissance 就变成了某种建构性地不可触及的东西，并成为主体宇宙中矛盾的源泉。因此，虽然在某种意义上，jouissance 构成了象征阉割作为主体性奠基时刻的起因，但它作为起因始终只是追溯性地起作用。同样，objet petit a（客体小a）作为主体欲望的客体成因——即在因果上驱使主体去寻找这个或那个作为 jouissance 化身的东西——只有在象征化事件发生之后，才成为人类行为中的因果因素。

齐泽克在追问主体起因的同时，也进入了政治领域——对他而言，“政治”不仅包括国家机构、政策、政党政治等，而且首先包括在更广泛意义上影响作为个体的我们以及我们的社会文化世界的信仰体系、话语和意识形态。主体作为一个分裂的、与自身分离的存在（$），永远被其欲望的客体——客体 a ——所萦绕，它是象征阉割的产物。它是作为限制和压抑特定类型 jouissance 的共享框架的法则的结果。这个空间通过文化适应的过程铭刻在我们身上。在这方面，我们所谓的私人心理生活与公共政治领域之间没有严格的区分；前者总是已经被后者象征性地中介了。

法则的内在分裂

法则与其禁令之间的密切关系导致了法则本身的内在分裂。一方面，法则是象征的自我理想。它向我们展示了社会文化原则和价值观，我们的力比多经济应据此进行调节。另一方面，它总是伴随着实在的超我，这是一个黑暗的腹部，无意识地依附于法则，因为对 jouissance 的每一个禁令都会引发僭越它并获取禁果的欲望。因此，法则对 jouissance 的禁止伴随着超我的命令：“享乐吧！”。其背后的理念是，禁忌在实在界层面上不可避免地刺激和煽动我们，即使这种僭越的、被禁止的欲望与我们想象的自我形象和象征认同是不相容的。这些欲望有时会达到一种创伤性的特征，以至于它们通常不被承认，甚至被完全压抑。

齐泽克描述了法则分裂为象征的自我理想和实在的超我，如何作为催化剂，在政治领域引发（除其他外）三种主要的 jouissance 转移。(1) 一个群体的自我定义不仅取决于官方将他们作为共同体联系在一起的明确的社会文化原则和价值观（例如，自由社会通过民主自由）；此外，超我的僭越本质仿佛凝结在某些被集体认可但被公开否认的、违反共同体成文规则的行为周围（例如，其政府为了维护民主本身而进行的秘密的、非法的行动）。齐泽克认为，正是这些内在的僭越构成了群体的真正基础（参见 Žižek 2005, 54–55）。(2) 我们对社会文化原则和价值观的服从本身可能附着于某种形式的 jouissance。可以想想警察审讯人员，他们以维护和平与安全的职责为名，使用微妙和/或极端的心理操纵或酷刑来查明真相。在此过程中，他们无法意识到从履行职责中产生的施虐满足感。这里有一种享乐在起作用，最终支撑着他们（参见 Žižek 2005, 67）。(3) 即使在看似最进步的现代社会中，也存在着理性难以对抗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倾向（最友善、最聪明的人也可能暗中或公开地成为另类右翼运动的追随者）。象征界助长了关于所谓 jouissance 被盗的幻想：因为对人们来说，屈服于他们的 jouissance 丧失是因为被一个大他者剥夺的妄想，要比接受这种 jouissance 是被法则变得不可能/不可企及的，容易得多（参见 Žižek 2005, 70–71）。

那么，政治是如何转化为性的呢？这种转变其实一直都在暗中酝酿。精神分析扩展了性的概念，使其不再主要指性交、生殖器刺激或类似行为。相反，它首先指的是驱力作为生命的癌变过剩，一旦发展出自身的动力，所获得的那种特定的感官满足；这种满足超越了生物学需求的满足，甚至与之背道而驰。正是这种在严格的精神分析意义上本质上始终是性欲的 jouissance 的转移，不仅导致了更传统意义上的人类性感受、性活动和性认同，也导致了大量看似非性的人类行为。以口欲驱力为例来说明。在这里，Jouissance 是小孩子吃饱后吸吮奶嘴的原因；是恋人推迟性交而仅仅为了接吻的原因；是星级厨师创造奢华烹饪体验的原因；甚至也是人权律师为其事业奋斗的原因。

性别差异

此外，这种精神分析的性理论还包含三个关于性别差异的相互关联的命题。(1) 由于性涉及由超越生物学功能的驱力所产生的 jouissance，因此性别差异与生物学无关。(2) 如果性涉及实在界，那么性别差异也不能是一种纯粹的社会建构，即象征建构。(3) 性别差异仅仅告诉我们，驱力的主体（S）在进入象征界并被排除（$）时，如何面对由象征界引起的 jouissance 丧失来定位自己。正如我们将“Butch”和“Femme”作为酷儿、非异性恋的身份描述应用于人们而不论其生理性别一样，作为一个男性或女性主体的事实，与“AMAB”（出生时被指定为男性）和“AFAB”（出生时被指定为女性）等缩写中常见的男性和女性性别认同没有内在联系（见第92章）。

为了阐明这三个关于性别差异的主张，拉康运用了谓词逻辑，并提出了所谓的“性化公式”（参见 Lacan 1998, 78）。通常，这些公式被解释为象征秩序对所有男性主体进行完全调节的形式化（∀𝑥𝛷𝑥：“对于每一个x，它都服从于阳具功能”。对于所有（女性）主体，这并不适用，∇̄ₓ𝛷ₓ：“并非所有的x都服从于阳具功能”），从而为她们保留了一种准神秘的、纯粹的、即独立于阉割的 jouissance 能力（参见 Fink 1995, 98–122）。齐泽克颠覆了这种标准解读。正是男性的力比多经济没有完全被象征秩序所结构化，因为其在社会文化世界中的定位依赖于一个例外的幻想（∃ₓ𝛷̄ₓ：“存在一个x，它不受制于阳具功能”）。这种幻想保护男性主体免于有意识地认识到他真正渴望的东西是不可企及的。它使男性主体能够完全接受其象征认同及其使命，并掩盖后者带来的所有矛盾。

齐泽克认为，标准解读的另一个错误在于，它将女性主体的地位还原为男性关于纯粹 jouissance 的幻想。相反，这里的第二个公式表明，没有一个女性主体能免于阳具功能的统治（∃ₓ𝛷̄ₓ：“并非存在一个x，它不受制于阳具功能”）。这意味着第一个公式遵循拉康的 pas-tout（非全）逻辑：因为没有诉诸幻想的例外，女性的力比多经济完全通过象征认同及其使命与她的社会文化世界发生关联。在此过程中，她发现后者不可避免地在象征界和她的欲望中产生不一致性。

第一个等式中女性主体全集上方的否定符号形式化了这样一点：由于象征秩序产生的故障（glitches），该集合变得不可加总。这意味着男性主体遵循象征界规定的剧本，而女性主体则通过从内部暴露其可利用的弱点，有效地颠覆了它的统治（参见 Žižek 2005, 151）。但这也暗示了女性主体总是以最小的方式伪装自己（参见 Žižek 2005, 150）。她的欲望从未稳定地锚定在象征界中。由于女性主体戴上各种象征面具却永远无法完全与之融合，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些面具“背后”的女性主体性是什么？齐泽克认为，如果摘下它们，严格来说那里什么都没有；或者，“最多不过是生命实体那无定形的、粘液状的东西”，即 jouissance（Žižek 2005, 150）。

这并非批评。面对象征界采取男性或女性的立场，并不意味着生物决定论，而是指主体具体进行身份冒险、“争取认同”（a bid for identity，Žižek 2005, 159）的方式。前者（男性立场）的失败在于，其认同通过保护自己免受对 jouissance 建构性丧失的有意识认知，阻碍了对社会文化世界中矛盾的认识。后者（女性立场）的失败则在于，其认同是永久不一致的。

但是，就像我们在弗洛伊德式口误中间接地听到无意识的真相被说出一样，在象征界未能整合女性主体而引起的故障中，我们看到驱力的实在界在行动中追溯性地显现出来。因此，女性立场是黑格尔“世界之夜”意义上主体的直接体现（Žižek 2005, 144–145；见第48章）——自然与文化之间的过渡状态，象征界试图驯服却无法完全驯服的桀骜不驯的生命过剩，当它露出丑陋的头颅时，能够产生一种新的象征秩序（参见 Žižek 2005, 199）。然而，还有一种特殊的女性 jouissance，即所谓的纯粹“行动”（见第72章）。它源于侵蚀甚至摧毁象征秩序的快感：“作为实在的行动是‘女性的’”（Žižek 1992, 42）。它标志着新秩序的奠基姿态（参见 Žižek 1992, 42）。这样的行动标志着一种真正独特的 jouissance 转移。

至此，《享乐的转移》的核心论点已完整呈现。政治领域无缝地将我们引向性领域，而性领域又平滑地将我们带回起点，无需原路返回。由此，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类似于莫比乌斯带表面的不可定向的空间。值得注意的是，齐泽克在此探讨的许多主题在后来的著作中获得了更大的重要性。实在界的追溯性因果关系将成为他重新诠释黑格尔辩证法的核心，特别是在《少于无》（Less than Nothing）中（例如 Žižek 2012, 217–225），而将性视为我们生物本性的一种功能障碍的观念，将在《性与失败的绝对》（Sex and the Failed Absolute）中发挥重要作用（Žižek 2020, 107–159）。

Notes


[1]: University of the Fraser Valley, Abbotsford, Kanad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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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幻象的瘟疫：新媒体中幻象的效力 (1997) / The Plague of Fantasies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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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齐泽克出版了《幻象的瘟疫》（The Plague of Fantasies），这是继《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1989）之后，他推出的第八本英文著作。正如书名所暗示的，本书探讨了幻象建构的力量。齐泽克认为，在当代视听媒体的语境下，这种力量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激化。幻象（Fantasie）这一概念（见第80章）此前在齐泽克的著作中已无处不在，而在此处，它成为了在拉康理论基础上进行全面精神分析重构的核心对象。《幻象的瘟疫》所追求的目标是澄清 objet petit a（客体小a，见第89章）的复杂拓扑学结构，从而精确界定象征秩序与其幻象支撑之间的关系。齐泽克以其典型的方式，用大量来自电影、音乐、文学和社会的例子丰富了他的论述。

尽管这本书带有较强的随笔色彩，但齐泽克仍按照其主张进行了系统性的论述，将全书结构划分为四个主要章节，并辅以三个附录。前四个章节之间虽然联系较为松散，但构建了一个从精神分析理论到意识形态批判的实际应用领域，再到当代赛博空间（Cyberspace）的跨度。齐泽克对互联网时代的矛盾特征——（界面的）抽象性与所生成的图像或提供的信息的误导性具象性同时存在（参见 Žižek 1997, xxii）——表现出特别的兴趣，以此支撑他对精神分析提出的主张：精神分析是“一种关于现代性僵局的元理论”（Žižek 1997, 107），因为它探讨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主体尽管摆脱了传统权威，却依然没有获得自由。

基础性的是标题为“幻象的七重面纱”（The seven veils of fantasy）的第一章。在这一章中，作者暗指莎乐美的七重纱舞，分七个步骤揭示了幻象的精神分析“秘密”，并将该概念嵌入到前言中已设定的意识形态批判项目中。幻象在确定其与 jouissance（享乐，见第86章）关系时的模糊性，是第二章“爱你的邻人？不，谢谢！”（Love thy neighbour? No, thanks!）的主题。在该章中，齐泽克从“邻人”（Nächsten/Nachbarn）的形象出发，探讨了幻象的双重功能：一方面，它是象征秩序领域内使 jouissance 成为可能的网格；另一方面，它是抵御作为实在界（见第93章）创伤性入侵的过度 jouissance 的盾牌。第三章题为“拜物教及其变迁”（Fetishism and its Vicissitudes），致力于探讨拜物教的辩证法。拜物教通常被视为充满幻象诱惑的范例，但在这里，作者特别针对其在有生命与无生命、现实与实在界之间的模糊地位进行了讨论。在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主要章节“赛博空间，或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闭合”（Cyberspace, or, The Unbearable Closure of Being）中，齐泽克将其观察和结论应用于虚拟现实的当代挑战，自《幻象的瘟疫》出版以来，这些场景已成为生活世界的常态。对拉康和齐泽克而言都至关重要的关于主体建构性去中心化（见第95章）的思想，似乎在具有分散和增殖倾向的互联网虚拟领域中面临着特殊的考验——齐泽克借这一发展宣告了“主人能指的衰落”（参见 Žižek 1997, 197）。来自不同语境的几个大型案例群（电影再现中的性行为、罗伯特·舒曼旋律线的消解，以及康德伦理学中对道德法则具体规定的排除）证实了幻象建构的普遍相关性，作者在三个附录中对此进行了专门讨论。本文的论述主要遵循原文本的论证过程和时间顺序，但将重点放在理论密集的第一章，以此为出发点，脱离章节结构来探讨各个主题领域。主体去中心化的问题被作为核心范式提取出来，因为它特别深刻地说明了精神分析词汇对于当代赛博空间语境下意识形态批判分析的相关性。

幻象的功能

齐泽克对幻象的理论探讨始于将精神分析概念与常见的日常观念区分开来。因此，精神分析并非简单地描述一种幻觉式的愿望满足（参见 Žižek 1997, 7），而是赋予幻象一种康德式先验图式的结构和运作方式。作为这样一种图式，幻象赋予了原本无方向的欲望以“形式”和“坐标”，或者正如齐泽克借用拉康的话简明扼要地表达的那样：“[幻象]字面上教导我们如何去欲望”（Žižek 1997, 7）。它在象征秩序与日常经验中某些积极客体之间进行中介，凭借其图式，使得后者能够被确立为欲望的客体。从而，它填补了象征秩序中必然出现的那些裂缝（参见 Žižek 1997, 7）。幻象的这一功能根源于性关系普遍公式的不可能性。齐泽克与拉康一样，甚至将性（Sexualität）称为“不过是失败的形式结构”（Žižek 1997, 91）。因此，为了能够产生欲望，每个主体首先必须弄清其个人的欲望公式（参见 Žižek 1997, 7），一旦有相应的客体落入其网格中，该公式就会作为性关系被现实化。值得注意的是，所有那些看似作为“外部”非性元素污染了性关系的东西（例如在身体或经济上对伴侣施加的强制），往往正是作为幻象的支撑在起作用，而正是这种支撑才从根本上确立了性吸引力。在这种情况下，权力落差的丧失可能意味着性吸引力的同时丧失（参见 Žižek 1997, 91）。齐泽克用一个广告的例子来说明性的“病理学”不对称性（参见 Žižek 1997, 92）。该广告对格林童话《青蛙王子》进行了自由改编，上演了一场充满双重幻象的变形：被年轻女子亲吻后，丑陋的青蛙变成了一个令人渴望的年轻男子，而该男子对清凉饮料的渴望又将女子变回了一瓶冰镇啤酒。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说，这里涉及的是：a）在女性一方，将一个客体提升至其完全的阳具（phallische）在场；b）在男性一方，将女性还原为一个部分客体（Partialobjekt）。广告所暗示的男女理想组合，在其幻象的反面，对应着啤酒与青蛙这种不可能的配对（参见 Žižek 1997, 94）。

齐泽克又通过主体间性（Intersubjektivität）的概念，探讨了对主体认同至关重要的互惠结构——主体与他者的关系及其欲望。在此语境下，拉康的 objet petit a 发挥了作用，它描述了主体作为他者客体这一功能中的状态。它指的是作为主体的我之中存在、同时又超越我的那个“某物”，“我幻想着（被我迷住的）他者在我身上看到的那个东西”（Žižek 1997, 10）。因此，objet petit a 是决定性的元素，它从主体幻象的视角出发，将主体提升为值得被欲望的客体的地位。根据拉康的观点，幻象无非是对大他者（großen Anderen）那句神秘的提问 Che vuoi?（你想要什么？）（见第70章）的回答。在主体对此的回应中，幻象得以实现并成型。它赋予了最初不可捉摸的事物（“别人想要什么，社会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以具体性，从而同时也使得解开自身欲望之谜（“我想要什么？”）成为可能。换言之：“幻象告诉我，对于我的他者而言我是什么”（Žižek 1997, 9）。

在此背景下，齐泽克强调了拉康与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主体间性概念的一个关键分歧。前者将与他者相遇的背景理解为前象征（präsymbolisch）的。在这里，相遇的并非作为交际互动者的“已形成”的主体；相反，拉康指的是最原始形式的主体间性，即主体与他者在其被象征性围栏圈定之前的关系——在一个他者仍然是“物”（Ding）而非互动伙伴的层面上。当然，与体现了令人难以忍受的过剩享乐（Genuss）的“物”（见第76章）建立关系是不可能的（参见 Žižek 1997, 11）。只有 objet petit a 在象征层面上作为一种机制，通过幻象公式仿佛架起了一座桥梁，克服了这种不可能性。

此外，作为叙事的原始形式，幻象通过将矛盾（无论是在个人还是集体的发生过程中）消解为时间上的连续性，从而掩盖了一个根本性的僵局。因此，作为一种形式结构，幻象始终也是压抑某个创伤性（起）点的指示器。随着它被转化为一个连贯的叙事，objet petit a 的悖论被掩盖了，这个悖论存在于产生与丧失的重合之中——“[它]作为已丧失之物而出现”（Žižek 1997, 15）。齐泽克以法律分裂为具有公共约束力的法律秩序及其“淫秽的超我补充”（Žižek 1997, 12）为例。随着法律的设立以及随之而来的进入象征规则，那些被认为失去的东西（无拘无束享乐的自由），恰恰是在法律秩序建立的瞬间，才作为欲望的客体（通过僭越法律而获得的享乐）产生的。因此，幻象虚构了一种从未存在过的状态，这种状态被追溯性地置于法律的痛苦切割（即象征性阉割）之前。这里再次表明，幻象讲述的并非愿望的满足——在这种情况下是违法——而是上演了最初的阉割场景本身，正是这一场景通过乱伦禁忌使主体得以进入象征秩序（参见 Žižek 1997, 19）。这使得幻象场景接近于倒错的仪式。齐泽克认为，对于倒错者而言：“他欲望的客体是法律本身……我们不应忽视其中的讽刺意味：倒错者，这个声称要违反所有‘正常’和体面行为规则的卓越‘僭越者’，实际上渴望的正是法律的统治”（Žižek 1997, 17）。因此，法律在这里并非作为调节欲望的中介机制，而是作为欲望的客体本身。

齐泽克进一步阐述了追溯性（“时间循环”，Žižek 1997, 21）的思想，他将焦点集中在作为幻象显著特征的“不可能的凝视”上。他描述了这样一个悖论：在幻象场景中，主体在自己被孕育时以观察者的身份在场。在应用于意识形态语境时，齐泽克特别指出，（坚决去政治化的）“无辜”或“中立”凝视的形象，是“不可能的凝视”（Žižek 1997, 23）的变体。它们涉及主观的观察立场，这些立场各自脱离了作为其可能性条件的具体历史语境，从而妄称一种不可能的中立性。所有这些意识形态疏离形式的共同点在于，它们只有在各自的幻象背景下才能起作用，尽管或者正因为它们假装不作评判，例如在冲突中声称愿意倾听各方的论点（参见 Žižek 1997, 78–79）。然而，齐泽克认为，作为谎言——“一个‘原初的谎言’，一个掩盖根本不可能性的屏幕”（Žižek 1997, 26）——幻象必须保持隐式，才能（持续）发挥作用：“它必须与由它支撑的显性象征纹理保持距离，并作为其内在的僭越发挥作用”（Žižek 1997, 24）。

在描述象征层面与幻象潜台词之间关系的这种先验碎片化结构时，齐泽克还谈到了“建构性裂缝”（参见 Žižek 1997, 24），这表明，一个完整的意识形态控制甚至迫切需要主体方面具备某种距离意识。主体不能将其认同体验为一种完全的认同，或者正如齐泽克在反驳一种普遍的错误信念时所说：“‘并非一切都是意识形态，在意识形态的面具之下，我也是一个人类’，这正是意识形态的形式，是其‘实践效力’所在”（Žižek 1997, 27）。正是意识形态内在的对一个看似位于意识形态文本之外的核心元素的指涉，保证了其有效性（参见 Žižek 1997, 28）。同样，共同的违法行为，即“共享的谎言”（参见 Žižek 1997, 30），充当了群体凝聚力的决定性契机。通过阐明这种僭越元素——它不仅应被理解为对法律的反应，而且必然内在于作为暴力设定的法律之中——用齐泽克自己的话来说，他坚决超越了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对权力与抵抗关系的描述，后者将重点放在权力与反权力的相互产生上（参见 Žižek 1997, 34–35）。

赋予幻象的最后一个特征，与法律必然的内部分裂以及象征文本与幻象潜台词之间的互动密切相关。齐泽克所称的“空洞的姿态”，是对一条不成文法律的确认，这条法律构成了主体被纳入象征秩序及其意识形态绑定的前提。在其中显现的是主体被迫选择必然之物的根本悖论（参见 Žižek 1997, 36–37）。换言之：每个系统都在自由决定的幌子下提供一些选项，而这些选项必须被拒绝，以免动摇公共秩序脆弱的平衡。相反，如果从字面上接受提议并拒绝做出预期的姿态，将会产生致命的后果。在自愿性被揭穿为强迫的那一刻，共同体本身——由于它本质上建立在这种自由的幻象之上——就会面临危险（参见 Žižek 1997, 37）。其中所包含的幻象的双重运作方式，可以被描述为闭合与开放的重合，即为了保护系统而排除事实上的选项，同时通过原则上自由选择的错觉（这种选择仅仅在具体情况下被偶然情况所阻碍）来保持系统的开放。随着象征纹理的脆弱性以及幻象在维持这种纹理中所扮演的角色的暴露，自然也引出了关于意识形态批判有效策略的问题。齐泽克坚信，规定主体在面对提议时必须选择什么以维持自由的假象并从而保持对社会结构归属感的幻象，只有通过对显性法律文本的教条式过度认同才能被打破（参见 Žižek 1997, 29）。因此，真正具有颠覆性的并非僭越合法秩序，而是对其字面上的遵从，具体而言：“将空洞的姿态（必须被拒绝的提议）当真[…]，也许是将拉康所说的‘穿越幻象’付诸实践的方法之一”（Žižek 1997, 38–39）。

根本幻象

通过谈论 traversée du fantasme（穿越幻象），齐泽克过渡到了下一个主要章节，该章围绕幻象与 jouissance（享乐）的关系展开。如前所述，幻象作为中介机制在两个方向上起作用：作为在（有限的）欲望领域内实现 jouissance 的条件，或者作为在（无限重复的）驱力领域内抵御拉康式实在界的盾牌，齐泽克用尼采的“相同者的永恒轮回”公式来描述这种驱力（参见 Žižek 1997, 40）。作为一个活生生的身体，为了不被超越其有机和本能束缚的驱力的无条件暴力所摧毁，需要法律这一秩序机制的保护。驱力的象征性围栏所造成的创伤性丧失，产生了一种欲望，这种欲望必须被一个能够解释这种创伤的幻象所填补：“幻象正是将欲望与驱力隔开的屏幕……它构建了一个场景，在这个场景中，我们被剥夺的 jouissance 集中在从我们这里偷走它的他者身上”（Žižek 1997, 43）。齐泽克解释说，在精神分析中穿越幻象，其结果意味着面对这样一个事实：被认为已经失去的 jouissance 并没有被任何其他机制“管理”而让我们无法触及。

在个体层面上，幻象作为盾牌和欲望引擎的双重功能具有特别的相关性。将人与动物区分开来的，并非如人们所设想的那样，是某种与理性、反思能力、语言能力或手工技艺相关的积极区分特征。相反，它是一种对某个不可能性之点的消极关联，这个点由令人难以忍受的实在界，或者如弗洛伊德和拉康在术语中所称的“物”（Ding，见第76章）所标记。形成幻象并由此将欲望维持为一个永恒循环的能力，标志着人类的境况（conditio humana）。正是不可企及之物维持了人类的追求能力——“人类将坚持其努力，并被其努力所钉住”（Žižek 1997, xvi）。这种不可能性之点以 jouissance 的形式被绝对化，而 objet petit a 作为其转喻代表，指向了主体建构性的癔症结构。它表现为对自身作为享乐之存在的不断质疑，“也就是说，拒绝完全认同他或她所是的客体，对这个客体永远感到疑惑：我真的是那个吗？”（Žižek 1997, 61）。赋予主体特征的癔症式神经质，根源于害怕被他者视为被动、可操纵或可替代的恐惧（参见 Žižek 1997, 152）；与倒错者不同，癔症患者无法忍受成为他者 jouissance 的客体，为了维持他者的欲望，必须不断地逃避。这种逃避的原因在于，一旦他者作为“邻人”出现，其压倒性的在场就会带来破坏性的危险：“真正的邻人，以其令人排斥的生命蠕动强加于我们”（Žižek 1997, 84–85）。

然而，当幻象在面对“邻人”时无法再实现其结构化目的时，究竟会发生什么？如果主体被剥夺了关于他者的幻象（这种幻象将 jouissance 以他者的形式保持在距离之外），就会导致现实感的丧失。齐泽克将性行为作为真正创伤性相遇的一个例子。在此过程中，完全的投入是不可能的，因为为了维持性的“表现”，必须始终存在以想象的综合表现形式出现的象征中介的残余；否则，就会出现令人不安的解离时刻，在这些时刻，行为的执行被视为一种纯粹机械的、荒谬的活动。齐泽克认为，这种情况的特征是结构的变化：外部情况并没有改变，改变的仅仅是主体的视角，主体现在给之前渴望的人分配了另一个位置，使得这个人突然跌出了幻象的框架（参见 Žižek 1997, 83）。齐泽克对这种现实感丧失经验的艺术处理特别感兴趣，即对“现实被剥夺了幻象支撑后的现实残余”（Žižek 1997, 84）的诗意化。他使用“解构”（decomposition）和“去升华”（desublimation）（Žižek 1997, 83）等概念，来描述与亲密和距离游戏受到干扰相关的典型现象，例如，女性美丽的理想形象突然转变为令人排斥的纯粹生命实体。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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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批判

当涉及集体层面的幻象形态时，齐泽克关注的焦点是幻象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密切关联。对此的普遍观点是，幻象充当了掩盖社会创伤性起源的机制。它暗示了共同体的统一性与同质性，这种共同体是由团结与合作的凝聚力维系在一起的（参见 Žižek 1997, 5）。然而，在齐泽克看来，这一定义还远远不够。这一点在极权政权的历史书写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此，结合第一章中得出的叙事结构特征，将其作为典型例子加以探讨。作者反对一种广泛流传的假设，即历史书写在于收集事实，因此是已发生事件的一种零度层面，因为它保证了“真理”或“事实性”，并且仅仅是被特定政权的意识形态所篡改或扭曲。齐泽克认为，事实上，作为形式的历史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即由幻象支撑的绝对结构；正因如此，它不断处于变化之中：“历史性本身，即偶然的话语建构空间，必须通过努力来维持、承担，并一次又一次地重新获得”（Žižek 1997, 67）。但是，在这不断变化的建构——历史——之前或之外的是什么呢？是 jouissance（享乐）的领域，其非历史、非时间的内核渗透了我们整个经验世界。这种实在界（Reale）是我们由符号中介的存在的不可还原的创伤性基础。它（实在界）本身是无法被克服的，但通过谢林意义上的历史性决-断（Ent-Scheidung）被突破，并转化为一种幻象形态，用于对 jouissance 进行经济学管理和剂量调节（参见 Žižek 1997, 66）。

随着被圈定在时间演进的范畴网格中，随着先前不可捉摸之物被具体化（和缩减）为历史形式，我们作为主体存在的舞台——欲望的领域，或者换言之，现实的领域——便敞开了。这种通过叙事化实现的主体化过程既可以发生在个体层面，也可以发生在集体层面——然而，在这里，它主要与民族的创世神话相关，这些神话掩盖了根本性暴力经验的潜在创伤。

带着对这种掩饰策略的敏锐目光，现在也可以对极权系统的历史叙事进行分析。齐泽克在对比斯大林主义/共产主义的“倒错”系统与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的“偏执”系统时观察到，这两种民族创世神话都是围绕一个创伤性内核构建的。然而，这两个系统在这一内核的真理含量方面有所不同：对于共产主义政权而言，十月革命这一真实事件是叙事的参照点；而在法西斯主义的情况下，参照点则是法西斯革命这一伪真实事件，它最终不过是一场美学奇观。

在共产主义的例子中，叙事被用来掩盖建立无阶级社会的真诚革命方案失败的创伤，该方案最终演变成了极权政权的过度（Exzess）。统治阶级必须借助作为叙事形式的意识形态幻象来抹除这一真实内核。另一方面，法西斯政权发展并精心炮制了关于犹太人世界阴谋的固定观念，以掩盖民族共同体（Volksgemeinschaft）根基处的最初谎言（参见 Žižek 1997, 73–75）。在此，作为完全同质化共同体理想的“民族躯体”（Volkskörper）的凝聚力——不顾贯穿社会的明显裂痕——只能通过对公共秩序的集体逾越（“我们一起把手弄脏”）来实现，这种逾越正是享乐过度及其凝聚效应的根源。

齐泽克通过 fool（弄臣/傻瓜）和 knave（无赖/恶棍）这对概念，展示了意识形态批判在突破统治的社会关系形式方面的可能性与局限性，拉康在其第七研讨班中已经探讨过这对概念（参见 Lacan 1996a, 221–222）。这两个人物代表了当代知识分子的类型：一方面是左翼意识形态批评家，致力于公开揭露社会谎言的方案；另一方面是右翼保守派知识分子，他们顺从地肯定公共秩序，仅仅通过其存在本身来使其合法化。然而，左翼知识分子的立场之所以在其策略上失败，是因为其在展演上无效的修辞半推半就地促成了现有状况的巩固；而精神分析则能够通过揭示稳定这两种立场的力比多经济学，真正实现对系统的批判性突破。齐泽克解释说，fool 从暗中向主人“骗取”微小份额的、被认为是主人不公正地囤积的享乐这一事实中，获得了一种典型的癔症式满足。另一方面，“永恒命运的悲歌”（Žižek 1997, 57）赋予了右翼保守的 knave 痛苦中的享乐（“pleasure in pain”，Žižek 1997, 58），并在哀叹中细细品味；这个 knave 的“把戏”在于将一个问题转化为一个陈述，或者将具体的抱怨转化为抽象的接受。正是这两种形式的享乐维持了集体对权力机制的依赖。但这也意味着，这种依赖是可以被消除的，即通过穿越 fool 和 knave 的幻象来实现。

此外，在意识形态批判的语境中，齐泽克反复提及歪像式阅读（anamorphotische Lesart）的技术，他认为这是揭示意识形态结构内在矛盾的基本工具（参见 Žižek 1997, 97）。歪像（Anamorphose）指的是主体视角的激进偏移，这种偏移揭示了一个表面上看似实证（positiv）的客体的空无。拉康在其论述中借用了康德的词汇，将上述客体称为“负量”（negative Magnitude）（参见 Lacan 1996b, 265）。作为这样一个客体，它没有实证的内容或本体论的一致性，但却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它能够将一种建构性的空无转化为实证量值的形式。

网络空间中的癔症

对于主体性（的癔症结构）而言，网络空间中信息的密集化意味着一种挑战，甚至是一种威胁。在此背景下，齐泽克强调了区分“真正的”与“被误解的”虚拟性的重要性。他那乍看之下似乎自相矛盾的观察——（日常）生活日益向虚拟领域的转移意味着现实的丧失，而这恰恰是由于虚拟性的丧失——可以通过将讨论回归到精神分析的虚拟性概念以及与之相关的权力悖论来解释。为此，齐泽克引入了阉割的概念，即弗洛伊德所说的阉割焦虑。齐泽克认为，对这一术语的有意义的使用取决于这样一个假设：威胁本身，即可能发生阉割的前景，已经产生了真实的阉割效应：“将符号界阉割与‘真实’阉割区分开来的特征，恰恰在于其虚拟性质”（Žižek 1997, 193）。其底层结构，即权力悖论，描述了这样一种现象：符号权力根据定义是虚拟的，或者说，它的效力仅仅源于它保持且必须保持未被行使的状态——它始终是“储备中的权力”（power-in-reserve）（Žižek 1997, 194），或者也是“一种永远不应被付诸检验的威胁”（Žižek 1997, 204）。主人能指（Herrensignifikant）（见第84章）正是这样一个权威点，符号秩序的能指链就是围绕它配置的。它必然具有一种结构上的模糊性，这种模糊性履行的唯一功能就是掩盖其内容的不一致性，从而掩盖其内容的空无。

网络空间的信息网络随着其不断密集化，在结构上执行了填补空白的策略，齐泽克以此为契机，表达了他对所担忧和观察到的虚拟性丧失的忧虑：在虚拟现实中，所有“不可能的”点（应该）被超文本陆续封闭，这为必要的幻象留下的空间越来越少，或者说覆盖了幻象。当然，这也使得主体失去了通过表达其欲望来赋予自身结构和支撑的可能性。齐泽克将这一过程诊断为主人能指的“废除”（Aufhebung）（参见 Žižek 1997, 204）或“衰落”（Niedergang）（参见 Žižek 1997, 197），其真正的虚拟特征被互联网填补空白且因此具有潜在祛魅作用的运作方式所消解。然而，齐泽克预测，正是由于认识到主人能指的空无及其权威的僭越而推动的对主人能指的废除，最终不会带来主体的解放，反而会导致更彻底的奴役。这是因为，随着传统权威的丧失，所有的责任都转移到了主体的肩上，因此，正如齐泽克借用拉康的话所表述的那样，主体将成为“言语的人质”（Geisel des Wortes）（参见 Žižek 1997, 205）。在网络空间的语境下，“我应该渴望什么？”这个问题现在代表了主体在面对无限丰富的选择时所承受的巨大重负。“主人的主要功能”，齐泽克提醒道，“是告诉主体他想要什么”（Žižek 1997, 198）。

结果，主人能指的废除给现在变得可以任意塑造的主体带来了彻底的方向感丧失，主体必须随着每一次选择重新调整其欲望。齐泽克在尖锐指出这一不祥的发展趋势时总结道：“如果没有强制性的选择来限制自由选择的领域，那么选择的自由本身就会消失”（Žižek 1997, 198）。

参考文献

Lacan, Jacques. (1996a). Die Ethik der Psychoanalyse. Das Seminar, Buch VII. Quadriga.

Lacan, Jacques. (1996b). Die vier Grundbegriffe der Psychoanalyse. Das Seminar, Buch XI. Quadriga.

Žižek, Slavoj. (1989). 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 Verso.

Žižek, Slavoj. (1997). The Plague of Fantasies. Verso.


20. 无身体的器官。德勒兹与拉康相遇的基石 (2005) / Organs without Bodies: Deleuze and Consequences (2004)

Robert Sinnerbrink [1]

Robert Sinnerbrink

Email: robert.sinnerbrink@mq.edu.au

由 Seraphin Frimmer 从英文翻译。

齐泽克的 Organs without Bodies（2004）是对富有影响力的法国哲学家吉尔·德勒兹的持续批判性探讨。它以关于德勒兹厌恶对话的评论开篇。德勒兹和加塔利认为，哲学从来都与对话无关。相反，它是异质力量暴力相遇的产物。从这种德勒兹式的视角来看，哲学史是一部富有成效的误读和“反常”相遇的历史，这些相遇孕育了畸形的后代。齐泽克以一种挑衅且思辨的方式总结了这一主张：“德勒兹等于黑格尔”（Žižek 2004, 49）。事实上，齐泽克的 Organs without Bodies 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在同样意义上——“反常”的尝试，既批判德勒兹的差异哲学，又同时将其整合进齐泽克自己的新黑格尔主义范式中。齐泽克既会批判德勒兹的“自在的差异”（différence en élé-même）概念，又会将其归入他自己激进版本的黑格尔“具体普遍性”概念之下（见第87章）。然而，德勒兹的差异概念与齐泽克激进版本的普遍性之间存在不相容的问题。此外，齐泽克对德勒兹-加塔利式政治路径的批判也带来了重大的政治挑战，这些路径与其说是在抵抗全球资本主义的解域化流动，不如说是在反映它们。

德勒兹与齐泽克的相遇

齐泽克首先对德勒兹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强烈拒绝提出质疑。他认为，在这种对黑格尔的反感背后隐藏着一种秘密的共谋。正如卡特琳·马拉布（Catherine Malabou, 1996）所指出的，德勒兹那“在哲学上画上胡子的黑格尔”（Deleuze 1992, 14）是还原论的和独白式的，排除了黑格尔辩证法与德勒兹差异之间进行富有成效的相遇的任何可能性。马拉布认为，在德勒兹的整个著作中，黑格尔的哲学被描绘为：“完美地表达了二元逻辑的所有沉重性：一加一等于二，而二最终还原为一”（Malabou 1996, 115）。对齐泽克而言，德勒兹拒绝黑格尔的激烈程度暗示了一种焦虑，这种焦虑指向了两位思想家之间隐藏的亲近性。在此，齐泽克对黑格尔与德勒兹的关系采取了一种同化的立场。在此背景下，他提出了一个刻意挑衅的论断：德勒兹拒绝与黑格尔“交配”，表明了一种“乱伦禁忌”，这揭示了两位思想家之间秘密的“亲属关系”。

尽管齐泽克的论述充满了令人眼花缭乱的离题，但在他对德勒兹的批判性探讨中，至少可以辨认出一个连贯的论点。他断言，德勒兹关于潜在性与现实性、生成与存在的概念对，重复了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这一传统哲学对立的不稳定性，而这种对立已被后康德唯心主义，尤其是黑格尔唯心主义所取代。参照曼努埃尔·德兰达（Manuel De Landa）对德勒兹的解读，齐泽克指出了德勒兹I（《感觉的逻辑》和《差异与重复》等著作）与德勒兹II（与加塔利合作撰写的《反俄狄浦斯》和《千高原》）之间存在的张力甚至矛盾。对于德勒兹I来说，作为意义-事件的生成的潜在性，是现实的身体-物质原因和过程的被动的、因果上贫乏的效应。对于德勒兹II来说，潜在奇点和纯粹生成流动的领域，现在成为了各种具体结合体中个体化身体和主体的生产性原因。简而言之，德勒兹主张，潜在性或纯粹生成流动的领域一方面是一个不参与的效应，另一方面又是一个生成过程。

这种潜在生成与现实存在之间未解决的对立，让人想起后康德唯心主义如何试图克服康德关于经验的现象与本体层面之间的二元论。尤其是谢林关于自然哲学与精神哲学互补性的理论化，成为了这一尝试的典范，而黑格尔将其转化为思辨唯心主义。德勒兹通过假设第三个中介形象来解决潜在性与现实性、或生成与存在之间看似死胡同的困境，他将其称为“准原因”（quasi-cause）或“先验因果性的纯粹代理”（pure agency of transcendental causality）（Žižek 2004, 27）。他的意思是，在效应中保持过剩的东西，即不能还原为先前因果条件的过剩的他者性。这种准因果性标志着新事物的出现，被理解为“效应超越其（身体）原因的这种过剩本身的元原因”（metacause of the very excess of the effect over its (corporeal) causes）（Žižek 2004, 27）。在物质原因之外，我们必须假设一种先验因果性，以解释效应（新事物）超越其因果条件和决定因素的不可预测的过剩。

齐泽克指出，这里与拉康的 小a客体（objet petit a，见第89章）存在相似之处，后者是“作为欲望的客体-原因的纯粹、非物质、幽灵般的实体”（pure, immaterial, spectral entity that serves as the object-cause of desire）（Žižek 2004, 27）。这种与拉康的理论亲近性，德勒兹和加塔利本人在《反俄狄浦斯》（1977, 36 Fn. 30）中也予以了承认。

齐泽克认为，德勒兹的二元论产生了成问题的后果。潜在性与现实性、生成与存在之间的基本二元论被转化为更多的二元论。然而，这些恰恰重复了善与恶的基本二分法，而解构这种二分法原本是德勒兹的目的：主动力与反动力、游牧分配与定居分配、分子过程与克分子过程、无器官身体与有机体、解域化与结域化等。

此外，德勒兹模棱两可的本体论二元论——作为贫乏效应的纯粹生成逻辑与作为生产过程的纯粹生成逻辑——可以转化为两种不同的政治逻辑和实践。一方面，生产性生成的本体论导致了一种左翼的德勒兹-加塔利式政治，即“抵抗并破坏克分子化、总体化权力系统的分子群体诸众的自我组织”（self-organisation of the multitude of molecular groups that resist and undermine the molar, totalising systems of power）（Žižek 2004, 32）。另一方面，齐泽克认为，德勒兹关于贫乏意义-事件的本体论似乎保持了“非政治性”，即没有相应的政治逻辑或实践。参照巴迪欧对德勒兹的批判，齐泽克认为，德勒兹看似“非政治”的贫乏意义-事件本体论，蕴含着比分子多样性的“庸俗”德勒兹-加塔利式政治（正如哈特和奈格里所进一步发展的那样）更激进的德勒兹式政治。因此，齐泽克面临着双重挑战。首先，他必须证明德勒兹的纯粹生成本体论确实可以被整合进黑格尔-拉康范式中。其次，必须证明分子多样性的“庸俗”德勒兹-加塔利式政治在意识形态上是妥协的，在政治上是贫乏的，齐泽克试图以哈特和奈格里的 Empire（《帝国》，2002）为例来说明这一点。

然而，齐泽克应对这些挑战的尝试引出了一个问题：如果德勒兹的思想不能是新事物的爆发，而只能永远是对黑格尔和拉康动机的“贫乏”重复，那么对齐泽克本人来说，这又意味着什么风险？

为什么齐泽克渴望将德勒兹同化进主体性与政治的黑格尔-拉康范式中？一个答案是，德勒兹和加塔利准确地认识到了齐泽克所认为的当代批判理论面临的最大挑战：在一个本质上是自我革命的秩序内部，如何进行革命性的思考和政治活动？如何通过理论和实践来解域化一个已经自我解域化的体制？

“德勒兹等于黑格尔”：齐泽克对德勒兹的扬弃

齐泽克以当代关于德勒兹思想具有激进反黑格尔特征的普遍信条为出发点。与将黑格尔视为差异之死敌的主流观点相反，齐泽克认为，德勒兹的反辩证法思想掩盖了其与黑格尔主义的秘密亲和性。

齐泽克认为，德勒兹的思想远非一种专注于新事物事件的差异哲学，而必须被理解为对同一性的重复。作为证据，齐泽克列举了一些例子，在这些例子中，德勒兹的概念创新被认为重复了黑格尔的思辨概念。其中包括黑格尔的具体普遍性概念，齐泽克认为德勒兹全盘接受了这一概念（参见 Žižek 2004, 49–50）。此外，齐泽克论证说，德勒兹在对柏拉图式理想普遍类型的批判中，重复了黑格尔对抽象普遍性的批判（参见 Žižek 2004, 50）。此外，齐泽克将黑格尔和德勒兹等同为纯粹内在性的哲学家，他将黑格尔的理性内在性解释为等同于德勒兹的斯宾诺莎式内在性平面（参见 Žižek 2004, 53–54）。

与其分析这些关于家族亲缘关系的断言是否合理，下文将把焦点放在对齐泽克而言德勒兹与黑格尔之间决定性的差异上：德勒兹纯粹生成的内在“流动”与黑格尔的“裂隙”（即这种纯粹生成内部不可还原的断裂，齐泽克将其等同于主体的否定性）之间的差异。

齐泽克断言，“纯粹生成之连续流动的绝对内在性”（Žižek 2004, 60）应被视为德勒兹先验经验主义的核心。相比之下，黑格尔的内在性则以一种不可还原的裂隙或断裂为特征。齐泽克将这种“裂隙”等同于标志着现象内在性并引发超越性幻觉的固有否定性或不一致性。

应当指出，这里与德勒兹的论证存在相似之处，这在从《尼采与哲学》到《千高原》的著作中都可以观察到。德勒兹在这些著作中认为，定义意识的反动力，正是因为其固有的“不一致性”或构成内在性平面的（无意识的）主动力的动态流动，而成为超越性幻觉的牺牲品。因此，德勒兹和齐泽克在这里的距离比齐泽克愿意承认的要近。随后，齐泽克通过黑格尔辩证运动的各种例子，展示了德勒兹“最小差异”的运作方式：

“（1）我们首先将实在界设定为超越的坚硬内核，总是以折射的方式被感知；（2）然后我们完成‘后现代’的反转：不需要任何超越实在界的彼岸，因为折射表象的运作就是一切；（3）这两个立场的‘综合’是回归实在界，但这是一个去实体化的实在界，一个被还原为表象之间难以捉摸的‘最小差异’的实在界：实在界正是折射的原因，而不是折射之外的内在核心。”（Žižek 2004, 62）

齐泽克接着试图证明，德勒兹的自在差异构成了“黑格尔辩证法的核心”（the core of Hegelian dialectics）（Žižek 2004, 64）。鉴于德勒兹明确批评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对差异的“狂欢式”再现，即一种概念上的差异，而不是差异的概念（参见 Deleuze 1992, 66–70），这是一个令人惊讶的断言。

然而，齐泽克所假设的与黑格尔辩证法的相似之处大概如下。首先，“差异”被构想为一个不可接近的超越的实在界，它本身是不可思议且不可再现的。然后，这种不可接近的差异被拒绝，通过将其反转，使其现在在表象的运作中显露出来。最后，这两个方面在一种综合中结合在一起，此时差异被理解为最小差异，即不是表象之间的差异，而是自在的差异：“‘纯粹的’差异，它不是将一个元素与其他特殊事物区分开来，而是将其与自身、与其自身的铭刻位置区分开来，这种最小差异将同一性引爆为无限的差异化生成过程”（the pure difference that differentiates an element not from other particulars but from itself, from its own place of inscription, the minimal difference that explodes identity into the in(de)finite generative process of differentiation）（Žižek 2004, 64）。因此，最纯粹的重复形式揭示了差异本身：不是被清晰表达的同一性之间的关系差异，而是一个破坏任何被清晰表达的同一性的差异化过程。

齐泽克方法的成问题之处在于，即使在非正统的解读中，黑格尔的辩证法也总是指向和解统一的契机，即具体普遍性，在其中，同一性与差异、个体性与特殊性在一个具体普遍性中被扬弃。因此，差异作为黑格尔式的“同一性与差异的同一性”被铭刻在普遍性的核心。然而，在辩证法中，这种铭刻不再作为同一性与差异的反思性对立发生，而是作为普遍性、特殊性和个别性三重统一的一个方面。这正是德勒兹批判黑格尔的意义所在：黑格尔将差异作为概念性的东西铭刻在普遍性中，而不是达到关于差异本身之概念的思想（参见 Deleuze 1992, 46–47）。

齐泽克无视了德勒兹的这一批判，他没有赋予概念上的差异与差异的概念之间的区别以任何重要性。但德勒兹对黑格尔的批判恰恰在于，黑格尔的差异之所以只能不充分地思考新事物的产生，正是因为它将差异整合为具体普遍性的一个方面。相反，齐泽克将德勒兹的“自在的差异”及其通过新事物的重复而实现的自我差异化，呈现为黑格尔辩证差异的等价物：一种概念上的差异，它将新事物还原为偶然现象的特殊性，这些现象在思辨思维中找到了其概念意义。因此，齐泽克论证说，黑格尔已经预见到了德勒兹对差异哲学的贡献。照此看来，德勒兹的差异将是对同一性的重复，作为一种思考新事物的尝试——新事物将掩盖旧事物。

齐泽克试图“扬弃”德勒兹差异的另一个含义是，可以在德勒兹的纯粹差异与埃内斯托·拉克劳（Ernesto Laclau）的对抗概念之间建立相似性。齐泽克认为，对于性差异和阶级斗争等“对抗”，与标准的差异逻辑和等价逻辑相反：“裂缝是首要的……首先不存在两极的‘原始’二元性，只有太一固有的裂隙”（the fissure is primary [] there is no primordial duality of poles in the first place, only the inherent gap of the One）（Žižek 2004, 65）。因此，齐泽克将德勒兹关于一个元素与其位置之间的最小差异，等同于拉克劳将差异理解为对抗之建构要素的观点。然而，在此过程中，齐泽克将德勒兹的差异重新解释为一个黑格尔式的概念，即可以转化为普遍性、特殊性和个别性的黑格尔三元组：

“‘最小差异’是普遍性与直接代表这种普遍性的‘多余’特殊性之间的差异，这种悖论性的特殊性，恰恰因为它在普遍性结构中没有位置，从而直接赋予了普遍性以实体。”（The minimal difference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universal and the surnumerary particular which directly stands in for this universal, the paradoxical particular that, precisely insofar as it has no place within the structure of the universal, directly gives body to universality.）（Žižek 2004, 65–66）

因此，齐泽克将德勒兹的差异解释为“奇异的普遍性”（singular universal）（Žižek 2004, 66）或太一本身固有的激进对抗。他将其理解为有机整体（为每个部分分配其应有位置）与体现在“奇异的普遍性”中的整体（在整体内部没有自身位置的悖论性部分，它体现了普遍性核心的对抗）之间的裂痕（参见 Žižek 2004, 66）。此外，整体本体论结构中的这种裂痕具有直接的政治意义：“这是作为等级结构的社会与被排斥者（平民、第三等级、异见人士）所代表的社会之间的裂痕”（It is the rift between Society as the hierarchical structure and Society for which the excluded (demos, the third estate, dissidents) stand）（Žižek 2004, 66）。

然而，在这一点上出现了另一个困难。这种将差异解释为“奇异的普遍性”的做法，明显不同于齐泽克早先对德勒兹最小差异的解释，即它恰恰不是不同特殊事物之间的差异，甚至也不是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的差异。德勒兹的“自在的差异”在其他地方被齐泽克理解为一个元素与其位置之间的差异。

然而，现在齐泽克跟随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将其解释为一种纯粹的差异，铭刻在潜在的太一或纯粹多重性的背景虚空之中。与巴迪欧的解读相一致，齐泽克由此将德勒兹转变为一个思考内在太一的思想家，而不是思考“自在的差异”的思想家。这一步构成了齐泽克解读德勒兹的本体论背景。作为纯粹意义-事件的生成与作为生成流动的生成之间的二元论，重复了奇点的分子流动与纯粹内在性之不可动摇的太一之间的二元论。因此，跟随巴迪欧，齐泽克断言，德勒兹最激进的维度存在于将内在性思考为分裂的太一之中，而不是在德勒兹-加塔利式的分子生成流动中。

齐泽克从这种对德勒兹差异的重新解释中得出的另一个结论是，他指责德勒兹误解了黑格尔的主体概念。齐泽克认为，在黑格尔的思想中，“主体”只是虚空或激进否定性的名称，它从内部使实体分裂。因此，随着主体性的出现，太一的虚空被设定为自为。借此，潜在性闯入了现实性的秩序。

紧接着，齐泽克批评说，德勒兹未能将差异理解为具体普遍性，理解为内在太一的分裂，这导致了他对黑格尔主体的还原论解读。齐泽克认为，德勒兹仍然将黑格尔的主体理解为实体，理解为“一个过程的自我同一的基础/根据”（the self-identical foundation/ground of a process）（Žižek 2004, 72），而尚未将其理解为激进否定性或纯粹潜在性的空洞的、非实体的主体。换言之：德勒兹的思想可以被视为对黑格尔与斯宾诺莎关于实体与主体之争的（富有成效的）重复。根据齐泽克的解释，这显示了德勒兹未能理解黑格尔将主体性作为否定性的理论的激进维度。齐泽克认为，黑格尔的主体逃避了“非个人强度与积极的自我同一实体之间的对立”（the opposition of impersonal intensities and positive self-identical entities）（Žižek 2004, 72）。像齐泽克指责德勒兹那样，停留在这种对立的概念逻辑中，意味着要么不加批判地肯定现实性的积极秩序，要么通过退行性地倒退入去主体化的妄想来否定现实性。

德勒兹、齐泽克与“新事物”的政治

这种对德勒兹关于黑格尔主体之描述的批判具有直接的政治含义。齐泽克在本书题为“政治：为文化大革命辩护”的最后一部分中对此进行了探讨。在那里，他重新解释了让-雅克·勒塞尔克尔（Jean-Jacques Lecercle）关于一个困惑的雅皮士在巴黎地铁里阅读德勒兹和加塔利的《什么是哲学？》的轶事。如果这个雅皮士经历的与其说是惊愕和恐慌，不如说是一种充满快感的认同呢？如果德勒兹关于非个人情感、前主体强度和机器生成的修辞，刺激了与市场营销、网络性爱和后现代商品拜物教的兴奋联系呢？如果德勒兹-加塔利关于抵抗全球资本主义需要分子生成的微观政治的主张，与新自由主义的解域化和去主体化特征相吻合呢？

齐泽克对德勒兹本体论的批判针对的是“德勒兹主义的那些方面，它们虽然伪装成激进的时髦，但实际上将德勒兹变成了当今‘数字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代言人”（those aspects of Deleuzianism that, while masquerading as radical chic, effectively transform Deleuze into an ideologist of todays digital capitalism）（Žižek 2004, xii）。通过刻意不认真对待德勒兹和加塔利在《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中对资本主义的批判，齐泽克指出了德勒兹和加塔利的情感“微观政治”所陷入的真正死胡同。布莱恩·马苏米（Brian Massumi）以情感解域化的名义，恰当地阐述了德勒兹对全球资本主义批判所面临的这一挑战：

“资本主义开始强化或多样化情感，但仅仅是为了榨取剩余价值。它劫持情感以强化利润潜力。它字面上使情感增殖。剩余价值生产的资本主义逻辑开始接管关系领域，这也是政治生态学的领域，是抵抗同一性和可预测路径的伦理领域。这非常令人不安和困惑，因为在我看来，资本主义权力的动力与抵抗的动力之间似乎出现了一种趋同。”（Capitalism starts intensifying or diversifying affect, but only in order to extract surplus-value. It hijacks affect in order to intensify profit potential. It literally valorises affect. The capitalist logic of surplus-value production starts to take over the relational field that is also the domain of political ecology, the ethical field of resistance to identity and predictable paths. Its very troubling and confusing, because it seems to me that theres been a kind of convergence between the dynamic of capitalist power and the dynamic of resistance.）（Massumi 2002, 224，引自 Žižek 2004, 185）

对齐泽克而言，资本构成了我们历史时代无所不包的具体普遍性（见第87章）。尽管资本是一种特定的历史形态，但齐泽克仍然认为：“[资本]过度决定了所有替代形态以及社会生活的所有非经济阶层”（[Capital] overdetermines all alternative formations as well as all non-economic strata of social life）（Žižek 2004, 185）。事实上，齐泽克认为，当代新自由主义经济远非如娜奥米·克莱恩（Naomi Klein）所描述的那样：“在各个层面上都偏向于集中化、巩固化、同质化……一场针对多样性发动的战争”（biased at every level towards centralization, consolidation, homogenisation [] a war waged against diversity）（Žižek 2004, 185）。相反，当今的全球资本主义正是赖以生存于那种解域化的动力，而克莱恩以及德勒兹和加塔利的一些追随者却将这种动力视为分子层面抵抗全球系统的源泉。

对齐泽克而言，分子生成、非个人情感以及其他德勒兹式修辞融入全球资本主义的动力之中，意味着我们不能再将它们作为（新浪漫主义的）反资本主义批判的一部分来援引。因此，在此背景下，齐泽克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人们应该……放弃将不稳定的情感生产力作为革命活动之原欲支撑的观念”（one should [] renounce the very notion of erratic affective productivity as the libidinal support of revolutionary activity）（Žižek 2004, 185）。

与此相对，齐泽克主张回归一种“具体普遍性”的政治。他将其理解为一种将“无份之份”（Anteil der Anteilosen，朗西埃语）作为解放努力之出发点的政治，这些“无份之份”被排斥在社会整体之外，在其中没有合法的位置。这个被排斥的元素要求正义，即“平等自由”（Egaliberté，巴里巴尔语），从而以激进普遍性的名义改变现有秩序的坐标。此外，齐泽克还批判了文化承认的后现代政治和多元文化自由主义，它们默许了全球资本主义的不可质疑性和不可改变性。作为对这种批判的回应，人们可能会指出斯宾诺莎-德勒兹对哈特和奈格里的 Empire（《帝国》）的影响。这两位作者在书中主张一种异质群体的多元集合，这些群体通过对全球化的抵抗而联合起来，成为政治抵抗的源泉。然而，齐泽克认为，这样一种抵抗力量的集合只会反映全球资本主义本身的对抗特征，因为目前尚不清楚，如果这样的诸众能够夺取权力，它在实践中将如何运作。当被问及具体的政治建议时，哈特和奈格里提出了对全球公民身份的要求、获得社会工资的权利以及重新占有信息-通信生产资料（社会财产）的权利。然而，齐泽克批评说，这种以权利语言表达的要求总是已经预设了一个法律和国家机器，而这正是哈特和奈格里在其他方面所拒绝的。

同时，齐泽克自己似乎也无法提出比哈特和奈格里更好的抵抗全球资本主义的策略。拉克劳对齐泽克提出了类似的批评，他指出，尽管齐泽克的具体政治建议与大多数社会民主主义理论家的建议一致，但他的列宁主义-毛主义修辞（如在 Organs without Bodies 的最后部分）却陷入了乌托邦式的姿态。齐泽克只有通过无视德勒兹和加塔利在理论上把握解域化全球资本主义之模糊性的尝试，才能沉迷于这些“歇斯底里”的挑衅。因此，齐泽克自己在书的结尾承认：“那么，我们如何去革命一个其原则本身就是不断自我革命的秩序呢？也许，这就是今天的问题”（How, then, are we to revolutionize an order whose very principle is constant self-revolutionizing? Perhaps, this is the question today）（Žižek 2004, 213）。这正是驱动 Organs without Bodies 的问题。最终，无论是齐泽克对德勒兹的批判，还是他关于当代科学（认知科学）、艺术（电影）和政治（为激进的“文化大革命”辩护）之交集的异质性变奏，都没有令人满意地回答这个问题。

德勒兹和齐泽克都在努力应对同样关键的哲学和政治任务：在全球资本主义模糊的解域化动力中，寻找思考新事物的方法——从而寻找政治抵抗和社会转型的可能性。

Notes


[1]: 麦考瑞大学，悉尼，澳大利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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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泽克的文本《最崇高的癔症患者》于1988年首次以法语出版，三年后出版德语版，2008年出版了扩充版，本文引用的是2015年的版本。因此，这是他在斯洛文尼亚之外的第一部重要出版物。然而，这本书不仅因时间原因在齐泽克的作品中占据核心地位，而且具有系统性的特殊地位，因为他在这里首次发展了他的黑格尔解读，这构成了他后来创作的理论基础。这种解读的基础是从雅克·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视角来阐释黑格尔的哲学，同时他试图明确地与“‘泛逻辑主义’黑格尔的形象”（Žižek 2015, 16）划清界限。齐泽克试图表明，一方面，精神分析的理论概念在黑格尔的作品中先于其时代（avant la lettre）得到了表达；另一方面，从这个视角来看，黑格尔的思想被精神分析理论追溯性地照亮了（参见 Žižek 2015, 18）。反过来，通过齐泽克的解释，拉康作品中迄今为止被理解为“非黑格尔式”的方面也以新的方式呈现出来（参见 Žižek 2015, 17–18）。因此，齐泽克的方法的特点是黑格尔和拉康之间富有成效的释经学互动，使两者都在新的光芒下显现。

由于齐泽克独特的、随笔式联想的写作风格，《最崇高的癔症患者》并没有遵循经典的论证过程。相反，这位德国唯心主义者全部作品中相互关联的不同主题被交替地以拉康的方式加以阐释。因此，以下重构的目标将特别参考黑格尔的“绝对知识”概念，齐泽克将其作为其论述的消失点。为此目的所讨论的文本段落的选择，取决于它们对理解齐泽克整体理论项目的相关性。

意指与概念

首先需要澄清齐泽克如何解释黑格尔在“理性”（Vernunft）和“知性”（Verstand）之间的区分。他批评了这样一种解读，即认为“知性抽象地运作，将对象的全部丰富性包摄在一个特殊的规定之下[]而[理性的]辩证途径应该补偿我们这种[丰富性的]丧失”（Žižek 2015, 28）。与此相反，齐泽克主张一种理解，即理性的绝对性不应被理解为一种——既包含知性内部又包含知性外部的——包容性：“向理性的过渡从知性中[]减去了一些东西（存在于其形式之外的对象的幽灵），也就是说，它将其还原为其形式程序”（Žižek 2015, 27）。因此，齐泽克的观点是，在理性中，知性的根本错误被克服了，即在知性思维的形式抽象之外假设一个原始的多样性（参见 Žižek 2015, 28–29）。这种理解构成了他解释推动辩证过程的矛盾的基础：推动辩证法的不是命题的知性内部普遍性与知性外部真理之间的对立，而是命题的普遍性与其具体内容之间的知性内部差异（参见 Žižek 2015, 29）。齐泽克将这种对立解释为“主体‘想说的’、‘意谓的’东西与它‘实际说的’东西之间的差异”（Žižek 2015, 31）。

根据齐泽克的说法，这种差异对应于拉康术语中“意义”（Bedeutung）和“意指”（Signifikanz）之间的区分（参见 Žižek 2015, 31）。继费迪南·德·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之后，拉康将语言符号理解为两个层面的相互作用：物质意义载体（能指）层面和由其表达的意义内容（所指）层面（参见 Saussure 2011, 66–67）。拉康在此拒绝了能指与所指之间存在表征关系的观点。相反，他强调能指在没有直接指向所指的情况下，处于相互指涉的关系中（参见 Lacan 2019, 588）。在此背景下，“意义”应被理解为“能指链”的涌现现象，这是一个差异网络，其中能指通过与其他能指的否定性区分来界定自身。然而，在能指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意义的建构同时作为“副产品”产生了每种语言表达的基本多义性（参见 Lacan 2019, 597）。拉康将能指链建构意义的这种过度生产的维度称为“意指”（参见 Lacan 2019, 610 脚注 20）。

从意义和意指之间的这种差异出发，齐泽克解释了“自为”（Fürsich）和“自在”（Ansich）环节之间的关系。齐泽克在此与将从自为向自在的过渡理解为“从表面的、欺骗性的外观向自在的彼岸的过渡”的观点保持距离：“这更多的是一种经验，即对意识而言外在于真理的道路[]本身就已经就是真理”（Žižek 2015, 37）。在拉康的术语中，这意味着对主体而言，其言语的真理似乎在于其意欲表达的东西，即意义，这是其交流媒介的外部。然而，通过辩证过程，被认为外在于真理的、表达意欲之物的语言形式，即意指，本身就显现为所说之物自在的真理（参见 Žižek 2015, 37）。

通过这种方式，齐泽克也理解了黑格尔理论语境中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意识的全部错误在于没有注意到，它认为外在于对象的程序，本身就已经就是对象。[]辩证过程某个环节的真理就是它自己的形式，也就是说，形式程序，意识达到它的途径”（Žižek 2015, 37–38）。根据齐泽克的说法，黑格尔对形式的理解的特别之处在于，意识将内容设定为其认知追求的幻象目标，置于一种被认为是欺骗性形式的边界之外。精神的辩证进步恰恰在于颠覆这种外观与存在的关系，从而将假定的本质主义内容识别为一种掩盖了被认为是欺骗性形式之真理的错觉（参见 Žižek 2015, 38）。对齐泽克来说，由此得出“向对象的‘真理’的辩证过渡[]导致了对其丧失的经验：对象，其僵硬的给定性，消融在‘中介’、形式程序的网络中”（Žižek 2015, 38）。在这方面，齐泽克赋予黑格尔的对象与概念之间的关系一种“根本的不对称特征”（Žižek 2015, 39），因为根据齐泽克的说法，黑格尔“用（主观的）意谓、对象及其不与意谓重合的概念组成的三角形，取代了‘认知’、‘思维’和‘对象’的二元关系”（Žižek 2015, 39）。根据齐泽克的解读，对象，即内容，应被理解为意谓意识自为的真理，而概念，即意谓的形式，代表了意谓意识自在的真理。因此，对意识而言，作为认知追求目标的对象是意识自在真理的外化形式，而这种真理实际上存在于这种追求的形式中（参见 Žižek 2015, 39）。如果意识在辩证过程的推进中意识到了这个真理，对象作为真理外部来源的虚构就会消失。因此，对齐泽克来说，“对象与其概念的相遇[]是一次错失的相遇：对象永远无法与其概念相一致，因为它的存在、它的构成本身，就取决于这种不一致”（Žižek 2015, 39）。

能指的逻辑与辩证法

如前所述，对齐泽克而言，“黑格尔批判‘朴素’认识论的核心动机[]是指责它将认识过程理解为一种发现的模式，一种侵入预先已给定领域的模式”（Žižek 2015, 42）。根据齐泽克的说法，黑格尔的认识过程概念的特点是两个最初看似矛盾的特征的悖论性交织（参见 Žižek 2015, 42）。一方面，认识具有“述行”（performativ）维度，因为认识行为构成了认识对象的形式（参见 Žižek 2015, 42–43）。另一方面，认识过程具有“追溯”（retroaktiv）维度，因为认识行为仅限于通过视角的转换来认识到人们总是已经拥有了真理，因为这对应于与认识对象本身的关系（参见 Žižek 2015, 43–44）。齐泽克将这两个方面的相互作用称为“追溯的述行性”（retroaktive Performativität）。他用著名的谷堆悖论来说明这个概念：一堆随机聚集的沙粒，正是因为在述行的言语行为中被规定为“一堆”，才成为“一堆”。然而，在这个象征性姿态之后，被指称的沙粒聚集追溯性地总是已经成为“一堆”了（参见 Žižek 2015, 45）。

根据齐泽克的说法，刚刚描述的黑格尔辩证法的追溯-述行维度对应于拉康的能指链逻辑（参见 Žižek 2015, 45）。拉康并不像他借用该区分的索绪尔那样，将能指和所指的关系理解为“所指的线性推进[]平行于能指的线性连接”（Žižek 2015, 238）。相反，齐泽克指出，拉康强调能指在没有确定意义的情况下保持自由，直到一个偶然的能指追溯性地将能指链和所指“缝合”在一起（参见 Žižek 2015, 238–239）。这种固定的点被拉康根据其作用隐喻性地称为“缝合点”（Stepppunkt / point de capiton）。由于这种方式给能指的自由运动带来了秩序，齐泽克将“‘缝合点’描述为历时性能指链中同步代码的[]位置”（Žižek 2015, 242）。承担缝合点作用的本身偶然的能指，被拉康称为“主人能指”（Herrensignifikant）。齐泽克用“自由”等概念说明了其运作方式，这些概念需要一个主人能指来追溯性地确定其意义，例如作为“工人的共产主义自由”或“市场的自由主义自由”（参见 Žižek 2015, 239–240）。然而，说话的主体并没有意识到这种“追溯性意义生产的根本偶然过程”（Žižek 2015, 241）的本质。根据齐泽克的说法，这与意义生产总是伴随着“移情”（Übertragung）的心理过程有关，通过这种过程，维持了这样一种错觉：追溯性建构的意义总是已经存在于对象的本质中（参见 Žižek 2015, 240）。这是必要的，因为主体连贯的世界关联取决于它所使用的语言在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方面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这种构成拉康能指理论基础的逻辑，构成了齐泽克解释黑格尔辩证法的出发点（参见 Žižek 2015, 45）。齐泽克主张“完全抛弃对黑格尔过程的经典理解，根据这种理解，人们首先有一个积极的起点，即正题，然后是反题，即分裂，正题转化为反题，最后，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正题重新包含反题”（Žižek 2015, 119）。相反，合题应被理解为在内容上而非形式上与反题相同（参见 Žižek 2015, 120）。正如拉康的洞见（合题）在于认识到能指链的偶然性不是意义建构（正题）的障碍（反题），而是其真正的基础一样，齐泽克将从反题到合题的辩证进步理解为“追溯性地确定答案可以在最初只有问题的地方找到，[解决方案]已经就是表现为走投无路的东西：通过黑格尔的述行，处于危险中的赌注事后变成了它总是已经存在的东西”（Žižek 2015, 46）。根据齐泽克的说法，只要人们将合题理解为正题和反题之间的妥协，就没有克服反题的环节（参见 Žižek 2015, 120）。因此，齐泽克也批判性地与那些将辩证过程理解为向日益显现的“真理”渐进发展的解读划清界限（参见 Žižek 2015, 118）。相反，齐泽克认为，“在某种意义上[]在辩证过程中‘什么也没有’发生，从一个阶段到下一个阶段的过渡总是包含着‘已经是这样了’的逻辑”（Žižek 2015, 120）。齐泽克用黑格尔的主客体关系来说明他乍一看令人惊讶的论断：“他没有克服毫无生气的客观性的障碍，[]整个黑格尔的操作还原为追溯性地确定障碍根本不是障碍，表现为主体化运动的‘障碍’的东西，实际上是其积极的条件”（Žižek 2015, 122）。

幻象与现象

遵循类似的逻辑，拉康的精神分析将主体理解为具有一种建构性的“障碍”，这种障碍源于主体与语言以及能指链的关系。拉康在此语境中谈到了一种“分裂[]主体之所以遭受这种分裂，是因为它只有在说话时才是主体”（Lacan 2015a, 132）。主体总是已经被能指像一根“横杠”（barre）一样穿透，其结果是，作为总是已经分裂的主体，它永远无法对自己完全透明（参见 Lacan 2015b, 201–202）。如前所述，拉康不仅将主体理解为“匮乏的”，而且能指链的意义也只有通过“无意义的”主人能指的追溯作用才能建构起来。因此，主体面对的是作为其大他者的意义结构原则的内在“非理性”。齐泽克认为，如果不是这样，主体将完全被能指秩序所决定，从而最终被剥夺任何“主体性”（参见 Žižek 2015, 170）。虽然在拉康那里，主体应被理解为意指的效应，但这种建构性的分裂是作为一种“错失”发生的：“主体仅仅是其能指铭刻的不可能性，它是其能指表征失败的追溯效应”（Žižek 2015, 96）。这种建构性失败的另一面是，相对于能指的追溯性意义建构，主体总是处于不充分决定的状态，因此总是面临关于其自身意义的开放性问题（参见 Žižek 2015, 253）。拉康用意大利语问题“Che vuoi?”来描述人类存在的这种基本经验，可以翻译为“你（从我这里）想要什么？”（参见 Lacan 2015c, 353）。因此，主体总是面临一个由于其自身起源的环境而永远无法最终回答的问题。在此背景下，主体通过与大他者中的匮乏建立相关关系，建立了一种间接的、跨越建构性错失的与大他者的联系（参见 Žižek 2015, 170–171）。大他者中的这个参照点被拉康称为“对象a”（Objekt a）或“欲望原因对象”。对象a在拉康的“幻象”（Phantasma）概念中扮演着核心角色，幻象作为对先验无法回答的问题“Che vuoi?”的补充性回答（参见 Žižek 2015, 260）。幻象是“在能指结构中发挥作用的图像”（Lacan 2015a, 135），是主体对能指链不完全的意义决定（被解释为隐藏）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的想象。在作为大他者秘密的形式中，主体将其自身的匮乏外化，作为对“Che vuoi?”问题的回答。对象a代表了这个隐藏在“面纱”背后的虚构真理。根据齐泽克的说法，由于幻象允许我们推测大他者希望我们成为谁或什么，它也作为一种防御机制，抵御与我们存在字面上的“无意义”的创伤性遭遇（参见 Žižek 2015, 260）。面对大他者神秘的沉默，通过幻象，这种无意义变成了一种虽然神秘但仍然“有意义”的存在：“幻象作为‘绝对意义’（拉康语）发挥作用，它构成了我们将世界感知为稳定和有意义的框架，即个别意指效应发生于其中的先验空间”（Žižek 2015, 267）。

在拉康幻象理论的这一特定背景下，齐泽克现在解释了黑格尔那里现象与真理的关系。齐泽克在此接续了黑格尔的论点，即“超感官世界[]就是作为现象的现象”（Hegel 1986a, 118）。齐泽克将其理解为，根据黑格尔的观点，现象掩盖了在其背后并没有实质性的隐藏物，即超感官事物（参见 Žižek 2015, 139）。对齐泽克来说，任何试图看穿现象“背后”的尝试本身都是反思性的，因为主体在那里只能发现其自身的不充分决定性，作为“虚幻”现象本身可能性的条件。即使在现象的真理被“揭示”之后，这个空位依然存在，因为根据齐泽克的说法，主体无非就是这种根本的否定性（参见 Žižek 2015, 139）。在与对象的关系中，“主体[]是虚无，是帷幕背后的空位，而对象是填补这个空位的毫无生气的、不可辩证化的内容。主体的全部实存都是由填补其空虚的幻象对象赋予的”（Žižek 2015, 140）。根据齐泽克的说法，因此我们不是通过对现象背后实质性真理的先验经验来克服现象界，而是通过认识到永远不可能有这样一种积极的经验，超感官事物本身只是一种虚幻的现象（参见 Žižek 2015, 148）。

黑格尔关于现象背后真理的现象性特征的这一洞见，在拉康那里找到了其对应物，即拉康所说的精神分析治疗结束的标志：“穿越幻象”（Durchqueren des Phantasmas）。意识到现象现实的幻象结构，并没有将主体引向其本质核心，而是让主体面对这样一个事实：正是主体自身通过其与对象a的关系，才将这种现实建构为充满隐藏真理的现实。根据齐泽克的说法，当“分析者放弃填补大他者中的空虚、匮乏时”（Žižek 2015, 261），幻象就被穿越了。

穿越幻象与绝对知识

在迄今为止所阐述的基础上，可以推断出齐泽克对黑格尔“绝对知识”概念的解释。在黑格尔的批评者中，一种广泛流传的解读认为绝对知识是试图驯服辩证法内在否定力量的失败尝试，与此相反，齐泽克认为，拉康式的解释能够揭示该概念迄今被忽视的颠覆性潜力（参见 Žižek 2015, 233）。

如前所述，拉康的幻象应被理解为一种被避开的创伤性遭遇，这是通过将主体自身的匮乏外化为大他者不可企及的特殊性的积极形式来实现的。齐泽克将认识到这种外化运动等同于向绝对知识的过渡。根据齐泽克的说法，这种辩证的进步并不意味着以匮乏的否定形式或以大他者的积极形式来“驯服”否定性：“主体在异化实体中的重新认同并不旨在‘占有’其内容，[]相反，它在自身的匮乏中认识到大他者中[]匮乏的效应，它在自身与实体的分离中认识到实体本身最深处的分裂、裂开的效应”（Žižek 2015, 233–234）。齐泽克在黑格尔关于古埃及艺术的论述语境中解释了主体与大他者中匮乏的这种相遇：“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从埃及艺术品中看到，它们包含着谜团，对于这些谜团，不仅我们，而且最主要的是那些向自己提出这些谜团的人，都无法正确破译。”（Hegel 1986b, 465）。虽然我们的幻象目光使埃及人看起来似乎拥有“最后一块拼图”，其缺失阻碍了我们对他们文化的完全理解，但齐泽克对黑格尔的解释表明，我们与这个已消亡的高级文化之间的“异化”，只有通过认识到埃及人自己的文化对他们自己来说也不是绝对透明的，才能被克服（参见 Žižek 2015, 233）。

根据齐泽克的说法，主体与大他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也应作类似的理解，大他者向主体显现为隐藏着一个“最终秘密”。主体通过认识到大他者带有同样的缺陷，克服了它借以将自身匮乏体验为认识能力限制的幻象（参见 Žižek 2015, 235）。在此基础上，齐泽克阐述了他对绝对知识的拉康式解释：“凭借这两种匮乏[主体和大他者的匮乏]的重叠，‘绝对知识’对应于[]体验到对象a外在于大他者中任何理想的时刻，体验到[]埃及人的秘密对埃及人自己来说也是一个秘密”（Žižek 2015, 235）。

对于主体与实体的关系，这意味着黑格尔的名言“实体在它本身就是主体”（Hegel 1986a, 53）应被理解为，实体实际上与主体一样是“匮乏的”（参见 Žižek 2015, 96–97）。为了一方面避免面对自身的否定性，另一方面能够互动地关联到一个积极的现实，主体因此依赖于对充满漏洞的实体进行幻象式的“填补”，其形式是将自身的匮乏外化为实体不可接近的“秘密”：“真理的领域本身在结构上就是匮乏的[]，正是真理最深处的这种空虚被建构现实的幻象所填补。因此，幻象不是掩盖真理的‘错觉’，而是一种‘错觉’[]，它通过填补真理领域中的匮乏来掩盖这种匮乏”（Žižek 2015, 236）。

对我们正常的与“现实”的“关系”的这种“隐藏的史前史”（Žižek 2015, 200）的洞见，构成了齐泽克在《最崇高的癔症患者》中所阐述的对黑格尔思想的拉康式解释的核心。

Notes


[1]: 慕尼黑哲学学院，德国慕尼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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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泽克的《逗留于否定性》（Žižek 1994）作为一部独立著作，构成了德文版《精神分析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第二卷。该书分为四章，其中题为“只有造成创伤的矛才能治愈它”的最后一章，在将两卷合订出版的2015年最新版本中已不再收录（Žižek 2015）。这本书既不符合学术界探讨德国唯心主义的趋势，也不符合拉康派精神分析当前主要偏向临床的理论建构。然而，齐泽克成功地表明，这两个领域可以进行富有成效的对话；并且在康德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理论中——他们在各自的著作中从认识论批判和实践层面深入探讨了自我意识的主题——就已经蕴含了无意识的契机与结构，这些契机与结构可以结合拉康的分裂主体（见第95章）作进一步的思考。

齐泽克认为，有必要反抗当代哲学相对主义和诡辩论的印记，完成一种新的“奠基姿态”，从而与后现代话语拉开距离（见第4章）。为此，他以拉康的思想为出发点，将其“理论装置[……]投入运转”（Žižek 1994, 9），以对实证的知识观及随之而来的世界解释提出全面的批判。德国唯心主义与拉康派精神分析的结合，不仅生成了文化和政治诊断的重要概念，还构成了齐泽克重新阐释主体及其“政治力量”的出发点，正如他在《主体的诡计》（Žižek 2001）中所阐述并在后续著作中继续探讨的那样。以下对这部早期著作的论述，将展示齐泽克关于德国唯心主义与拉康派精神分析之间关系的一些论点。

康德或必然的幻象

尽管齐泽克高度评价康德的先验革命——他在这里想到的是康德对认识论和道德有限性的阐述等——但他认为，我们必须在此基础上再向前迈出一步，“完全承担起康德立场中的不一致性”（Žižek 1994, 186），并在黑格尔的否定性思想和拉康的精神分析框架内对其进行重新探讨。在此背景下，齐泽克的主要关注点在于主体的先验地位。第一个参照点是康德的先验理念（灵魂、世界、上帝），更确切地说，是它们在概念与判断（知性与直观）相互作用中的调节功能。这种具有系统架构意义的相互作用，被康德在“先验辩证论”中进行了描述。

康德划定了可能经验的界限，指出仅凭知性范畴是不可能推导出存在的总体性的。但同时，康德也阐明，任何经验空间总是由特定的知识形式所塑造的：这正是其方法的“批判”层面所在，而黑格尔——尤其是在《精神现象学》中——进一步将其推向极致，把关于经验条件的问题与关于文化（社会性）条件的问题结合起来。因此，黑格尔并没有简单地先验预设这些条件，而是恰恰展示了它们之间的相互指涉与发展。顺便提一下，吉尔·德勒兹在阐述“先验经验主义”时也遵循了这一思路，尽管其前提与黑格尔完全不同（参见 Žižek 2005）。

齐泽克在康德的诉求中看到了他试图与之衔接的两个决定性契机。第一个考量涉及与先验理念相关的“现实”地位：齐泽克将其解释为，任何关于世界的实证知识观都以一种必然的误认契机为基础，也就是说，主体通达世界的途径是通过先验理性理念的调节功能来中介的。这创造了“一种现实”，它建立在一种必然的虚构之上。换言之：“现实”从来不只具有纯粹的反映特征，仿佛它意味着一种“自在的真实”。相反，它本身已经是现实分裂为现象领域和本体领域的结果（参见 Žižek 1994, 19）。然而，关键在于，先验理念的功能恰恰在于唤起一种经验总体性的“外观”，仿佛存在一个对所有个体都具有约束力的、自我封闭且一致的现实。

因此，“现实”将是（或表现为）某种既定的、不可质疑的东西。这首先是一个涉及意识形态主题的核心思想，齐泽克着眼于拉康关于幻象作为主体欲望支撑的必然性理论，对此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齐泽克在此指出了“现实”的建构性和虚幻性契机，但他并没有落入这样的陷阱：即认为在这种欺骗背后存在一个真实的内核，那才是真正的“现实”（参见 Žižek 2001, 86–87; Žižek 2008, 81–82; Finkelde 2022, 44–55; Braun 2007, 141–146）。

康德的理性理念在这里已经预示了拉康“大他者”（见第70章）功能的一个重要方面，即作为人类思想和行动的虚构且不可质疑的消失点。但齐泽克对此最感兴趣的是，这种虚构对于主体在连贯性塑造和生活规划方面具有建构性作用。因为，如果康德——这里蕴含着第二个重要思想——通过其“先验统觉的空洞主体”理论（Žižek 1994, 61）引入了一种后形而上学的主体性概念（从而提出了一种非实体性的主体概念），而齐泽克认为其激进后果直到黑格尔才被全面阐明（参见 Žižek 1994, 25），那么这就意味着，那个必须能够伴随我所有表象的思考着的X，只具有纯粹的本体地位。这意味着，它不是一个可以从先前的“存在者层次的”关系网络中推导出来，或者“定位在一条‘存在之巨链’中”（Žižek 1994, 22）的经验（或现象）实体。相反，康德所阐述的、从任何“直接性”中被剥离出来的主体——用拉康的话来说——只能具有一种匮乏的地位，因为它作为“思考之物”对自己而言是不可企及的。

这使其暴露在一种无限的欲望运动中，而根据拉康的观点，这种运动总是通过“大他者”的形象来进行。对拉康而言，主体的任何认识关联也总是一种欲望关联，它是通过幻象（见第91章）来中介的。幻象作为主体“存在”的支撑，掩盖了主体自身的匮乏以及他者的匮乏。这促使齐泽克不仅在康德的主体概念中认出了拉康那个无法自我表征的分裂主体，而且他还将“自在之物”视为“被划杠的他者”的预先表述，确切地说，是在康德设定了一个本体的、即主体无法触及的领域的地方。这也可以在涉及他者的“实在维度”及其享乐方面得到证明。因此，康德的“自在之物”不能仅仅被解释为我们可能经验的背景（作为边界概念），而应被解释为现实本身的空白点。

齐泽克认为，康德和拉康的精神分析表明，“现实”始终是一件脆弱的事情，随时可能被摧毁（参见 Žižek 1991, 38）。由此也可以理解齐泽克的基本假设，即主体（在存在上）的匮乏与那种使现象世界无法成为一切的匮乏是相关的。因此，不存在纯粹客观的现实。主体应被理解为存在之网中的裂缝——这一主题在齐泽克的众多著作中都有所体现（参见 Žižek 1994, 44; Žižek 2001; Žižek 2006; Žižek 2014; Sharpe 2008, 10–11.; Finkelde 2013, 120–130）。

齐泽克远没有仅仅将康德视为一个只关心主体的认识论意义及其判断逻辑上的世界关联（即传统上表征近代主体的实证知识形式）的代表人物，而是将他视为第一位在否定性中思考主体，并描述了幻象作为该主体支撑功能的哲学家。齐泽克将处于否定性中的主体理解为类似于拉康的无意识主体。他试图结合黑格尔来阐明这一点，正如以下论述将要表明的那样。

实体即主体

当齐泽克特别引用黑格尔的思辨命题（参见 Žižek 1994, 42–54），即“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不仅把真实的东西或真理理解和表述为实体，而且同样理解和表述为主体”（Hegel 1988, 14）时，他首先想要驳斥一种普遍的假设，即认为黑格尔是一个封闭系统和总体性的思想家。

相反，必须揭示黑格尔对开放性的关注，以及对在人（主体）和存在（实体、客体世界）中退隐的契机（否定性）的关注。在这种程度上将实体理解为主体，是实现这一点的必要前提。因为正如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所描绘的，意识在追求知识的道路上，引导主体穿过绝望的时刻，到达一个转折点，在这一点上，它必须认识到，呈现在它面前的客体世界本身就是由它的知识诉求或知识形式所塑造的。因此，既不存在可以对其进行判断（在康德知性范畴意义上）的轮廓分明的客体，也不存在一个隐藏在这些现象背后的世界。相反，黑格尔指出了随之而来的丧失体验，这表明主体和实体（在现有或实际情况的意义上）都具有匮乏（否定性）的特征。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的“序言”中对此说道：“如果这种否定性首先表现为自我与其对象的不等同，那么它同样也是实体与其自身的不等同。似乎在它之外发生、似乎是反对它的活动，其实是它自己的行动，它本质上表明自己是主体”（Hegel 1988, 28）。意识体验到，它自身和世界都被否定性所支配，这意味着它无法在其中为自己找到一个固定的位置（参见 Žižek 2014, 521–531; Heil 2010, 51–54）。

从拉康的视角来看，关于否定性的经验可以结合无意识作进一步的思考。与康德的“规划”类似，拉康的精神分析处于形而上学批判的传统之中，并（借鉴结构主义）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只有在由能指中介的指涉和意义关联中，才能谈论“现实”。意义是通过对立的形成而产生的，也就是说，不存在对“世界”的直接触及。世界总是已经被语言所中介。因此，思维与存在的完全关联是不可能的——这一思想对黑格尔来说同样至关重要。

根据拉康的观点，主体是通过进入语言及其指涉关联（作为能指网络的象征秩序）而建构的，其结果是它没有嵌入到一种直接的世界关联中；拉康也将这一过程描述为象征阉割。融入象征秩序后，主体应被理解为在能指之间的滑动，因为一个能指仅仅是为另一个能指代表主体（参见 Lacan 2015, 357），这导致它缺乏一个作为其基础的实体。由于主体没有直接的指涉同一性，它被驱使着去对（大）他者——作为象征秩序（及其社会政治制度）的担保人出现——的各种召唤进行定位，以生成一种自我关系。（象征）结构的异质性使得主体只能通过一种辩证运动，以异化的方式达到自身。这促使拉康遵循弗洛伊德的基本认识，将无意识（这个“另一个舞台”）理解为不是一个内在亲密的，而是一个外在亲密的（extim）场所。

因为象征秩序先于主体存在，并且主体在进入其指涉关联时经历了一种（建构性的）异化，所以它也总是处于一种潜在的癔症位置。因为它既不完全知道自己是什么，也不知道他者实际上想从它这里得到什么；这正是拉康无意识主体的爆炸性所在。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让不同的意识形态出场时，也指出了一个类似的契机。这些意识形态应被理解为各自（历史的）知识概念的表达，并阐明了意识各自的知识关联——即某种（已经）确定的东西是如何被当作知识的。然而，根据黑格尔的观点，意识在其道路的起点（在《精神现象学》中）还不知道，它自己的自在自为存在以及他者的自在自为存在，总是已经被设定好的存在（Hegel 1988; 参见 Žižek 2015, 191–193; Appel und Eleven 2023）。因为在每一种意识形态的背景下，都在发生着一个过程，迫使意识放弃其迄今为止被认为是不可逾越的关于自身和世界的观念。

黑格尔将此概括为这样一个思想：主体不应被理解为一个实体性的自我，因为它的所有意识内容都已经通过他者被中介了，因此他者应被理解为主体分裂的场所（参见 Žižek 1994, 44）。不存在一个现成的基质或本体论上的一致性，可以让主体一劳永逸地与之关联。然而，可以说存在一种隐含的反思性（参见 Žižek 1998, 42），这也是拉康意义上无意识的特征，尽管这是一种纯粹否定的自我关联。因为黑格尔的自我意识只能被理解为否定的自我关联：对自我的关联不是作为一种既定的甚至实证的东西，而是作为一种退隐且恰恰无法把握的否定性（只有通过并在自我退隐中才能实现自我关联）。因此，黑格尔上面引用的思辨命题——它在齐泽克的哲学中占据核心地位——绝不能被误解为实体仅仅过渡到主体，从而导致运动的停滞。相反，主体应被理解为这种持续的（不安的）过渡（参见 Žižek 2014, 522–523; Finkelde 2022, 92）。拉康在一次研讨班中接近了这一思想，他将主体理解为这样一种东西，其本质属性是定义同一性与差异性的结合——即同时作为距离和关系（参见 Lacan 2023a, 82; Fink 2011, 64–76）。

我思作为空洞的行动

与后现代的理论相反，齐泽克在笛卡尔的“我思”中看到了无意识契机的萌芽（参见 Žižek 2001），这一契机——通过康德、黑格尔和拉康的中介——可以富有成效地为当代思想进行阐释。一方面，笛卡尔的《沉思录》是一个成功的范例，展示了如何用内省的方法克服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两者都是近代思想的核心特征——并将认识追溯到一个可靠的基础。这一计划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认为是成功的，在此无需进一步讨论。但清楚的是，笛卡尔通过将（思考的）主体置于认识过程的中心，克服了怀疑主义的问题。通过这一举措，他为后来现代自然科学所完成的范式转变做好了准备。另一方面——这也是齐泽克兴趣所在——笛卡尔的“我思”证明了哲学史上在康德之前首次尝试思考一个被清空了其“病理学”内容的主体。他通过将这个主体还原为一个脱离了经验纠葛的纯粹形式的行动来做到这一点。

拉康在其学说的关键之处反复探讨了“我思”，他对笛卡尔概念的某些方面提出了质疑，因为在笛卡尔著名的“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的表述中，背景里探讨的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尽管这个陈述句在短暂的瞬间暗示了这两个领域的重叠，但这始终只是一个点状发生的事件，这促使拉康认为，主体必须在思维或存在之间做出选择。拉康远没有仅仅将笛卡尔的主体视为近代科学蓝图的可靠出发点和中介实例——正如海德格尔所说，它将“存在者”聚集到自身（参见 Heidegger 2003, 88）——而是通过这一论断恰恰强调了主体的分裂，他强调主体恰恰不在它思考的地方，即在它思考的地方它并不与自身同一。当主体思考时，它并不获得存在；而一旦它获得存在，它就不再思考（参见 Žižek 1994, 77）。

因此，齐泽克将拉康对“我思”的解读与康德和黑格尔联系起来是正确的。尽管笛卡尔的“我思”已经强调了“我”在思维与存在凝聚力方面的中介功能——这一角色在中世纪还是上帝的专属任务——但直到康德才表明，实际上必须赋予这个“思考的我”何种地位。因为当康德断言纯粹统觉的“我”构成了我们所有表象的相关物时，我们必须明白，与笛卡尔关于它对自己是透明的断言相反，必须说情况恰恰并非如此。

康德的统觉主体恰恰表明，它必然保持不可知——这正是齐泽克对康德的解读试图突出的要点（参见 Sharpe 2008, 5）。主体恰恰只是作为自我而确立，因为思考的自我对它来说保持着不透明——这正是其不确定但开放的契机。拉康的解释也建立在此基础之上，尽管他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参见 Lacan 1996; Lacan 2023a; Lacan 2023b; Finkelde 2013, 85–90; Braun 2007, 55–57）。拉康——齐泽克也赞同这一思路——将无意识呈现为这种不透明性的极端场所：在“我思”的地方——即用康德的话来说，在先验统觉发生的地方——“我不在”。只有在主体不与自身重合的地方，它才真正存在——然而仅仅作为一种纯粹否定的自我关联（没有现象-经验的内容）。这也可以结合黑格尔关于绝对精神的观点作进一步思考。

因此，自我意识的条件恰恰是其自我对自身的不透明性（参见 Zupančič 2016）；齐泽克在指出主体的自我、其自我意识只能在一个（他者的）客体中找到时，强调了这一点；因为它本身只是其自身匮乏的空洞（参见 Žižek 1994, 86–87）。根据拉康的精神分析，这个客体小a（见第89章）应定位在他者的场域中，它既作为欲望的原因，又作为幻象的屏障，保护主体免于面对其自身的空洞（以及他者的空洞）。齐泽克指出，正是康德对笛卡尔“我思”的激进化——在统觉的空洞主体的意义上——清楚地表明，主体“因为它不知道自己是什么”，只能通过（大）他者的形象来生成一种同一性（参见 Žižek 1994, 89）。幻象不仅扮演着为寻找（事后）失去的客体——代表着进入语言时丧失的直接性（享乐）——提供一种直观的角色，而且它还掩盖了主体的匮乏以及他者的匮乏；各种意识形态的提供物在此起到了辅助作用。

当主体体验到自身及其大他者的匮乏时——例如在精神分析治疗中——它就将自己暴露在否定性之中，并且如果它成功的话，就能穿越决定其“存在”的特定幻象。这可以被解释为对自我丧失的承担，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表达了这一点。齐泽克在其后来的著作中生动地阐明了这恰恰也适用于政治层面，并结合行动理论（见第72章）作了进一步的探讨（参见 Žižek 2001; Žižek 2021）。

注释


[1]: 维也纳大学，奥地利维也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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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divisible Remainder 是一部多层次的著作。在这本书中，齐泽克通过德国唯心主义者谢林的著作《世界时代》（Die Weltalter）来阐释其哲学。该文本探讨了上帝为何创造世界的问题，而齐泽克自己的目标是将《世界时代》揭示为“辩证唯物主义的奠基性文本”（Žižek 2007, 37）。因为这部作品的这一特质此前一直被低估了。然而，要从谢林的文本中梳理出辩证唯物主义，就需要刺破该作品的“错误的纯形式外壳” [the formal envelope of error]（Žižek 2007, 6）。齐泽克的论述（借鉴弗洛伊德的区分）旨在重建《世界时代》的潜在内容，这一内容总是已经被显性内容所暗示，但也遭到了扭曲。通过发展出一种对谢林的精神分析式解读，The Indivisible Remainder 证明了自己远不止是一部单纯的释经之作；它代表了齐泽克创作生涯的一个转折点。因为，尽管早期的著作如《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和《与否定停留》同样利用精神分析来重新思考德国唯心主义（特别是康德和黑格尔），但它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破译象征界与实在界之间的认识论关系（见第93章），特别是它们对意识形态批判的相关性（参见 Žižek 2009b, xxix–xxxi, 190–201, 229–263; 1993, 9–44, 122–164 等）。然而，在 The Indivisible Remainder 中，齐泽克首次系统地探讨了象征界在形而上学层面是如何从实在界中产生的，这也是他思辨性工作的主要课题。

让我们首先转向谢林《世界时代》的显性内容，齐泽克试图通过精神分析来揭示其潜在内容——即其被压抑的真理。该文本展现了一项宏大的事业，即描绘宇宙的三个不朽时代：（1）宇宙的过去，在创世之前，上帝存在于其神圣的永恒之中；（2）现在，力量A（代表观念的、精神的原则，即理性和秩序）试图击败力量B（代表实在的、肉体的黑暗原则，即无形的物质）；以及（3）宇宙的未来。它标志着即将到来的乌托邦时代，在这个时代，肉体性收缩的破坏性力量将成为纯粹精神扩张的创造性力量充分表达的被动媒介。在这方面，《世界时代》提供了一种由互补对立面的二元性所构建的宇宙愿景：存在之光——逻各斯、理性和结构的领域——及其黑暗的基底——一个由原始、狂暴能量组成的漩涡，存在之光正是从中汲取其生命实体的。

驱力的宇宙性旋转运动

谢林对上帝为何创造宇宙这一问题的回答既具有挑衅性，又属于异端。正如齐泽克精辟地指出的那样，他主张：“真正的开端并不在开端处”（Žižek 2007, 13）。要理解为什么会存在一个理性和有序的宇宙，我们必须假设，上帝在其完美的永恒中，并没有平静地思考是否应该创造些什么；相反，上帝必定陷入了齐泽克在 The Indivisible Remainder 及其他著作中所描述的“驱力的旋转运动”之中。在这种旋转运动中，力量B试图孕育出力量A。在此过程中，它又退回到自身，并在一个无休止且痛苦的循环中重复着这种旋转运动。

这带来了两个后果：首先，在创世之前的神圣永恒中，上帝并不是一个完全的、有意识的主体。被困在对抗性驱力盲目、无法控制的汹涌波涛中，且没有心理结构，上帝就像一只被困在陷阱里的动物（Žižek 2007, 23）。其次，在驱力的旋转运动中，我们遇到了一种“失败的逻辑”（Žižek 2007, 28）。上帝每一次试图打破驱力的僵局并将其作为创世基础的尝试都自行崩溃了，在这里，宇宙的过去就像是一系列死胎般的创造。

谢林认为，宣告神圣的道（它标志着宇宙真正的开端）只有在它服务于一个特定目的时才是可解释的：即打破上帝内部驱力的僵局。但这一宣告是逻各斯、理性和结构在原始、桀骜不驯的能量漩涡中无中生有（ex nihilo）的奇迹般干预。这些能量本身太不稳定，无法成为存在的基础。此外，由于这一决定无法从驱力的旋转运动本身推导出来，它必须由作为主体的上帝自由地做出。但由于上帝还不是一个完全的、有意识的主体，这个决定虽然是自由的，但必定是无意识的。因此，使上帝成为上帝（即成为造物主）的行为，矛盾地先于他作为真正主体的诞生，但却决定了他主体性的特征。

自由的深渊

逻各斯、理性和结构是如何从原始、桀骜不驯的驱力能量漩涡中产生并随后被驯化的，这仍然是一个谜。在谢林看来，只有当驱力的旋转运动不是现实的最基本层面时，这才显得可能。否则，除了它那痛苦、盲目的振荡之外，将一无所有。关键在于，在驱力的旋转运动作为存在之基的程度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先于它。这引导谢林重新构想这个“无”的地位。就像在量子力学中，空间的真空不是绝对的，而是带有正电荷的，粒子在其中虚拟地存在；同样，先于基底的“无”也不是绝对的，而是存在的一种纯粹潜能（Seinkönnen）。它隐含地包含了力量B和A。当这些力量处于虚拟或未实现状态时，它们在和谐的对称中和谐共存。因此，这个“无”也是自由的深渊——先于存在之基的“无基”（Ungrund）——只要与这种“无”的状态相重合的上帝在一个自由的行为中意欲它，这就足够了。上帝通过为了创世而承担起驱力的旋转运动来做到这一点，他启动了这些力量，以便从无中生出某物。

齐泽克对谢林《世界时代》的论述，在理论和临床意义上都与对该文本的精神分析解读交织在一起。在许多方面，The Indivisible Remainder 完美地展示了齐泽克对德国唯心主义的解读。它基于以下假设：“精神分析最终是一种工具，用于重新现实化德国唯心主义的遗产，使其在当今时代成为现实”（Žižek 2003）。

在这方面，齐泽克通过精神分析转向德国唯心主义，类似于拉康通过结构主义转向弗洛伊德，作为对精神分析理论的重新发明：“拉康并没有将这种回归理解为回到弗洛伊德所说的话，而是回到弗洛伊德革命的核心，而弗洛伊德本人对此并未完全察觉”（Žižek 2006, 2）。为了实现对德国唯心主义的这种重新发明，齐泽克必须解开唯心主义话语的无意识幻想，并关注（被审查的）显性内容。这样，那些唯心主义者虽然已经发现、但最终想要保护自己免受其害的潜在的、被压抑的和难以忍受的真理就会显露出来。

The Indivisible Remainder 首先是一次将《世界时代》作为元心理学著作来阅读的尝试（参见 Žižek 2007, 9）。齐泽克有理由从谢林的文本中推导出一种元心理学，因为正如谢林所主张的，上帝通过宣告“道”而自由但无意识地将自己建构为一个完全主体的行为，被我们在出生前选择我们主体性“永恒”特征的行为所重复。

乍一看，这种我们自我孕育的行为似乎有些牵强，但谢林在这里直接预见到了弗洛伊德理论中主体如何选择其症状，以及拉康理论中主体如何选择其基本幻想——或者换句话说，根据精神分析，主体在可以说它真正存在之前，是如何在某种程度上确立其人格坐标的。

这创造了一种诠释学的可能性，即将《世界时代》解读为描述主体个体发生学的神话（参见 Žižek 2007, 9）。正如对谢林来说，真正的开端是宣告“道”，对拉康来说也是如此：“太初有道，也就是说，有能指”（Lacan 1992, 213）。因此，通过描绘上帝创造宇宙及其从驱力的旋转运动中诞生，《世界时代》也将主体的出现与象征界（意义的宇宙）从实在界（自然）中的出现联系了起来。

谢林的唯物主义

齐泽克认为，谢林对我们理解象征界从实在界中产生所做出的贡献在于，这种产生并不是一种平滑的进化或目的论的渐进过程。必须存在一个介于两者之间的 x，它创造了无中生有地创造象征界的可能性，但随后又被象征界所压抑。因此，这个 x 应被解释为“消失的中介”（见第101章）。

这种中间状态有两种不同但相互关联的模式，第一种是驱力在其狂暴状态下的旋转运动。谢林《世界时代》的草稿极力想要绕过上帝诞生时这个令人恐惧的中间阶段。因此，谢林声称，在这个阶段之前的上帝是自由的深渊，同时感染了一个黑暗的基底。但是，既然严格来说主体性在驱力的旋转运动之前并不存在，谢林的描述就带有一种幻想建构的明显特征。齐泽克认为，如果我们现在移除这种幻想建构，我们就会开始看到谢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即象征宇宙（它使经验、文化和历史成为可能）产生于物理宇宙，但又不能还原为物理宇宙的学说。

这种辩证唯物主义虽然在谢林的神智学叙事中有所暗示，但也同样被隐藏了起来。主体最初的出现就是驱力旋转运动的出现——对此没有更多可说的了。因此，先于它的力量B和A之间的和谐对称，相当于一个原本与其环境和谐相处的有机体。在自然界中，力量B和A是一个统一体，即使B占主导地位。这种统一体在所有生命形式中都是可识别的，其中肉体性原则（有机体的自我性）隐含地包含并遵循精神原则（先天行为）。谢林将驱力的实在界描绘为自然实在界与象征界之间消失的中介，这直接预见了精神分析的另一个特征：弗洛伊德对本能和驱力的区分（参见 Lacan 2006, 679–680；见第73章）。本能代表了一种行为编程：生物以先天的行为模式对刺激做出反应，以寻找满足生物学需求的预定客体。相比之下，人类拥有驱力，这意味着既没有决定我们的先天行为模式，也没有能满足生物学需求的预定客体（Lacan 2006, 70–71）。因此，驱力在构成上是痛苦和盲目的，因为它们无法提供满足，也没有目标，而是无休止地围绕其客体盘旋：拉康会这样描述由此产生的主体：“一种由不适和运动不协调的迹象所暴露的原始不和”（Lacan 2006, 78）。

谢林比弗洛伊德和拉康更进一步，他回答了在形而上学层面是什么打断了“本能的闭合回路及其先天的满足节奏”（Žižek 2007, 97）。谢林对当前世界时代的描绘暗示，人类内部出现了彻底的差错。在我们身上，力量B本应服从于力量A，从而使肉体性成为纯粹精神的被动媒介。相反，它自我主张，实际上短路了这两种力量的形而上学协调；因此，它对抗自然，并“在‘自然’环境之外为自己提供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基底”（Žižek 2007, 66）。这是因为力量B拒绝遵循本应调节它的精神原则（力量A）。结果，B和A处于和谐状态的本能变成了驱力，在驱力中，B和A以混乱的方式交替，任何一方都无法占据上风。

主体是一场本体论灾难的后果

主体对抗自然的自我主张在两个方面是矛盾的。首先，主体在其自我主张之前并不存在。它是从中追溯性地产生的。其次，驱力实在界的出现无法从自然实在界中推导出来，因为这种出现并不是从自然中进化而来的，而是归因于一种“自发的、自我生成的对称性破坏”（Žižek 2007, 23）。简而言之，主体是人类有机体内部某种东西失控并从内部使自然的形而上学秩序脱轨这一极其偶然事件的后果。或者换句话说：主体是一场本体论灾难的后果（参见 Carew 2014a）。在《视差之见》中，齐泽克将进一步阐述这一观点，展示神经科学的发展如何有助于在经验上证实这一论点（参见 Žižek 2009a, 200–246；见第11章）。

谢林反复声称，“无基”在人身上重新出现。在辩证唯物主义的语境中，这可能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自然界形而上学秩序看似一致的运作，只有在自然总是已经是“非全”的情况下才能被打断——如果我们所理解的遵循无情法则的坚硬物质并不是最终的定论；如果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纯粹潜能及其偶然波动的领域；这些潜能由于其形而上学结构的不一致性，一旦实现，就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

虽然在自然实在界中，肉体性原则本应隐含地包含并遵循精神原则，但它总是可能偶然地反抗精神原则并占据主导。谢林认为，我们在某些疾病中看到了这一点，在这些疾病中，一个器官为了自身而拒绝并反常地颠倒了它在有机体中被赋予的功能，但这在主体的自我主张中获得了全新的意义。由此可见，即使人是失控的自然，我们也不应受到诱惑去相信没有我们自然就会是一个和平的整体。自然本身就具有最低限度的不一致性；人只是将这些倾向激进化了。

因此，用齐泽克的语言来说，谢林《世界时代》中被压抑的辩证唯物主义将主体的出现描述为一个自我指涉的空位（$）。它不能还原为自然。主体作为自然的空位的出现是自我指涉的，因为在它从自然中解放出来之后，它作为驱力的旋转运动退回到了自身。将主体说成是一个空位是有道理的，因为它是一种没有积极内容的生命形式，即没有先天行为模式，也没有预定客体来满足其生物学需求。

这开启了象征界介入的可能性，作为驯服痛苦的驱力实在界的东西。然而，这是其出现的必要但不充分条件。由于主体无法从驱力的旋转运动中推导出来，因此需要进一步的步骤：即正在出现的主体自由地引入象征界的无意识行为，从而奇迹般地将逻各斯、理性和结构插入到原始、狂暴的驱力能量流中。因此，真正的消失的中介不是驱力实在界极其偶然的出现，而是无中生有地唤起象征界的同样极其偶然的决定。

谢林的元心理学

因此，在他的元心理学中，谢林不仅表明驱力的旋转运动（自然实在界与象征界之间的中间站）在其核心是疯狂的——作为人从外部现实退回到自身，严格来说它是精神病性的——而且谢林还表明，象征界的建构预设了这种疯狂的时刻。此外，谢林表明，象征界的奠基姿态作为一种调节驱力本体论疯狂的方式，其本身也是疯狂的（Žižek 2007, 78）。这种疯狂源于三个因素。

首先，正在出现的主体面临一个选择：是停留在驱力实在界的层面上，还是建立象征界。然而，这是一个被迫的选择，被拉康称为“vel”（即排他性非此即彼决定的名称）（Žižek 2007, 44）。虽然一种选择（选择驱力）会剥夺我们进入经验、文化和历史领域的途径，但另一种选择（引入象征界）则会剥夺我们接触驱力及其无法驯服的享乐（见第86章）的途径。用拉康的临床术语来说，这是精神病和神经症之间的选择。其次，象征界是将一种异己的理性和秩序暴力地强加于非理性和无序的驱力之上。这最好用一个例子来说明。当我们学习一门外语时，我们通常会觉得在说话时丢失了某些东西：新语言无法真正表达我们。然而，我们的母语最初也是一门外语。同样地，象征界作为大他者（见第70章），对我们的真实本质来说是绝对异己的，并且必然无法赋予其声音。因此，象征性认同总是“被强加的”；它带有一种虚假/虚构的成分（参见 Žižek 2007, 44–45）。第三，虽然象征界是对驱力实在界对抗性的一种解决，但这种解决是不稳定的。实在界总会留下一些东西。因此，驱力拥有过度的主体生命，永远无法被完全遏制，这就是为什么没有任何象征秩序能对它们拥有最终决定权。驱力的实在界总是可以穿透象征秩序并扰乱它。也许只有创造一个新的象征秩序才能驯服旧的。借鉴谢林，齐泽克将这种残余称为“不可分割的剩余”。在拉康那里，它被称为对象（小）a（见第89章）。

前现代宇宙论的回归

齐泽克现在拥有了完全刺破谢林作品“错误的纯形式外壳”所需的所有碎片。正如我们在上文所见，谢林的神智学叙事描述了一个即将到来的乌托邦未来，在这个未来中，存在的黑暗基底将完全让位于未来时代的光明，肉体性将突变为纯粹精神的被动媒介。但谢林同时宣称，总会有一个不可分割的剩余。这意味着，基底与存在、实在界与象征界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可以统一的互补对立面。因此，谢林对前现代宇宙论的重新引入，在另一种幻想建构中上演了一种整体性的实现，而在他自己的元心理学框架内，主体在结构上是不可能实现这种整体性的。有趣的是，正是围绕着《世界时代》的谢林错误形式外壳的保护屏障，使他能够在不知不觉中接近主体性的核心真理。

诚然，The Indivisible Remainder 的主要关注点是从谢林那里获取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解。然而，它并没有止步于此。齐泽克继续使用消失的中介这一概念来扩展他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重新发明。该概念表明，黑格尔的泛逻辑叙事同样是一个错误的纯形式外壳，掩盖了关于主体性的难以忍受的真理。在黑格尔文本的表面，当我们辩证地考察历史时，最初看似偶然的事物，实际上渗透着更深层的必然性。历史被证明是一种理性的发展，根据这种发展，从一种生命形式到另一种生命形式的看似偶然的过渡，是实现自由的逻辑上必然的阶段。在这里，自由是历史固有的目的，自由的发展证明了它是由一个世界精神（宇宙理性的化身，黑格尔称之为“绝对理念”）所引导的。它的完全实现似乎指日可待。

但黑格尔辩证分析的具体细节掩盖了他的泛逻辑叙事。我们在表征辩证运动的直接性、否定和否定之否定的环节中看得最清楚。首先，我们有一个历史文化的直接生活世界，它反过来又由一个象征宇宙所支撑。其次，这个象征宇宙最终且不可预测地产生了一个内部矛盾，即一个乍看之下很小的细节，从内部破坏了象征宇宙的稳定。它是一个无法同化的实在界，以能指链中一个结的模式存在，否定了象征宇宙。第三，从这种否定中产生了通过创造一个全新的象征宇宙来否定其自身的可能性，该宇宙旨在克服旧宇宙的对抗性并整合实在界。然而，它的成功是无法预见的。

由于这开启了一种新形式的直接性，运动便重复自身。因此，与它自身的自我理解相反，黑格尔辩证法表明象征界并不是一切。不存在他者的他者——例如一个在幕后操纵历史并保证其一致性的世界精神、宇宙理性或绝对理念。在从直接性到否定的过渡中，我们看到了符号化的失败；而在从否定到否定之否定的过渡中，我们看到了建立一种新的、不可预测的符号化秩序的疯狂姿态。

黑格尔辩证法发现的每一种“必然性”总是迟到的。它是对其过去的追溯性重写，压抑了两个象征宇宙之间消失的中介。在象征界无法为自身奠基的失败中，间接揭示的是主体自我指涉的空位。没有任何象征宇宙能够与它相匹配，因此被压抑的驱力实在界以作为象征不一致性的实在界为伪装回归了。

这意味着辩证过程，无论它是否愿意，都是开放式的。它注定会在某个时刻失败，并令人作呕地重复自身：屡屡未能被符号化的驱力实在界，“启动了历史的运动，推动它走向不断更新的历史化/符号化”（Žižek 2007, 218）。通过表明消失的中介既是黑格尔泛逻辑主义也是谢林神智学被压抑的真理，齐泽克证实了他的论点，即这正是整个德国唯心主义“基本操作”的隐藏真理（Žižek 2007, 92）。

齐泽克利用《不可分割的剩余》一书的大部分篇幅，通过拉康重新理解谢林，并通过谢林重新理解黑格尔。该书的另一个目标是循着谢林的足迹重新理解拉康。拉康通常被描绘为（通过匮乏产生的）欲望理论家。通过进入象征界，我们被“阉割”了——换句话说：我们失去了接触前象征界享乐的途径。因此，我们渴望的每一个客体都只是最初失去之物的替代品。但当我们阅读谢林时，我们看到驱力的实在界并不仅仅是象征界某种无法企及的准康德式的“彼岸”。它不仅是前象征的，而且是符号化不可分割的剩余。也就是说，正是在试图象征性地驯服驱力时对驱力的放弃，产生了一种享乐的剩余。总会有一些难以捉摸的剩余或对驱力满足的记忆。它迫使我们使驱力的实在界成为动因，成为我们“欲望的‘驱动力’”（Žižek 2007, 97）。

注释


[1]: (1) 菲沙河谷大学，阿伯茨福德，加拿大 ↩




通过疯狂重新创造象征界

通过谢林来阅读拉康，也能使我们避免在这一点上产生可能的严重误解。拉康绝没有假定驱力的实在界是主体的积极基础，比如一个涌动着、取之不尽的生命能量库，其中一部分由于其过剩而不可避免地在象征化中被浪费掉，以至于象征界因为永远无法完全引导其能量，必须不断地重新发明自己以应对它。正如齐泽克所强调的，象征界并不服务于实在界，就像在弗洛伊德那里，作为语言和思想所在地的自我是本我的工具一样；实在界也不是新意义视域的创造性源泉，就像尼采那里的意志一样。就像引力不过是质量对时空的扭曲一样，驱力也不过是本能的扭曲，是由其失败的逻辑所引起的（Žižek 2007, 173 Fn. 6）。

主体真正的“基础”（如果还能这样称呼它的话）不是驱力的实在界，而是确立或重新创造象征界的疯狂姿态，这种姿态总是只取得部分成功，侵入性地重新连接甚至扬弃了驱力实在界的破碎生命实体。用齐泽克的话来说，象征界是一种殖民形式，它惩罚、排空并掏空了活生生肉体的实在界的充盈，“[它]使活生生肉体的实在界的充盈坏死、流失、排空并将其雕刻出来”（Žižek 2009b, 191）。

The Indivisible Remainder 以对量子力学的一些思考作结。这似乎显得不合时宜，但人们应该记住，谢林是自然哲学的创始人。因此，齐泽克在结束这本关于谢林的著作时，运用他自己的辩证唯物主义——在这里表现为谢林、黑格尔和拉康的结合——来解释当代物理学，是恰当的。事实上，他如下捍卫了谢林自然哲学的核心论点：“我的立场是‘实在论’的：在自然界中，我们实际上遇到了处于较低幂/潜能的象征秩序[…]”（Žižek 2007, 236 Fn. 44）。

在齐泽克看来，我们不仅通过实验看到了这一论点得到证实——这些实验证明，量子实在的粒子在特定情况下会事后“决定”它们是表现为粒子还是波，这（类似于辩证运动）等同于对其过去的追溯性重写；它也得到了真空涨落的证实，通过真空涨落，虚拟粒子偶然地在空间中出现又消失，扰乱了虚空的平衡。

在宇宙学应用中，真空涨落表明，宇宙在建构上是对原始虚空平衡的偶然扰动。因此，在主体的产生和宇宙的产生之间存在着一种令人不安的相似性。就像主体只有在自然的平衡不可预测地失控时才能产生一样，宇宙也只有在虚空的平衡不可预测地失控时才能产生。齐泽克的辩证唯物主义与量子力学之间可能的联系，成为其后期著作的一个核心问题。值得一提的是他的主要著作 Less Than Nothing（参见 Žižek 2012, 905–691; Carew 2014b）和 Sex and the Failed Absolute（参见 Žižek 2020, 273–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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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主体的诡计 (2001) / The Ticklish Subject: The Absent Centre of Political Ontology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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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齐泽克自己称之为他最重要、学术上最严肃的出版物之一的著作《主体的诡计》（Die Tücke des Subjekts）中，他在形式和内容层面上都追求一个雄心勃勃的项目：回顾德国唯心主义和雅克·拉康的精神分析，重新阐释主体这一范畴。正如英文版副标题《政治本体论的缺席中心》（The Absent Centre of Political Ontology）所揭示的那样，这并不是关于学术论证，而是关于主体在解放政治方面的“可能性”或“不可能性”。因此，这本书应被读作一种“介入性的政治干预”，其中提出了一个“迫切的问题”：“在我们这个全球资本主义时代[]如何重新表述一个左翼的、反资本主义的项目”（Žižek 2001, 10–11）。

主体与政治的短路以及所提出的基本论点并不完全是新的：早在《主体的不适》（Žižek 1998）中，齐泽克哲学的组织中心就是主体概念。此外，主体问题构成了齐泽克在后来的著作中反复回归的参考点（Žižek 2006; 参见 Žižek 2014, 1095–1228）。与后现代关于“主体消失”的解释相反，齐泽克认为，恰恰需要“重新确立”主体的本体论-政治维度（Žižek 2001, 8）。然而，只有当现代主体性的“被遗忘的背面”和“过度核心”（Žižek 2001, 8）得到处理时，这才可能成功。为了在理论上重新界定主体并着眼于其过度性，齐泽克与一些精选的作者进行了深入对话，这些作者在他们的著作中探讨了现代主体性的新概念。齐泽克既不是要为一种自我透明的代理人及其认识论相关性辩护，也不是要将后现代话语还原为仅仅将主体揭示为一种“话语虚构”（Žižek 2001, 7）。这里面临的风险是主体在转变当前社会关系方面的颠覆性行动力量。

由于齐泽克在《主体的诡计》中并没有提供一部系统性的著作，而且从多种视角阐述了他的论点，因此以下的论述将基于该书由三部分组成的结构以及齐泽克进行的一些示范性对话。

海德格尔：想象力的问题

海德格尔通常被认为是20世纪最极力推进形而上学解构项目的思想家，即对形而上学进行历史性追问并将其揭示为虚无主义的历史（见第5章和第58章）。众所周知，这伴随着他一度对国家社会主义的同情以及1933年加入纳粹党。齐泽克以此事件为契机，强调海德格尔在面对主体的否定性时的退缩。对齐泽克来说，海德格尔政治参与的关键不在于他转向国家社会主义，从而违背了自己克服形而上学的努力，停留在了一个“存在者层次（ontisch）”上。

更重要的是，他在背离国家社会主义运动时，诉诸了另一种“本体论的宏大（ontologische Größe）”。海德格尔对“本体论宏大”——即需要去顺应的存在的“天命”和历史——的诉诸，揭示了他的背离本身就是一个深刻的意识形态行为。他假设现实中“还有某种更深层的东西，一个非意识形态的 [原文如此！] 核心”（Žižek 2001, 23），而国家社会主义最终未能顺应这一核心，这恰恰描绘了一种意识形态的世界观：存在着某种“在背后的”、“更宏大的”和“更真实的”东西可以作为避难所——在海德格尔的例子中，这就是“存在”。

虽然齐泽克赞同马克思主义将意识形态描述为“虚假意识”的批判潜力，但他拒绝存在“未扭曲”或“非虚假意识”的可能性的观念。对齐泽克来说，意识形态不等于错觉，相反，它是一个（必然的）幻象（见第80章），在个人和社会层面上都具有秩序化和赋予意义的功能：它掩盖了大他者的偶然性和匮乏，以及每个象征秩序中心的空白（参见 Žižek 2008, 59–84）。

在这一假设下，主体问题需要进一步思考。如果遵循齐泽克的思路，海德格尔与国家社会主义保持距离的做法，象征了在理论层面上背离其未完成的项目《存在与时间》（Heidegger 2018）时所显现的东西：为了回归“存在历史性”而放弃主体。然而，由此变得模糊不清的是“此在”（主体）内在的过度契机，齐泽克跟随黑格尔和拉康将其界定为否定的自我指涉——当然，这一假设是有待讨论的（参见 Wakefield 2010, 3–6）。

着眼于黑格尔关于“世界之夜”（Hegel 1987, 172; 见第48章）的论述，即构成主体生成基础的极端疯狂之点，齐泽克探讨了康德想象力概念的作用，海德格尔在其康德解释（Heidegger 2010）中也致力于此。在此背景下，齐泽克主要关注生产性想象力及其在主体建构中的作用。

康德不仅将想象力描述为一种生产能力（作为幻想或想象），即即使在没有客体在场的情况下也能产生表象的能力，而且还赋予它作为将感性杂多结合在一起的综合作用的突出地位。如果没有这种作用，就不可能将知性范畴应用于感性杂多，从而也不可能产生认识。然而问题在于，在这个过程中——因为康德对此一直存在分歧——应该优先考虑哪个契机：是自发的想象力还是知性。

海德格尔在他的康德解释中主张想象力的优先地位，从而主张一种反认识论的解释，因为在他看来，知性优先于想象力会导致“唯心主义”。简而言之：思想通过表象存在者以使其对主体可用，从而仍然受制于形而上学。相反，如果将重点放在想象力的先验自由上，就会出现一条替代路径，正如在谢林和荷尔德林的著作中所见（参见 Sinnerbrink 2008, 4）。特别是后者成为海德格尔“转向”及其随之而来的对世界客体化批判的指导人物。

但齐泽克关注的远不止于此。与黑格尔一道——并且反对将浪漫主义和唯心主义过于简单地对立起来——他也深知想象力的分解力量（这一点在海德格尔的康德解释中未被提及）。它代表了“我们心灵分解直接知觉所组合之物的能力[…]”（Žižek 2001, 44–45）。想象力的这一方面涉及到了否定的巨大力量，这种力量不仅允许将感性杂多综合成图像，而且还能将它们驱散，并“撕裂直观的连续织物”（Žižek 2001, 47）。

齐泽克决定性的思考在于，通过指出想象力本身的循环论证，来解决前面提到的问题——即在主体建构方面，是否可以赋予想象力或知性以优先的契机。通过这一姿态，他提请注意“我们心灵的综合活动总是已经在起作用”，并将被驱散的存在重新组合起来（Žižek 2001, 49）。因此，想象力的综合工作本身就是一种必须预先设想的分裂和分离运动的结果。

然而，齐泽克刚刚勾勒的解决方案对理解主体形成具有深远的影响。这不仅涉及海德格尔通过强调想象力优先于知性所试图指出的“此在”被“嵌入”到一个需要解释的前谓词地平线中。更确切地说，必须与黑格尔及其关于“世界之夜”的论述一道指出，主体——在想象力自发性的意义上——设定了它自己的前提。因此，主体不是一个与自身重合的实体，也不是一个自我透明的基础；它也不能从一个已经给定的象征秩序中推导出来。由于主体的身份不能还原为“存在者层次上”存在的东西或传记坐标，并且它显然不与存在重合，因此必须将其视为存在结构本身的一个裂缝——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对存在的一种过度（见第95章）。用拉康的话可以这样表述：只有否定的自我指涉，即无法在世界中完全定位自己的不可能性，才构成了主体。这一思路已经存在于《精神现象学》（Hegel 1988; 见第57章）中，可以被理解为对主体及其试图通过在“存在者世界”中固定和认识来稳定其身份的失败的元反思。

由于主体既不融入世界（及其象征秩序和“存在者结构”），也不与存在重合，因此它在其“过度维度”中具有一种批判功能。可以为这种主体的过度契机配备一种旨在普遍性的行动，这可以被视为齐泽克论述的真正要点，因为根据齐泽克的假设，只有这种行动才能克服自由民主思想的顺从态度，这种态度支撑着幻象以及被认为是不可逾越的当前社会关系的地平线。

巴迪欧：政治主体性

齐泽克与阿兰·巴迪欧在问题设定上有很大的交集（Badiou 和 Žižek 2012; 见第53章）。巴迪欧在其主要著作《存在与事件》（Badiou 2005）中提出了一种精细的理论，通过该理论可以解释与解放和反资本主义政治相关的主体性。

巴迪欧在数学（集合论）的基础上构建了一种本体论，用以思考“作为存在的存在”。这使他能够将本体论与“一的形而上学”的联系解开，后者在意义上假设了一个最高的存在者，即作为所有存在者参考点的超越性。参照集合论，巴迪欧将存在表述为不一致的（和内在的）多。一个基本的思路是，虽然正如形而上学所假设的那样，“一”并不“存在”，因此它没有本体论地位，但“一”仍然存在，即作为一种事后的计数操作。巴迪欧将这种构成存在呈现的操作称为“算作一（Zählung-als-Eins）”：在这方面，存在的每一次呈现都不是不一致的多的直接呈现，而是被选择、被规定和被象征的存在的呈现，巴迪欧将其称为“处境（Situation）”（参见 Žižek 2001, 173; 参见 Eleven 2023, 78–82）。

对巴迪欧来说，一个“处境”进一步预设了一个元结构，该结构对“处境”的子集进行计数，并已经根据特定的规范和利益对其进行再现。巴迪欧将这种作为被选择的“处境”意义上的再现形式称为国家。作为元结构和政治秩序结构，国家构成了对每一个历史-社会处境的一种再保证，并决定了过去和现在的事物确实“存在”（参见 Badiou 2005, 124）。

当巴迪欧谈到存在时，它涉及的是不一致的多，除了“空”（空集）本身之外没有其他“基础”。然而，这些可以在一个（呈现）“处境”中被计数，并在“处境”的结构中被再现。因此，存在相对的稳定性，而不是持续的混乱。这种再现由“民主唯物主义”的公理所保障，即把人类生活还原为身体和语言的二分法（参见 Badiou 2010, 17–28）。

在这些思考的基础上，巴迪欧发展了他的事件理论。对他来说，事件标志着对给定“处境”及其结构的打断；虽然就其条件而言，它被安置在一个“处境”中——巴迪欧将其称为“事件点（Ereignisstätte）”——但不能从中推导出来。相反，它应被理解为对“处境”的一种补充或多余的契机。

这里主体开始发挥作用，齐泽克在与巴迪欧的交锋中也对此感兴趣。因为为了表达“处境”的打断契机——即事件——并从而证明它确实发生过，需要一种命名以及随之而来的后果，而这只有主体才能完成。因此，主体被置于旧秩序及其重新阐释的交汇点（实在界），而没有一个预先分配的位置。可以说，它位于“虚空的深渊”之上，或者处于存在的不一致性之中。主体只能从事件以及对事件的“忠诚”中汲取力量。

由于事件就其打断契机而言使所有先前的差异失效，因此这一过程的普遍维度也得以阐明：因为事件破坏了预先给定的规范-伦理的论证模式，而这些模式在象征和社会秩序中原本是构建身份的。因此，它允许原则上每个人，无论其出身、性别或肤色如何，都可以进行干预，只要这个人将自己理解为事件的见证人，并以忠诚的形式让后果随之而来。

因此，普遍性不是先验给定的东西。对巴迪欧来说很清楚，齐泽克也同意这一点，即仅仅从人类的自然繁衍及其社会地位出发来谈论主体是不够的。因为要真正谈论一个主体，它必须产生于一个决定，然而这个决定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保障的。做出这一决定的主体（事件主体）承认，它在承认并忠诚于一个事件之后所采取的行动，是无法通过诉诸现有秩序来证明其合理性的。

对齐泽克来说，这一概念很有趣，因为它允许对实在界概念以及与之相关的行动（Akt）理论进行轮廓鲜明的审视（参见 Žižek 2001, 323–333）。他在早期的著作中——参照拉康对安提戈涅的解释（Lacan 2016）——已经阐述了这一点。与齐泽克在《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Žižek 2021; de Kesel 2004）中对行动的解读不同，巴迪欧的事件主体并没有停留在“纯粹欲望伦理”的片面性中，即直到自我消解的英雄主义契机。恰恰相反，它强调了被动受影响——巴迪欧以此指代被事件压倒及其对迄今为止被认为有效的象征秩序的打断功能——与主动干预“处境”之间的相互作用。

虽然齐泽克赞同巴迪欧的假设，即当前由“民主的象征”（Badiou 2018; 参见 Eleven 2023, 95–146）所主导并以共识为导向的社会恰恰缺乏这种行动，但对他来说成问题的是，由于存在与事件的严格分离，这种行动被思考得不够辩证。然而，齐泽克对不依赖任何预定保障的激进干预契机抱有极大的同情，因为这类似于黑格尔的“世界之夜”，即主体绝对错位之点。因此，齐泽克与拉康一道极力主张的，恰恰是将主体本身思考为存在结构中的裂缝：作为主观化了的不一致性的最极端之点。

在精神分析方面，事件可以被理解为症状（见第97章）；这构成了主体的“存在确定性”（享乐），并且是指向实在界的指示，实在界只有从象征界本身的裂缝和不一致性中才能被把握，或者也证明是主体关系网络中的干扰因素。因此，参照黑格尔可以说，存在本身被铭刻了一个他异性或异质性的契机，而作为“消失的中介”的主体无非是这种（差异）非重合经验的表达。与这些思考相关的行动（见第72章）与克尔凯郭尔的信仰之跃概念显示出惊人的相似性，即跃入“存在者层次”与“本体论层次”之间的裂缝。

从巴迪欧和齐泽克的对比中得出了两种政治行动的场景或行动的形式设计：首先，正如巴迪欧的提议所呈现的那样，存在基于事件改造给定“处境”的可能性；然而，这里适用存在与事件的严格分离，后者不能从存在中推导出来。其次，还必须考虑到巴迪欧的事件主体与一种特定的时间形式绑定：先将来时（Futur antérieur）。事件之后的后果只有在“打赌”事件所产生的结果将来会生效时才能实现。也就是说，从“即将到来的充实”（Žižek 2001, 196; 参见 Vogt 2008, 168）的立场来评判一个“处境”，并且已经试图（在“仿佛”的模式下）赋予预期事物以形态。因此，巴迪欧的事件思想，也许是无意的（参见 Badiou 2002, 15–18），比黑格尔或拉康的思想更接近雅克·德里达和让-弗朗索瓦·利奥塔的（弥赛亚式）观点。

然而，齐泽克既不满足于解构主义思想的保留立场（见第4章），这种态度停留在对即将到来的实现（德里达的“à venir”）的希望模式中，他的思考也与巴迪欧激进的事件概念不一致，尽管两者有明显的相似之处。在辩证唯物主义之后——并在拉康的帮助下——齐泽克设想了一种行动，它不仅着眼于未来重组现有的“处境”及其可能的政治领域，而且还事后改变了其自身条件的地平线，即追溯性地转化了其自身可能性的条件：以前看似偶然的东西，在行动之后变成了必然性（参见 Žižek 2000, 196）。该行动揭示了象征秩序和任何政治秩序内在的“结构性不可能性”：作为“处境”基础并被“否认的结构原则”（Žižek 2000, 197）和空洞的中心，正如齐泽克在《脆弱的绝对》中所称呼的那样。

用黑格尔的话可以说，主体在行动中面对其自身生成的创伤性和被压抑的契机，即“世界之夜”。因此，政治行动的第二个场景在于，虽然从作为与给定秩序彻底决裂的行动出发，但要从以下观点来看待它：每一个真实的行动都是对已经发生过的行动的重复；那项工作无非是存在的否定性（参见 Žižek 2001, 216）。这一思想使齐泽克能够指出在主体层面和政治层面上都适用的东西：在两者的中心都裂开了一个空洞（一种不可能性）。在主体层面上，这意味着它试图用幻象来掩盖其非重合性，即其纯粹否定的自我指涉；而在政治层面上，意识形态则承担了这一角色。

因此，主体远非像海德格尔退回存在历史时所设想的那样——诉诸于先于“存在者”且“更宏大”的东西——在行动中找到避难所，而是面临着它自身的非同一性，面临着在它被象征性地确立之前它是一个“无”，并且最终这种确立也没有赋予它任何“实体”，即没有构成“作为其基础的”东西。

这里展现了绝对自由的契机。然而，这既不是产生于一种信念，也不是指一种选择的可能性：相反，情况恰恰相反，因为主体的自由（在行动中）恰恰在于，用黑格尔的思辨思想来说，它承担了自身的被设定性。

在这种主观化形式中，主体能够感知到大他者的脆弱性和匮乏，这使得它能够采取一种反对象征秩序及其幻象的立场。因此，对齐泽克来说——与巴迪欧不同——主体不能被理解为“后事件的”，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本身就与事件、行动以及存在中心的构成性空洞（否定性）重合（参见 Žižek 2001, 218）。关于政治行动能力可以推导出什么含义，将在下文齐泽克与朱迪斯·巴特勒的交锋中予以阐明。

Notes


[1]: 维也纳大学，维也纳，奥地利 ↩




巴特勒：行动还是行动可能性？

齐泽克关于“行动”（Akt）的强调性理论与对行动选项的理解几乎没有关系，尽管“行动”会导致（政治）行为：更准确地说，会导致象征秩序及其意识形态框架的彻底重塑与重新确立。这种理解在他与巴特勒思想的交锋中显得尤为鲜明（见第54章）。作为黑格尔和米歇尔·福柯的读者，巴特勒清楚地认识到，主体性只能在共同体的形式中——主要通过他者性的形象——形成。然而，对人类而言，这一过程并非通过对自身的直接（认知和反思的）途径来实现，而是通过一个在“外部”发生的中介过程来实现的，这个过程是无法被完全俯瞰和整合的。这促使巴特勒假设，主体性永远不会构成一个固定的起点——齐泽克完全赞同这一思路。在巴特勒看来，主体应被理解为一个持续的转化过程，这一过程通过对规训实践和形式的内化而得以维持。巴特勒与福柯一致认为，上述实践被嵌入在历史偶然但又各自特定的社会权力结构中。因此，主体性始终（也）被证明是权力的产物。

齐泽克将权力的限制性结构理解为当今“不可逾越的地平线”，并试图通过参照主体的“过度核心”来重新阐释主体以超越这一结构；而巴特勒则在抵抗性和颠覆性的行为中看到了摆脱这些权力结构的出口。从述行性的可重复性出发，她将这些行为理解为对话语实践的挪用，这些实践允许打破并重塑既定的象征参照框架（参见 Posselt 2018, 52–53）。然而，对齐泽克来说，这种由置换构成的游戏还不够彻底（参见 Žižek 2001, 362）。根据他的解释，巴特勒的述行性理论最终只是一些“边缘姿态”（Žižek 2001, 363），无法实现霸权性象征场的彻底重塑；这种观点在研究文献中颇具争议（Marchart 2007）。然而，用拉康的话来说，后者将意味着确立一个新的“缝合点”（一个主人能指；见第84章），从而将象征指涉网络的相互作用进行彻底的重新结构化。

继福柯之后，巴特勒将抵抗视为权力内在的一种行动可能性。与此相反，齐泽克借用拉康的理论，要求“通过一个真正的行动来彻底重新表述整个象征场”（Žižek 2001, 359），这个行动不应仅仅被视为象征场的干扰因素，而是代表了存在内在不可能性的主体化。与这一行动相对应的主体，正是齐泽克所设想的那个诡计多端的主体，其过度性与自由在黑格尔关于“世界之夜”的论述中达到了顶峰。

在这一前提下，每一次意识形态的闭合都为主体提供了掩盖大他者内部匮乏的可能性。因此，这种闭合应被视为建构性的。问题仅仅在于，是哪种幻象在起主导作用。无论是自由民主话语还是其他资本主义幻象：对齐泽克而言，只有当主体穿越了这些幻象所掩饰的空洞中心时，人类共处的结构才可能被改变。由此，齐泽克的哲学最终揭示了一种看待人性的新视角。相对于先于他存在的象征秩序，人总是处于脱节的状态。作为一个主体，他既不能完全在自身中安居，在世界上也没有固定的居所。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是“无”，相反，正是在承担其“无身份性”的过程中，他成为了一种将自身置于险境的存在（参见 Žižek 2001, 401）。对齐泽克来说，这其中蕴含着批判性（与创造性）的潜力，这也是他试图在其著作《主体的诡计》（Die Tücke des Subjekts）中展现并至今仍在不断发展的潜力（Žižek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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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视差 (2006) / 视差之见 (2006)

Rex Butler[1]

由Dominik Finkelde和Paul Löffler从英文译为德文。

“视差”（Parallaxe）这一概念或“视差之见”（parallax view）的说法源于天文学，在天文学中，它被用作测量近地天体距离的方法。一个不那么技术性的例子可以这样说明这个概念：伸直手臂竖起大拇指，先用左眼看，再用右眼看。大拇指似乎在空间中来回跳动，每次都会显现出不同的背景。当我们睁开双眼看时，我们看到大拇指与其背景之间存在着无缝的联系，而相对于两个不同的背景或语境，我们对所观察的物体总会产生新的认识。然而，尽管从略微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背景看大拇指会产生暂时的陌生感，但我们最终毫不怀疑我们看到的是同一个大拇指。天文学中也是如此。在天文学中，视差观察的目的是为了更精确地确定相关恒星或行星与周围空间的关系，并最终确定其与我们的关系。为了进一步解释，下面将对天文学中使用的视差概念进行历史定位。这里的关键在于，尽管人们可以观察到一颗遥远的行星，但还无法确定它与周围空间的关系：

“What was strictly sought was not directly the actual distance of Mars, but the angle subtended at the distance of Mars by the earth’s radius, from which the distance of Mars could be computed. This angle, however, was too small for exact computation with the instruments then employed. But that very fact allowed [16th-century astronomer Gian Domenico] Cassini to deduce that it could not have been greater than 25 seconds of arc, so that the corresponding angle (or parallax) of the sun could not exceed 10 seconds of arc, corresponding to a distance of 80,000,000 miles, a vast improvement on the previous best result.” (Bryant, 2014, 104)

当齐泽克（Žižek）在他的《视差之见》（The Parallax View）一书中谈到视差之见时，他指的并不是确定对同一个底层物体的连续视角。同样，他也不是要假设一个超越其所处各种视角的客体。相反，齐泽克的意图是既考察对一个客体的视角（或视角性），又考察这些视角的客体，但同时又不采取一种凌驾于众多视角之上的元立场（Meta-Position）。这种立场是不存在的。存在的是一个各种视角所共有的、且不能存在于这些视角之外的客体。它从（预设的）客体与对该客体的多重视角之间的缝隙中显现出来。在这种背景下，我们能够谈论对一个客体的视角，这一事实表明在视角“之外”存在着某种东西；但任何试图说明它是什么的尝试（包括齐泽克自己的尝试）都只是再次标志着另一种视角。因此，视差之见并不是另一种补充甚至与先前视角竞争的视角。它是对每个视角都试图占据的那个缝隙或虚空的思考，在某种程度上，它就像人们试图看到的那个“客体”，但它只有在试图看到它的尝试之后才存在，并且客体及其假定的视角都无法充分把握它。

在这种背景下，谈论视差的“缝隙”指向两点：一是没有任何客体存在于我们的视角之外（这意味着我们对一个客体的不同视角会产生不同的客体），二是我们根本无法谈论不同的视角，如果它们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可看的话。

为了进一步澄清这一主题，让我们更仔细地转向哲学，哲学与天文学类似，本身也代表着一种试图观察“遥远行星”——即我们周围的世界——的尝试。齐泽克从日本哲学家和文学理论家柄谷行人（Kojin Karatani）的专著《跨越性批判》（Transcritique）中借用了视差的概念，柄谷行人将康德描述为第一位视差哲学家（见第90章）。齐泽克反驳了这一论点。相反，在贯穿其整个著作的论证中，他建议用黑格尔取代康德。根据齐泽克的说法，正是黑格尔将哲学带向了其逻辑终点，这可以被描述为“绝对知识”、“无限判断”或“视差”。但为什么会这样呢？

众所周知，康德发展了一种关于经验的“先验条件”的理论。根据这一理论，我们虽然无法感知“自在之物”（Dinge an sich），但必须预设它们必然存在。这保证了我们能像在日常生活中那样感知世界。然而，这个世界就像一个遥远的宇宙一样遥不可及。根据康德的观点，我们永远无法充分把握或感知它。康德参照先验条件的概念来描述这个问题——这就又回到了前面提到的视角主义问题。根据康德的说法，存在一个巨大的危险，即我们倾向于继续用我们从日常生活中熟悉的概念来思考这个必须保持未知且只能在逻辑上被假定为必然的自在之物的“另一个世界”。康德将其诊断为“先验幻相”（transzendentale Illusion），意指将“那个”本体世界还原为“这个”世界的现象。在他看来，这标志着一种必须被纠正的失败——例如，通过承认先验条件必须根据其自身的概念形式来解释，而不是根据我们熟悉的概念。然而，这似乎又让我们回到了上面提到的元视角问题；难道康德不是代表了这样一种元视角吗？他并没有，因为根据康德的说法，经验的先验条件可以被任何人认识到，即使这只能在一种重复的回归中和作为一项无尽任务的框架内才有可能：用超越人类概念（具体经验）的概念来思考经验的先验条件，尽管后者是我们唯一可用的概念。在这一点上，正如在齐泽克的著作中经常发生的那样，黑格尔登场并“拯救”了我们。因为如前所述，对齐泽克而言，与柄谷行人相反，黑格尔而不是康德才是真正的视差思想家。

那么，黑格尔是如何在康德失败的地方取得成功的呢？他并不是通过将先验条件纳入与世界无关的概念中来做到这一点的。这是不可能的，如果有人想把这种主张归于某人，那只能是康德本人。相反，与康德不同，黑格尔承认了确定先验认识条件的失败，甚至承认了这种失败的必然性；然而，与康德不同的是，他恰恰将这种失败的必然性变成了所寻求的先验认识条件。因此，黑格尔并没有简单地拒绝康德：先验条件对于经验客体是必要的；但与康德不同，黑格尔承认，它们只能相对于它们所允许思考的客体来思考。在这个意义上，这些条件失败了；它们显然不是“先验的”。然而，根据黑格尔的观点，我们可以思考这种失败，而无需提出一种具有形而上学属性的更高先验意义上的解决方案。因此，黑格尔超越了康德，不是通过超越其先验条件，而是通过在康德认为自己失败的地方赋予他成功。思考世界（自在地）恰恰是通过康德所寻找的认识的先验条件来实现的。

外观内部的分裂

让我们更仔细地重新表述这个想法，并试图澄清齐泽克是如何将所有这些与“视差”概念联系起来的。根据康德的说法，他的经验先验条件理论实现了什么？它允许我们在这样一种认识下思考对世界的感知，即世界并没有“无中介地”向我们显现——正如某些经验主义传统所主张的那样。相反，在我们和世界之间存在着一种必然的中介。用齐泽克在《视差之见》中的话来说：我们认识到周围的现实不是作为现象（在一个作为自在之物的世界之前），而是作为“外观的外观”（appearance of appearance）（Žižek 2005, 233），即作为在作为现象的世界（自在地）之前的现象。这既意味着现象是由于作为其条件的其他现象而产生的，也意味着它们是一种特定的创造或建构。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并不是要发明一个在现象的经验世界之外的地方，并从另一个地方来思考它们。我们只能用使它们成为可能的那些概念来思考这些条件，而这个世界只存在于我们之中，通过我们对它的感知，因此我们自己就在我们想要思考的世界之中。这再次构成了我们可以称之为齐泽克的视差之见的东西。它不是对世界的另一种目光或视角，以补充或完善其他视角，而是对所有（世界）视角的一种目光，或者说是对开启视角同时又仅仅是一种视角的东西的思考。这意味着，使看到世界成为可能的条件，以及思考这些条件的主体，都不存在于现象之外，而是应被解释为现象本身的分裂。我们能够将世界作为现象来思考的事实就基于此。那个既是外部世界又是思考它的主体的“实在”——是的，那个原则上是对我们目光的目光，甚至是对该目光的先验条件的视差——仅仅是外观内部的分裂或“作为外观的外观”（“appearance of appearance”）：

“[Parallax] brings to an extreme the traditional philosophic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physical level and the metaphysical level, the empirical and the transcendental, by reducing it to the ‘minimal’ difference between what is, something, and – not another, higher’ reality, but – nothing. Overcoming metaphysics [as arguably Hegel does with Kant] does not mean reducing the metaphysical dimension to ordinary physical reality […] but reducing the difference between material reality and another, higher’ reality to the immanent difference, gap, between reality and its own void: that is, to discern the void that separates reality from itself, that makes it ‘non-all’.” (Žižek 2005, 383)

这种黑格尔式的视差之见开启了一种强大的新思维方式，从今往后，它将成为整个思想史的特征。因此，对齐泽克来说，黑格尔的辩证法开启了一种关于什么是“批判”的全新概念，他没有提出某种更高的、理想的、永恒的标准来评判世界，而是仅仅将世界本身作为考量。黑格尔没有提出对现有事物的替代方案，而是将现有事物思考为其自身的替代方案或其可能性的条件。或者，他在对康德的批判中问道，康德提出对现有事物的替代方案的基础是什么，是什么使这种康德式的替代方案成为可能：“现象”与“现象”之间的分裂或鸿沟。（我们也可以谈论“现象”及其可能性的先验条件，这最终也等同于另一种现象。）换句话说，黑格尔和齐泽克在视差之见中并没有将先验与内在对立起来，而是将先验与内在结合在一起。甚至可以说，他们将先验思考为内在中的分裂，这首先导致了将内在思考为内在的事实。事实上，正如齐泽克所指出的，通过视差之见，我们现在可以以一种新的眼光来看待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著作，就像黑格尔为康德的著作投下了新的光芒一样。在这种背景下，齐泽克不再将德里达的différence（延异）概念解释为事实上的“先验”，而是将其视为黑格尔建议思考的那种“内在的先验”。换言之：齐泽克能够将différence类比于视差，不仅将其视为形而上学“在场”（Präsenz）概念的替代品，而且将其视为使“在场”首先成为可能的东西。différence确保了实际上只存在在场，因此différence证明自己是在场内部的分裂，而不是站在它之外（参见 Žižek, 2005, 266）。

在这个意义上，人们也可以主张，真正的哲学总是采取这种“视差”形式，现在（由于齐泽克）可以在其“外观的外观”（appearance of appearance）的本来形式中被认识到。思想的目的——齐泽克在《视差之见》中明确表达了这一点——是在世界中引入一种分裂，这种分裂就是世界本身。这里举三个哲学中的例子来说明：（1）“解域”（Deterritorialisierung）概念：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和菲利克斯·加塔利（Félix Guattari）并没有将其解释为资本及其结域（Reterritorialisierung）的对立面，而是解释为结域本身内部的分裂。解域的概念在这里证明是结域的条件（这也意味着，如果解域在结域内部引入了分裂，它也在自身内部引入了分裂：解域将自身“解域”）。（2）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的“拟像”（Simulation）概念：它证明自己不是现实的对立面，而是现实可能性的条件，这既意味着一方面只有现实存在，另一方面现实永远不是全部。（3）还要提到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çois Lyotard）的“后现代”（Postmoderne）概念，以区别于“现代”（Moderne）概念。“后现代”并不简单地跟随在似乎一切都有其时间和地点的“现代”之后，而是先于现代。它是使现代时代的自我显现既无法终结又是不完整的东西。这与利奥塔对康德崇高（Erhabene）概念的解释相吻合。利奥塔并没有将崇高解释为由于未能思考巨大和无限而引起的某种“超感官”的东西，而是解释为一种暗示“不可证明之物”的“内在性”（参见 Lyotard, 1982, 69）。

此外，所有这些系统的共同点，以及再次由于齐泽克的视差理论才变得可识别的情况是，视差分裂是其述行性言说的问题（“this parallectic split is a matter of its saying”）。齐泽克在一处引用黑格尔的话写道，“a Notion is the result of itself, that it provides its own actualisation”（Žižek 2005, 46）；这就是视差的另一个方面：它导致了世界的一种“加倍”，这种加倍同时是不可证明和不可反驳的。一方面，它是不可证明的，因为先验条件仅仅是世界的条件，任何试图思考这些条件（在其纯粹性中）的尝试都会让我们失败地退回到世界。但另一方面，这种加倍也是不可反驳的，因为未能思考这些先验条件意味着仍然思考了它们，因为它们体现了自身被思考的失败。总而言之，视差因此类似于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意义上的“事件”（Ereignis）（参见 Žižek, 2005, 165）。它分裂了世界，这意味着世界并不是存在的一切；但视差（作为一种思想形象）也分裂了自身，这意味着我们永远无法最终思考它。

意识的物理学

齐泽克提供了视差这一思想形象如何应用于哲学其他领域的例子。在《视差之见》的第二部分，题为“太阳视差：无人存在的不能承受之轻”（The Solar Parallax: 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 No One）中，他探讨了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神经科学的最新进展如何与关于人类意识是什么的哲学解释相协调。在这些辩论中，哲学往往毫无困难地承认自然科学在认识上的进步，部分原因是它认为这并没有触及自身的自由空间。最终，神经科学可以提出其知识主张，但从哲学的角度来看，却无法充分解释人类意识的现象。

根据这种视角，对事物存在两种相互竞争且不可调和的视角：一种是物质的，另一种是非物质的。然而，齐泽克拒绝这种论证。在他看来，自然科学确实解释了一切，或者在不久的将来会解释一切。因此，哲学不能再为自己要求一种例外地位，至少不能要求一种科学潜在无法超越的地位。也就是说，如果人类意识真的存在，那么它并不存在于其“生物神经功能”之外（参见 Žižek 2005, 217）。然而，这种信念是对神经学意识条件的一种“追溯性设定”（retroactive positing）（Žižek 2005, 205）。换句话说：科学不能在不承认意识这一前提的情况下声称解释“一切”，而意识恰恰是科学本身可能性的条件。然而，意识本身并不超越其物理条件。意识是它可以被自身研究或阐述的场所。它并不简单地出现在物理事物之后，而是先于物理事物。意识反过来又使物理事物能够呈现对事物的整体视角或解释（这在比喻意义上对应于黑格尔用他的名言“精神是一块骨头”所表达的思想）：

“Consciousness is in itself deprived of any substantial role, merely registering a process that goes on independently of it – yet this registration is crucial if the ‘objective’ process is to actualize itself. […] I am determined by causes (be it direct brute natural causes or motivations), and the space of freedom is not a magic gap in this first-level causal chain but my ability retroactively to choose/determine which cause will determine me.” (Žižek 2005, 201, 203)

同样的论点也出现在该书第三部分“月球视差：走向减法政治”（The Lunar Parallax: Towards a Politics of Subtraction）中视差的“政治”后果里，尽管其表述比前面的部分更为模糊。在“月球视差”中，齐泽克以他典型的方式对阶级进行了马克思主义分析。但是，如何在视差的意义上重新思考阶级概念呢？当然，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长期存在的困境在于如何定位无产阶级，这个最无权势同时也是最具革命性的阶级。明显的悖论在于，如果人们将其纳入现有的阶级结构中，只要人们接受这种结构的原貌，就会取消其革命潜力。另一方面，不将无产阶级纳入现有的阶级秩序，则意味着简单地将其排除在外，在现有关系中不给予其声音和可见性。因此，总而言之，无产阶级同时是最初的阶级，并且必须作为阶级被排除，以便首先能够存在一个可识别的阶级秩序。齐泽克的视差“解决方案”是提出一种“双重”分类或“双重”视角。（他已经在早期的著作中提到黑格尔的“具体普遍性”概念时暗示了这一点。当然，在所有这些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与阿尔都塞关于“多元决定”的说法的相似之处，后者通过一种建构性的缺席来决定一个意识形态场域。）无产阶级同时是每个阶级范畴中的分裂，因为它是每个这些范畴试图掩盖并取代的东西；并且它在自身内部也是分裂的，不仅在其革命和顺从的冲动之间，而且在其必然属于这一秩序与试图挑战这一秩序的努力之间。

“Here class struggle is the ,concrete universal‘ in the strict Hegelian sense: in relating to its otherness (other antagonisms), it relates to itself, that is to say, it (over)determines the way it relates to other struggles […] The thing to note is the fundamental difference between feminist/antiracist/antisexist, etc., struggles and class struggle: in the first case, the goal is to translate antagonism into difference, while the goal of class struggle is precisely the opposite: to ,aggravate class difference into class antagonism. The point of subtraction is to reduce the overall complex into its antagonistic minimal difference. (Žižek 2005, 362)

视差可以表现为两个选项之间的某种第三者：它们之间的缝隙或裂口，正是这使得两个选项成为可能。一个例子是毛泽东，他在儒家和道家的对立中出现在齐泽克奇特地称之为“古代中国”的地方（参见 Žižek 2005, 349）。但是，以这种方式思考视差，意味着再次将其变成一个更高的先验条件，仿佛它指向一种来自外部的目光。然而，事实上，作为两个事物之间缝隙的视差仅仅是这两个事物之一，这正是与这一思想形象相关的真正的黑格尔革命所在（参见 Žižek 2005, 36）。最终，这种“二以及它们之间的缝隙”源于一内部的分裂。缝隙存在并决定了对事物视角的思考。而正是这一点最终将齐泽克引向了他长期以来最喜欢的主题之一：拉康的“强制性选择”（erzwungene Wahl）概念（参见 Žižek 2005, 104–105）。他描述了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当前的政治体系虽然似乎为我们提供了两个选项之间的选择，但这是一种虚假的选择，所有的选择最终都归结为同一件事。作为例子，齐泽克在其整个著作中选择了琐碎和有趣的事物——在软饮料中选择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或者在人造甜味剂中选择Nutra-Sweet和Equal。但这也涉及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唐纳德·特朗普和希拉里·克林顿之间更具重大意义的虚假选择。（特朗普在2024年也赢得了选举的事实证明了齐泽克思想的远见。）视差之见让我们思考或认识到的是上述选项的失败，即伪装成当前局势替代方案的选择的失败，以及这样一个事实：无论我们做出什么选择，这只有相对于选择所反对的系统才有可能。从这个角度来看，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齐泽克思想中的一个英雄是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笔下的文学人物巴特比（Bartleby）。这位律师的抄写员用这样的话来回应所有交办给他的办公室职责：“我宁愿不”（I would prefer not to）（参见 Žižek 2005, 342）。

但是巴特比在这里是什么意思，或者——从齐泽克的视差之见来看——我们可以假设他是什么意思？让我们假设巴特比拒绝执行的不仅仅是官方职责。那么他拒绝做的到底是什么呢？齐泽克在一处关于巴特比的文章中写道：“Bartleby does not negate the predicate; rather, he affirms a non-predicate: he does not say he doesn’t want to do it; he says that he prefers (wants) not to do it […] which opens up a new space outside the hegemonic position and its negation” (Žižek 2005, 381–382).

根据齐泽克的说法，巴特比不仅拒绝了一种选择，而且思考了所有选择所掩盖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他在选择的行为中必然总是填补一个缝隙，这完全独立于他当时所选择的任何东西。因此，在选择的行为中，他实际上是在注视着自己。这反过来又对应于视差的思想形象，真正的视差不仅仅是另一种视角，而是对每个视角所排除的东西的视角。关键在于——在这里我们回到了康德和黑格尔之间的争论——思考我们自己与世界的共谋，即世界并不存在于我们之外或超越我们，而只存在于我们之中并通过我们存在的方式。我们同时在世界之中，而世界也在我们之中。“我宁愿不”和视差之见并不是拒绝参与世界的方式，而是旨在帮助我们认识到我们已经如何与世界并参与在世界之中。我们面前的东西只有通过我们才存在。这向我们指出了必然性的偶然性这一关键动机，正如它塑造了《视差之见》这本书一样。它既可以在弗洛伊德的死亡驱力概念中找到（参见 Žižek 2005, 231），也可以在尼采关于相同者的永恒轮回的论述中找到（参见 Žižek 2005, 193–194）。这与任何自由意志的行为或对现有事物的替代方案无关，因为这些行为事后总是会被证明是决定好的。相反，关键在于思考：如果不是我们断言这种必然性，它在多大程度上就不会存在。正如齐泽克所说，关键在于：“retrospectively to choose/determine which causes will determine me”（Žižek 2005, 203）。这就是视差之见所代表的，它也追溯性地彰显了齐泽克著作中其他地方已经存在的许多内容。

Notes


[1]: 澳大利亚墨尔本莫纳什大学。电子邮件：rex.butler@monash.ed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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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于无》（Žižek 2014）是齐泽克继《主体的诡计》（2001）之后，第二次试图将其思想系统化的重大尝试。齐泽克按照性行为的过程来构建他的书：第一部分“事前的饮酒”追溯至古希腊，引入了对本书及齐泽克整个思想而言至关重要的基本理念，即主体（见第95章）和实体都是不完整的，两者都被一道裂隙贯穿，是匮乏的。传统上，实体被理解为持久且完整的（即与自身同一的）存在者，是需要被认识的事物本质。与此不同，齐泽克认为实体并非一个完整的整体，一切存在者的本质恰恰在于其不完整性。这种建构性的裂隙阻碍了实体和主体永远无法与自身同一，同时又在双重意义上构成了它们的同一性。

实体和主体彼此同一，但同时又彻底分离，两者之所以存在，仅仅是因为它们是不完整的。对齐泽克而言，从它们的不完整性可以得出，许多认识论问题化为乌有，或者说不再被解释为问题，而是被解释为答案，我们需要去寻找与这些答案相对应的问题。

在本书的第二和第三主要部分，齐泽克触及了“事情本身”，即黑格尔（见第57章）、拉康（见第61章）以及本书的“公理”：“一分为二”（Žižek 2014, 17）。在关于黑格尔的部分，他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面对彻底改变的历史星丛，今天如何还能有意义地成为一个黑格尔主义者？”（Žižek 2014, 17）。紧接着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重构，特别是对黑格尔“绝对者不仅是实体，也是主体这一基本论断”（Žižek 2014, 17）的详细分析，以及对黑格尔体系存在哪些局限性的反思。关于拉康的部分，正如人们从齐泽克的全部著作中所熟知的那样，将拉康理解为对黑格尔的重复，理解为试图通过重复黑格尔来克服其局限性的尝试。与此相关的是对拉康的小a客体（objet a，见第89章）的分析。与黑格尔部分类似，这一节也以所介绍方法的弱点作为结尾。黑格尔被置于拉康的精神分析式阅读之下，而拉康则被置于黑格尔的辩证式阅读之下，以此来“拯救”他们（Žižek 2014, 35），并克服阻碍两者实现其目标的障碍：黑格尔无法思考纯粹的重复，而拉康则未能思考一场不会再次导致新主人上台的革命（Žižek 2014, 35–36）。在第四主要部分“事后的香烟”中，齐泽克详细阐述了他复兴黑格尔的尝试与阿兰·巴迪欧（见第53章）有何不同，以及为什么拉康不是海德格尔主义者。此外，他还构想了一种量子物理学的本体论。

没有伦理的政治

然而，这本书所做的不仅仅是对黑格尔和拉康的批判性（重）读。齐泽克探讨了大量古典和当代的尝试，这些尝试旨在思考存在与无、客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而又没有倒退回德国唯心主义（特别是黑格尔）的洞见之前。在此过程中，他始终遵循着人们从他其他著作中熟知的同一策略：他指出，这些作者讨论了根本性问题，但没有将他们的论证贯彻到底，从而错失了事情本身。

熟悉齐泽克在《少于无》之前出版的著作的读者，在这本书中可能找不到多少新东西，但会遇到许多老熟人，有些换了新装，有些则是重复或变体。齐泽克在他所有的书中都在与这样一个事实作斗争：他想要表达的东西与被说出相抵触，或者说逃避被说出。无尽的重复、永恒的盘旋，皆归因于事情本身。

正如本书最后一章“政治对伦理的悬置”所特别表明的那样，齐泽克的主要关切是政治性的。他想表明，构成我们现实和主体性的前本体论断裂导致了——用拉康的话来说——不存在大他者，不存在政治行动可以追溯的最终权威。齐泽克强烈批评所有试图将政治建立在伦理之上，或将政治理解为“实现伦理立场的战略努力”的尝试（Žižek 2014, 1307）。相反，任何伦理和道德都建立在一个激进的、深渊般的政治行动之上（见第72章）。

德国唯心主义对齐泽克思想的相关性怎么估计都不为过。他自己甚至断言，正是德国唯心主义才使得“能够将之前和之后的所有传统作为哲学来阅读”成为可能（Žižek 2014, 20）。德国唯心主义的成就，同时也是本书的主要论点，在于它指出现代主体性建立在一个前先验的断裂或裂缝之上，弗洛伊德（见第56章）后来将其称为驱力。康德（见第60章）表明，假设现实是一个封闭的、无断裂的整体，必然会导致众所周知的理性二律背反。康德不再像前康德的认识论那样，致力于克服由我们的认识器官产生的假象，而是要理解假象的“先验发生”（可能性的条件），即回答为什么事物会以它们呈现的方式显现的问题（参见 Žižek 2014, 23）。黑格尔随后激进化了康德的这一认识，他不再将二律背反的原因归结为人类理性的局限性，而是归结为现实本身。

少于无

构成后康德德国唯心主义的伟大姿态，也是齐泽克在黑格尔那里找到的纯粹形式，是不再将自在之在思考为一个先在的整体，而是将其思考为“少于无”，思考为一种纯粹形式的矛盾关系，正是这种关系才使得谈论存在与无成为可能。由于存在和主体被同一道建构性的裂隙所贯穿，主体才有可能真正触及拉康意义上的实在界（见第93章）。这种视角的转换使得人们能够将所谓的认识障碍识别为本体论的认识条件。

对康德而言，我们的认识虽然停留在现象层面，但并非任意的，因为现象服从于可以被认识的规则和条件；而黑格尔则打破了现象与物自体之间的界限。我们认识到的现实就是它本来的样子，但现实本身是匮乏的、不一致的，被一道建构性的裂隙所贯穿（参见 Žižek 2014, 25）。“通过这一步，问题几乎成了它自己的解决方案：正是这种与绝对存在的脱离将我们与它结合在一起，因为这种分离是存在所固有的”（Žižek 2014, 31）。因此，我们的认识并没有失败，不是因为它在认识行为中误认了存在，而是我们仅仅以为它会失败，因为我们试图去认识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东西（作为自我封闭整体的存在）。然而，这种失败是认识过程的必要组成部分：“换言之[]；认识过程必须首先由一个超越的客体引发，以便在第二步中扬弃这种错误的超越性”（Žižek 2014, 1300）。如果我们接受现象的帷幕背后什么也没有，那么问题依然存在：为什么我们会感知到一个一致的客体化世界？齐泽克认为，我们必须迈出的决定性一步是认识到，帷幕背后不仅什么也没有，而且是书名所说的“少于无”。

在这里，副标题中辩证唯物主义的阴影也变得相关起来。如果简单地用被理解为空无的“无”来取代康德的物自体（或任何其他形式的先于认识过程的存在），就会产生两个问题。首先，人们必须将现实理解为纯粹的假象；其次，无法解释如何从空无走向现象，从“无到有”（Žižek 2014, 1301）。齐泽克在此谈到了“前本体论的原初现实”，从中“我们的正常现实通过一个建构‘客观现实’的主体的出现”（Žižek 2014, 1302）而显现。这个主体是分裂的：“主体的这种建构性分裂（先于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分裂）是作为空无的主体（$）与主体那不可能-实在的客体化对应物，即纯粹虚拟的小a客体之间的分裂”（Žižek 2014, 1302）。正是小a客体赋予了现实一致性，但这并非通过先于现实（现实没有外部）来实现，而是通过减法：为了使现实能够存在，必须从中减去小a客体。

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是次要的，先于它的是主体与小a客体之间的关系。齐泽克将这种关系描述为“一种不可能的结合，两个永远无法在同一空间相遇的契机（如主体和客体）之间的非关系——不是因为它们相距太远，而是因为它们是莫比乌斯带相对两侧的同一个实体”（Žižek 2014, 1302；参见 678–680）。因此，小a客体并不在现实之外，而是象征空间的曲率。它是体现某物与自身分离的客体。它同时是存在秩序得以存在的原因，也是这种秩序不一致的原因。

对齐泽克而言，黑格尔的认识——即自在之物并非不可认识，而是拉康意义上的实在界——是超越康德的决定性一步。实在界“同时是物自体以及阻挠我们接近物自体的障碍”（Žižek 2014, 1303）。齐泽克试图通过不断的新尝试来使这一认识或基本假设变得易于理解。他将实在界描述为“象征过程的一种本体论‘附带损害’”，它产生于象征化的失败，或者说它“就是象征界这种内在的失败”（Žižek 2014, 1304）。在主体方面，这种本体论的附带损害导致主体恰恰因为未能完全将自身象征化，反而能够认识自身，因为它本身就是这种失败。“主体产生失败的能指，而作为实在界的主体就是这种失败的效应”（Žižek 2014, 1304）。因此，存在和主体是象征化失败的结果。“象征界只有在存在秩序本身从内部被阻挠、不完整且具有内在裂隙或对抗性特征的情况下，才能产生存在”（Žižek 2014, 1305）。

政治对伦理的悬置

在写了足足1300页之后，齐泽克现在相当突然地转向了他的主要关切：政治对伦理的悬置（Žižek 2014, 1307–1373）。象征化的根本性失败开启了政治的空间：社会总是以对抗性的方式构成的，因此必须应对其自身的不可能性。“政治正是这样一个空间，在没有任何外部保证的情况下，伦理决定在其中被做出和协商”（Žižek 2014, 1307）。对齐泽克而言，伦理建立在政治之上，而不是相反。阻碍主体和实体（进而也阻碍社会）与自身同一的裂隙，正是政治得以存在的条件。对齐泽克来说，政治首先是对这种裂隙的否认。它被一种幻象的（意识形态的）叙事所弥合：“保守派的有机和谐，自由派通过将对抗转化为对抗性竞争来平衡冲突，左派革命后即将到来的天堂”（Žižek 2014, 1308）。然而，齐泽克认为，所有这些解决方案在原则上都是失败的，因为它们误解了这种裂隙。在他看来，裂隙并不是一个存在于那里并随后被掩盖的空位，而是“从未‘在那里’，它只能被追溯性地体验到，并且是作为一种新的政治干预、一种新秩序的实施的前提”（Žižek 2014, 1312）。这种秩序虽然由个体的行动构成，但对个体而言却显得是客观给定的。如果没有这样一种让个体感到异化（马克思）或外化（黑格尔）的秩序，构成人性的东西就会丧失（参见 Žižek 2014, S. 1319）。没有去主体化就不会有主体，也就是说，只有当主体是权力的主体，被权力主体化时，作为自由行动者的主体才可能存在（参见 Žižek 2014, 1337）。齐泽克在此承接吉奥乔·阿甘本的观点，认为我们后政治/生命政治时代的特征在于，个体虽然被去主体化，但不再被主体化（参见 Žižek 2014, 1337–1338）。宏大叙事（让-弗朗索瓦·利奥塔）的终结导致了相互承认概念的兴起。“相互承认是主体性的最高目标，同时也是最低前提，是自我意识事实的内在条件——‘我被承认，故我在。’只有当我被其他自由的（被我承认为自由的）主体承认为自由时，我才是一个自由的主体”（Žižek 2014, 1347）。

齐泽克对这种对黑格尔承认斗争的自由主义解释持高度批判态度，因为它过于强调对自身身体和物质现实的依附，或者说忽视了从身体/现实中脱离是建构性的，而这种依附“本身变成了其对立面的表现形式”（Žižek 2014, 1348）。这种脱离是通过依附于一个部分客体，一个无身体的器官来实现的。“通过执着于一个部分客体并不断肯定它，主体从其身体中脱离出来，并与其进入一种否定性的关系”（Žižek 2014, 1348）。依附于“实在界的某个完全琐碎且微不足道的小碎片”（Žižek 2014, 1348），主体甚至愿意为此放弃自己的生命，从而接受自身的虚无，这是人类自由的表达，是自我指涉的否定性的表达。

我们现实的一致性取决于一个幻象的框架，一个幻象（见第91章）。必须弥合标志着实体和主体的裂隙，主体才可能具备行动能力。谁要是认为自己可以在现实与幻想（见第80章）之间做出选择，那就错了，因为没有幻象就没有现实。为了能够改变社会现实，必须改变支撑它的幻象。在他看来，这种幻象（齐泽克也称之为意识形态）有多么强大，在危机中或者当意识形态面临失败威胁时表现得尤为明显。“我们都知道迫在眉睫的灾难，但不知何故我们无法认真对待它。在精神分析中，这种态度被称为拜物教式的分裂：我很清楚，但是……（我并不真的相信），这种分裂是意识形态物质力量的明显迹象，它驱使我们去否认我们所看到和知道的东西”（Žižek 2014, 1354）。因为意识形态塑造了我们，它是我们认同的一部分，如果它失败了，我们也会失败。

知识的政党形式

许多人会发现很难接受齐泽克的社会分析——拒绝自由主义幻象及与之相关的社会秩序威胁到了自我理解——而且极少有人愿意听从他“对整个社会生活进行重组”的建议（Žižek 2014, 1356），因为这需要“一个强大的机构，能够迅速做出决定，并以一切必要的强硬手段将其付诸实施”。“谁有能力迈出下一步？这里出现了一个新的四元组，由人民——运动——政党——领袖组成”（Žižek 2014, 1356）。齐泽克追随黑格尔，将“‘人民’视为政治过程的被动背景”（Žižek 2014, 1356），人民认同政治项目并充当监督机构。“选举民主所能做的仅此而已——迈向新秩序的积极一步超出了它的能力范围”（Žižek 2014, 1357）。抗议运动也不足以建立新秩序，它们只能质疑现存秩序。相反，需要的是一个政党。然而，政党的领导要求并非基于它比人民知道得更多，“而是基于知识的形式，基于一种与集体政治主体相绑定的新知识类型”（Žižek 2014, S. 1359）。齐泽克认为，“人民”不能直接认同某个政党，需要一个剩余的元素（一个领袖），就像黑格尔的君主一样，代表着整体。

齐泽克追随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将民主与资本主义剥削直接联系起来。在民主制度中，不公平的社会状况不被视为剥削的后果（如在共产主义中那样），而是被视为糟糕统治的结果。剥削的自然化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积极的后果：“不需要直接的社会统治，因为统治已经交织在生产过程的结构中”（Žižek 2014, 1364）。正是这种间接的统治形式，才使得自由和平等的人之间相互承认的自由主义概念成为可能。这样就掩盖了一个事实：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经济决定了政治领域（参见 Žižek 2014, 1365–1366）。如果仅仅废除市场，而没有驯服统治的替代方案，就会倒退回直接剥削，并随着形式上的（即未完全展开的）资产阶级自由的丧失而失去一切自由，因为形式上的自由是“对真正的非自由进行批判性分析的可能性”的前提（Žižek 2014, 1367）。

齐泽克认为，新的政治运动面临着根本性的问题，这些问题必须从容地加以澄清，而不能草率地限制它们所开启的可能性空间。有时，不行动优于行动，沉默优于建设性对话，以此来避免草率的糟糕妥协，并彻底弄清楚“我们到底想要什么。什么样的社会秩序可以取代现存的资本主义？我们的新领袖必须是什么样子的？我们需要哪些机构，包括用于控制和镇压的机构？20世纪的替代方案显然没有奏效”（Žižek 2014, 1369）。

齐泽克自己无法回答这些问题，因为无论是知识分子、政党还是人民都不具备这样的知识。齐泽克关于如何处理无知问题的建议，构成了他分析中最不清晰的部分。无知是不对称分布的，人民知道问题的答案，或者说人民本身就是这个答案，但不知道问题本身。他看到了与精神分析的类比：正如分析师和病人在漫长的疗程中共同找出病人的症状是对哪些问题的回答一样，知识分子的任务是与人民一起弄清楚，人民的诉求是对哪些问题的回答。只有这样，才能得出一个政治纲领（参见 Žižek 2014, 1371）。

在第1296至1306页，齐泽克总结了他所谓的本书的“焦点”。这些页面简明扼要地包含了众多论点，自他的第一本书《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Žižek 1989；见第16章）以来，齐泽克的思想一直围绕着这些论点展开。

注释


[1]: 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卡尔斯鲁厄，德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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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绝对反冲：重建辩证唯物主义的尝试 (2016) / Absolute Recoil. Towards a New Foundation of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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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绝对反冲：重建辩证唯物主义的尝试》（2016）中，齐泽克继续了他在《少于无：黑格尔与辩证唯物主义的阴影》（2012）中开始的更新辩证唯物主义的计划。人们可以将其与《差异》（2018）一起视为三部曲的一部分。《绝对反冲》与齐泽克的全部著作一样，具有一种让人联想到阿多诺《否定辩证法》（参见 Adorno 1966, 364–366）的特征：形而上学之所以可能，仅仅在于它不对现实的基本结构是怎样的做出普遍的断言。它也不尝试还原论方案或其他一元论构想。相反，形而上学必须关注政治、文化和社会现象，以便能够获得通向普遍性的途径。换言之：普遍性只能通过个别性来接近。

因此，齐泽克强调，辩证唯物主义应被理解为“一种不一致的（非全的）混合体”（Žižek 2016, 12）。因此，它不能以对“辩证唯物主义”概念进行抽象阐释的方式来加以说明，而只能通过展示其在分析具体情况时的效能来阐明（参见 Žižek 2016, 12）。在这个意义上，齐泽克努力认真对待流行文化现象等，并探究其形而上学的意涵。例如，在科幻电影中，不仅讲述了离奇的故事，还探讨了我们如何思考异己事物，并以此为出发点概念化我们的自我理解（参见 Žižek 2016, 28–31）。尽管齐泽克似乎与阿多诺共享这一方法论特征，但他将自己的计划视为对阿多诺这种从个别性出发的做法的激进化（参见 Žižek 2016, 59–60）。因为齐泽克诊断出任何非历史的普遍性都存在一种缺失的趋势。这特别意味着，他不认为在代表个别性的众多现实现象背后，还存在一种可以被理解为“普遍性”的稳定且不可变的秩序。齐泽克借助黑格尔以及拉康的主体理论详细阐述了这一见解。拉康主体性概念的核心在于，在主体认为自己认识到普遍性的地方，它只在那个位置看到了它自己（参见 Žižek 2016, 570–572）。

顺理成章地，齐泽克在本书的大部分篇幅中，从政治、流行文化、思想史和神学现象出发来发展他的思考。一方面，他借此践行了这样一种见解：形而上学的清晰性只能通过对个别性的分析来获得；另一方面，这些都是主体自我主题化的范式性媒介。只有从这样的分析出发，解放性的政治计划才成为可能。本书反复变奏的核心论点是：如果谁将“唯物主义”理解为存在某种与思维相对立的东西的论断，那么他就必须将这种对立物理解为思维本身内部的某种形式上的东西（例如参见 Žižek 2016, 17）。这种唯物主义的“辩证法”在于，形式与内容之间无法划出明确的界限，相反，对立不仅存在于思维与现实之间，也存在于思维或现实内部。黑格尔被呈现为这一见解的范式性作者。因此，如果谁期望能读到很多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内容，将会感到失望。齐泽克的论点是，最好的辩证唯物主义存在于黑格尔的哲学中。

本书分为四个部分：长约70页的导言，从康德到黑格尔的过渡（第一部分），黑格尔本人（第二部分），以及试图与黑格尔一起超越黑格尔的尝试（第三部分）。由于齐泽克思想的发展非常跳跃，且各个章节之间的关联并不总是很清晰，因此本文将以本书的结构为导向，对某些方面进行更详细的阐释，而略去其他部分。

导言

齐泽克并没有将他的权威依据黑格尔解读为一位连续性的哲学家，而是将其视为一位将非连续性逻辑置于其思想中心的作者（参见 Žižek 2016, 32–47）。通过黑格尔可以获得这样一种见解：现实并不建立在稳定和非历史的条件之上，而是以断裂和剩余为特征。因此，既不存在线性的历史进步，也不存在可以毫无疑问地被认定为解放性的计划。所有符号秩序不稳定性的逻辑基础在于偶然性与必然性的逻辑：“偶然性与必然性辩证法的核心，不在于揭示在偶然的经验现实中表达出来的更深层的概念必然性，而在于必然性本身最深处的偶然性——不仅是偶然性的必然性，而且是必然性本身的偶然性”（Žižek 2016, 47）。因此，由于必然性本身是偶然的，辩证唯物主义需要在历史改变的框架条件下进行更新。

为此，齐泽克在导言中阐述了当代唯物主义的四种变体（参见 Žižek 2016, 17）：庸俗唯物主义（认知主义、新达尔文主义）、新无神论（希钦斯、道金斯）、话语唯物主义（福柯之后的路径）和新唯物主义（德勒兹之后的路径）（参见 Žižek 2016, 11）。他与所有这些形式划清了界限，其中主要的对手是庸俗唯物主义和新无神论，而与话语唯物主义和新唯物主义的关系则更为复杂。前两者实际上陷入了朴素实在论（参见 Žižek 2016, 26），而后两者至少经历了认识论批判的转向，尽管它们并没有从中得出正确的结论。

齐泽克将主体性与客观性的一元论标举为当代唯物主义形式的一个核心姿态。标志着主体的特征——它们的行动能力、目的论思维能力和意识——被理解为自然的一部分。这样一来，主体与自然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就被掩盖了：“相反，辩证唯物主义不是将主体性本身，而是恰恰将把主体性与客观现实分离开来的那道鸿沟，重新置入自然之中”（Žižek 2016, 27）。

齐泽克用简短的一章专门探讨了作为书名的“绝对反冲”——一个源自黑格尔逻辑学的表达（参见 Žižek 2016, 213–223）。根据齐泽克的解释，“绝对反冲”意味着“一种撤退，它产生出它所撤退离开的那个东西”（Žižek 2016, 213）。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一种“否定性的运动[] [它]自身产生出它所‘否定’的东西”（Žižek 2016, 213）。这种运动之所以是“绝对的”，是因为它与它所产生的东西相对立，因此在这种关系中不存在其他条件（参见 Žižek 2016, 529）。齐泽克认为这个概念是理解社会和政治现象的有用分析工具。齐泽克举例提到了印度对英国殖民者的抵抗（参见 Žižek 2016, 215 f.）、阶级斗争的逻辑（参见 Žižek 2016, 526–529）以及从拉康的实在界向符号界的过渡（参见此方向 Žižek 2016, 554–576）。

从康德到黑格尔

齐泽克从对康德哲学的一种独特解释出发。他将其动力概括为“先验转向”这一口号（Žižek 2016, 134）。其特征在于，哲学不再致力于认识一个完全独立于人类的现实是怎样的，而是致力于探究我们是以何种预设来接近这个现实的（参见 Žižek 2016, 134–135）。如果在这些条件下谈论“事件”，那么它指的不是在世界本身中发生的事情，而是我们借以关联世界的框架的改变。齐泽克随后将后康德哲学解释为一种试图超越先验框架的尝试（参见 Žižek 2016, 142）。在此，海德格尔显得像是“终极的先验哲学家”（参见 Žižek 2016, 137），因为他迈出了将非历史的认识条件本身历史化的激进一步伐。因为尽管《存在与时间》时期的海德格尔仍在努力标举普遍条件，但海德格尔的转向在于迈向了“激进的历史性”（Žižek 2016, 170）。事物显现于其前的先验视域本身就是历史性的。然而，齐泽克在这种立场中看到了将世界神话化的危险。因为无论在人类及其语言之前存在什么，都会因此逃避任何把握（参见 Žižek 2016, 142）。而逃避任何把握的东西，就有变成神话的危险，因为它似乎逃避了任何理性的把握。

因此，齐泽克赞成黑格尔的选项。这在于将康德的见解激进化，即把使所有世界认识成为可能的先验条件，理解为被认识事物本身的一部分（参见 Žižek 2016, 143）。借此，黑格尔避免了倒退回朴素实在论，后者认为事物就是它们向我们显现的样子（参见 Žižek 2016, 143）。同时，这使得重新获得通向现实的真正途径成为可能。因为我们的认识既不是我们用来接近世界的工具，也不是在认识世界时完全没有主观的作为，而是我们的认识必须与我们努力去认识的东西一样，被理解为世界的一部分。因此，黑格尔将思维与存在的对立转移到了现实本身之中。由此，他超越了先验哲学思维的狭隘框架，从而使得一种更直接的——尽管并非无中介的——对现实的把握重新成为可能。

在这个意义上，先验哲学路径试图将形式与内容干净利落地分离开来，以标举某些纯粹能力的努力是徒劳的。因此，齐泽克坚持归于黑格尔的立场，即将形式铭刻入内容本身之中，由此内容本身必须被思考为不一致的（参见 Žižek 2016, 159）。为了使这种不一致的契机不危及规范性实践的稳定性，需要一个额外的元素来提供一致性：“由于框架与其内容之间的关系必然受到干扰，因此必须有一个额外的元素来将整个场域‘缝合’起来”（Žižek 2016, 159）。齐泽克认为，符号秩序的这种理性需求在拉康的术语中通过“客体小a”（objet petit a）的说法得到了把握（见第89章）。对于它而言，它既是一个具体的客体，又确立了首先使连贯的现实认识成为可能的框架。

齐泽克通过大量借用神学等例子对此进行了说明。例如，他探讨了人类的堕落（参见 Žižek 2016, 182–190; 486–487）、上帝的知识（参见 Žižek 2016, 293–294）以及上帝的创伤性本质（参见 Žižek 2016, 341–392）。基督教在此被呈现为一种范式性地展现了大他者之缺席的宗教，同时在耶稣基督的位格中体现了与此相关的创伤性维度，因为十字架之死的启示是，“不存在任何可以向其（或为其）献祭的人”（Žižek 2016, 486）。毕竟，死在十字架上的正是上帝自己。

从在既定符号秩序之外不存在固定参照点这一思考出发，现在可以更准确地确定作为书名的“绝对反冲”的概念内涵。黑格尔实际上是用这个表达来反对一种外在反思的形式。一种反思可以通过设定一个明确的起源，从而清晰地界定要认识的客体，来外在于其客体。这可以典型地在民族国家的身份建构中看到（参见 Žižek 2016, 213 f.）。齐泽克回顾了印度被殖民的例子。最初，印度存在着众多的民族和文化，它们通过英国殖民暴力的干预被强行塑造成一个民族国家的形式（参见 Žižek 2016, 215）。然而，印度的反殖民运动并没有追求回到其前殖民状态的目标。相反，它将一个统一民族的普遍主义理念转而用来反对其殖民宗主国（参见 Žižek 2016, 215）。这就是一个“绝对反冲”，因为印度抵抗运动的反思是从既定条件出发反对现有政权，而不是指向一个应当回归的前殖民状态。因此，这是一种“不再外在于其客体并将其预设为既定的反思，而是可以说闭合了回路并设定了其自身前提的反思”（Žižek 2016, 213）；在已经给定的、非外在的条件下。但这种见解只有在黑格尔那里才能得到恰当的获得。

行动、精神与绝对知识

早在实际上探讨康德的第一部分中，黑格尔就已经无处不在了。在黑格尔部分，齐泽克现在完全转向了黑格尔。因为当康德似乎将主体与现实对立起来时，黑格尔则将主体性理解为现实本身的一部分。对齐泽克而言，由此得出的结论是，黑格尔应被理解为一位偶然性的思想家。因为无论是主体本身还是现实，最终都不建立在普遍和稳定的前提之上。齐泽克在此将黑格尔与那些认为在其哲学中看到了历史必然论的观点区分开来。为此，齐泽克首先将黑格尔与柏拉图和笛卡尔置于同一脉络中，因为这三位是西方最重要的形而上学家（参见 Žižek 2016, 253）。这些哲学家构想的两个标志性外在特征在于，一方面他们与前人决裂，另一方面他们在后世引发了强烈的背离运动（参见 Žižek 2016, 253–259）。特别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决定了哲学的进程。黑格尔哲学的特征则在于，它是柏拉图和笛卡尔的顶点。因为在其中，柏拉图理念的客观性与我思的主体性被结合在了一起（参见 Žižek 2016, 162）。这特别意味着，黑格尔克服了主体性与客观性的错误对立（参见 Žižek 2016, 263）。

这种对主体性与客观性错误对立的克服，典型地体现在黑格尔的时间概念中。尽管过去已经终结，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事件在新的历史事件的框架下不能呈现为完全不同的面貌（参见 Žižek 2016, 268）：“由于这种时间上的复杂性，在黑格尔那里一切都变得具有事件性：一个事物是其自身生成过程（事件）的结果，而这种过程性使其去实体化。因此，精神本身被彻底去实体化了”（Žižek 2016, 270）。这里的“精神”指的不是人格化或神话的实体，而是一个历史生成的产品。这个产品是通过在符号秩序中的行动产生的，这些行动相对于符号秩序总是过剩的。术语意义上的“行动”是一个超越了符号秩序的事件，因此不能从符号秩序中或通过符号秩序来解释。如果一个“行动”没有这种属性，那么它就会被秩序所强迫，从而不再是行动，而只是一个纯粹的机制（参见 Žižek 2016, 270）。然而，仅仅机械发生的事情是不自由的，因此不是行动。因此，精神的作用不在于它回归到一种先于其分裂的统一体中，而是在精神中显现的统一体是由主体的行动产生的（参见 Žižek 2016, 272）。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可以将精神理解为行动的产物。在精神的这种追溯性统一体之外或之上，不存在任何实体性的统一体。

这种黑格尔解释的一个困难可能是《精神现象学》的最后一章，其名为“绝对知识”。因此，齐泽克在较长的篇幅中转向了这一章（参见 Žižek 2016, 317–340）。“绝对知识”的立场不应被理解为在历史进程中展示了某种必然性；相反，绝对知识反过来“将可能性重新引入了必然的过去”（Žižek 2016, 327）。因为“绝对知识”是这样一个立场：从这个立场可以清楚地看到，不存在一个可以从中表象现实总体的绝对框架。因此，在法则上封闭的秩序与个别历史现象之间也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参见 Žižek 2016, 333）。“达到绝对知识，不是当你‘无所不知’时，而是当你到达这样一个点：不再有任何外在的参照点可以让你从中相对化你自己的立场”（Žižek 2016, 339–340）。在这个意义上，不存在超越符号秩序的立场。但如果没有这样的立场，那么也就无法标举出符号秩序的根据（参见 Žižek 2016, 349）。齐泽克认为，面对符号秩序本身不再有进一步奠基这一事实，是创伤性的（参见 Žižek 2016, 341–351）。向这种创伤的过渡，同时标志着从黑格尔向拉康的过渡。

与黑格尔一起超越黑格尔

拉康对齐泽克延续黑格尔动机如此重要，是因为他接续了“黑格尔的基本公理”（Žižek 2016, 448）：符号秩序，即大他者，支撑在某种本质上退隐的东西之上。在拉康那里，这个“东西”的名字是“实在界”（参见 Žižek 2016, 448–449）。为了补偿现实缺乏实体性奠基的这种缺席，符号秩序围绕着幻象组织起来。用齐泽克的话说：“即使现实比幻想更‘真实’，它也需要幻想[幻象]来维持自身的稳定性——如果从现实中抽走幻想，剥夺其幻象框架，那么现实本身就会失去其一致性并瓦解”（Žižek 2016, 452）。

为了初步理解这一论点，拉康的三个概念是核心：“大他者”、“实在界”和“客体小a”（参见 Žižek 2016, 554–576）。初步来看，可以说“大他者”指的是一种符号秩序。“符号秩序”可以被理解为例如法律系统、制度、叙事和宗教。在这种符号秩序的条件下，某些行为方式被要求或被禁止；存在着成功与失败的标准。简而言之：符号秩序提供了规范性。然而，这种构想对于拉康的符号秩序概念来说是不够的（参见 Žižek 2016, 555）。相反，它将焦点放在这样一个事实上：符号秩序“在自身内部是矛盾的、对抗的、有缺陷的、‘被划杠的’，是一种虚构的秩序”（Žižek 2016, 555）。因此，不应从其常态来思考符号秩序，而应从其边界和缺陷来思考。因为如果追问符号秩序建立在什么之上，它无法提供对更基础结构的指涉。因此，它拥有“一个骗子的权威”（Žižek 2016, 555）。

因此，如果向大他者提出其权威建立在什么之上的问题，它就会暴露出自己是毫无根据的。然而，在大他者的条件下，这种匮乏无法毫无问题地被主题化，因为它威胁到了大他者的合法性。因此，它是创伤性的。当匮乏在大他者中显现时，这总是会威胁到大他者。拉康将让大他者的匮乏在其中显现出来的现象称为“客体小a”（参见 Žižek 2016, 559–561）。它描述了大他者边界的一侧。拉康将这条边界的另一侧称为“实在界”（特别参见第9章）。这是位于大他者背后的维度。因此，实在界永远不可能成为肯定性主题化的对象，因为这种主题化只有在大他者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大他者对实在界是盲目的，因为实在界永远无法毫无遮掩地出现在大他者中，因为它本身只是大他者匮乏的一个效应（参见 Žižek 2016, 568–574）。

齐泽克认为，这看似是一种只有在拉康的理性标准下才能理解的思考，但实际上也是一种纯正的黑格尔式见解。为此，可以范式性地看一下齐泽克对黑格尔喜剧理论的解释（参见 Žižek 2016, 469–475）。有一种解读强调喜剧以对抗悲剧，并暗示在喜剧的逻辑中“我们的冲突只是皮影戏，一切都只是游戏”（Žižek 2016, 469），与此相反，齐泽克坚持认为，在喜剧中透出了一种过于可怕以至于无法显得悲剧化的维度。齐泽克利用这个范式，将黑格尔解释为一位“向下综合”（Žižek 2016, 469；亦参见 470–480）的思想家。根据这种综合方式，代表符号中介终点的并不是某种形式的肯定性扬弃。相反，“黑格尔式的‘和解’不是对异化的克服，而是与异化本身达成和解”（Žižek 2016, 483）。

这种异化贯穿于现实及其现象之中。齐泽克认为，这种逻辑范式性地在阶级斗争的概念中发挥作用。尽管阶级斗争概念的批评者“指出，在一个社会中从来都不只有两个对立的阶级”（Žižek 2016, 526），但这恰恰是“阶级斗争的原因”（Žižek 2016, 527）。因为总是存在第三种元素，将这两个阶级分开，从而阻止它们的直接冲突（参见 Žižek 2016, 527）。典型地，这可以在君主身上看到：他完全依赖于其人民的承认，但在符号秩序中，他却显得似乎确实拥有一种独立于其臣民的权威。因此，阶级斗争“确切地说就是争夺霸权的斗争，是争夺对那些第三元素的占用的斗争”（Žižek 2016, 527）。齐泽克随后在反犹主义中看到了阶级斗争的一种倒错，因为在这里，“犹太人”虽然被理解为第三元素，但却背离了阶级斗争的逻辑。因为现在不再是国王作为使两个阶级共存的第三元素，而是现在似乎只要消灭“犹太人”，“就能恢复社会霸权”（Žižek 2016, 531）。因此，第三元素不再被理解为对社会起促成作用，而是起阻碍作用。

然而，如果认识到大他者本质上是匮乏的，主体就有可能正确地把握其在现实中的位置（参见 Žižek 2016, 484）。因为主体将幻象引入现实，从而首先使其变得连贯，并因此自身处于绝对者的位置。在这个意义上，绝对者没有内容；“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是，即使在虚空中也没有安宁”（Žižek 2016, 567）。

注释


[1]: 歌德大学，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德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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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蒙 literaturkritik.de 惠允（本文最初发表于该网站，题为《关于“第三者”的思考：斯拉沃热·齐泽克将差异概念作为哲学思考的基础进行探索》）。

在马塞尔·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第三卷《盖尔芒特家那边》第一章结尾处的一段描写中，叙述者马塞尔在电话里与他的祖母交谈。他在听筒里听到的声音，从祖母身体的“自然”整体中被剥离出来，它本属于这个整体，现在却作为一个独立的部分客体为交流过程而显现。对马塞尔来说，这声音变成了一个没有身体的器官，似乎奇迹般地拥有了独立的生命——对他而言，仿佛在一个脱节的世界里，他“独自面对着这声音，而没有面容的掩饰”。马塞尔在祖母作为一个温暖、可爱的常人意义之外，将她感知为“红润、笨重、粗俗、病态、昏昏欲睡，带着有些迷茫的目光扫过一本书，一个被岁月重担压弯了腰的老妇人，我根本不认识她”（引自 Žižek 2018, 18）。

正如齐泽克在其2016年出版的《差异》（Disparitäten）一书中所揭示的那样，通过打破身体的总体性，即“祖母”这一质感的有机统一体，通过将她的声音从她的身体中剥离出来，人们才能触及她“真正”的本质。在这里，读者遇到了一个概念的本体论公理，这个概念成为齐泽克新的哲学蓝图的指导概念和核心，在这个蓝图中，现实的不一致性处于中心地位：差异（Disparität）。在其基本层面上，差异指向一个整体，其各个部分并不契合，因此这种总体性表现为一个矛盾修辞（Oxymoron），一个由异质元素组成的复合体，其有机统一性被永远破坏，或者说必须被称为一种根本性的幻象。

结合异质部分的总体性

对齐泽克来说，获得真理的唯一途径是毫不留情地将想象中的统一体拆解成各个部分，以显露其人造的本质。这既适用于个人层面（马塞尔为了认清关于他祖母的真相，必须摧毁他对其人格统一性的体验，将她分离成一个独立的淫秽声音和令人作呕的身体残余，这二者再也无法无缝地构成“祖母”的统一体），也适用于社会层面（社会体的有机统一必须通过阶级划分来摧毁）。结合异质部分的总体性是一种虚假的总体性，是一种相互冲突、对立元素的结合，当它们被拼凑在一起时，仅仅是伪装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对齐泽克而言，这种异质结构是普遍的，并且构成了现实，或者说构成了我们所体验到的现实：

“我们所体验的现实从来都不是‘全部’；为了产生‘全部’的错觉，必须用一个异质的人造元素来补充它，以填补它的空白或漏洞，就像电影布景一样，它由‘真实’的元素（树木、桌子、墙壁）组成，但配有手绘的背景，从而制造出我们身处‘真实’外部世界的错觉。”（Žižek 2018, 19-20）

换言之：我们所体验并称之为现实的东西，总是已经被裁剪、被过滤的；某种维度、某种异质元素被排除在现实之外，只能作为虚构出现，作为不属于我们现实的东西出现。人类的现实是象征性建构的，因此归根结底是一种集体实践的虚构。相反，在这一象征界（das Symbolische）的秩序内，实在界（das Reale）是一个无法虚构的核心，它无法通过语言被象征化。它没有实证的存在，而仅仅作为被排除之物以否定的方式（ex negativo）存在，在日常现实的边界处显现。

齐泽克差异概念的哲学参照是黑格尔的“不等同”（Ungleichheit）概念，该概念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序言的一个关键段落中出现了三次，在那里，黑格尔对将实体也理解为主体意味着什么提供了最精辟的解释：

“在意识中，发生于自我与作为其对象的实体之间的不等同，是它们的差别，是一般的否定物。它可以被视为两者的缺陷，但却是它们的灵魂或推动者；因此，一些古人将虚空理解为推动者，因为他们虽然将推动者把握为否定物，但尚未将其把握为自我。——如果这种否定物首先表现为自我与对象的不等同，那么它同样也是实体与自身的不等同。似乎在它之外发生、似乎是反对它的活动，其实是它自己的行动，它表明自己本质上是主体。”（Hegel 1986, 39）

按照齐泽克的观点，黑格尔应被解读为一位反有机主义者，他不相信任何形式的总体性。“主体与实体之间的不等同，同时也是实体与自身的不等同——或者用拉康的话来说，不等同意味着主体中的匮乏同时也是大他者中的匮乏”（Žižek 2018, 15）。因此，在黑格尔和齐泽克的意义上，辩证法不仅是总体性，其特征还在于将问题、异质元素孤立出来，并与一个想象的总体性配置在一起，从而使真理作为始终脆弱的事物仅仅近似地显现，并伴随着差异、对抗和阴影。

不等同者的并存

辩证唯物主义的表达“差异”指的是不等同者的并存。当共同出现的概念无法被归入一个更高的属概念或作为一个群体被整合为一个统一体时，即它们不传达相似的内容并因此互不相容时，齐泽克将它们理解为异质的（disparat）。同时，它们可以用来描述第三者，并且不一定相互矛盾。根据齐泽克的说法，最激进形式的差异

“不仅仅指向现实的各个部分或领域之间的鸿沟，它更必须被理解为自我指涉的，并被构想为包含事物相对于自身的差异——或者换句话说，事物的一部分与无之间的差异。A不仅仅是非B，它首先也不完全是A，而B的出现正是为了填补这个空白。”（Žižek 2018, 29）

可以联想到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著名的关于“第三者”的塑造：例如16世纪中叶生活在哈弗尔河畔的马商米夏埃尔·科尔哈斯，“他那个时代最正直同时也是最可怕的人之一”；或者奥德修斯在突然看到亚马逊女王彭忒西勒亚时发出的感叹：“据我所知，自然界中只有力量及其抵抗，没有第三者。”这完全符合齐泽克认为应定位本体论差异的层面：

“现实是不完整的、有漏洞的、不一致的，而最高的存在或存在物是一种虚幻的观念，旨在填补（掩盖）这种匮乏、这种使现实成为‘非全’的空无。简而言之，本体论差异——‘非全’的现实与穿透它的空无之间的差异——被‘最高’或‘真正’的存在（上帝；真正的生活）与其次要阴影之间的差异所掩盖。”（Žižek 2018, 29）

关于“第三者”（tertium）的思考，其前提是脱离（例如由吉尔·德勒兹阐述的）“存在的单义性”观念，毫无疑问，这一观念的优势在于使我们能够放弃本体论等级制度的所有假设——从将宇宙视为一个等级森严的整体、上帝作为最高代理人（energeia akinesias）和顶端唯一完整存在的这种神学观念，一直到常见的马克思主义社会领域等级制度。

齐泽克的《差异》现在试图“对我们的当下进行一种黑格尔式的分析”（Žižek 2018, 10），并揭示差异的本体论、美学和政治维度。在本体论层面上，差异表现为其最激进的本体论差异；齐泽克将这一思想作为起点，考察在日益单向度的资本主义-技术世界中本体论差异的存续。在此过程中，不仅普遍化的科学理性的二律背反进入了视野，还涉及对这种理性统治的两种哲学反应：列维·布莱恩特（Levi Bryant）的面向客体的本体论试图让世界重获魅力的尝试（参见 Bryant 2011），以及罗伯特·皮平（Robert Pippin）的先验尝试，即展示科学探究在多大程度上必须依赖于相互承认的话语规范性，而这种规范性本身是无法用科学来证明的（参见 Pippin 2008）。

贱斥物

在美学层面上，异质元素存在于“令人排斥的X”中，部分重叠的概念都追溯于此：丑陋、恶心、贱斥物（das Abjekt）。首先，齐泽克旨在重建黑格尔通往现代具象艺术的道路；随后，他试图在与朱莉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的密切对话中，在现代主体性的各种变体中展开丑陋、恶心和恐怖；最后，在这一部分中，还勾勒了艺术中的“主观赤贫”（以威廉·莎士比亚和塞缪尔·贝克特为例）。第三部分在与现存的神学-政治无序状态的交锋中，对差异进行了界定。“异质的不同者”的神学名称是作为绝对他者的上帝：死者、无意识、邪恶、无力、不存在、反事实、虐待狂，或者——在雅克·拉康的意义上——作为一种假设。在一个简短的结论部分，从差异概念中得出了一些政治推论。

正如他之前的许多出版物一样，齐泽克在这里也提供了大量丰富的 fermenta cognitionis（认知的酵素），这是一种博学的混合体，涵盖了对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如前所述，被奉为神明的黑格尔在其中扮演了核心角色）、卡尔·马克思、各种形式的（后）人类主义、自我意识的尝试、否定神学，乃至千禧年主义政治以及后结构主义、电影与媒体理论、女权主义和文化研究领域的当代思想路径的思考。齐泽克博学且刻意非系统化的漫游，围绕着脆弱的认同及其与周围由意识形态、社会关系和无意识的心理结构所组成的网络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展开。

对齐泽克而言，差异的本体论、美学和神学-政治维度的基础，再一次是拉康关于大他者的概念，主体正是通过大他者才将自身建构为具有对立元素的本己之物。众所周知，根据拉康的观点，这个他者具有两个维度：“大他者”（见第70章）和“小他者”。对象（小）a（见第89章）是主体欲望的客体，主体向其努力并试图与之结合，它是象征再现过程的“不可见残余”，充当了欲望的（总是已经失去的）客体成因——其典型代表是对另一个人的性欲望，或者是在与“贱斥的过度”碰撞时的着迷状态（Žižek 2018, 205）。对齐泽克来说，“构成贱斥概念基础的想象矩阵[]是一个危险基础的矩阵：贱斥物指向一个构成我们生命强度源泉的领域——我们从中汲取能量，但同时我们必须保持适当的距离”（Žižek 2018, 205）。这种欲望的客体基本上是任意且可替换的，只要它符合个人幻象的框架，正是这种幻象才使其变得令人渴望。

这种“欲望的隐晦目的”（路易斯·布努埃尔语）作为差异补充了总体性的观念。与此相反，“大他者”作为象征性实例（例如处于存在秩序之外的“上帝假设”）保证了社会的法律和规范，并首先为主体在社会中分配了位置。主体通过承认这个大他者作为职能承担者并因此作为法律的承担者，同时也使自己服从于社会整体。同时——矛盾的是——主体正是通过这种对大他者的承认才获得了其真正的主体地位，因为它借此才找到了一个位置，从这个位置它才能表达自己，并在那里找到一种语言。然而，这种语言，以及随之而来的作为主体的主体，总是已经被本己之物与异质他者之间矛盾的相互交织所决定，因此齐泽克可以始终与阿蒂尔·兰波和拉康一起假设“我是一个他者”。因此，主体本质上不是一个主体，而是一个话语场所，它由一个既具建构性又具异质性的外部所结构化。尽管作者提出了相反的断言，但齐泽克的哲学概念与德勒兹或雅克·德里达等人提出的“去中心化主体”的其他后结构主义路径之间，存在着不可忽视的亲缘关系。

众多来自音乐、电影、文学、政治、宗教和流行文化的既充满智慧又引人入胜的话语微缩模型，提供了令人振奋的哲学分析。巧妙的批评与才华横溢的妙语相结合，齐泽克巧妙地展示了它们对当前以及超越精神分析的现象的适用性——例如，证明尽管浪漫主义试图追求一种和谐、和解的总体性，但黑格尔对浪漫主义中讨论的“黑色雅典娜”论点并不陌生；通过卡尔·罗森克兰茨1853年的《丑的美学》展示了从美到崇高，再从崇高到怪异的过渡；结合柏拉图的模仿概念，指出了这位希腊哲学家对音乐实在界漩涡的恐惧，这种漩涡威胁着要将逻各斯拖入深渊，就像欧里庇得斯悲剧中酒神狂女们的疯狂舞蹈一样。

海德格尔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齐泽克的呼吁：鉴于《黑皮笔记本》（2014年）的出版，不应将马丁·海德格尔的哲学单向度地定罪为反犹主义（Žižek 2018, 279–285）。在文化版面辩论中被认定的海德格尔《黑皮笔记本》的“丑闻”，无疑可以被视为迄今为止解释海德格尔及其文本的图式的内爆。海德格尔在1931年至1948年间的笔记中将“犹太人问题”纳入其哲学，从而倒退回一种他似乎已经摆脱的形而上学思维。《黑皮笔记本》中的“形而上学反犹主义”不容否认或淡化，但必须加以思考，它还清除了20世纪哲学中一个重要的老生常谈，即海德格尔对大屠杀保持沉默的老生常谈。同时，齐泽克在这一背景下暗示了一种对立立场，不过这还需要进一步细致的反思：海德格尔思想中被隐瞒的希伯来成分，在其哲学的战略要点和关键转折处，以及作为《黑皮笔记本》的潜文本出现：在对语言的理解中，在历史观中，在解释的主题中，在关于撤退、无和时间性的主题中。

如果海德格尔隐瞒了犹太思想的影响，同时又从中汲取营养，那么他与犹太思想的关系必定是秘密的、被掩盖的。也许海德格尔在德语中重现（Wieder-Holung）希腊语的梦想，已经吞噬了希伯来语。

这部出版物同样得益于典型、独特、有时备受争议的齐泽克风格。尽管他的论述往往晦涩难懂，充满了思想跳跃、激进的话语转换和快速的联想，但齐泽克在《差异》中呈现了一场智力烟火，那些相互竞争的体系哲学或经常在浑水中摸鱼的通俗哲学长篇大论，几乎无法与之媲美。人们曾多次称他为“混乱的学究”，却没有注意到，齐泽克不落俗套的博学漫步可能会让一些评论家在智力上感到吃力。事实恰恰相反：齐泽克是一位伟大的、既激动人心又令人兴奋的、在政治上鲜有正确性的思想家，他提出的概念既抽象又极具影响力，尽管如果没有广泛的背景知识几乎无法理解。《差异》提供了一次要求高、具有挑战性且在许多方面令人受益匪浅的阅读体验。

注释


[1]: 莱比锡大学，德国莱比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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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性与错失的绝对 (2020) / Sex and the Failed Absolute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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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著作《性与错失的绝对》（2020）中，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Žižek）致力于探讨人类可以通过何种经验形式与绝对（das Absolute）产生接触。在他的用法中，“绝对”是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等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所创造的术语，指的是存在的总体；作为主体，我们将周围现实的事实以及本体论实在的基本结构都归入其中。齐泽克认为，确保认识与绝对之间关系得以中介的决定性范畴是性（Sex）或性欲（Sexualität）——这指的是力比多生命形式的总体——尽管性与本体论之间的不一致性再大不过了。齐泽克认为，这种假设的一致性仅仅对人类而言才成立。人类拥有进入本体论与性欲相互制约的那个层面的特权途径（参见 Žižek 2020, 18）。尽管对绝对的探索通常需要的不是躯体层面的科学，而更多是精神（noetisch）层面的科学，但齐泽克所理解的性欲概念是一个远比单纯的交配或欲望行为更广阔的领域。因此，他借鉴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将纯粹的（tout court）象征层面，即象征秩序的领域，纳入性欲的概念之中；该领域必须被理解为以（语言）符号表现出来的、由社会文化规范构成的结构性意义整体。在其中，意义受到等级化的、且始终是享乐政治（genusspolitisch）的管理（见第77章）。象征秩序一方面在人与人之间进行中介，但另一方面也构成了决定性的规范框架，涵盖有意识和无意识的行为，人们正是在这个框架中作为性化存在相遇的。在这里，在象征领域中，“[人类的]自然性欲不再仅仅发挥生物学作用”，而是“[将自身加倍]作为象征秩序的一个事实”（Žižek 2020, 196）。语言作为始终由享乐引导的认识和权力诉求的媒介，成为了性欲领域的一部分，反之亦然。然而，这样一来，一种建构性的匮乏、一种建构性的失败就塑造了精神与世界（无论是性-生物学上的还是理性主导的概念上的）的扭结。“正是由于性欲的经验错失了其目标[]，它[才允许]我们与绝对的维度产生接触”（Žižek 2020, 131）。

这种“通过错失而相遇”，作为人类生活于其中的象征世界的失败，并非需要消除的附带损害。“通过错失而相遇”被证明是能够进入精神-世界关系的前提条件。由此可以理解齐泽克试图在“性”与“错失的绝对”之间建立一种类似短路的关系。齐泽克认为，正如性欲和性化-象征的思考与行动围绕着一个匮乏运转一样，对黑格尔来说，绝对，即在其充盈的幻想构建中的“实在”，被证明是“自在地非全的、对抗性的、以一种建构性的不可能性为特征的”（Žižek 2020, 151）。齐泽克认为，拉康的“性化公式”将上述对抗性以形式化的方式表达了出来。它们代表了一种“纯粹的差异（一种不一致性，一种对抗性），这种差异切穿了每一个性别认同”（Žižek 2020, 162），但同时也分裂了作为绝对之本质基础的现实基本结构。

摒弃先验主义

对齐泽克而言，关于绝对之可知性的研究问题视域，是在历史和当代现实概念失败的背景下产生的。齐泽克认为，如进化生物学或理论物理学等自然科学中所主张的本体论的朴素实在论方法，在各种起源发生的框架内导致了循环解释的失败（Žižek 2020, 39–40）。相比之下，齐泽克认为，由康德、海德格尔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个别代表（如格奥尔格·卢卡奇、尼古拉·哈特曼和昆汀·梅亚苏）所主张的先验方法之所以不合格，是因为它们无法在实践（马克思主义）和思维（康德）的经验视域之外认识绝对（参见 Žižek 2020, 57–59; 63–64）。最后，参照黑格尔，费希特和谢林之后的德国唯心主义方法也应被拒绝，因为例如理智直观（一种“[思维与存在统一的]神秘直观经验”，Žižek 2020, 107）的观念并不代表对反思性思维的克服，而是对洞察力的一种朴素的“向直接性的回归”（Žižek 2020, 96）。因此，这种方法掩盖了黑格尔的洞见，即康德所揭示的纯粹理性二律背反（参见 Kant 2019, A 408–410/B 435–457）是解决路径的一个决定性方面：德国唯心主义的方法丧失了将康德所指出的主体认识的局限性作为存在本身的不完整性来主张的可能性（参见 Žižek 2020, 96）。因此，参照黑格尔，齐泽克确认康德的二律背反是绝对之可知性的本质构成要素。尽管它们在试图对所有现象的总体进行论断时，表达了思考主体理性的矛盾，但正是在这一点上，它们恰恰是“事物本身最本源的特征，甚至（尤其是）作为最高‘事物’的上帝的特征”（Žižek 2020, 106）。

齐泽克认为，客观实在无法以一种实证-客观的方式被认识主体所获取。相反，作为补充，正是主体经验视域的显著崩溃、公开显露的认识匮乏，使得认识主体与绝对产生接触（参见 Žižek 2020, 81–82）。

“也就是说，我们获得通达自在之物的途径，不是通过将二律背反作为我们理性不足的标志加以克服，而是通过将我们的不足与铭刻在实在本身的不足等同起来。这种共享的不足构成了实在与先验维度相交的零度层面。”（Žižek 2020, 82）

从康德到黑格尔

如上所述，齐泽克试图通过黑格尔的思想来反制先验哲学的问题。按照康德的观点，认识主体只能通达以感官可感知的现象形式向其显现的实在。对主体而言，这些现象受制于客观的先验直观和思维形式。对我们作为主体而言是认识之可能性的客观条件的这些形式，并不是物自体的规定。物自体落入了认识主体无法通达的智性（Noumenal）领域。此外，康德的思想中还展现了另一个对立：当认识主体试图将本应用于经验对象的宇宙论理念形式（例如所有现象总体的完整性）应用于超越有限经验视域的对象时，理性必然会陷入二律背反（参见 Žižek 2020, 150; 参见 Kant 2019, A 421/B 448）。理性得出了两个各自必然却又相互矛盾的命题，以及涉及世界起源、部分与整体的关系、自由和上帝的问题。同样因为这个原因，康德主张认识主体与事物的自在存在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分离。在齐泽克的解读中，这种分离标志着康德所揭示的不可逾越的“认识之隙”或“现实的不可还原之裂痕”（参见 Žižek 2020, 87–88）。

齐泽克认为，黑格尔的贡献则在于，既不选择一种脱离主体反思的理智直观，也不停留在主体现象显现的认识视域中；相反，他将不可逾越的认识之隙定位在存在本身的本体论基本结构中。由此，这一缝隙被设定为认识绝对本身的条件。“康德的实在界是超越现象的智性之物，而黑格尔的实在界恰恰构成了现象与智性之间的缝隙”（Žižek 2020, 88）。解决方案在于，黑格尔并没有试图消除认识的先验之隙（正如齐泽克认为在费希特和谢林那里所发现的那样），而是让它作为认识的条件继续存在（参见 Žižek 2020, 149–151）。同时，对黑格尔来说，它并不构成障碍，相反，它被提升为绝对的本质属性。

“对黑格尔来说，思维的规定同时也是存在的规定；不存在将不可知的物自体与我们的认识隔离开来的缝隙。[] 对他而言，思维的限制（二律背反、功能失调）同时也是存在本身的限制。”（Žižek 2020, 30）

因此，黑格尔超越康德的步骤主要在于，不将主观思维的某些失败视为认识的限制，而是将其视为物自体的属性（参见 Žižek 2020, 149）。齐泽克认为，由于黑格尔没有在康德指出的二律背反面前退缩，而是将这些对立本身呈现为物自体的本质特征，因此对于这位唯心主义者来说，矛盾被提升为一种以同样方式贯穿存在领域和思维领域的属性。

性作为我们与绝对的短暂接触

铭刻在绝对中的不足必须与主体无法认识事物之自在的不足等同起来。换言之：在一个作为非场所的建构性错失的场所，主体与绝对相遇（参见 Žižek 2020, 82）。凭借这一结果，齐泽克可以回答主体如何能够经验绝对的问题。在这里，性欲的决定性作用发挥了效用。齐泽克借鉴拉康指出，性欲的构成决定了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失败为特征的。性欲的失败指的不是偶然的、对事物而言纯粹外在且非本质的躯体性功能障碍。它意味着，性作为一个概念内在地包含着一种二律背反、一种错失，这与上文提到的性欲的象征结构有关。同样，将性欲整合入象征领域，并不是将其相对化为一个非本质的领域，从而必须服从并让位于对性的自然主义描述。正如齐泽克所强调的，人类的性欲与动物自然的交配行为的区别恰恰在于它是象征性的（参见 Žižek 2020, 162）。（在这一点上，齐泽克有意超越了黑格尔在《百科全书》“人类学”中对性的概念化，并指责他思考得“不够黑格尔”；参见 Žižek 2018, Min. 1:47:29；参见 Žižek 2020, 404；参见 Hegel 2017, § 381, § 397。）

在此应当提及，阿伦卡·祖潘契奇（Alenka Zupančič）证实了象征界相对于本体论的关系。因此，对于精神分析而言，不存在可以脱离语言的存在。“一切存在都是象征的”（Zupančič 2020, 88）。通过性领域中的一个根本性匮乏，通过其象征性的失败，绝对的匮乏或断裂得以被经验。性的失败不仅代表了绝对中的匮乏，绝对本身的匮乏也表达在性的失败之中：

“对我们人类来说，打破我们被困其中的视差之隙的唯一可能性，在于性欲的经验，正是由于它错失了其目标，才允许我们与绝对的维度产生接触。”（Žižek 2020, 131）。

性的匮乏在于证明了对性别差异（在顺性别以及跨性别中）本身进行概念澄清的失败。由于性别未能构建出其自身无矛盾的象征化，因此也无法设想一种可以被理解为无矛盾统一体（人类性别与自身的统一）的性别关系。性在其性别性的概念中失败了，而反过来，在这种失败中，可以理解为对自身具有对抗性的绝对的接触。

为了将性中匮乏的构成系统化，齐泽克引用了琼·科普杰克（Joan Copjec）提出的一种对照，这种对照可以在康德的纯粹理性二律背反与拉康的性化公式之间展现出来（参见 Copjec 2015, 201–203）。它代表了性欲之隙的本体论基础，并将在下文中阐明，如何将性的失败思考为类似于绝对的失败。这种平行关系在于，当理性试图认识物自体时，以及当性别差异试图将自身象征化时，两者都同样表现出结构上相似的矛盾性（参见 Žižek 2020, 131）。

拉康并不像朴素的自然主义那样，将性别差异理解为由男人和女人代表的自然实体的两种表现形式。相反，对他而言，这种差异“作为我们象征宇宙的一个事实”（Žižek 2020, 135）也具有本体论的后果。性别并不作为完整的、自洽的普遍性而存在，而是标志着人类一次失败的象征化尝试（Žižek 2020, 143–144）。在此语境下，“男性”或“女性”等概念指向两种在其内在构型上相互区别的秩序，而并非仅仅指向男人和女人：“每一种性别首先不是通过它与另一种性别的差异来定义的，而是通过它与自身的差异、它自身的内在‘矛盾’来定义的”（Žižek 2020, 172）。然而，这两种秩序的内在构型在形成一个一致的集合时以不同的方式失败了，因为它们无法被无矛盾地象征化或总体化（参见 Žižek 2020, 163）。因此，区分开来的性别必须被思考为两种不同的结果，以映射秩序本身一次失败的象征化尝试（参见 Žižek 2020, 306）。“男性和女性不是实证给定的实体[]，而是两种对抗性类型的形式结构”（Žižek 2020, 143）。“性别差异[]不是两性之间的差异，而是两种模式、性别差异的两种‘运作方式’之间的差异”（Žižek 2020, 143）。它们是性别差异本身作为差异的两种被给予方式。

在拉康的性化公式中，性别差异的男性形态为了其秩序的总体化（为了其象征化），需要集合中一个实体的建构性例外，该实体通过其例外功能（“所有的X，除了一个之外，都受制于‘阉割’”），将集合中实体的整体结构化为一种秩序。这个例外就像一个固定点，集合的其他部分可以作为相互等价的元素参照它。然而，这通过一种内在的分裂（由例外所代表）破坏了象征化，使得它，即象征世界，不可能无矛盾地存在。相反，性化的女性公式通过指出所讨论的集合既不封闭也不是由例外构成的，来应对男性公式的悖论。然而，这样一来，这种秩序就丧失了完整性，并呈现出一种“非全”的悖论性普遍性。因此，在这方面，完整象征化的建构也失败了（参见 Žižek 2020, 133）。因此，如果在男性一边，性别差异的矛盾是由“普遍功能及其建构性例外”（Žižek 2020, 131）来定义的，那么在女性一边，矛盾则是“通过‘非全’（pas-tout）的悖论”（Žižek 2020, 131）表达出来的。

这两个公式各自构成了一种它们共同具有的潜在不可能性的固定表达，即不可能将性别思考为对自身透明的、同质的整体。它们是纯粹的（tout court）性别差异失败的两种显现模式（参见 Žižek 2020, 162–163）。

“性别差异是[]从内部切穿两种性别、划掉两者并使各自与自身不相等的（同一种）差异。它不是两种认同——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差异，而是认同与差异本身之间的差异，一种‘纯粹的’差异。”（Žižek 2020, 306）

尖锐地说，性化的女性公式是男性公式不一致性的显现表达——是试图补偿男性象征化失败的尝试（参见 Žižek 2020, 173–174）。

“[性化的女性公式]仅仅是[男性性化公式]之不可能性的‘反思性规定’，因此，[女性公式]的形态仅仅是[男性公式]之不可能性的化身。”（Žižek 2020, 167）

因此，严格来说，只有一种性别，即男性或阳具能指，以及其不可能性在象征领域中的显现表达，被称为“性化的女性公式”（参见 Žižek 2020, 173–174）。“只有一种性别及其残余，这个残余将‘一’无法成为‘一’的事实实证化了”（Žižek 2020, 174）。为了指代这唯一的一种性别及其被实证化的不可能性，齐泽克借用了祖潘契奇的表达“m + ”（参见 Žižek 2020, 302）：男性及其不可能性，或者说它的“剩余”：“女性”（参见 Žižek 2020, 306–307）。“因此，男性和女性虽然构成了一对，但并不是作为两个互补的原则”（Žižek 2020, 175）。它们构成了一对表达了性别相同内在矛盾的组合。

从拉康的这种性别差异中得出的、也是齐泽克想要指出的结论，表达在拉康的名言“il n’y a pas de rapport sexuel（不存在性关系）”（Žižek 2020, 161–162）中。由于人类的性欲主要不是生物学的，而是象征性的，并且由于不存在（可完全象征化的）性别，因此基本上也不存在通过性行为对性别进行成功的调解，而只有它的失败：“性欲是由不存在性关系这一事实决定的”（Žižek 2020, 161）。性的这种无法存在，这种失败，是主体接触绝对之本体论差异的潜在经验视域。

这样，我们间接地回到了康德纯粹理性二律背反的研究领域。二律背反是理性试图将先验范畴应用于超越现象界的领域（上帝、自由等）时失败的表达。如上所述，黑格尔的深化恰恰在于将思维的失败理解为存在本身的失败，正如拉康的性化公式通过不可还原的性别差异呈现了一种“非全”的本体论。因此，从黑格尔的视角来看，二律背反必须被解读为经验视域内指向绝对内在匮乏的指南针。二律背反在形式结构上与性别差异的两种模式是相同的，因此它们具有与性化公式相同的指向绝对失败的方向向量。二律背反同样具有二元结构：例如，康德区分了数学的二律背反（世界概念）和力学的二律背反（自然概念）（参见 Kant 2019, A 420/B448）。在齐泽克的论述中，数学的二律背反处理的是“实在的内在（非）全体性”（Žižek 2020, 133），即现象的定量范围，表现为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可分性和组合（参见 Kant 2019, A 418/B 446）。而力学的二律背反则主题化了“对普遍实在秩序的一个例外”（Žižek 2020, 133），例如原因和结果，它制约了现象整体的变化，但本身并不属于现象的集合（参见 Kant 2019, A 419/B 447）。

齐泽克所引用的科普杰克的洞见是，拉康的性化公式在结构上反映了康德的二律背反：数学的二律背反（用拉康的话来说，表达了实在的（非）全体性）反映了性化的女性公式的悖论，即非全（pas-tout）；相反，性化的男性公式，即普遍功能及其例外，可以与力学的二律背反（用拉康的话来说，处理的是对普遍实在秩序的一个例外）联系起来。因此，性别的差异指向了与可能经验视域内理性二律背反相同的象征秩序的内在失败：指向了绝对、自在之物的本质属性，它在自身内部是分化的，并以一种潜在的矛盾为特征。

“恰恰作为绝对，作为不可能的实在之物，性只能作为总是已经被错失的迂回和扭曲的参照点来通达。直接可通达的性仅仅是一种粗俗的生物学活动，而不是真正的‘性’——只有当这种活动陷入置换和迂回的蜘蛛网中时，它才真正成为性的。”（Žižek 2020, 149）

在错失的性显现中（这些显现本身可能是极其脆弱且纯粹虚拟的），绝对本身的差异在主体的经验视域中表达出来：表达在它的不可企及性中，这种不可企及性仅仅通过一个纯粹虚拟的性领域总是已经被错失，但以其他方式根本无法通达。对于经验视域而言，这意味着我们“与绝对的接触[]恰恰[在于]主观的‘扭曲’”（Žižek 2020, 149）。现象与物自体之间的缝隙，与内在于性欲（即作为整体的性别差异）的内在对抗性是相同的。出于这个原因，在性经验中可以接触到绝对的内在对抗性。

注释


[1]: 德国，慕尼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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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作品3：宗教与基督教

30. 脆弱的绝对：为什么基督教遗产值得捍卫 (2000) / The Fragile Absolute. Or, Why the Christian Legacy is Worth Fighting For? (2000)

拉斯穆斯·纳格尔 (Rasmus Nagel) [1]

《脆弱的绝对》是齐泽克在21世纪初撰写的关于基督教的三部曲的开篇。随后出版的是《无情的爱》（2001）和《木偶与侏儒》（2003），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又相继出版了《基督的怪物性》（2009）和《保罗的新时刻》（2010）等辩论集。因此，正如亚当·科茨科（Adam Kotsko）所言，齐泽克对基督教的探讨可以归入其著作的第二阶段，即政治神学阶段。在这一阶段，受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见第53章）著作的启发，齐泽克的思想在政治上比早期的激进民主方法更加激进（参见 Kotsko 2008, 6–8）。

在前言中，齐泽克将《脆弱的绝对》置于两个语境中。（1）首先，他介入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当代大陆哲学中关于建设性地接受宗教的辩论。齐泽克反对“后世俗”的方法，这些方法在后现代对理性的批判过程中，批判了世俗化和启蒙运动的宏大叙事。齐泽克还将那些自认为是“非宗教的，而是灵性的”更为模糊的新时代（New-Age）灵性形式的兴起，归入更广泛的后世俗话语现象中。

相反，齐泽克以其典型的反直觉方式，主张肯定基督教的无神论/唯物主义核心（见第75章），正如副标题所示，他将其理解为基督教的“遗产”（legacy）。然而，这绝不意味着将拿撒勒人耶稣所谓真实的伦理教义与保罗已经教条化的神学对立起来，齐泽克的做法恰恰相反：保罗神学成为了出发点：没有保罗就没有耶稣。（2）这一见解对于本书的第二个语境也具有决定性意义，该语境主要在前四章中发挥核心作用：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探讨。在这里，齐泽克同样反对将“真实的”马克思与后来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教条化”对立起来，而是以一种纯正的黑格尔式方式论证，在各自的历史实现形式背后，并不存在一个纯粹的马克思主义。通过这种方式，齐泽克将列宁与保罗，或者说马克思与耶稣进行了平行对比。

第二个语境对于本书的主旨更为关键：齐泽克对教会及其神学并没有那么感兴趣，而是与阿兰·巴迪欧及其1997年出版的关于保罗的著作类似，对基督教的探讨是为了处理政治哲学的问题。通过他后来出版的著作《木偶与侏儒》的书名，齐泽克澄清了这种关系：神学是悬挂在历史唯物主义线上的木偶。

因此，《脆弱的绝对》的前几章描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一个问题，其症状在列宁主义，尤其是在斯大林主义的恐怖中显现出来——齐泽克希望借助于“基督教遗产”来回应这个问题。对齐泽克而言，政治的真正核心是社会的对抗性，这是一种内在的矛盾，它始终逃避所有符号化（即克服它的尝试），同时又不断产生这些尝试。因此，对齐泽克来说，这种矛盾等同于拉康的“实在界”（the Real，见第93章）概念，并且与作为形而上学秩序保证的“大他者”（the big Other，见第70章）的不存在密切相关。

对社会矛盾的回应

本书的第一部分提出了一种将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解释为对社会矛盾作出回应的尝试。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说，根本问题在于对客观必然的历史发展（走向共产主义）的参照——而且是在面对社会构成性的、不可调和的自我矛盾或阶级对抗的情况下。用拉康的话来说：这种困境在于，鉴于大他者并不存在，却要参照一个大他者来作为自身自我理解的一致性保证。

在关于客观历史必然性如何通过党在工人阶级中实现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上，齐泽克指出了列宁和斯大林之间的重要区别。齐泽克认为列宁仍然具有一种“激进的伦理态度”（Žižek 2000, 26），因为在他那里，以历史的名义将自己工具化与将工人阶级工具化仍然是重合的；而向斯大林主义的过渡则发生在斯大林被塑造成全知的天才，为了党的特殊利益而将工人阶级工具化的地方。斯大林（在美学上也）成为了直接实现真理与美的崇高客体。借助于拉康，齐泽克分析了斯大林主义中的主体，该主体通过将自己完全塑造成大他者的工具，表面上取消了自身的主体性。例如，当一名政委执行清洗和处决时，他会指向客观的历史必然性，声称自己只是其工具，别无选择。然而，根据齐泽克的观点，在这种对大他者的自我屈从和对所有伦理责任的推卸中，隐藏着一种“享乐”（Jouissance，见第86章），他在拉康的术语中将其指认为一种“真正的倒错态度”（Žižek 2000, 46）。

相反，齐泽克为列宁主义的革命主体辩护：根据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观点，1917年的革命实际上是不成熟的，因为它跳过了民主资产阶级阶段。齐泽克现在论证说，列宁的激进性恰恰在于，他没有根据“客观的历史进程”来指导他的革命行动，而是押注于这些“客观规律”始终只能通过在这个历史时刻的主观干预来构成。因此，这种姿态预示了拉康式的“行动”（Act，见第72章），它悬置了大他者（历史必然性），从而重写了历史，而这一行动本身将根据这被重写的历史来被评价。齐泽克所支持的激进主体的特点是，在没有双重保障的情况下行动，毫无保留地接受局势的偶然性，这种偶然性不提供任何安全保障，但仍然迫使人采取行动。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齐泽克编辑出版了几部列宁的文集，并为其撰写了详尽的导言和注释（参见 Žižek 2002; Žižek 2018）。

大他者的缺席

由此出发，齐泽克转向了一个一直困扰他的问题：斯大林主义的灾难是如何成为可能的。对齐泽克来说，斯大林主义一方面是一个巨大的警告，表明革命行动可能以何种方式误入歧途——另一方面，他反对自由主义的解释，后者仅仅将其视为极权主义的一种变体，从而忽视了斯大林主义在何种程度上应被视为一个真正问题的症状。根据齐泽克的观点，这种矛盾心理在1937年的大清洗中表现得淋漓尽致。齐泽克在此引用了J. Arch Getty不久前出版的专著《通向恐怖之路》（Getty 1999），并隐含地在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斯大林主义历史解释的不同模式之间的史学争论中表明了立场。通过这场争论，可以很好地阐明齐泽克的意图：极权主义模式强调斯大林和党对大清洗的精确组织和计划，从而将其解释为极权主义国家范式内的一贯行动。相反，修正主义模式则强调清洗过程是多么的不协调和混乱。齐泽克借用了Getty关于“党的自杀”（Žižek 2000, 52）的表述，即党在试图控制局势的反复无常的尝试中，越来越多地将其活动指向自己的成员。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分析可以与汉娜·阿伦特关于“平庸之恶”的论点相媲美——齐泽克的论证也类似，他强调了大他者的缺席。这种缺席以一种荒诞的方式恰恰表现在大清洗是多么的“激进的平等”：没有“宏大的计划”，甚至可能波及核心党务机构中最亲密的同事。通过这种方式，齐泽克认为，斯大林主义仍然自己设定了最终必须用来评判其失败的“平等主义”标准。

在对斯大林主义的解释之后，齐泽克接着对大屠杀（Holocaust）进行了分析。他将充分再现大屠杀恐怖的困难与将实在界（见第93章）符号化的不可能性进行了比较。因此，对齐泽克来说，大屠杀展现了大他者不存在的激进否定性。齐泽克认为，大屠杀真正的深渊在于认识到它的无意义。因此，他反对试图通过将大屠杀塑造成一种神话般的邪恶来从中提取伦理意义的尝试。齐泽克认为，这样做实际上是再次确立了一个大他者，以应对大屠杀没有更深层（例如悲剧性）意义这一难以忍受的事实。齐泽克最终也拒绝了通过喜剧进行的处理（例如在罗伯托·贝尼尼的电影《美丽人生》中）。虽然喜剧性地放弃悲剧的深刻性可能更符合事件的无意义性，但对齐泽克来说，面对大屠杀的恐怖，笑声仍然触及了极限。

在“穆斯林”（Muselmann，集中营里的行尸走肉）（Žižek 2000, 73–75）这一形象中，齐泽克确定了一个人类学的零点，在这里，实在界的否定性变得尤为明显，而悲剧和喜剧的处理方式都必然在此失败。在幸存者的证词中描述的“穆斯林”，在集中营的行话中指的是那些濒临饿死、处于完全被动和冷漠状态的囚犯。对齐泽克来说，人类存在的这个零点标志着一个先于人类与动物、崇高道德与原始本能之间通常对立的阶段。因此，实在界的否定性并不简单地与表现在人类道德观念中的符号秩序相对立。相反，实在界悬置了人类/非人类、道德/不道德或有尊严/无尊严等仍然属于符号界内部的对立。根据齐泽克的观点，人类的起源发生于面对并穿越那种激进否定性或否定性自我指涉的零度状态，齐泽克认为这在黑格尔关于“世界之夜”（Žižek 2000, 76；见第48章）的表述中得到了命名。对齐泽克来说，“穆斯林”令人毛骨悚然的存在展现了普遍意义上人类主体性实在界的零度水平。

虚假记忆话语

紧随这些思考之后的反思循环进一步深化了实在界的概念，齐泽克批评了某些形式的怀疑诠释学，这些诠释学试图在符号幻象（例如大他者的形象）“背后”揭示实在界的创伤性现实（在“真实”、“确切”的意义上）。作为例子，齐泽克提到了电影《家宴》（Das Fest），在一次家庭聚会上，慈祥的父亲被他已经成年的孩子们揭露为一个可怕的强奸犯。齐泽克认为，这种祛魅的姿态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这种对实在界的参照始终已经是试图被摧毁的符号秩序的一部分。创伤被追溯性地“建构”出来，以澄清当前符号界中的矛盾，从而矛盾地使创伤的观念成为了抵御创伤的盾牌（参见 Žižek 2000, 87–88）。通过引入20世纪90年代的“虚假记忆”（false memory）讨论，齐泽克并不是要暗示这些记忆纯粹是想象——对他来说，在拉康的精神分析中，更重要的是追问这种记忆在当前的功能。在这种方法中，这种功能比当时实际发生的意义上的实在界更具说明力，因此也“更真实”。

在理论层面上，关于实在界地位的问题因此被表述为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实在界是一个创伤性事件，它一方面激起了符号结构，另一方面又不断以幽灵般的方式萦绕着它吗？或者，这种“原初事件”的观念难道不更像是一个神话般的幻象，一种实际上用来掩盖当前结构性矛盾的投射吗？实在界是先于符号界并让符号界在其上耗费精力的坚硬内核吗？或者实在界根本就是这种符号活动本身的自我矛盾性？对齐泽克来说，事件与结构之间的这种联系是“不可判定的”（Žižek 2000, 112），因为它形成了一个循环：结构必须在历时性上将事件预设为过去的、被压抑的创伤，才能发挥作用。同时，恰恰在这种“历时化”的叙事中，存在着一种抵御符号秩序共时性不一致的保护功能。

齐泽克早在《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中就描述了关于实在界本体论地位的类似不可判定性，他在那里谈到了实在界中对立面的重合：实在界既是语言之外导致语言失败的东西，同时又不过是语言本身的失败（参见 Žižek 1989, 190–196）。然而，反对齐泽克的不可判定性或重合论点的是，齐泽克自己一再倾向于将第二种“共时性”的替代方案描述为思想上更深刻或更真实的方案，因为第一种方案倾向于将事件本体论化，而其所谓的原初性随后又必须再次受到意识形态批判（怀疑诠释学？）的检验，以证明其作为保护功能的存在。

在此背景下，齐泽克也将实在界称为“历史化的极限”（Žižek 2000, 124）。实在界之所以成为历史符号化尝试的永恒对应物，并不是因为时间的永恒性准“神话般地”先于它，而是因为实在界的非历史性本身就是历史性事物构成的必要条件。这些问题在几乎同时出版的与埃内斯托·拉克劳（Ernesto Laclau）的辩论中，尤其是在与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源自福柯的“历史主义”的辩论中得到了更详细的探讨。齐泽克指责后者最终无法思考实在界，因为他将一切“仅仅”视为话语、语言、历史等（参见 Butler, Laclau und Žižek 2000）。

基督教的遗产

在这一理论基础上，本书的最后四章转向了标题中所预示的关于基督教“遗产”的问题。齐泽克评价基督教的问题视域首先是弗洛伊德的《摩西与一神教》。弗洛伊德在其中描述了犹太教和基督教都在围绕弑父的神话原初事件进行运作。在宗教和文化中，弑父是对过度暴力的被压抑的创伤，它总是以不同的方式回归。弑父展现了文化的“淫秽反面”（Žižek 2000, 125），这同时也是其被压抑的奠基姿态，即首先确立了法律的统治或符号秩序。

在拉康和齐泽克的术语中，这个原初事件相应地就是实在界，符号界不断地围绕着它旋转。正如齐泽克对斯大林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的分析一样，这里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实在界基本的社会或人类学对抗/矛盾。继弗洛伊德之后，齐泽克在这里指出了犹太教和基督教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犹太教仍然受制于弑父（对弗洛伊德来说：对摩西）的暴力奠基姿态，但并不承认这一点。相反，基督教是“承认”的宗教（Žižek 2000, 126），它在耶稣基督的死亡中置换地表达了弑父，从而错误地认为它可以通过承认来克服原初创伤。暴力的奠基创伤将因此被和谐化，但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这是不可能的。针对弗洛伊德的这一批评，齐泽克希望提出一种对基督教的解释，这种解释悬置了这种所谓必然的模式，即一方面是符号秩序，另一方面是被排除的淫秽的被压抑物。

克服这一点的关键在于保罗对爱（agape，圣爱）的理解。根据齐泽克的观点，保罗面临着法律与僭越或罪恶之间对立的问题。实在界的否定性在符号秩序（即法律）内部始终只能作为被排除的例外、作为禁令出现。然而，这种禁令反而更加唤起了僭越法律的欲望。通过这种方式，主体卷入了超我的恶性循环，在这个循环中，僭越的欲望只会将主体更紧密地束缚在法律上。因为正是法律定义了什么是罪。因此，主体在其欲望中完全受制于法律，并在法律之下仿佛成为了罪人。对齐泽克来说，保罗的爱现在恰恰不是一个新的法律超我，主体会通过它再次陷入恶性循环，相反，爱通过“向律法死”（罗马书 7:4-6），从而离开法律及其构成性对立面的领域，悬置了法律与罪恶之间所谓不可避免的对立。

然而，根据齐泽克的观点，保罗对法律的批判并不是针对犹太教对法律的理解，而是矛盾地针对基督教本身的一种形态：恰恰是在对登山宝训中耶稣激进化法律的某种解读中，齐泽克看到了超我逻辑最明显的显现。例如，将禁止通奸升级到思想层面，恰恰代表了保罗的批判想要打破的那种内化的超我结构。相反，齐泽克在犹太教对法律的“字面”阅读中看到了对那种成为保罗和基督教问题的超我逻辑的拒绝——这就是为什么基督教批评家指责犹太教缺乏对法律的内化（参见 Žižek 2000, 178–179）。在这种对立中，齐泽克明确站在了犹太教一边。因此，在确定犹太教与基督教的关系时，齐泽克在《脆弱的绝对》中并没有像巴迪欧的保罗那样主张如此明显的替代神学（Supersessionismus）。然而，齐泽克将作为法律悬置的爱视为内化形象的基督教替代方案。

普遍的奇异性

齐泽克还通过与“异教宇宙”（Žižek 2000, 129）的区别来论证这种悬置形象。异教宇宙的特点是神圣和宇宙原则的永恒等级制度，它为这个宇宙的所有居民分配了他们所谓的自然位置。宇宙因此成为一种和谐的秩序，平衡各种元素并使之达到均衡。在这个模型中，灾难服务于自然秩序的宿命般的恢复。在异教宇宙中，普遍性是通过各种特殊性（民族、职业、性别等）的良好秩序来传达的。然而，根据齐泽克的观点，基督教引入了一个陌生的思想，即普遍的奇异性（universale Singularität），即个体直接通达普遍神圣的思想。

齐泽克在这里始终如一地遵循了巴迪欧关于保罗的著作的论证。通过耶稣基督的事件，可以说开辟了通往绝对的“捷径”，从而使将个体划分为等级、阶级、文化和性别变得无关紧要。因此，符号秩序被那些以前在秩序中没有位置的人——被抛弃者——悬置了。这个群体现在形成了一个集体，它不再通过秩序的有机归属原则形成，而是通过那些不属于这个秩序的人的平等团结形成（参见 Žižek 2000, 132）。这个新集体的特点是脱离了家庭、阶层等所谓的自然有机纽带。

齐泽克将这一思想激进化，超越了简单的人道主义：他不仅要在这些身份类别背后看到“真正的人”。相反，这种脱离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共同体，用保罗的话来说，对于这个共同体，“旧人”已经死去，并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这包含着一种极其暴力的姿态，其暴力源于它汲取自实在界。然而，现在它恰恰不是通过暴力排斥来产生新秩序。相反，秩序与排斥的这种基本形态被克服了。根据拉康的性化公式，齐泽克认为，这种过渡是从男性的性化公式（即通过排斥实现一致性）向女性的无例外性或“非全”（Nicht-Alles）的过渡（参见 Žižek 2000, 184–185；详细解释参见 Žižek 2014, 1027–1049）。

保罗式悬置的可能性植根于主体的激进否定性，主体在其核心，即在人类学的零度水平上，不过是黑格尔的“世界之夜”（见第48章）或弗洛伊德的“死本能”（见第98章）。齐泽克在这里使用了诸如“白板”（tabula rasa）、“彻底扫清”或“从零开始”等表述（Žižek 2000, 136–137）。因此，对齐泽克来说，基督教的颠覆性信息在于承诺一个激进的全新开端。

对德里达和列维纳斯的批判

齐泽克对基督教的这种解读，有别于他认为主要受德里达和列维纳斯思想影响的后世俗宗教解读，他将后者描述为“忧郁的”（Žižek 2000, 139–141）。在这里，政治与宗教的平行关系再次具有决定性意义：将上帝描述为他者，他最终必须逃避所有有限的把握和化身，因此只能作为始终被推迟的弥赛亚承诺来表达，这对应于德里达关于即将到来的民主的观念（见第55章），任何政治实现的尝试都落后于它，因此必然是零碎的。

反过来，在这种观点看来，任何试图弥合与理想之间鸿沟并要求完全实现的政治愿景都是极权主义的。因此，民主政治必须维持这种鸿沟（克劳德·勒福特和埃内斯托·拉克劳的政治理论中也有类似观点）。对德里达来说，这种鸿沟是伦理与政治、无限要求与有限回应之间不可避免且不可还原的差异的特征。

相反，齐泽克坚持认为，这种差异在拉康式的行动中崩溃了，因为行动毫无保留地接受了其行为的偶然性和不可能性，并放弃了在一种忧郁的、因而是更高的意识中预先预期自己的失败。相反，激进的行动主体的特点是缺乏战略考量：他的自由不是务实的权衡，而是出于内在必然性的行动。绝对的义务和激进的自主性在行动中直接重合（参见 Žižek 2000, 155）。然而，这留下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齐泽克是否为他的行动理论阐述了一个形式上的理想，而基督事件或基督教信仰对此只能起到示范或说明的作用。这种与信仰保持战略距离的形式主义，将低于齐泽克自己对德里达的批判。

Notes


[1]: 德国海德堡新教研究中心 (FEST)。电子邮件：rasmus.nagel@fest-heidelberg.d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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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无情的爱 (2001) / 论信仰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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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情的爱》（Die gnadenlose Liebe）是齐泽克在21世纪初撰写的一系列关于基督教的著作之一。这一系列暂时的收官之作是2003年出版的《木偶与侏儒》（Die Puppe und der Zwerg）。《无情的爱》于2001年首次以英文出版，书名为《论信仰》（On Belief），同年推出了德文版，增加了一章和一篇新的导言。本文探讨的是该书的德文版。

在《无情的爱》中，齐泽克延续了他在《脆弱的绝对》（Das fragile Absolute，2000）中发展出的思想，即探讨基督教对当代政治解放的本源性贡献。他深化了对基督教的诠释，提出了一种关于基督十字架之死的独特见解，并在可能的各种神学替代方案面前为其辩护，同时进一步明确了他关于基督教与犹太教关系的理论。此外，这本书也可以被视为齐泽克对基督教进行挪用的伦理学版本。

信仰的潜隐

《无情的爱》的核心在于解放的潜能，这种潜能产生于基督教对全能上帝幻象（Phantasma）的穿越。齐泽克认为，这种穿越发生在十字架上，并使主体找到了一种新形式的政治共同体。在作为faith（信仰）的信仰中——与belief（信念），即仅仅将某些事物或现象视为真实的看法相反——齐泽克认为，这是一种主体以展演（performative）方式承担的伦理义务。具体而言，真正的信仰（faith）体现在圣爱（agape）的力量中，即对邻人的无条件投入，这正是随着基督的十字架之死而成为可能的。在这里，邻人并不代表“他者”（den Anderen），而是代表“现实的缝隙”（Lücke der Realität）。齐泽克认为，在邻人身上可以发掘出一种政治哲学不可或缺的革命潜能。对他来说，这才是对基督教遗产的真正重复：他的哲学恰恰不把这一遗产理解为上帝拯救人类之宗教信息的传承，而是将其视为为主体提供实践性新开端的契机（见第9章）。

在《无情的爱》中，齐泽克还阐明了基督教信息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地位。在他看来，这个社会在意识形态上被“囚禁”了，迷失在人类无实体生活的数字愿景中，并迷失在一种信念中，即认为通过一种普遍的道德可以克服人与人之间所有的种族、宗教和政治差异。齐泽克在书的开篇提出这样一个论点：与它们自身的意图相反，晚期现代的自由民主和资本主义社会也是由一种隐秘的信念（belief）所决定的。根据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的著名格言“上帝始终是无意识的”，我们很容易假设，即使在明确告别宗教并将其从公共空间驱逐之后，信仰的结构依然存在。然而，齐泽克将启蒙现代性中这种信仰的潜隐视为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正是通过其自诩的宗教批判和世俗态度，现代性促成了一种将宗教与信仰拜物教式分裂的局面。它实际上只是压抑了彼岸的上帝以及随之而来的所有“大他者”（großen Anderen），这使得人们能够在无意识中继续相信它们。齐泽克将此称为当代的拜物教基本态度。

为了纠正这种使宗教成为资本主义系统无意识支柱的拜物教分裂状态，齐泽克反过来呼吁明确地“回归基督教”，从而回归真正的信仰。然而，在本书的论述过程中，很快就会发现，这一呼吁与复兴前现代形式的政治宗教，或让教会和神学重新统治社会毫无关系。相反，齐泽克旨在克服自由民主和后现代文化的现状，他将彻底的无神论视为实现这一目标的先决条件。正如齐泽克在本书导言中所预告的那样，这种彻底的无神论只能通过辩证唯物主义和精神分析来获得——但它在实践执行中同时又契合基督教的最核心本质，因此必须以新的方式为基督教正名。

齐泽克“回归基督教”的呼吁，如今在某种程度上接近了晚期现代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的某些形态，例如向现代世俗主义和自由派基督教宣战的“激进正统派”（Radical Orthodoxy）。齐泽克与约翰·米尔班克（John Milbank）等正统神学家的辩论（参见 Žižek und Milbank 2009; Milbank, Žižek und Creston 2010）表明，对他而言，关于基督教在晚期现代之存在的争论也有一个共同的基础。这与他的著作《无情的爱》有直接关系。因为在《无情的爱》中，齐泽克强调——起初完全可以与激进正统派的社会伦理诉求相衔接——基督教是唯一孕育出真正伦理投入的生活方式。然而，齐泽克认为，这种投入的特点并不在于产生一种新的基督教伦理，以一套自身的道德规范和规则对社会进行实质性的监督，而在于悬置了那些设计出看似中立的普遍规范、却不考虑将主体从中解放出来的伦理形式。因此，在后来与米尔班克的交锋中，齐泽克顺着这一论证思路，指责激进正统派主张一种和谐主义的社会理想，并在此意义上主张一种“实体主义”的伦理学。他在《无情的爱》中已经对任何将基督教的圣爱（agape）“还原为一种想象性和解”的倾向进行了尖锐的批评（Žižek 2001, 175），这实际上已经是指向米尔班克等人的了。

政治基督教

在本书仅见于德文版的第一章中，齐泽克就已经引入了基督教的圣爱（agape）概念，将其作为摆脱当代宗教拜物教分裂死胡同的唯一可行出路。与新时代（New-Age）宗教不同——例如以西方佛教及其冥想技术为代表，试图拯救真实的自我，同时使其免受资本主义消费动力的压力——基督教的爱以放弃那个自我为中心，而不是拯救它。然而，自我放弃并不意味着自我牺牲。在这个意义上，齐泽克首先解构了一个显而易见的假设，即根据基督教的观点，真爱等同于为他者牺牲，正如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亡所预示的那样。在古代基督教确立的将十字架之死解释为赎罪祭（通过它消除人类的罪孽并恢复上帝的公义）的背后，齐泽克揭示了一种道德意图和一种巨大的心理力量：其目的是让人陷入对免除其罪责的感激之中，并以此激励他过一种道德上无可挑剔的生活。

正如齐泽克所强调的，这种观点并不能令人信服，因为这引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上帝不直接宽恕人类，或者选择一种不需要牺牲的更简单的宽恕方式？此外，基督徒生活的意义不可能在于过一种道德上无可挑剔的生活。基督教的真正遗产不是一种道德，而是激进的政治投入。随后，齐泽克提出了一种关于基督十字架之死的替代性解释：这是一种悖论性的姿态，它同时改变了上帝的现实和人类的现实。因此，基督之死不是一种牺牲，它没有停留在交换和报复的逻辑中，也没有停留在两者之间的互动中。相反，十字架上的死亡应被正确地理解为上帝放弃和自我消灭的空洞姿态，通过这种姿态，实现了一种比“一方是赎罪之死，另一方是作为回报的救赎”这种庸俗逻辑更深层意义上的解放。在这个意义上，十字架上的基督是“消失的媒介”（Žižek 2001, 26），他在消失中放弃了作为神与人之间中保的功能。随着十字架上的死亡，不再有一个人类与之互动和沟通的超越性上帝。在十字架这种过度的姿态中，这个上帝反而进入了一种新的精神状态，即进入了随之而来的圣灵共同体。同时，人类也从对大他者的信仰中进入了一种运动，这种运动将人类从与彼岸上帝（以及与象征秩序的大他者）的任何纠缠中解放出来。

在第二章中，齐泽克再次尝试将当代文化与基督教联系起来。他在这里的论点是，资本主义社会被一种所谓的网络空间意识形态（Cyberspace-Ideologie）所渗透。这种意识形态假设主体可以从其自然和有限的生物躯体中解放出来，并转化为一个虚拟实体（参见 Kurzweil 1999）。齐泽克在其中看到了古代诺斯替主义的回响，他将其解释为一种基督教异端。卡特里派（Katharer）二元论的诺斯替世界观并不是一种对立的教义，而是对官方基督教教义的一种内在逾越，因为官方教义本身无法令人信服地解释：如果上帝是善的，罪恶从何而来。古代和今天的诺斯替主义现在提供了一种看似更连贯的解释，它创造了一个永恒灵魂的幻象，这个灵魂可以逃避有限肉身的重担。然而，齐泽克指出，“网络空间”理性陷入了后果严重的二律背反：它仿佛在生物躯体和永恒不朽的灵魂之间制造了“一个‘不死’的永恒躯体的幽灵”（Žižek 2001, 83）。因为现在取代生物躯体的是那些生物技术化身，精神作为数字算法可以在这些化身之间来回滑动。然而，齐泽克认为，由此被否定的是“道成肉身”（Menschwerdung，成为人）的真正关键，即人类与其生活世界中的断裂和干扰的创伤性相遇，人类不仅像动物一样被这些断裂和干扰所压倒，而且能够对抗它们破坏稳定的影响——尽管无法消除它们。正是这种洞见，即“成为人”不是精神的具身化，也不是在诺斯替的“幽灵躯体”中取消具身化，而是主体对创伤性断裂的回应，齐泽克现在将其视为基督教信息的核心。

死亡驱力

因此，第三章致力于更精确地阐述创伤在基督教经验核心中的作用。为此，齐泽克采纳了拉康继弗洛伊德之后发展出的人类死亡驱力（Todestrieb）思想，并将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亡解释为正是这种死亡驱力的显现。根据拉康的观点，死亡驱力应被理解为“成为人”的真正时刻，在这一时刻，主体超越了其“普通的”生物性以及其中的动物性生活。它存在于主体的一种建构性过度（Exzess）之中，主体在创伤性经验中悬置了其生活世界的整体。这种激进的经验，基本上在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中就已经被要求了（因为作为对生活整体反思的善的理念，预设了一个与直接生活实践断裂和保持距离的时刻），但齐泽克认为，只有在基督教中，它才以正确的方式被“实证化”（positiviert）：能够将主体从对直接生物生活的纠缠中解放出来的，不是伦理理论的理智洞见，而仅仅是十字架的展演性基督教经验。在十字架的圣像中，目光被引向一个不可感知的X，引向普通生活的一种过度的“多余”，因为在这个生活中，总是被压抑的实在界（das Reale）确凿无疑地显现出来。这个被压抑的实在界就是这样一个事实：在现象背后并不存在一个彼岸的上帝。相反，上帝就是那个缝隙，那个总是让现实变得不完整和破碎的残余。对他保持忠诚，就意味着对那个缝隙保持忠诚。因此，基督教的爱始终是一种“超越恩典”的爱。在这个意义上，十字架之死也不应被解释为对死后生命的承诺，相反，基督教的真正信息恰恰是直面现实表面意义背后的虚无。

齐泽克对十字架上“成为人”的真正基础之实证化的赞颂，还伴随着对“西藏”的攻击，后者作为后基督教想象的中心参照点，西方社会希望在其中重新获得其失去的精神纯真。事实上，西藏——就像所有试图在东方重新发现宗教的尝试一样——仅仅是一种过于安逸的信念（belief）形式的投影幕布，这种信念可以与当前的资本主义世界观互补地融合在一起。基督教的遗产则完全不同，西方世界对其激进的政治信息相应地不感兴趣，但却依然需要它。

相应地，齐泽克在本书的第四章中尝试将基督教的“好消息”作为当下的真正伦理律令来“宣讲”。他阐明了基督教经验在何种程度上使主体从现行规范中解放出来，这进一步激化了现代性试图从自由精神中让人类重生的解放努力。与苏格拉底类似——与他之后的所有哲学家和伦理学家不同，苏格拉底没有再次通过封闭的本体论、通过系统的教义体系来掩盖与主流习俗决裂的经验——真正的伦理成就是一种脱钩（Entkopplung），它不再试图掩盖现实的缝隙。这种脱钩发生在犹太教中，并在基督教中被激进化了。犹太教通过其对神圣律法的约束而与日常社会规则脱钩，而基督教则超越了对律法的约束，并用上帝的终极圣像取而代之，这个圣像不再是崇拜彼岸上帝的圣像：十字架。在这一点上，基督教与作为真正自由（而非仅仅是形式自由）倡导者的列宁有着极深的渊源。因为真正的自由意味着策划一场干预，它“破坏了现有权力关系坐标内的选择自由 []”（Žižek 2001, 155），并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地平线。

注释


[1]: 这是一个作者单位信息，而不是正文中的引用脚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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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偶与侏儒：基督教在倒错与颠覆之间》（2003）构成了齐泽克在21世纪初撰写的关于基督教的三部曲的终篇。继《脆弱的绝对》（2000）和《无情的爱》（2001）之后，他总结了前两本书的思考。书名是对瓦尔特·本雅明的致敬；然而，齐泽克互换了角色：对他来说，神学是木偶，而历史唯物主义是侏儒，木偶在侏儒的牵引下跳舞。如果说本雅明用这个比喻来批判马克思之后历史唯物主义的神学核心，那么齐泽克现在则反其道而行之：对基督教进行唯物主义的解读，并提出基督教的核心是激进的无神论-唯物主义的——甚至更极端地说，作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必须是无神论者，反之，无神论必须“经历”（Žižek 2003, 8）基督教的体验。这种黑格尔式的措辞已经表明：其目标是一个新的辩证唯物主义，而基督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必经阶段（见第9章）。

这本书的背景是哲学界对基督教（或更广泛地说：宗教）进行解读的一个阶段，齐泽克对此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在这一阶段，对齐泽克关于基督教的著作产生最重要影响的无疑是阿兰·巴迪欧的专著《圣保罗：普世主义的根基》（1997）（见第53章）。尽管《木偶与侏儒》没有提供像巴迪欧那样系统的保罗解读，但齐泽克在本书中对保罗的引用基本上遵循了巴迪欧所规划的道路。另一方面，齐泽克与后世俗的方法划清了界限，他将这些方法诊断为一种“悬置的信仰”（Žižek 2003, 8）的形式。在这些方法中，关于人们是否真的相信上帝、基督等的直接问题被视为一种轻率的越界，因为他们自己的“信仰”只以某种安全距离的形式存在。人们虽然不直接相信，但对超越自身生活的某些他者性和超越性维度持开放态度，并承认对他人无限的差异性保持开放的伦理价值。虽然齐泽克没有点名，但从他的表述可以推断，他指的是主要涉及伊曼纽尔·列维纳斯和雅克·德里达的较新的后现代方法。

齐泽克将悬置信仰的典型安全距离与一种态度进行了比较，这种态度以讽刺的形式表达爱的告白：“正如诗人所说：我爱你”（Žižek 2003, 9），而不是直接说“我爱你”。齐泽克在此未明言的妙语是，在后一种表述中，陈述的脆弱性已经包含其中——反过来说，第一种保持距离的陈述的错误在于，它假设必须首先引入这种脆弱性，从而预先假定直接说出“我爱你”是一种直接性和天真。将这一点应用到信仰上意味着：将“我相信上帝”这句话用括号括起来以保持距离，意味着将一种信仰（如同爱情一样）所不具备的确定性投射到这样一句话的信仰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真正的天真因此落在了保持距离的一方，因为它保留了一个直接信仰的天真概念，并认为自己必须与这个概念保持距离。

齐泽克在“文化宗教”的形式中看到了类似的信仰悬置，例如，某些节日和习俗继续被保留，而无需与主观信仰相联系。通过这种方式，他与拉康一起称之为“大他者”（见第70章）的东西得以维持：信仰被委托给了一个非个人的“人们”（Man）的实体，作为交换，直接认真对待信仰的做法被怀疑为原教旨主义。

最后，齐泽克观察到一种试图将一个所谓真实的“拉比耶稣”（Žižek 2003, 10）从教会的教条上层建筑中剥离出来的尝试，这使得人们能够肯定耶稣的伦理教导，而无需相信教会的教条。对齐泽克来说，这里至关重要的是对待保罗的方式：虽然保罗的犹太身份被正确地强调了——但保罗对拉比耶稣几乎不感兴趣，而是主要对他的死和复活感兴趣，从而对构成教会基督论基础的东西感兴趣。对齐泽克来说，保罗是基督教的“伟大制度化者”（Žižek 2003, 11），他与耶稣的关系类似于列宁与马克思的关系。“原始基督教”和“原始马克思主义”在面对后来的“正统”时的结构相似性，是齐泽克坚决支持后者（正统）的一个契机。既然齐泽克既不是“简单的”正统列宁主义者，对罗马教会的教导权威也没有特别的兴趣，那么问题就来了：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能指统治下的信仰

在保罗身上展现出一种对齐泽克思想至关重要的特定辩证法：保罗不是最初十二使徒圈子中的一员，而是从外部介入的。通过这种方式，他中断了“‘生活’的整个领域、活生生的经验、力比多的流动、情感的充盈”（Žižek 2003, 12），并引入了一种象征秩序，这种秩序在某种程度上将这一领域“僵死化”（mortifiziert），并将其置于能指的统治之下。保罗不是耶稣门徒特定“生活世界”及其习以为常的理所当然和特质的一部分。正如齐泽克所写，保罗永远无法求助于共同的记忆或个人关系来确立他的权威。通过语言建立的象征秩序悬置了这个特定参照的领域，并建立了一个普遍可及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关系网（Vitamin B）”不再是先决条件。借用拉康的相应定义，齐泽克将这种象征秩序描述为圣灵的秩序（参见 Žižek 2003, 11–12）。这个基本思想对齐泽克来说至关重要：圣灵是一个平等的信徒共同体，它切断了所有有机的联系（文化背景、性别、种族、家庭），从而为新事物创造了空间。正是保罗式的、宗派式的从门徒圈子中的分裂，才为教会的普世性扫清了道路。因此，在齐泽克看来，保罗对耶稣生平的不感兴趣是合乎逻辑的：对保罗来说，耶稣不是一种在特定局部背景下扎根并有机发展的特定“生活形式”的导师。相反，耶稣基督的死首先是一个事件，它为了一个普遍的共同体而悬置了这些背景。在对十字架的关注上，齐泽克与巴迪欧有所不同，对巴迪欧来说，核心事件不是耶稣的死，而是他的复活。这种差异的原因将在下文探讨。

在《木偶与侏儒》的前两章中，齐泽克探讨了G. K. 切斯特顿对基督教的解释，并采纳了一个对全书结构具有基础意义的妙语。根据切斯特顿的说法，基督教是唯一一个上帝自己曾有片刻成为无神论者的宗教。虽然其他宗教也探讨人与上帝之间的距离，但只有在基督教中，上帝在自身中体验到了这种距离，以至于他将这种无限的距离吸收到自身之中。在十字架上的基督身上，上帝被自己所抛弃，在耶稣“以利！以利！拉马撒巴各大尼？”（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的呼喊中，上帝对自己产生了怀疑。

这种思想形象对齐泽克的基督教无神论至关重要。仅仅是人不相信上帝是不够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上帝作为大他者的无意识实体继续存在于象征秩序中——例如在文化宗教的例子中，即使没有人再“官方地”信仰，某些风俗和习惯仍在被实践。弗里德里希·尼采阐述了这一思想的哲学深度，他说：“我担心我们无法摆脱上帝，因为我们仍然相信语法”（Nietzsche 2005, 72）。对齐泽克来说，上帝不仅是一个可以轻易放弃的神话虚构，而且“上帝”绝对是大他者的象征，是一种心理和形而上学的一致性保证，即存在一个一切都有意义的视角，这个视角至少必须在无意识中被预设，并且实际上总是被预设——例如，当构建符合语法意义的句子时，仅仅在这一点上就表达了对象征秩序的信仰。在这个意义上，简单地否认上帝只会导致大他者被推入潜伏状态——例如在后现代所谓摆脱意识形态的假设中，齐泽克在其许多著作中反复证明了这些假设的意识形态纠葛。切斯特顿对基督教的解释现在为齐泽克提供了一把通向唯物主义/无神论的重要钥匙（齐泽克通常将这两个概念作为同义词使用）：大他者必须停止相信自己——而正是这种形象存在于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之死中。

颠覆性的基督教

对齐泽克来说，基督教的颠覆性潜力就在于此，不过他也在其中看到了一个“倒错的”（perversen）核心。该书的副标题“基督教在倒错与颠覆之间”表明了这种张力，这种张力同样适用于马克思主义：颠覆性的潜力，如在列宁那里，同时带来了“倒错”立场的可能性，齐泽克在斯大林身上看到了这一点。齐泽克在拉康的意义上使用倒错（Perversion）这个概念，即它不是指特定的性实践等，而是指主体如何对待真理和语言的一种特定形式结构。倒错者占据了直接接触大他者的位置，从而悬置了他的伦理责任：他作为大他者（上帝、历史等）的直接工具行事。语言的矛盾性——例如对癔症患者来说是主体性的基本出发点——被倒错者从一开始就计算在内：执行处决和清洗的斯大林主义委员，通过所谓中立地指出客观的历史必然性来推卸自己的责任。在这种背景下，操纵和欺骗也是合理的。因此，倒错的主体立场是：我比你更清楚你需要什么。

在《木偶与侏儒》中，齐泽克多次提到基督教的倒错核心，并努力在这些地方将基督教解释为颠覆性的，而不是倒错的。作为倒错的形象，齐泽克列举了例如天堂中分别善恶树的存在：上帝将这棵树放在天堂里，是否意识到人类会犯罪、堕落并因此需要他的救赎？那么救赎历史将是一场预先安排好的游戏（参见 Žižek 2003, 17）。这还包括犹大的作用。齐泽克指出，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上的言论如何可以被解读为对犹大出卖耶稣的隐性要求。通过这种方式，犹大将成为耶稣“极端斯大林主义操纵”的受害者（参见 Žižek 2003, 17）：在对救赎历史进程的更高认识中，背叛已经被计算在内并且是必然的。

齐泽克在路德宗将律法解释为罪的镜子中找出了基督教倒错的另一个例子（参见 Žižek 2003, 120）。与天堂的例子类似，问题出现了：如果根据保罗和路德的说法，律法才使人成为罪人，那么律法的意义何在？倒错的答案将是，正是律法使人需要救赎，从而容易接受基督教的信息。因此，揭露基督教的倒错核心与经常表达的对基督教的批评并无不同，即它解决了如果没有基督教人们根本不会遇到的问题。因此，对基督教的倒错解读是，救赎历史是一场预先安排好的游戏，其中犹大、耶稣、律法等都是服务于大他者的工具。

如何以非倒错的，即颠覆性的方式来理解这些例子？齐泽克的建议遵循了他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解释，基本上在于将罪与救赎等同起来：并不是上帝首先将人驱赶入罪，然后向他提供救赎，而是救赎无非是认识到它与人类堕落的同一性。堕落是“自由的爆发”（Žižek 2003, 121），因为只有在堕落中，人类从中跌落的维度才被追溯性地建构出来。因此，天堂的自然状态作为一种只有在堕落中才被建构为总是已经过去的东西而变得可见。与此平行，犹大对耶稣的背叛应被直接理解为最高形式的忠诚。虽然倒错的主体立场将否定性契机工具化以实现更高的目的，但齐泽克恰恰想要免除这个更高的目的，或者说将其直接与那个否定性契机等同起来。

没有“更高目的”的宗教

齐泽克以类似的方式解释了《约伯记》。约伯的苦难不是一场倒错的考验，其意义最终会被阐明，而是约伯坚持其苦难的无意义性是正确的。齐泽克没有将上帝最后的讲话解释为指向一个更高的目的，而是解释为上帝承认自己的无能。齐泽克将约伯理解为“通向基督的钥匙”（Žižek 2003, 126），因为齐泽克同样批评了在倒错的交易逻辑中将耶稣之死解释为牺牲，这种逻辑只有在大他者的背景下才有意义（参见 Žižek 2003, 104–105）。

在所有这些情况中，都不存在将否定性“扬弃”到一个更高的目的中，而是辩证综合的妙语在于认识到反题已经是真理，在它背后没有什么可发现的了。出于这个原因，耶稣之死对齐泽克来说也是基督教真正的事件：这里展现了上帝彻底的无能，即不存在一个能让这种死亡再次被扬弃的更高目的。相反，耶稣的复活等同于在圣灵中激进集体的产生，这个集体建立在悬置作为一致性保证的大他者的基础之上。

因此，对基督教进行非倒错解读的可能性在于，始终如一地从表面解读基督教，而没有那种作为倒错特征的表里不一。在这个意义上，齐泽克非常连贯地将基督教理解为“启示宗教”（Žižek 2003, 131）：在基督教中没有奥秘，在十字架上展现为无能者的上帝之外，没有隐藏的上帝。

从这种对上帝在基督里启示的强调中，齐泽克也得出了与犹太弥赛亚主义的一个重要区别：对基督教来说，没有什么还在等待中，决定性的事件已经发生：“我们已经生活在事件发生后的时代，一切，那个‘最伟大的事情’，已经发生了”（Žižek 2003, 142）。然而，这一论断的妙语在于，这个事件纯粹是形式上的，并没有确立一个新的大他者，因此也没有确立一个新的秩序。“上帝自己参与了一场帕斯卡尔式的赌博：他的十字架之死是一个冒险的姿态，没有预先确定的结果”（Žižek 2003, 142）。用拉康的语言来说，基督只是一个空洞的主人能指（𝑆₁），没有必然与之相连的内容（𝑆₂）。齐泽克将基督纯粹形式上的救赎的这种内容上的现实化视为人类的任务，因此人类不能被动放松地依赖大他者的实体，而是要高度投入且没有成功保证地致力于这种现实化。

上帝在基督里的死亡导致了在《脆弱的绝对》中已经探讨过的与所有“自然秩序”（种族、性别、家庭）的“脱钩”（Žižek 2000, 124），并为彻底的重新开始创造了空间。因此，上帝对人类的救赎等同于上帝的自我放弃以及他向人类冒险的自我交付，人类现在面临着完全没有保障的偶然性的挑战。通过这种方式，基督教对齐泽克来说是通向辩证唯物主义的必然（！）过渡阶段。对齐泽克来说，无神论或唯物主义并不代表自然主义或物理主义的某些变体，而是这种无保障的偶然性的密码，这种偶然性在齐泽克后来的作品中得到了更强烈的本体论和宇宙论探讨，例如在《少于无》（2014）以及（迄今为止可能最简明扼要的）《绝对反冲》（2016）中。

在《木偶与侏儒》中，齐泽克与信仰和教会的历史现实之间的关系仍然没有被主题化。即使作为通向辩证唯物主义的过渡阶段，齐泽克至少强调了基督教经验的必要性。关于具体的政治行动形式如何能够或应该与这种经验发生关系，齐泽克也保持沉默。因此，最终仍未澄清的是，齐泽克的基督教无神论在回答他一开始讨论的“天真的”问题“你相信上帝吗？”或“你相信基督吗？”时，是否能得出一个比他——正确地——批评的那些后世俗宗教接受方式更不那么迂回的答案（参见 Žižek 2014, 163–164 中对这一批评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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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齐泽克（Žižek）与圣公会神学家约翰·米尔班克（John Milbank）合著的《The Monstrosity of Christ》（基督的怪物性）一书于2009年社会与思想动荡的时期出版。正因如此，该书的一个重要背景指向了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9/11）之后，当时公共和学术话语中讨论的“宗教的回归”。随后的“反恐战争”引发了关于宗教在当代社会中总体作用的推测。特别是，出版时广泛流传的一个问题成为了焦点：西方世界在多大程度上正在经历一个漫长但持续的世俗化过程。伴随而来的是欧洲极右翼政治话语内部的转变：从明确谈论“白人至上”转向对西方文化基督教遗产受到威胁的担忧。

但该书的出版也受到了其他背景的影响；例如大陆哲学中所谓的“保罗转向”的影响。这一转向始于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1997年出版的《St Paul: The Foundation of Universalism》（圣保罗：普世主义的基础），以及齐泽克（追随巴迪欧的脚步）、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2005年）的其他重要贡献，还有雅各布·陶贝斯（Jacob Taubes）几部关键著作的英译本（2003年，2009年）。齐泽克对政治神学问题的贡献主要源于这两个契机——“宗教的回归”以及将保罗视为神学-政治思想家的转向，而《The Monstrosity of Christ》则让他与“激进正统派”（Radical Orthodoxy，见第67章）的核心人物之一约翰·米尔班克展开了对话。这指的是学术神学中一场备受争议的运动，它一方面代表了对大陆哲学的创新性探讨，另一方面却招致了批评，被指责其根源在于对一个想象中的中世纪基督教时代的极度保守和倒退的怀旧，那个时代以经院哲学和基督教化的柏拉图主义形而上学为特征。与齐泽克类似，米尔班克在苏联共产主义垮台、新自由主义崛起以及后现代“历史的终结”（福山）的背景下，撰写了他第一部也是最具影响力的著作。因此，两人之间的对话汇集了他们早期著作的核心主题：指出（被宣告的）历史终结的替代方案，提出9/11之后的政治理念，以及对激进政治运动回归的评论。两人以不同的方式寻找自由主义的替代方案，以及克服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政治中所谓的“管理主义”的途径。旨在发展出一种关于社会并为社会服务的激进愿景。齐泽克和米尔班克在这样做时，除其他外，指出社会和政治组织的问题需要实际和官僚的结果（而不是意识形态的解决方案）。

几十年来，神学与大陆哲学之间的关系——打个比方说——类似于英国和美国之间所谓的“特殊关系”。一方，即神学，尽管经历了数十年的权力衰退，却仍为其自我意识感到自豪，并试图强调这两个学科的共同历史和共同利益。它准备做出许多让步，以获得更强大的一方——哲学的认可。而后者则主要关心如何从这种讨好中获益。在这里之所以如此夸张地表述，是因为对《The Monstrosity of Christ》的接受正是遵循了这种模式。神学家们将这本书视为对该学科在当代大陆哲学中重要性的认可，并将其视为该领域的一个重大事件。相反，哲学家们则倾向于将其视为齐泽克思想生涯中的一部次要作品。撇开这一点不谈，该书的内容实际上指向了相反的方向：齐泽克提供的并非随意的探讨，而是他对一般神学最实质性的论述之一。他仔细而严谨地阐述了自己与米尔班克的分歧，并提出了新的观点和论据。对米尔班克则很难这么说。他坚持与其神学相关的已知立场，对齐泽克提出的讨论回应甚少。

神学与哲学

该书以米尔班克以前的学生克雷斯顿·戴维斯（Creston Davis）的导言开篇。他将其置于共产主义崩溃后虚无主义晚期资本主义的背景下（参见 Milbank 和 Žižek 2009, 4）。戴维斯认为，正是资本主义的全面胜利，在寻找“希望之源”的过程中，促使了神学回归人文学科。随后是书的三个部分：齐泽克的开篇长文，米尔班克的回应，最后是这位斯洛文尼亚学者（齐泽克）的最终答复。

齐泽克以“对基督教进行黑格尔式解读的谦卑恳求”开启了这本书。他认为，在基督身上显现的，正是吉尔伯特·K·切斯特顿（Gilbert K. Chesterton）所表达的情境：“[上帝]成为了人”（Milbank 和 Žižek 2009, 25）。然而，根据黑格尔的观点，在道成肉身时发生的事情，是作为大他者（großer Anderer）的上帝的死亡（见第70章）。齐泽克指出，我们可以在基督教的三个主要分支中看到一个黑格尔式的三段论：在东正教中，上帝留在人类历史之外；在天主教中，上帝完全进入了历史；而在新教中，彼岸的超越性上帝死在了十字架上，因此存活下来的不是圣子，而是圣灵——即信徒的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上帝心中的虚无与个体及集体实体心中的虚无重合了（参见 Milbank 和 Žižek 2009, 29–33）。

齐泽克认为，佛教和天主教都强调一种涵盖人与世界的和谐，与此相反，迈斯特·埃克哈特（Meister Eckhart）和 G. K. 切斯特顿那种更具新教色彩的基督教，则强调了整个世界中的对抗、不完整和矛盾（参见 Milbank 和 Žižek 2009, 33–42）。

从亚伯拉罕诸教中也可以推导出一个类似的黑格尔式三段论：犹太教代表了其特殊、部落形式的一神论，而伊斯兰教则代表了作为直接普遍性的一神论，它按照一种毫无例外的理性逻辑运作。最后，基督教（见第75章）体现了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辩证综合，它按照确立规则的例外逻辑运作（Milbank 和 Žižek 2009, 86–89）。只有通过基督教，我们才能达到无神论真正的非全逻辑（Nicht-Alles-Logik）；只有作为无神论者，人们才能真正地信仰，即在没有大他者保证的情况下信仰（Milbank 和 Žižek 2009, 101）。

激进正统派

米尔班克的回应指出，激进正统派对悖论概念的强调是齐泽克立场的一种替代方案。与齐泽克一样，他认为摆脱当前资本主义死胡同的出路在于基督教的普世主义；然而，齐泽克构想的是一种无神论的基督教普世主义愿景，而米尔班克则认为，只有传统上对超越性上帝的肯定（其本质以类比的方式奠定了现实的基础），才能将我们从资本主义和虚无主义中拯救出来（参见 Milbank 和 Žižek 2009, 127–160）。此外，他认为齐泽克并非一个倾向于新教的思想家，而是一个潜在的天主教徒，被切斯特顿和埃克哈特所吸引——在米尔班克看来，这两人是传统的天主教柏拉图主义者（参见 Milbank 和 Žižek 2009, 113）。米尔班克指出，虽然在齐泽克的黑格尔式历史观中，中世纪基督教向世俗现代性的发展是必然的，但他自己却主张回归符合天主教中世纪的基督教与柏拉图主义的形而上学综合。只有这样，才能保护我们免受当今虚无主义的侵害，而齐泽克受拉康影响将欲望描绘为匮乏的做法必然会带来这种虚无主义。这种回归不仅提供了对物质世界一种快乐的、甚至是色情的肯定，而且还提供了一种可以被积极解释的家长制。后者隐藏着一种替代自由个人主义之冷酷无情的方案。换言之：与齐泽克充满辩证色彩的思想相反，米尔班克选择了一种基督教-柏拉图式的对悖论的理解（参见 Milbank 和 Žižek 2009, 160–176）。这并不是像齐泽克所暗示的那样，物质与超越由于其共同的不完整性而对抗性地走向辩证的解决，而是在基督里，物质与超越以悖论和诗意的方式重合了。

与齐泽克将切斯特顿和埃克哈特解读为辩证唯物主义者相反，米尔班克建议将这两位人物解读为“红色托利党人”（Rote Tories）（Milbank 和 Žižek 2009, 206）；与齐泽克对历史发展的辩证描述不同，他向我们展示了一种历史愿景，其目标不是向前运动，而是维持理性与诗意、物质与精神之间脆弱的平衡（参见 Milbank 和 Žižek 2009, 218）。一种重获的中世纪主义的基督教-新柏拉图主义愿景既更具吸引力，在美学上也更令人信服（参见 Milbank 和 Žižek 2009, 125, 176）。但是，米尔班克试图借助诗意-美学的话语体系在齐泽克面前守住阵地的做法是冒险的。因此，他一再被迫提出修辞性的断言而非论证，例如他认为齐泽克对道成肉身的解释比他自己的“更无聊”（more boring）（Milbank 和 Žižek 2009, 186）。

米尔班克似乎不太愿意探讨齐泽克论证的核心观点及其关于需追溯解释的历史必然性的提示。在这个概念框架内，齐泽克将万物的起源定位在矛盾和对抗之中，认为这是构成现实基本结构的东西。其结果是，阻碍万物与自身同一的匮乏，同时必须被思考为一种过剩（参见 Milbank 和 Žižek 2009, 258–259）。在这里，齐泽克证明了自己是对主导中世纪西方的基督教新柏拉图主义核心悖论的含义更准确、更细致的读者。

正如齐泽克所论证的那样，基督教对创造的肯定，赞颂了柏拉图主义试图避免的东西——即通过相互区分而唤起事物存在的分离过程。像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von Aquin）等思想家的比较神学，并不像米尔班克所断言的那样，仅仅以理性和信仰的和平协调为特征，而是以为了调和两者而进行的无休止的斗争为特征，并确认人类在没有神圣恩典干预的情况下，无法消除由罪造成的破坏。然而，人类对自身生来就处于的这种破碎状态负有完全的责任。在整个基督教新柏拉图主义的历史中，神学家们一直在努力，一方面肯定上帝通过分裂创造世界的深不可测的决定，另一方面谴责毫无根据的走向罪恶的恶魔般决定。它开启了一种欲望，根据这种理解，受造物被召唤进入存在就是为了：克服标志着受造世界的区分和从属关系，并回归与上帝的合一（参见 Rose 2019, 5–28）。

创造的分裂逻辑

齐泽克对米尔班克的最后回应正是与这些矛盾相联系的。齐泽克认为，圣公会神学在切斯特顿那里无法看到的是，他强调作为分裂的创造逻辑，即以不完整和对抗的名义拒绝本体论的和谐（参见 Milbank 和 Žižek 2009, 235–237）。在齐泽克看来（这里他稍微触及了对切斯特顿文本解释的极限），切斯特顿承认而米尔班克不承认的是，标志着创造的这种分裂和区分必须被理解为神圣本质所固有的（参见 Milbank 和 Žižek 2009, 237）。齐泽克指出，现实的奇异和奇幻特征，并非指向物质与精神、牛顿物理学与神话生物悖论性相遇的结果，而是指向物质现实本身的内在不一致性（Milbank 和 Žižek 2009, 240）。肯定这种矛盾性并不意味着屈服于一种悲剧性的道德和哲学虚无主义。相反，它意味着以保罗式的方式，从律法与罪恶自我强化的相互作用中，过渡到基督教圣爱（Agape）的喜剧中（参见 Milbank 和 Žižek 2009, 246）。齐泽克认为，米尔班克关于社会和谐与仁慈家长制的“红色托利党”愿景，更准确地说是“软法西斯主义”（soft Fascism）（Milbank 和 Žižek 2009, 250）——这是一种天主教观念，最好用一种关注矛盾、冲突和对抗的新教-克尔凯郭尔式取向来反击。这种取向不仅必须置于受造世界中，而且必须置于上帝的心中（参见 Milbank 和 Žižek 2009, 253）。

在这里，齐泽克完成了两个决定性且具有原创性的论证步骤。首先，他将自己的立场与美国神学家托马斯·J·J·阿尔泰泽（Thomas J. J. Altizer，1927–2018）的立场等同起来，后者是20世纪60年代关于上帝之死辩论的关键人物。阿尔泰泽认为，上帝通过基督的道成肉身和死亡已经真正死去了（Altizer 2002）。这是齐泽克首次明确探讨阿尔泰泽的著作（参见 Milbank 和 Žižek 2009, 259），这或许是对亚当·科茨科（Adam Kotsko）2008年出版的《Žižek and Theology》（齐泽克与神学）一书的回应，该书指出了这两位思想家之间的相似之处（参见 Kotsko 2008, 150–154）。齐泽克指出，与约翰·卡普托（John Caputo，*1940）所代表的受德里达影响的神学自由主义（强调他者性、不确定性和无限推迟的弥赛亚主义）相反，阿尔泰泽提出了一种对上帝的彻头彻尾的创伤性描绘（参见 Milbank 和 Žižek 2009, 260）。在这一点上，齐泽克在当代基督教内部阐述了另一个黑格尔式的三段论。它对应于他早先关于东正教、天主教和新教的讨论：一方面，提到了一种中间派和律法主义的基督教，其中教会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运作，复制现存秩序；另一方面，出现了一种右翼保守的贵族诺斯替主义（米尔班克的立场），它将创造与堕落等同起来。它追求世界的救赎和人类在历史中的神化。这必然伴随着对道成肉身的否认。最后，出现了一种左翼的阿尔泰泽式末世论，它排除了过去或未来任何和谐的可能性（参见 Milbank 和 Žižek 2009, 260–261）。最后提到的这种立场将抛弃的经验视为建构性的，并将善视为在无意义之中的一种碎片化和脆弱的创造，而不是世界失去的起源。因此，复活并不意味着对十字架受难的逆转，而是其普遍化：承认十字架受难不是失败，而是其本身已经具有救赎意义（参见 Milbank 和 Žižek 2009, 267）。因此，对齐泽克来说，基督教的真正意义在于围绕承认大他者不存在而形成的政治组织（参见 Milbank 和 Žižek 2009, 287）。天主教围绕着与普遍者的等级关系来安排世界和人类社会，而新教则坚持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同一性（参见 Milbank 和 Žižek 2009, 294）。没有任何人，无论是神还是人，能够保证我们获得意义，或者保证我们道德行为的善或有效性。

其次，齐泽克在其回应的总结中指出，塑造米尔班克文章的根本问题涉及伦理学，正如他在对无神论基督教的描述中所暗示的那样（参见 Milbank 和 Žižek 2009, 297）。在这里，齐泽克或许最明确地阐述了其拉康式唯物主义的伦理形态。

冰冷的伦理

齐泽克认为，完全肯定大他者的死亡，意味着克服律法与僭越的相互作用，在这种作用中，对律法的服从总是伴随着过量的 jouissance（享乐）（见第86章）（参见 Milbank 和 Žižek 2009, 300）。接受大他者的不存在，意味着放弃相信存在一种外部保证，来确保意义或对我们伦理行为的最终补偿。没有上帝来保证世界上的意义和善；没有绝对理性在历史中必然展开；也没有共产主义最终到来的保证。相反，我们必须天真地行动，没有享受、同理心或感伤，更多是出于一种冰冷的必然性感，而不是出于对他人最终是自恋式的同情。

作为这种“冷酷无情”伦理的例子（参见 Milbank 和 Žižek 2009, 303），齐泽克提出了雅歌塔·克里斯多夫（Ágota Kristóf）的《The Notebook》（恶童日记）中的主人公。故事讲述了二战期间，一对成为孤儿的兄弟在匈牙利与虐待他们的祖母生活在一起（参见 Milbank 和 Žižek 2009, 301–302；参见 Kristof 1997）。男孩们给饥饿的逃兵食物，不是出于好心，而是因为他需要；他们在一个军官身上撒尿，因为他要求他们这么做；他们惩罚了一个曾照顾过他们的女人，因为她嘲笑在去集中营路上的饥饿犹太人；他们敲诈一个牧师，为了给一个买不起食物的女孩筹钱。因此，他们的行动完全不关心为自己获得奖励或得到他人的认可，包括那些他们帮助过的人。齐泽克认为，这才是摆脱自我牺牲和自我美化伦理的真正基督教出路：一种遵循死本能而非欲望的幻象逻辑的爱。只有一种伦理上的怪物性，才能完全实现基督教对道成肉身那种怪物般肯定的含义（参见 Milbank 和 Žižek 2009, 303）。

米尔班克与齐泽克之间对话令人失望的一点是，米尔班克对齐泽克热衷于黑格尔历史进步观的批评未能切中要害。除其他原因外，这是因为米尔班克拒绝齐泽克对拉康和黑格尔的解读，以及米尔班克自己对一种想象中的天主教“中世纪精神”的辩护。就齐泽克而言，他虽然赞赏米尔班克对黑格尔的批评（该批评针对黑格尔在宗教哲学中展开的替代神学逻辑）（参见 Milbank 和 Žižek 2009, 27, 268），但对于将黑格尔的“上帝已死”神学解释为重复“以爱克服律法”这一反犹主义比喻的指责，齐泽克予以反驳，他指出，经常被作为基督教替代神学之替代方案的伊曼纽尔·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其本人就是一个过于基督教化的思想家（参见 Milbank 和 Žižek 2009, 268–279）。

然而，齐泽克没有考虑到的是，他关于上帝之死的观点以及相应的基督教爱的伦理，与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在其文章《暴力批判》（Zur Kritik der Gewalt）（Benjamin 2022b）中对“不可杀人”诫命的讨论非常接近。齐泽克在其2008年的著作《Violence》（暴力）中详细探讨了这篇文本。根据本雅明的观点，神圣的命令可以构成一种伦理方法的基础，这种方法不以律法和僭越的公共逻辑为特征。相反，它基于个体在孤独中与诫命的交锋——其可能的结果是决定不服从它。本雅明明确将这一诫命置于犹太传统之中（Benjamin 2022b, 250）。同样，齐泽克对历史和辩证必然性之追溯性的坚持，可以追溯到本雅明的《历史哲学论纲》（Über den Begriff der Geschichte）（Benjamin 2006），在那里，本雅明再次强调了他对历史的弥赛亚式描绘所具有的特定犹太特征（Benjamin 2006, 397）。

虽然齐泽克承认标志着基督教历史发展的对抗和矛盾，但他似乎无法考虑这样一种可能性：在与基督教分道扬镳以来的两千年中，犹太教也处理了其自身的内在矛盾。齐泽克拒绝米尔班克恢复基督教的渴望并将其视为法西斯主义，这固然是正确的（尽管他似乎没有注意到，对切斯特顿也可以这么说），但他却陷入了另一种同样反动的倾向。那就是自由主义的倾向，将基督教欧洲视为实现真正普遍性的唯一途径，并受到一种带有种族色彩的叙事的支撑，根据这种叙事，异教发展为犹太教，而犹太教又发展为基督教（参见 Masuzawa 2005）。

齐泽克确实承认了历史在辩证发展过程中可能会出现“错误转折”的可能性——对本雅明来说，这种可能性意味着我们不应将基督教向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视为进步，而应视为灾难（Benjamin 2002a）。然而，这似乎影响齐泽克分析的唯一一点，就是他关于亚伯拉罕诸教的讨论。在这种背景下，伊斯兰教并不代表基督教内部某些矛盾的发展，而是悖论性地代表了犹太教的特殊性与基督教的唯物主义普遍性之间缺失的辩证联系（Žižek 和 Milbank 2009, 86–87）。即使齐泽克指出伊朗总统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Mahmoud Ahmadineschad）对理性与灵性和谐的坚持与传统天主教神学之间存在相似之处（参见 Žižek 和 Milbank 2009, 84），他仍然坚持认为，伊斯兰教——在这里被扁平化为一种单一、和谐的传统——无法证明理性核心的非理性是正当的，因此既无法应对当代量子物理学的悖论逻辑，也无法融入现代政治秩序（参见 Žižek 和 Milbank 2009, 85–87）。

齐泽克认为，反犹主义的不是基督教-黑格尔式的压抑逻辑，而是伊斯兰教（参见 Žižek 和 Milbank 2009, 86）。然而，也有证据支持对当今伊斯兰教进行更复杂的评估。

在进一步的论证中，齐泽克提出，9/11——就像基督受难或大屠杀一样——是一种创伤，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让我们超越对大他者的幻想，并与实在界不可同化的过剩进行清算（参见 Žižek 和 Milbank 2009, 53–55）。因此，根据齐泽克的观点，正是伊斯兰教构成了当代西方政治的 objet petit a（小a客体）。正因如此，它在西方被视为西方与东方和谐和解的障碍（参见 Žižek 和 Milbank 2009, 85）。

恐怖主义的主题像一条红线贯穿齐泽克的讨论。在此背景下，齐泽克提到了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Heinrich von Kleist）的《Michael Kohlhaas》（米夏埃尔·科尔哈斯）中的主人公以及历史人物罗莎·帕克斯（Rosa Parks），作为顽强坚持偶然性的例子。对齐泽克来说，他们对社会环境的抵抗性坚持具有带来激进变革的潜力，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这些主人公的绝对投入可能在其周围环境中引发的恐怖（参见 Žižek 和 Milbank 2009, 278–280）。尽管如此，正如齐泽克所说，当今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是“真正原教旨主义的耻辱”（a disgrace to true fundamentalism）（参见 Žižek 和 Milbank 2009, 272），相比之下，真正的原教旨主义例如由佛教原教旨主义者和新教阿米什人信仰团体所体现。在这里，我们可以瞥见一个（尽管是短暂的）更加根本地以唯物主义为导向的齐泽克。对他来说，不仅“每一种特定的宗教都包含其自身关于一般‘宗教’是什么的观念”（every particular religion contains its own notion of what religion, in general is），而且他还认为，每一种传统都包含着自身的矛盾、其完全独特的怪物性、其自身通向上帝（大他者）之死以及在没有保证的情况下激进承担伦理责任的途径（参见 Žižek 和 Milbank 2009,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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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齐泽克（Žižek）援引列宁的话，概述了他对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统帅下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反对立场，他引用了列宁捍卫小国自决权的观点。“在反对斯大林建立中央集权苏联计划的最后斗争中，列宁[]主张小国拥有无条件的分离权[]坚持组成苏维埃国家的民族实体拥有完全的主权”（Žižek 2014）。七年后，列宁被普京本人当作借口，以证明即将升级的冲突乃至全面入侵是正当的。他争辩说，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梦想着一场“将消灭民族国家的全球革命。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在划定边界和赠送领土礼物时如此慷慨”（Putin 2021）。

齐泽克向我们介绍列宁的具体方式，反映了他将个人心理学与政治哲学相结合的偏好——这大概是他全部作品的主要特征。这种方法有一个决定性的优点：它允许人们洞察列宁思想的“内在性”。但它也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倾向于将列宁的思想或作为思想家的列宁过度个人化，从而忽视了社会背景和社会运动的“外在性”。这两种倾向也体现在《革命在门前》（Revolution at the Gates）一书中。

齐泽克在书中展示了列宁在1917年撰写的十二篇文章，这些文章写于二月/三月的民主革命与十月/十一月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之间。在导言和后记中，齐泽克介绍了另一部作品：列宁在1917年最著名的著作，即未完成的《国家与革命》（Lenin 1964）。在左翼评论家中，并非只有唐尼·格鲁克斯坦（Donny Gluckstein）将列宁的这部著作评价为“可能是他最好的一部”（Gluckstein 1984, 34）。格鲁克斯坦和许多其他评论家所强调的，是这部著作将工农代表苏维埃（工人委员会）构想为“一种替代性的国家形式”或“革命替代方案的组织形式”（Gluckstein 1984, 33–34）。托德·克雷蒂安（Todd Chretien）在2014年再版列宁著作的导言中也体现了类似的侧重点。其中写道：“列宁将俄国革命设想为巴黎公社在更大规模上的重演”，由工人控制的工厂“作为工人合作社重新开放，由公社支付工资”（Chretien 2014, 17）。

暴力政治

然而，齐泽克坚决不认为这是该著作的核心信息。他的目的是要保护《国家与革命》，使其免受那些关注文本上述方面的社会主义者的影响，即“废除国家、由广大群众直接将公共事务的管理权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前景”（Žižek 2002a, 192）。齐泽克认为，《国家与革命》真正的核心是一段包含“真理元素”的论述，即：“只要我们仍然处于国家的领域内，我们就有合法的权利行使完全的暴力恐怖，因为在这个领域内，所有的民主都是虚假的[]既然国家是一个压迫工具，那么试图改善其机器、保护法律秩序、选举、保障个人自由的法律就不值得了——所有这些都变得无关紧要”（Žižek 2002a, 192）。他由此暗示，在《国家与革命》的“自由意志主义”愿景中，嵌入了一种暴力政治，这是一条将1917年的列宁与“《怎么办？》中雅各宾精英主义的列宁”（Žižek 2002a, 192）联系起来的线索。

至此，我们进入了艰难的领域。在之前对齐泽克分析该文本的探讨中，本章作者得出结论，齐泽克扭曲了列宁的信息，我们必须保护真正的列宁免受齐泽克对恐怖和暴力的痴迷（参见 Kellogg 2008）。这一结论采纳了格鲁克斯坦和克雷蒂安所发展的分析形式。然而，仔细观察（参见 Kellogg 2021）就会发现，齐泽克（不幸地）准确把握了列宁的思想。由于其心理学背景，齐泽克能够清晰地认识到暴力和恐怖作为巩固党对国家控制的手段这一主题。这一动机像一条红线贯穿整个文本。在这一点上，齐泽克与第一位批评《国家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的头号死敌尤里·马尔托夫（Julius Martow）立场一致。后者在1919年对该文本的一篇毁灭性评论中指出，现实已经“残酷地粉碎”了其中表达的幻想。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构想的“苏维埃国家”并没有导致无产阶级和朝不保夕的农民将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

“‘苏维埃国家’既没有建立公职人员和指挥人员的选举制度，也没有建立罢免制度。[…]它没有消除生产中的社会等级制度。它没有摧毁（民族）国家对各个公社的强制权力。相反，在它的发展过程中，苏维埃国家表现出了相反的趋势。在它的行为中，它表现出一种加强国家中央集权的趋势，一种尽可能加强等级和强制原则的趋势。它表现出一种发展整个专门镇压机器的趋势。[]‘苏维埃的权力’在现实生活中已经变成了‘苏维埃政权’，一种起源于苏维埃但已逐渐独立于苏维埃的权力。”（Martov 2022, 66–67）

在列宁担任国家元首的最初几个月里，暴力和恐怖被证明是核心。列夫·托洛茨基（Leo Trotzki）记录了列宁的反应，当时第二届苏维埃代表大会在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后的首批行动之一，就是下令废除前线的死刑。

“‘胡说八道’，他不停地说。不设立行刑队，你怎么能进行革命？你真的认为你可以通过解除自己的武装来对付所有的敌人吗？还有什么其他的镇压措施？监禁？在内战期间，当双方都希望获胜时，谁会重视这个？”（Trotskii 1924, 101; 参见 Trotsky 1971, 119–120）

在1918年的一起事件中，列宁主张枪毙那些不给被没收粮食的农民开具收据的行政人员：“不给收据的惩罚就是枪毙”（Lenin 1965b, 46）。在同年的一次演讲中，他声称农村有两百万富农，他称之为富裕农民、粮食牟取暴利者。实际上，根本不存在这样一个富裕农民的大众阶级——除非人们把拥有两头牛和一匹马的家庭农场称为“富裕”（参见 Kellogg 2021, 117–37）。

列宁将这些人斥为吸血鬼、蜘蛛、水蛭、僵尸，并毫不犹豫地要求消灭他们。“对富农进行无情的战争！处死他们！对为他们辩护的政党——右翼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以及今天的左翼社会革命党人——表示仇恨和蔑视！”（Lenin 1965a, 56–57）这再次表明：齐泽克受心理学影响的见解，比社会主义历史学家受社会运动影响的见解，能更好地解释《国家与革命》与这种恐怖痴迷之间的联系。1918年，尤里·马尔托夫追溯了列宁的暴力政治，并对其进行了毁灭性的批评。

“死刑已被宣布废除，但在每个城市、每个县，各种‘特别委员会’和‘军事革命委员会’下令枪杀成百上千的人。[]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反对一切恐怖，无论是自上而下的还是自下而上的。因此，我们反对死刑——这种极端的恐怖手段，所有统治者在失去信任时都会诉诸这种手段来恐吓人民。反对死刑的斗争铭刻在所有为俄罗斯人民的自由和幸福而奋斗的人、所有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人的旗帜上。”（Martov 2000, 375, 379）

齐泽克则走向了另一个方向，他试图将暴力确立为解放项目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当他断言：“今天，如果一个人不明确地站在乌克兰一边，他就不能成为左翼”（Žižek 2022）时，这是值得称赞的。然而，他将这种支持在很大程度上包装成了对和平主义的讽刺性拒绝，他认为和平主义在西方“反战”左翼中无处不在。“面对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攻击，坚持和平主义”意味着相关人士陷入了约翰·列侬（John Lennon）对更美好世界赞歌的“他们自己版本的‘想象（Imagine）’中”（Žižek 2022）。齐泽克激进地拒绝了这种态度。然而，对于他的判断，有以下几点需要指出：首先，提及和平主义与西方左翼用来为拒绝支持乌克兰辩护的常见论点关系不大——大多数追随美狄亚·本杰明（Medea Benjamin）的人引用的都是“北约扩张导致了战争”这一叙事的变体（Knutson 2023）；其次，齐泽克将暴力与和平主义对立起来的方式，为政治右翼而非政治左翼打开了大门。

与列宁一起反对民主？

这一点从《革命在门前》核心部分对暴力的全面辩护中可以看出来（参见 Žižek 2002a, 250–263）。这是对1999年好莱坞电影《搏击俱乐部》（Fight Club）的详细讨论（Fincher 1999; 参见 Kellogg 2008）。在电影中，主角艾德·诺顿（Ed Norton）与他的新朋友泰勒（布拉德·皮特饰）一起创立了“搏击俱乐部”。这是一个由男性组成的秘密组织，他们在内部进行暴力格斗。从中诞生了“大破坏计划”（Project Mayhem），这是另一个接纳这种暴力并将其对准资本主义主导的西方社会的组织。其成员必须穿黑衬衫。其中表现出的法西斯象征意义再明显不过了（参见 Barker 2008）。

齐泽克描述这部电影是为了发展一个他称之为“救赎性暴力”（redemptive violence）的主题。在这种背景下，他将搏击俱乐部的成立描述为一种超越“爱邻如己”行为的“激进实践”（参见 Žižek 2002a, 250）。伦敦Verso出版社的编辑在书的封底引用了齐泽克的“救赎性暴力”概念，并宣称：“随着资本主义即将到来的危机、救赎性暴力的可能性、自由主义宽容的虚伪性——列宁的时代再次到来”（Žižek 2002b, 封底文字）。然而，电影中描绘的暴力与其说是救赎性的，不如说是反动性的。诚然，齐泽克赞赏地引用了一篇对《搏击俱乐部》的分析，该分析认为两位主角创立的组织最终“变成了一个拥有新名字的法西斯组织：大破坏计划”（Diken and Laustsen 2001）。但这种对电影中嵌入的反动信息的承认，仅仅是一个事后的补充。因为实际上，齐泽克赞颂电影中的暴力是对资本主义异化的回应——而无视了在许多人眼中，这种回应必然显得像是法西斯主义的前奏。

齐泽克的全部作品都试图将适用于研究个体行为的范畴，转移到对集体行为的研究上。例如，他分析了《搏击俱乐部》中涉及自我惩罚的一幕，认为这是为了“伸出手去，重新建立与真正的他者的联系——中止资本主义主体性根本的抽象和冷漠，这种主体性最好的例证就是那个孤独的单子式个体，独自坐在电脑屏幕前，与整个世界交流……格斗的暴力本身标志着这种距离的消除”（Žižek 2002a, 251–252）。

但是，一个“孤独的游牧个体”的行为与任何阶级斗争的概念都关系不大。马克思谈到工人阶级如何成为历史的主体。然而，对齐泽克来说，主体性被个人化了，这正是那些将思想根植于个人心理学的思想家的特征。当他从个体转向集体时，齐泽克选择的集体例子并不是工作场所，而是一个痴迷暴力的男性的秘密集会。他写道，“《搏击俱乐部》的第一课”是，“我们不能直接从资本主义主体性走向革命主体性：抽象、对他者的排斥、对他者苦难和痛苦的盲目，必须首先通过一种承担风险并直接向受苦的他者伸出援手的姿态来打破——这种姿态，因为它粉碎了我们身份的核心，必然显得极其暴力”（Žižek 2002a, 252）。

但是，工人阶级的主体性——被理解为阶级意识的发展——并不是一种承担风险和暴力的个人姿态。相反，它是集体劳动和集体斗争的产物。虽然人们在搏击俱乐部的暴力男性身上至少能观察到某种集体斗争，但这与工人阶级阶级意识发展所特有的大规模集体组织几乎没有共同之处。后者在齐泽克的分析中被完全忽略了。

齐泽克在这里暴露了他在政治哲学中受心理学影响且过度个人主义的方法的局限性。因此，我们必须问自己，前面引用的《国家与革命》中的观点——即所有的民主都是虚假的，不值得“改善其机器、保护法律秩序、选举、保障个人自由的法律”（Žižek 2002a, 192）——到底包含多少“真理成分”。在极端情况下，这种方法会让我们对世界上数以百万计的被压迫者争取民主的斗争漠不关心。在21世纪的头几十年里，发生了为扩大民主机器而进行的英勇斗争，尤其是在乌克兰的独立广场（Maidan）抗议活动中。20世纪后半叶的历史，是一部为扩大这种（似乎被宣布为“虚假”的）民主而进行的大规模群众运动的历史。人们只需想想美国的民权运动、波兰拥有一千万成员的团结工会运动，以及南非伟大的反种族隔离运动。此外，印度的独立运动以及非洲的反殖民起义也值得一提。

当然，作为一名“左翼”，齐泽克本应支持独立广场（他称抗议者为“英雄”；参见 Žižek 2014）、密西西比、格但斯克和索韦托的工人和穷人的斗争。然而，他承认列宁的观点中包含真理的成分——即不值得改善“法律秩序的保护、选举、保障个人自由的法律”——这也可能导致相反的方向：对这种争取民主改革的斗争采取漠不关心的政治态度。

在面对被压迫者斗争的现实时，齐泽克并没有遵循这种分析的逻辑。他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是捍卫一项核心民主权利的经典例子：被压迫民族的自决权。但我们需要一种能够支撑这些立场的理论，而不是一种破坏它们的理论。齐泽克对《国家与革命》中分析的评论在这方面毫无帮助。在当今时代——通过俄罗斯的普京、美国的特朗普、土耳其的埃尔多安、印度的莫迪、加拿大的波利耶夫（Poilievre）、以色列的内塔尼亚胡——我们面临着拥有群众基础的政治思潮，它们培养了一种暴力言辞的政治，这种政治往往导致暴力行动，旨在摧毁现实存在的民主。

齐泽克的政治哲学使他能够在捍卫乌克兰的问题上采取明确、进步的立场。但这种政治哲学的个人主义局限性，也导致他追求一种理想化的个人主义方法，缺乏对工人斗争集体传统的感知，这为右翼而非左翼提供了一个突破口。《革命在门前》为我们打开了一扇了解1917年事件的窗户——当然，是通过一块浑浊的玻璃看过去的。我们在后面看到的东西是模糊不清的。

注释


[1]: 阿萨巴斯卡大学，阿萨巴斯卡，加拿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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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伦理的政治悬置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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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5年出版的《伦理的政治悬置》（Die politische Suspension des Ethischen）一书中，齐泽克探讨了激进民主理论广泛谱系中各种著名的观点（参见 Agamben et al. 2012）。他特别提到了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埃内斯托·拉克劳（Ernesto Laclau）、尚塔尔·墨菲（Chantal Mouffe）和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同时，他也考察了该辩论更广泛背景下的理论和文学影响。在这里，齐泽克主要引用了乔治·阿甘本（Giorgio Agamben）、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和菲利克斯·加塔利（Félix Guattari）、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娜奥米·克莱恩（Naomi Klein）以及伊曼纽尔·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等作者。借此，他介入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实践哲学和左翼政治思想内部，特别是在所谓“法国理论”（French Theory）的法语圈中激烈进行的核心讨论。这些讨论主要游走于后结构主义（参见 Butler 2007; Rancière 2002）、后基础主义（参见 Laclau und Mouffe 1991）和新马克思主义（参见 Hardt und Negri 2003）构想的交汇处。

齐泽克的首要目标是，针对这些激进政治思想的不同路径所标榜的激进性进行更精确的检验，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根本性的批判。他的分析得出了一个核心论点：他所讨论的激进（民主）理论纲领中的激进元素，特别是考虑到它们旨在批判当代统治和意识形态结构的意图，结果证明仅仅是表面上的激进（见第7章）。因此，这些理论最终不加批判地复制了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逻辑的意识形态核心，而这本应是它们批判的对象。

在此背景下，齐泽克反复质疑了这些不同激进政治思想模型中将伦理与政治相互关联的方式，他认为这种方式最终是不充分的。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激进民主构想潜在规范性缺陷的批判性辩论（参见 Butler et al. 2013）。齐泽克在批判性反思过程中提到的所有路径，在理论策略上都从社会现象和伦理行动领域的根本政治化出发，旨在出于社会批判的目的，揭示进行伦理辩论和争论规范性问题时所处的根本上被权力渗透的话语框架。由此，他们反对将政治狭隘地理解为国家机器政治系统的政治学观念，转而主张一种广义的“政治性”（das Politische）概念。它超越了国家功能，指向整个社会的社会关系，并纳入了“决策与权力关系或主体化方式的政治性”（Marchart und Martinsen 2019, 2）。在这种理解下，伦理从根本上被置于这个包罗万象的政治性领域之中。其结果是，在这种视角下，伦理问题无法与其政治语境相分离。

然而，齐泽克批判道，正是由于将伦理强烈地重新绑定在政治性领域上，激进民主的构想在决定性的方面丧失了作为规范参照点的主体伦理行动力。激进民主理论的代表人物因此成为了统治意识形态的非自愿同谋。齐泽克认为，由于他们依附于身份政治承认斗争的后现代拜物教的不同变体，或是诉诸于政治正确的反权威主义，他们实际上正中当代资本主义权力与统治相互交织的下怀。

那些本应在社会层面受到质疑的事物，却未经反思地退居幕后（例见：Žižek 2005, 165–167）。因此，根据齐泽克的诊断，激进民主对“政治”（die Politik）与“政治性”（das Politische）的区分——这在政治理论中通常以“政治差异”（politische Differenz）之名确立——最终导致了对政治性的过度强调和绝对化。社会的许多其他社会、文化和经济维度，包括伦理，都被从属于这种绝对化。

对齐泽克而言，这最终导致了放弃实质意义上的伦理，即放弃“本真行动”（authentische Tat）（Žižek 2005, 178），也就是一种包含与现存可能性的坐标发生“激进决裂”（Žižek 2005, 169）的主观行动（见第72章），并且正是由于这种相对于既定事物的伦理激进性和外部性，它“只能由其自身来授权”（Žižek 2005, 168）。在此背景下，齐泽克反复提及共产主义哲学家阿兰·巴迪欧：其背景主要是巴迪欧（见第53章）在对保罗普遍主义的解释中所提出的普遍主义概念。在这部专著中，巴迪欧将真理诠释为激进的“事件”（Ereignis）（Badiou 2002, 74），主体通过这一事件在与象征秩序的过度决裂中自我生成，并以激进的方式将其单一的信念确立为真理。齐泽克特别关注巴迪欧对“一种激进的普遍主义”（militanter Universalismus）（Žižek 2005, 179）的理解。以这种普遍主义的名义，主体悬置了社会差异的领域，以便“迈出向外的一步”（Žižek 2005, 169），并为现存“社会躯体”（gesellschaftlicher Korpus）（Žižek 2005, 179）的秩序结构创造一个根本性的替代方案。齐泽克对激进民主的批判正是基于这一洞见，因为在他看来，激进民主的路径无法用其自身的理论工具充分思考普遍主义的这种过度维度以及与之相关的强有力的伦理主体概念。

然而，在此背景下必须强调的是，齐泽克并非简单地试图对激进传统进行全面的猛烈抨击，而是在其批判过程中建设性地吸收并运用了该传统的核心思想形态和理论元素。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阿甘本对“神圣人”（homo sacer）的分析，这是古代法律中一个被完全剥夺权利且“被放逐的生命”（Agamben 2002, 93）的形象。同样可以提及的还有朗西埃关于多余的“无分之分”（Anteil der Anteilosen）（Rancière 2002, 41）的观念。这两个概念各自阐述了被激进地排除在象征秩序之外的形象，作为这样的形象，它们对于齐泽克从激进外部的立场捍卫作为主观行动的强调意义上的伦理项目具有特殊意义。阿甘本将homo sacer理解为在例外状态和现行法律秩序被悬置的条件下，被还原为“赤裸生命”（nacktes Leben）（Agamben 2002, 100）并因此可以被不受惩罚地杀死的生命形式（Agamben 2002, 83）。在齐泽克看来，在此背景下，当代可以被称为“homo sacer的时代”（Žižek 2005, 153）。

齐泽克的这项研究总体上分为两个主要部分。在以“作为意识形态的伦理学”为题的第一部分中，他将自己与一系列当代的“他者伦理学”（Ethik der Andersheit）（Žižek 2005, 185）构想划清了界限。在这里，巴特勒和德里达扮演了核心角色。同样，他对这些路径将人类的“脆弱性”（Verletzlichkeit）（Žižek 2005, 16）作为伦理学的系统基础，同时“将其提升为最高伦理价值”（Žižek 2005, 14–15）的方式展开了根本性的批判。在带有纲领性标题“敢于迈出向外的一步”的第二部分中，齐泽克将分析焦点从伦理学转移到了激进民主理论的构想上。在这里，他将重点放在讨论这些模型所依据的民主观念上。他将研究深化为一个问题：究竟以何种方式才能真正对全球资本主义循环的总体性进行实质性的反抗，以及当今的激进理论建构应为此赋予民主何种地位。对他而言，这个问题等同于“今天的反资本主义斗争”（Žižek 2005, 187）如何打破意识形态霸权，以及在何种条件下能够产生革命性的新事物，即“当今政治中的一次行动”（Žižek 2005, 161）。

对后现代他者伦理学的批判

作为第一部分主要批判对象的异质性伦理学（Ethiken der Alterität），在齐泽克看来是决定时代精神的“过度敏感”（Übersensibilität）（Žižek 2005, 11）的表现。核心在于“当今无处不在的关于‘伦理暴力’的抱怨”（Žižek 2005, 12）。由此出发，他主要重构了巴特勒以及德里达的伦理学方法，并对两者进行了根本性的批判。两人都继承了列维纳斯的传统，从人类生命建构性的关系性和相互依存性出发。人们总是已经处于彼此之间多样的关系中。他们总是非自愿地暴露在他人面前并依赖他人。由此产生了人类生命根本的脆弱性和有限性。根据巴特勒和德里达的观点，这种不可还原的局限性和对他人的依赖构成了主体及其自主性的条件。从这种视角来看，伦理诉求产生于人类生存的关系性。在这些伦理学构想的背后，主要的权威来源是列维纳斯。巴特勒在她的伦理暴力批判中详细探讨了列维纳斯的异质性思想，并在本书的第一部分中因此屡屡招致齐泽克的批评。根据列维纳斯的观念，他者的面容向我们提出了无限的伦理要求，因此伦理从根本上产生于主体在与他者相遇时所承受的过度要求和去中心化。巴特勒写道：“责任[产生]于我们暴露在他人非自愿的呼唤之下”（Butler 2007, 115）。伦理植根于他者的脆弱性和不可看透性。由于他者的生命必须无条件地被保存，一种伦理诉求便持久地跟随着我们。

齐泽克对这种伦理学理解的反对意见的核心在于，尽管他者性在这里表面上被作为伦理学的出发点，但恰恰在其激进的维度上被误认了。根据他的诊断，各种形式的伦理暴力批判虽然都从不可逾越的异质性形象出发，但实际上它们都是“对邻人的伦理‘驯化’”（Žižek 2005, 53）的变体。

邻人他者性的决定性方面，即其令人恐惧的、不可通约的、怪异的维度，被掩盖了。它无法在任何对他人脆弱性的伦理宽容姿态中被接受或尊重。通过强调邻人的脆弱性和易碎性，他者被剥夺了其令人震惊的、淫秽的特征以及与我们之间真实的、激进的距离。“作为怪异他者性载体的‘邻人’”（Žižek 2005, 53）被抹除了。齐泽克一方面在与犹太教传统的对话中，另一方面在诉诸弗洛伊德和拉康的精神分析中，揭示了他者的这种怪异维度。这两种传统各自以自己的方式拥有一个作为“不可能的/实在的物”（unmögliches/reales Ding）（Žižek 2005, 19）的他者概念，即意识到“在我们的邻人身上始终保留着一个陌生的创伤性内核”（Žižek 2005, 20）。这是无法被象征性地整合的。

为了进一步界定邻人作为实在界（Reales）（见第93章）的这种创伤性维度，齐泽克引入了康德的无限判断（unendliches Urteil）概念。他已经在其著作《与否定停留》（Verweilen beim Negativen）中探讨过这一概念（参见 Žižek 1994）。

在无限判断的结构中，并非简单地否定一个谓词，而是“附加了一个否定性谓词”（Žižek 2005, 49），从而引入了一个新的、迄今未知的区分，例如“在‘他没有死’（Er ist nicht tot）和‘他是活死人’（Er ist untot）之间”（Žižek 2005, 49）。通过一种逃避明确可定义思想的判断结构来破坏谓词，无限判断在结构逻辑上等同于拉康的objet petit a（小a客体）（见第89章）逻辑。

因此，对齐泽克而言，康德的无限判断揭示了列维纳斯、巴特勒和德里达所忽视的人类自身内部非人事物（unmenschliches Ding）的领域，即人类内部一种淫秽的、活死人般的过度（Exzess）。尽管巴特勒在反思人类的边界和激进的他者性时，引用了卡夫卡笔下作为非人化身的“奥德拉德克”（Odradek）形象（参见 Butler 2007, 84–88），但齐泽克认为，由于她忽视了人类不可还原的怪异性这一观念，即“作为人类存在超越自身的必然剩余”（Žižek 2005, 46），她错失了非人他者性的激进意义层面。

正如在他书中的许多其他地方一样，齐泽克在这里使用了各种例子来具体说明其论证的理论内涵。在此，他主要引用了阿甘本对“穆斯林”（Muselmann）的质疑，即在纳粹政权的集中营中被极权主义方式非人化的人类存在。阿甘本从普里莫·莱维（Primo Levi）等人的著作中借用了“穆斯林”这一概念。在阿甘本看来，大屠杀幸存者报告中描述的“穆斯林”标志着“生与死、人与非人之间的极端门槛”（Agamben 2003, 42）。在奥斯维辛，所有那些被集中营的恐怖政权折磨、虚弱和剥夺尊严到如此地步，以至于看守和囚犯都无法以任何方式与他们交流，因此不再可能与他们建立任何基于人际关系的囚犯，都被称为“穆斯林”。“穆斯林”过着一种实际上已经跨越死亡门槛的生活。他的苦难超越了人类所能承受的极限。他是一个凭借其存在超越了人类可能性边界，从而在其所有的恐怖和陌生中体现了非人性的存在。

对齐泽克而言，“穆斯林”以范式的方式代表了人类身上那种过度性。这种过度性之所以是怪异的且具有存在主义威胁的，恰恰是因为它不能被认为仅仅是人类存在的纯粹外在属性，而必须在概念上被构想为严格内在于主体的。

借此，齐泽克在决定性的方面激进化了他者性概念，以反对列维纳斯及基于他的他者伦理学。他这样做的最终目的是“将列维纳斯的‘面容’的所有怪异性归还给它”（Žižek 2005, 52）。列维纳斯从主体与邻人面容的相遇出发，将他者对自我的伦理入侵思考为一种来自外部要求的侵犯，而齐泽克则将他者性理解为先于此且更根本的东西：作为每个个体主体中实在界的“可怕过度”（Žižek 2005, 49）。这种过度作为非人的恐怖存在于主体自身的基础之中。因此，如果在列维纳斯那里，他者的决定性特征是他或她有一张脸，一张向我们提出无限要求的面容，那么齐泽克则坚决主张相反的观点，将他者性恰恰理解为“无面容的”（gesichtslos）（Žižek 2005, 51），理解为不可能之物的结构（见第76章）。这意味着，我们只有在没有遇到任何向我们讲述可理解或令人同情的故事的和谐面部特征的地方，才会遇到邻人。相反，我们只遇到“令人厌恶的抽搐或令人厌恶的鬼脸的暴力”（Žižek 2005, 52）。他者性向我们显现为令人毛骨悚然的，并在其淫秽性中展开了一种令人震惊和创伤性的效果。他者令人毛骨悚然、令人恐惧的特征恰恰源于“必须与之斗争的过度是绝对内在的，是主体性最深处的内核”（Žižek 2005, 50）。根据齐泽克的观点，无法（甚至不愿）将这种作为人类内部鸿沟的非人怪异维度进行充分思考，是所讨论的他者伦理学的核心失误。

对激进民主理论的意识形态批判分析

在其研究的第二部分，齐泽克在迄今为止发展出的批判基础上，更加关注民主的概念。在此语境下，他质疑了不同的激进民主理论模型，特别是哈特和奈格里以及拉克劳（见第62章）和墨菲的路径。齐泽克认为，正是在民主领域，可以观察并批判他所诊断出的通过对政治性的绝对化理解来重塑和收编本真伦理行动的现象。齐泽克从一个基本论点出发：他所考察的激进民主模型，违背了其批判自由民主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官方主张，实际上只是在复制它。例如，在谈到哈特和奈格里时，他指出他们退回到了他们本想与之决裂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他们在反资本主义分析的最后制定了一个最低政治纲领，恰恰通过其“形式——权利、要求”（Žižek 2005, 154）使统治的自由主义永久化。齐泽克认为，通过将政治主体定位为“普遍权利的主体”（Žižek 2005, 154），哈特和奈格里坚持了自由主义的法律形式，从而坚持了他们所批判的资本主义框架。

关于拉克劳和墨菲的激进民主构想，齐泽克也提出了根本性的批评。他指出，特别是他们的基本理论假设，即民主的本质主要在于将“对抗政治性地转化为争胜”（Übersetzung von Antagonismus in Agonismus）（Žižek 2005, 180），具有一种建构性的盲点。

在与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和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对话中，拉克劳和墨菲从霸权理论出发，认为民主的基本操作在于将对敌人的对抗性打击转化为相互承认为政治主体的对手之间“受规则约束的政治竞争游戏”（Žižek 2005, 181）。这里被掩盖的事实是，即使是政治斗争在争胜过程的规则轨道上进行的民主社会，也依然建立在对其“淫秽底面”（obszöne Unterseite）（Žižek 2005, 117）的建构性遮蔽之上。因为民主法治国家同样通过使用一系列非法实践和淫秽的暴力机制来构建社会再生产和自我组织。人道主义的民主政治同样通过“将一系列政治行动者排除在‘合法’社会躯体之外的原则”（Žižek 2005, 181）来运作，即通过一种类似于homo-sacer（神圣人）的排除。

这种淫秽的过度被民主以及各种激进民主路径所否认。然而，对官方律法的淫秽、非法僭越对于其自身的存续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统治的规范秩序必然需要通过秘密打破和非法逾越其公开制定的规则、规范和禁忌来进行力比多补充。然而，这里的核心条件是，对这种被否认的、肮脏的过度（作为官方价值秩序的秘密基础）的淫秽享受，绝不能被直接体验到。它必须被无意识化、保持距离并外在化，正如齐泽克以阿布格莱布或关塔那摩官方非法的、变态的酷刑实践的“外包”（Outsourcing）（Žižek 2005, 119）为例所阐明的那样。他用精神分析的词汇将这种对被禁（且恰恰因此保障系统）实践的淫秽享受称为当今自由民主制度的“未知的已知”（das ,unbekannte Bekannte）（Žižek 2005, 120）。

然而，由于激进民主理论将民主还原为“无条件地坚持某一套形式规则的整体”（Žižek 2005, 168），它们使民主的幻象内核消失了。它们错失了哲学批判真正激进的潜力。因此，激进民主路径将民主合法化程序的合法主义外壳拜物教化，并将政治行动的领域限制在一种形式主义的狭隘理解中，在这种理解中，民主“是一种针对可能失败的机会主义保险：如果事情出了差错，我总能说我们所有人都有责任”（Žižek 2005, 167）。

但根据齐泽克的观点，这使得任何关于社会真正激进转型项目的问题都被搁置了，并且本真政治变革行动的可能性，即“革命性的勇敢飞跃”（Žižek 2005, 167），被抹黑并被排除在可思考的领域之外。齐泽克在本书结尾转向“法外空间中自我组织集体的趋势”（Žižek 2005, 170）时，正是要对抗这种激进民主的空白。他将它们范式性地定位在当代的贫民窟（Favelas und Slums）中。这些自我组织的集体恰恰通过其被激进地排除在统治法律秩序之外，体现了“‘普遍个体’”（Žižek 2005, 201）的过度潜力。齐泽克再次在与巴迪欧的对话中发展了普遍个体的形象，更确切地说：是与巴迪欧的激进普遍主义观念及其事件概念（见第82章）的对话。作为与官方社会不可通约的剩余元素，并因此构成资本主义全球化症状（参见 Žižek 2005, 202），“新巨型都市中贫民窟的居民”（Žižek 2005, 201）占据了“一种从内部切断每一个单一部分的差异”（Žižek 2005, 180）的普遍位置。借此，现存的社会差异系统作为一个整体被悬置并受到质疑。对齐泽克而言，对自由民主意识形态及其所宣传的资本主义宿命论的真正有效抵抗，只能来自这些激进不被整合的乌托邦空间。

因此，结合朗西埃关于无分之分的观念，齐泽克将贫民窟的居民描述为全球资本主义的“活死人”（Žižek 2005, 203），恰恰是因为他们淫秽的维度，他们是一个激进事件的潜在主体。作为被激进排除的人，他们有能力过度地打破资本主义的别无选择性，通过“在激进行动的‘自杀性’姿态中走出象征界”（Žižek 2005, 19）。在此，齐泽克的核心洞见是，这样一种解放性行动在形式上既可以是民主的，也可以是非民主的，因为事件无法在事先被规范性地限制或驯化（参见 Žižek 2005, 178）。通过这种方式拒绝激进民主对民主的绝对化和形式主义的狭隘化，他的思想旨在毫无保留地重新夺回激进的伦理行动，作为未来对看似无望和僵化的现状进行根本性政治变革的出发点。

注释


[1]: 利贝瑙基金会，慕尼黑，德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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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齐泽克（Žižek）的政治著作中，总能找到同一个信条：如果左翼想要夺取并保持权力，就必须放弃其“美丽的灵魂”（schöne Seele）。齐泽克于2008年出版的著作《捍卫失败的事业》（In Defence of Lost Causes）——德文译名为《在绝望的阵地上》（Auf verlorenem Posten）——也不例外。由于该书探讨的问题和时代背景可以定位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初，当它涉及如何应对生态危机时（如在最后一章中），展现出了惊人的现实意义。在这里，齐泽克关于放弃“美丽灵魂”的建议达到了顶峰，演变为对“平等主义恐怖”（egalitären Schrecken）的呼吁。齐泽克将这本书献给他的朋友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并非偶然：巴迪欧的核心概念构成了齐泽克思考的框架。对他而言，关键在于捍卫真理的概念，以反对后现代理论。为此，他借用了巴迪欧在民主唯物主义（demokratischer Materialismus）和唯物辩证法（materialistische Dialektik）之间的区分（参见 Badiou 2010, 536–543）。齐泽克认为，与后现代理论相交叉的民主唯物主义局限于语言和身体，这最终类似于自由主义的日常意识形态。两者都拒绝“无限的普遍真理”的理念（Žižek 2009, 184）。相比之下，唯物辩证法强调一种“激进解放的（共产主义的）真理政治”（Žižek 2009, 184），齐泽克认为自己正是致力于此。

在齐泽克那里，解放政治始终围绕着“行动”（Akt，见第72章）和“事件”（Ereignis）的概念展开。两者都代表着某种真正全新的事物能够进入世界，并能够颠覆现存的象征秩序。正如巴迪欧所描述的，事件是对身体和语言的正常秩序的“中断”，“它不仅仅基于客观可能性的层面，而是基于可能性的可能性”（Badiou 2011, 162）。事件是不可预测的。因此，等待它是没有意义的（参见 Badiou 2002, 204）。在齐泽克对“行动”概念的使用中也可以找到类似的形象：行动指向一种不再由“大他者”（großer Anderer，见第70章）作担保的作为。主体必须“敢于做出一种姿态”，这意味着“象征性的死亡”（Žižek 2010, 361）。齐泽克经常引用的例子是十月革命前夕的局势：时机尚未成熟，然而列宁——逆着时代的征兆——完成了一次行动。因为在齐泽克看来，时机永远不会成熟，行动的客观条件永远不会绝对具备。因此他断言，在这种情况下，“看见”和“欲望”合而为一：“只有在‘欲望’它的范围内，人们才能‘看见’它，即事件/行动[…]”（Žižek 2009, 196）。齐泽克希望通过专著《捍卫失败的事业》来强化这种欲望。但在最后一章进入他的政治战略思考之前，他首先在前两章中致力于对资本主义社会化进行时代诊断，并对反资本主义政治的各种提议进行批判性分析。

无调性的世界

齐泽克在“诊断：资本主义的无调性世界”一章中对当代社会化的分析，既旨在对自由主义世界观进行内在的意识形态批判，也旨在对这个被他称为“无调性”的世界进行美学批判。他将自由主义思想的核心矛盾描述如下：自由主义不可能从自身内部发展出一种普遍善的理念，因为这种善的理念总是万恶之源。这种恐惧的基础是一种悲观的人类学：因为人性本恶，所以没有任何体系可以建立在诸如善良这样的美德之上，因为这不可避免地会以恐怖告终。然而，自由主义思想为这种态度付出了代价：“一旦‘除了最小的恶之外别无他求’的断言确立为全球新秩序的原则，它就会逐渐呈现出它原本想要打击的对手的特征”（Žižek 2009, 60）。齐泽克对此持批判态度的一个例子是所谓的“政治正确”。他认为，政治正确建立在美德和道德之上，但同时又将这些领域历史化。在齐泽克看来，自由派所进行的反对歧视的斗争缺乏明确的伦理基础，从而使得任何伦理标准都可以被随意主张。这导致了一些近乎荒谬的局面，例如那些支持软性毒品合法化的人却支持在公共场所禁烟（参见 Žižek 2009, 61）。

齐泽克指出了一个悖论：一方面，左翼自由派支持激进的历史化；另一方面，他们又用当前的标准来衡量自己“文化圈”的整个过去。这导致了自相矛盾的要求，比如既警告不要将欧洲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强加于其他文化，同时又要求移除马克·吐温小说等经典著作（参见 Žižek 2009, 61）。令人惊讶的是，齐泽克引入了礼貌（Höflichkeit）的原则，将其与他所批判的“政治正确”对立起来。礼貌的特点在于它处于友善和法律义务之间的中间位置。恰恰是通过法律对不礼貌行为进行有意识的制裁，破坏了礼貌的伦理实质。

因此，在本书的第一章中，齐泽克旨在揭示自由主义的悖论；此外，他还想阐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对主体的影响。众所周知，他是在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见第52章）和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见第61章）的理论框架内进行这一工作的。因此，当代主体性的决定性契机也是在拉康概念工具的光照下进行分析的。后现代世界的特点在于，它代表了一种试图在没有“主人能指”（Herrensignifikant，见第84章）的情况下运转的历史尝试。根据拉康的观点，所谓的主人能指可以阻止意义的滑动。它在象征秩序内部构成了一个中心，赋予能指链以意义，同时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在它的主人或统治地位之外，实际上并没有最终的意义，没有意义的最终根据（参见 Heil 2010, 62）。主人能指由此确保了象征秩序的认同和统一（参见 Žižek 2008, 105）。然而，在它消失或沦为被解构的牺牲品的那一刻，作为对不稳定性的反制措施，一种类似于超我（Über-Ich）的压力便产生了。齐泽克认为这表现为“享受的强制”（Zwang zum Genießen）：“决定我们‘后现代’生活的律令是‘享受吧！’——实现你的潜能，以任何形式享受，从强烈的性享受到社会享受，再到精神上的自我实现”（Žižek 2009, 92）。然而，享受的义务现在却将享受变成了它的反面：剩下的只有因为没有像应该的那样去享受而产生的罪恶感。

人们现在可能会猜测，齐泽克将“无调性的世界”与孤立化、个体化和失范等经典的社会学概念联系起来。然而，他拒绝了这种联系。即使是那些看似原子化地潜入虚拟世界的人，也依赖于一个“高度复杂的全球装置，以便能够停留在他们宏大的孤立之中”（Žižek 2009, 101）。正是网络空间本身体现了大他者；这是一种“让我们在独自坐在屏幕前时能与整个世界建立联系”的社会性（Žižek 2009, 97）。因此，主人能指的缺失并没有造成大他者的匮乏，而是造成了小他者（kleine Andere）的匮乏：缺少“一个像我们一样的个体，他体现了大他者并占据了它的位置，也就是说，一个不仅仅是‘像其他人一样’，而是以直接的方式体现权威的人”（Žižek 2009, 102）。出于这个原因，左翼的批判不应被误导去批判那些试图占据小他者位置的个体（尽管其成功的机会令人怀疑）。对齐泽克来说，这些小他者是能够体现权威并承担行动的个体。在此背景下，他提到了列宁或乌戈·查韦斯（Hugo Chavez）等政治行动者。

齐泽克对国家批判的批判

在第二章“规定性否定的危机”（Die Krise der bestimmten Negation）中，齐泽克批判性地探讨了三位可归入政治左翼的作者：西蒙·克里奇利（Simon Critchley）、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和阿兰·巴迪欧。巴迪欧（见第53章）占据了特殊的地位。他的事件哲学构成了齐泽克政治哲学的核心锚点之一。然而，与对克里奇利和奈格里一样，齐泽克对巴迪欧对待国家的态度感到不满。就他对克里奇利的态度而言，齐泽克认为，克里奇利的哲学典型地代表了一种表面上对国家的背离，但最终却违背了所有初衷，转变为对国家的强化。特别是伦理要求的纳入，赋予了国家一张“人性的面孔”（Žižek 2009, 143）。克里奇利在他的《无限要求》（Infinitely Demanding）一书中，没有陷入虚无主义，而是呼吁在与国家保持距离的情况下进行无政府主义的抵抗。这种元政治必须用“对正义的无限要求”不断向国家施压。在克里奇利看来，真正的民主只有在反对国家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它是真正的无政府主义的。这种反对是由各种主体性所承载的。因此，左翼的一个核心任务就是将多重诉求联合在一个等价链中。

对齐泽克来说，这种星丛在无政府主义主体性和国家机构之间产生了一种功能性的“寄生”关系：“国家将其伦理的自我意识外化到国家之外的伦理-政治实体中，而后者又将其对效率的要求外化到国家中[…]”（Žižek 2009, 142）。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看，无政府主义行动者由此成为了“超我的代理人”，用不断提出的新要求向国家施压。同时，“国家越是试图满足这些要求，就越是感到内疚”（Žižek 2009, 143）。大他者的领域——自由资本主义民主——并没有被触及。

齐泽克的第二个批判针对的是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和安东尼奥·奈格里的分析。在本世纪初，他们在《帝国》（Empire）一书中对全球权力结构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他们的主要论点是，世界秩序不再由帝国主义中心所塑造，而是由一个去中心化的帝国所塑造。这意味着现代时代及其对内外的明确划分的终结。随着外部的消失，统治逻辑也发生了转移：经典的“分而治之”原则的国家被纳入帝国之中，并被分化和协调。普遍的去辖域化使帝国成为一个“非场所”（Nicht-Ort）（Hardt und Negri 2003, 222），这反过来又是由于资本主义剥削关系的改变所致。生产越来越多地由横向的网络企业组织，其中信息技术发挥着决定性作用：“信息和通信引领着今天的生产，并且本身就是被生产出来的商品”（Hardt und Negri 2003, 310）。剥削不再局限于工厂，而是渗透到整个社会。由于权力的这种无场所性，抵抗必须多元化：“因此，如果不再有可以被视为外部的场所，那么我们就必须在每一个场所进行反抗”（Hardt und Negri 2003, 223）。

那么齐泽克的批评点是什么呢？齐泽克在这里看到的讽刺在于，反黑格尔主义者哈特和奈格里相信“历史站在我们这一边，也就是说，当前的历史发展已经产生了共产主义未来的形式”（Žižek 2009, 148）。相反，齐泽克认为数字资本主义并不具备这种潜力。它远未实现完全的自动化或数字化。在种植园、矿山和工厂等领域，仍然存在着严格的劳动组织，这与硅谷的意识形态毫无关系。这种物质生产过程并非仅仅是古老的、正在逐渐被克服的东西，而是与所谓的“认知劳动”平行存在。只有资本才能中介这两个领域：“对于血汗工厂中的大众来说，资本是代表‘认知劳动’雇佣他们以将其成果物质化的力量；而对于‘认知劳动者’来说，资本是雇佣他们以便将其成果作为物质生产模板的力量”（Žižek 2009, 116–117）。因此，资本不仅作为收取地租的封建领主在运作，而且继续作为马克思意义上的劳动力的经典剥削者在运作。

此外，齐泽克强烈反对哈特和奈格里关于直接的、绝对的民主的构想，这种民主能够实现诸众（Multitude）的表达。哈特和奈格里批评了按照代表制原则组织的自由民主模式。齐泽克认为这种表达逻辑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巨大错误。在齐泽克看来，委员会民主（Rätedemokratie）的理念并不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与现实社会主义类似，它也基于“对社会自我透明组织可能性的信仰”（Žižek 2009, 176）。就像系统理论社会学的一些代表人物一样，齐泽克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由‘子系统’组成的复杂网络”，并且必然带来“一定程度的‘异化’”（Žižek 2009, 176）。

尽管齐泽克深受巴迪欧哲学的影响，但他批评巴迪欧对待国家的态度。齐泽克认为，这导致这位法国人犯了与克里奇利以及哈特和奈格里相同的谬误。由于马克思主义计划已经失败，巴迪欧主张与国家权力保持距离，并强调从国家中“减除”（Subtraktion）的重要性，以作为对毁灭（Destruktion）的对立面。减除应该介于纯粹的破坏性否定和对民主国家的纯粹肯定之间，并开辟一个新的、积极的空间（参见 Badiou et al. 2008, 649）。齐泽克指出，减除应该恰好位于纯粹的破坏性否定和对民主国家的纯粹肯定之间。然而，对于这种分离，恰恰是黑格尔用“规定性否定”（bestimmte Negation）的概念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巴迪欧在这里提出的适度原则必须被摒弃：“减除是‘否定的否定’（或‘规定性否定’），也就是说，它不是直接否定/摧毁政府权力从而留在其领域内，而是破坏了这个领域本身并开辟了一个新的积极空间”（Žižek 2009, 221）。巴迪欧犯了几个错误：首先，“民主的减除”不是减除，它仍然留在既定的领域内。其次，宗教原教旨主义思想以及后现代的新时代（New-Age）观点都是纯粹减除的形式，但它们并没有创造一个普遍主义-解放的空间。直到他书的第三部分“该做什么”（Was zu tun ist）中，齐泽克所设想的减除形式才变得清晰起来。

弄脏双手

齐泽克以1990年代初在海地兴起的拉瓦拉斯（Lavalas）政治运动为例，阐述了他对减除的构想。海地革命是“严格黑格尔意义上对法国大革命的重复，根据这种意义，一个事件只有通过其重复才能获得普遍性的维度”（Žižek 2009, 223）。因为海地革命代表了普遍的解放原则，“海地必须被塑造成一个经济失败的典型案例”（Žižek 2009, 233）。海地被迫向法国支付赔偿金，以弥补其失去奴隶的损失。一场名副其实的经济战针对海地展开，使其今天成为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拉瓦拉斯运动被齐泽克描述为一种“例外现象”，它通过自由选举获得了政治权力，但仍然保持了其“在人民直接自我组织的基层民主机构中的根基”（Žižek 2009, 235）。其领导人让-贝特朗·阿里斯蒂德（Jean-Bertrand Aristide）将建设学校和医院等务实措施与“偶尔的人民暴力行为”（Žižek 2009, 236）结合起来。齐泽克为因暴力行为和卷入毒品交易而受到批评的“奇美拉”（Chimères，武装团伙）辩护，并将它们视为本雅明式“神圣暴力”（göttliche Gewalt）的例子，这种暴力超越了善恶的道德区分。他认为，我们无权谴责这种形式的暴力，因为它是“对数百年系统性的国家和经济暴力及剥削的反应”（Žižek 2009, 237）。

海地的拉瓦拉斯运动所尝试的是一种“无产阶级专政”，齐泽克强调，这是打破统治循环的唯一途径。但为什么要复兴专政的概念呢？在齐泽克那里，专政的概念指向任何社会秩序都需要的基础性框架。因此，议会民主——紧随列宁的观点——是一种“资产阶级专政”。这意味着“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形式，即其权力主权的意识形态-政治前提，是其‘资产阶级逻辑’的表现”（Žižek 2009, 240）。因此，专政的概念是一个形式上的规定，而真正的意义在于无产阶级的概念。无产阶级是“普遍阶级”，因为它只有通过消灭作为阶级的自身才能获得统治。这使它有别于想要维护自身的人民，而无产阶级则致力于消灭自身（参见 Žižek 2009, 244）。根据齐泽克的观点，无产阶级的立场仍然是必要的，因为只有它才能代表普遍的一般性。

今天在哪里可以找到这种无产阶级的立场？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核心地缘政治发展是贫民窟的形成，特别是在全球南方，位于城市中心内部或周边。这些贫民窟的居民是“无分之分”（Anteil der Anteillosen）的典型例子，即“社会中‘多余的’元素，被排除在公民身份的优势之外，是真正‘失去的只是锁链’的无根者和无产者”（Žižek 2009, 259）。尽管马克思主义理解的一些特征适用于作为潜在革命无产阶级主体的贫民窟居民，但他们仍然缺少一些东西：他们主要不是由他们作为资本被剥削者的地位来定义的，而是由他们被系统地边缘化到资本主义社会边缘这一事实来定义的。贫民窟居民的范畴是所谓的“象征阶级”（symbolische Klasse）的对立面，后者包括经理、记者和学者等，并以其世界主义为特征：“如果这是阶级斗争的新轴心，‘象征阶级’是否内部分裂，以至于在解放政治上可以寄希望于贫民窟居民和象征阶级中‘进步’部分之间的联盟？我们应该寻找的是从贫民窟集体中产生的新形式的社会意识的迹象；它们将是未来的种子”（Žižek 2009, 261）。乌戈·查韦斯对贫民窟居民的政治化就是一个例子。

批判

对齐泽克在《捍卫失败的事业》及其他政治著作中提出的思想的各种批评，主要针对他关于解放的威权主义构想，这种构想带有一种“过度男子气概的乏味意味”（Schütt 2015, 162）。约克·诺瓦克（Jörk Nowak）和乌韦·蒂姆（Uwe Timm）认为，特别可悲的是，巴迪欧和齐泽克都在“真理”的口号下放弃了对多元主义的任何积极借鉴。因此，他们的理论滑向了一种威权主义的救赎幻想。这在《捍卫失败的事业》的最后一节中表现得尤为典型，齐泽克在那里提出了摆脱气候危机的途径。齐泽克认为，我们需要的是一种“严格的平等主义正义”（Žižek 2009, 318）。那些不遵守规定的人应该感受到“恐怖”，这意味着对他们进行“无情的惩罚”（Žižek 2009, 319）。为此，齐泽克还支持建立一个镇压性的安全机构，并恢复告密者制度以谴责有罪者（参见 Žižek 2009, 319）。诺瓦克和蒂姆认为，这些提议不仅迎合了“社会主义必然是威权主义的”这种观念，而且齐泽克还完全放弃了关于“革命性的政治协商形式本身如何能被基层运动所控制”的任何思考（Ebner und Nowak 2010,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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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投掷第一块石头的勇气。单纯理性限度内的享乐 (2008) / „Enjoyment Within the Limits of Reason Alone“ (2001)

Leonard Weiß[1]

标题借用康德的宗教著作（《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的散文《单纯理性限度内的享乐》（Enjoyment within the Limits of Reason Alone）作为《因为他们并不知道他们所做的》（For They Know not What They Do，Žižek 2001, xi–cvii）第二版的序言，并以《投掷第一块石头的勇气：单纯理性限度内的享乐》为题作为独立出版物发行了德文译本（Žižek 2008）。尽管最初作为“序言”的地位看似不起眼，但这篇散文对齐泽克的著作具有纲领性意义，它精准地呈现了其本体论和政治理论的核心要素。

文章开篇对早期著作《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Žižek 1989）进行了批判性回顾，与新推出的这本“理论著作之书”（book of theoretical work）相比，齐泽克将前者说成仅仅是“一系列轶事和电影参考”（succession of anecdotes and cinema references）（Žižek 2001, xi）。但其核心并不在于追求更客观的风格（实际上风格变化不大），而在于纠正齐泽克对借自拉康的“实在界”（das Reale）概念的意指。齐泽克特别强调，他早期的“对拉康的准先验阅读”（quasi-transcendental reading of Lacan）将实在界表现为康德式物自体的一种变体，从而助长了一种宿命论，即确信“每一个行动最终都会失败，而恰当的伦理立场就是英雄般地接受这种失败”（that every act ultimately misfires, and that the proper ethical stance is heroically to accept this failure）（Žižek 2001, xii；见第61章）。因此，这篇散文的任务在于澄清实在界与充满意义的象征现实之间的关系，并阐明由此对政治哲学产生的后果。

以往对实在界理解的理论缺陷在于，它仅仅被解释为象征界（das Symbolische）的对立面（见第93章）。这样一来，就会产生一种印象，仿佛它们是相互之间没有实质性联系的独立领域。如果这种对现实的解释让人想起康德关于不可认识的物自体与我们认识可及的现象客体之间的区分，那么就可以称之为“准先验的”。然而，根据齐泽克现在提出的论点，这恰恰是错误的。根据他现在所持的观点，实在界不仅仅是“抵抗虚拟化的现实的坚硬内核”（the hard kernel of reality which resists virtualization）（Žižek 2001, xv），而是任何对象征性现实引用的建构性组成部分。因此，这不再是关于充满意义的虚拟与毫无意义的实在之间的对立，而是关于这样一个论点：恰恰是在我们对现实的引用中，实在界显现出来：“被排除在（我们所体验的）现实之外的惰性残余，恰恰在幽灵般幻影的实在界中回归”（[T]he inert remainder foreclosed from (what we experience as) reality returns precisely in the Real of spectral apparitions）（Žižek 2001, xvi）。

这一观点也对主体性的理解产生了影响。因为实在界不再仅仅是逃避主体赋予意义的概念的东西，而是任何意义赋予本身的建构性组成部分。因此，主体并非（如后现代、解构主义话语所暗示的那样）仅仅在外部遭遇的意义上被“置换、去中心化、多元化”（displaced, decentred, pluralized）。相反，这些特征对于主体性本身来说是本质性的：“‘主体本身’就是宇宙纹理中某种彻底的置换、某种创伤、切口的名称”（the subject, as such‘ is the name for a certain radical displacement, a certain wound, cut, in the texture of the universe）（Žižek 2001, xvi）。因此，齐泽克希望向读者传达的基本动机是，无论是被有意义地揭示的现实，还是完成这种揭示的主体，都无法不受实在界的影响。

齐泽克证实黑格尔对这种象征界与实在界的交织具有特殊的敏锐度（见第57章）。然而，在《崇高客体》中，他同样未能充分公正地对待黑格尔的辩证思维方式（参见 Žižek 2001, xxiii）。相比之下，齐泽克现在想要明确指出，黑格尔已经认识到了象征界与实在界之间的特殊关系。黑格尔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没有将现实外在地对立于概念，而是将其解释为概念本身的一个方面。因此，（根据传统观点与概念相对立的）现实被黑格尔解释为概念内在的：

“标准的现实概念是抵抗概念把握的坚硬内核；黑格尔所做的仅仅是更字面地理解这个现实概念：非概念的现实是当概念的自我发展陷入不一致，并对自己变得不透明时出现的东西。简而言之，界限从外部转移到了内部：之所以存在现实，是因为并且只要概念是不一致的，不与自身重合。”（The standard notion of reality is that of a hard kernel which resists the conceptual grasp; what Hegel does is simply to take this notion of reality more literally: non-conceptual reality is something which emerges when notional self-development gets caught in an inconsistency, and becomes non-transparent to itself. In short, the limit is transposed from exterior to interior: there is Reality because, and in so far as, the Notion is inconsistent, does not coincide with itself.）（Žižek 2001, xxix）

尽管齐泽克在这里提及黑格尔时没有指出具体的出处，但人们可以想到《逻辑学》（Wissenschaft der Logik）中提出的论点，即概念并不受制于预先存在的现实：“它［概念］赋予自身的现实，绝不能被视为外在吸收的，而必须［……］从它自身推导出来”（Hegel 1968, 20–21）。因此，齐泽克毫无疑问正确地强调了，对黑格尔来说，现实对概念而言并非外在的。然而，对于齐泽克进一步暗示这意味概念本身存在某种对概念不透明的东西，则需要保持一定的谨慎。因为黑格尔并不太热衷于将非概念的现实证明为概念的一部分，而是更倾向于通过对概念的思辨性解释，使非概念现实的观念变得多余。

在齐泽克后来的著作《少于无》（Less Than Nothing，2012, 15）中也可以看到对黑格尔的类似解读。在那里，他探讨了存在与主体性关系的相近主题，并假定黑格尔的创新在于将最初外在的“将反思主体与前反思存在分开的鸿沟转移到这个存在本身之中”（gap that separates the reflecting subject from pre-reflexive Being into this Being itself）。这涉及一种“纯粹形式的转变”（purely formal shift），这意味着内容，特别是存在的前反思性，并没有改变。虽然这一步骤的结果一方面是“作为不可及的前反思基础的存在消失了”（Being as the inaccessible pre-reflexive Ground disappears）；但同时强调，正是这个先前被证明为前反思的存在，由此成为了终极的反思范畴（“ultimate reflexive category”）。在这里，齐泽克也试图寻找与拉康的亲近性，以证明在概念结构化的现实内部存在分裂的动机。然而，无论是在存在还是在概念方面，黑格尔的方法是否与拉康意义上的实在界的持续存在相容，至少仍然是值得怀疑的。恰恰是齐泽克对反思概念的大量使用表明，这种假设并不符合黑格尔的意图以及直到概念逻辑才达到的立场。齐泽克所宣称的“黑格尔-拉康立场”（Hegelian-Lacanian position），根据他自己的说法，最终归结为“归根结底我们只［……］谈论虚构”（ultimately we talk only [] about fictions）（Žižek 2012, 76），这无法令人信服地作为黑格尔的论点得到支持。

无论如何，对齐泽克本人来说，主体对现实的把握本身受到了实在界与有意义地揭示的现实之间鸿沟的影响：“现实中实在界的歪像污点，并不只是简单地存在于现实中［……］，现实与实在界之间的鸿沟，是在现实已经被主体性地建构的范围内发生的”（[T]he anamorphic stain of the Real in reality, is not simply out there in reality [], the gap between reality and the Real, occurs in so far as reality is already, subjectively constituted）（Žižek 2001, xxxii）。在这种背景下，齐泽克也认为拉康优于巴迪欧（见第53章）：虽然两人都将“与实在界的相遇”（encounter with the Real）（Žižek 2001, lxxxiii）作为他们思想的中心主题。然而，巴迪欧最终过于执着于这样一种观念，即与实在界相遇的“爆炸性否定性”（exploding negativity）可以转化为一种稳定的秩序，“转化为一种新的连贯真理”（into a new consistent truth）（Žižek 2001, lxxxviii）。相反，拉康认识到不存在这种与实在界相对立的秩序，并顺理成章地问道：“在实在界的绝对闭合内部，鸿沟是如何打开的，以至于实在界的元素能够显现？”（[H]ow does the gap open up within the absolute closure of the Real, within which elements of the Real can appear?）（Žižek 2001, lxxxv）。这再次展现了齐泽克散文的主旨，即实在界存在于象征界内部，而不是仅仅作为象征界的对立面。

在此背景下，齐泽克转向了本真地对待实在界的可能性。然而，阻碍这一点的，是一种回避与实在界接触的倾向，齐泽克将其与超我联系起来。拉康在行动的概念中描述了打破复杂回避策略的过程：“拉康对这种打破超我恶性循环的姿态的称呼是行动”（The Lacanian name for this gesture of breaking the vicious cycle of the superego is act）（Žižek 2001, xl）。对拉康来说，行动具有与单纯行为相对立的意义，因为它伴随着行动主体的责任——特别是对其无意识动机行为的责任（参见 Evans 1996, 1–2；见第72章）。在齐泽克那里，首要的是这种责任伴随着对铭刻在主体中的实在界鸿沟的承认，但这同时又面临着多种形式的抵抗。

因此，对齐泽克来说，西方世界对佛教教义的流行狂热被证明是一种非本真地对待实在界的形式，这尤其表现在其相关的伦理学上。这种伦理学的特点是对所有关于善的积极概念持普遍的怀疑态度，这些概念因此显得仅仅是幻觉。相比之下，只有完全空虚的无（“the Void”）被承认为“唯一真正的善”（the only true Good）（Žižek 2001, xlii）。然而，根据齐泽克的说法，最初看似承认实在界建构性作用的东西，却被证明是一种防御姿态：“佛教试图摆脱幻觉（渴望、现象现实）的努力，实际上是试图摆脱这种幻觉的/幻觉中的实在界”（The Buddhist endeavour to get rid of the illusion (of craving, of phenomenal reality) is in fact an endeavour to get rid of the Real of/in this illusion）（Žižek 2001, xliii）。因为对实在界的真正承认恰恰不在于与幻觉领域进行干净的切割。相反，关键在于将实在界证明为幻觉的真正基础，作为“解释我们对幻觉‘顽固依恋’的实在界内核”（kernel of the Real which accounts for our ,stubborn attachment‘ to the illusion）（Žižek 2001, xlii）。因此，齐泽克散文的基本思想再次显现，即实在界不仅仅是对立于主体及其世界揭示，而是与之交织在一起的。

这里也展现了这一思想的批判潜力。齐泽克强调，与实在界的抽象关系（他将其归咎于佛教）可能会助长对过度暴力的辩护。因为当现象和幻觉必须让位于与实在界的直接认同时，对主体性具有建构作用的这两个领域的交织也被取消了。虽然这使得主体与其行动的直接认同成为可能（“［我们］直接就是我们的行动” [we] are directly our act，Žižek 2001, xlv），但代价是失去了与行动的任何距离。齐泽克在这种态度中看到了将（禅宗）佛教美德与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侵略性的日本军国主义结合起来的基础：

“在一种独特的短路中，军国主义的禅宗大师将基本的禅宗信息（解放存在于失去自我，直接与原始的虚空结合）解释为等同于绝对的军事忠诚，等同于立即服从命令和履行职责，而不考虑自我及其利益。［……］带着这种态度，武士不再作为一个个人行动；他被彻底去主体化了。”（In a unique short circuit, the militaristic Zen masters interpret the basic Zen message (liberation lies in losing one’s Self, in immediately uniting with the primordial Void) as identical to utter military fidelity, to immediately following orders and performing one’s duty without consideration for the Self and its interests. […] With this attitude, the warrior no longer acts as a person; he is thoroughly desubjectivized.）（Žižek 2001, xlv）

因此，尽管齐泽克对佛教持批判态度，但他希望在其他世界观体系中识别出成功引用实在界与象征界交织的特征。这尤其适用于（在“宗教”标题下讨论的）犹太-基督教传统。

齐泽克提到了圣经中约伯的故事以及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故事。两者的共同点是无意义苦难的核心意义。关于约伯，齐泽克认为很明显，所有试图将其苦难合理化（例如作为公正的惩罚）的尝试都失败了，因此最终只剩下对尘世存在偶然性和上帝无能的洞察。这里表现为“将绝望受苦的人（约伯）与上帝分开的鸿沟”（gap that separates the desperate suffering man (Job) from God）（Žižek 2001, liii）的东西，在基督身上获得了更深远的意义。因为后者本身就是神圣的位格，他的哀叹“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表现为“上帝自身内部的分裂”（split in God Himself）（Žižek 2001, liii）。因此，基督教的启示特征不在于揭示上帝的荣耀，而在于揭示他的无能：“上帝揭示的不是他隐藏的力量，而仅仅是他的无能本身”（what God reveals is not His hidden power, only His impotence as such）（Žižek 2001, liv）。因此，基督教展示了上帝内部的建构性空虚，而没有丝毫掩饰，根据齐泽克的说法，这其中包含着一种近乎原型意识形态批判的特征（见第75章）。

然而，对齐泽克来说，意识形态绝不仅仅具有欺骗的贬义。正如幻觉或虚拟性的概念对齐泽克来说并不意味着现实的简单对立面，而是任何把握现实的建构性要素一样，意识形态概念也获得了揭示现实的积极功能（见第85章）。主体处于一种张力之中：一方面是直接体验实在界的愿望或幻想，另一方面是同时知道这种不再有象征中介的对抗将具有创伤性特征。现在人们可能会认为，幻想、有用的欺骗等领域起到了“抵御创伤的原始实在界的保护盾”（protective shield against the raw Real of a trauma）（Žižek 2001, lxvii）的作用。但这并没有穷尽齐泽克对意识形态的理解。相反，他强调了“创伤与幻想之间不可思议的绝对接近”（uncanny absolute proximity of trauma and fantasy）（Žižek 2001, lxvii），这在虚拟地预演与实在界的对抗中表现出来。因此，根据齐泽克的说法，意识形态的任务不是保护主体免受与实在界的接触，而是在象征中介的空间内塑造这种接触。齐泽克也将这一情况解释为现代流行文化产品（在他看来充满意识形态）中持续关注过度暴力和性行为的真正动机。

齐泽克意识形态理解的另一个方面涉及个人与集体共享信念之间的关系。根据一种传统的解释模式，意识形态使个人卷入非理性的信念中，而脱离了相应的群体动力，他是不会分享这些信念的。然而，根据齐泽克的观点，恰恰是意识形态的崩溃会迫使个人接受非理性的信念。这可以这样理解：根据齐泽克的说法，一种“有效运作的意识形态”（effectively functioning ideology）（Žižek 2001, lxx）提供了将集体（一个社会或群体）体验为（拉康式的）大他者的可能性，即作为意义、欲望和召唤的更高层级的实例。正是这个实例，在意识形态矩阵内，为个体在个人层面上理性的信念提供了作为其本身非理性的基础：

“个人将他们的信仰转移到大他者（体现在集体中）身上，因此大他者代替他们信仰——个人因此作为个人保持理智，与官方话语的‘大他者’保持距离。不仅是与意识形态‘错觉’的直接认同会使个人发疯，而且暂停他们的（被否认的、被置换的）信仰也会如此。换句话说，如果个人被剥夺了这种信仰（投射到‘大他者’身上），他们将不得不跳进去直接自己承担这种信仰。”（Individuals transpose their belief on to the big Other (embodied in the collective), which therefore believes in their place – individuals thus remain sane qua individuals, maintaining the distance towards the ,big Other‘ of the official discourse. It is not only direct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ideological ,delusion‘ which would drive individuals insane, but also the suspension of their (disavowed, displaced) belief In other words, if individuals were deprived of this belief (projected onto the ,big Other‘), they would have to jump in and directly assume the belief themselves.）（Žižek 2001, lxx）

因此，意识形态在个体与其生活的信念矩阵之间创造了距离，从而保护个体免受与该信念矩阵（在大他者中人格化）的直接认同。齐泽克将这种直接认同与原教旨主义信念的非理性联系起来，其特点是假定与大他者有直接接触。这也已经暗示了，对齐泽克来说，没有任何共同体可以完全没有意识形态结构，他特别针对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将其作为自我误解提出了警告。

基于这些考虑，齐泽克随后转向重新表述政治领域中实在界与象征界关系的问题。着眼于欧洲的政治历史，他（跟随巴迪欧）假定20世纪有一种“对实在界的激情”（passion for the Real）（Žižek 2001, lxxiii）。这指的是一种与乌托邦政治思想相对立的直接实现政治理念的方法：“20世纪旨在交付事物本身，直接实现渴望的新秩序”（[T]he twentieth century aimed at delivering the thing itself, at directly realizing the longed-for New Order）（Žižek 2001, lxxiii）。

齐泽克在这里首先想到的是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极权政权。特别是后者，作为一种关于实在界的政治策略的例子，齐泽克用“净化”（purification）一词来命名。斯大林恐怖的过度国家暴力在这里表现为一种试图通过瓦解人类融入先前象征秩序的所有残余，来毫无掩饰地揭示实在界的尝试。即使人们有理由对齐泽克与斯大林主义的调情（“斯大林主义的美好旧时光” the good old days of Stalinism，2001, lxxx）感到反感，但在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从根本上批评了其政治纲领。因为这建立在“根本的幻觉［……］之上，即一旦暴力的净化工作完成，新人将从无到有地出现，摆脱过去腐败的污垢”（fundamental illusion [] that once the violent work of purification is done, the New Man will emerge ex nihilo, freed from the filth of past corruption）（Žižek 2001, lxxv）。

鉴于“净化”政治的破坏性，齐泽克再次提出了关于实在界的政治策略问题，并引入了一种替代方案：

“然而，还有另一种接近实在界的方式，也就是说，20世纪对实在界的激情有两个方面：净化和减法。与试图通过暴力的剥离来孤立实在界内核的净化不同，减法从虚空开始，从所有确定内容的还原（‘减法’）开始，然后试图在这个虚空和一个作为其替身的元素之间建立最小的差异。”（There is another mode of approaching the Real, however, that is to say, the twentieth-century passion for the Real has two sides: that of purification and that of subtraction. Unlike purification, which endeavours to isolate the kernel of the Real through a violent peeling-off, subtraction starts from the Void, from the reduction („subtraction‘) of all determinate content, then tries to establish a minimal difference between this Void and an element which functions as its stand-in.）（Žižek 2001, lxxvii）

尽管在这篇散文中没有对“减法政治”（politics of subtraction）进行更精确的阐述，但齐泽克确实明确了其基本特征。这在于将政治解释为与特定社会秩序从其象征秩序中排除的东西的相遇。根据齐泽克的说法，这种社会的实在界体现在那些“（相对于现有秩序而言）被置换并自由漂浮，没有工作和住所，也没有文化或性别身份和登记”的个体身上（(with regard to the existing order) are displaced and float freely, without work-and-residence, but also cultural or sexual, identity and registration）（Žižek 2001, lxxviii）。最后，对齐泽克思想具有特殊意义的是民主与这种以接触实在界为起点的政治之间的关系。根据齐泽克的说法，民主理念的某些特征符合“减法政治”的纲领：“在民主制度中，恰恰是那些没有品质的无定形残余掌权，没有任何特殊的资格来证明其成员的合理性（与法团主义相反，成为民主主体不需要任何特殊的资格）”（In a democracy, it is precisely the amorphous remainder without qualities which takes power, with no special qualifications justifying its members (in contrast to corporatism, one needs no particular qualifications to be a democratic subject)）（Žižek 2001, lxxix）。然而，齐泽克最终对在民主前提下本真地引用实在界的选项表示不信任：

“民主的问题在于，一旦它被确立为一个调节众多政治主体争夺权力方式的积极形式系统，它就必须将某些选项作为‘非民主的’排除在外，而这种排除，这种关于谁被包括在民主选项领域内、谁被排除在外的奠基性决定，并不是民主的。”（The problem with democracy is that the moment it is established as a positive formal system regulating the way a multitude of political subjects compete for power, it has to exclude some options as ,non-democratic‘, and this exclusion, this founding decision about who is included in and who is excluded from the field of democratic options, is not democratic.）（Žižek 2001, lxxix–lxxx）。

这尤其涉及这样一个事实，即马克思所说的“阶级斗争”意义上的某些社会冲突，无法融入和平的民主竞争中：

“民主的局限性变得直接可触及的一点——是这样一种幻觉，即人们可以通过‘和平手段’，仅仅通过赢得选举，无痛地完成社会革命。这种幻觉是严格意义上的形式主义：它从民主形式在其中运作的社会关系的具体框架中抽象出来。”（The point at which the limitations of democracy become directly tangible – is the illusion that one can accomplish social revolution painlessly, through „peaceful means‘, by simply winning elections. This illusion is formalist in the strictest sense of the term: it abstracts from the concrete framework of social relations within which the democratic form is operative.）（Žižek 2001, lxxx）

因此，民主显得像是“减法政治”的不完整执行——恰恰是因为它必须建构性地屏蔽社会现实的某些方面，而不是将它们整合到自身的运作中。

最后，齐泽克探讨了作为标题主题的“享乐”（enjoyment）。这里的享乐在拉康的意义上区别于单纯的需求满足，而是“剩余享乐”（surplus-enjoyment）或原乐（jouissance）（见第86章）。正如散文的思路所表明的那样，齐泽克不仅关注对概念性或整体理性的颠覆性解释。其核心动机是，最初作为其对立面出现的实在界，被解释为理性运作的一个方面。遵循这一方法，齐泽克现在也颠覆了普遍的观念，即理性作为外在的调节因素与享乐（“enjoyment”）相对立：

“这种无条件的享乐是‘单纯理性限度内’的享乐，这与普遍的观念相反，后者认为理性将适度的逻辑强加于享乐，阻止我们过度享乐：只有当享乐受到理性的无限性影响时，它才超越了快乐的实用主义局限，并确立自身为痛苦中的快乐（pleasure-in-pain）。”（This unconditional enjoyment is the enjoyment, within the limits of reason alone‘, contrary to the common notion according to which reason imposes upon enjoyment the logic of moderation, preventing us from enjoying excessively: it is only when enjoyment is affected by the infinity of Reason that it surpasses the pragmatic limitations of pleasure, and asserts itself as pleasure-in-pain.）（Žižek 2001, xci）

一旦实在界被证明为任何理性内部的分裂，那么与齐泽克保持一致，将这种内部分裂的显性化解释为理性本身的一种特殊要求就是合乎逻辑的。无论如何，齐泽克希望人们这样理解享乐的看似非理性的过度，在其中“快乐”（pleasure）和“痛苦”（pain）奇妙地交织在一起，作为主体试图把握实在界的真正努力，而实在界本身已经融入了每一种赋予意义的理性之中。

齐泽克最后探讨原乐（jouissance）主题的一个重要观点是，现代西方自由世界表面上理性的、温和的社会模式，绝没有摆脱对过度享乐形式的卷入：

“今天，在我们后传统的‘反思性’社会中，我们以过度、非功能性残酷的伪装，遇到了这种纯粹、蒸馏形式的享乐，作为当代生活的一个特征：这种残酷的形象从‘原教旨主义’的种族主义和/或宗教屠杀，到我们大都市中青少年和无家可归者‘无意义’的暴力爆发，这种暴力并非基于功利主义或意识形态的原因。”（Today, in our post-traditional ‘reflexive’ societies, we encounter this enjoyment in its pure, distilled form in the guise of excessive, non-functional cruelty as a feature of contemporary life: a cruelty whose figures range from fundamentalist racist and/or religious slaughter to senseless outbursts of violence by adolescents and the homeless in our megalopolises, a violence that is not grounded in utilitarian or ideological reasons.）（Žižek 2001, xc）

齐泽克在其伪装成序言的哲学纲领中提供的一个重要提示是，在原乐中转向实在界，即使在21世纪看似没有意识形态的世界中，也被证明是一个具有政治相关性的因素。

注释


[1]: King's College London, London, United Kingdom. Email: leonardweiss@gmx.d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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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六个斜向的反思》（Violence: Six Sideways Reflections，2008）一书促使我们去考察暴力在我们的社会以及我们的想象力中所扮演的角色。齐泽克在此论证，暴力的“奇观”与“痛苦”使我们对其真正的运作方式变得迟钝。暴力并非自发之物。它不会凭空产生。齐泽克指出了为什么暴力行为必须始终被置于语境中考量的原因。将暴力视为自发且非理性的、仅仅是一次剧烈爆发的观点，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恰恰符合政治意识形态描述暴力的方式：通过将暴力描绘为与其产生的结构相孤立的事物，任何系统内在的暴力便不会被识别出来。

主观暴力与客观暴力

齐泽克为我们提供了一系列概念，借此我们能够对暴力那压倒性的情感与物理奇观进行更精确的理论把握（参见 Žižek 2008, 2–3, 13–15）。例如，他将暴力的物理表现称为主观暴力。他进一步断言，暴力此外还包含两个客观方面：“象征”秩序（即语言本身）的暴力以及社会系统的暴力（参见 Žižek 2008, 36）。他主张在思想上将暴力的这些主观与客观表现形式联系起来，在它们的辩证关系中去理解它们（见第82章）。如果我们只关注其中一种形式而不考虑另一种，我们就会错失暴力对社会及其构成的实际影响。同样，我们也会忽视那些致力于创造一个更少暴力与压迫的世界的方法和途径。

在齐泽克看来，暴力最具意识形态色彩的组成部分之一，是我们无法同时感知主观暴力与客观暴力（参见 Žižek 2008, 2）。我们要么完全被前者占据，要么完全被后者占据，这阻碍了我们实现认识到它们相互关联性的激进思想飞跃。然而，齐泽克承认，在建立这种联系时，暴力在我们面前设置了一个非常具体的障碍：“暴力行为那压倒性的恐怖以及对受害者的同情，不可避免地充当了阻止我们思考的诱饵”（Žižek 2008, 4）。具体而言，他的意思是，暴力的恐怖阻止了我们以辩证的方式去思考客观暴力是如何产生其更为显眼的主观变体的。亲身遭遇暴力或看到它被（以文字或图像）再现，始终是如此压倒性和创伤性的，以至于我们思考它的能力被动摇了。因此，在齐泽克看来，对暴力的分析所需要的是一种他在其职业生涯中发展出来的理论方法，即可以说“斜向地”看待其对象。正如他在早期著作《斜目而视：透过通俗文化看拉康》（Looking Awry: An Introduction to Jacques Lacan through Popular Culture，1992）中所阐述的那样，齐泽克发展了“斜向地”（即从一个隐藏的视角）看待一个主题的概念，以此来阐明在接近一个主题时的解释层面。为了探寻真相而“斜向地”看待某物，乍看之下似乎有悖直觉。难道我们不需要“直视”某物才能全面地把握它吗？齐泽克将斜视的技术理论化，以培养一种意识：我们永远无法真正毫无过滤地体验任何事物。我们自身的心理结构、包围我们的意识形态以及象征秩序的形式条件，都阻碍了我们与待定事实的直接相遇。相反，如果我们尝试斜向地看待我们的研究对象，我们就能识别出塑造我们认知过程的多重层级。然而最重要的是：这些层级并不作为我们与事实之间的障碍而起作用；记住它们的功能在于提醒我们语境的重要性。

为了在当今时代从理论上把握暴力，齐泽克从六个不同的视角应用了斜视的方法。它们旨在为通向暴力的复杂真相提供途径。如同棱镜般的叙事结构，这种方法使我们能够触及暴力在我们的社会中被生产并获得意义的无数形式。当我们考察暴力以及辩证方法的重要性时，我们就能阐明其中利害攸关的问题。斜视支持辩证的理论构建，因为它迫使我们反思我们的研究对象与更广泛的社会秩序之间的关系。它也使我们不再仅仅死盯着“事物本身”，仿佛只有它存在一样。暴力往往会引发正是这种非辩证的反应。它以一种中止任何形式思考的方式吸引着观察者，因为暴力在定义上被认为是坏的，或者应该被避免。齐泽克在其著作《暴力》的开篇，便试图将我们从这种迷恋中唤醒。它传达了一种虚假的紧迫感，并唤起我们一种感觉：我们必须在思考之前采取行动。

为了说明这一点，齐泽克提到了星巴克咖啡连锁店的一个广告或人道主义活动的例子。它让顾客在进店时知道，每购买一杯咖啡，公司就会为危地马拉儿童的医疗保健捐款（参见 Žižek 2008, 6）。其号召是：现在买这杯咖啡，拯救一个孩子的生命。这开启了一种可能性，即想象孩子的痛苦与饥饿并立即采取行动，从而获得一种已经提供了帮助的感觉。然而，这种策略所阻断的，是对星巴克在咖啡产业中对儿童和工人的系统性压迫所起推波助澜作用的批判性追问。它阻止了顾客去思考资本主义是如何削弱了人们所需要的关怀与支持的。“这些紧急的命令具有一种根本的反理论锋芒。没有时间反思：我们必须现在就行动。通过这种虚假的紧迫感，生活在与世隔绝的虚拟世界中的后工业时代的富人们，不仅没有否认或忽视他们所在区域之外的严酷现实——他们反而一直在积极地提及它”（Žižek 2008, 6–7）。

齐泽克考察的第一个视角是，资本主义如何延续一个统治、剥削和持续暴力威胁的系统——而且这往往是在修复或弥补资本主义创伤的借口下进行的。齐泽克解释说，不仅那些受到资本主义伤害的人值得慈善救助；如今资本主义本身也需要慈善来维持生存。齐泽克将暴力与资本主义之间的这种关系类型称为“SOS暴力”（参见 Žižek 2008, 9–39）。SOS是一个要求立即关注的求救信号。齐泽克论证说，自由主义的立场在于谴责所有形式的物理和意识形态暴力，但同时又带有一种要求立即行动的紧迫感。发出这样一个支持暴力受害者的SOS呼吁可能显得很友善，但同时也会阻碍更长远的解决方案。立即行动使我们无法将暴力置于语境中并以辩证的方式对其进行反思。

齐泽克巧妙地从对自由主义对暴力的SOS回应的批判，过渡到这样一个论点：自由主义的方法需要一个新的“紧急呼叫”，即主观、客观和象征暴力之间的关系。主观暴力仅仅是三者中最可见的，但未必是最重要的。这三种形式（主观、客观、象征）中的每一种，都只能在与其他形式的关联中被理解。

创伤性的“邻人”

在他的第二项考察中，齐泽克指出，在对暴力的误认中，恐惧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我们真正害怕的——而不是暴力本身——是他者；正是这种恐惧孕育了暴力。人们害怕以“邻人-物”（neighbour thing）（Žižek 2008, 46–47）形式出现的他者会剥夺他们的享乐，或者他者的享乐会使他们自己的享乐变得不可能。这种对他者的恐惧被编码在我们的语言以及我们对他者的想象中，从而成为暴力和压迫的载体（参见 Žižek 2008, 58–73）。对齐泽克而言，对邻人的恐惧是我们社会中暴力的首要原因。这一关于恐惧与暴力的思想的核心，是他关于“邻人”的概念。这使他能够阐明，我们是如何遭遇那些不融入我们的象征世界、却与我们共同居住在这个世界中的人们的。邻人在我们的象征世界中找不到位置（因此不属于家庭、工作环境、宗教、文化、语言等的一部分）。由于这个原因，邻人被赋予了不明确或模棱两可的意义，因而是“创伤性的”（参见 Žižek 2008, 55）。我们将邻人体验为一个具有非人维度的存在。遭遇邻人——遭遇其享乐、其非人的一面、其模棱两可——感觉就像是对自身象征秩序的一次创伤性入侵。

“当弗洛伊德和拉康坚持认为犹太-基督教‘爱人如己’（爱你的邻人）这一基本戒律具有问题性质时，他们不仅仅是在提出标准的批判-意识形态观点，即每一种普遍性观念是如何被我们特定的价值观所渲染并因此暗含着秘密的排斥；他们提出了一个更强有力的观点，即邻人与普遍性维度本身是不相容的。抗拒普遍性的，正是邻人那恰如其分的非人维度。”（Žižek 2008, 56）

这可能会导致一种攻击性的回应。然而，我们归咎于邻人的那些非人方面，仅仅是我们自身内在深不可测性、我们自身非人性的替代品。齐泽克断言，暴力的产生基于我们如何看待他人——将其视为具有威胁性，或配备了过剩的享乐（jouissance）（见第86章），或离我们太近等等。通过这种方式，我们以暴力回应的那个他者，始终是一个想象中的他者，是一个为了转移我们对自己不可穿透性所抱有的焦虑而编织的幻象的结果。正如齐泽克所强调的，即使我们通过语言获取知识，语言中仍保留着一种诡异的维度，它反映了邻人深渊般的本质，并成为我们用来为针对邻人的暴力行为辩护的证据的一部分。

分析那些令人震惊的暴力分子的行为，似乎是更好地理解暴力本身的一条途径。然而，这往往会导致对暴力根源的进一步掩盖。根据齐泽克的说法，我们促成这种神秘化的一个例子是，我们将“坏苹果”的说法应用于暴力个体，认为在众多“好苹果”中总会时不时出现几个“坏苹果”。具体而言，我们将残忍的凶手定义为邪恶的；并且我们假设，既然他们是邪恶的，他们就不会从事有道德感的人所从事的活动，例如对自己的家人充满关爱、表达爱意、友善对待动物等等。然而，有时一些报道会让我们感到困惑，这些报道指出著名的杀人犯，例如斯大林或希特勒身边的人，恰恰表现得如此，即表现得合乎道德。齐泽克在此的关键点在于，通过将这些人物的行为定义为“邪恶”，我们误认了他们邪恶行为的根源。我们忽视了他们暴力的语境，从而错失了暴力本身。

在他的第三项考察中，齐泽克探讨了近期爆发的政治暴力事件，例如巴黎郊区的骚乱以及卡特里娜飓风在纽奥良造成毁灭性洪水后的抢劫事件（参见 Žižek 2008, 74–104）。显然，这种暴力是由那些通过暴力骚乱来反抗使他们处于劣势的系统的人们所实施的。通过对这种形式的暴力的分析，齐泽克开始界定暴力可能与不可能产生的影响。上述爆发本应扰乱被反抗的系统，从而促使其向好的方向转变。但为什么这没有成功呢？为什么系统毫无困难地吸收了这些起义，并继续原封不动地运转？不幸的是，由于暴力奇观的性质，起义的预期效果未能实现。

“抗议者虽然实际上处于弱势且事实上被排斥，但绝没有生活在饥饿的边缘。他们也没有沦落到勉强生存的水平。处于更糟糕物质困境中的人们，更不用说在身体和意识形态压迫条件下的人们，已经能够将自己组织成具有明确或哪怕是模糊议程的政治机构。燃烧的巴黎郊区背后没有任何纲领这一事实[…]向我们揭示了许多关于我们意识形态政治困境的信息。”（Žižek 2008, 75）

这种暴力对更广泛的资本主义系统或对其作为回应的文化没有产生任何影响。世界注意到了这种暴力，但并没有建立起与变革必要性之间的更高层面的联系，而这种变革将有效地打破并改变这个系统。“对系统的反对无法以现实替代方案，或者至少是有意义的乌托邦项目的形式表达出来，而只能采取无意义爆发的形式，这一可悲的事实是我们困境的严重写照”（Žižek 2008, 76）。

齐泽克论证说，这些暴力爆发并没有引发严重的动荡，而是更相当于一种可悲的沟通形式。骚乱只是在说：我们在这里！但这个信息并没有传达到全球观众那里。相反，观众仅仅将这些骚乱视为主观暴力。也许参与者意在激起观众的辩证反应，一种看到暴力、将其置于语境中，并促使所有人对产生此类暴力行为的系统得出更全面结论的反应。但相反，各地的观众只是惊叹于暴力的奇观。仅仅将这些爆发理解为主观暴力，是一种将暴力去政治化的方式。在纽奥良抢劫案的例子中，齐泽克还指出，警察和媒体过度强调了其暴力特征，以巩固意识形态、种族主义和压迫。如果对上述暴力例子进行辩证分析，它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就会变得清晰。人们不禁会认识到，将人们困在这些压迫性空间中的社会经济不平等必须改变。

解放

齐泽克继续将政治与暴力之间的关系置于“斜视”的方法之下。为此，他在本书的第四和第五项考察中探讨了宽容的有效性（参见 Žižek 2008, 105–177）。在当代政治版图中，宽容被宣传为一种对抗压迫的方法。这种观点认为，我们不应表现得不宽容和排斥，而应对他人表现出宽容，从而具有包容性。这反过来又会导致社会中暴力的减少。齐泽克解释了为什么这种方法不仅无效，甚至还会加剧社会中的暴力。宽容的一个问题涉及“宽容的悖论[]：对不宽容的宽容应该走多远？”（Žižek 2008, 129）。为了考察这一点，他首先关注宗教在政治关系中的作用。他指出，在一些最暴力的冲突中，宗教模糊了伦理问题，甚至试图抹杀政治层面。在齐泽克看来，“无神论的匿名宗教”（参见 Žižek 2008, 129）是通向和平的唯一途径，因为它迫使我们在没有宗教更高目的这一意识形态外衣的情况下行使暴力。无神论没有更高的目标；因此，人们必须面对自己的行为，特别是自己暴力行为的后果。

“虽然真正的无神论者完全不需要通过用亵渎的言论震惊信徒来提升自己的立场，但他也拒绝将穆罕默德漫画的问题简化为尊重他人信仰的问题。将尊重他人信仰作为最高价值只能意味着两件事之一：要么我们以居高临下的方式对待他者，为了不破坏他的幻想而避免伤害他；要么我们采取多重‘真理体制’的相对主义立场，将任何对真理的明确坚持取消资格，视为暴力的强加。然而，将伊斯兰教——连同所有其他宗教——置于一种尊重的、但正因如此同样无情的批判性分析之下，又会怎样呢？”（Žižek 2008, 139）

出于这个原因，齐泽克认为，无神论者的善行总是比信徒的善行更具伦理意义。相反，宗教暴力被我们所宽容，因为我们认为它根植于宗教本身。这当然是一种欺骗，宗教和意识形态都依赖这种欺骗来维持那些暴力冲突，从而促使我们将目光从系统性和象征性语境中移开。

齐泽克提出疑问，既然人们本可以将注意力集中在不平等和不公正上，为什么还要去关注不宽容的问题呢？对不宽容的回应仍然是宽容，而对不平等和不公正的回应则是“解放”（Emancipation）（Žižek 2008, 157）——一场反对根本性压迫事物的政治斗争。宽容与解放之间的区别是巨大的。齐泽克论证说，宽容并不构成一种激进的政治行为，而是一个意识形态范畴。作为这样一个范畴，它的作用是防止对系统性压迫的激进打破。社会的不成文法则强化了主导性的意识形态项目，这些项目主要通过我们的日常习惯来实施——这些习惯是意识形态文化的表达，但同时也是对人们否认社会中存在的不公正现象的期望的表达。为了说明这一点，齐泽克提到了恋童癖，这是天主教会中的一个大规模现象（参见 Žižek 2008, 169）。它的暴力性质以及被它摧毁的无辜生命被习惯性地压抑了，以维持意识形态的顺利运转。相反，如果我们退后一步并将这种暴力置于语境中，宗教或任何形式的法律的淫秽阴暗面就会显露出来。

在某些特定情况下，这种淫秽的阴暗面会变得可见，例如在阿布格莱布监狱照片公布时。阿布格莱布的施虐者既没有服从命令，也没有单独行动，相反，他们遵循了习惯和法律不成文的阴暗面（见第81章）。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意识形态外衣的说法是，这些施虐者只不过是几个自行其是的“坏苹果”。需要大量令人震惊的纪录片、抗议和法庭程序，最终才能揭露导致这些酷刑的指挥链。但最终承担责任的甚至不是指挥官本人。如果从主观、客观和象征的表现形式来考察阿布格莱布酷刑中涉及的暴力，人们就会认识到，这种暴力包含了各个层面的预设：从种族主义到资本主义，再到对真理本质的（特定）观念。辩证地理解暴力，使我们能够认识到，需要进行深刻得多的变革才能制止这种暴力。

在阐述了他对该问题的视角之后，齐泽克在关于“神圣暴力”的最终考察以及该书的“尾声”中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应该如何应对暴力。他强调，宽容并不是解决暴力问题的好答案。相比之下，他提倡一种特定形式的暴力：解放性暴力。这种暴力通过动摇人们通常感知自身和社会的立场，来转移象征秩序的坐标。然而，以这种方式产生震撼效果的暴力是极难实现的。齐泽克将其与瓦尔特·本雅明的神圣暴力理念进行了比较，本雅明将神圣暴力与压迫性或神话暴力相对立（参见 Žižek 2008, 178–179）。

齐泽克首先指出了重要的一点，即本雅明的神圣暴力没有任何宗教内涵；它不是出于宗教原因而实施的。它也不旨在补偿社会的不公正。齐泽克强调，旨在消除不公正的革命往往会失败。它们竭尽全力动员足够的支持，并推翻那些维持广泛不公正的人。但在革命的最后，人们却发现，世界上仍有足够多的不公正没有被消除。必须设计一种新的革命结构。我们都会对不公正感到愤怒；但愤怒作为动机并不会带来真正的改变。

革命并不总是神圣暴力。齐泽克解释说，“神圣暴力不服务于任何手段，甚至不服务于惩罚罪魁祸首从而重建正义平衡的手段”（Žižek 2008, 200）。因此，如果暴力不能作为手段，问题就在于它在何种程度上是有意义的。暴力如何创造意义？齐泽克提出理论认为，神圣暴力揭露了不公正，但却很难定义。没有办法以客观的方式来解读它。神圣暴力既抗拒客观，也同样抗拒主观。它是对无法表达之物的表达，就像一个事件，或者就像爱本身。齐泽克提到了里约热内卢贫民窟的人群涌入该市较富裕地区，并自发开始抢劫和焚烧超市的例子。在这里，暴力是一种没有目的的手段，但也是对由经济失衡引起的持续不公正和压迫的表达。

齐泽克对暴力的六种“斜视”形式使我们能够展开对暴力现象几个关键方面的理解，这些方面在公众和学术辩论中都很少被讨论：首先，将暴力妖魔化为坏事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因为这种策略旨在掩盖这种暴力更深层的原因，从而使其变得不可见。其次，几乎不可能做到真正的暴力——即暴力到足以打破社会秩序的程度。通常，以正义之名使用暴力只会导致更多的暴力，并且无法消除普遍存在的不公正。第三，暴力并不总是仅仅具有物理性质；因为每一个暴力行为都必须在其主观和系统性语境之间关系的背景下被看待。齐泽克指出，有时一个礼貌的微笑可能比物理暴力行为显得更残忍。他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暴力理论，向我们展示了暴力的主观、客观和象征变体及其辩证的相互关系。没有这种途径，我们就会被暴力的奇观所蒙蔽，并助长既定形式的不公正的维持。

注释


[1]: 佛蒙特大学，伯灵顿，佛蒙特州，美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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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对真实眼泪的恐惧》（The Fright of Real Tears，2001）基于一系列公开讲座，但该书是齐泽克唯一一部专门研究某位特定电影导演的专著。在20世纪90年代末，齐泽克已经因其对希区柯克及其他导演电影的发人深省的解读而广为人知，但这些作品仅发表在论文集（参见 Žižek 1992）、更厚重书籍的章节（参见 Žižek 1991a）或学术期刊（参见 Žižek 1991b）中。1997年一篇关于大卫·林奇新黑色惊悚片《妖夜慌踪》（Lost Highway）的讲座于2000年作为独立成书出版（参见 Žižek 2000）。然而，尽管该书论证层次丰富且精妙，这本小书在篇幅和野心上都不足以对林奇的作品提供深入的分析。《对真实眼泪的恐惧》因此在齐泽克的著作中占据着独特的地位。该书与齐泽克其他关于电影的思考的不同之处还在于，它不以读者熟悉基耶斯洛夫斯基最重要电影和电视剧的核心情节为前提，因为在本书的第二和第三部分中，齐泽克挑选了《盲打误撞》（Der Zufall möglicherweise）、《十诫》（Dekalog）、《两生花》（Die zwei Leben der Veronika）和《蓝白红三部曲》（Drei-Farben-Trilogie）进行详细评论，并在信息框中提供了这些作品的实用摘要。

在科林·麦凯布（Colin MacCabe）对该书的成书背景进行语境化介绍以及一篇导言之后，《对真实眼泪的恐惧》清晰地分为篇幅大致相等的三个部分，每个部分又由三个相对较短的章节组成。在导言和本书的第一部分中，齐泽克主要将矛头指向电影研究中的“后理论”（Post-Theory）范式。该范式强烈反对所有基于统一的、预先设定的概念装置（如结构主义或精神分析）的解释。齐泽克在此明确针对的是由美国电影理论家大卫·波德维尔（David Bordwell）及其同胞、电影哲学家诺埃尔·卡罗尔（Noël Carroll）主编的名为《后理论：重建电影研究》（Post-Theory: Reconstructing Film-Studies）的论文集。这本长达560页的书于1996年出版（参见 Bordwell 和 Carroll 1996）。在该论文集的开篇章节中，波德维尔亲自指出了主要问题：“宏大理论”（Grand Theory）已经渗透并污染了当代电影研究，其名目包括四个“教条式前提”和四个“理论建构协议”（参见 Bordwell 1996, 12–26）。与这些看似突出但在智识上存疑的前提和协议相反，波德维尔及其同事主张采用多元化的方法。这种方法应根据项目背后的研究问题来量身定制概念和思想，并提倡一种更严谨的论证逻辑（演绎或归纳），这种逻辑建立在人文和社会科学中科学确立的经验传统之上。

在齐泽克看来，波德维尔的后理论概念不仅基于一种错误的假设，即在技术上可能对电影采取一种方法论上稳健、经验且客观的视角，而且还基于一种完全物理和物质的现实概念。对齐泽克而言，这种还原论的现实概念从根本上不适合电影研究。原因很简单：电影的叙事内（即基于叙事的）空间，无论是纪录片还是虚构片，都将现实超越其物质实体，提升到了一个以幻象为常态的象征和想象空间。总而言之，齐泽克对后理论代表人物所提出的批评的初步回应包含四个方面。

首先，他声称无论是在电影研究还是在其他研究领域，都不存在所谓的统一理论。充其量，在依赖（拉康派）精神分析或其他理论框架的学者之间存在一些“家族相似性”（参见 Žižek 2001, 3）。因此，将理论描述为一个铁板一块的、同质的装置，就意味着无视贯穿于理论之中的差异和冲突。其次，齐泽克指出，理论与后理论之间的对立，不仅仅是为了澄清在解释电影时哪种研究者更好（更尽责、在认识论上更可靠）的问题。事实上，超越这些实用主义问题，它反映了一场更广泛的、争夺知识霸权的社会文化斗争。第三，齐泽克认为，如果理论没有扰乱“共同体存在的实质”（the very substance of the communal being）（Žižek 2001, 3），它就不会成为其反对者的眼中钉。换言之：理论之所以被传统的、经验主义的或历史主义的电影理论家上升为一桩丑闻，恰恰是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触到了痛处。

齐泽克并没有具体说明这种扰乱（或相关的“实质”）的性质可能是什么，但从他举的例子中很容易推断出，这与理论揭露了经验主义结构性的、内在的失败有关。

最后，齐泽克承认，许多关于电影的（拉康派）精神分析著作确实是还原论的，而后理论方面的批评尽管如此，也并非放弃理论的理由，反而是一种重返理论的邀请，以便将其阐释为一个更连贯、更少还原论色彩的解释框架。正如他在导言结尾处所言：“本书的目的[…]不是谈论他[基耶斯洛夫斯基]的作品，而是引用他的作品来完成理论的工作”（Žižek 2001, 9）。

例外及其普遍性

在构成该书第一部分的三个章节中，齐泽克扩展了他在导言中提出的对后理论的批评。他借此展示了对电影的真正理论视角可能是什么样的。凭借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这些例子不仅来自各种历史和当代的电影传统，还来自文学和歌剧（如瓦格纳的《帕西法尔》）——他认为，解决理论与后理论之间对抗的唯一途径，在于一丝不苟地回归黑格尔关于特殊性（the particular）与普遍性（the universal）之间的辩证关系。这首先需要承认，主体（电影理论家或观众）总是已经被铭刻在其感知的客体之中（参见 Žižek 2001, 16）。然而更重要的是，这也意味着，特殊性（一个具体的、特定于主体的情境，或者用拉康的术语来说，“能指的单一主体”）与普遍性（包含所有具体情境的绝对的、理想的结构，或者拉康会称之为能指结构的“大他者”）之间所谓不可化约的鸿沟，并不存在于这两个术语之间，而是总是已经存在于特殊性本身之中。这意味着普遍性并不能在特殊性的每一个实例中找到，而总是只能在例外中找到（参见 Žižek 2001, 27）。

正是例外构成了普遍性得以出现的结构上必然的要素。如果缺少例外，我们所面对的仅仅是众多相互矛盾的特殊性，其内在的不一致性永远无法产生一个坚实的普遍性概念。齐泽克之所以选择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电影来从事他所谓的“理论的工作”（Žižek 2001, 16），主要原因恰恰在于基耶斯洛夫斯基的作品最清晰地揭示了特殊性、普遍性和例外之间的这种张力。齐泽克将在本书的第二和第三部分对此进行阐释。在这些部分中，他通过大量例子强调了基耶斯洛夫斯基如何不断地在特定的、替代性现实的虚构展演之间摇摆，而这些现实从未被消解为一个包罗万象的普遍概念（如伦理、道德或主体性）。然而，虚构本身的普遍性却是由它本应超越的东西维系在一起的，特别是纪录片制作的淫秽力量——通过侵入参与者的日常生活来粉碎他们的现实。

这些论点也使得齐泽克能够重新审视“缝合”（suture）这一具有影响力的概念。这是一个拉康曾在其1964年的研讨班《精神分析的四个基本概念》（参见 Lacan 1994, 107）中使用过的术语，后来被他的女婿雅克-阿兰·米勒（Jacques-Alain Miller）理论化为一个独立的精神分析概念；特别是在一篇论文中，该论文由杰奎琳·罗斯（Jacqueline Rose）翻译的英文版于1977年发表在电影研究期刊《屏幕》（Screen）上（参见 Miller 1966）。

齐泽克采用这一概念，既是为了表明它无法在后理论中得到解释（参见 Žižek 2001, 56），也是为了批评将这一程序的标准应用视为将主体的匮乏铭刻入普遍的象征秩序中。对齐泽克而言，这种标准的缝合程序——他通过描述将一个中立的“客观”电影镜头事后归因于电影叙事空间中某个角色的视角的做法来举例说明——走得还不够远。它必须由另外两种技术来补充，他称之为“界面”（Interface）和“短路”（Short-Circuit）（参见 Žižek 2001, 39, 56）。

在《对真实眼泪的恐惧》的第二部分中，齐泽克考察了基耶斯洛夫斯基的全部电影作品，以对三个相互关联的特征提出一种解读：（1）基耶斯洛夫斯基在20世纪80年代末决定放弃纪录片，转而拍摄虚构故事片和电视剧；（2）基耶斯洛夫斯基虚构作品中反复出现的多重、替代性现实的主题；（3）贯穿基耶斯洛夫斯基多重宇宙的“更深层意义”与“无意义的偶然性”之间的根本模糊性。这些特征中的每一个都在本书第二部分的三个章节中分别进行了探讨，齐泽克还通过引用大卫·林奇和安德烈·塔可夫斯基等其他电影导演、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洛丽塔》等文学例子，以及勋伯格的《摩西与亚伦》等歌剧作品中的具体场景来支持他的论点。

虚构比现实更真实

关于基耶斯洛夫斯基背离纪录片形式，齐泽克最重要、最反直觉的见解是，基耶斯洛夫斯基对真实眼泪的恐惧（他曾承认过这一点；参见 Kieślowski 1993, 86）不应被解释为他主观上对现实的恐惧。相反，这表明了他对实在界（the Real，拉康意义上的；见第93章）的忠诚，实在界代表了最亲密的主观体验，这种体验只能在虚构的叙事结构中被接近并被揭示。换言之：只有通过电影叙事的虚构化，基耶斯洛夫斯基才成功捕捉到了普通的、基于现实的电影制作所无法提供给他的东西，因为按照纪录片的形式，它只能作为一种淫秽被表现出来。在基耶斯洛夫斯基职业生涯的这两个阶段——从纪录片到虚构片——之上，齐泽克又增加了第三个阶段，这一阶段与导演在生命最后几年完全放弃电影制作相吻合，这可能是由于他认识到“虚构在某种程度上比现实更脆弱”（参见 Žižek 2001, 77）。齐泽克的意思是，纪录片有可能侵入并侵犯那些生活被“记录”的人的私密个人空间；但反过来，虚构叙事，只要它们将现实呈现为一种幻象，就能揭露并破坏维持人类现实的幻象核心。

关于基耶斯洛夫斯基的标志性手法，即将替代性现实、不同的结局、平行的生活、单一情节的不同延续整合到一部电影的叙事空间中（例如，在《盲打误撞》中维特克 [Bogusław Linda 饰] 追赶火车的场景），齐泽克提出了以下观点：这种对角色现实的“虚拟化”（可以按顺序或同时呈现）服务于一个特定目的。这在于强调普通现实的三维空间是如何被另一个前本体论的时间领域所决定的，在这个领域中，人们可以向前或向后旅行（参见 Žižek 2001, 83–84）。因此，齐泽克观察到，在《两生花》中，基耶斯洛夫斯基并没有创造两个相似的女性角色（法国的 Véronique 和波兰的 Weronika），而是同一个主角，她在其心理现实的精神空间中，在不同的时间序列和替代性故事情节之间穿梭。

然而，在第六章中，齐泽克指出，基耶斯洛夫斯基的多重现实宇宙从未被一个关于真实、确凿情况的最终结论性版本所消解。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电影不提供任何形式的闭环。这种未完成的、持续的多重性产生了一种在两个不同层面上运作的根本模糊性。首先，它提出了一个问题：每一种替代性现实究竟是为了在电影的叙事空间中为角色创造一个更稳定、更令人满意的叙事的尝试，还是从导演的视角来看，以无数不同版本讲述同一个故事仅仅是他自己试图发现某种终极真理的尝试。无论目标是什么，齐泽克强调——无论演练了多少种变体——整个过程不可避免地会在遇到一种逃避确定意义的形态时失败。

借鉴拉康1975-76年关于乔伊斯的研讨班，齐泽克将这种形态称为“圣状”（Sinthome）（参见 Lacan 2016；见第97章），它必须与症状区分开来，因为前者不是无意识意义的令人不安的纠结，而是无意义的享乐（jouissance；见第86章）的突然爆发。在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电影中同样悬而未决的第二层模糊性，展现了意义与偶然性之间的关系。第一种选择，齐泽克称之为现代的、弗洛伊德式的观念，意味着意义始终是一个次级的意义赋予过程，旨在缓冲意外的、偶然事件的冲击。这第一种选择不同于第二种选择，齐泽克将后者描述为前现代的、荣格派的方法，因为它总是预设意外的、偶然的事件不可避免地是一组更深层次的、网络化的原型意义的结果。正如齐泽克在第6章结尾所指出的：“基耶斯洛夫斯基宇宙中偶然性的模糊性[]正存在于此：它是否指向一个秘密调节我们生活的更深层命运，或者命运的概念本身就是一种应对生活彻底偶然性的绝望策略？”（Žižek 2001, 107）。

在《对真实眼泪的恐惧》的最后三章中，齐泽克每一章都集中讨论基耶斯洛夫斯基的一部特定作品，而所讨论的作品本身可能由一系列相互关联的部分组成。第7章专门讨论《十诫》，第8章探讨《两生花》，第9章则聚焦于《蓝白红三部曲》。与本书前面的部分相似，齐泽克的例子范围远远超出了基耶斯洛夫斯基电影的边界，包括了伯格曼、希区柯克、林奇、西贝尔贝格、明格拉等许多人电影中的场景。

贯穿齐泽克对《十诫》解读的主要论点是，该系列的每一集都准确地对应十诫中的一诫，但它是以一种预期性的运动，而不是严格遵循逻辑顺序。因此，第1集的背景指向第2诫，第2集融入了第3诫，直到第10集，又回指第1诫。在一个不可翻译的双关语中，齐泽克声称基耶斯洛夫斯基的《十诫》代表了十诫，但作为圣经秩序的一种“错位”（décalage）（Žižek 2001, 111）。除了这种逻辑上的错位，齐泽克还指出，基耶斯洛夫斯基自己的“诫命”内容往往包含对圣经规则的颠覆性反转或琐碎化。因此，禁令变成了诫命，或者对唯一上帝的神圣义务变成了对某张特定邮票的世俗痴迷，正如第1诫和第10集中的情况。在对基耶斯洛夫斯基作品的十个部分进行了相当详细的讨论之后，齐泽克更进一步，反思了它们之间的共同点，同时还将剪辑后的电影与原始电影剧本进行了比较。在本章的最后一节中，齐泽克在《十诫》的核心动机、基耶斯洛夫斯基其他电影中反复出现的主题以及更广泛的电影场景选择之间建立了联系，其理论框架源自拉康和海德格尔。

两生花与三色

齐泽克在第8章中对《两生花》的解释基于道德与伦理之间的区分。这等同于调节人类行为的一套宗教或世俗规范与价值观，同与行动者欲望相关联而执行的不妥协的主观行动之间的区分。在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电影中，波兰的 Weronika 做出了一个伦理选择，追求她作为歌手的使命，即使她知道这将导致她的死亡。法国的 Véronique 则倾向于安全、道德的选择，她放弃了歌唱事业，换取了一份在小学当音乐老师的卑微工作。齐泽克通过对其他各种电影的细致解读来说明这两种选择之间的对比，但他最终认为，基耶斯洛夫斯基《两生花》的力量在于导演拒绝偏袒其中任何一种选择：“基耶斯洛夫斯基既不提倡为了使命而对生活进行道德主义的摒弃[即伦理选择]，也不提倡为了反对使命而倡导简单生活的廉价智慧[道德选择]：他充分意识到了使命的局限性”（Žižek 2001, 149）。

最后，在第9章中，齐泽克转向了《蓝白红三部曲》。他的第一个观察是，这部三部曲可以被解读为新约中仁爱、希望和信仰这三种美德与法国大革命的自由、平等、博爱这三种价值观相关联的寓言式再现。在《蓝》中，传达的信息是，真正的自由只有在与对他人的仁慈接纳相结合时才有可能。在《白》中，平等的价值从未完全实现，而仅仅作为一种乌托邦希望的图景被维持着。在《红》中，退休的老法官只有通过他对别人的信仰和信任，才能重新进入人与人之间的兄弟纽带。在这第一种解读之上，齐泽克随后补充了各种互补的思考。首先，《蓝白红三部曲》为赋予《两生花》生命力的道德与伦理之间的困境提供了第三种选择，即他所谓的“收缩/撤退的零度水平”和“绝对自我撤退的‘抽象’自由”（参见 Žižek 2001, 161, 175）。其次，齐泽克表明，《蓝》、《白》和《红》也可以通过黑格尔的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的三元组来解读。第三，基于对基耶斯洛夫斯基1985年故事片《无休无止》的详细反思，他提出《蓝》——《蓝白红三部曲》的第一部——实际上代表了困扰《无休无止》主角的心理社会冲突的另一种替代性现实。本章最后评论了基耶斯洛夫斯基用虚构电影取代纪录片的理由与《蓝白红三部曲》各部电影相似结局之间显著的矛盾。尽管基耶斯洛夫斯基因害怕真实的眼泪而转向虚构作品，但他最后的故事片却始终以虚构眼泪的爆发而告终。

在《对真实眼泪的恐惧》出版后，关于齐泽克这本书的各种评论、探讨和文章出现在涉及电影研究、哲学和文化研究的学术期刊和网站上（参见例如 Akser 2002; Polan 2002; Wilson 2002; Oguss 2003; Skaff 和 Luebbe 2003; Stamp 2003; Orr 2003）。大多数评论家赞扬了齐泽克的敏锐以及他在反直觉观察方面非凡的天赋，但也有不少人对以下方面表达了失望：他不断地、往往令人疲倦且看似无关的离题，他偶尔对基耶斯洛夫斯基电影的不准确总结，以及他固执地拒绝将导演的作品置于其祖国波兰不断变化的社会政治背景中。此外，评论家们几乎无一例外地承认，齐泽克在对特定电影提供创新解释时最为才华横溢，但他那种狂想曲式、非系统性和联想式的论证风格，使得读者极难跟上他的总体论证，甚至很难从大量看似不相关的观察中提炼出一个清晰的论点。也许正如预期的那样，对齐泽克这本书最严厉的批评来自大卫·波德维尔。他认为，尽管齐泽克在论战中强调了后理论的空洞以及理论的持续相关性，但这本关于基耶斯洛夫斯基的书在风格和内容上都证实了波德维尔的断言，即电影理论建立在傲慢的教条式前提之上，并且是凭借贫乏的理论建构协议而非严肃的研究方法得出其结论的（参见 Bordwell 2005a, 258–269; 2005b）。

注释


[1]: (1) 伦敦布鲁内尔大学，英国伦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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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荒谬的崇高：大卫·林奇的前本体论宇宙（与多米尼克·芬克尔德，2023） / 荒谬的崇高艺术：论大卫·林奇的《妖夜慌踪》（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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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荒谬的崇高艺术：论大卫·林奇的<妖夜慌踪>》（The Art of the Ridiculous Sublime: On David Lynchs Lost Highway, 2000a）一书中，齐泽克（Žižek）为他运用拉康理论对流行文化进行的精彩诠释提供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范例，此处主要集中于一部电影。齐泽克对美国电影导演林奇黑暗宇宙的探讨，特别揭示了意识形态的运作方式，并展示了我们对现实连贯性的个人与集体感知是如何围绕一个无法把握的、“幻象的”核心构建起来的（见第91章）。除了林奇神秘的《妖夜慌踪》（Lost Highway, 1997）之外，齐泽克在书中还考察了林奇及其他几位导演的电影、绘画和戏剧，并广泛探讨了伦理学、政治哲学以及网络空间中幻象的作用等问题。林奇与这位斯洛文尼亚哲学家之间的共同点是多层次的。他们都致力于揭示幻象的核心，这一核心通过掩盖拉康式的“实在界”（the Real，见第93章），塑造了我们在生活中对现实连贯性的感知。

作为拉康存在三元结构中的第一个要素，实在界——与想象界和象征界并列——是最难把握的，因为它对于沟通和法则的象征秩序（语言；通过欲望确立主体的“大他者”）以及想象界（对自我形成具有决定性作用的镜像认同）来说，都是不可知且不可触及的。因此，齐泽克书名中的“崇高”并不等同于康德（美学）意义上的崇高。相反，它代表了拉康式的实在界，超越了我们由幻象维持的“现实感”，并触及了“物”（das Ding，见第76章）的所在。在齐泽克看来，这种拉康式的实在界与林奇对崇高的理解相吻合，这种崇高尤其通过那些行为极具破坏性、强烈、残暴和原始，同时又表现出令人毛骨悚然的仪式化甚至荒谬行为的（电影）人物来体验。此外，在林奇的电影中代表了去升华的实在界与荒谬之诡异结合的“享乐”（jouissance，即过度享受；见第86章）的力量，提供了一条逃离意识形态陷阱的出路。借由它，意识形态的幻象核心被揭露并被穿越（见第85章）。

评论家们经常将林奇的《妖夜慌踪》称为新黑色电影陈词滥调的混乱后现代拼贴，理由是其看似难以理解的情节发展、冷酷的表象以及充斥的性与暴力。而其他一些解释——齐泽克将其视为晦涩的新时代（New-Age）解读——则认为《妖夜慌踪》包含了一种呼吁，即打破社会边界和规则，以达到一种潜在的和平的精神狂喜、非理性力量或无意识的生命能量流动。与此相反，齐泽克认真对待林奇电影的各个层面。他反驳了后一种解释，指出根据拉康的观点，法则和规则的领域并不是将非理性保持在距离之外，而是需要它来维持其规范效力：“法则本身需要其淫秽的补充；它由其维持，因此也产生它”（Žižek 2000a, 6）。

致命女人理论

《妖夜慌踪》的男主角弗雷德（Fred，比尔·普尔曼饰）是一名萨克斯手，被困在一段沉闷的婚姻中。他怀疑自己迷人的黑发妻子雷妮（Renée，帕特丽夏·阿奎特饰）不忠，而他自己则患有阳痿。由于他显然残忍地谋杀了雷妮，他被定罪并入狱，但在牢房里却莫名其妙地变成了另一个人——皮特·代顿（Pete Dayton）。由于皮特显然不是弗雷德，他必须被释放，并回到了他作为汽车修理工的工作岗位。在这里，他卷入了一个充满阴谋和暴力的复杂世界，这个世界围绕着他的欲望客体——金发“致命女人”爱丽丝（Alice，同样由阿奎特饰演）展开，她是当地黑手党头目埃迪先生（Mr. Eddy）的玩物。故事以奇怪的、噩梦般的转折结束，皮特又变回了弗雷德，而埃迪先生在某个“神秘人”（Mystery Man）的帮助下被他谋杀。齐泽克对这部电影的解读是，皮特这个角色必须被解释为弗雷德的精神病性幻觉，在这个幻觉中，弗雷德将自己描绘成一个充满男子气概的浪子——然而，这个幻象场景最终被证明比电影前三分之一（完全基于弗雷德沉闷的婚姻生活）更加噩梦般。齐泽克指出，林奇电影最重要的洞见之一在于，它通过处理必然是多样且矛盾的对立面的碰撞，将现实及其通过幻象的巩固并置在一起。

在本书的开头，齐泽克解构了经典黑色电影中的“致命女人”与其在新黑色电影中的对应形象之间的对立，这二者在《妖夜慌踪》几乎难以理解的情节中似乎重合了。齐泽克写道，经典的致命女人“基本上是父权统治的幻象支撑”，因为她最终会受到惩罚，仅仅作为一种所谓的“内在逾越”（inherent transgression，这也是他第一章的标题）发挥作用。相比之下，新黑色电影版本将致命女人展现为一个冷酷无情的人物，她的性侵略性和自我商品化构成了一种女性的“行动”（Akt，见第72章），扰乱了男性主角被否认的激情依恋（参见 Žižek 2000a, 8–10）。

第二章“女性的行动”（The Feminine Act）展示了新黑色电影的成就。它在于揭示了潜在的幻象以及女性对男性的潜在支配。然而，正如齐泽克在第三章“幻象的分解”（Fantasy Decomposed）中所指出的，对变态者被压抑幻象的描绘对林奇来说还不够具有颠覆性，因为《妖夜慌踪》上演了“现实及其幻象补充、表面及其‘被压抑物’——在同一个表面上”（Žižek 2000a, 35）。

在这部电影及其其他电影中，林奇常用的策略之一是分解一个人的心理统一性，通常是通过“一种令人难以忍受的强烈、（自我）毁灭性的心理能量”结合这些“去现实化”人物的荒谬仪式来实现（参见 Žižek 2000a, 35）。身体极度活跃、狂躁、亢奋的角色，如被齐泽克称为“享乐之父”（père jouissance）的埃迪先生，或林奇电影中的其他人物，如《蓝丝绒》（Blue Velvet）中的弗兰克（Frank）或《我心狂野》（Wild at Heart）中的鲍比·秘鲁（Bobby Peru），在某种程度上是超越善恶的邪恶（参见 Žižek 2000a, 22）。这些“过度、溢出的生命肯定和生命乐趣的形象”同时也是荒谬的，并强制要求对社会象征法则给予根本的尊重（参见 Žižek 2000a, 22）。

对齐泽克而言，林奇《妖夜慌踪》叙事方式的循环形式反映了精神分析过程的循环性：在这个过程中，病人被一种从外部攻击他的无法解释的症状所困扰，但当病人承认这个症状传达的信息是他自己的一部分时，治疗也就得以结束（参见 Žižek 2000a, 17–19）。这方面的主要例子是那句奇怪的话“迪克·洛朗[埃迪先生]死了”（Dick Laurent is dead），弗雷德在电影开头通过家里的对讲机听到了这句话，而在结尾时，他自己对着对讲机说出了这句话。

罐装仇恨

在他的林奇专著中，齐泽克抨击了社会生活的心理学化，例如在电影和脱口秀中寻找“心理上令人信服的”角色，或者那些试图在所谓领导人及其下属施暴者的“心理画像”中寻找战争罪行甚至纳粹恐怖原因的人的谬误（参见 Žižek 2000a, 23–25）。相反，齐泽克提出了关于社会（客观）病理与个人（主观）病理之间关系或“鸿沟”的紧迫问题：“‘主观’病理与‘客观’意识形态系统的力比多经济之间的差异，归根结底是主体固有的东西：只有当主体将其视为客观的社会象征系统时，才存在这样一个系统”（Žižek 2000a, 26）。

另一个此类例子出现在第五章“罐装仇恨”（Canned Hatred）中。在这一章里，齐泽克以他典型的方式，将那些对电视喜剧中的罐头笑声保持迟钝冷漠的主体，与通过冷酷、冷漠的官僚运作的极权主义系统进行了比较。在更深的层面上，他将主体的力比多经济与我们称之为现实的象征领域的客观秩序联系起来。通过揭示内在逾越的逻辑，并通过与电影前三分之一中沉闷日常生活的对比来打破幻象，《妖夜慌踪》使拉康的分裂主体（由算式 $ 表示）变得可见（见第95章）。根据齐泽克的观点，这个主体的产生是通过将其最内在的自我体验外包给“物化”的象征秩序：“拉康解决主观力比多体验与体现在客观象征秩序（‘大他者’）中的力比多经济之间关系问题的关键在于，两者之间的鸿沟是原始且建构性的：不存在一种原始的直接自我体验，然后在第二步中在象征秩序的运作中被‘物化’或客观化”（Žižek 2000a, 27）。

在最后两章“艺术史中的先将来时”（The Futur Antérieur in the History of Art）和“建构基本幻象”（Constructing the Fundamental Fantasy）中，齐泽克将其主题的适用范围扩展到了历史领域。他认为，某些艺术作品对线性的（艺术）历史模式提出了质疑，并提出了一种替代性的历史性形式，即“先将来时”（futur antérieur）。这方面的例子包括19世纪的小说家，如勃朗特（Brontë）和狄更斯（Dickens），他们使用了闪回、切换和特写等技巧，这些技巧直到电影出现才努力找到了其适当的表达方式；或者布莱希特（Brecht）（不）著名的教育剧，作为通过集体表演对网络空间“沉浸式参与”的预演，这些表演可以被解释为变革性的体验（参见 Žižek 2000a, 39–40）。同样，《妖夜慌踪》不是通过单个主体的无意识幻想，也不是通过社会批判来穿越幻象，而是通过展现我们作为现实来体验的不可穿透的密度。齐泽克认为，林奇借此象征性地接近了打破线性叙事的进化论洞见，或具有多重现实理论的量子物理学。

接受与批评

齐泽克的《荒谬的崇高艺术》的接受情况奇特地呈现出两极分化。Todd McGowan（2000）、Kelsey Wood（2012）和Shawn Alfrey（2020）等学者对齐泽克这本林奇专著的主要主题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总结，且各有侧重。

例如，伍德（Wood）对激进的女性行动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解释——也涉及齐泽克后来的出版物——将其视为以解放力量重新发明象征界域的潜力，甚至“引入一种新的享乐经济”（参见 Wood 2012, 154）。然而，在林奇的《妖夜慌踪》中，几乎没有任何迹象指向这个方向，特别是考虑到阿奎特扮演的两个角色的次要地位。此外，一些评论家对齐泽克在本书及其他著作中的方法提出了更普遍的批评。最常见的指责是齐泽克的林奇专著似乎缺乏连贯性，因为各个章节从一个想法跳到另一个想法，仅仅轻微地触及了电影：“由于缺乏连贯的宏大图景，个别洞见的耀眼光芒往往会变得暗淡”（Lim 2000, 60）。

相反，一种折衷的观点会承认，齐泽克应用于艺术作品的精神分析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如何导致了个人的洞见，这些洞见就像艺术作品本身一样，构成了一幅违背传统逻辑和连贯性观念的“宏大图景”。因此，齐泽克与其说是试图将林奇的《妖夜慌踪》解释为一部连贯的电影，不如说是试图深入了解其不连贯性。

齐泽克的林奇专著也可以与他在之前十年的出版物以及他随后著作中的主题联系起来看；这些主题首次在《荒谬的崇高艺术》中被引入。在他的第一本书兼畅销书《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 1989）中，他首次以林奇专著中为人熟知的方式定义了“崇高客体”（sublime object），尽管当时没有使用“荒谬”（ridiculous）这个词。例如，康德的崇高预设了一个超越表象的物，而对黑格尔来说，齐泽克认为，对物的消极体验必须转化为对物自体作为彻底否定性的体验（参见 Žižek 1989, 206）。因此，齐泽克将黑格尔那句神秘的话“精神是一块骨头”具体地与以下观点联系起来：“因此，骨头、头骨是一个客体，它通过自身的存在填补了空白，即主体意指再现的不可能性。”用拉康的话来说，关于“精神是一块骨头”的判断又涉及“某种匮乏的客体化：[] 幻象客体填补了大他者（能指秩序）中的匮乏”（Žižek 1989, 208）。

这两个概念的完全不相容性——一方面是僵硬的客体（骨头），另一方面是主体的纯粹否定性运动——从而为拉康对幻象的定义提供了一个黑格尔式的起源。因此，拉康将崇高客体描绘为一个普通的、日常的客体，它非常偶然地占据了物的位置：“不可能的-实在的欲望客体”（Žižek 1989, 194）。

齐泽克其他作品中的林奇痕迹

林奇首次出现在齐泽克的作品中，是在齐泽克的《因为他们并不知道他们所做的：享乐作为一种政治因素》（For They Know Not What They Do: Enjoyment as a Political Factor）一书中对电影《蓝丝绒》（1986）的简短提及（Žižek 2002, 197）。在同年出版的《斜目而视：透过流行文化看拉康》（Looking Awry: An Introduction to Jacques Lacan through Popular Culture）中，齐泽克讨论了林奇《象人》（Elephant Man, 1980）中的主角。这个角色仿佛生活在其体验的内心世界与充满敌意的外部世界之间一个无法明确界定的区域，并通过奇妙神秘的声音和图像成形，这些声音和图像不模仿或象征任何东西，却让我们将这个角色体验为一个过着不完整生活的、不可思议且无法把握的“物”（参见 Žižek 1991, 40–41）。

在《享受你的症状！好莱坞内外的拉康》（Enjoy Your Symptom! Jacques Lacan in Hollywood and Out, 1992）中，齐泽克将《蓝丝绒》的开场场景描述为对拉康式实在界的接近。令人作呕的、脉动的生命物质从一开始就通过视角的突然转换侵入：从在浇草坪时心脏病发作的父亲，转向躲避失控水管并直接冲入草丛的摄像机。突然间，人们看到爬行的昆虫和蚂蚁进入一只被割下的人耳：实在界黏滑粘液的令人不适的存在。林奇借此展现了“现实本身的本体论条件”（Žižek 2008a, 148）。他的策略与拉康将实在界理解为一种变形扭曲或污染的观点相一致，类似于小汉斯·霍尔拜因（Hans Holbein）画作《大使们》（The Ambassadors）中变形的头骨。

在这本书中，在对希区柯克的探讨中，也首次出现了崇高与荒谬之间的联系。这对概念在这里还没有以齐泽克在林奇的《妖夜慌踪》中观察到的那种极端形式结合在一起。同样，他在《享乐的转移：关于女人和因果性的六篇论文》（The Metastases of Enjoyment: Six Essays on Women and Causality, 1994）中专门用了一整章来讨论“大卫·林奇，或女性的抑郁”（David Lynch, or, the Feminine Depression）。在这里，他还引入了视觉艺术，将林奇与拉斐尔前派艺术家威廉·霍尔曼·亨特（William Holman Hunt）的画作《雇佣牧羊人》（The Hireling Shepherd, 1851）进行比较，这幅作品在仔细观察时，会展现出潜伏在看似宁静的现实之下的诡异、令人不安的细节。在林奇和亨特的作品中，我们都遇到了实在界与感知到的现实之间的差异（参见 Žižek 1994, 113–115）。齐泽克在《幻象的瘟疫》（The Plague of Fantasies, 1997）中对这一思想的表达最为极端。他在那里写道：“因此，区分美与丑的鸿沟正是区分现实与实在界的鸿沟：构成现实的，是主体为了能够承受实在界的恐怖所需要的最低限度的理想化”（Žižek 2008b, 83）。

总的来说，这位斯洛文尼亚哲学家在林奇表达权力的色情化或性化的方式中——即通过揭示权力结构中的矛盾性和“淫秽的补充”——不断看到“享乐”（见第86章）与权力和意识形态运作方式（见第85章）之间的联系。林奇包含变态和极端暴力的电影特定策略，与作为崇高的淫秽相联系，总是伴随着一种奇怪的荒谬补充。因此，齐泽克在他1997年出版的《幻象的瘟疫》一书中写道，权力需要最低限度的性化或淫秽的污点来复制自身（参见 Žižek 2008b, 90）。在该书的附录“从崇高到荒谬：电影中的性行为”（From the Sublime to the Ridiculous: The Sexual Act in Cinema）中，齐泽克首先以性爱场景为例，阐释了他后来林奇专著标题中对立的概念（崇高与荒谬）。性行为微不足道、滑稽的表现展示了对自身行为保持中立距离的不可能立场与拉康式超我命令“享受吧！”（Enjoy!）之间的张力。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典型的林奇电影场景中。在那里，一个荒谬的、通常是戏剧化的细节与情境中行动的悬置结合在一起，而“享乐”的幻象核心则在无法理解的极端暴力行为形式中被揭露。

林奇很快成为齐泽克最喜欢的电影导演，希区柯克位居第二，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Krzysztof Kieślowski）位居第三。然而，尽管林奇在齐泽克2000年之前出版的11本书中的大多数里最多只扮演边缘角色，但这本林奇专著是他首次对这位美国电影制作人进行详细探讨。在前一年出版的被誉为齐泽克“巨著”（magnum opus）的《敏感的主体：政治本体论的缺席中心》（The Ticklish Subject: The Absent Center of Political Ontology, 1999）中，林奇已经被归类为一位具有重大意义的艺术家，他在电影中的革命甚至被与黑格尔与康德唯心主义的决裂联系起来。这种联系从而开启了对主体性的拉康式视角，齐泽克随后在他的林奇专著中对此进行了阐述。

在《敏感的主体》中，齐泽克通过列举一系列将崇高的民主热情滑稽地反转为荒谬的例子，对政治上进步的欧洲中心主义的可能性提出了质疑。作为例子，他提到了东方集团国家曾经尊严的斗争，如今已转变为粗俗的消费主义，包括色情内容。反过来，他提到西方对东方他者性的盲目崇拜，将其作为复兴自身疲软民主的手段，这种民主正从对腐败和原教旨主义的认识中觉醒（参见 Žižek 2000b, 205）。这些观察是在通过黑格尔和拉康对笛卡尔主体进行深刻反思之后得出的。在这本书中首次对林奇进行实质性探讨时，齐泽克问道：“[黑格尔的]‘世界之夜’的前本体论空间，其中‘这里射出一个血淋淋的头颅——那里又突然出现一个白色的可怕幽灵，然后就这样消失了’，难道不是对林奇宇宙最简洁的描述吗？”（Žižek 2000b, 55）。

齐泽克将黑格尔的意象与所谓部分驱力的幻影般的前象征领域、拉康的碎裂身体概念（这也体现在希罗尼穆斯·博斯著名的画作中），以及作为从这一领域进入我们“日常”逻各斯宇宙的创伤性过渡的精神分析体验联系起来（参见 Žižek 2000b, 35）。林奇在电影中的革命及其伟大功绩在于，他抵制了那种试图弥合这些前本体论现象与现实层面之间鸿沟的近乎形而上学的诱惑（参见 Žižek 2000b, 57）。

反过来，在林奇专著出版一年后，齐泽克出版了专著《论信仰》（On Belief, 2001），在其中他扩展了“女性行动”的理念。这不再旨在修改现行的政治制度。相反，它必须被解释为与现有象征秩序的彻底决裂或中断。在《暴力》（Violence, 2008）中，他以类似的方式区分了个人的“主观暴力”（物理的、可见的行动）与系统性、结构性或象征性的“客观暴力”，后者反映了我们社会政治系统内部固有的矛盾。在他后来的著作《绝对反冲：辩证唯物主义的新基础》（Absolute Recoil: Towards a New Foundation of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2014）中，齐泽克又以类似的方式表明，个体人格中的内在矛盾并不是其各自认同的障碍，而是一种驱动力，正如在《妖夜慌踪》中人物非固定认同的情况所展示的那样。在那里，人物不断地被他们内在的矛盾所塑造和重塑。随后，他还在以下专著中探讨了现实与幻象之间的辩证法：《虚空的失禁：经济-哲学拱肩》（Incontinence of the Void: Economico-Philosophical Spandrels, 2017）和《像光天化日之下的窃贼：后人类时代的权力》（Like A Thief In Broad Daylight: Power in the Era of Post-Humanity, 2018）。

在这个更广泛的专著框架内，齐泽克2000年的《荒谬的崇高艺术》可以说是他著作中的一个关键时刻，或者说是他自身不断发展的哲学愿景（其中也包括对流行文化解释的重要部分）的中心核心或枢纽。人们甚至可以提出这样一个假设：在这本书中，齐泽克破例地集中关注了一件单一的艺术作品，可以说是林奇作品中间最厚的一“片”，以此来推动哲学在解释世界方面的工作，而不是像通常那样将哲学应用于解释艺术。因此，林奇的电影，特别是《妖夜慌踪》，会不会是齐泽克自身哲学的幻象核心？而齐泽克的哲学反过来又能否帮助发现林奇电影中的幻象核心？无论如何，齐泽克已经表明，林奇对致命女人的不同寻常的新黑色电影变体，连同其他超越幻象的艺术流派，非常普遍地揭示了现代后工业资本主义社会中主体性与现实的内在矛盾。

注释


[1]: 华盛顿大学，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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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齐泽克出版了他首部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部致力于探讨“安提戈涅的三重生命”的戏剧，并附有作者的导言。这是索福克勒斯《安提戈涅》的删减版，齐泽克在其中加入了一些原创诗句和两个替代结局。该剧的第一个结局旨在揭示，索福克勒斯的悲剧在核心上代表了一个伦理-政治错误。第二个结局旨在纠正这一错误，并在近两千五百年后将安提戈涅的神话重新置于历史的正确一边。那么，古希腊的安提戈涅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这位悲剧诗人究竟犯了什么错，以至于激怒了这位哲学家？

早在他的第一部专著《差异的痛苦》（Bolečina razlike）中，年轻的齐泽克就触及了海德格尔对索福克勒斯的诠释（Žižek 1972, 42）。在齐泽克作品的这一早期阶段，海德格尔是他迄今为止最重要的参考点。不到十年后，在齐泽克的博士论文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不同的齐泽克。他的特点是将拉康的精神分析、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唯物主义解读以及对海德格尔作品的引用进行了独特的混合。除了作为齐泽克从早年求学到获得国际声誉的哲学发展过程中的三位核心英雄之外，这些思想家还有什么共同点？毫无疑问，他们都阅读过《安提戈涅》，并提出了具有原创性和深度的诠释，任何对该剧严肃的哲学讨论都必须与之交锋，无论是接受还是拒绝。

在探讨这些备受争议的索福克勒斯戏剧诠释时，齐泽克并不满足于仅仅对它们进行总结、比较和对照。在获得博士学位后不久，他就雄心勃勃地开始发展自己对这部悲剧作品的原创性诠释（参见 Žižek 1985, 144–155; 1987, 65, 100, 193）。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这种愿望逐渐演变成一种痴迷。在一本又一本的著作中，齐泽克对索福克勒斯的悲剧提出了一系列数十条评论和论点（在1989年至2015年间，齐泽克在至少二十五部专著中探讨了安提戈涅神话）。

虽然在他早期的著作中，他至少还部分沉迷于其哲学前辈的魅力，将安提戈涅视为一位近乎神圣的女英雄来讨论（参见 Žižek 1989, 130），警告不要驯化她的崇高性，并宣称她对克瑞翁的反叛是“卓越的行动（act par excellence）”（Žižek 1992, 156）——所有这些都混合了海德格尔、黑格尔和拉康的措辞——但大约二十年后，他希望明确表示他的爱已经冷却：“安提戈涅是[…]一个十足的婊子（Antigone is […] a true bitch），”他在2010年10月于纽约举行的一场题为“如果安提戈涅是难民会怎样？”的演讲中宣称（Žižek 2010）。

安提戈涅不神圣的特殊性

在同一时期，他也对自己过去对安提戈涅的浪漫言论表达了某种悔意。2008年，他严厉批评了在《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中所阐述的“潜在伦理立场”，他现在表示，该立场“正因为其聚焦于安提戈涅这一形象，仍然是阳具中心主义的（in its very focus on the figure of Antigone, remains, phallocentric）”（Žižek 2008, xviii）。齐泽克将这种“哲学弱点”的原因归咎于他当时思想中“自由民主政治立场的残余（remainders of the liberal-democratic political stance）”，这表现在他“对纯粹民主的赞美”和“对极权主义的批判”等方面（参见 Žižek 2008, xviii）。幸运的是，经过“多年的努力”，他仍然成功地“识别并清除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这些危险残余（to identify and liquidate these dangerous residues of bourgeois ideology）”（Žižek 2008, xviii）。

尽管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齐泽克在探讨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时，逐渐将重点放在对这位女英雄的负面描绘上，但他似乎直到出版自己的《安提戈涅》之前的几年里，才在这种侧重中看到了自己根本性的诠释突破。在其剧本克罗地亚语译本的新闻发布会上，他解释道：“我们对《安提戈涅》有不同的解读，但是——如果我说错了请纠正我——我不知道有哪一种诠释是反对安提戈涅的（I don’t know a single interpretation that goes against Antigone）”（Žižek 2016b）。

考虑到齐泽克对安提戈涅神话及其接受史的浓厚兴趣，这种说法令人困惑。20世纪关于《安提戈涅》的很大一部分文献学论文——以及近年来的哲学论文（参见 Honig 2013）——恰恰聚焦于动摇安提戈涅作为该剧女英雄的既定地位的可能性。例如，一些诠释者将伊斯墨涅视为真正的女英雄（参见 Rouse 1911, 40–42），另一些人则将目光转向克瑞翁（参见 Hester 1971, 13），还有一些人强调众神的作用（参见 Adams 1955, 54）。这些及相关的诠释通常伴随着对安提戈涅的性格和/或其行为的严厉评判（参见 Hester 1971, 14–15）。对安提戈涅这一人物的负面刻画甚至出现在一些对索福克勒斯悲剧的最早的现代诠释中（参见 Miola 2014, 236, 240）。

尽管如此，齐泽克声称他评价安提戈涅形象的方法是独一无二的，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因为他明确地将安提戈涅的行为——这一行为指向超越政治专断界限的伦理义务——简化为一种政治宣言的表达形式。从齐泽克的政治立场来看，这种宣言显得令人愤慨。但究竟为什么呢？

当他的剧本德文版出版时，齐泽克解释说，安提戈涅之所以让他感到困扰，主要是因为她作为一个反抗国家的不合格象征（参见 Žižek 2015）。在安提戈涅的反抗中，他看到了一种以“特殊的家族根源（particular family roots）”为名对“国家权力公共空间的普遍性（the universality of the public space of State Power）”的攻击（Žižek 2006, 397）。在这种狭隘的特殊性背景下，不仅安提戈涅的目标，而且她追求目标的方式都显得具有争议。这位女英雄并不是在为她的道德原则的普遍适用而战，而是执着于一个看似孤立的案例，对类似的不公正缺乏理解。“她只准备为她的兄弟做她所做的事，而不是为所有被压迫和被排斥的人（She was ready to do what she did only for her brother, not for all the oppressed and excluded）”（Žižek 2012, 575）。因此，这种将“无条件的伦理要求”与“对此的不充分回应”进行“怪异”结合的做法（参见 Žižek 2001, 137）必须被放弃。为了成功解决所提出的问题，索福克勒斯的悲剧需要另一位英雄。齐泽克会想到谁呢？

克瑞翁向安提戈涅让步（第一变体）

齐泽克的剧本在很大程度上基于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齐泽克对文本进行干预的关键点，可以从他的两个替代结局中的第一个清楚地看出：齐泽克确信，如果克瑞翁满足了安提戈涅的要求，将会使社会陷入灾难。埋葬一个叛徒将成为民众中爆发骚乱和屠杀的起因（参见 Žižek 2016a, 22）。这种叙事不仅仅是一个新故事。它是齐泽克展示其对索福克勒斯诠释的独特方式。因为他试图表明，所勾勒的替代方案不可避免地源于希腊文本本身的前提。在这种情况下，克瑞翁会满足安提戈涅的愿望，因为他认为她对禁止埋葬其兄弟的抗议是合理的。然而，这个提议至少存在一个问题。索福克勒斯显然预见到了这种解读的可能性。因此，在海蒙和克瑞翁的对话中，很明显民众坚决站在安提戈涅一边（参见 Jebb 1888, 131–133）。也就是说，在索福克勒斯的戏剧中，公众舆论同情安提戈涅（参见 Senegačnik 2007, 20）。因此，齐泽克所说的因为安提戈涅的请求得到满足而爆发内战的社会环境，恰恰不符合索福克勒斯在其作品中设计的视角。此外，齐泽克将埋葬波吕尼刻斯理解为对叛徒的平反，尽管这从来不是安提戈涅的愿望或关切。齐泽克正是基于安提戈涅故事中这一无法从索福克勒斯文本中推导出来的想象维度，确立了他的假设，即安提戈涅的成功在政治上是危险的。在众多历史恐怖事件中，他看到了安提戈涅伦理立场的政治模仿者，从红色高棉到9/11恐怖袭击（参见 Žižek 2002, 142）。“上帝保佑我们免受掌权的安提戈涅之害！掌权的安提戈涅，那就是波尔布特！（God save us from Antigone in power! Antigone in power, that’s Pol Pot!）”（Žižek 1988, 27）。

但是，从剧本改编的第一变体中，可以看出齐泽克对安提戈涅态度的另一个典型悖论。也就是说，安提戈涅在她潜在的权力地位上一方面显得危险和可鄙，而同时齐泽克又一再指责她没有以足够的暴力参与权力斗争（参见 Žižek 2006, 397）。

因此，在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中，齐泽克将注意力集中在一个被认为有问题的假设上，即一位女英雄为了伦理信念而牺牲自己的生命。这种信念在多大程度上不仅是一种错觉，而且会导致对社会产生深远影响的更大灾难，齐泽克在剧本结局的第二变体中进行了展示。这旨在强化读者的信念，即安提戈涅作为英雄人物既不能也不应该被理解，而是正如他所表达的那样，应被解释为“问题的一部分（part of the problem）”（Žižek 2016a, xxv）。此外，齐泽克从未明确定义这个“问题”究竟是什么；事实上，既然他显然对克瑞翁最初的禁令没有太大的保留意见，那么安提戈涅唯一的问题似乎就是——安提戈涅本身。

合唱团的重新定位（第二变体）

索福克勒斯《安提戈涅》的第二个替代结局旨在呈现齐泽克对底比斯政治危机的真正解决方案。齐泽克称这个解决方案为“一条出路（a way out）”（Žižek 2016a, xxv）。

令人惊讶的是，它并不在于调整安提戈涅或其他核心人物的行为方式或性格。相反，齐泽克将他的解决方案视为对古代合唱团意义的重塑。早在他的早期著作《语言、意识形态、斯洛文尼亚人》（Jezik, Ideologija, Slovenci）中，他就思考过古代合唱团的作用。在那里，合唱团主要被理解为观众的一种情感辅助工具，齐泽克将其与美国电视情景喜剧中的罐头笑声相提并论（参见 Žižek 1987, 65）。相比之下，齐泽克的《安提戈涅》提出让古代合唱团从其传统功能中解放出来。它的角色发生了转变：从被动支持社会现有状况，转向积极争夺权力。最后，合唱团在《安提戈涅》中引入了“斯大林主义的转折（a Stalinist twist）”（Žižek 2016a, xiv），通过迅速定罪并清洗所有主要人物，并通过这场政变建立了一个自封的“人民民主（people’s democracy）”统治（Žižek 2016a, xxiv）。对齐泽克来说，这个解决方案似乎不仅仅是解决安提戈涅问题的方案。（毕竟，在齐泽克看来，索福克勒斯《安提戈涅》的根本问题是安提戈涅这个人物本身，因此她可以被清洗。）齐泽克的第二变体作为解决方案之所以提供得“更多”，是因为它似乎包含了对我们世界根本问题的终极政治解决方案；即使这个解决方案并没有令人信服地与最初的安提戈涅、索福克勒斯、古代合唱团或古代悲剧的更广泛背景联系起来。齐泽克在此背景下所推崇的政治范式，是基于他的暴力伦理学（见第82章）。然而，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同意朱利安·杨（Julian Young）的观点，即这种伦理学在核心上是尼采伦理学的当代派生物（参见 Young 2013, 261），以及约翰·格雷（John Gray）的见解，即齐泽克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本质上更接近于法西斯主义对暴力的美化，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对暴力的工具化（参见 Gray 2012）。

这种伦理体系阻碍了齐泽克将安提戈涅视为女英雄，因为他无法承认一个没有通过暴力取得胜利的人——即没有用暴力征服对手的人——的英雄主义。一个英雄必须要么已经拥有权力，要么拥有夺取权力的相应严肃潜力（并最终实现它）。因此，在齐泽克的理解视野中，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之所以是一个有问题的文本，是因为它的结局在某种程度上象征性地削弱了统治者的权力，而没有任何人接管或征服这种权力。

在索福克勒斯的文本中，齐泽克主要看到了对国家权力的限制。作为国家权力扩张的倡导者，齐泽克试图在他的“出路”版剧本中解决这个令人不适的局面，他引入了一个新的统治者——合唱团，而这个合唱团实际上只是克瑞翁在认识到自己错误行为之前的一个没有面目的替身。这种无面目性恰恰消除了最终促使索福克勒斯的克瑞翁向安提戈涅让步的因素：他的个人境遇，他的特殊性。齐泽克的合唱团是一个没有个性的克瑞翁，一台统治机器，不再带有任何特殊人性的痕迹。合唱团变异成了一台机器，在面对安提戈涅做作的悲伤和提瑞西阿斯迷信的警告时，它不会屈服。

美狄亚还是安提戈涅？

“美狄亚还是安提戈涅，”齐泽克在本世纪初写道，“这是今天最终的选择（Medea or Antigone, thats the ultimate choice today）。”因为一场真正的政治斗争该如何推进？“是通过忠诚于受到权力威胁的古老有机习俗，还是通过以暴制暴来超越权力本身？（Through the fidelity to the old organic Mores threatened by Power, or by outviolencing Power itself?）”（Žižek 2001, 158）。

齐泽克在其哲学著作中所理解并在其剧本中所构想的革命，相对于统治力量而言，只有在它将一个更强大、更暴力的行动者带入政治战场时，才能说是更好的。然而，在齐泽克的伦理学语境中，更好的是那些强大到让革命根本无法发生、并且权力本身通过暴力得到巩固的当权者。齐泽克立场的隐含基本假设是，任何稳定的权威及其各自替代方案的实质都是同一回事。因此，当前社会制度的替代方案并不是在带来新事物的意义上具有替代性。它们都是由同一样东西建立和证明其合理性的，那就是暴力。谁掌权，谁就仅仅通过掌权这一事实来证明其权利。统治者话语的真理只能被一个接管其王位的更强大的政治行动者夺走。

因此，在齐泽克的伦理-政治桌面上，最终只有两个选项：要么现在的克瑞翁继续掌权——并尽可能变得更加强大和暴力——要么另一个更强大、更暴力的克瑞翁接管统治。因此，在齐泽克《安提戈涅》的革命渴望背后，隐藏着对社会现状的潜意识辩护，这在精神上接近于历史终结的自由主义愿景。从这种在其古代神话版本中找到具体和示范模型的暴力伦理学中，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齐泽克无法看出巩固现有政治制度与彻底推翻它之间有任何实质性的区别。

克尔凯郭尔对安提戈涅的推测

齐泽克承认并探讨的唯一一种与索福克勒斯作品交锋的传统，就是开头描述的哲学星丛。（在其剧本的导言中，除了黑格尔和拉康之外，齐泽克还补充了索伦·克尔凯郭尔、朱迪斯·巴特勒和乔治·阿甘本，而令人惊讶的是，海德格尔的诠释被遗漏了）。他没有提及对安提戈涅题材的其他戏剧改编，并不是因为他原则上拒绝探讨戏剧或古典文学。相反，齐泽克在分析安提戈涅时，大量借鉴了克洛岱尔或莎士比亚的例子、索福克勒斯的其他悲剧以及古典文学中的其他例子。简而言之，齐泽克并不是想把他的项目置于一个与戏剧讨论毫无关系的语境中。这里涉及的是另一回事。

齐泽克着手讨论的唯一一个安提戈涅的替代性重述，是克尔凯郭尔在《非此即彼》（Entweder/Oder）中对“现代安提戈涅”的勾勒（参见 Kierkegaard 1987, 154）。但即使是克尔凯郭尔对索福克勒斯悲剧的重塑，也不过是对另一个安提戈涅可能性的哲学推测，最终从未作为一部独立的作品实现。因此，齐泽克将克尔凯郭尔描绘成一种先知，为他自己的《安提戈涅》铺平了道路：“这条道路正是由克尔凯郭尔指明的（The path was shown by none other than Kierkegaard），”齐泽克在开始揭示其剧本计划时指出（Žižek 2016a, xiii）。阅读齐泽克的导言，人们会产生这样一种印象：作者认为自己是第一位敢于（或有能力）创作一部新《安提戈涅》的作家。例如，在探讨现代转换安提戈涅神话理念的二十页中，找不到让·阿努伊（Jean Anouilh）的《安提戈涅》的任何痕迹，这是20世纪最引人注目的戏剧作品之一，它提出了与齐泽克试图在其剧本中解决的问题相似的问题。阿努伊的剧本之所以引起轰动性反响，主要原因恰恰在于如何评价安提戈涅对权力和反叛的态度。正如米里亚姆·伦纳德（Miriam Leonard）在《巴黎的雅典》（Athens in Paris）中所记录的那样，在被占领的法国，这种评价也因为维希政权对阿努伊的文本及其演出的积极态度而极具爆炸性。对于许多抵抗运动成员来说，阿努伊的安提戈涅是一个令人憎恨的形象，代表了对占领军的懦弱屈服（参见 Leonard 2005, 106）。这种情绪后来在拉康的一次研讨会上引起了共鸣，他甚至谈到了阿努伊的“法西斯小安提戈涅（petite Antigone fasciste）”（Lacan 1986, 293）。

鉴于拉康方面的蔑视，他的学生齐泽克认为阿努伊不值得关注，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但在贝托尔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的情况下就有些不同了。因为齐泽克明确表示，他的《安提戈涅》直接继承了这位德国剧作家的遗产（参见 Žižek 2016a, xxiv）。

然而，布莱希特也写过自己的《安提戈涅》（1948年首演），这可能是除了阿努伊的版本之外最著名的现代安提戈涅神话戏剧改编，却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被提及。考虑到这种压抑，有趣的是，布莱希特的方法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与齐泽克的方法非常相似。布莱希特也使用了一部著名的索福克勒斯《安提戈涅》译本作为素材，即荷尔德林的译本，甚至将他的剧本命名为《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Die Antigone des Sophokles）（参见 Brecht 1985）。然后，他在这个修改过的基础上应用了自己的想法，并且——像齐泽克一样——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一种愿望的驱使，即在古典悲剧与他自己的当代视角之间进行激烈的政治对抗。然而，齐泽克和布莱希特的《安提戈涅》之间存在一个决定性的区别：作者对安提戈涅本人的态度。布莱希特将她视为一个正面人物，用她来对抗他那个时代和地点最邪恶的事物——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在这种背景下，齐泽克没有提及这部作品真的那么奇怪吗？齐泽克声称要写一部布莱希特式的《安提戈涅》，却在自己的剧本中设计了一个与布莱希特截然相反的安提戈涅形象。也许比布莱希特更布莱希特？

第三个奇怪但极其重要的压抑，是完全没有提及斯洛文尼亚对安提戈涅神话的接受。很明显，齐泽克的作品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在斯洛文尼亚的主要表现形式中所被赋予的地位和意义的批判性回应。斯洛文尼亚文学中对索福克勒斯——以及阿努伊——的《安提戈涅》最重要的重新诠释，是多米尼克·斯莫莱（Dominik Smole）的同名剧作（1960年首演）。斯莫莱的戏剧（及其接受史）似乎构成了对齐泽克剧本构思最重要的隐含影响之一（参见 Smole 1988）。

除了阿努伊的剧本也具有的明显相似之处——对公众舆论的特别强调、安提戈涅固执的反复出现的主题、对疯狂的指控等——齐泽克的主要思想（合唱团的崛起）强烈地呼应了对斯莫莱《安提戈涅》国际接受起决定性作用的重点。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将斯莫莱的改编列为现代安提戈涅神话再现中“最引人入胜的[]例外（most intriguing [] exceptions）”之一，在这些再现中“索福克勒斯的合唱团往往会消失（the Sophoclean chorus tends to fall away）”，而斯莫莱主要“通过合唱团和几个次要人物（via the chorus and several secondary personae）”表达了“安提戈涅命运的恐怖和道德政治意义（the terror and moral-political meaning of Antigone’s fate）”（Steiner 1986, 170）。玛丽亚·德·法蒂玛·席尔瓦（Maria de Fátima Silva）在《布里尔索福克勒斯接受史指南》（Brill’s Companion to the Reception of Sophocles）中对安提戈涅神话的概述中，引用并证实了对斯莫莱《安提戈涅》中合唱团核心地位和原创性的这种赞赏（参见 de Fátima Silva 2017, 452）。

齐泽克的“干预”不一定能被称为对斯莫莱作品的直接回应。相反，它是对其最明显的社会后遗症的直接回应：在多年来关于斯莫莱《安提戈涅》的激烈和有争议的辩论中，安提戈涅神话与二战后当时属于南斯拉夫的斯洛文尼亚发生的大屠杀之间建立了一种持久的联系。斯洛文尼亚认知中一个相关的特点是安提戈涅与革命暴力的联系，如果不了解这一点，就无法充分理解齐泽克的剧本。在斯洛文尼亚，安提戈涅神话经常被用于讨论二战期间及战后数万名未被安葬的共产主义罪行受害者的埋葬问题。正是因为这种联系，在斯洛文尼亚对安提戈涅的接受中，谈论革命暴力的频率比在大多数其他文化圈中都要高。

出于政治动机的大屠杀在齐泽克的剧本中出现了两次；它甚至在两个替代结局中都扮演了主要角色。索福克勒斯《安提戈涅》的情节与这个主题没有直接联系：显然，对齐泽克来说，正是斯洛文尼亚日常将安提戈涅主题与对共产主义恐怖的反思联系在一起，才建立了这种关联。

这种联系在今天的斯洛文尼亚依然活跃，部分原因是像蒂内·赫里巴尔（Tine Hribar，1991）这样有影响力的斯洛文尼亚思想家将其纳入了他们对国家历史和政治现代性的伦理反思中，但最主要的原因是，这种联系在后共产主义的斯洛文尼亚政治话语中，特别是在右翼阵营中经常被建立——毫不奇怪，这正是理解齐泽克在此问题上态度的关键。然而，齐泽克的《安提戈涅》及其试图从这一传统的纠葛中开辟出一条激进“出路”的隐含尝试，即使在国内战线上也显得相当传统，因此成为了“问题的一部分”。

Notes


[1]: 卢布尔雅那大学，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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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泽克在其著作《连线大脑中的黑格尔》中，致力于在人类意识与全球AI系统未来融合的前提下分析主体性。关于连线大脑的说法可以追溯到埃隆·马斯克的一个想法，更准确地说，是“大脑与数字机器之间的直接连接，有时也被称为‘Neuralink（脑机接口）’”（Žižek 2020, 22）。如果这种“脑机接口的发展”（Žižek 2020, 22）在不久的将来或遥远的未来取得成功，人类不仅将通过Neuralink相互连接，还将成为软件程序的一部分，该程序可以通过扫描神经脑电波层面的过程来读取个体的潜在思想、幻想和判断。这种技术的前身被称为“Alter Ego（第二自我）”。它是由麻省理工学院的计算机科学家阿纳夫·卡普尔（Arnav Kapur）开发的。

Neuralink给人类带来的挑战构成了本书的核心问题。这些问题在七个章节和一个结论章中进行了探讨，部分呈现为递归且缺乏系统性排列的重复循环。它们涉及在类似于电影《黑客帝国》的人机关系下主体性的地位，以及关于无意识的作用，以及如果有一天大型企业能够访问我们的思想时社会权力关系的决定等问题。鉴于这些发展，想要坚持主体性的经典地位，或者假设主体性在所有这些新的生存条件下会保持不变，似乎确实是天真的。因为如果有一天主客体二分法和象征空间的介导由一块“主板”来管理，并且通过破译“神经元放电”使前语言的读心术成为可能，那么主体性将几乎不再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那样：那种不可还原的、完全个体化地成为自己的方式。

美国计算机科学家和未来学家雷·库兹韦尔（Ray Kurzweil）这样总结这种人机共生的愿景：“纳米技术、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和基因工程的融合将很快产生后人类存在”（引自 Žižek 2020, 90; 参见 Kurzweil 2005）。但是，这些后人类存在还能执行像调情这样简单的言语行为吗？——齐泽克问道。并且，如果思想、意图，也许还有秘密的幻想不仅彼此透明，而且对主板的管理者也透明，我们该如何想象精神上相互连接的人之间的关系？在这里，个体是否仍然作为人在象征性外部世界的舞台上相遇，或者后人道主义的交流是否承诺了一个我们从今天的角度还根本无法想象的集体共享经验领域？

尽管书名中引用了黑格尔的名字，但齐泽克并不将这部专著视为关于黑格尔将如何解释Neuralink挑战的评论。相反，齐泽克试图通过引用黑格尔来阐明，从黑格尔辩证法的角度来看，如何解释“精神”进步过程中被称为“奇点”的事件。在这种语境下，“奇点”一词指的是一种未来主义的“理念，即通过与他人直接分享我的思想和体验（一台读取我心理过程的机器，[] 也能将这些[思想]传递给另一个心灵）”（Žižek 2020, 24）。正如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所指出的，精神在其经验道路上的每一个发展阶段相对于自身都是“过剩的”，因为随着一种新意识形式的到来，同一意识形式的前史会像万花筒一样根据其各自新形态的新标准进行调整。由Neuralink带来的奇点未来也是如此。以前在精神与世界、或词与物之间进行中介的经典基本结构，可能在几年内就不复存在了。其结果可能是一个全球性的精神经验领域，“它像一个新型的神圣存在一样运作”。在这种情况下，“我的思想[]将直接融入宇宙本身的全球思维中”（Žižek 2020, 24）。

如果真的出现这种后人类主义的奇点，那么是否还存在一个客观的事态世界？主体性又如何应对其新的生存条件？齐泽克认为，从这些问题中衍生出三个研究领域，这些领域在《连线大脑中的黑格尔》一书中被反复提及——遗憾的是，很少是系统性的：(1) 澄清连线大脑的理论含义，(2) 在大脑连线条件下对自身的心智体验，以及 (3) 试图确定可能从奇点中产生的社会政治影响和权力关系。

失败的主体性的丧失

在介绍了本书论点的引言章之后，齐泽克在第二章中探讨了经验领域的后人类数字化是否会为新形式的警察国家控制铺平道路的问题。与马斯克所主张的神经元与人工群体智能的连接不会影响个人意志自由的观点（参见 Žižek 2020, 68）相反，齐泽克提出了反命题。事实上，他认为在技术意识条件下，“个体几乎无法保持”与自身以及与群体智能之间的“最小距离”（Žižek 2020, 69）。当机器根本不需要读取人类的思想，而是已经通过先于思想的神经元对应物获得了关于连接意识的充分信息时，问题就显现出来了。然而，由于我们人类在思考时恰恰没有体验到其背后发生的神经元过程，因此个体根本无法明白“我此时是否连接[到Neuralink]？因此，假设当我[]被连接时，我根本没有注意到我的内心生活对他人是敞开的，这难道不是更合理吗？”（Žižek 2020, 69）这让人想起用连接到遥控器上的老鼠进行的动物实验。它们是将自己被外部控制的运动体验为自身的自发表达，还是体验为操纵它们的外部力量的影响？

伴随着这些对心理因果关系和主观体验内容（感受质）的外部控制的分析，出现了一个更基本的问题：在Neuralink时代，主体性究竟还能如何被理解。毕竟，随着进入奇点，主体通过象征界的形构条件进行自我表达的失败（见第93章）也消失了。“我们总是无法用言语表达我们想说的话。同时，它们[言语]又把它[我们想说的话]表达得太多了，因为恰恰是在失败中并通过失败，它们揭示了比我们实际想说的更多的东西——我们主观意图的真相”（Žižek 2020, 67）。

齐泽克在此指出的是一个在后续章节中也会出现的主题：主体性依赖于其在象征界领域中外化的失败。如果这种依赖性被中断，就无法再理解主体如何还能接触到其最深处的内心。后者最终（也）被证明是主体无法外化的东西。但是，当能指链的世界不再决定主客体二分法，反之亦然时，这个最初无法被整合进能指秩序中的东西会怎样呢？在沉浸于人工群体智能的经验空间之后，主体还能否保持与自身的最小距离，作为其成为“我自己”的自身失败的反馈循环？换言之：“我们的个性能够挺过这种向奇点的过渡吗？”（Žižek 2020, 68）。虽然现代AI可能已经使我们异化，但这还不能证明这种自我异化从长远来看会使齐泽克提到的主体性与作为其自身之他者的自身之间的“最小距离”保持不受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将达到一种“智性直观”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被感知物与感知合而为一。然而，这种智性直观是否仍然是主体的直观，将不再得到保证。

本书的第三章具有历史性质。齐泽克在这里展示了20世纪20年代苏联的未来主义辩论。在这些辩论中，探讨了“生物宇宙主义”的可能性。这个概念指的是“庸俗唯物主义和诺斯替灵性的奇怪结合”（Žižek 2020, 73），俄罗斯革命家列夫·托洛茨基等人曾主张这一观点。人们期盼着这样一个未来：人类与其他生物和谐地成为集体化理性王国的一部分。机械化的集体主义取代了无产阶级的个人心理。然而，与Neuralink的未来情景类似，这里也出现了一个问题：如果人们不再“感觉”到热，而只是像温度计一样“记录”它，那么人们在体验层面上是否还存在。一段关于尼古拉·马勒伯朗士（Nicolas Malebranche）偶因论的插曲（参见 Žižek 2020, 76–77）探讨了身心之间的接口应该是什么样子。在生物宇宙主义时代，苏联主板的大他者将接管这一因果联系，而不是像马勒伯朗士那样以神作为因果联系来克服身心二元论。这也意味着，在苏联的机器未来主义中可以找到当代后人类主义的许多方面：“通过对人类的技术操纵向后人类阶段过渡，人类以此方式成为神灵的理念[]；在这个后人类阶段，个体身体之间的直接连接将取代通过媒介进行的交流的理念”（Žižek 2020, 79）。

随后，齐泽克还提到了俄罗斯诗人安德烈·普拉东诺夫（Andrei Platonow）。在他的一些文本中，他分享了通过未来的机器世界在技术上应对生活的希望。然而，他也看到了在这个过程的终点存在着失去某些忧郁和哀伤体验的危险——普拉东诺夫称之为“托斯卡（Toska）”。“在这种激进的政治-宇宙愿景中，共产主义中将没有托斯卡，因为共产主义将把最初让托斯卡产生的条件抛在脑后。这是我们所知道的时间的终结，因为对我们和我们的历史经验来说，时间是丧失和匮乏、痛苦和辛劳的时间”（Žižek 2020, 82）。

无意识的命运

本书最具洞察力的章节之一是第六章，该章致力于探讨Neuralink时代无意识的命运。正如弗洛伊德和拉康所揭示的，其地位是岌岌可危的，因为无意识逃避了蒯因的本体论公式——“没有同一性就没有实体”（Quine 1957）。它既不属于“存在的秩序，也不属于非存在的秩序”（Žižek 2020, 137）。人们也不能将无意识还原为与卡尔·荣格（Carl G. Jung）的著作相联系的实体性原型的领域。“无意识不是我更深层的现实，而是正如拉康所强调的，是一个未实现的、纯粹虚拟的潜能领域”（Žižek 2020, 201）。本章的指导思想在于进一步界定无意识：作为个体与各种质询实例之间移情关系的效果，而这种移情关系无法被转化为潜在的实证主义算法。因为无意识既不能作为未实现之物的受外部决定的反思循环，在科学因果原则的框架内被还原为各种创伤、压抑和被误解的质询，也不能被还原为主体的想象力。

“无意识既不是例如我与父亲的创伤性关系的原始现实，也不是我与分析师关系的当前现实，而是两个真实实体之间空间中的第三个纯粹虚拟的量”，即父亲和分析师，“它们是我现实的一部分”（Žižek 2020, 139）。在这里，我们可以这样理解齐泽克：无意识在过去的（且永远无法清晰列出的）事件与意识的反思能力对其进行的永久重新界定之间的反思循环中展开。意识必须在不断变化的象征形式的文化环境中不断重新定位自己。同样因为这个原因，只有当我的反思意识有可能从未来不断地重新与过去建立联系时，那种无意识地困扰我的东西才能被解释为“仿佛存在于过去”。

齐泽克试图用进一步的类比来解释无意识在过去和现在之间这种不可历史化且无法用实证主义界定的状态。因此，他谈到，恰恰在电影改编未能忠实于原著小说的那个时刻，小说与其后来的电影改编之间出现了一个“虚拟的参照点”。但不仅如此：小说本身也可能突然落后于其所追求的完美目标。齐泽克提到了1991年根据埃德加·L·多克托罗（Edgar L. Doctorow）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比利·巴思盖特》（Billy Bathgate），他写道：“电影并没有‘重复’它所基于的小说；相反，两者都‘重复’了那个不可重复的虚拟‘客体 = X’，即‘真正的’小说，它的幻影是在从实际小说到电影的过渡中产生的”（Žižek 2020, 140）。

齐泽克在这里通过电影和原著小说的类比，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上述将无意识定义为未实现之地的含义：将无意识解释为所有在未实现层面上以不断新的方式困扰主体的事物的虚拟参照点。“那个不存在的‘更好的书’是这两部现有作品所重复的（也是它们都失败的地方），正是它维持了两者之间的距离，是两者之间的中断，也就是它们的无意识”（Žižek 2020, 140）。

由此，对于Neuralink时代主体性地位的界定产生了一系列问题。例如，人们不再清楚，在个体进入奇点的时刻，是否还能建立起弗洛伊德和拉康所分析的那种无意识。假设这是可能的，那么一台数字机器是否还能哪怕是初步地把握未实现状态，依然值得怀疑。毫无疑问，任何由计算机控制的超级矩阵作为奇点的经验空间，都可以在具有明确同一性标准的实体之间建立参照点。但是，对于那些“本身并不存在，而仅仅作为虚拟参照点存在于一个既非存在又非非存在的阴影领域中”的东西（Žižek 2020, 146），情况又会怎样呢？数字机器能够处理这种“缺席物”吗，即“构成我经验流基础的虚拟参照点”？（Žižek 2020, 147）这将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些虚拟参照点可能正是那种尽管处于“缺席状态”，却赋予个体生活最多意义的媒介。

作为奇点中的无名者

既然无意识是“关于意识内容的无意识反思性”，那么在Neuralink和奇点时代，主体的地位就岌岌可危了。“在这里，弗洛伊德-拉康式的分裂主体，即在意识的自我体验与无意识的信念和态度之间分裂的主体，会发生什么？Neuralink的整个理念[]难道没有忽视无意识，并将我们还原为传统的具有自我意识的主体性吗？”（Žižek 2020, 201）也许主体性的反思维度仍然能够抵御对奇点的沉浸。这种抵抗可能是什么样子，齐泽克在第七章中通过回顾塞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的小说《无名者》进行了阐明。

贝克特创作的三部曲中的第三部小说出版于1953年。小说的标题具有纲领性，因为文本呈现了一个没有波澜的自我的视角，它在不断重复的词语瀑布中不断描述自己的自我状态及其环境（参见 Beckett 1959）。这部小说没有具体的故事情节。这个依赖记忆、喋喋不休的自我虽然反复提到其他角色，提到了马胡德（Mahood）和沃姆（Worm），但仍不清楚他们是真实的人物，还是说话的“我思”在歇斯底里的独白中的幻想。

齐泽克对贝克特的场景作为一种反乌托邦的实验设置感兴趣，因为它在比喻的意义上说明了奇点经验世界中主体性的地位。虽然在这个世界里有语言，但它“作为一种前象征的、不稳定的幻觉，一种没有法则的幻觉而起作用”（Žižek 2020, 154）。在贝克特那里，说话的自我作为“我思”停留在主体性的“零度层面”。它生活在“没有大他者来确保世界理性秩序的情况下。因此，在《无名者》中，我们永远无法达到（完全建构的）现实”（Žižek 2020, 155）。在这个意义上，进入奇点无异于“使我们的出生被抹除”（Žižek 2020, 166）。个体被剥夺了成为一个自我并面对客观现实的机会（参见 Žižek 2020, 168）。

正如上述章节的选择所表明的那样，这部著作汇集了齐泽克的大量创新见解，他借助其主体哲学人类学的广泛知识储备深化了这些见解。这使得该出版物成为对AI主题的独特分析，在有关该主题的专业文献中是绝无仅有的。与此同时，这部著作也存在一个根本性的缺陷，这可以归咎于缺乏系统性。论点往往被新论点如此迅速地取代，以至于很少有思路在概念上被严谨地贯彻到底。但是，即使这部专著在对当代AI的系统性探讨层面上有所欠缺，关于潜在反乌托邦未来中主体性地位的众多见解在哲学上仍然是有价值和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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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4月，齐泽克在卢布尔雅那大学哲学院的硕士论文答辩是一件大事。那时，齐泽克在大学圈子里已经获得了相当高的知名度，这无疑部分归功于他的古怪性格；但这只是作为轶事的补充说明。在他求学期间，每个人都立刻意识到了他的才华，无论是他的教授还是他的同学（我就是后者之一）。他关于海德格尔的毕业论文于1972年以小册子的形式出版，题为 Bolečina razlike（《差异之痛》），一个学生能立刻根据自己的毕业论文出版一本书，这在当时是一件新鲜事（参见 Žižek 1972a）。该书出版于著名的 Znamenja（符号）丛书，由传奇教授、海德格尔学者杜尚·皮尔耶维奇（Dušan Pirjevec）主编。该丛书创办于1968年，展示了文学和人文学科领域的现代先锋派作品。这展示了齐泽克哲学起步的背景（参见 Sorenson 2021）。该丛书非常有影响力，尽管社会主义当局对其持轻视态度。有人批评其所谓的虚无主义和反社会主义倾向，但这并没有阻止该丛书的出版。

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1972–1974年），齐泽克致力于研究当时风靡一时的法国结构主义。齐泽克无疑成为了斯洛文尼亚乃至更广泛地区该领域最伟大的专家（与他当时的朋友拉斯科·莫奇尼克 Rastko Močnik 一起）。回顾过去，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内，很难找到多少人能如此清晰地意识到当时作为法国大“风尚”而流传的思想的意义和影响（部分原因也是由于“五月风暴”及其政治影响所引发的热情）。我能想到的唯一可与之相提并论的尝试，可能只有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出版的《语言的牢笼》（The Prison-House of Language，1972年出版）一书。据我所知，齐泽克当时并不知道詹姆逊的这本书，但当他们二十年后相遇时，成为好朋友和同事也就不足为奇了。

硕士论文及其余波

齐泽克的硕士论文题为“当代法国结构主义的哲学与实践影响”。这是一部深入且篇幅宏大的著作（363页密密麻麻的打字稿），试图赋予“法国理论”以意义，介绍其基本原则，分析其主要代表人物，并评估其应用与雄心。

当时我读到它时，立刻认为这是一部开创性的著作，它深入探讨了当时最紧迫的理论问题，博学而清晰，风趣且开阔了新的视野，是一座里程碑。因此，当（1974年10月提交的）硕士论文未被评审委员会通过时，这令人大感意外，甚至震惊。其原因并非在主题处理、方法或参考文献方面存在任何缺陷（报告甚至承认该著作是对结构主义极其具有启发性和全面的分析），而是因为它与马克思主义的联系不充分且存在问题。

人们必须牢记当时的背景。南斯拉夫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是官方意识形态，其结果是所有哲学院都被要求推广马克思主义哲学。但在1948年约瑟普·布罗兹·铁托与约瑟夫·斯大林决裂之后，这是一种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强烈批评斯大林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南斯拉夫形式的批判马克思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方法相呼应（尽管内部存在许多分歧）。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是大自由化的时期，其标志是在萨格勒布出版的《实践》（Praxis）杂志和科尔丘拉（Korčula）夏令营。1964年至1974年间，马尔库塞、弗洛姆、布洛赫、列斐伏尔、索恩-雷特尔、哈贝马斯等众多嘉宾参加了这些活动。然而，到了70年代中期，自由化时代结束了，因为党认为自由开放对引入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政治纲领构成了危险。随之而来的是一个封闭的时代，党重新掌控了局面。1974年，《实践》杂志遭到镇压，夏令营被停办。一些与这两者有关的人失去了工作。（关于大致情况的良好概述，请参阅信息丰富的维基百科条目：“Praxis School”，检索于2023年12月1日）。

到了70年代中期，人们再次期望，任何对非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资产阶级”哲学的探讨，都必须包含对其的马克思主义批判，或者至少在口头上承认马克思主义方法的优越性。齐泽克并没有做出这种口头上的表态，尽管很明显，无论当时还是现在，马克思都是他最重要的参考点之一——但这种参考方式并不符合官方路线的喜好。在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包括南斯拉夫，只要你在口头上顺从，做一个非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是问题。相比之下，以异端的方式追随马克思要危险得多。那些这样做的人很快就会被视为内部敌人，并可能（像后来的齐泽克那样）陷入麻烦。

对硕士论文的第一份评估报告并非完全否定。在对精确的分析和复杂的论证进行了一番赞扬之后，委员会坚持要求对论文进行修改。他们要求增加一章，让候选人在其中阐明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这种要求并不常见，至少在这个自由时代和斯洛文尼亚是不常见的。此外，鉴于齐泽克被广泛认可的才华，这一要求被认为尤其成问题。

齐泽克别无选择，只能满足这一要求。他写了一个附加章节，即一个附录，在其中阐述了他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独创性理解。当论文再次提交时，委员会的第二份报告正式接受了它，从而为答辩铺平了道路。但很明显，委员会并不特别欣赏添加的文本。它似乎让他们感到惊讶。这不是委员会所期望的。增加的章节不是口头上的敷衍，而是对马克思主义遗产的严肃探讨。但恰恰是这一点，让作者齐泽克的毕业事宜变得更加糟糕。

口头答辩本身（即严格的口试）是一个充满紧张气氛的事件。我亲身经历了这一幕。报告厅里挤满了人，不得不搬来额外的椅子，空气十分凝重。委员会由四位最重要的哲学教授组成，他们是当时斯洛文尼亚哲学界的最高权威，其中包括导师（鲍里斯·马耶尔 Boris Majer），他同时在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担任高职。虽然导师鲍里斯·马耶尔在1971年确实出版过一本关于结构主义的小书（参见 Majer 1971），但委员会的其他三位成员（博日达尔·德贝尼亚克 Božidar Debenjak、弗拉内·耶尔曼 Frane Jerman 和 沃扬·鲁斯 Vojan Rus）除了对路易·阿尔都塞有一点边缘性的兴趣外，从未真正对法国结构主义感兴趣。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对官方立场构成了威胁。马耶尔的书由官方的党派出版社“共产主义者”（Kommunist）出版。修订后的第二版于1978年出版，塞尔维亚语译本于1976年出版（贝尔格莱德：Kommunist）。马耶尔在1970/71学年还开设了一门关于结构主义的课程，齐泽克和我都参加了。马耶尔的专著是南斯拉夫出版的第一本结构主义导论，因此引起了浓厚的兴趣。结构主义是新事物，且正流行。没有人真正知道该如何理解它，因此马耶尔的研究被视为有用的入门书，但实际上它过于简单且具有误导性。这本书没有触及关键问题，其范围非常有限，其主要目的是在这种看似危险的新思潮站稳脚跟之前，对其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相比之下，齐泽克的立场极其扎实，基于大量且全面的原创分析，并且绝没有遵循其导师所提出的马克思主义批判的官方路线。

答辩是一场漫长、艰难且痛苦的折磨。几乎没有提出关于论文主体部分、关于齐泽克分析的有效性和哲学意义的严肃问题，而当其中一些问题最终在讨论中被提及时，委员会不得不咬牙切齿地承认齐泽克卓越的能力。问题大多具有攻击性。毫无疑问，委员会不喜欢这篇论文。他们主要批评后来添加的附录，该附录涉及结构主义的更大政治影响及其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其中一名委员提出了一系列问题，没有一个与硕士论文的主题相关。它们完全涉及世界政治局势、南斯拉夫在其中的作用、南斯拉夫自治的优势等等。唯一与主题相关的争议点是阿尔都塞的反人道主义问题（见第52章）。它太明显地与马克思的人道主义解释相矛盾，而这种解释既是官方党派路线所规定的，也是更具“异见”色彩的《实践》派群体所主张的。齐泽克对阿尔都塞方法的批判性辩护最终没有得到好评。尽管他不是阿尔都塞的追随者，但他自己对这位法国马克思主义者相当尖锐的批评，恰恰没有把反人道主义作为分歧的关键点。

在后来的场合中，他在谈到这个充满冲突的话题时反复提到，阿尔都塞是一个症候点，在这个点上，官方马克思主义者、异见人士、海德格尔主义者等突然达成了一致，携手对抗一个共同的敌人。大约三个小时的考试结果是，齐泽克被授予了硕士学位，尽管伴随着明显的疑虑。他的专业知识得到了认可，但他的哲学立场被认定为存在问题。

符号，能指，书写

这产生了直接的、非常实质性的后果。当他注册攻读硕士学位时，齐泽克在1972-1974年期间被聘为哲学系的实习生。这是一个非常卑微的职位，使他能够资助自己的学业。当时，他被明确承诺在实习期满并完成硕士学业后，将获得一个研究助理的职位。这个承诺是公开且众所周知的，这种前景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因此，当硕士论文相关事件发生后，这个承诺立刻被默契地遗忘时，人们感到更加震惊。于是，齐泽克在1975年失业了，而且他刚结婚不久，还要抚养一个小儿子。他不得不服了一年兵役，靠翻译和偶尔发表文章维持生计。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几年后，那些阻止他在大学任职的人给他提供了一个明显大材小用的其他职位。他的失业状况被认为是一桩丑闻，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时期，失业通常是很少见的。偏偏是齐泽克遭遇失业，这一事实显得令人费解。此外，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哲学系进行了扩建。设立了三个新职位，而原本为齐泽克预留的职位被一个资历远不如他的人占据了。尽管齐泽克本人后来从不愿将自己描绘成受害者（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垮台后，许多人声称自己是受害者并以此谋取仕途），但很明显，这是一起政治压迫事件。

齐泽克的硕士论文从未以斯洛文尼亚语出版（与他几年前的毕业论文不同）。政治气候变得更糟。前面提到的 Znamenja（符号）丛书被暂时停办——部分原因也是由于主编在1977年因病去世。硕士论文的一些部分作为独立文章发表在斯洛文尼亚的人文学科期刊上（Problemi, Časopis za kritiko znanosti, Anthropos）。但既没有出版成书的提议，也没有这种前景。与此同时，齐泽克在南斯拉夫的其他地区已经声名鹊起。贝尔格莱德一家名为 Ideje（思想）的学生出版社提出以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译本出版这本书。翻译工作大部分由齐泽克亲自完成（然后进行了编辑，今天不得不说，编辑得很差），他借此机会对其进行了修改，删减并增加了一些部分。与硕士论文相比，他基本上删去了关于诠释学（关于伽达默尔和哈贝马斯）、关于列维-斯特劳斯和关于阿尔都塞的章节，但保留了后来添加的附录。该书题为 Znak, označitelj, pismo: Prilog materijalističkoj teoriji označiteljske prakse（《符号，能指，书写：对能指实践的唯物主义理论的贡献》），于1976年在贝尔格莱德出版。这部相当厚重的著作（338页）在受欢迎的平装本丛书 Mala edicija Ideja（思想袖珍版）中出版，发行量相对较高，达到了3000册。

它一经出版便大获成功，很快售罄；但没有再版。继当地斯洛文尼亚天才的光环之后，这部著作奠定了齐泽克在南斯拉夫的声誉，使他成为一个广为人知的人物。他被认为是法国结构主义和精神分析学最重要的专家，此外，他还是为黑格尔哲学遗产带来新转机的人。奇怪的是，直到十三年后，即1989年《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出版，才在国际读者中取得了类似的突破。这本书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成功。这部作品似乎奇迹般地凭空出现，但实际上，其中的一些部分、措辞、例子和见解都源自十年前。

齐泽克早期的出版物很难读懂。他的第一本书 Bolečina razlike（《差异之痛》）预设了读者熟悉海德格尔和德里达（以及一点拉康）。这是理解齐泽克对这两位作者略显晦涩的批评的前提。因此，他花了一些时间才找到自己的哲学方法，以及他那不可模仿的风格——在这种风格中，深奥的论点被清晰、明确地呈现出来，并配以一系列有趣的例子。

他首次尝试描绘法国结构主义版图的是他的文章“Temna stran meseca”（《月之暗面》）。该文于1972年分三部分发表在《问题》（Problemi）杂志上，随后作为独立出版物发行，印数极少（参见 Žižek 1972b）。尽管出版年份相同，但这些文本的写作时间比 Bolečina razlike 晚了一年（参见 Žižek 1972a）。人们已经能感觉到语气的变化：文本不再那么强烈地预设一个专业的读者，而是试图向感兴趣的读者介绍新的理论和视野。（第一部分探讨了列维-斯特劳斯、福柯和阿尔都塞，第二部分主要探讨拉康，第三部分探讨雅克·德里达、朱莉娅·克里斯蒂娃、吉尔·德勒兹和“原样” Tel Quel 团体）。硕士论文和《符号，能指，书写》（Znak, označitelj, pismo）（Žižek 1976）一书是朝着普及化迈出的又一大步，同时也是对法国理论新思想的严肃和批判性探讨。齐泽克试图为每个人提供一个入口，并通过他实践理论的方式表明，理论提供了一场充满乐趣和启发性的冒险。这是《符号，能指，书写》一书获得成功的第一个重要原因。在那个时候，理解结构主义的意义仍然很困难。它是一个谜。因为，为什么像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这样的人类学家、米歇尔·福柯这样的历史学家、雅克·拉康这样的精神分析学家、罗兰·巴特这样的文学批评家、罗曼·雅各布森和埃米尔·本维尼斯特这样的语言学家、阿尔都塞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等等，会共同构成一种哲学思潮，而且这种思潮还极其流行和具有影响力？现在，有一位作者能够提出一种连贯的叙述，将所有这些人物联系在一起。他指出了他们的共同点和巨大差异，对他们中的每一位进行了批判性的探讨，此外还大致勾勒了这一思潮一方面与海德格尔的计划、另一方面与法兰克福学派的关系——并简短地涉猎了分析哲学领域。当然，当时也有一些教科书和简短的导论；但实际上，它们都已过时且寿命短暂，而齐泽克的书在近五十年后似乎依然具有现实意义。正如我之前所说，几乎唯一可与之相提并论的尝试是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著作，但其分析的重点有所不同。

《符号，能指，书写》（Znak, označitelj, pismo）一书分为六章。第一章“符号/能指”大致介绍了结构主义的一些基础知识：结构、差异性、符号与能指的区别、对柏拉图《克拉底鲁篇》和亚里士多德符号理论的切入、弗洛伊德的方法、多重决定（过度决定）的动机、结构与历史性的关系、拉康对能指/所指的颠倒等。第二章题为“能指代表另一个能指的主体”，深化了结构与主体性之间的关系。其中简明扼要地涉及以下主题：拉康的主体理论、象征性阉割、象征界与想象界及实在界的关系、弗洛伊德的 Fort-Da（消失-出现）游戏、对“元语言”的拒绝、自然与文化的区别、精神分析与诠释学、大他者的维度、jouissance（享乐）等。第三章“拉康与批判理论”则探讨了标题中提到的这两个思想流派之间的关键差异。它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提出了对法兰克福学派方法缺陷的批评，涵盖了以下主题：无意识作为必须被反思性地重新占有的异化核心，这有别于将无意识理解为提供解放潜力的思想和真理之所；对作为意识形态盲目之所的自主自我的批评，对比去中心化的主体；对哈贝马斯（特别是1968年的《认识与兴趣》）、阿尔弗雷德·洛伦泽（Alfred Lorenzer）、马尔库塞的“额外压抑”、“压抑性去升华”和“爱欲-死本能”（Eros-Thanatos）概念的批评；对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的《启蒙辩证法》的探讨等。第四章“实践与真理：黑格尔”试图在结构主义事业（特别是拉康的）与黑格尔辩证法遗产之间建立一系列联系。涵盖的主题包括：黑格尔的现象学作为影响真理标准的认识过程；将主体纳入康德的“物自体”；通向绝对的道路作为绝对本身的一部分；绝望的概念；现象学过程与分析过程之间类比的局限性；对卢卡奇和法兰克福学派传统中黑格尔解释的批评，以及对阿尔都塞方法的批评；最后是对黑格尔本人的批评，因为他的否定性概念被认为不够激进，存在不足。以下是文本中的一段引文：“能指是黑格尔辩证法中被压抑的维度，它无法想象超越有限的、有穷的否定的否定性[]因此也无法理解纯粹的差异。[]黑格尔的辩证法表现为一个目的论过程，即一个没有任何东西丢失的终点的自我实现”（Žižek 1976, 229；德文译者 M. D.）。齐泽克在那个时候仍然对黑格尔提出了一些标准的反对意见，后来他认为这些意见是不准确的。

第五章“能指/书写”介绍了经典结构主义在德里达的书写概念，特别是朱莉娅·克里斯蒂娃所主张的“意指实践”（signifikante Praxis）方面的进一步发展。有趣的是，齐泽克当时认为克里斯蒂娃的立场超越了拉康——部分原因是她持有更激进的否定性观念。但齐泽克很快就放弃了这种态度。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在《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1989）中，克里斯蒂娃的名字从未被提及。第五章还包括对黑格尔“主奴”辩证法的解读、劳动与语言的二分法、语言作为能指过程的无限否定性、德里达在限制经济学与普遍经济学之间的对立，其中黑格尔和马克思最终仍然受限于限制经济学。德里达1967年《书写与差异》（L’écriture et la différence）中著名的文章《从限制经济学到普遍经济学：毫无保留的黑格尔主义》（De l’économie restreinte à l’économie générale. Un hégelianisme sans réserve）对当时的齐泽克来说尤为重要（参见 Derrida 1967）。

最后，《符号，能指，书写》的最后一章以“书写理论。一种关于‘人的生产’的唯物主义理论”为题，呈现了上述提到的“附录”，这是齐泽克为了解释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而不得不写的。齐泽克将这种外界强加给他的要求视为严肃探讨马克思主义的契机。接下来，将在总体概述的框架内介绍这一章。虽然进行更深入的反思和分析是合适的，但由于篇幅所限，在此无法展开。

Notes


[1]: 卢布尔雅那大学，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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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作为国家学说的马克思主义的交锋

齐泽克以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一段话——更准确地说，是1884年第一版序言中的一段话——作为《符号、能指、书写》（Zeichen, Signifikant, Schrift）最后一章的出发点。恩格斯在那里写道：

“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分工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劳动越不发展，其产品的数量越受限制，[] 社会制度就越是表现为受血缘纽带的支配。[] 这种以血缘团体为基础的旧社会，由于新发展起来的社会阶级的冲突而被炸毁；代之而起的是组成为国家的新社会，而国家的基层单位已经不是血缘团体，而是地区团体了。在这种社会中，家庭制度完全受所有制支配，其中现在自由发展着那些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这些对立和斗争构成了直到今日的全部成文史的内容。” (Engels 1884, 27–28)

这段话令人惊讶。它断言历史的决定性因素是生产，这符合一般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但紧接着，生产就被定义为包含两“种”：一方面谈论作为物质生产的劳动，另一方面谈论人类自身的生产、家庭、亲属关系，简而言之，即广义上涉及普遍进入文化的事物。然而，这段话似乎与关于劳动、生产力、生产关系等处于核心地位的“信条”相矛盾。恩格斯所谓的“人类自身的生产”，在唯物史观中被假定为与劳动具有同等地位。事实上，苏联马克思主义认为这段话是有问题的，因此所有苏联（以及东欧）的版本都在此处加了脚注。这些脚注要么警告这种表述具有误导性，要么对恩格斯所谓的错误提供纠正。

然而，这种思路的萌芽早在四十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5年撰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中就能找到。那里有一段令人费解的话：“到目前为止，我们主要只是考察了人类活动的一个方面——人对自然的改造。另一方面，人对人的改造……”省略号（Marx und Engels 1978, 36 Fn.）。这句话在手稿中中断了，也就是说，所谈论的“另一方面”完全悬而未决。尽管如此，人们可以看出，生产的双重性质是一个长期存在的观念。

齐泽克的论点首先非常简单：虽然大部分马克思主义致力于将物质生产作为劳动进行分析（这种分析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得到了扩展，并在此框架内寻找革命性变革的基础），但对“另一方面”，即人类自身的生产，却很少给予关注。在这里，结构主义（连同精神分析和能指实践 [signifying practice]）为马克思主义这另一方面的唯物主义分析提供了一个强大的工具，这一方面并不比劳动和经济缺乏唯物主义色彩。

即使恩格斯将家庭和亲属关系作为这“另一种”生产的突出特征，他也含蓄地将其视为自然赋予之物的延续（例如，就其依附于血缘关系的形式而言）。然而，正是在血缘关系这一领域，列维-斯特劳斯在1949年的《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一书中迈出了结构主义最根本的步伐之一（参见 Lévi-Strauss 1949）。事实上，列维-斯特劳斯（与恩格斯相反）令人印象深刻地揭示了亲属关系中没有任何自然的东西，自然包含了符号结构的介入，并且只能通过能指的逻辑、通过作为与自然决裂的象征界维度来解释。此外，精神分析表明，家庭在本质上被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所渗透。它标志着象征法则对家庭关系“自然性”的介入。因此，结构主义恰好从恩格斯中断其句子的那个地方开始了。

但结构主义的这种方法绝不局限于家庭和亲属关系问题。它暗示了一个更广阔的文化领域，该领域基于能指的结构和过程，从而基于齐泽克统称的能指实践（signifying praxis）。

值得一提的是，将《符号、能指、书写》一书副标题中的词组 označiteljska praksa 直接翻译为“符号实践”（zeichenhafte Praxis）是具有误导性的。它给人一种印象，即这是一种旨在追求意义和意谓的实践。但在这种情况下，它将涉及符号的逻辑（指称和指代的逻辑），而不是能指的逻辑。因此，更准确的翻译是“能指实践”（Praxis des Signifikanten）。它指向一个由否定性驱动的维度，该维度抵制符号的逻辑并扰乱既定的意义。

齐泽克现在断言，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谈论的这“另一方面”，即能指实践，连同劳动过程（即使用对象的生产或对自然的改造），用马克思主义的词汇来表达，属于“经济基础”，而不能局限于“上层建筑”——即作为意识形式的意识形态、宗教、艺术等。那么，应该如何理解实践的这两个方面（产品生产实践和人类生产实践）之间的关系呢？恩格斯认为，作为劳动的生产发展水平低下，带来了亲属结构的统治，以及更普遍的意指实践（signifying practices）的支配地位（例如，参见列维-斯特劳斯所展示的“原始”思维的复杂性，这种思维中神话的丰富性与极其贫乏的使用对象生产方式完全不成比例）。恩格斯甚至暗示，史前时期经济发展的低水平形成了一种消极性质的经济基础。生产力的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私有制、阶级社会等的出现，将能指实践降到了次要地位，而这一切都与“直到今日的全部成文史的内容”（Engels 1884, 28；原文强调）相吻合。

那么，如何理解生产这两个方面的关系呢？齐泽克认为，将它们视为同一包罗万象的生产“属”下的两“种”，作为整体的两个部分中立地共存，是错误的。齐泽克指出：“人们应该强调这两种实践根本上的不对称特征，即缺乏一个普遍的媒介，即‘属’，使得我们可以谈论‘两种实践’。它们并不是共存的，而是一种实践（生产实践）的出现起到了压抑另一种实践（能指实践）的作用”（Žižek 1976, 309–310；德文译者 M. D）。

更准确地说，压抑能指实践的不是物质生产的出现，而是其支配地位和主导地位，它将能指实践从属于符号体制（regime of the sign），以对立于能指体制。因此，并不是说能指实践变成了一个无关紧要的次要舞台；相反，它被转化为符号的逻辑，这种逻辑等同于在生产中占主导地位的“工具理性”。换句话说：符号的逻辑可以被解释为主导逻辑，根据这种逻辑，一个符号为一个主体代表一个客体（与能指相反，能指“为另一个能指代表主体”）。符号体制伴随着商品、货币和市场宇宙的出现而产生。它中和了能指具有颠覆性的否定属性，并使其与商品生产、交换以及最终与工具理性相一致。随着符号体制占据主导地位，“食物[]的生产”（Engels 1884, 27）转化为商品的生产。后者与符号体制相伴而生。

商品生产与能指实践

但齐泽克的论点更为激进：对能指实践的阐述对物质生产（劳动）领域本身的核心作用提出了质疑。“生产实践的特征（‘限制性经济’、目的理性活动等）以压抑‘普遍经济’、非经济剩余和欲望的悖论为前提”（Žižek 1976, 310；德文译者 M. D.）。因此，生产（劳动）本身属于德里达所说的“限制性经济”领域，即有限的否定性，这是一种将其目的置于自身之外、遵循工具理性及其合理性的活动，而能指实践则可以触及普遍经济，并将自由作为纯粹的自在目的来追求。这最终（尽管以一种非常奇特的方式）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的著名论断相一致，齐泽克在其书中引用了这段话：

“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 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他们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进行合理的调节，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但是，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 (Marx 1964, 828)

因此，马克思本人将生产领域描述为有限的和受限的。在这个领域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对作为必然王国的生产过程实行共同控制，但这还不是“真正的自由”，而只是自由的前提。齐泽克则将这种存在于生产领域本身彼岸的真正自由，与一种部分带有乌托邦色彩的能指实践愿景联系起来。这种自由随着商品生产的出现而被压抑了。简而言之，问题不在于我们将停止生产，而在于我们必须“作为‘新主体’进入生产过程本身，从而使‘限制性经济’不再占据统治地位。[] 生产领域本身将被享乐经济所包围，从而使‘普遍经济’为整体定下基调”（Žižek 1976, 329；译者 M. D.）。

这听起来像是齐泽克式的关于解放过程的乌托邦愿景，然而它恰恰会质疑生产领域，而生产领域曾是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硬核，并与阶级社会的核心相吻合。必须有一种放弃物质生产中心地位的另一种解放视角。在另一处，齐泽克甚至谈到了“将生产实践的无产阶级激进化为能指实践的无产阶级立场”（Žižek 1976, 324；德文译者 M. D.）。齐泽克援引了马克思主义命运的更宏大历史视角，其中关键事件是“非事件”，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无产阶级革命的失败。这导致苏联革命仅局限于俄罗斯，从而引发了斯大林化进程。齐泽克再次指出：

“[无产阶级革命的]崩溃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望的、并以其名义发言的那场革命的崩溃[]。这一奠基性事件的失败——德国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欧洲无产阶级的失败，尽管具备了革命的‘客观’条件，所谓‘主观因素’却遭遇了失败[]——构成了随后整个局势的根源：从苏联革命的斯大林化到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后者是资产阶级对这种‘客观’革命形势危机的回应。” (Žižek 1976, 298–299; 德文译者 M. D.)

无产阶级的这种失败不仅是不幸环境的结果，而且必须作为“失败的意识”（Marcuse 1965, 147）来反思，它指出了革命项目本身的不足。经典马克思主义必须受到质疑并被重新思考。“正如卢卡奇本人在他最后的一次采访中所说，在这次失败之后，作为对当代局势的根本革命性回应的马克思主义，已不再存在于‘经典作家’[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提出的水平上”（Žižek 1976, 300；德文译者 M. D.）。法兰克福学派充分将这一失败作为出发点加以考虑，但仍然提供了一种不充分且有限的回应（这体现在齐泽克对作为范式的《启蒙辩证法》的批判中），因此必须动用新的资源，而这些资源恰恰可以通过结构主义开辟的新视野来提供，前提是它们得到正确的思考。

总而言之，齐泽克对澄清其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要求所作的回应如下：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意味着要有勇气质疑经典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教义（人们甚至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那里就能找到对这一观点的印证），这不是为了抛弃马克思主义，而是为了重塑、改造和扩展其解放项目。对马克思主义正统观念仅仅停留在口头上的认同——这正是人们对齐泽克的期望——将意味着背叛对马克思主义项目的忠诚。因此，人们可以这样表述齐泽克对委员会的含蓄回应：你们敦促我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实际上你们以正统的名义并没有认真对待马克思。无论人们对这一论点的具体细节有何看法，齐泽克的立场都是勇敢的，并且他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我以一个简短的总结作为结束。本文的意图是展示齐泽克早期发展中一个特别具有启发性的时刻，即他的硕士论文及其背景。他的早期发展在西方学术界仍然鲜为人知，在西方学术界看来，齐泽克直到1989年才仿佛凭空出现。然而，在这次亮相之前，是长达二十年的辛勤工作——包括在正在形成的卢布尔雅那精神分析学派背景下，一群哲学家的集体工作，我很幸运能成为其中的一员。前面提到的硕士论文是这一过程中特别重要的一步。它表明，齐泽克当时正在探讨的主题，正是他几十年后在其最著名的著作中将要处理的主题。因此，人们也应该避免对齐泽克的作品进行分期（在“尚未”和“已经”的意义上）的陷阱。如果在近半个世纪后重读这篇硕士论文，人们只能说，就他从未完全相同而言，他还是“同一个齐泽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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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所有事物都是矛盾的吗？齐泽克与布兰顿论黑格尔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遗产

Dominik Finkelde[1]

Dominik Finkelde

Email: dominik.finkelde@hfph.de

罗伯特·布兰顿（Robert Brandom）是一种以实用主义和德国唯心主义为导向的哲学——即所谓的“推理主义”（Inferentialismus）——的创立者，他与罗伯特·皮平（Robert Pippin）同属齐泽克（Žižek）进行过特别深入探讨的黑格尔主义者。考虑到这位斯洛文尼亚哲学家在大量出版物中强调解释差异的坚决态度（参见 Žižek 2008, 2016, 2020, 2022），对他而言，这似乎关乎黑格尔哲学的遗产这一重大问题。对布兰顿却不能这么说。他只接受过一次左翼黑格尔主义者齐泽克向他抛出的挑战（参见 Brandom 2020）。

由此展开的辩论极其有趣，因为它在相互排斥的思想传统语境中揭示了各自不同的黑格尔。齐泽克的接受受到了亚历山大·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让·伊波利特（Jean Hyppolite）、热拉尔·勒布伦（Gérard Lebrun）等人的启发，主要将其置于辩证唯物主义的传统中。相反，罗伯特·布兰顿则认为黑格尔预见到了分析哲学某一特定学派的见解。除了威尔弗里德·塞拉斯（Wilfrid Sellars）和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之外，他特别提到戈特洛布·弗雷格（Gottlob Frege）作为重要的权威依据。这位《概念文字》（Begriffsschrift）的作者和谓词逻辑的共同创立者，以其对概念和专有名词的语义角色、句子的逻辑结构以及被贴上柏拉图主义标签的“概念唯心主义”（Begriffsidealismus）的分析而闻名。后者将具有真值能力的思想置于主观意见和客观事态之间的“第三域”（drittes Reich）中。这保证了像我们人类这样具有历史偶然性的存在，能够在判断中涉及自在存在的现实的永恒有效事实。布兰顿对弗雷格思想的这一方面很感兴趣。这有助于他将黑格尔解释为语用语义学理论的代表。借此，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关于黑格尔是一个前康德形而上学家的灾难性论断（参见 Russell 2004, 780–796）被驳倒了——而且是使用分析哲学某些传统的概念工具来驳倒的。除了上述名字（弗雷格、维特根斯坦和塞拉斯）之外，这些传统还将布兰顿的语义实用主义与唐纳德·戴维森（Donald Davidson）和约翰·麦克道威尔（John McDowell）等作者联系起来。“在这个很大程度上是功能主义的图景中，意义是参照使用来理解的”（Brandom 2021, 16）。

这样一来，就引入了两个截然不同的语境——辩证唯物主义和语义实用主义。一方面，我们有布兰顿的黑格尔，他从上述作者，特别是从弗雷格出发，阐明了一种“概念唯心主义”。这个黑格尔既是哲学理论的，也是哲学实践的。另一方面，齐泽克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与马克思共同主张对抗本体论的黑格尔。在这里，黑格尔并没有表现为弗雷格式的概念唯心主义者，在一种“具有教化目的的语义学”（Brandom 2021, 980）中将精神与世界日益结合，直到产生一种常识实在论。相反，我们在这里遇到的黑格尔是激进辩证法和否定性的思想家。在这个语境中，知识和真理在冲突中围绕着客观联系的结构旋转，在其中“没有一个环节不是沉醉的”（Hegel 1986, 46）。在齐泽克看来，精神的进步并不像布兰顿那样被解释为精神与世界和解的目的论过程（详见后文），而是表现为在绝望阵地等处的斗争形式。它们对布兰顿所呈现的“精神与世界”的和解能力提出了质疑。这个带有马克思主义色彩的黑格尔深知事物的非同一性以及事物内在的对抗性。一个受理智引导的疯狂的黑格尔（齐泽克称之为“黑格尔的疯狂”[Hegel’s madness]）与一个受理智引导的“疯狂”的“驱逐者”形成了对立。

接下来，首先将为了我们的目的以简化的概述来介绍布兰顿对黑格尔的解读。从布兰顿解释的这些方面应该可以清楚地看出，是什么促使齐泽克将前者称为“尚未到位的黑格尔主义者”（not-yet-there-Hegelian）（Žižek et al. 2022, 22）。布兰顿和齐泽克在黑格尔问题上分歧的关键点（这只能涵盖许多其他分歧的一小部分）涉及“规定性否定”（bestimmte Negation）的概念、对“回忆性宽恕”（erinnernde Verzeihung）的理解以及“信任”（Vertrauen）的概念等。

推理主义作为实证主义？

布兰顿因其在多部专著（2000, 2004）中提出的推理主义而获得了国际认可。在这些著作中，他继分析哲学和康德与黑格尔的德国唯心主义传统之后，提出了一种语义-语用整体论。这种被皮平恰当地描述为“推理实证主义”（inferential positivism）（Pippin 2005, 392）的推理主义的一个核心论点，涉及概念的语义角色。概念不仅仅是用于阐述事实和真相的感官输入的媒介，而是迫使其使用者始终承认概念所嵌入的规范语义环境中的各种推理意义链。因此，当一个说话者认识到匹兹堡市位于普林斯顿以西时，她就承诺了普林斯顿位于匹兹堡以东的逆向推论（参见 Brandom 2015, 208）。布兰顿谈到了说话者的道义-规范（deontisch-normativ）责任，即义务性责任，这些责任与调节与世界关系的真理-模态（alethisch-modal）事实关系相联系。人类是这样的生物，他们

“区别于纯粹自然的事物，因为我们服从规范，也就是说，通过应用概念，我们能够使自己对规范承担义务（负责），这些概念的内容决定了我们对什么负责以及对谁负责。”（Brandom 2021, 860）

即使单个说话者对她所使用的概念中包含的规范潜力一无所知，这也同样适用。那么她必须事后为她实际上从未真正选择或认识到的东西承担责任。

这与关于能指（作为概念的建筑材料）的语义角色的论点相去不远。这些论点由费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和拉康等人提出，以及从布拉格学派到让·皮亚杰（Jean Piaget）和朱莉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等语言学转向更广泛背景下的众多其他作者提出。这一传统构想了一种特定的“教育”概念：教育的过程在于将意识整合到能指的规范法则结构中，使得作为差异性能指链的推理法则结构成为人类意识的第二自然。它之所以是第二自然，是因为第一自然不是它的源泉。个体必须通过内化习惯的过程从外部承受这第二自然。这就是为什么——正如弗洛伊德和拉康所揭示的——存在着意义处理的内在心理层面的原因。在这里，无意识代表了那个用布兰顿的词汇来说，脱离了道义-规范和真理-模态主体化过程的层面。

布兰顿的推理主义明确不涉及意识中的主体哲学残余，即无意识。他感兴趣的，特别是在他对黑格尔的接受中，是概念的语义角色，这些角色在“回忆性信任”（erinnerndes Vertrauen）（Brandom 2021, 900–979）理论的语境中将精神与世界结合起来，从而——用齐泽克批评的话来说——产生了一个“常识实在论宇宙”（common sense realist universe）（Žižek 2016, 91）。精神与世界之间的裂痕，或者说可能通过不信任的概念来扩展这种“具有教化目的的语义学”（Brandom 2021, 980）的认识论残余，并不是他研究的主题。

一只鹦鹉完全可以被训练成在看到色板时嘎嘎叫出“这是红色的”这几个字。但只要这只动物没有同时理解“红色”也使说话者承诺了“颜色”这个概念，并且红色在真理-模态上与黄色在物质上是不相容的，而且是必然不相容的，那么这只鹦鹉就没有真正理解“红色”（参见 Brandom 2015, 114–115）。根据布兰顿的说法，这一认识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奠定了基础。人类充满了道义-规范的态度，并涉及客观事实的真理-模态属性。精神和世界的这两种属性（道义-规范的和真理-模态的）是“由同一个概念内容所采取的不同形式。这些内容既是可思考和可判断的事物，也是事实”（Brandom 2021, 16）。也就是说，对黑格尔而言，人类的思维以及思维所涉及的事实世界，都是以概念来表达的。这无非是说，决定概念思维本性的规范关系，与决定事物本性的关系类型是同一的。

布兰顿对弗雷格的接受塑造了这一信念。因为对事实的意义指涉总是可以通过错误得到纠正，所以必然预设了一个自在存在的现实作为纠正的源泉。那么，用弗雷格的话来说，指涉的对象就是我们话语的意义载体。即使我们话语的意义内容在产生新经验的过程中发生变化，它们依然如此。布兰顿用浸入水中的木棍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参见 Brandom 2021, 128–130）。如果它最初在我们看来是弯曲的，那么在它被从水中抽出并证明是直的那一刻，我们的经验就得到了纠正。“这种态度依赖性是发挥作为规范标准功能的前提，事物的存在对主体而言要么满足要么不满足这一标准”（Brandom 2021, 677）。

规定性否定

黑格尔的“规定性否定”概念在这一语境中具有特殊意义，同时也开启了与齐泽克的分歧。因为：根据布兰顿的说法，某物只有“处于黑格尔所谓的与其他[]事物的‘规定性否定’和‘中介’关系中时，才能[具有]概念内容”（Brandom 2021, 14）。

根据布兰顿的说法，黑格尔所说的规定性否定是指“排斥关系，例如‘矩形’和‘圆形’之间[]或者金属‘铜’和‘铝’之间的关系”（Brandom 2021, 14）。布兰顿认为，康德将规定性否定完全置于知性层面，即事实的认识论层面。在此过程中，通过事实积累和事实证伪带来的知识增长是否可以被目的论地解释，仍然是一种不当逾越理性边界的推测。然而，黑格尔却毫无顾忌地进行这种推测。他不仅在一个使其基本结构日益概念化的理性过程中揭示了现实（而这正是布兰顿感兴趣的），而且他还声称能够捍卫一种绝对知识作为这一发生过程的最高终点。黑格尔用不同的术语来命名这个过程：作为“精神”、“概念”或“理念”的“回到自身”。正如黑格尔认为康德是教条的，因为他否认了认识自在之物的可能性一样，布兰顿认为弗雷格是教条的，因为弗雷格假设我们意义指涉的认知意识与人类的社会性或历史无关（参见 Brandom 2021, 658–660）。

事实之间的真理-模态关系是“非心理学的”。它们“与理解的心理行为没有本质联系”（Brandom 2021, 14–15）。关键在于，根据布兰顿的说法，事物在其自在存在中物质上具有什么。后者涉及事实的真假规定。它们可以是偶然的、可能的、必然的，但绝不可能是——正如齐泽克在其黑格尔解读中所断言的那样——不一致和矛盾的。然而，齐泽克恰恰断言：“不一致性是[]任何实体的核心”（2022, 25）。

然而，根据布兰顿的说法，任何断言这一点的人，都在述行上破坏了他试图用具有真值能力的概念来捕捉的客观性。布兰顿在这里奠定了他反形而上学以及形而上学实在论的概念基础。这种实在论是反形而上学的，因为它声称自己是一种分析语义学的整体论理论。它是形而上学的，因为像“信任”或“拯救性回忆”这样的概念被假定在知性的边界之外。

特别是布兰顿上述对黑格尔规定性否定的强调，引发了齐泽克的批评。后者提出，黑格尔的“否定性规定”（negative Determination）概念更为关键（参见 Žižek 2016, 91）。这代表了这样一种见解：一个实体不仅必须否定性地将自己与其他实体区分开来，而且否定性还涉及相关实体本身的自我存在。一个实体在内部可能会受到否定的侵袭。这种否定性与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和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所阐明的差异性有关，这种差异性作为同一性可能性的条件先于实体存在。除了木椅不可能同时是金属桌子之外，任何实体也不能被还原为其属性的总和。在近代，这一问题在约翰·洛克（John Locke）引发的关于“基质”（substratum）概念的辩论中得到了反映。直至今日，这场讨论仍在与将对象定义为属性束的束理论（Bündeltheorien）的划界中继续进行。属性，无论如何被理解，在概念或形式上都必须是对象的组成部分。然而，如果它们不被理解为对象的唯一组成部分，就必须假定某种超越属性束的东西（参见 Armstrong 1978; Bennett 1987）。因此，在每个实体的自我指涉中都存在着一种否定。它指向一种无法进一步规定的差异性，指向一种“不可名状之物”（je ne sais quoi），一种人们不知道它是什么的某物。

“[一个实体]也排斥它自身的属性，在这个意义上，它‘不是’它们中的任何一个，而是通过黑格尔所谓的否定性自我关系来实现其自我同一性[]属性的缺失本身就可以算作一种属性”（Žižek 2016, 91–92）。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在20世纪关于“玛纳”（Mana）概念的论述中，铺设了通向这一见解的道路之一（参见 Lévi-Strauss 1987）。这个由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在波利尼西亚原住民中发现的概念被认为是神奇的、过度决定的和充满意义的，因为它在其过度决定中标记了意义的零点。由此可以得出关于齐泽克的一个结论：对齐泽克来说，事物以一种逃避任何秩序格式的方式过剩。没有任何一种看待事物的视角能够将其转化为完全的透明。齐泽克：“当我们试图将物质挤入一个明确的概念框架时，物质就是那个‘消失’的东西。”对黑格尔来说，“物质现实[]就是理念本身处于其外在性、其现实性中”（Žižek 2022, 48）。因此，对齐泽克而言，任何概念唯心主义和常识实在论都失去了根基。因为任何形式的本体论都必须对产生意义的意义零点问题给出答案。从齐泽克的角度来看，布兰顿无法做到这一点（参见 Cutrofello 2020）。

回溯性实体转化

但是，布兰顿的哲学及其对唯心主义的接受就此被驳倒了吗？毕竟，他也指出，个体可能会被其概念的规范内容所追上，从而提出了人类是否真的是其推理网络“家中的主人”这一问题。“由我们这些认知和行动主体来决定使哪些规范生效，因为是我们应用了这些概念。然而，这些规范的内容是什么，即当我们应用这些概念而不是其他概念时，我们所承诺的细节是什么，这并不掌握在我们手中”（Brandom 2021, 863；强调为D. F.所加）。

作为回溯性地铭刻入概念承诺潜力的一个例子，布兰顿在《使之清晰》（Making It Explicit）中提到了英国皇家海军招募水手的一个古老习俗。海军代表在港口酒馆里怂恿年轻人喝酒，直到他们在喝醉且无力支付的状态下接受“女王的先令”来结账（参见 Brandom 1994, 162–164）。在这种情况下，招募被视为已完成。换句话说：即使我们对这些要求一无所知，我们也处于要求的范围之内。

“给予和索取理由”的领域必然大于我们已知的所有内涵的集合。因此，就像前面提到的被强征的水手一样，我们可能处于一种我们从未同意过的承诺关系中。符号界（Der Bereich des Symbolischen）被证明是一个幽灵般的领域，用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的话来说，是“自由漂浮的理性”（free floating rationals）（Dennett 1998, 283–284）。乍一看，这是违反直觉的。一般来说，我们认为个体是判断和实践中概念意义的实例。然而他们又不是：用齐泽克的权威依据雅克·拉康的话来说，一个大他者（großer Anderer）（见第70章）总是先于他们存在。在这里，大他者本身不能被等同于一个自治的个体，而是更像一个不可预测的群体智能的代表机构。因此，它比组成它的个体集合更强大，不仅能够支配像上述水手那样的个体，还能支配整个政治共同体。结果，他们必须面对那些他们只是在回溯中才被要求负责的责任。这接近于齐泽克对符号界自主性的提及，“一种‘悬在空中’的差异结构”（Žižek 2016, 92）。遵循拉康的观点，符号界并不建立在任何充分的理由之上，甚至不建立在精神经验的目的论中。这种精神从何而来以及它能做什么，始终对永久的重新解释保持开放。“这种在任何实质性实证现实中缺乏根基的状态，正是使符号结构主体化的原因”（Žižek 2016, 92）。

与他的同事约翰·麦克道威尔类似，布兰顿无法承认这种对“‘悬在空中’的差异结构”的信念。对他来说，事实与概念之间必须存在摩擦，而黑格尔将为这一论点提供证明。尽管布兰顿暗示，主体可能几乎被其概念的潜在规范意义层面所迫，去承认这些层面——违背他们自己的信念——（仅仅是因为存在着其他人在规范上做出不同评价的经验）。然而，他在黑格尔精神理论框架内对和解的理解并未因此被相对化。布兰顿的推理主义在这里没有出现裂痕。

相反，根据齐泽克的说法，正是符号界开启了事实与价值之间的根本鸿沟，从而赋予了像我们人类这样的符号存在回溯性实体转化的可能性。事后证明，某些在过去看来像是任意设定的东西（如妇女的平等权利）在道德上是必然的。突然作为“进步”出现的东西，包含了对某些行为的谴责，而几代人之前的人们甚至没有预料到这些行为在未来会在道德上受到谴责。

“我们在这里遇到的是符号界的关键特征：它呈现了符号界引入现实的根本‘开放性’。一旦我们进入符号界，事物就永远不再仅仅是其所是，它们都‘将已经是’（will have been），它们仿佛从未来借来了（部分）存在。这种去中心化引入了一种不可还原的偶然性：这里没有更深层的目的论在起作用，没有保证幸福结局的秘密力量。”（Žižek 2022, 39）

布兰顿了解这种结构。偶然历史事实的排列“在回顾时”可能显得“是必然的”（Brandom 2021, 973）。然而，这并没有改变他对其和解概念的坚持。

对齐泽克来说，这种从洞察价值向事实的回溯性实体转化，到和解形而上学的“跳跃”是不一致的。齐泽克：“我发现这种向未来的跳跃，这种对进步的‘信任’，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并且与黑格尔基本的形而上学立场不符”（2022, 39）。齐泽克看到布兰顿那里有一种无限的思维结构（“虚假的无限”[spurious infinity]，Žižek 2022, 39）在起作用，这招致了黑格尔对所谓“恶的无限性”（schlechte Unendlichkeit）的批评。布兰顿的这种无限性在于什么？根据齐泽克的说法，在于一个永无止境的“坦白、信任和回忆性宽恕的承认循环”（Brandom 2021, 978），在这个循环中，一种形式的“回忆性宽恕”（Brandom 2021, 950）被更高层面的另一种形式所取代。

顺便提一下，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在其《历史哲学论纲》中对当时社会民主党的历史乐观主义表达了类似的批评。社会民主党的希望是，过去的不公正将被德国社会民主党为之奋斗的更美好的未来所扬弃。本雅明无法理解这种目的论的救赎确定性，因此发展了他自己的弥赛亚主义理论（参见 Benjamin 1980）。在这个语境中，布兰顿谈到了一个“承认循环”，它同时从“坦白这种宽恕的不充分性，以及对随后宽恕这种失败的信任”出发（Brandom 2021, 978）。

随之而来的是另一个问题。各种事物在其语境中的道义和真理规定，是否总是像布兰顿所暗示的那样明确和清晰？许多日常概念——就像它们所出现的判断一样——被卷入了过度决定的论证链中。诚然，排斥关系几乎没有问题，例如涉及铝和铜等自然种类的排斥关系。世界上任何地方过去和现在都没有为了这些概念而发动战争，最多是为了这类原材料。但是，这样所有的概念就都被打发了吗？举一个相反的、尽管同样琐碎的例子，干涸河床里的一块石头，什么时候还是漂砾（Findling），什么时候是卵石（Kiesel）？在这里，不仅意义的边界，而且指称的边界，即指涉对象，似乎已经明显模糊了。或者让我们看看国家的大小，例如瑞士和阿根廷：它们在模态上真的相互排斥吗？在费迪南·冯·席拉赫（Ferdinand von Schirach）的小说《禁忌》（Tabu）中，一位主角断言了相反的情况。人们只需像擀面团一样把瑞士的阿尔卑斯山展开，就能接近阿根廷的面积。这些都是思想游戏。然而，如果我们将这些应用于社会事实，情况的严重性就会发生变化。我们的理论建构旨在认识论上对对象进行个体化，直到它们符合其本体论的个体化条件。然而，关于各种社会事实，谁来决定它们在判断中（例如关于政治事实问题）的真值，是存在争议的。在这里，所有有理性的存在者是否都同样确信“承诺”（commitments）和“资格”（entitlements）（布兰顿词汇中的关键词）的分配是“精神”中目的论进步过程的结果？或者，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它们是否潜在地总是被阶级斗争的问题所破坏，或者用拉克劳（Laclau）的话来说，被社会对抗的问题所破坏？同样，本雅明意义上的进步可能始终是“历史胜利者”的进步（Benjamin 1980, 695），这使我们有义务对精神的进步抱有根本的不信任。

Notes


[1]: 慕尼黑哲学学院，德国慕尼黑 ↩




信任、不信任、否定与和解

上述例子阐明了，即使在简单事实的联系层面上，“否定性”的概念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对齐泽克而言，黑格尔哲学的真正遗产主要不是黑格尔的“规定性的否定”概念，而是否定性的概念，或者说激进否定的概念。根据齐泽克对黑格尔的解读，这些联系之所以作为联系而存在，仅仅是因为它们必然内在地铭刻着一种对抗性。在日常生活中，当我们面对正义与非正义、真理与谎言、外观与现实时，我们不断地经历着矛盾与分歧。然而，如果我们跟随齐泽克，我们就必须预设这些矛盾性同样且恰恰存在于我们周围的客体之中。

“不一致性”（Inconsistency）涉及“客体的实在——不一致性不是某种需要被克服或抛弃的东西，而是任何实体的核心”（Žižek 2022, 25）。这对主导布兰顿（Brandom）黑格尔解读的“和解”概念产生了影响。齐泽克在此指出，黑格尔意义上的“和解”不应像布兰顿所暗示的那样，被解释为负责任地行动的概念使用者的决定行为。黑格尔的“和解”往往相当于洞察到对新环境无可奈何地接受的力量。它包含一种“就这样接受吧”的时刻。相反，在布兰顿那里，和解等同于一种述行性言语行为，一种人类借以干预现实并创造事实的决断，例如通过结束语“会议结束！”（This session is closed!）。然而，根据齐泽克的观点，黑格尔所说的和解主要并不符合这种模式，而是如前所述，更倾向于无可奈何地接受的经验。和解指向这样一个事实：人们或许曾抗拒其到来的新时代，已经“在这里”了。全球范围内被抱怨的日常生活经济化就是一个例子；一项新的分析可能会揭示，在邪恶的资本背后，不一定存在邪恶的资本家，而仅仅是必须投资其资本的人。“现实（reality）[]不仅是存在的东西，还包括其意识形态的补充物、构建现实的象征性虚构、虚假的希望和恐惧”（Žižek 2022, 25）。

各种关系通过我们的实践发生改变，但此外，它们也在平行发生且社会性过度决定的行动、过程和集体幻想的背景下发生改变。它们往往在主体背后发生，在过度决定的网络中，主体在不同层面上作为客体之中的客体被铭刻其中。如果对黑格尔来说，一个对象就像一个行动一样可以成为判断的一部分，因为两者都是实践的一部分（参见 Pippin 2008），那么潜在判断的框架就已经被各种实践预先塑造了。实践本身又可以是其他实践（二阶或三阶实践）的组成部分。其评判标准并不必然落入前述实践（我们称之为一阶实践）的评判框架内。用蒂莫西·莫顿（Timothy Morton）的词汇来说，它们更像是“超客体”（Hyperobjekte）（Morton 2013）：它们无法与其他实践的语境相分离，作为子集和超集，它们可以同时是相互不兼容的信念的子集和超集。因此，实践往往像概念一样，与其条件处于偏心（exzentrisch）的关系。由于这个原因，它们可以发生改变，而那些被赋予“资格”（entitlements）的负责人在其实践关联方面却未必能察觉到任何变化。

这里描绘的图景并不十分令人振奋。推理关系可能被如此过度决定，以至于我们不再像布兰顿所暗示的那样，作为具有理性的主体，在给予和要求理由的竞技场上立刻感到宾至如归。布兰顿关于“女王的先令”（Queen’s Shilling）的例子指出了这一点。因此，布兰顿关于道义-规范义务（矩形和圆形）以及真势-模态不相容性（铝不是铜）的其他例子显得几乎微不足道。嵌入其他事实的推理网络中的事实，将理性带到了远超布兰顿所构想的秩序层级所呈现的朴素实在论边界之外。在齐泽克本人那里，这里提出的论点主要不是用来解释这个问题的。然而，他关于对黑格尔而言不一致性属于每个实体真正核心的论点（齐泽克：“不一致性是[]任何实体的核心”[2022, 25]），可以通过上述解释来理解。它们阐明了布兰顿“和解性回忆”理论所面临的核心问题：如何在人类和概念历史的目的论发生学中，结构性地确定潜在和解的位置。

通过客体的不一致性实现和解

如前所述，对齐泽克来说，决定性的情况是，对各种事实的无可奈何的接受也可以被视为和解。举个例子，人们可以想到繁荣资本主义的美国梦，在那个梦里所有人都会变得幸福。

“如果我们减去这种虚假的开端，如果我们意识到这种虚假的开端（在美国，他们称之为‘美国梦’）是现实本身的一部分，注定只能是一个梦，那么现实就不再是原来的样子了——这种减法就像一个‘静音’按钮，它剥夺了其声音补充物的虚假深度，让我们看到我们所看到的一切荒谬的悲惨。一旦我们这样做了，一旦现实暴露在其所有的悲惨之中，它就向真正的改变敞开了大门。”（Žižek 2022, 25）

在这里，和解标志着对出人意料之物反直觉实现过程的洞察。它从客体在其事实存在的超复杂论证语境中的不一致性中展开。同样出于这个原因，齐泽克将匹兹堡哲学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称为“尚未到位的黑格尔主义者”（not-yet-there Hegelian）。布兰顿忽视了

“常识方法与黑格尔方法之间的基本对立：在常识方法中，当不一致（‘矛盾’）出现时，它表明我们错过了我们想要把握的客体——客体本身根据定义是一致的，这就是现实的定义。相反，对黑格尔来说，不可克服的不一致性表明我们触及了客体的实在——不一致性不是某种需要被克服的东西[]而是任何实体的核心。”（Žižek 2022, 25）

布兰顿坚持一个看似没有悖论的“和解”概念，这导致他将“自由主体性”理解为伦理（Sittlichkeit，前现代意义上的）与现代异化相互作用的结果。布兰顿通过人类自由进程中三个“精神时代”（Brandom 2021, 727–739）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第一阶段以古代的伦理时代为标志。它的特点是一种伦理的共同体感，但这是以牺牲主体自由为代价换来的（参见 Brandom 2021, 732）。这个时代被现代和启蒙运动的第二阶段所取代。尽管个人自由有所增加，但恰恰是这种自由转变为与其环境的“异化”。个人与社会作为敌对的实体相遇。最后，在这一时代之后——第三阶段——是“发展的后现代阶段”（Brandom 2021, 831）。在这里，伦理与自由主体性实现了和解。在日益增强的自我反思的反馈循环中，这一发生过程产生了民主管理的实体，即在承认结构中相互面对的公民。由此产生了“和解”的新局面。

“在黑格尔关于表现性-进步性发展的观念中，自我意识主体性与社会实体的现代异化结构能够产生一种新的、更好的结构。这种结构克服了异化，从而重新获得了伦理，同时保留了自我意识主体性方面的进步，这种进步是现代性的典型特征，并且包含了一种非还原论的观念，即我们应如何理解规范在自然世界中的地位。”（Brandom 2021, 773）

这一论点对黑格尔关于“绝对知识”（Absolutes Wissen）的论述产生了影响，这是一个著名的概念，黑格尔用它在《精神现象学》的结尾总结了精神漫长的经验之路。对布兰顿来说，绝对知识标志着黑格尔假设的一种理想状态。这种状态在我们犯错之路的尽头等待着我们。布兰顿反驳了这样一种指责，即强调“经验的回顾性、宽恕性、回忆性阶段”是他投射到黑格尔身上的个人特有想法。因为正是黑格尔本人指出了这一点：

“毕竟，他[黑格尔]在《现象学》最后一章（以胜利的姿态命名为‘绝对知识’）的结尾，恰恰强调了这种最终的、在表现上最终充分的自我意识形式的这一特征。这与他响亮的宣言相一致：‘精神的伤口会愈合，并且不留任何疤痕。’”（Brandom 2020, 36）

与此相反，对齐泽克而言，黑格尔关于绝对知识以及由其愈合的伤口的论述，标志着一种特定形式的无知。对齐泽克来说，历史的伤口并没有被布兰顿在黑格尔那里发掘出的“回忆性和解”所治愈（参见 Brandom 2021, 第16章）。在绝对知识的层面上，这些伤口反而是被遗忘了。黑格尔的精神患有一种痴呆症：“当我们达到绝对知识的立场时，[伤口]就消失了”。因此，至关重要的是，在达到它的同时，我们又重新跌回到通往绝对知识的道路上：“我们退回到重复通往真理的道路上，因为我们意识到真理不过是通往真理的道路”（Žižek 2016, 26）。

因此，《现象学》所谓的最终目标标志着向开端的回归；但现在增加了一种自我反思的局限性的知识。这也与以下事实有关：根据齐泽克的观点，只有当现实证明自己是可证伪的意识形态的舞台时，现实才成为其自身。概念与现实之间的中介，并不像从戴维森（Davidson）到塞巴斯蒂安·罗德尔（Sebastian Rödl）再到安德烈娅·克恩（Andrea Kern）等众多作者所认为的那样，代表一种后现代的概念相对主义，即认为现实可以被简单地作不同解释。这种将精神与世界之间广受批评的“鸿沟”（gap）固定下来的做法，并非齐泽克的立场。根据他的观点，世界反而在其自身内部就是不一致的。“自在之物”在“自在”上并不与自身同一。并不是概念错失了现实并导致了意想不到的灾难，而是现实在某种程度上由于铭刻在其中的存在的匮乏而错失了自身。齐泽克反复将这种匮乏与黑格尔的论述等同起来，即真理不仅必须被理解为实体，而且必须被理解为主体（参见 Hegel 1986, 23; 见第96章）。实体内在包含一个时刻，在这个时刻，它以其非重合性的幽灵般形态与自身相遇。

绝对知识标志着对这种匮乏的洞察。“如果现实遵循（或指向）一个错误的概念，那么这个现实本身就可能是错误的，因此，不仅仅是概念或多或少忠实地‘反映’现实——现实本身就是由概念‘中介’的”（Žižek 2016, 71）。齐泽克由此得出的黑格尔式结论如下：“有些现实只有在它们包含/实现了一个错误观念的情况下才能存在”。“‘错误’（意识形态的误解）并没有（错误地）‘反映’社会现实：它们被铭刻在社会现实本身之中，它们维持着社会实践和制度”（Žižek 2016, 72）。这涉及到人类的不幸时代，如法西斯主义。“法西斯主义关于国家有机统一的观念是虚假的，它掩盖了内在的对抗，但这种虚假性可以体现在一场大型政治运动中，而这场运动是社会现实的一部分。或者，自由个人主义作为一种关于社会是什么的理论是‘错误的’，但这种‘错误’可以在自由社会中实现”（Žižek 2016, 72）。

罗西奥·赞布拉纳（Rocío Zambrana）用黑格尔本人提到的一座“画廊，其中每一幅画都配备了精神的全部财富”（Hegel 1986, 590; 参见 Zambrana 2015, 46）来解释黑格尔的绝对知识。这座画廊作为精神在绝对知识高度上达到自身的寓言，并没有提供一个元概念，在这个元概念中，作为时代再现的画面会像在进化的阶梯上一样，一般性地一个接一个地排列。黑格尔所唤起的这座画廊反而向我们表明，不存在可以同样应用于所有被描绘时代的普遍评判标准。“回忆的工作无法确保有限者的命运免于一切毁灭和丧失。规范性权威永远不是最终的且完全被授权的。它是脆弱且矛盾的”（Zambrana 2015, 46）。因此，不存在历史事件的元标准，即使在布兰顿将后现代构想为古代伦理与现代自由意识相结合的和解层面上也是如此。

因此，齐泽克认为布兰顿对黑格尔哲学的理解过于实证主义，这与罗伯特·皮平（Robert Pippin）对布兰顿推理主义的看法相似。如上文已经暗示的，对“真正改变”（actual change）的追溯性认识，并不总是理性存在者在自由的和解行为中认为有价值或值得承认的东西。和解至少同样频繁地出现在一种无可奈何的绝望背景下，只有从这种绝望中，对“真正改变”（Žižek 2016, 25）的审视才得以展开——而且为时已晚。“人们必须接受真理产生于误解（la vérité surgit de la méprise），善只能通过利己的恶产生，没有办法绕过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历史现实是一个无可奈何的空间”（Žižek 2016, 26）。诚然，布兰顿也承认黑格尔赋予偶然性与必然性之间深不可测的相互作用的重要性。然而，在他那里，这种相互作用被解释为对历史进步的一种更为乐观的理解。

侍从与英雄

布兰顿在2020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到了齐泽克，但在他的黑格尔专著中却只字未提。然而，当他在书中批判性地谈到所谓的“怀疑大师”——“马克思、尼采和弗洛伊德”（Brandom 2021, 874）时，这种明确的批评也间接地击中了齐泽克。根据布兰顿的说法，这三位哲学家停留在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用“侍从”（Kammerdiener）的心态所阐明的层面上（参见 Hegel 1986, 489）。侍从面对的是他的主人，一个具有历史影响力的个体。侍从无法实现向更高洞察力的飞跃，去认识他主人在世界历史中的角色（从而进入与知性相区分的理性视角）；他仅仅是一个知性存在。同样，上述的“怀疑大师”（马克思、尼采和弗洛伊德）似乎也无法从人类文化及其成就的规范结构中获得任何积极的东西。在其他语境中，齐泽克也反复受到过类似的指责。这种指责认为，他对激进否定性和辩证法的理解，最终会像抽走脚下的地毯一样，抽走任何被证明为真的信念的真值（参见 Bou Ali 2023; Finkelde 2023）。

对侍从来说，价值是“个人评价的直接[]产物”（Brandom 2021, 857）。作为目的理性的知性（而非理性）的产物，它们没有永恒的有效性。它们构成了这样一种媒介——“正如尼采和英国功利主义者会说的那样”（Brandom 2021, 857）——仅仅作为斗争的手段，即为了一个自然目的而服务。它们在承认层面上没有任何规范性潜力。因此，与主人“人性的，太人性的”一面的亲近，使得侍从误解了对世界精神的真正影响力，并使他——像尼采、马克思和弗洛伊德一样——成为“还原自然主义”（Brandom 2021, 860）的代表。与自然主义的联系在于，侍从将“义务的英雄仅仅视为一个自然存在”（Brandom 2021, 859）。同样，尼采将人还原为权力意志，马克思将经济还原为一个自然发生的、敌视规范性的过程，而弗洛伊德将人还原为其无意识的依赖者。后者作为一种自然现象，与自我意识精神的任何规范力量相对立。因此，“侍从卑劣的[]元态度[]是纯粹的异化，因为恰恰是那些塑造性的、概念性的规范变得不可理解了，而正是通过这些规范，服从它们的侍从也成为了一个话语性的精神存在和一个自我，即一个认知和行动的主体”（Brandom 2021, 858）。对“规范力量的意义”（Brandom 2021, 858）的理解对侍从来说仍然是隐藏的。根据布兰顿的观点，这同样适用于尼采、马克思、弗洛伊德，最终也适用于齐泽克。

布兰顿对“怀疑大师”进行离题讨论，是为了将黑格尔解释为规范秩序的思想家，这种秩序不能被还原为自然主义的因果过程。这种情况使黑格尔成为一位（属于高级理念能力的）理性的思想家，以区别于低级的知性。对于黑格尔的“再现的回忆语义学”而言，“自在事物的性质（我们实际上在谈论和思考的东西）作为规范标准[]用于衡量认知和行动主体的事物性质的正确性[]，并且是作为经验过程的各个方面，即接受、评估和修正可能在实质上不相容的义务的社会实践活动”（Brandom 2021, 861）。侍从及其后代无法采取这种视角。

布兰顿无法做出其他判断。他受弗雷格启发的黑格尔保证了意义及其指称的确定性。因此，对于布兰顿的黑格尔来说，回忆也必然是进步的。它们是将偶然性转化为必然性的行为。但这样一来，布兰顿就未能回答上文已经提到的问题：究竟谁有权做出这种评价的决定。语义-社会的对抗无法通过更好论点的胜利来澄清，谁被算作被授权的、即被赋予资格（entitlements）的言说者共同体的一员。三十多年来，拉克劳（Laclau）、墨菲（Mouffe）和朗西埃（Rancière）等作者（仅举几例）一直致力于这些主题。他们在匹兹堡学派的圈子里很大程度上没有被接受。然而，该学派的代表人物因此错过了一个涉及认知和行动问题的有趣理论维度。

马克思、尼采和弗洛伊德提出的关于权力、统治和暴力的各种深刻问题，都被布兰顿的哲学所忽视。布兰顿将“侍从”的角色归咎于这三位作者，同时也阻碍了他在其整体语义学理论方面进一步确定理性的边界。在某种意义上，这三位作者恰恰能够做到这一点。正如齐泽克所揭示的，根据马克思的观点，资本主义并不体现一个自然主义的因果过程，而是一个由于压抑其内在矛盾而破坏其自身存在条件的叙事。弗洛伊德用作为症状来源的无意识概念，也没有描绘出一幅将人视为木偶的人类图景。相反，无意识被解释为一种远离意识的理性形式的实体。因为弗洛伊德对症状的定义正是基于此：“它可以表达（表现出）一种无意识的规范[]而主体甚至没有意识到这一点”（Žižek 2016, 61）。因此，齐泽克也可以断言，弗洛伊德和拉康关于被压抑物回归的论述并不包含对心理生活的消除性还原，而是指向了“我们推理的内在不一致性”。“无意识的原因是那些被否认但继续困扰我们的理由”（Žižek 2016, 60）。

灰暗的灰色

齐泽克引用了黑格尔关于“灰暗的灰色”的论述，根据这一论述，哲学只有在一个时代结束之后，才能对这个时代说出具有真理性的东西。哲学被禁止展望未来。然而，这一论点也限制了布兰顿将信任与和解作为《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式主旨的论述。做出此类判断的场所对我们来说在结构上是不可及的。它可能恰恰涉及布兰顿词汇中具有洞察力的“坦白者”与具有自我反思洞察力的“法官”（Brandom 2021, 928）之间的和解，与我们今天对宽恕的理解相反，这种和解简直像是将宽恕扭曲为和解的产物。因此，“回忆”行为中宽恕的位置（Brandom 2021, 927）既值得我们信任，也同样值得我们怀疑。换句话说：什么是“坦白”、“宽恕”和“回忆”，以及它们处于何种前提之下，哲学在真正意义上是无法说明的。“布兰顿在这里说得像马克思一样：对他来说，绝对知识（正如马克思在谈到革命思想时所说的那样）就像新黎明时高卢雄鸡的鸣叫，它‘迎来’了一个新的社会时代，在这个时代，也需要新的实践和制度来克服现代生活的结构性异化”（Žižek 2022, 28）。

在其谱系学的进步信念中，布兰顿除了他所提到的后现代性之外，看不到其他替代方案。作为克服异化的时代，“[它]重新获得了伦理，同时保留了自我意识主体性方面的进步”（Brandom 2021, 773）。

然而，根据黑格尔的观点，为什么精神偏偏不能向一种先验地排除了布兰顿的宽恕与回忆概念作为选项的发展方向前进呢？毕竟，例如，可以想象一个时代的演变，在这个时代中，“不自由的主体性”与一种新形式的极权主义结合在一起，并且作为精神的进步过程。为什么不会有这样一个未来：我们同时失去“伦理”和“自由主体性”这两个社会范畴——而且也许根本不把这视为一种损失，而是视为自由的获得？齐泽克提到“数字化的威权主义”（digitalized authoritarianism）（Žižek 2022, 28）作为这种损失的一个例子，即生活和工作条件的数字化导致威权权力关系产生的社会状态。这种未来难道不是“对现代性辩证法的一种恰当的黑格尔式洞察”吗？人类在其新的发展阶段失去的不是和解，而是某些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上述核心的社会属性。因此，这似乎是一个明显的倒退，而不是进步。但是，这是决定性的一点：即使是这种评价，也只能留给未来的人类。“斯大林主义难道没有承诺实现强烈的共同体精神与自由个性之间的综合吗[]其结果难道不是在完全异化的条件下失去了自由本身吗？”（Žižek 2022, 28）。未来无法免于各种类似斯大林的人物出现，他们恰恰代表着和解，但从今天的视角来看，却不可能将他们与这个概念联系起来。

齐泽克对布兰顿的批评同样触及了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对黑格尔的接受（见第54章）。这里简要提及一下。根据巴特勒的观点，黑格尔揭示了这样一种思想：通过认识到主体性在社会上被纳入一个共享的基本生存条件的生存空间，来打破不公正的结构。这种解释反映了上述布兰顿的直觉。巴特勒：“他[黑格尔]引导我们认识到，如果不消灭我自己，我就无法消灭这个[我所支配的]他者；如果不失去理想地定义我们两者的社会平等，我就无法支配另一个”（引自 Žižek 2022, 23）。然而，与此相对，黑格尔对齐泽克指出，解放只能通过支配的迂回道路来实现。这包含了一种信念，即不存在（巴特勒以及布兰顿似乎偏爱的）通往伦理生活世界的直接途径（即使在后现代也没有）。这种理想只能存在于“向现代前有机社会的倒退”（Žižek 2022, 24）之中。根据黑格尔的观点，法国大革命的革命恐怖虽然基于一种抽象的、最终反人类的普遍主义。但它同时也是建立现代理性国家的原因。“黑格尔的观点是[]一个谜团：为什么尽管革命恐怖是一个历史的死胡同，我们却必须穿过它才能到达现代国家”（Žižek 2022, 24）。根据齐泽克的观点，刚才提到的单行道的结构是任何形式的“和解”（reconciliation）（Žižek 2022, 25）的条件。用他的话来说：“因此，如果恶是与普遍性相对立的特殊性，那么绝对的恶就是排斥特殊性及其特殊内容的普遍善本身——对黑格尔来说，法国革命恐怖的教训就在于此。十月革命也是如此”（Žižek 2022, 32）。


视差

齐泽克认为，只有视差的概念，而不是铭记的宽恕（erinnernden Verzeihens）的概念，才能公正地对待由社会灾难带来的积极发展（参见 Finkelde, Menke 和 Žižek 2022；见第90章）。它允许我们思考积极的发展，而无需在更高层次的和解上将其与灾难相抵消。

“[大]屠杀促成了以色列国的建立，这一事实并不能为其辩护；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使其走上了现代化之路，这一事实也绝不能为其恐怖行径辩护。更准确地说，不可能占据一个中立的位置，使我们能够‘客观地评判’一个历史时期并提供一个平衡的观点。”（Žižek 2022, 35）

出于这个原因，他拒绝了布兰顿（Brandom）对更高层次综合的信念。

“简而言之，在客观的历史观和伦理判断之间不存在更高的‘综合’——在这里，视差同样是不可还原的。因此，我们应该反驳布兰顿的观点，即黑格尔的最终目标是阐明‘从现代性向一种由具有绝对知识形式的自我意识所构建的规范性形式的过渡’。绝对知识不是‘一种规范性形式’，它是一种‘绝对静止’的立场，是通过接受（事实与规范之间的）鸿沟为不可还原且具有建构性而达到的。”（Žižek 2022, 36）

换言之：布兰顿对精神进步的洞见被证明只能在纯粹形式的层面上构想。它将历史的经验内容排除在外。变得“更加明确（more explicit）”的东西并不总是理性的，因为理性的标准本身也在发生变化。相反，齐泽克希望彰显黑格尔著作所带来的挑战，并避免将形式本体论与完全不可理解的进步概念相结合的诱惑。布兰顿所谈论的基于“信任（trust）”的立场，恰恰不能由任何经验主体来占据。因此，布兰顿的哲学停留在一种元语言、一种元意识的词汇中，而从我们作为经验主体的视角来看，这种元意识是无法被占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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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n mundo non datar

卡洛·罗韦利（Carlo Rovelli）推测，在量子层面上，空间和时间就像能量、动量和其他可测量现象一样，仅仅是离散的量。空间无非是引力场，而时间与热扩散的统计概率并无二致。引力子（构成引力场的粒子）既不在空间中，物理过程也不在时间中出现：空间和时间本身无非是场本身的大尺度表现。因此，将空间和时间视为牛顿式的绝对事物或康德式的纯粹直观形式是错误的（参见 Rovelli 2017, 194–195）。

在《性与失败的绝对》（Sex and the Failed Absolute）中，齐泽克认为，罗韦利的提议无法“拯救现象”（„to save the phenomena“）。更准确地说：它未能考虑到“普遍现实”的现象特征（参见 Žižek 2020, 277）。在黑格尔看来，根本问题不再是我们是否能够认识本体（Noumena）的认识论问题，而是本体论问题：为什么事物究竟会显现（参见 Žižek 2020, 280, 2010a, 938）。威尔弗里德·塞拉斯（Wilfrid Sellars）主张，在科学的与显现的世界观之间存在着认识论的鸿沟，他将其定位在物质现实与我们进行科学研究的规范性理由宇宙之间。与此相对，齐泽克将主体性等同于物质现实中的本体论鸿沟。科学无法为我们提供一幅“独立于我们主观立场的、关于事物如何存在的‘完整’图景”（Žižek 2020, 60）。像黑格尔一样，他坚持认为，这种构成性的匮乏（即主体本身）应与现实本身铭刻在其自身形式中的匮乏等同起来。这一概念运动的最早版本可见于齐泽克对阿尔弗雷德·索恩-雷特尔（Alfred Sohn-Rethel）在商品形式（的现实抽象）中发现（康德的）先验主体（观念抽象）的解读（参见 Žižek 1991, 10）。但齐泽克并未止步于此。还需要第三个动作，即黑格尔对精神分析核心洞见的补充，根据这一洞见，这种本体论缺陷的主题内在地被性化了（参见 Žižek 2020, 60–16）。正是这种匮乏的性化本质，“原初地”赋予了现实其缺陷特征。这里的核心点不在于，用阿伦卡·祖潘契奇（Alenka Zupančič）的话来说，本体论的匮乏是事后被性化的。性本身“就是”本体论的无意识，是其不可还原的否定性。

《性与失败的绝对》这一书名恰好捕捉到了最后这一点。这种绝对的失败及其作为性化主体性的角色在概念意义上指的是什么？如果现实在本体论上是不完整的，如果现实的这种构成性不完整归结为一种无意识的主体性，并且主体性内在地被性化了，那么这是因为性建立在一种不可还原的匮乏之上。齐泽克将这种匮乏追溯到因果关系：“性本身所缺失的仅仅是它的原因”（Žižek 2014, 407；强调为 S. H./A. C. 所加）。因此，这里所讨论的缺失涉及因果关系的问题。齐泽克在下文中强调了康德对拉康（以及弗洛伊德）的原因和因果关系概念的相关性，他（齐泽克）将因果上完整的现象现实领域与无意识和性的领域联系起来。康德意识到了追溯（事后性）在构成因果关系中的作用。作为给定 X 与可能结果 = Y 之间关系的因果性可以先验地确定。然而，原因本身在其作为原因的功能中是后验地被设定的，是由已经发生的结果所激发的（参见 Kant 1968a, KrV A198–9/B244）。因此，原因在其效力上是其自身衍生物的衍生物；它作为原因的意义只有从其结果的立场出发，根据因果律才能被决定。齐泽克解释道：“在某种程度上，原因也是其结果的追溯性结果”（Žižek 2014, 408）。然而，对康德来说，现象现实的结构是一个没有缝隙或不连续性的完整因果联系的结构，而“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恰恰出现在现象因果关系的不连续性和缝隙中”（Žižek 2014, 407）。

在《超越唯乐原则》（1920）的一段著名论述中，弗洛伊德将无意识领域理解为康德经验领域的缝隙：

“康德关于时间和空间是我们思维的必然形式的命题，今天由于某些精神分析的认识，可以受到讨论。我们已经了解到，无意识的心理过程本身是‘无时间性的’。这首先意味着，它们没有时间上的顺序，时间不会改变它们任何东西，人们无法将时间表象引入其中。”（Freud 1982a, 238）

这里提到的时间概念，指的不是康德基于直观与感觉的数学综合的数学时间概念。对康德而言，这种综合仅仅构成了同质元素的组合，这些元素并没有通过必然的秩序联系在一起。例如，对一栋房子的知觉元素（用康德的例子）可以以任意顺序被纳入经验意识中。我们可以自由地从烟囱开始，逐渐向下直到地基，或者以相反的顺序或任何其他任意顺序进行。我们发现：这种顺序本质上是杂多之“综合知觉”的特征，而不是杂多本身的属性。因此，它的时间本质上是数学的，即同质元素任意综合的“主观”时间，它没有告诉我们任何关于决定客体本身的时间关系。这种综合由此决定了“时间的流逝”，而没有决定其“秩序”。在经验中，

“知觉只是偶然地结合在一起，以至于从知觉本身既没有显现出、也不可能显现出它们结合的必然性，因为领会（Apprehension）只是经验直观之杂多的组合，但在其中并没有发现它所组合的现象在空间和时间中结合存在的必然性的表象。”（Kant 1968a, KrV A177/B219）

这意味着：知觉的综合不足以决定经验客体（从烟囱到房子的地基）在时间中的关系。如果我们仅仅从前者出发，我们将无法确定现象之间是同时的还是相继的。

弗洛伊德上面引用的表述本质上指的是时间的秩序。它涉及无意识过程，因为这些过程“没有时间上的顺序”（Freud 1982a, 238）。如果数学时间基于同质元素相继相加的形式，那么问题就在于，对时间关系或时间秩序的经验究竟基于什么。众所周知，对康德来说，时间秩序完全建立在因果律之上，因果律被定义为“变化法则”。因此，如果无意识过程是无时间性的，那是因为它们逃避了因果律或变化法则：（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是（康德的）经验的缝隙。对拉康来说，“[原因]不同于链条中的决定因素，换言之：它不同于法则”（Lacan 1987, 28）。相反，对康德来说，原因的功能与其决定性的规律性是不可分割的（参见 Kant 1968a, KrV A189/B232）。对康德而言，经验领域的构成排除了缝隙的可能性。这在其《纯粹理性批判》中关于“一般经验思维的公设”的章节中表达得最为清楚：

“一切发生的事物都是假言必然的；这是一个将世界上的变化置于法则之下的原则，即必然存在的规则，没有它，自然甚至根本不会发生。因此，‘没有什么事情是由于盲目的偶然发生的’（in mundo non datur casus）这个命题，是一个先验的自然法则；同样，自然界中没有盲目的必然性，只有有条件的、因而是可理解的必然性（non datur fatum）。[] 连续性原则禁止在现象（变化）的序列中有任何跳跃（in mundo non datur saltus），但也禁止在空间中所有经验直观的总体中，在两个现象之间有任何缝隙或裂口（non datur hiatus）；因为这个命题可以这样表达：没有任何能证明真空、或者甚至只允许作为经验综合一部分的东西可以进入经验之中。”（Kant 1968a, KrV A228–229/B281–282）

In mundo non datur hiatus, saltus, casus, fatum（世界上没有裂缝、跳跃、偶然、宿命）：在自然界（或在世界上）没有缝隙，没有跳跃；没有什么事情是“盲目地”和“无缘无故地”发生的。这四个根据范畴表排列的契机可以被视为对无意识缝隙功能的进一步解释。它们的最小属性准确地描述了齐泽克所强调的：相对于经验的主导法则的不连续性。在齐泽克的拉康式解读中，不连续性意味着解开因果关系与规律性的结。如前所述，在精神分析中，原因的功能与法则的功能是分离的。“只有在出现故障的地方才有原因”（Lacan 1987, 28）。

然而，如果（经验缝隙的）弗洛伊德式因果关系既不能通过康德的经验数学综合，也不能通过其动力学原则来推断，那是因为齐泽克的拉康式美学，即他的感性理论，并不构成康德意义上的先验感性论（transzendentale Ästhetik）。为了把握经验的无意识缝隙，需要另一种美学。

齐泽克关于将原因与其结果分开的鸿沟的评论，为拉康所采取的方向提供了一个可能的线索。从严格的康德视角来看，原因必须“接触”其结果才能真正产生作用。在时间方面，这意味着：为了能够在世界上引起变化，原因必须与其结果的现实同时存在。因此，尽管原因必须先于其结果（在时间顺序上），但同时必须预设两者之间存在一个时空接触点。反之亦然：即使原因与其结果的出现是同时的，以至于两者之间没有时间流逝，原因仍然可以被确定为决定其结果的，并因此被确定为先于其结果的（参见 Kant 1968a, KrV A203/B248）。康德的原因是彻底现实的。相反，经验缝隙的观念并不暗示这种同时性。齐泽克指出：“弗洛伊德对原因和结果之间这种缝隙的称呼是事后性（Nachträglichkeit）：原因并不与结果直接连续接触，它在一段距离之外、在时间间隔之后产生结果”（Žižek 2014, 408）。弗洛伊德对狼人的分析为此提供了一个典型的案例研究：

“在弗洛伊德最著名的病人狼人的案例中，原因当然是父母背后性交的创伤场景——这个场景是所有后来连续的符号化围绕其旋转的不可符号化的核心。然而，这个原因不仅在一定的时间滞后之后发挥了效力，它字面上通过延迟变成了创伤——即原因。”（Žižek 1994, 30–31）

这种对弗洛伊德的“事后性”或追溯性的提及，充分说明了什么可以取代先验感性论作为解释经验因果缝隙的概念工具：一种能指的美学。

对康德来说，经验是“模拟的”，因为它是连续的。相反，被体验为不连续的无意识是“数字的”：它基于两组符号及其铭刻位置的语言学二元性，或者符号“1”与匮乏“0”的二元性。（关于符号/匮乏的区分，见 Miller 1997。）

弗洛伊德强调了无意识的两种相互矛盾的时间模式。一方面，无意识是持久且不可摧毁的，另一方面，它是不稳定且不一致的（参见 Lacan 1987, 37–39）。这种二元性难道不对应于康德在空洞的时间（作为不可能的经验对象）与由此产生的（同样不可能的）现实之间的区分吗？（参见 Kant 1968a, KrV A191–192/B236–237。）对康德来说，没有空洞的时间，也没有从中产生的现实。无中生无。然而，这些虚无绝非“什么都不是”，而是指向无意识的两种模态和两种时间模式。无意识的形成物（症状、梦、弗洛伊德式失误等）本身难道不代表空洞时间的悖论性衍生物吗？即逃避我们的原因的结果，从未发生过的时间的结果？借鉴齐泽克对希格斯场的解读，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从无（纯粹对称性的前本体论真空）中产生的东西少于无：

“一开始，存在着假真空；这个真空被扰动，对称性被打破，因为像每个能量系统一样，希格斯场倾向于使其能量消耗最小化。这就是为什么‘有物存在而非一无所有’：因为在能量上，有物比无物更廉价。”（Žižek 2014, 393）

这种关于两种形式的“无”的齐泽克式动力学，或者说（不可能的）空洞时间及其（偶然的）衍生物的（康德式）二元性，似乎为我们提供了对弗洛伊德压抑概念的新解读。后者本身分裂为“原初压抑”和“继发压抑”两个离散的实例。为什么会有继发压抑？弗洛伊德指出，没有被压抑物的回归，就没有压抑。这个论点通常被解读为原初压抑的内在失败，随后需要额外消耗力比多能量来将压抑物“控制住”。但是，我们难道不能同样假设，在齐泽克对希格斯场解读的意义上，事后的压抑是作为对心理对称性破坏的反应而被要求的，因为这种额外的消耗最终比维持最初的虚无状态更廉价？因此，如果没有“关于”被压抑物的回归，就不会有被压抑物“本身”的回归。在此过程中，继发压抑产生了（昂贵的）原初压抑的（经济的）回归。

Notes


[1]: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物理学家们试图将广义相对论与量子场论的标准模型结合起来。鉴于这些理论所涉及的极其技术性的数学，更不用说对经验证实的需要，对于一位哲学家来说，提出一种推测性的解决方案似乎为时过早。当我们还了解到这位哲学家自认为是黑格尔主义者时，我们的怀疑必然会加深；众所周知，黑格尔曾认为可以先验地排除第八颗行星存在的可能性（参见 Hegel 2022）。（正如《李尔王》中的弄臣所说：“七颗星星之所以不多不少正好是七颗，理由很充分。”）当这位哲学家补充说，量子现实的结构与雅克·拉康所确定的符号秩序的结构同源时，情况只会变得更糟。因此，在（1）我们立刻看出这些命题是胡言乱语，然后（2）花时间去理解这种方法，并判断它既不特别令人惊叹也不具原创性之后，我们最终（3）达到了这样一个点：我们得出结论，这确实代表了一种思考量子原初现实与普通现实之间关系的新方式。（关于威廉·詹姆斯“接受新理论的三个必然阶段”的拉康式解释，参见 Žižek 1991, 2–3）。 ↩




[2]: [此脚注标记似乎是原始OCR中的占位符或错误，因为输入文本中未提供 `²` 的相应脚注定义。遵循指示，我不捏造或添加缺失的脚注。如果完整文档的其他地方存在 `²` 的定义，则会添加在此处。] ↩




一种奇特的时间性

让我们回到齐泽克用能指美学取代康德的先验感性论这一问题上。拉康的“回到弗洛伊德”无法绕开弗洛伊德关于无意识过程具有无时间性的论断。细心的读者会注意到，拉康谈论的不是无时间性，而是无意识的一种特定的“奇特的时间性”（étrange temporalité）（参见 Lacan 1973, 33; 1987, 31）。拉康对精神分析的时间问题的兴趣，早已体现在他早期的一篇著作的标题中：“逻辑时间与预期确然性的断言：一种新的诡辩”（1945）。他那类似于博弈论的诡辩（我们稍后将谈及），通常被解读为与经典逻辑的基本参数相一致。然而，正如拉康所指出的，这种奇特的时间性“对经典逻辑的形式构成了一种疑难，经典逻辑享有‘无时间性’的声誉，但这恰恰反映了它自身被认识到的弱点：即它们永远无法提供任何不能被一眼看穿的东西”（Lacan 2016a, 237）。即使逻辑时间的逻辑与幻象的逻辑截然对立，齐泽克依然坚信，前者必须被解读为后者的阐释。幻象的功能直接源于我们对经验的无意识裂缝的讨论。尽管我们可能试图假设第二种（无意识的）因果关系，以解释原本连续的经验因果链中的不连续性，但根据齐泽克的观点，无意识并不是“另一条因果链的名称，使我们能够重新确立决定论的完整链条[]代表试图填补裂缝并重新强加一种建立完整因果联系的叙事的，不是无意识，而是幻象”（Žižek 2014, 408）。因此，幻象支撑了经验现实的表面连续性。然而，类似于康德的先验幻相概念，幻象本身构成了“一个处于对象缺失位置上的对象”：在它背后什么也没有，或者说，是对象的匮乏（参见 Zupančič 2002, 68–69）。

拉康通过引入一个谜题——或者说一个诡辩——来阐明逻辑时间的奇特时间性，该谜题涉及三名囚犯和五个圆盘（三个白盘和两个黑盘）。每名囚犯的背上都固定着一个圆盘，因此他能看到其他人的颜色，却看不到自己的。第一个正确认出（而非猜出）自己圆盘颜色的囚犯将被释放。现在的问题是，如果三名囚犯（A、B和C）都被贴上了白盘，会发生什么。拉康区分了包含不同推理过程的三个连续阶段。在第一阶段，即“注视的瞬间”，每名囚犯都立刻看到另外两人背着白盘。根据这一信息，他们无法立刻推断出自己的颜色。因此，他们保持被动，进入第二阶段，即“理解的时间”。现在，每名囚犯都在思考：如果自己背上是黑盘，那么另外两名囚犯中的每一个人都会看到一个白盘和一个黑盘。这将使另外两人中的每一个人都能想到：如果第三名囚犯也背着黑盘，他就会立刻推断出自己背上是白盘。既然第三名囚犯在过程的第一阶段没有得出这个直接的结论，第二名囚犯就可以在第二阶段得出间接的结论：他自己的颜色是白色。然而，既然第二名囚犯没有得出这个间接结论，第一名囚犯就可以得出双重间接的结论：他不是黑色的，因此是白色的。这样，他们共同到达了过程的第三阶段，即“得出结论的时刻”。

假设三名囚犯思考的速度一样快——这一假设在 Badiou 2009 以及 Pluth 和 Hoens 2004 中受到了质疑——他们将同时走向门口。然而，当他们看到其他人准备离开时，每个人都必须问自己，其他人是否是基于看到了一白一黑的圆盘而得出结论的；但是，看到彼此都在“犹豫”，他们可以提出一个假设：他们都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在犹豫。这一假设得到了证实——或者说表面上得到了证实，当第二次犹豫促使他们“匆忙”得出结论时：“这一次，A从共同的停顿中只能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那就是，如果他背着黑盘，B和C绝对不应该停顿”（Lacan 2016a, 236；译文有改动 S. A.）。

拉康指出：“每一个诡辩最初都表现为一个逻辑错误”（Lacan 2016a, 234）。然而，一旦犹豫和匆忙这两个时刻被赋予了作为能指的基本功能，最初关于逻辑错误的印象就会消散，并且“诡辩因此[]保留了逻辑过程的全部强制严密性”（Lacan 2016a, 236）。

在我们的解读中，这种强制的严密性等同于先验幻相的严密性，即使我们早已将其看穿，它依然继续存在（参见 Kant 1968a, KrV A297/B353）。更准确地说，这种诡辩具有康德式谬误推论的结构，即思考的主体与可规定的经验对象之间的一种幻象式联系。正如康德指责笛卡尔忽视了迪特·亨利希（Dieter Henrich）所称的思维的“内在宾格”（Henrich 2003, 41；参见 Kant 1968a, KrV A347–348/B405–406 和 Lacan 1987, 233–235）一样，每名囚犯也忽视了作为规定者的自身与作为被规定者的自身之间的鸿沟，或者用拉康的术语来说，即作为“陈述行为主体”的自身与作为“陈述内容主体”的自身之间的鸿沟。

一个关键的差异与拉康诡辩中的狡诈元素有关。传统上，诡辩与谬误推论之间的区别取决于谬误的隐蔽性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参见 Wolfio 1728, § 636）。在拉康的诡辩中，匆忙这一关键时刻使结论接近了这种传统含义：如果我“匆忙”得出结论，那是为了让其他人（因为我的匆忙）受到欺骗。我匆忙，是为了让其他人认为我从未犹豫过，从而使他们不至于匆忙得出他们的逻辑结论。匆忙包含了一种预期的确然性。作为象征性认同的一个显著特征，它代表了这样一种异化过程：主体通过同化将自己认同为群体的一员，以避免被后者排除在外。主体并非从逻辑确然性的立场出发采取行动，相反，主体的匆忙构成了其幻象式确然性的条件。齐泽克认为，预期的确然性是象征性认同中比追溯性建构的相关方面更为根本的面向，阿尔都塞在其对意识形态质询的论述中强调了后者（参见 Žižek 2014, 284–285）。在后一种情况下，我们设定了我们的前提；在前一种情况下，我们预设了我们的设定。任何实际的行动都包含这样一种预期性的信仰行为，或者说一种“对充足理由律的悬置”（Žižek 1999, 388）。正如拉康自己所表达的：“行动就是从焦虑中夺取其确然性”（Lacan 2010, 102）。

逻辑时间的三个阶段——注视的瞬间、理解的时间和得出结论的时刻——在部分直观的消逝显现（“l’apparition évanouissante”，Lacan 1973, 40）及其虚假吸收之间展开，即在主体的短暂显现及其在能指中的消失（$ → S₁）之间展开。（直观之所以是部分的，是因为“直观本身总是有所遗漏”，因此它的形式永远无法被一次性或完整地看到；参见 Žižek 2014, 284。）因此，最后一个阶段，即得出结论的时刻，并没有将主体引向一个有根据的结论，而是引向了一种虚假的重获。正是这种“负重的”重获及其异化同化的效果，标志着拉康的诡辩与幻象逻辑之间的结构性亲缘关系。正如囚犯的结论是以“对他人而言我是什么？”这个问题为导向的，同样，“[幻象告诉我……]对我的他者而言我是什么”（Žižek 1997, 9）。

姆拉登·多拉（Mladen Dolar）在解读弗洛伊德记录的一个场景时，对这种联系进行了阐述：一位年轻女子在情人的陪伴下第一次拜访他的公寓。当他们亲热时，她被一声类似敲击或滴答的声响吓了一跳。在离开公寓时，该女子遇到了两个陌生人，她注意到其中一人带着一个被遮盖的物品，像是一个小盒子。她立刻将这次偶然的相遇与她听到的那声转瞬即逝的滴答声联系起来，并在一种仓促/匆忙的错误假设中得出结论：“这个小盒子很可能是一架照相机，拿着它的人是个摄影师，在他们待在房间里时，他一直躲在窗帘后面，而她听到的滴答声，就是那个人发现了这个特别容易引起误会的场景并想将其拍下来时按下快门的声音”（Freud 1982b, 208–209）。在多拉的解读中，这种声音处于一种追溯性解释的中心，或者说处于一种“偏执狂建构，一种为它[声音]提供意义和框架的幻象”的中心（Dolar 2006, 131；强调为 S.H/A.C. 所加）。

一声微小滴答声的出现，使这位年轻女子充满了对解释的渴望。它为一种幻象式的场景扫清了道路，该场景恢复了那个令人不快且难以理解的对象。作为一种空洞时间性的衍生物，滴答声成为了一种本质上是幻象式的理解或领会的基础。多拉正确地得出结论：“幻象的时间代表了领会的时间”（参见 Dolar 2006, 136）。

因此，幻象将主体从因能指相对于其意义的结构性偏移而产生的匆忙（和焦虑）中解放出来。幻象通过填补听到之刻与得出结论之刻之间的鸿沟，从而闭合了时间上的裂缝，阻断了空洞的时间之流。因此，幻象本质上暗示了得出结论的时刻。它不仅仅是结论的障碍，不仅仅是阻碍了如果幻象场景没有介入最初的感知与得出结论的时刻之间本可能产生的正确理解。幻象本身取代了结论的位置。然而，它所取代的东西本身就具有一种替代性结论的结构，在其中，一种“正确”的理解必然会离我们远去。不存在正确的理解。任何理解都是一种“过度”理解：这不仅是指阿喀琉斯虽然能超过乌龟却无法追上它的意义上，或者在康德看来宇宙论概念对知性能力而言太大（或太小）的意义上（参见 Kant 1968a, KrV A486/B514），而且是在违背奥卡姆剃刀原则的意义上。正如多拉所解释的：“充分理解的到来，就是所有幻象中最令人难以置信、最荒谬的幻象的到来”（Dolar 2006, 137）。

我们在上面已经注意到，拉康谈论的不是无时间性，而是无意识的一种“奇特的时间性”，这两个概念构成了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拉康在与动态时间性的对立中发展了他自己的逻辑时间概念，动态时间性基于将时间视为实体的存续或存在的量级（“magnitude of existence”）的观念。无意识既不认识（康德意义上的）动态时间性，也不认识经典逻辑定律（特别是矛盾律）。尽管如此，用逻辑时间的概念来把握无意识是可能的，即使严格来说，后者既不能还原为康德的数学时间性，也不能还原为康德的动态时间性。

康德的数学的领会时间具有两个基本属性：它是“主观的”，且其综合是任意的。这两个属性中的第一个也可以追溯到逻辑时间的三个阶段。这三种时间形式的表述清楚地证明了它们的“主观”特征（我感知/看到的瞬间——我领会的时间——我得出结论的瞬间）。然而，感知过程的连续性质的“主观”特征并未就此穷尽。因为与连续的数学综合不同，逻辑时间的连续性绝不是任意的，即使它与康德所称的“自由的任意（arbitrium liberum）”相联系（Kant 1968a, KrV A803/B831）。首先，时间序列的顺序是不可逆的：我只能从注视的瞬间开始，以理解的时间继续，并以得出结论的时刻结束。拉康诡辩中的囚犯不能随心所欲地开始他的推理过程。首先是一种感知。即使这揭示了关于其他人的某些信息，它也隐藏了主体自身领会背后的东西，因此主体不可能从这里开始。相反：它必须恰恰以一个关于这种被偏移的感知的结论来“结束”其推理过程。然而，主体并不是通过重建因果链从而重新定位被偏移的直观来确定其身份，而是诉诸于一种对其身份的纯粹主观预期的匆忙姿态。这代表了因果链在结构上不可闭合的另一面（参见 Žižek 2014, 284）。在领会的时间里，囚犯可以自由地将两种颜色（黑色或白色）中的一种分配给这种被偏移的感知。出于结构性的原因，他仍然必然以假设自己背着黑盘来开始他的推理过程。由此他接受了序列不能被简单逆转的事实。

这种最初的冲动——假设背上是黑盘而不是白盘——从何而来？布鲁斯·芬克（Bruce Fink）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在拉康早期将偏执狂定位为人格起源的观点中找到。这迫使逻辑时间的主体将自己定位为配备了黑盘；即不同于（而不是等同于）他面前看到的两个带着白盘的囚犯（参见 Fink 1996, 363–364）。这样的解读当然是可能的；然而，如果我们坚持概念的极简主义，它就是多余的。因为主体提出的假设涉及由另外两个主体的犹豫所造成的僵局：“如果我配备了黑盘，我面前看到的这两个标记着白盘的囚犯就会立刻认出自己是白盘的携带者。既然他们没有这样做，我背上一定是个白盘。”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是黑色”的假设不能简单地被“是白色”的假设所取代（“如果我是白色的，那两个白色的就不会认出自己是白色的”）：我清楚地看到他们没有直接认出，而是在犹豫，正是这种犹豫允许我排除我带着黑盘的可能性。我从另外两人的“犹豫”或悬而未决的状态开始，然后通过提出我的“假设”来解释他们的犹豫，最后从中得出我的“结论”。“如果我是白色的……”这一假设只有在另外两人没有犹豫的情况下才有可能；然而，如果他们没有犹豫，一开始就不需要任何假设了。

我们看到，拉康意义上的逻辑时间性在何种程度上是主体间的，因此它既不等同于钟表的计时时间，也不等同于作为实体存续的时间。作为说话的存在，我们日常与时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既不是由康德的经验时间决定的，也不是由钟表时间决定的，而是由匆忙和犹豫这两种出神的模态决定的。主体以能指（他人的犹豫）为导向，或者更确切地说，被能指所引导。齐泽克最喜欢且在其许多文本中引用的一个例子触及了所描述问题的核心。这个例子出自柯南·道尔的夏洛克·福尔摩斯小说《银色马》（The Silver Blaze）：狗没有叫。正是狗叫声的缺席引起了福尔摩斯的怀疑，同时也构成了他推理过程的关键部分。在这里，我们见证了从能指的缺席（狗没有叫）到缺席的能指（它一定认识那个骗子；参见 Žižek 2017, 233）的过渡。福尔摩斯的结论始于那只不知道的狗，即始于匮乏，始于话语中/话语的不连续性。同样，囚犯的结论也是从一种缺席出发的（其他人什么也没做，他们在犹豫，他们的动作中断了）。根据差异性原则，这种能指的缺席被主体自身解读为缺席的能指，这促使主体匆忙行动，从而使其能够解决逻辑任务。

最后这一点构成了齐泽克理解逻辑时间动态展开的关键。我们已经强调过，主体只有在将他人的犹豫解释为关于自己配备了白盘的知识之后，才会提出背着白盘的假设。凭借其假设，主体“穿越到了未来”。这一假设基于“被假定知道的主体”的功能。“如果另外两人犹豫，那是因为他们知道我背上没有黑盘”。早在《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中，齐泽克就强调了主体间幻觉的这种移情特征，它很容易映射到幻象的结构上（参见 Žižek 1989, 56）。主体假设的形成，难道不是基于这样一种涉及他者假定知识的必然幻觉吗？并且，这种假定的知识难道不是通过我们——主体——的能指的作用在事后建构起来的吗？建构这种知识的能指并不对应于其他人感知或看到的东西，而是对应于他们犹豫的事实。因此，主体仅仅是通过一种幻觉才获得了这种假定的知识。在拉康的诡辩中，知识的这种虚幻特征得到了强化，因为三个主体中的每一个都处于纯粹发现的完全相同的境地。这意味着：对我存在的认识，并不先于我在他者中发现它的那一刻而存在。借用黑格尔的话我们可以说：“被发现的东西只有在被抛弃时才生成”（Hegel 1986, 27）。


一种力比多度量

在《绝对反冲》（The Absolute Recoil）中，齐泽克引入了拉康诡辩的另一个变体，涉及三个女人和五个男人（三个白人和两个黑人）。在这个诚然“荒谬的重述故事”中（参见 Žižek 2014, 288），想象中的后入式性交（coitus a tergo）倾向于变成一种中断式性交（coitus interruptus）：预期的确定性只能通过仓促中断性交来实现。每个女人都被从后面插入，并且能看到插入其他两个女人的男人的肤色，但看不到插入自己的男人的肤色。这个具有偷窥色彩的问题版本突出了一个在拉康版本中很大程度上处于背景中的因素：“大他者的凝视”[the gaze of the Other]，即象征秩序本身的主体化视角。

在对拉康诡辩的这种重新解释中，还有三个额外的特征凸显出来。首先，女人们的论证是在插入的脉动运动背景下展开的。它模仿了无意识的时间性脉动：“无意识[]是遵循时间性脉动，一旦开启便立即闭合的东西”（Lacan 1987, 150）。其次，齐泽克的例子突出了被排除的（最初被压抑的）享乐（jouissance）元素（见第86章）（参见 Žižek 1999, 265）。在这个设定于18世纪中叶法国的想象场景中，通过社会排斥的象征场域进行被动屈从的快感在政治上是被过度决定的（参见 Žižek 2014, 288）。当我们注意到所有三个女人（其种族未定）都是被白人插入时，被黑人插入就沦为一种纯粹的抽象可能性，我们“犹豫地”考虑它，但随后又“仓促地”拒绝它。齐泽克指出了与之相关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选择：（大概是白人的）女人们最终在社会接纳（白人）和享乐（黑人）之间做出选择。齐泽克在《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中已经建立的享乐与排斥之间的联系，揭示了拉康诡辩中白/黑区分的非任意性。它因此证明了芬克（Fink）对偏执狂重要性的论证是合理的，尽管是在另一个层面上。在一个充满社会和政治偏见的论述空间中，在“不可能性”（跨种族关系）和“无能”（与白人男子不令人满意的性行为）之间存在着一种预先设定/做出的选择。第三，想象中的后入式性交，类似于弗洛伊德关于那位名誉受损的女病人的例子，不仅强调了认同在构成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场域中的功能。它还进一步突出了幻象的功能，幻象掩盖了包含在性与社会非关系中的分裂，而社会场域正是围绕这种分裂构建的。在这里，逻辑时间不仅被重新解释为幻象的时间，而且更具体地被重新解释为意识形态幻象的时间，这种幻象是围绕着符号化过程中不可符号化的核心构建的。

齐泽克指出：“为了理解这种悖论[与逻辑时间性相关的因果关系悖论]，需要一个拓扑学模型”（Žižek 1994, 31）。这一论点似乎与拉康的坚持相矛盾，拉康认为他的诡辩不接受任何“空间化的概念”（Lacan 2016a, 237）。这里提到的空间概念，与拉康自己发展的拓扑学概念相反，代表了经典逻辑的欧几里得补充。空间概念是彻底透明的：没有任何东西——没有裂隙、跳跃、偶然、命运（hiatus, saltus, casus, fatum）——能阻碍全视的目光。欧几里得几何学和经典的亚里士多德逻辑学都排除了主体性的裂缝及其建构性的偏离（detour）。主体性的裂缝代表了一个“不再能被归入认识的先验之中的洞”（Lacan 2016b, 443）。换言之：谈论主体性的裂缝，指向的是先验主体性本身的无意识。拉康的拓扑学能够考虑到这种裂缝：它从根本上把握了原因，赋予了塑造主体性的建构性偏离一种形式。“欲望是求知欲，由一种与主体形成相关的原因引起，通过这种原因，与性别的联系只能通过倾斜的迂回途径发生。这是一个人们可以借此认出他们试图用来包围它的拓扑学的表达”（Lacan 2016b, 433）。因此，逻辑时间的问题允许，甚至可能需要拓扑学模型。

康德认为，日常经验的空间具有一种内在的度量。换言之：在这个空间中，任意两点之间存在一个固定的、可测量的距离。非度量拓扑空间的概念曾被莱昂哈德·欧拉（Leonhard Euler，1707–1783）提及。然而，在爱因斯坦之前，没有理由认为物理空间可能是弯曲的或拉伸的（甚至是撕裂/分裂的），因为“内感官”的形式——即时间——与直线是同源的（参见 Kant 1968b, 470–471）。弗洛伊德指出，鼠人看似不可预测的路径可以被描述为在由无意识引力弯曲的空间中的一条“测地线”（两点之间的最短距离）（参见 Freud 1963, 51）。然而，他的心理机制拓扑图，即使只是在比喻的意义上，从根本上仍然是欧几里得式的。最终是拉康将真正的拓扑学视角引入了精神分析，他将欲望与环面的可定向表面，以及莫比乌斯带、交叉帽和克莱因瓶的不可定向表面联系起来。

齐泽克在此背景下观察到以下几点：正如爱因斯坦从物质弯曲空间的观念转向空间弯曲产生物质的观念一样，拉康也从主张客体小a（objet petit a）（见第89章）是欲望的客体原因的观念，转向了客体（小）a本身是欲望产物的观念（参见 Žižek 2010b, 303）。这种视角的转变使拉康能够在拓扑学上将主体性的不连续性描述为产生连续但不可定向表面的扭曲和迂回。进一步发展这一见解，齐泽克提出，现象现实具有（1）莫比乌斯带的结构，因为它是辩证的“对立面重合”的场所；（2）交叉帽的结构，因为试图确定情况的纯客观方面的尝试，只会更加清晰地揭示其主观建构（反之亦然）；以及（3）克莱因瓶的结构，因为任何试图弥合“物自体”与现象之间鸿沟的尝试，都会遇到“柏拉图洞穴”的“开口”（或扭曲）——我们自身主体性的场所（参见 Žižek 2020, 225, 239–245, 259–269）。

在一个大胆的解释策略中，齐泽克将这三种不可定向的表面分别与黑格尔的存在论、本质论和概念论的主题等同起来（参见 Žižek 2020, 222–225）。同时，他反驳黑格尔，认为“纯粹的前本体论实在”本身并不存在于逻辑中，而是存在于“量子原初现实”（quantum-proto-reality）中（Žižek 2020, 283）。他得出结论，量子原初现实与现象现实之间的关系具有莫比乌斯带的形式（参见 Žižek 2020, 275）。

齐泽克反对波函数坍缩需要有意识主体存在的唯心主义观念（参见 Žižek 2010a, 923–924; 2020, 281）——这是他的批评者托马斯·莫勒-尼尔森（Thomas Moller-Nielsen, 2019）所忽视的一点。在此过程中，齐泽克接受了唯物主义者的挑战，即解释为什么虚拟量子场会以一种允许主体性涌现的方式坍缩。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齐泽克推测，克莱因瓶的扭转——即主体性（以及黑格尔概念论）的特征性拓扑特征——必定已经存在于前主体的量子层面上。

正如康德认为我们“如果不把线在思想中画出来，就无法思考一条线”（Kant 1968a, KrV B154），齐泽克也提出，如果不把不可定向的表面在思想中生成，我们就无法思考它（在此我们从拓扑数学转向了拓扑动力学）。这一见解可以通过将拉康的三个不可定向表面与其诡辩的三个时间阶段联系起来加以说明。主体隐藏的颜色依次表现为：（1）在一个向内翻转形成莫比乌斯带的表面上的“缝合点”（凝视的瞬间）；（2）在一个向内翻转形成交叉帽的莫比乌斯带上的“缝合线”（理解的时间）；以及（3）在一个向内翻转形成克莱因瓶的交叉帽的“缝合隧道”（得出结论的时刻）（参见 Žižek 2020, 225）。

也许这个模型可以用来解释日常现实如何从量子原初现实中产生。假设波函数的坍缩是一个动态过程的结果，该过程包含与拉康诡辩的三个连续阶段相类似的元素。想象一下，虚拟量子场中每个粒子的任务是确定它是否是现实的（aktual），并且其参数类似于诡辩中的参数。它们不需要穿过一扇由恶魔守卫的门（如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著名的思想实验中那样），而是必须将它们的现实性记录在类似科拉（khōra）的表面上，该表面在量子力学中扮演着非全知的大他者的角色（参见 Žižek 2020, 279）。在过程的第一阶段，每个粒子都会立即“看到”其他粒子确实是现实的，但无法推断出自己的现实性。在第二阶段，粒子可以初步推断出自己的现实性，因为在第一阶段没有其他粒子记录其现实性。然而，一旦它看到其他粒子正准备记录它们自己的现实性，它将再次被迫撤回自己的记录，以免被“量子本体论的迟钝上帝”（retarded God of quantum ontology）记录下来（参见 Žižek 2020, 273; 286–288）。其他粒子的犹豫随后将使每个粒子能够仓促得出结论，即“让大他者知道”它已经记录了自己的现实性。这将是波函数坍缩的瞬间。最终的自我记录行为将解释为什么每个粒子的现实性与主体的象征认同一样脆弱。

我们完全意识到这个思想实验的幻象性质。诉诸幻象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我们无法在不干预虚拟量子系统的情况下观察它。更一般地说：正如康德首先认识到的那样，任何试图解释为什么存在某物而不是无的尝试——或者用齐泽克的话来说，为什么存在无而不是某物（Žižek 2010a, 925），或者存在某物而不是少于无，因为虚拟粒子或LTNs（“少于无”，Less-Than-Nothing）“甚至连无都不是”（参见 Žižek 2020, 282）——都会使我们陷入先验的幻象中。然而，正如康德也认识到的那样，承认这一事实不必也不能让形而上学消失。与其陷入沉默（“对于必须保持沉默的事情，人们不可谈论”），我们不如做拉康的——或者说柏拉图的——囚徒们所做的事：“预期”确定性。形而上学的论证本身也可以处于逻辑时间的约束之下。塞拉斯（Sellars）为这一观点提供了意想不到的支持，他指出：“哲学论证的核心往往表现为一系列‘正如我将展示的’（as I will show）和一系列‘正如我已经展示的’（as I have shown）之间的戴德金分割（Dedekind cut）”（Sellars 2007, 269）。换言之：哲学（尤其是形而上学）论证的核心，代表了关于预期确定性的一系列陈述与关于追溯性建构的一系列陈述之间的戴德金分割。如果塞拉斯认识到“理由空间”受到拓扑扭转的影响（这表现在一个坚定追求的论点往往会将我们引向最初立场的反面这一事实上），他也许会同意齐泽克的观点，即科学图像与显现的现实图像之间的鸿沟，具有连续但不可定向表面扭曲的“本体论”（而非认识论）形式。

拉康的诡辩有许多变体。在其中一些版本中，三名参与者轮流回答问题。在拉康的版本中，三名囚犯必须同时回答同一个问题——“我是什么颜色？”。这种结构上的同时性绝没有取消历时性的元素。相反，它使拉康能够区分三个连续的时间，而不是单一线性时间的三个连续阶段（参见 Hoens 2022, 8, 13）。如果拉康完成了他的《集体逻辑学论》（Essai d’une logique collective）——据说关于逻辑时间的论文是其中的一部分（参见 Lacan 2006, 783n）——他也许会考虑一个替代方案，在这个方案中囚犯们能够合作。这样的场景会将焦点从准霍布斯式的自然状态转移到准马克思主义阶级结构的出现上，这个主题在齐泽克的著作中比在拉康的著作中更为突出。假设有一组 n 名囚犯被告知，他们将被秘密地逐一带入一个房间进行审问（审问次数不限），房间里只有一个带有效开关的灯泡（参见 Ditmarsch und Kooi 2015, 83–85）。如果其中一名囚犯正确地宣布他们三个都已被审问，他们将全部获释；但如果其中一人错误地宣布他们都已被审问，他们将被全部处决。如果允许囚犯们事先商议，他们就能制定出一个成功的策略。例如，其中一名囚犯可以被任意指定为“主人能指”（见第84章），即那个将指示他们三个都已被审问的人。如果这个人被审问时灯是关着的，他就把它打开；如果灯已经亮着，他就让它亮着。所有其他囚犯在到达时如果房间是暗的，就让它保持暗的。然而，如果房间是亮的，他们在前两次被审问时就把灯关掉，在随后的几次里就不再做任何事。每次“主人能指”发现房间是暗的，他就知道另一个囚犯被审问过了。然而，由于囚犯可以按任意顺序被多次审问，只有当灯被关掉2到3次时，他才能确定每个人至少被审问过一次。

这个场景中缺少的是不可判定性的方面。制定集体获胜策略的可能性保证了囚犯将被释放（或者，在量子力学中，薛定谔的猫是活着的）。通过用可计算的确定性取代预期的确定性，我们从拉康的立场退回到了笛卡尔的立场。同样地，我们从齐泽克的立场（根据该立场，预期确定性的逻辑是不可避免的）退回到了斯大林主义的立场（根据该立场，决策应从不可动摇的历史规律中推导出来）。为了弥补这一缺陷，必须消除或限制最初的商议时刻（从而将囚犯/粒子抛回虚拟的自然状态）。

我们倾向于仓促得出的齐泽克式结论，并不在于群体团结的形式或量子场的精确结构可以被先验地推导出来（就像黑格尔那里的行星数量一样）。相反，它意味着像预期确定性这样的东西对于波函数的坍缩可能是必要的，就像在政治领域一样，共产主义社会的形成也可能建立在预期的确定性之上（“全世界的粒子，联合起来！”）。通过大胆地将负量LTNs（“少于无”）的概念引入哲学，齐泽克能够推测性地将一般现实的时空描述为一个由蹒跚步伐产生的克莱因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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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史的悖论之巅

在其2012年出版德文版、2001年出版英文原版的著作《极权主义：针对一个概念之使用或滥用的五次干预》中，齐泽克（Žižek）在一处提到了他戏剧性地称之为“可以说是整个哲学史上最大的悖论”（Žižek 2012, 158）的东西——据我所知，这种表述在他全部著作中仅使用过一次。是什么造就了这一悖论的高度？又是什么首先使其成为这样一个悖论？五年后，人们可以在齐泽克的著作中找到一种差异化回答的精细要素。在《视差之见》（Parallaxe）中，他将这个现在被称为“根本性”（Žižek 2006a, 10）的悖论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学说联系起来。因此，辩证唯物主义的概念、方法或学说直接与哲学史上最高的悖论相连。人们甚至敢于断言，对齐泽克而言，辩证唯物主义代表了哲学史上最高的悖论。但这立刻引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会这样？首先必须指出，辩证唯物主义是齐泽克不断用来与其自身系统性哲学立场相联系的名称。这种在哲学史悖论之巅的背景下成型的唯物主义，反过来又将我们引向物质的辩证深渊和辩证法的物质深渊。

对齐泽克著作中辩证唯物主义概念进行谱系学梳理，有助于更准确地理解这一悖论。表明该概念利害关系的最早表述，出现在齐泽克的《享乐的转移：六个色情-政治尝试》（英文版于1994年出版）中。其中有一段他讨论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与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著作关系的文字。齐泽克在此指出，尽管两人之间存在深刻的分歧，但他们都明确站在辩证唯物主义而非历史唯物主义一边。按照一般的理解，历史唯物主义考察特定历史时期的生产方式以及建立其上的现存社会实践，并在此过程中研究它们的结构、发展和转变；而辩证唯物主义则追问并探究这些实践本身的“发生”（Genese）（Žižek 2007, 130）。

因此，它也必须处理“开端之前”（Žižek 1996, 18）发生的事情。因为对于历史唯物主义者来说，实践——或者说将各种实际存在的实践的复杂集合体结合成一个社会形态的统一形式——总是已经存在的。因此，人们努力在给定实践的基础上，从中推导出允许对其进行研究的科学原则。因此，这两种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之间的区别——在初步和抽象的表述中——体现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实践形式之间的差异，而辩证唯物主义研究由实践本身的发生所产生的差异。

历史唯物主义可以说明一组特定的历史和特定文化实践是如何运作的，以及它们在一个社会形态中是如何相互区分从而获得相对自主性的。例如，它可以告诉我们，特定文化如何对待、推崇和生产绘画、恐怖电影或某种形式的文学，以及这些实践与其他文化、时代和生产方式的实践有何不同。然而，历史唯物主义在概念上是有限的，因为它无法解释实践是如何构成的，因此也无法解释它们如何被根本性地改变。

像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著名的哲学诠释学家——这样的思想家，因此可以被视为历史唯物主义者。对他来说，语言总是已经存在的。相比之下，像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这样的思想家则试图思考“我们进入语言的入口”（Žižek 2007, 132），以此来理解由这种进入所带来的根本差异——前符号宇宙与符号宇宙之间的差异。他更可以被视为一位辩证唯物主义者。

历史唯物主义，无论其在理解给定生产方式的具体轮廓方面发挥多么重要的作用，都无法真正说明是什么使其（潜在的）转变成为可能——除非是在事后事实陈述的框架内。相反，辩证唯物主义的目标恰恰是说明转变的发生，并最终说明实践的构成。顺便提一下，这种方法论导向也解释了齐泽克对量子物理学持续的系统性兴趣，这常常让一些读者和许多批评者感到困惑（关于该主题的早期阐述，参见 Žižek 1996, 201–231）。因为在齐泽克的改编中，辩证唯物主义不能依赖于一个总是已经确立或完全构成的物质概念。但是，如何思考物质概念所固有的物质构成，而不至于导致主张物质具有内在生命力（Bennet 2020）呢？

齐泽克的回答是，物质最终必须消解在“一个纯粹形式关系的网络”中（Žižek 2016a, 77）。任何“真正的唯物主义总是包含这样一种物质的‘消失’”（Žižek 2020, 16）。为什么？因为在我们假设物质是简单给定的、完全构成的、不可能被思想穿透的那一刻，我们就赋予了它一种动力、活力和生命力，一种必然对我们隐藏的自身灵性。这种活力随后还被用来解释思想的涌现。

但是，通向物质的唯一恰当的、辩证唯物主义的途径是通过形式的概念。物质也是一种必须生成为其所是的东西。这种生成只能通过形式的链接来解释。存在着使物质成为物质的形式。这导致如果我们想以唯物主义的方式思考辩证法，我们就必须转变我们对辩证法的观念。辩证法不是一种可以从一系列固定原则中推导出来的普遍本体论。如果辩证唯物主义者不仅必须在形式上说明物质的辩证发生，还必须说明辩证法的发生或思想形式本身的发生，那么我们就面临着两个相互交叠但又不同一的创造方向。因此，不存在一种作为思想发生之思考方式的辩证唯物主义，它不同时说明其自身要素的发生。

这似乎得出了一个相当错综复杂的辩证唯物主义图景。而这正是齐泽克的重点所在：“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空间正是这样一个错综复杂的空间，并且[…]正是这种错综复杂性，这种退回自身的自我指涉的循环运动”（Žižek 2023, 3），使其成为一种困难的方法，同时也是唯一在哲学上站得住脚的立场。

因此，对齐泽克来说，辩证唯物主义不是一种（稳定的）哲学学说。它不是一个边缘的“能指”，而是对齐泽克的事业至关重要，这体现在2010年代出版的两本核心著作中，这两本书的标题都带有这个能指：其中一本赋予辩证唯物主义“阴影”的地位；这一指涉让人想起黑格尔对《逻辑学》的定性，该书将自身理解为“一个阴影的王国，一个摆脱了一切感性具体性的单纯本质的世界”（Hegel 1986a, 55）的展现。这里指的是齐泽克2012年出版英文原版的极具影响力的著作《少于无：黑格尔与辩证唯物主义的阴影》（Žižek 2016b）。另一本书在其标题中宣告了（黑格尔的）“绝对反冲”方法，并试图为辩证唯物主义提供一个新的基础。这清楚地表明了这种反冲自身的运动在何种程度上处于辩证唯物主义的中心和基础。这里谈论的是齐泽克备受讨论的著作《绝对反冲：辩证唯物主义新基础的尝试》（Žižek 2016a）。将这两部专著结合起来，就会清楚地看到，只有展开对辩证唯物主义本身的辩证唯物主义阐释，才能理解辩证唯物主义对齐泽克而言究竟是什么。

出于这个原因，辩证唯物主义以悖论的形式找到了其最高的表达，从而类似于拉康（见第61章）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所执行的方法论运动，即从对其创始人弗洛伊德文本的精神分析解释出发，重新奠定精神分析的基础。哲学史上最高的悖论是哲学将最高与最低、概念与具体历史、辩证法与物质结合在一起的方式。这个悖论可以与黑格尔的著名论断相媲美，即“精神的存在是一块骨头”（Hegel 1986b, 260），或者男性生殖器官同时是生物繁殖和排泄的器官（参见 Hegel 1986b, 262）。

在这个意义上，哲学史上最大的悖论在于，如何必须将站不住脚的荒谬与概念上的精妙作为同一事物的两面结合起来。辩证唯物主义荒谬的一面体现在“其斯大林主义的密码化”中，因为在其中它“退化为一种空洞且在哲学上毫无价值的意识形态思想体系”（Žižek 2012, 158），而另一方面，辩证唯物主义“简直就是明确的真理”（Žižek 2012, 158）。在这里，站不住脚的东西与真实的东西重合了，尽管这并不意味着它因为站不住脚所以真实。相反，辩证唯物主义的真理恰恰在于其不可捍卫性。这是一种在表达和呈现的行为中自我转化的立场——并且在其中重新阐释了黑格尔如何构想绝对者的呈现。黑格尔将其呈现形式等同于他所谓的思辨命题：一种适合表达思辨思维的命题形式。在此有必要回顾一下，“辩证唯物主义是黑格尔所谓思想对客观性的思辨态度的唯一真正的哲学继承者”（Žižek 2016a, 16）。

一个思辨命题最初在我们看来就像一个从主语过渡到谓语的极其普通的句子（黑格尔的一个例子是“上帝是存在”[Hegel 1986b, 59]）；但在其展开过程中，它扰乱了我们的期望，包括我们对什么是句子的期望。它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它让主语的某些东西在谓语中重新出现（上帝在存在中出现，但同时又消失在其中），然后让谓语在主语中重新出现（因为存在似乎比上帝更宽泛），从而最终改变了主语和谓语本身之间的关系（两者是同一的；甚至系词“是”也消解在“存在”中）。

我们想要从主语推进到谓语，但思辨命题却退回自身。它们改变了我们对我们所假设的它们（这些命题）实际上是什么的观念。这种破坏稳定性的运动随后成为思想的真正对象（并产生了思想），只有当我们投入到思辨命题强加给我们的思辨扭曲中时，我们才会遇到它（参见 Hegel 1986b, 41–43）。正是这样一种思辨的转化，也在齐泽克的辩证唯物主义中发挥作用。这是一种他再次参照黑格尔——反复描述为“反冲”的运动（参见 Žižek 2016a）。

这必然与以下事实有关：辩证唯物主义立场是“当代‘后形而上学’哲学总体的缩影”，它努力将“唯物主义”（拒绝唯心主义的解释尝试）和“辩证法”（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指一种完全能够解释超出常识现实主义框架的现象的方法，从量子物理学到语言的悖论）结合起来思考（Žižek 2012, 158）。尽管辩证唯物主义具有悖论的性质，但它在今天却出人意料地无处不在。它是后形而上学时代的自发意识形态。因此，连贯地理解它就显得尤为迫切。

辩证唯物主义的计划在于，对构成历史的符号形式的发生和构成提供系统的说明（这包括思想和符号宇宙本身的产生）。在这个意义上，辩证唯物主义比历史唯物主义更具历史性，因为它研究历史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它是系统性的，因为根据它的观点，历史和符号物质的创造（即形成）可以而且必须被思考。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历史物质，而辩证唯物主义则向我们展示了历史物质性本身可能性的条件。辩证唯物主义是先验（康德意义上的）唯物主义的一种形式，它最终奠定了先验事物本身的构成。（关于先验概念的维度及其批判，参见 Žižek 2023, 151）。

辩证唯物主义向我们阐释了具体历史物质可能性的条件，因此它别无选择，只能试图对这些可能性条件的发生提供解释，即对先验事物的发生提供解释，“而又不让我们失去先验的维度”（Žižek 2018, 105）。但是，我们如何在不把辩证唯物主义中的任何东西（甚至不把辩证唯物主义本身）视为理所当然或既定前提的情况下，维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之间的区分呢？

狄慈根、普列汉诺夫、斯大林与……齐泽克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澄清辩证唯物主义概念的历史语义范围并将其与齐泽克自身的观点置于语境中是有帮助的。因为长期以来，辩证唯物主义被等同于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最密切相关的哲学和本体论学说。尽管这两位思想家从未在他们的著作中使用过这个词，情况依然如此。

第一个真正在其著作中使用该词的是约瑟夫·狄慈根（Joseph Dietzgen，1828–1888），时间是1887年（参见 Dietzgen 1905）——这位思想家后来被列宁阅读和评论。稍后，在1891年，格奥尔基·瓦连京诺维奇·普列汉诺夫（Georgi Walentinowitsch Plechanow，1856–1918）使用了它，他还将马克思主义描述为一种“斯宾诺莎主义”（Plechanow 1898, 360）。后者由此将马克思主义变成了一门科学，这门科学根据并基于稳定的、可按规律描述的原则来研究历史形态的发生。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国家马克思主义，被等同于辩证唯物主义，并将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其特殊的子学科，这在历史上源于斯大林1938年臭名昭著但影响深远的著作《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这里，辩证唯物主义被宣布为无异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全宇宙观”（Stalin 1938）。

为什么把这种世界观称为辩证唯物主义？斯大林的回答是：“因为其对待自然界现象的方法、其研究自然界现象的方法[…]是辩证的，而其对自然界现象的解释[…]、其理论是唯物主义的”（Stalin 1938）。马克思主义具有一种普遍的世界观，因为它以辩证的方式处理一切事物，然后在其具体和具体的物质语境中解释一切。它可以依赖一系列普遍的辩证原则，这些原则使这种方法论操作成为可能。即（1）自然界中的一切都是相互联系的，因此没有任何事物是偶然的；（2）自然界是一个过程，因此处于不断的运动和变化之中；（3）自然界中的量变会导致突发的质变。这一版本的辩证唯物主义还假设，（4）所有事物（自然界及其内部）都具有内在矛盾，因此矛盾构成了一个普遍原则。我们在这里得到了一种对立面永恒斗争的版本，它成为一种普遍的本体论原则，指导着关于变化和发展的思考。

这就是作为世界观的辩证唯物主义的主张：我们可以理解任何具体的历史情境并解释其发生。我们只需要将这些（辩证唯物主义的）稳定原则应用于社会和历史生活，而这种应用是由历史唯物主义执行的。

然而，在这种表述中，历史发生原则本身并没有发生。它们仅仅是被马克思（主义）作为解释自然和历史生产的跨历史原则发现的。正是这种假设，用齐泽克的话来说，使这一版本的辩证唯物主义成为“具身化的白痴”，并将其确立为一种“不仅在哲学上毫无价值[]，而且[]充当了可怕的政治压迫的意识形态工具”的导向（Žižek 2020, 5）。但是，再次回到这个问题，既然这种导向极其站不住脚，为什么还要重新强化并捍卫它呢？

在《享乐的转移》中可以找到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在那里，齐泽克首次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悖论，将其——正如他后来反复做的那样——呈现为一种站不住脚且不可辩护的哲学立场，作为“哲学白痴的最高范例”（Žižek 2007, 137）。但同时，他又将其描述为一种立场，使我们能够思考一个令人迷失方向且无法定向的（逻辑）空间，如果我们想要思考历史实体和实践的构成（以及因此的存在），我们就必须思考这个空间。

如果辩证唯物主义在其传统表述中呈现为一种普遍本体论和生成理论的形式，而奇怪的是它却没有说明自身的生成，因为它认为自己是先验的，那么它就愚蠢地退回到了它无法捍卫的立场：它是一种没有发生和进步的进步与过程本体论，一种“主词中的矛盾”（contradictio in subjecto）。

我们在这里可以了解到，为什么任何将自身先验化的生成本体论、任何过程本体论都是站不住脚的——至少在涉及辩证唯物主义的核心问题，即发生问题时是如此。如果发生的形式本身没有发生，我们最终只会得到一种“运动主义”（Mobilismus）（Lebrun 2004, 11）的形式，即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种变体，从而陷入一种无法解释自身方法论原则的立场。

这完全不是齐泽克所捍卫的立场。相反，他将辩证唯物主义动员为一个概念空间，在这个空间中可以系统地表明，任何普遍的本体论框架在试图解释自身的发生时（这是不可避免的），都会遇到悖论和不一致。他狡黠的论证基于这样一点：人们恰恰可以在辩证唯物主义自身的弱点中找到其真正的力量。失败与成功、最高与最低在这里（再一次）重合了。整个哲学史上最高的悖论在于，最连贯、最系统的哲学方法并不与哲学白痴的最高范例相吻合，而是与一种失败的本体论相吻合，甚至与一种连贯的失败本体论的构成相吻合。

辩证唯物主义与其说是一种普遍的本体论，不如说是一种方法，它源于这样一个假设：如果本体论所研究的对象本身没有连贯地构成，那么任何本体论都不可能是连贯的；例如，如果它所思考的存在本身是不连贯的。

齐泽克对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解将其视为唯一站得住脚的立场，因为这是一种将其自身未能连贯地构成系统的失败整合到自身系统中的立场，从而恰当地对应于一个本身并未完全连贯构成的现实。在这个意义上，辩证唯物主义包含了一种与自身重合和不重合的系统性重合，即两种与自身不可能性重合的可能性的重合。这怎么可能发生呢？


反对既定之物

在《享受的转移》（Metastasen des Genießens）的一个脚注中，齐泽克指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之间的关系，可以映射为一般形而上学（metaphysica generalis = 辩证唯物主义）与特殊形而上学（metaphysica specialis = 历史唯物主义）之间的区分。但当我们认识到辩证唯物主义系统地代表了一种（自我反思的）不可能的立场时，这种对应关系就发生了新的转折。因为这随后会引出一种洞见，即“辩证唯物主义必须像黑格尔无限判断‘精神是骨头’中的‘骨头’那样来阅读。[] 辩证唯物主义代表了它自身的不可能性”（Žižek 2007, 140）。正如齐泽克所明确的，这里涉及的无限判断是关于“我们黑格尔-拉康式立场与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之同一性”的判断（Žižek 2016b, 161）。

通过体现自身的不可能性，辩证唯物主义成为一种思考和系统化（自我指涉形式的）否定的方法论，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直接与黑格尔和拉康立场的内核相联系。如果我们想要在不依赖任何既定事物的情况下进行思考，辩证唯物主义作为一个概念在概念上就是必然的。它是以哲学立场形式出现的对不可能性的（形式化）。作为关于生成的实在思想和关于生成的思想之实在界，辩证唯物主义因此是唯一站得住脚的哲学立场，因为它在概念上恰恰体现了它所系统化的那种不可能性；即永远不可能存在一个完全一致的本体论-哲学立场的不可能性。这是哲学史上最大的悖论，因为辩证唯物主义是唯一站得住脚、同时又绝对不可能的立场。为了进一步展开这种悖论性的构成，将辩证唯物主义与其他关于历史形态生成的描述，以及其他回避其概念激进性的唯物主义区分开来，是有帮助的。

例如，各种版本的进化唯物主义都预设了历史中存在一种有机的演进或“向更高层次的定向”（Žižek 2020, 16）——这是一种辩证唯物主义无法赞同的既定性（这种观点甚至在当代物理学中也有相关性；参见 Žižek 2023, 110）。但辩证唯物主义也不同于机械唯物主义，因为后者以另一种形式并在更高的逻辑层面上，重复了一些对任何形式的历史唯物主义都具有建构意义的成问题假设，特别是在它试图解释形式生成的方式中。它对历史变迁的解释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归根结底，实践的生成或构成总是只有“一种”形式，即“一种”历史因果关系形式。而这种形式本身又没有生成过程。

因此，机械唯物主义将因果关系结构化和先验化，从而阻碍了历史（以及任何形式的）变迁的真正动力。辩证唯物主义作为真正思考建构、并对包括思想在内的真正生成作出解释的思想，即解释了一种甚至共同决定了我们思考生成的形式的生成，因此必须在概念上将自身与这类成问题的唯物主义形式区分开来。它必须包含对任何形式的既定事物之生成的解释，因此也必须“承认结果相对于原因的激进他律性”（Žižek 2007, 129）。这意味着我们必须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术语来思考历史因果关系，而不能将其视为理所当然。除其他外，这意味着要使任何稳定且一致的因果关系形式复杂化。这意味着将因果关系一分为二。

齐泽克的辩证唯物主义在这里调动了精神分析中的心理因果性概念：弗洛伊德引入这个概念是为了解释这样一个事实，即患者在分析中有时会回忆起似乎导致了他们当前行为、但实际上从未发生过的事件。

心理因果性的思想使因果关系的概念变得复杂。它与物理因果性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支持这样一种假设：存在其他类型的因果过程，即不同类型的原因。这些无意识的原因是以不同于物理因果性原因的方式产生结果的原因。它们使我们面对一种不可定向的因果机制。当出现“表面因果关系的断裂”（Dolar 2020, 41），当我们所假设的因果秩序不再起作用时，这种形式的因果关系就会出现。正如拉康所指出的，人们“只有在不起作用的事物中才能注意到原因”（Lacan 1987, 21）。

因此，无意识原因的运作方式不同，它们不是在其他现有原因的基础上起作用的。因此，它们是不存在的原因。存在无意识原因的假设改变了我们对原因概念的理解。它们具有非存在（者）的地位，正如拉康所指出的，它们只是“尽管没有发生[]却被带入存在”（Lacan 1987, 88）。某个没有存在（并呈现出特定形式的否定性）的事物被带入存在，意味着我们面对的是一种奇特的否定之否定。因此，如果我们想恰当地解释事物的构成，因果链中的不一致或裂缝就成为我们必须整合到因果关系观念中的东西。这样一来，辩证唯物主义本质上就与否定性的（复杂）思想联系在一起。这也意味着，只有当我们使因果关系概念变得更加复杂时，才能完全解释事物的生成。辩证唯物主义者必须将（稳定形式的）因果关系的断裂纳入（现已改变的）因果关系形式中。

由此可见，即使是没有发生的事情也能引起和触发物质效应。这意味着，例如——借用夏洛克·福尔摩斯那句著名的话，狗在夜里没有叫这一事实本身就是一个极其奇怪的事件——一场没有发生的革命、一个没有打来的电话，都可能产生极其重大的影响。这不仅适用于个体心理，也适用于历史发展。一个原因的缺席——它的否定——可以成为另一个层面上的原因，它中断了通常形式的因果关系，等同于否定之否定。

但是，线性因果关系的断裂使定向变得困难。我们遇到的是不可定向的境况系谱。这就是齐泽克的辩证唯物主义运作的颠倒的时空性。它让我们思考每种形式的构成和转变，从而思考其不完整性，因此试图阐明“废构（Afformation）”（参见 Hamacher 1994），即每种形式的不完整成形。这显然将其与非辩证的“（‘庸俗’）唯物主义”区分开来（参见 Žižek 1999, 188）。对于这种唯物主义来说，现实总是已经被完整且连贯地建构起来了。一旦确立并在物质上存在，物质就不缺少任何东西，因此也不带有其先前非存在（以及由此而来的被建构和被创造）的痕迹。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都已经实证地存在了。在这个版本中，唯物主义证明自己是实证主义的一种形式。

自然（中）的裂缝

但是，我们如何将一种提示铭刻进那个抹去了自身生成痕迹的事物中呢？我们如何将“主体性产生于一个先前不存在这种主体性的现实中”这一事实，整合到我们对主体性的观念中？我们的自然概念必须是怎样的，现实的物质条件必须是怎样的，才能使这种主体性的出现根本上成为可思的？

这些是辩证唯物主义面临的关键问题。它不仅使我们面对我们思考形式内部及其本身的不稳定性和矛盾性——因为它们本身是生成的，不能被简单地推导出来——而且它还必然迫使我们去理解一种铭刻在正是这种生成的物质前提中的不完整性。因此，在体现自身不可能性的哲学立场与该立场试图彻底思考的现实之间，存在着一种辩证的对应关系。这意味着，例如，主体性本身的出现，即使它发生在自然界中，也无法从自然规律中推导出来。因此，自然的构成必须允许某种异质的东西在其中产生，同时又不会根本改变它自身，即自然的本质。在这个意义上，自然是不完整的，因为它不仅仅是一系列规律的总和。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不完整性是整个自然界的一个实证特征——否则自然界在另一个层面上又会是完整的。相反，要断言自然是不完整的（即“非全”且“脱节”的），关键在于这种不完整性本身也要被思考为不完整的。

这不仅仅意味着自然在某些部分可以是一致和连贯的——它确实如此——而是意味着自然的不完整性并不构成一个可中立观察的客观事实。不完整性只能在通过主体性的出现被证明之后，才能被追溯性地确立：在不完整性通过添加另一层不完整性（即主体性）而使自身变得不完整之前，不完整性仍然是不完整的（未实现的）。因此，从自然的一面和从主体性的一面来看，它显得截然不同。对于自然来说，主体性的出现没有改变任何东西；但对于主体来说，一切都改变了。我们面对的是不完整性内部的一种双重偏差。

因此，辩证唯物主义是一种必须处理两种不一致性、两种裂缝之间关系的理论立场。正是自然本身的（本体论）矛盾性，使得主体性的偶然出现成为可能。但这样一来，我们并没有给已经存在的矛盾性增加额外的矛盾性。相反，我们得到了一种不同类型的裂缝。我们将裂缝一分为二，而其中任何一方——无论是自然中的裂缝还是主体中的裂缝——本身都不是一个实证的实体或既定事物。在这个意义上，“一从自身中分裂出来”（Žižek 2020, 293）。那个曾经是无的东西存在了，因为作为自然——它表现为一种规律的秩序——它不是一（不是一个无）。这种对两种裂缝之间差异的提示，正是齐泽克关于视差的论述的切入点。

为了明确这一点，简要回顾一下哲学史是有益的。理解世界与主体之间所显现的鸿沟的不同方式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提及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发展过程中所涉及的核心问题来阐明。对康德来说，当我们试图连贯地思考我们之外的现实时，作为（认识论）主体的我们不可避免地会面临死胡同。因此——这是早期批判计划的核心——我们应该避免试图超越我们真正能够认识的范围，并限制我们的认识努力。但正如齐泽克所论证的，认识论上的不一致并不简单地是我们构成的一部分，不是由于我们是有限主体而产生的缺陷。相反，这些不一致与现实本身的本体论构成有关。我们在自身通达世界的过程中所经历的限制，对应于世界本身的本体论不一致。它们毫不夸张地是其一部分。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将作为辩证唯物主义基础的不完整性理念思考到底，并将其铭刻进现实本身的构想中，来系统地解决所有客体的先验视域的构成问题。

对齐泽克而言，辩证唯物主义是一种哲学方法，它允许我们以这样一种方式理解现实的构成：我们也能将表现其一致性的失败铭刻进这种构成中。我们通过彻底思考其不可避免的不完整性，来连贯地思考辩证唯物主义的不可能性。它必须对自身的构成作出解释，但这意味着它必须连贯地彻底思考自身的构成，而这是一项它在系统上永远无法一致地完成的任务。

但正因如此，辩证唯物主义的失败才是方法论上恰当的构成。这样我们就能阐述一种与现实本身的实际构成相对应的理论，这是因为它不仅允许我们思考和系统地呈现理论的建构性不一致，而且允许我们思考和系统地呈现现实在与其对应中的建构性不一致。正因为这一立场是不一致的，它最终才是唯一一致的立场。

在这个意义上，齐泽克的辩证唯物主义——在形式上或方法论上——接纳了唯心主义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由德国唯心主义者康德、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系统地阐述过。这里的关键在于，任何物质的首要地位都是由一个主体设定的，因此只能通过一种主体理论来正确理解（这也是拉康精神分析学登场的原因）。

我们需要唯心主义的前提，即存在物质的首要地位（这是一个只有主体才能设定的论点），以便我们通过这种方式接近一个真正的唯物主义的唯物主义的条件。辩证唯物主义之所以是辩证的，是因为它知道人们不能直接拥护唯物主义，而是必须穿越唯心主义。特别是这样一个假设至关重要：我们必须预设一个主体，它将自身的先决条件设定为决定它自身的东西。这是如何思考主体从自然中脱离出来的一个重要方面。齐泽克由此调动了唯心主义的主体首要地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得出这样的论点：正是这个主体通过彻底思考先于其自身生成的东西，来对自身的起源作出解释。当主体理解了自身生成的可能性条件时，他们就承认了自己处于特定的（客观）条件之下。然而，这不仅仅意味着主体由客观条件决定。相反，主体表明自己受其决定的客观条件，是出于某种原因被假定为它们所是的样子。因此，“辩证唯物主义用这样一个前提补充了它的第一个论点，即这种本体论设定的行为[]总是已经被某个特定的客体‘玷污’、‘败坏’了”（Žižek 1997, 193）。但这个原因是什么？

决定现实之欲望的客体原因

设定现实的主观行为不仅因为它在主观上是任意的（或者是自由的表达）而带有不可避免的片面性，而且因为它基于某种“无意识”的原因。设定行为是“被引起的”，并且因为这个原因不仅仅是主观的想象，所以尽管它绝对是主观的（它促使主体去做某事），它也具有客观的维度。也就是说，存在一个客观原因，导致了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决定现实的欲望，这个原因超越了任何主观主义。因此，客观现实在建构上是“带有偏见的”，而这种偏见由一个与主体自身本质相关的客体所体现：客体（小）a，一个引起主体欲望的客体（见第89章）。因此，现实的生成与主体性中某种“奇异的”客观事物，以及客观性中某种“被划杠的”主观事物联系在一起。

这种交错对于齐泽克版本的辩证唯物主义是根本性的。它通过认真对待当我们试图连贯地思考生成时所陷入的结构性死胡同，来形成自身的形态。我们总是已经成为我们试图理解其生成的事物的一部分，而当我们试图理解结果的原因时，我们就失去了结果本身的异质性。因此，辩证唯物主义的问题恰恰不在于这种或那种象征实践或这个或那个宇宙是如何产生的，而在于作为先验视域向我们显现、且似乎不可能从中打破的逻辑循环是如何产生的。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这是一个直接与弗洛伊德（和拉康）精神分析理解中性欲概念的本体论意涵相联系的教训。因为正如齐泽克不厌其烦地强调的那样，在精神分析中，性欲并不是一种构成一切并因此处于万物底层的质料，而是某种使我们面对一种无法让我们无动于衷的差异形式的东西，一种无法被中立解释的差异。这是一种没有实体的差异形式（它不是一个实体的微分，也不是一个本身可以成为新实体的差异），而是指向实体和主体性本身的不一致性。因此，我们遇到了一个有别于实体的主体概念，因为它无非是与自身的差异：一在自身内部并与自身分裂，一（与自身）不一。它偏离了自身。性欲是任何形式的稳定性发生本体论脱轨的名称。齐泽克辩证唯物主义的问题现在是：这种名为性欲的脱轨的地位是什么，它是如何产生的？我们如何在本体论上解释存在秩序结构中出现了故障？为什么辩证唯物主义不能仅仅是一种主体理论？

答案是，主体性本身作为一种差异形式，出现于一个本身并非没有脱轨的实体中。主体性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实体本身并不一致——它已经被一种偏差所标记——并且它给世界带来了一种新的差异，一种新的偏差形式。主体是出现在差异竞技场内部的差异，但它扭曲了差异的组织。辩证唯物主义的任务就是系统地阐释这种扭曲。在这个意义上，辩证唯物主义“始于分离、切割、孤立”（Žižek 2020, 12）。它的焦点在于伴随主体性而发挥作用的“延迟”（Žižek 2020, 12）。因为主体给世界带来的改变，从来不会在正确的时间发生。在改变的时间显现中总是存在一种不一致、一种裂缝。转变总是发生得太晚或太早。此外，对于齐泽克的辩证唯物主义来说，改变——任何改变，包括建构性的改变——都不是进步的，而是其本身“不可定向的”（Žižek 2020, 12）。这意味着，今天进步的事物，明天可能会被证明是反动的，反之亦然。

因此，辩证唯物主义将建构性对抗的理念重新解释为“一个实体对自身的建构性矛盾”。“事物是从自身的不可能性中产生的”（Žižek 2020, 12）。这意味着，对一个事物的任何外部对立，都仅仅是其内部矛盾性的外化。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事物以不可预测的方式发生改变。不存在稳定的改变形式，只有一种中断的时间性，这种时间性本身就是“脱节的”。阐明齐泽克的辩证唯物主义在何种程度上是关于任何本体论失败的理论和本体论的另一种方式，是通过视差概念更直接地思考它（参见 Žižek 2006a 以及 Žižek 2006b）。因为辩证唯物主义是一种视差唯物主义。什么是视差，为什么辩证唯物主义是视差的？

视差

视差是指“由观察者位置的改变所引起的客体的明显位移（其在背景前位置的移动），随之产生了一个新的观察视角”（Žižek 2020, 13）。但视差描述的不仅仅是视角的纯主观改变。主观视角的认知转移，使我们能够洞察决定相关客体构成的本体论鸿沟。只有当我们从一侧移动到另一侧时，我们才能看到两侧的不一致，从而认识到它们都以不相容的方式构成了客体的结构。

当我们从一侧移动到另一侧时，我们会面临感知客体中的一种不一致：这种不一致不是由我们从外部引起的，而是指向了另一种主观参与。这种扭曲源于“我自身作为在我的图像之外和之内的双重化”，因此“我所看到的现实永远不是‘完整的’[]它包含一个盲点，标示着我被包含在其中”（Žižek 2006a, 21–22）。

这意味着主体不是客体中的一个客体，而是一个被整合进客观性领域的（异质的）物，并且恰恰整合在客观性本身未完全构成且不连贯的地方。因此，主体性与客观性之间的关系是一种视差。齐泽克的唯物主义是辩证的，因为它不仅标示了主观对客观性的影响，而且标示了主体性的客观构成的纠缠，将其作为一种由主体性产生的追溯性条件。然而，这两种矛盾、两种否定形式之间的关系，本身就需要一种视差的考察。

换言之：随着对主观视角转换所带来的客观矛盾性的洞察，主观转变是由客观矛盾性所决定的这一点变得清晰起来：“原因[是]其结果的追溯性作用”（Žižek 2020, 34）。因此，我们面对的不仅是一个维度的视差活动和运动，而是两个相互关联的运动：一个二维的、追溯性的（客观）视差，它决定了视差的（主观）运动，一个先验本身内部的视差，它追溯性地使使其可见的视差目光成为可能。

当我们在主观的客观条件和客观的主观条件之间移动时，在不一致的现实中本体论上发生的事情，只能通过以视差位移的形式来阐明。如果现实只能以视差的方式被把握，就需要一种视差唯物主义来思考现实。只要我们不通过在两个观察位置之间移动来清晰地看事物，我们就只能看到一致性。这种“不可逾越的视差鸿沟”正是齐泽克整个辩证唯物主义“围绕其旋转”的鸿沟（Žižek 2005, 17）。

在这个意义上，视差作为一个概念，解释了当我们（在哲学和本体论上）谈论否定性时的含义。因此，如果视差永远不可能是单一和统一的——它类似于希腊人所说的偏斜（Clinamen）——并且我们因此面对的是两个视差运动之间的运动，那么我们就必须对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说些什么。这是这里起作用的第三个要素。而我们同样只能通过从一侧迈向另一侧并返回来做到这一点，因为没有中立的方式来呈现甚至揭示建构性分裂本身。视差不仅使实体去实体化，也使主体去实体化，并最终使它们的关系去实体化。既没有在实体框架中为主体预先设定的位置，主体中也没有任何（甚至是抽空的或无实体的）实体。主体与实体之间只存在一种不成比例。对齐泽克来说，性欲就是这种不成比例的名称。这种不成比例隐含在两种主观和客观视差构成之间的视差中。这种非关系性的、视差的视差以不同的模式和在不同的层面上出现。这也是为什么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之间存在视差的原因。为什么？因为历史唯物主义强调思想是由社会历史现实决定的，其中存在决定思想；而辩证唯物主义强调，只有在思想将社会历史现实决定为决定思想的东西时，情况才是如此。因此，辩证唯物主义通过一种扭转运动转化为历史唯物主义，即通过视差位移改变了决定的顺序。但尽管如此：没有辩证唯物主义就没有历史唯物主义，而前者必然是视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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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永恒的过去：对《世界时代》的精神分析式重新诠释

齐泽克对德国唯心主义传统的深入探讨，理所当然地主要与黑格尔的哲学联系在一起。事实上，齐泽克经常自称为黑格尔主义者。当然，在齐泽克一些最著名、最受赞誉的出版物中，黑格尔扮演着核心角色：从1988年的Le plus sublime des hystériques: Hegel passe，到2012年的Less Than Nothing: Hegel and the Shadow of Dialectical Materialism，再到2020年的Hegel in a Wired Brain及以后的著作。

然而，通过1990年代末的两本书——1996年的The Indivisible Remainder: An Essay on Schelling and Related Matters和1997年的The Abyss of Freedom——齐泽克表明，黑格尔年轻的合作者、朋友以及后来的竞争对手谢林，对他来说同样具有重大意义。这也体现在他近期的哲学著作中。特别是1809年至1815年间的“中期”谢林，成为了他的核心灵感来源（参见 Žižek 2012, 11–13; Johnston 2018, 15–16）。这一时期的谢林有别于“早期”（1809年之前）和“晚期”（1820年代至1850年代）的谢林。齐泽克在致力于在德国唯心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的交汇处发展一种新的辩证唯物主义本体论及相应的主体性理论时，借鉴了中期谢林的思想。甚至在某些理论问题上，齐泽克有时看起来更像是一个谢林主义者，而不是黑格尔主义者（参见 Johnston 2008, 67–122; Johnston 2014, 165–183; Johnston 2018, 7–8, 149–150, 174–175; Johnston 2023a, 27–51, 2023b, 465–488）。

谢林漫长的思想发展史——从1790年代初的第一批哲学著作到1854年他去世——由于其众多跳跃性的变化、无数的转折和戏剧性的转变，在处理和重建上是出了名的复杂。鉴于谢林哲学这种变幻莫测的特征，柏林时期的黑格尔指责他昔日的同路人和盟友在“公开舞台”上进行他的哲学训练（参见 Hegel 1985, 513）。黑格尔认为，谢林提出思想的速度如此之快，以至于违背了黑格尔式的“概念的耐心”，并且无法在稳定持久的系统结构中确立下来。因此，鉴于谢林这种哲学上的不稳定性，人们总是会问：我们现在谈论的究竟是哪个谢林？

如上所述，齐泽克青睐中期（1809–1815）的谢林，将其作为他那独具特色的拉康式唯物主义的对话伙伴。齐泽克最偏爱的两部谢林文本，无疑是1809年的《自由论文》（Freiheitsschrift）——被广泛认为是谢林思想的重要转折点——以及未完成项目Die Weltalter（《世界时代》）的三个部分草稿。它们分别写于1811年、1813年和1815年。本文将重点探讨齐泽克对Die Weltalter的论述。然而，有时也必须指出Die Weltalter与谢林在这部被放弃的手稿之前（包括《自由论文》）和之后创作的其他作品之间，在哲学上具有重要意义的连续性和/或非连续性。只有这样，才能公正地评价齐泽克对《世界时代》文本的创造性解读和挪用。

写于1811年至1815年间的Die Weltalter的三个未完成草稿，都涉及谢林特定意义上的过去“时代”。谢林从未能写出关于现在和未来“时代”的内容，无论他在计划中的Die Weltalter整体论述中是如何构思它们的。谢林作为“世界时代”的过去，具体指的是一种永恒过去的观念，被理解为一种时间之前的时间（参见 Schelling 2019 [1811], 66–67, 84, 172–175, 230; 1997 [1813], 121–122; 2000 [1815], 3, 20, 24, 42–43）。这将是一个总是已经先于现在时代的线性时间顺序的时代，而后一个时代代表了由我们这类主体所居住的已建构存在的“时代”。

从齐泽克的拉康主义视角来看，谢林在Die Weltalter中过去与现在的对立，对应于拉康区分实在界（作为谢林过去时代的生成性根据）与（想象-象征的）现实（作为谢林现在时代的被生成的存在）的方式（见第93章）。

遵循Die Weltalter的基本结构，所有人，包括进行哲学思考的主体，都处于现在时代的参数范围之内。谢林的过去时代，与标志着谢林现在的任何一个时间箭头上的点都不重合，因此构成了一个严峻的认识论挑战。谢林（或任何人）如何能知道关于一个假设时代的任何事情？这个时代不仅总是已经缺席，而且在谢林永恒过去不适用的线性时间顺序意义上，也不具备任何时间特征。毕竟，当涉及到实体和事件的熟悉可知性时，时间特征对于认知主体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谢林Die Weltalter中所探讨的过去，难道不就像伊曼努尔·康德某些版本的不可探究的物自体以及拉康的实在界一样，在本质上且不可逾越地对经验封闭吗？这种永恒的过去难道不是永远在认识论的范围之外，从而超越了有效和合法的概念化、主张、论证和理论吗？

Die Weltalter的读者所面临的许多文本诠释问题，都可以与刚才提到的认识论考量联系起来看。更准确地说：在Die Weltalter中，谢林为他在1840年代思想最后阶段向神话和宗教的哲学转向奠定了先驱性的基础。这一转向的目的，是为了绕开哲学在获取关于所有存在和思想的最终基础的知识时所面临的明显限制。在这方面，Die Weltalter预示了谢林最后柏林时期的神话哲学和启示哲学。

在世俗哲学必然且不可避免地失败的地方，从晚期谢林的视角来看，思辨的神智学（Theosophie）可以并且应该继续前行。它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它似乎使转变为神智学家的哲学家能够感知到，在已建构的现在的直接可用表面之外、之后或之下存在着什么。

然而，由于这种关于支撑存在的根据（或者用齐泽克的拉康术语来说，构成现实基础的实在界）的直觉，必须披上神话和神学的概念、图像和象征的外衣，谢林在这方面的表达往往显得神秘莫测、晦涩难懂，即使对那些抱有善意、受过哲学训练的读者来说也是如此。Die Weltalter本身就是一个这样的例子。其中所包含的关于上帝在永恒的过去（即在根据的实在界层面上）所遭受的冲突倾向和痛苦状态的描述——在上帝创造现在（即存在的现实）作为摆脱其古老痛苦的绝望出路之前——尽管具有启发性，但听起来却阴暗而神秘。特别就Die Weltalter而言，齐泽克最有价值、最具生产力的解释策略在于，根据对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重演理论”的隐性反转来处理谢林的这一文本。根据这一理论，生物的产前发育（称为个体发生学）重演了其自身种系历史的发展（系统发生学）。具体而言，在齐泽克看来，Die Weltalter中阐述的神智学宇宙发生论，应该被解读为将结构和动力学大规模地投射到神圣和普遍自然之上；而这些结构和动力学，正是单一主体性在时间上复杂且漫长的生成过程所固有的。

简而言之，在齐泽克对《世界时代》文本中（中期）谢林的解读中，神圣的宇宙发生论重演了个体发生学。因此，齐泽克提出了一种受拉康影响的元心理学视角，重新审视了谢林的Die Weltalter。在这一视角中，这个19世纪初的项目所提供的关于创世前上帝的神智学思辨，照亮了特异心理主体的个体发生学，而这正是齐泽克（非神智学的）精神分析关注的核心（参见 Žižek 1988, 227–228; 1996, 8–9）。

齐泽克对谢林Die Weltalter极具启发性的精神分析诠释的优点，可以通过引用柏拉图的《理想国》这样重量级的文献来衡量。在第二卷中，苏格拉底向他的对话者建议，如果人们将注意力集中在作为整体的政治共同体宏观层面的正义上，而不是个体灵魂的微观层面上，那么关于正义本质的棘手问题可能会更容易回答——就像读大写字母比读小写字母更容易一样（Plato 1997, 1007–1008 [368c–369b]）。

正如苏格拉底关于完全正义的城邦（被称为美丽城 Kallipolis）的理想展示了一种大写的正义，从而揭示了对单个人来说什么是正义的一样，齐泽克对Die Weltalter的诠释也以类似的方式，将谢林的上帝作为拉康式主体所构成的微观世界的宇宙级放大。这种放大被齐泽克用作阐明拉康主体性个体发生学精细细节的手段。


神圣的否定性：从谢林冲突的上帝到拉康分裂的主体

就形而上学基础而言，齐泽克（Žižek）显然最欣赏谢林（Schelling）的一点，是他对某种可被称为“冲突本体论”的立场的捍卫（参见 Johnston 2023b, 465–488）。这种本体论在谢林的中期阶段尤为突出。这一时期的谢林以戏剧性的方式，将所有存在的最终底层基础，即“根据”（Grund），描绘成一个由猛烈碰撞的力量所组成的漩涡或涡流——齐泽克采纳并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观念（参见 Žižek 1996, 13, 19, 23, 28–29; 1997a, 7, 30; 2002a, 53; 2002b, 167; 2004, 115, 142）。

基于其对谢林独特的精神分析式诠释，齐泽克将创世之前永远过去的上帝（即谢林中期的“根据”）解读为一种宇宙创生或神明创生的隐喻，用以指代充满冲突的里比多经济学，即弗洛伊德和拉康个体发生学描述中单一心理主体那对抗性的驱力。此外，齐泽克在形而上学和元心理学层面上都坚持认为，构成谢林中期“根据”核心的那种原初否定性（Urnegativität），必须是所有存在的基础。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存在包含并产生了主体性的形式，而这些形式对于德国唯心主义和拉康精神分析学来说都是核心所在（参见 Johnston 2008, 67–122）。

如在别处所阐释的（参见 Johnston 2023b, 465–488），一条根本性形而上学张力的断层线贯穿了谢林从1797年到1854年去世的整个思想历程。这种张力存在于两个极点之间：一极是“一即全”（hen-kai-pan）意义上的斯宾诺莎式一元论（体现在谢林的同一性哲学中），另一极则是上文所称的“冲突本体论”。这意味着谢林总是在不断摇摆；具体而言，是在 a) 肯定同一性的肯定性之“一”与 b) 主张差异性的否定性之“多”之间摇摆，将二者分别视为本体论上优先且最终有效的。

与前者相比，谢林持有后一种观点的频率要低得多。换言之：这位哲学家更经常地将最初和最终根据的地位赋予同一性的肯定性之“一”。在1797年至1799年间，早期的谢林开始尝试主要基于自然哲学的冲突本体论变体（参见 Schelling 1988, 57, 154, 173, 175–176; 2016, 168; 2010, 73–74, 79, 85–86, 92–95; 2004, 16–17, 35, 39, 48, 50–51, 106–108, 113, 116–117, 141, 180, 192）。这种本体论在《世界时代》的手稿中，特别是在1815年的第三稿也是最后一稿中，得到了最全面的阐述。下文将仔细考察1811年至1815年间对齐泽克至关重要的这位谢林。

1811年未完成的《世界时代》项目的初稿本身，在内部就贯穿着刚才强调的那种摇摆运动：即在基于和谐同一性之统一的本体论，与基于冲突差异性之多样的替代性本体论之间摇摆。直到《世界时代》（1815年）的第三稿也是最后一稿，冲突本体论才暂时占据了对“一即全”本体论的上风。相反，在第一稿（1811年）和第二稿（1813年）中，这两种基本本体论选项之间的摇摆（这在谢林1811年之前的文本中已可见一斑）是显而易见的。

第一稿的《世界时代》包含了关于“同一性与差异性的同一性”这一主题的变奏（以黑格尔的表述为导向，特别是他1801年《差异论文》中的表述，谢林迅速采纳了这一点；参见 Hegel 2002, 154; 1977a, 112; 1977b, 59–60, 113; Schelling 1984, 136, 143; 2019, 84; 1990, 142）。谢林诉诸于统一与对立的统一（Schelling 2016, 302; 2019, 151），甚至提到了一个原初的双重本质（Schelling 2019, 88, 109–110）。由此，他似乎在暗示，他的形而上学绝对者不是同一性，而是作为分裂的绝对者的差异性（或者分裂本身就是绝对者，参见 Schelling 2019, 215）。同一位谢林也断言：“时至今日，原初的否定仍是整个自然界的母亲和保姆”（参见 Schelling 2019, 213）。此外，他将人类及其区别于自然界其他部分的特性，与一种从内部震撼自然界的原初失衡联系在一起（参见 Schelling 2019, 228）。

然而，即使1811年版的《世界时代》承认冲突的否定性对于自然哲学意义上的自然本体论是核心的，但这似乎并没有发生在谢林基础本体论或形而上学的最基本层面上。在第一稿中，谢林坚持认为，统一性比二元性在更高程度上是根本和本质的（参见 Schelling 2019, 148–149）。他本人反对任何将多样性、分裂等置于优先地位的做法（参见 Schelling 2019, 150）。在这一点上，他还不准备宣布冲突本体论在形而上学上具有最终效力。

两年后，在未完成的《世界时代》手稿第二稿中，否定性似乎取得了一些进展。谢林依然表现出他试图统一同一性与差异性的努力，并写到了综合统一与冲突的尝试（参见 Schelling 1997, 146）。然而，在此时，他似乎比在《世界时代》第一稿中赋予了差异性，特别是“矛盾”，更多的分量和优先性。1813年，他强调了矛盾对于以下三点的绝对必要性：首先是动力学（即矛盾维度之间的张力产生转化能量的概念；参见 Schelling 1997, 124–125）；其次是自由（由于缺乏实质性的本体论一致性和封闭性——这种封闭性会从一开始就排除任何自主性的产生——自由才得以可能；参见 Schelling 1997, 172, 180）；第三是生命（作为吸引力和排斥力之间对抗性排列组合的结果；参见 Schelling 1997, 177）。

随着中断项目《世界时代》的第三稿也是最后一稿的出现，谢林似乎明确接受了冲突本体论。在1815年这部文本之前，他要么在冲突本体论和“一即全”本体论之间迅速切换，要么直截了当地认同后者。而他后来从1820年代到1850年代的文本，则包含了一种（更为公开的）神智学复兴，将绝对者视为本质上统一的“全一”；这种复兴拒绝赋予任何冲突本体论以形而上学的根本或最终地位（参见 Johnston 2023b, 465–488）。

晚年谢林的著作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公开的尝试，即将他早年的同一性哲学基督教化，此时绝对的同一性已与一神论的上帝等同（参见 Schelling 1990, 23）。同一位谢林甚至走得更远，将哲学本身描绘为本质上是宗教性的，并捍卫基督教为宗教性的真正本质（参见 Schelling 1990, 9; 2007, 183, 185–186）。

尽管《世界时代》的文本完全致力于阐述一种神智学叙事，但其中出现的神明，特别是在第三稿中，与任何犹太-基督教正统观念相比，都显得极其异端。然而，谢林在其晚期哲学中可能回归了对神圣事物更为正统的理解。除此之外，1815年的手稿带有强烈的恩培多克勒色彩。暴力的纷争而非和平的统一主宰着整个现实（参见 Schelling 2000, 91）。关于和谐同质的原初存在的愿景被极其坚定地斥为毫无根据。相反，“在太初”存在着一种原初否定性，它推动了一切（参见 Schelling 2000, 16）。

在指出了一种普遍存在的倾向，即把矛盾仅仅当作没有任何本体论-形而上学地位的纯粹虚无予以摒弃之后，谢林反驳了这种态度：“因此，如果没有矛盾，就不会有运动，没有生命，没有进步，而是永恒的停滞，是所有力量的死亡沉睡”（参见 Schelling 1965, 595）。他接着写道：

“如果第一自然与自身和谐一致，它就会保持原状；它将是一个恒常的‘一’，永远不会走向‘二’，一种没有进步的永恒静止。生命有多么确凿，第一自然中的矛盾就有多么确凿。科学的本质有多么确凿地在于进步，它的最初设定就有多么必然地是矛盾的设定。”（Schelling 1965, 595）

紧接着，谢林补充道：

“从统一向矛盾的过渡是不可理解的。因为一个在自身中统一、完整且完美的事物，怎么会被诱惑、刺激和吸引去脱离这种和平呢？相反，从矛盾向统一的过渡则是自然的，因为矛盾对一切事物来说都是难以忍受的，所以处于矛盾中的一切都不会安息，直到它找到能够调和或克服矛盾的统一。”（Schelling 1965, 595）

在手稿的后面部分，这些观点被再次重申：

“我们理解，最初的存在就是矛盾本身，反之亦然，最初的现实只能存在于矛盾之中，而有些人却说矛盾绝不可能是现实的。一切生命都必须穿过矛盾的烈火；矛盾是生命的动力和最深处。正因为如此，正如一本古书所说，日光之下的一切作为都充满劳苦，一切都在劳作中消耗却不疲倦，所有的力量都在不断地相互抗争。如果只有统一且一切处于和平之中，那么确实没有任何事物会想要动弹，一切都会陷入沉闷，而现在它却热切地向前奋进，为了从不安中获得安宁。”（Schelling 1965, 697）

由此，谢林直接面临着在两种互不相容的所有存在基础模型之间做出根本性本体论抉择的境地，在1815年之前的整个著作中，他一直在这两者之间摇摆不定。一方面是同一性本体论，这得益于埃利亚学派、新柏拉图主义者、巴鲁赫·斯宾诺莎和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等前辈，这种本体论在谢林的同一性哲学及其自然哲学的某些变体中处于首要地位。另一方面是差异本体论，正如上述引文所示，它在《世界时代》的第三稿中短暂地占据了主导地位。

在这一稿中，谢林通过一种否定之道（via negativa）来支持恩培多克勒式的冲突本体论，并反对巴门尼德式的“一即全”本体论。他反对将绝对者视为和谐整体的论点，重复了他在早期著作中反复出现的对斯宾诺莎的批评。他与黑格尔共享这一批评（参见 Johnston 2014, 23–64）。

1815年的谢林认为，如果一种没有冲突、纯粹肯定的“全一”本体论符合真理，那么就不会有生成，没有分离，没有动力，没有个体化，也没有生命。然而，这些区分和运动在整个创世的弧线上都被确立了下来。因此，一个完全自我同一的总体很难成为世界现象的底层基础。

相反，那种在自然和精神领域中以无数种焦躁和转瞬即逝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不懈努力（即《知识学》中所描绘的费希特式的“努力”，参见 Fichte 1982, 134–135, 191, 231–233, 236–238, 243–246, 249, 252–253, 255–257, 267–268），必定源于一个或多个潜在的“矛盾”。此外，在这种语境中还回荡着一种悲剧的基调，因为整个谢林式的现实都充斥着动荡不安和令人不安的否定性，它们注定要徒劳地追求永远无法获得的和解与统一。对于这位谢林来说，生命和纯粹的实存本质上是朝着不断后退的和平、宁静与休憩的地平线奋力拼搏的状态。《世界时代》的第三稿暗示，洞察这种存在的悲剧包含了直面焦虑，甚至直面恐惧与恐怖（参见 Schelling 1990, 27–28, 49, 91, 104）。

在其1799年的著作《自然哲学系统初稿》中，谢林确定，虽然自然的原初二元性可以被预设，但无法被直接经验到（参见 Schelling 2004, 16–17, 122–123）。当然，《世界时代》的所有草稿都旨在将过去作为线性时间之前的时间来处理。它先于当前现实的产生。特别是对于1815年的第三稿而言，这种古老的过去或第一个“世界时代”是由一种原初的对抗，即原初否定性意义上的原初斗争所主宰的。

与谢林1799年关于原初二元性作为主体直接经验无法触及的假设的设定相一致，《世界时代》求助于一种神话叙事。这是一个在图像和象征中将神明创生和宇宙创生元素交织在一起的故事。这类神智学戏剧显然是哲学理性在缺乏直接直观的情况下所能做到的最好结果。

随着第二个世界时代（即包含思考和认知主体性的现在时代）的曙光初现——用精神分析学那不合时代的词汇来说——一种对古老过去的“原初压抑”（Laplanche/Pontalis 1973, 333–334）开始了。弗洛伊德允许精神分析师用分析建构来填补因原初压抑的影响而在分析者记忆中造成的永久性空白，即用分析者生命史中的假设性事件来填补，而当事人自己却永远无法回忆起这些事件。这些建构应被理解为在分析者当前的、特定的联想和症状配置背景下，对所发生之事的合理推测（参见 Lacan 2016, 257–269）。

人们完全可以断言，谢林所构想的思辨哲学家形象，在宇宙创生层面上求助于神话和宗教的方式，与弗洛伊德的临床精神分析师在个体发生学层面上求助于建构的方式非常相似。在这个意义上，并借鉴谢林对前世界时代的先验主体之产生的描述，让-弗朗索瓦·马凯（Jean-François Marquet）指出，自我意识主体性的产生封闭了通往其前主体起源的（无障碍的）通道（参见 Marquet 1973, 150）。这种自我意识在涉及其自身的史前史和产生时，只能进行虚构。

在1815年《世界时代》的第三稿中，谢林对冲突本体论（其中对抗性差异占据上风）的短暂认同，通过求助于（异端的）神学观念以及关于一个被撕裂、受内心动荡和冲突折磨的上帝的愿景，得到了强化。此外，从1815年起直到其生命尽头，谢林都将神话和宗教内容作为其关于神明创生、宇宙创生和系统发生学思考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然而，尽管《世界时代》第三版的的神智学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于将神圣事物视为总是已经分裂于一种对抗自身的原初内在斗争状态中，但1815年之后发生的上述对上帝的神话-宗教指涉，毫不意外地允许了1815年之前那种最高和纯粹同一性的“全一”的复苏。1815年冲突对“一即全”本体论所取得的胜利，被证明确实是短暂的。

尽管如此，1815年的草稿，这个谢林思想中转瞬即逝的时刻，为作者齐泽克提供了一个具有形而上学-宗教基础的思辨建构，它非常理想地适合被转化重构为一种元心理学-世俗的建构。如前所述，齐泽克的核心策略是将《世界时代》中宇宙创生或神明创生的叙事，转化为与弗洛伊德和拉康之后的精神分析学相一致的个体发生学叙事。在齐泽克看来，谢林（1815年）关于世界诞生的叙事，如果被解读为关于主体诞生的故事，会显得有意义得多。

齐泽克强烈转向特别是谢林《世界时代》中可见的那种冲突本体论，其动机在于关于物质生成之可能性条件的潜在主张，即去自然化的、类似我思的主体性（和/或以拉康“被划杠的”即分裂的主体形式）的否定性和自发性，是如何从前主体的、非人类的自然本身中产生的。从齐泽克哲学的视角来看，谢林将所有存在（实存）的基础重新概念化为内部冲突的不一致（特别是按照《世界时代》文本的方式，将其视为相互碰撞的驱力倾向的湍急、猛烈风暴），这是一个创新的步骤。它开启了这样一种可能性：解释一个超越自然的主体是如何从自然实体中内在涌现的。齐泽克甚至走得更远，将谢林分裂的根据提升为先验主体性产生和存在的终极物质-自然本体论可能性条件（Žižek 1992, 49–50; 1994, 129–130, 1997a, 58, 1997b, 208; 2001, 10）。

齐泽克的哲学-元心理学论证认为，如果存在在最深层和最原初的层面上，即在谢林“不可思议的”根据处（参见 Schelling 1994, 199, 206–209, 213; 2019, 194, 196; 2002, 12–13, 61），不是从一开始就分裂且与自身不一致，那么它就无法进入生成，一个有感觉和认知的主体也同样无法生成。后者将停留在自身内部并自我封闭。按照齐泽克偏爱的拉康术语，谢林式的根据是一个“被划杠的/被抹除的实在界”。此外，齐泽克评估认为，如果这所有存在的最终基础没有“被划杠”，没有总是已经被其内部叛逆和赋予活力的否定性所渗透，那么任何形式的存在（包括主体性）都不可能从中产生（参见 Žižek 1996, 28–29, 1997a, 7; 2004, 58, 115; 2012, 11–13, 712）。按照谢林自己的表达方式，主体的存在本身就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原初根据（即万物的最终根据）同时也是一个非根据（即被划杠的实在界的无根据性）。


一种新的 natura naturans：齐泽克与谢林的物理学

在其对量子力学进行辩证唯物主义考察的语境中，《世界时代》（Die Weltalter）中期（甚至更确切地说是1809年《自由论文》时期）的谢林，同样是齐泽克首选的哲学对话伙伴。这正是最后这一部分要探讨的内容：即《世界时代》时期的谢林在齐泽克阐述量子力学的本体论意义时扮演了何种角色。（这一争论比此处所能呈现的更为广泛。因此也请参见 Johnston 2023a, 27–51; Žižek 2023a, 103–112; 2023b, 52–54。）

尽管齐泽克本人时不时以一种戏谑和挑衅的方式自称为“辩证唯物主义者”，但他“用谢林和拉康解读量子物理学”的计划，却卷入了与一部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传统中的经典著作的尖锐对立。具体而言，这部著作就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1908年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在这部著作中，列宁特别担心反唯物主义者可能会试图通过滥用量子物理学将自然科学还原为不可触及的、纯粹以形式数学表达的事件和能量，来强化他们的主张。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之名，他强烈反对这样一种企图：即利用关于物理存在最小组成部分的后牛顿物理学来断言，由于当时物理学正在发生的革命，“物质消失了”（Lenin 1972, 308–318）。

正是针对这位列宁，齐泽克（在某种程度上反直觉地）主张，量子物理学中物质的消失是当今时代哲学唯物主义复兴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齐泽克看来，量子力学既然将物理宇宙的自然基质去实体化（正如“物质消失了”所言），便开启了一种植根于物理学的唯物主义本体论的可能性，这种本体论自身包含了一种对类似“我思”（cogito）的先验主体性的非还原论理解。

对他而言，中期谢林关于“根据”（Grund）与“实存”（Existenz）的区分为理解量子物理学的根本本体论意义提供了钥匙。

简而言之：齐泽克将谢林的“根据”与“实存”概念视为量子力学中波函数坍缩两侧（“之前”与“之后”）的相关物。这里的“之前”对应于根据，“之后”对应于实存。此外，中期谢林将人类自由描绘为建构性的根据（类似于斯宾诺莎的 natura naturans 以及拉康的实在界）向被建构的实存领域（类似于斯宾诺莎的 natura naturata 以及拉康的现实）的侵入——而这种侵入是由主体并穿过主体来引导的，主体作为实存内在的场所，使得原本被压抑的根据得以回归（参见 Schelling 2006, 32–33, 73; 2019, 56–57, 73–74, 92, 154, 230, 241, 1990, 56–57; Johnston 2023a, 27–51; 2023b, 465–488）。与这种谢林式的构想相一致，齐泽克提出，自主的主体性包含着在坍缩为经典物理学决定论的事实性之后，在另一侧对量子物理学不确定性之可能性的重新现实化（参见 Žižek 1996, 220–228, 231; 2006, 165–173; 2012, 742, 744, 918–921, 924; 2014, 203; 2019, 283–286, 348）。

值得注意的是，齐泽克对《世界时代》时期中期谢林的探讨，使后者与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展开了对话：精神分析的元心理学和量子力学。如上文所示，谢林的“世界时代”，即古老的过去，这种不可思议的“时间之前的时间”，被齐泽克与拉康的实在界（the Real）秩序联系起来——以区别于想象-象征的现实（在谢林的意义上，实在界作为根据，而现实作为实存）。此外，正如前文同样显而易见的那样，齐泽克在两种表现形式上诉诸这种谢林-拉康式的实在界根据：首先，作为宏观上的宇宙生成论-神谱学隐喻，用于指代单一主体在其个体发生学原始状态下的力比多经济学（即作为主体驱力的漩涡，而非上帝的漩涡）；其次，作为波函数坍缩之前量子事件与运作的幽暗如鬼魅般的领域。

这引发了某些问题。在齐泽克看来，一方面是作为所有主体受驱使之实存的力比多基础的微观实在根据，另一方面是作为所有客体物理实存的量子基础的宏观实在根据，这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着更深层的联系？齐泽克将这两个维度归入“谢林与拉康结合”模式的实在界标题之下，是否意在暗示，精神分析元心理学意义上的驱力理论与理论物理学意义上的量子力学之间，仿佛存在着一个共同的基础？

诚然，这些元心理学假设的实体——无论人们如何定义、解释、重构或理解弗洛伊德和拉康意义上的驱力——与在亚原子存在层面上被发现或推测的事物相比，似乎存在于一个完全不同的存在层面上，即人类身心的层面上。这意味着，精神分析的“驱力”概念指的是躯体和心理成分的相互作用，它包含的结构和动力学在维度上远远超过了量子层面的相应结构。此外：弗洛伊德的驱力虽然不是本能——事实上，人们应该避免对驱力进行任何笼统的自然化——但它们仍然与人类有机体的解剖学和生理学密切相关。因此，精神分析的驱力理论在其与自然科学的关系中，似乎与生物学的距离要近得多（并受到其富有成效的影响），而不是与研究物质存在最小元素的物理学。

在上述评论的背景下，即他诉诸谢林永恒过去的实在界（被理解为不可思议的、被冲突从内部撕裂的根据），重新拾起《世界时代》及相关著作中中期谢林的齐泽克，必须提出并回答一些问题。更确切地说，这些问题涉及量子力学的亚原子实在界与超越亚原子维度的元心理学驱力理论的实在界之间可能存在的交集。齐泽克将这两个维度都归结于一种混合的谢林-拉康式实在界的标题之下，它们是否以某种方式在实质上相互联系？如果是的话，这种联系究竟是如何确定的，又有多紧密？

在最广泛的层面上，齐泽克对谢林约1809年至1815年间著作的创造性挪用，隐含地要求我们在理论上重新思考以下两者之间复杂的联系：一方面是 a) 物理的（物理学意义上的），另一方面是 b) 有机的（生物学意义上的）以及心理-主体的（哲学和精神分析意义上的）。这一要求得到了哲学史事实的进一步支撑，即谢林与黑格尔共同预见到了后来被称为关于此类关系的突现论（emergentistische）方法（参见 Johnston 2023a, 27–51; 2023c）。齐泽克“谢林与拉康结合”研究路线的部分生产力恰恰在于，它引出甚至迫使人们去探讨这些根本性问题。如果齐泽克在未来的著作中继续研究谢林的《世界时代》及类似文本，那么观察他是否以及如何处理这些遗留问题，将是非常令人期待的。

参考文献

Fichte, Johann G. (1982). The Science of Knowledge. Hrsg. Peter Heath und John Lach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ege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1977a). The Difference Between Fichtes and Schellings System of Philosophy.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Hege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1977b). Faith and Knowledge.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Hege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1985). Lectures on the Philosophy of Religion, Volume III: The Consummate Religion. Hrsg. Peter C. Hodgs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Hege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2002). Fragment of a System. In Jon Stewart (Hrsg.), Miscellaneous Writings of G. W. F. Hegel (S. 151–161).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Johnston, Adrian. (2008). Žižeks Ontology: A Transcendental Materialist Theory of Subjectivity.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Johnston, Adrian. (2014). Adventures in Transcendental Materialism: Dialogues with Contemporary Thinkers.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Johnston, Adrian. (2018). A New German Idealism: Hegel, Žižek, and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Johnston, Adrian. (2023a). Cake or Doughnut?: Žižek and German Idealist Emergentisms. In Dominik Finkelde und Todd McGowan (Hrsg.), Žižek Responds! (S. 27–51). London: Bloomsbury.

Johnston, Adrian. (2023b). Monism and Mistakes. In Tilottama Rajan und Daniel Whistler (Hrsg.), The Palgrave Handbook of German Idealism and Poststructuralism (S. 465–488).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Johnston, Adrian. (2023c forthcoming). Pre-Emergence: Schelling, Hegel, and Natural Events. In James Bahoh, Sergio Genovese, und Marta Cassina (Hrsg.), Twenty-First-Century Philosophy of Events: Beyond the Analytic-Continental Divide.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Lacan, Jacques. (2016). The Sinthome. The Seminar of Jacques Lacan. Book XXIII. Cambridge: Polity Press.

Laplanche, Jean und Jean-Bertrand Pontalis. (1973). The Language of Psycho-Analysis. New York: W. W. Norton and Company.

Lenin, Vladimir I. (1972). Materialism and Empirio-Criticism. Peking: Foreign Languages.

Marquet, Jean-François. (1973). Liberté et existence: Étude sur la formation de la philosophie de Schelling. Paris: Gallimard.

Plato. (1997). Republic. In John M. Cooper (Hrsg.), Complete Works. Indianapolis: Hackett.

Schelling, Friedrich W. J. (1965). Schellings Werke. Vierter Hauptband. Schriften zur Philosophie der Freiheit 1804–1815. Hrsg. Manfred Schröter. München: C. H. Beck.

Schelling, Friedrich W. J. (1984). Bruno, or, On the Natural and the Divine Principle of Thing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Schelling, Friedrich W. J. (1988). Ideas for a Philosophy of Na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chelling, Friedrich W. J. (1990). System der Weltalter: Münchener Vorlesung 1927/28 in einer Nachschrift von Ernst von Lasaulx. Hrsg. Siegbert Peetz. Frankfurt am Main: Klostermann.

Schelling, Friedrich W. J. (1994). Stuttgart Seminars. In Idealism and the Endgame of Theory: Three Essays by F. W. J. Schelling (S. 195–243).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Schelling, Friedrich W. J. (1997). Ages of the World (second draft, 1813). In Slavoj Žižek und F. W. J. Schelling, The Abyss of Freedom/Ages of the World.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Schelling, Friedrich W. J. (2000). The Ages of the World: (Fragment) from the handwritten remains, Third Version (c. 1815).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Schelling, Friedrich W. J. (2002). Clara, or, On Nature’s Connection to the Spirit World.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Schelling, Friedrich W. J. (2004). First Outline of a System of the Philosophy of Nature.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Schelling, Friedrich W. J. (2006).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into the Essence of Human Freedom.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Schelling, Friedrich W. J. (2007). The Grounding of the Positive Philosophy.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Schelling, Friedrich W. J. (2010). On the World-Soul. In Collapse: Philosophic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6 (January), 58–95.

Schelling, Friedrich W. J. (2016). Von der Weltseele: Eine Hypothese der höhern Physik zur Erklärung des allgemeinen Organismus. Berlin: Holzinger.

Schelling, Friedrich W. J. (2019). The Ages of the World, Book One: The Past (Original Version, 1811).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Žižek, Slavoj. (1988). Le plus sublime des hysteriques: Hegel passe. Paris: Points Hors Ligne.

Žižek, Slavoj. (1992). Enjoy Your Symptom! Jacques Lacan in Hollywood and Out. New York: Routledge.

Žižek, Slavoj. (1994). The Metastases of Enjoyment: Six Essays on Woman and Causality. London: Verso.

Žižek, Slavoj. (1996). The Indivisible Remainder: An Essay on Schelling and Related Matters. London: Verso.

Žižek, Slavoj. (1997a). The Abyss of Freedom. In Slavoj Žižek und F. W. J. Schelling, The Abyss of Freedom/Ages of the World (S. 1–104).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Žižek, Slavoj. (1997b). The Plague of Fantasies. London: Verso.

Žižek, Slavoj. (2001). On Belief. New York: Routledge.

Žižek, Slavoj. (2002a). For They Know Not What They Do: Enjoyment as a Political Factor. London: Verso.

Žižek, Slavoj. (2002b). I do not order my dreams. In Slavoj Žižek und Mladen Dolar, Operas Second Death (S. 103–226). New York: Routledge.

Žižek, Slavoj. (2004). Organs without Bodies: On Deleuze and Consequences. New York: Routledge.

Žižek, Slavoj. (2006). The Parallax View. Cambridge: MIT Press.

Žižek, Slavoj. (2012). Less Than Nothing: Hegel and the Shadow of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London: Verso.

Žižek, Slavoj. (2014). Absolute Recoil: Towards a New Foundation of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London: Verso.

Žižek, Slavoj. (2019). Sex and the Failed Absolute. London: Bloomsbury.

Žižek, Slavoj. (2023a). Freedom: A Disease Without a Cure. London: Bloomsbury.

Žižek, Slavoj. (2023b). Response to Johnston. In Dominik Finkelde und Todd McGowan (Hrsg.), Žižek Responds! (S. 52–54). London: Bloomsbury.


48. 黑格尔的“世界之夜”。齐泽克论主体性、否定性与具体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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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妮-索菲·阿德洛夫（Anne-Sophie Adloff）译自英文。

“人就是这黑夜，这空无的无，它在其单纯性中包含一切，包含着无数表象和图像的财富，其中没有哪一个恰好出现在他脑海中，或者说没有哪一个是作为当前存在的。[] 当人们直视人的眼睛时，就会看到这黑夜——深入到一个变得可怕的黑夜之中[]”（黑格尔 1969, 180–181）。这段非凡的文字是黑格尔在《现象学》之前的耶拿时期撰写的，它出现在齐泽克出版的许多著作中。它通常与（黑格尔-拉康式）主体的激进否定性主题联系在一起（参见 Žižek 1992, 50–52, 1994, 145; Žižek, 1996, 78; Žižek und Schelling, 8–10; Žižek 1999, 29–30; 2006, 44）。甚至可以说，这段文字构成了齐泽克通过后康德主义、特别是黑格尔唯心主义来重新解读拉康精神分析之计划的原始文本之一。黑格尔的逻辑学和辩证法对齐泽克重读拉康的重要性是众所周知的（参见 Butler, Laclau und Žižek 2000; Kay 2003; Sharpe 2004; R. Butler 2005）。相比之下，黑格尔关于主体激进否定性的概念对齐泽克计划的相关性，至今受到的关注却少得多。下文旨在弥补这一不足。为此，我们将考察黑格尔的“世界之夜”这一形象，它在齐泽克对（黑格尔式）主体的理论化中扮演了如此重要的角色。

第一部分将探讨前综合想象力（präsynthetische Einbildungskraft）和抽象否定性（abstrakte Negativität）的主题在何种程度上对于理解齐泽克对黑格尔式主体的理论化（在《敏感的主体》[The Ticklish Subject, 1999]中）是至关重要的。第二部分将探讨这种黑格尔式的主体模型在何种程度上对于理解齐泽克关于黑格尔“具体普遍性”（konkrete Allgemeinheit，见第87章）的概念具有重要意义。在此过程中，将揭示后一个概念在齐泽克分析主体抽象否定性与对抗全球资本主义的政治问题之间关系时的突出地位。最后，将提出一些关于齐泽克在其对黑格尔主体否定性的“浪漫主义”解读中结合抽象否定与规定性否定（bestimmte Negation）的问题。随后，将批判性地考察齐泽克在《为迷失的事业辩护》（In Defense of Lost Causes, 2008）中从这一分析得出的推论。该著作为重新夺回左翼政治的革命传统提出了持久的论证。

黑格尔的“敏感的主体”（Ticklish Subject）™

黑格尔在齐泽克卷帙浩繁（且不断增长）的著作中无处不在。事实上，黑格尔辩证法构成了三元结构或相互交织的纽结的顶端，这一结构至今仍定义着齐泽克令人惊叹的理论计划。这一三元结构的另外两个方面是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和当代意识形态批判（参见 Žižek 1991, 2）。齐泽克对黑格尔最重要的分析之一出现在《敏感的主体》（1999）的第一部分，标题为“世界之夜”（The Night of the World）。这一部分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经过精神分析重构的黑格尔式主体模型，并强调了主体性的激进否定性。

《敏感的主体》第一章探讨了“先验想象力的死胡同”，正是它导致海德格尔（见第58章）在其著名的“转向”（Kehre）之后，在主体性的深渊面前退缩。第二章转向了“黑格尔式的敏感主体”（Hegelian Ticklish Subject）。在这里，齐泽克对黑格尔的“具体普遍性”概念进行了强有力的重新诠释，该概念在齐泽克的《视差之见》（The Parallax View, 2006）和《为迷失的事业辩护》（2008）中也扮演了关键角色。这种对先验想象力的非凡分析、对海德格尔的批判以及对黑格尔“世界之夜”的重新诠释，共同促成了齐泽克对笛卡尔主体激进性的再次肯定。作为一个被彻底拒斥的理论幽灵，它不断地萦绕在“西方学术界”（Žižek 1999, 1–5）。齐泽克对黑格尔“世界之夜”的非正统解读——即那种萦绕着主体性的激进否定性——随后被进一步发展到一个明确的政治方向，并促成了他对所谓的“弗朗西斯·福山式共识”的批判（参见 Fukuyama 1992）。这种认为全球资本主义仍然是我们时代不可逾越的地平线的共识，被道德-宗教保守派和自由意志主义的“后现代主义者”所共同分享。

齐泽克对康德想象力的黑格尔式批判

海德格尔1929年具有开创性但备受争议的康德诠释，围绕着形而上学可能性的问题展开。它反过来又指向了如何思考人类有限性的问题。对海德格尔来说，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中）赋予“生产性想象力”在主体建构中的首要作用时，却对这一开创性步骤的本体论意涵退缩了。海德格尔认为，事实上，康德对主体性这一激进维度的退缩，就是对我们作为时间化、筹划性存在者的“建构性有限性”的退缩。然而，根据齐泽克的《敏感的主体》（1999），康德对想象力的恐惧也可以从黑格尔-拉康的立场来批判。因此，黑格尔对康德“形式主义”主体性理论的批判，揭示了其未能承认对主体性经验具有建构作用的“激进否定性”维度。齐泽克认为，正是这种激进的否定性，使得海德格尔在其后期关于存在之历史的沉思性思考中也为之退缩。

齐泽克的出发点在于指出康德对想象力及其与推论性知性（diskursiver Verstand）关系的论述中存在一种根本的模糊性。康德对认知过程的论述始于纯粹直观的杂多。这种杂多由纯粹想象力进行综合，然后由此产生的纯粹综合通过知性提供的概念被统一起来。因此问题来了：纯粹综合是想象力的工作，或者说知性是否只有在想象力完成其工作之后才介入？抑或纯粹综合是知性的工作，以至于想象力仅仅是知性综合能力的一种从属应用，从而应被定位在一种前认知层面上（参见 Žižek 1999, 29）？这正是海德格尔在批判康德对先验想象力之后果“退缩”时所强调的模糊性。

齐泽克这样描述海德格尔解读中的关键点：“人们应该将想象力的综合确定为推论性知性根基处的基本维度，因此应该独立于知性范畴对其进行分析”（Žižek 1999, 29）。康德对海德格尔后来迈出的这一步退缩了。他因此将想象力降级为直观的感性杂多与知性的综合活动之间的中介（参见 Žižek 1999, 29）。

海德格尔超越康德的提议可以被解释为一种“浪漫主义”解读，因为它强调想象力优先于知性。它与“唯心主义”解读相对立，后者坚持知性优先于想象力。康德（与“成熟的”黑格尔一起）选择了“唯心主义”的替代方案，而谢林和浪漫主义者，包括海德格尔（以及早期的黑格尔），则选择了“浪漫主义”的道路。后者旨在实现想象力的先验自由，这种自由既奠定了推论性理解的基础，同时又暗中破坏了它。在这条“浪漫主义”道路上，我们——与谢林、荷尔德林、尼采和海德格尔一起——发现，建立在从知性向理性过渡基础上的形而上学思维，让位于一种后形而上学语言，在这种语言中，哲学与诗歌、文学和艺术相互交织。我认为，这在齐泽克对康德的（浪漫主义-新黑格尔主义）解读中也部分适用，甚至在他对大卫·林奇电影的论述中（见第64章）也有所体现。它们被他视为“前综合想象力”那种无意识的、前综合的、“解体性”力量的启示（参见 Žižek 1999, 51–59）。

有趣的是，齐泽克在这里将自己表现为一个浪漫主义的康德读者。本着青年黑格尔的精神，同时也与谢林强调主体性核心的激进自我收缩相一致，齐泽克转向了康德在论述先验想象力时所回避的否定性的激进维度（参见 Žižek und Schelling 1997, 8–12）。事实上，康德版本的想象力忽略了黑格尔所强调的否定性的关键维度：“即作为‘消解活动’的想象力，它将那些只有作为某个有机整体的一部分才具有有效存在的东西，当作一个独立的实体来对待”（Žižek 1999, 29）。齐泽克认为，对黑格尔而言，这种消解的否定力量，即将整体消解为各个独立部分的力量，既包含了想象力，也包含了知性。

“世界之夜”

齐泽克引用了黑格尔两段令人印象深刻的文本，一段晦涩，另一段则广为人知，以展示黑格尔对否定性之解体力量的独创性洞见。第一段，“世界之夜”，出自黑格尔1805-1806年的《耶拿实在哲学》手稿：

“人就是这黑夜，这空无的无，它在其单纯性中包含一切，包含着无数表象和图像的财富，其中没有哪一个恰好出现在他脑海中，或者说没有哪一个是作为当前存在的。这[就是]黑夜，在这里存在的自然的内部——纯粹的自我。在幻影般的表象中，四周都是黑夜；这里突然冒出一个血淋淋的头颅，那里又突然冒出另一个白色的身姿，然后同样突然地消失。当人们直视人的眼睛时，就会看到这黑夜——深入到一个变得可怕的黑夜之中；世界之夜在这里悬挂在人的面前。”（黑格尔 1969, 180–181）

齐泽克在其许多著作中反复回到这段非凡的文字。在转向齐泽克对这段文字的解读之前，有必要作一些解释性的说明。

黑格尔生动地描述了“非个人的”或“无意识的”表象和图像生产的前主体经验。它们是暴力的和破坏性的，构成了自我意识主体性产生的基础。这种前推论的、前理性的、“无意识的”内在性构成了原初主体之（异化）自然的一部分，作为“纯粹”或非个人自我的表达。其幻影般的部分客体的黑暗、无意识领域——“一个血淋淋的头颅”、“一个白色的身姿”——标志着从自然存在向社会和文化主体过渡的“暴力”、创伤性过程。这个由无意识幻想和主体解体构成的地下世界——超越主体间意义的“世界之夜”——代表了主体性有限性的一个不可还原的维度。在他者令人不安的凝视中，否定性的深渊作为主体性的深渊显现出来，正如黑格尔所写的，“一个变得可怕的黑夜”。

这段文字中原初精神分析的意味令人震惊。它们预示了弗洛伊德的死本能和拉康式与实在界的创伤性相遇（见第93章）等主题，这些相遇引发了主体的想象性投注和象征性“缝合”。事实上，至少在《敏感的主体》中，齐泽克将这段文字解读为对想象力那种负面的、破坏性的、解体性力量的典范描述，“作为将连续的现实驱散为混乱的众多‘部分客体’的力量，这些客体是那些在现实中只有作为更大有机体的一部分才有效的东西的幽灵般显现”（Žižek 1999, 30）。

因此，与康德相反，想象力在其生产性或建构性方面同时也是否定性或破坏性的。想象力构成了“肢解直接知觉所组合之物的力量”。它表现为一种令人不安的力量，即想象一个从其本来整体中抽象出来的幻影般的部分客体：没有身体的头颅，没有肉体的精神，没有形状的颜色，无器官的身体和无身体的器官（参见 Žižek 1999, 30）。黑格尔的“世界之夜”——主体性综合力量的否定方面——因此是“处于其最基本和最暴力状态的先验想象力”（Žižek 1999, 30）。想象力的空洞或抽象自由是消解的力量，而不是综合的力量。在其中，我们遇到了消解所有植根于事物本身之中的客观关系的力量。这种解体性想象力的黑夜构成了自由任性的激进否定性。再次引用黑格尔的话，它是“撕裂图像并以最不受约束的方式将它们联系起来”的力量（黑格尔 1969, 181）。

齐泽克在不同的语境中反复回到这段文字，每次都将黑格尔的“世界之夜”与不同的哲学主题联系起来。在《享受你的症状！》中，“世界之夜”与精神分析和德国唯心主义关于社会现实之建构本质的论点联系在一起。其建构建立在“象征性虚构”的述行有效性之上，而词语之象征秩序的宇宙本身只有在经历这种否定性深渊的背景下才会产生（参见 Žižek 1992, 50）。黑格尔耶拿手稿中的文本正是进一步阐述了这一点，论证了纯粹自我的这种激进内在性也必须通过作为“命名力量”的语言才能存在（黑格尔 1969, 183）。

在《享乐的转移》中，齐泽克又将“世界之夜”，即作为纯粹“抽象否定性”的自我经验，与奥托·魏宁格（Otto Weininger）关于前表象之女性的厌女图像进行了比较。这些图像实际上代表了对主体性本身之空虚的厌恶（参见 Žižek 1994, 145）。在这里，正如在《自由的深渊》中一样，齐泽克强调了黑格尔与启蒙传统的决裂。齐泽克强调了黑格尔的隐喻性反转，即将作为“理性之光”的透明主体观念，反转为作为物质、自然或传统的黑暗惰性或不透明性的主体。与启蒙运动的陈词滥调相反，黑格尔将主体存在的真正核心，“为逻各斯之光开辟空间的姿态”，理解为作为“世界之夜”的抽象否定性（Žižek 1994, 145）。它是“‘部分客体’的幻影四处游荡的彻底疯狂之点”（Žižek und Schelling 1997, 8）。齐泽克继续将黑格尔的“世界之夜”与谢林将主体视为“自我的纯粹黑夜”、视为“存在的无限匮乏”的概念联系起来（Žižek und Schelling 1997, 8）。这种“暴力的收缩姿态”也构成了黑格尔论述疯狂的基础。作为切断与外部现实的所有联系，黑格尔将其解释为主体退化到仍未反思地沉浸在其直接自然环境中的“动物灵魂”层面（Žižek 1999, 34–35）。

然而，在一点上，齐泽克偏离了黑格尔。对他来说，从世界的撤退、主体的收缩以及切断与环境的所有联系，构成了“人化”的真正奠基姿态，甚至就是主体性本身的产生（参见 Žižek und Schelling 1997, 8）。穿越疯狂构成了一种本体论的必然性。没有这种激进否定性的经验，没有这种与环境的根本分离，就不可能有主体性，随后才是意义之象征宇宙的建构（参见 Žižek und Schelling 1997, 9; 1996, 78）。在精神分析看来，这里的首要问题不是陷入疯狂——被黑格尔描述为从世界的激进撤退——是如何可能的。相反，问题在于主体如何通过走出这种疯狂来获得“正常状态”，并通过象征中介来恢复社会现实。这种激进否定性和象征重构的黑格尔-谢林式契机，将始终是齐泽克论述主体性的一个恒定要素。此外，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这一契机也塑造了他对革命暴力的历史-政治经验的分析。

“在否定物中停留”

齐泽克引用的另一段旨在揭示否定性力量的黑格尔文本，是《精神现象学》序言中关于“在否定物中停留”的著名论述（参见 Hegel 1986, 36）。在其中，黑格尔突出地描述了“分解的活动”，“知性的力量和工作，这是最惊人、最伟大，或者毋宁说是绝对的力量”（黑格尔 1986, 36）。否定性的巨大力量——黑格尔在这里将其归因于知性而非想象力——在于这样一种力量：将一个偶然的、偶发的单一元素从其语境整体中分离出来，使其获得独立的存在。这正是“思维的能量，纯粹自我的能量”（黑格尔 1986, 36），我们在黑格尔早期关于“世界之夜”的文本中已经遇到过。这种思维的生命，这种定义了纯粹自我的分解活动，同时以死亡、有限性和彻底的丧失为特征。然而，这可以被有限的主体（因此它也具有黑格尔式的无限性“逻辑”结构）在思维中扬弃。事实上，黑格尔这段著名的文字与其说是关于绝对唯心主义“总体化”主体的形而上学论文，不如说是对主体激进有限性及其建构性否定性的描述，这种否定性既使自主的主体性成为可能，又对其构成了限制。黑格尔写道：

“死亡，如果我们愿意这样称呼那种非现实性的话，是最可怕的东西，而要把握住死亡，则需要最大的力量。软弱无力的美憎恨知性，因为知性要求它做它做不到的事。但是，精神的生活不是害怕死亡而幸免于蹂躏的生活，而是承担死亡并在死亡中保持自身的生活。精神只有在绝对的支离破碎中找到自己，才赢得它的真理。精神作为这种力量，不是像我们谈论某物时说它是虚无或虚假的，然后就此了结，转身转向其他事物那样，作为一种回避否定物的肯定物；相反，精神只有直面否定物，在否定物中停留，才是这种力量。这种停留就是将否定物转化为存在的魔力。——它也就是上面所说的主体[]。”（黑格尔 1986, 36）

这段著名文字令人惊叹之处在于，它将有限性的经验——死亡、否定性、缺席、丧失——描绘为作为精神的自我意识主体之力量的建构要素。想象力的积极方面——例如体现在美的审美经验、主观和谐以及想象力与知性之间的自由游戏中——无法应对主体性的这种激进否定维度。（除非我们谈论的是崇高的破坏性经验，正如齐泽克进一步阐述的那样（参见 Žižek 1999, 41–50）。）

相反，作为精神的主体性恰恰是对有限性的这种承担。它同时确认了有限中的无限（定义了有限主体的转化-超越的想象力和知性），以及无限中的有限（在历史和社会的交互主体性关系中被承认的个体主体之自我意识）。因此，主体性是通过一种否定的自我关系建构起来的。它处于一种与自身的关系中，这种关系必然也是与他者的关系；一种“中介的”自我关系，在这种关系中，自我恰恰是在与他者的关系中并通过这种关系找到自身。

然而，同时，这种在他者中的自我关系，只有通过对直接自我感的暴力分裂，以及通过这个看似孤立的原初主体沉浸在其自然环境中才成为可能。主体不仅是否定的自我关系、一种与他者的关系，而且也是“自我指涉的否定性”。它只有通过激进否定性的经验，或者通过否定自身、对一切甚至对自己说“不！”的自由，才能赢得它的真理（它在他者中的自我同一性）。正如黑格尔所表达的，这种主体性是通过并在“绝对的支离破碎”中达到自身的（黑格尔 1986, 36）。

再说一次：对黑格尔来说，这种否定性是建构性的；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是在本体论而非存在者状态的意义上。自我意识的精神只有通过“在否定物中停留”，才能获得这种自我指涉的否定性力量，即自由的主体性。事实上，这种否定性的根本契机，构成了意识和自我意识在现象学旅程中每一次关键经验的决定性特征。（最著名的例子是生死斗争或主奴经验，更不用说斯多葛主义、怀疑主义和苦恼意识中自我意识异化的“自由”了。它也体现在法国大革命过程中对自由的激进肯定，以及随后作为抽象普遍性之“暴力”的恐怖这一否定性契机中。）这种激进否定性的力量，这种“自由的深渊”，正是黑格尔用来定义和规定“主体”的东西。

与一些非形而上学的黑格尔读者相反，齐泽克并不回避这种激进否定性的元素。事实上，这正是他批判海德格尔解读康德想象力的核心所在。齐泽克强调了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即黑格尔并没有将思辨理性，而是将知性理解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Žižek 1999, 31），即“分解”的无限力量，将自然属于一体的东西拆解开来并作为分离之物来对待。对齐泽克来说，黑格尔在这里将知性的“否定力量”等同于“——让我们冒险使用这个词——‘前综合想象力’的基本否定姿态，即其破坏每一个有机统一体的毁灭性力量”（Žižek 1999, 31）。黑格尔的这两段文字似乎在谈论对立的现象：一方面是纯粹主观内部空间的前理性/前推论的混乱，另一方面是理性知性的抽象推论活动。然而，正如齐泽克所论证的，它们实际上必须被放在一起考察。它们共同构成了否定性的前综合力量和推论力量，正是这种力量定义了主体性本身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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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力还是知性？

在此必须指出，齐泽克在这里忽略了一个明显的事实，即黑格尔也从纯粹想象力的首要地位（在1805-1806年的耶拿手稿中）转向了将纯粹知性主张为“分离活动”的典范力量（在1807年的《精神现象学》中）。对此需要说明的是，齐泽克对这种转变给出了一种“谢林式”的解释。通过这种解释，前综合的想象力和话语性的知性最终成为决定主体的同一种否定性力量的两个“潜能阶次”：“在这里，‘知性’是我们称之为‘前综合知性’的另一个名称”（Žižek 1999, 96）。

无论如何，人们仍然可以认为，黑格尔在这里面临着与康德相同的困难：如何解释纯粹想象力与话语性知性之间模棱两可的关系？“前综合的”想象力是使自我意识主体性成为可能的激进否定性的源泉，还是说这种源泉存在于所有力量中最强大的力量——话语性知性或纯粹自我之中？

根据齐泽克的“谢林式”解读，解决这种模棱两可的方法在于，将黑格尔对想象力的分离力量和知性的考察，理解为激进否定性过程中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齐泽克指出，海德格尔正确地指出了康德从生产性想象力的退缩（参见 Heidegger 1976），但这种退缩涉及康德拒绝“揭示想象力在其否定/破坏性方面的作用，即作为撕裂直观连续织物的力量”（Žižek 1999, 32）。康德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想象力的原始形式不是综合和统一的，而是破坏和解体的：“想象力使我们能够撕裂现实的纹理，将仅仅是活生生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视为有效存在的东西”（Žižek 1999, 32）。

齐泽克对我关于想象力或知性在激进否定性方面哪个更根本的问题的回答，支持了“前综合”想象力的分离力量的优先性。“由于主体不可还原的有限性”，解体性的想象力优先于知性。事实上，“‘综合’的努力本身总是具有最低限度的‘暴力’和破坏性”（Žižek 1999, 33）。任何综合的统一体都建立在一种原始的压抑行为之上，这种行为不可避免地会留下一个（谢林式的）“不可消除的残余”（见第68章），或者，如果你愿意的话，一个德里达式的替补（supplément）。这种原始的“压抑”是进入理性知性的象征性、主体间性宇宙的代价。在其中，完成了从黑格尔的“世界之夜”向主体间的“当下的精神之昼”的暴力过渡（Hegel 1986, 145）。

通过这种方式，齐泽克对黑格尔的“世界之夜”得出了一种非常引人注目的解释，将其视为一种前综合的杂多，这强烈地让人想起拉康的实在界。正如齐泽克所指出的，“前综合的实在界，其纯粹的、尚未成形的、尚未被最低限度的先验想象力所综合的杂多，严格来说是不可能的：这是一个必须被追溯性地预设，但永远无法真正在现实中遭遇的层面”（Žižek 1999, 33）。齐泽克因此与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形成了对立，后者错误地批评齐泽克在拉康实在界的地位问题上陷入了粗糙的前康德式“先验实在论”（参见 Butler 1993, 187–222）。齐泽克得出了黑格尔式的结论，即这种追溯性预设的杂多是先验想象力的产物。它是纯粹的差异，“差异本身”，或者用德勒兹的话来说，是由前个体的奇异性组成的。同时，假设这样一种前综合的杂多，无非就是纯粹想象力本身，“处于其最暴力状态的想象力，作为破坏前象征的‘自然’实在界之惯性连续性的活动”（Žižek 1999, 33）。这种前综合的杂多之杂多，即“世界之夜”，体现了主体“深渊般自由”的“桀骜不驯”，体现了否定性的破坏力量以及有限主体的真正定义。齐泽克认为，这正是后期的海德格尔所退缩的有限性的激进契机。海德格尔从破坏性的否定性中退缩，转而试图在存在的无蔽状态中，从其原始根基处修复人类此在的本体论分裂。从这个角度来看，在有限性的创伤面前，在自由的激进深渊面前退缩的是海德格尔，而不是黑格尔。

抽象的否定性与具体的普遍性

齐泽克对黑格尔式主体的思考不仅具有精神分析和文化上的意义，它们同样具有社会和政治意涵。无论是在《敏感的主体》（The Ticklish Subject）中还是在其他地方，齐泽克对黑格尔“世界之夜”的分析都明确地与抽象否定性及其与具体普遍性关系的问题联系在一起。在充满政治共鸣的论证中，齐泽克展示了主体性的激进否定性——否定我们所有有限的、个别规定的能力——如何使从抽象普遍性到具体普遍性的辩证过渡成为可能。

在实践层面，这意味着：在历史和社会政治经验中，存在着一个不可消除的暴力、冲突或对抗的维度。在这里，齐泽克远没有重复关于黑格尔对国家持和解态度的陈词滥调。相反，他从主体的激进否定性——“世界之夜”——中得出结论：如果不经历疯狂、暴力甚至革命恐怖的历史政治过程，就不可能有具体的普遍性。（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对革命后雅各宾派恐怖统治的著名分析也是如此，他将其视为开启现代资产阶级国家的抽象否定性（参见 Hegel 1986, 431–441）。）这种涉及抽象否定性和具体普遍性的黑格尔式论点，构成了齐泽克批判各种当代形式的反对国家的“后政治”伦理抵抗的一个重要且经常被误解的基础（见最近西蒙·克里奇利（Simon Critchley）以伦理为基础的新无政府主义及围绕它的辩论：Critchley 2007; Žižek 2006, 332–334; Žižek 2008, 339–350）。

齐泽克反复回到黑格尔关于抽象普遍性和具体普遍性之间的区分。这是什么意思呢？与黑格尔将个别从属于普遍的流行刻板印象相反，齐泽克指出，普遍性在其具体维度上是通过个体化来实现的。这意味着：具体的普遍性体现在个体之中。正如齐泽克所指出的，黑格尔是第一位提出“恰当的现代个体化概念”是在次级认同过程中发生的思想家（参见 Žižek 1999, 90）。

个体最初直接沉浸在其环境中，沉浸在它出生的特殊生活形式中（家庭、地方社区）。只有在与自身“有机”社区的初级认同决裂时，一个人才能成为真正的个体。

在这种决裂中，个体通过对次级共同体的认同来实现对其自主性的主张。这种次级共同体本身是普遍的且“人为的”，即通过独立主体的自由活动来中介和维持的（职业、国家、独立的同龄群体，相对于传统教义、有机社区、规定的社会角色等；参见 Žižek 1999, 90）。一旦初级认同被重新整合到次级认同中，初级认同与次级认同之间的抽象对立就会被扬弃。在此过程中，初级认同为了次级认同而被抛弃，并因此被体验为次级认同的“表现形式”（参见 Žižek 1999, 90）。

随后，齐泽克将这种对具体普遍性的理解与黑格尔在中性的“肯定”普遍性和差异化的“现实”普遍性之间的区分“交叉”起来，从而使其变得更加复杂（参见 Žižek 1999, 90）。前者指的是“其特殊内容共存的纯粹冷漠/中性媒介”，而后者则指普遍性的实际存在，“即个体性，主体作为独特且不可还原为他被置入的特定具体总体的断言”（Žižek 1999, 91）。

作为对其所包容的个别者漠不关心的中性“容器”的普遍性，与作为“破坏每一个特定星丛之固定性的否定性力量”（Žižek 1999, 91）的普遍性形成了对比。后者体现了个体化主体的普遍性，即作为否定之力量，否定所有个别规定内容的力量。齐泽克认为，事实上，从抽象普遍性到具体普遍性的过渡，正是得益于抽象否定性的力量。从现象学上讲，这种否定之力量“以个体绝对利己主义的自我收缩的伪装而存在”（Žižek 1999, 91）。这正是后来在《精神现象学》中关于话语性知性被描述为主体“停留在否定性中”的力量。

齐泽克从这一分析中得出的惊人结论是，从抽象普遍性到具体普遍性的过渡，只有通过“完全主张”这种激进否定性的力量，即对所有特殊内容的否定，才有可能实现（参见 Žižek 1999, 92）。在某种意义上，这似乎是黑格尔著名的“扬弃”的一个例子。我们必须在“世界之夜”的自我收缩中失去直接的现实，以便最终将其作为由主体象征性中介的社会现实重新获得。或者说，我们必须通过服从知性的活动来放弃直接的有机整体。只有这样，它才能在一个更高的、中介的层面上作为“理性的总体”被重新获得（Žižek 1999, 92）。在这里，后结构主义的黑格尔读者反复提出的针对黑格尔式扬弃的标准反对意见开始介入（参见 Žižek 1991, 31–38）。该意见强调，黑格尔虽然通过首先承认精神所处的激进分裂，允许了激进否定性的契机，即“精神病式自我收缩的恐怖”。但这仅仅是为了最终以一个“重建的有机整体”的名义，辩证地恢复这种否定性（Žižek 1999, 92–93）。

从抽象普遍性到具体普遍性

齐泽克的激进解读对这种正统观念提出了质疑。从抽象普遍性到具体普遍性对否定性的穿越，并不是为了避免激进否定性的契机以支持理性的总体。相反，否定性的过程表明，这种穿越本身是不可避免的。向高处的进步是通过低处来实现的；试图直接达到更高境界的尝试，恰恰是错过它的途径（参见 Žižek 1999, 93）。

齐泽克引用了《精神现象学》中另一段引人注目的思辨段落，并提到了黑格尔在阴茎的例子中发现的对立面的奇特结合。在它身上表现出“高与低的同一种结合，自然界在生物身上天真地表达了这种结合，即其最高圆满的器官——生殖器官——与排尿器官的结合”（Hegel 1986, 262）。这里的重点不在于将生殖置于排尿之上，仿佛这是一个表象意识所设想的抽象对立。相反，我们必须首先经历“错误的选择”（生物排泄、排尿），才能最终达到“正确的选择”（生物受孕、受精、生命的繁衍）。黑格尔的无限判断阐明了排泄/消除与生殖/繁衍的共存，甚至是从生物生殖到理性知性的过渡。然而，它的思辨意义仅仅作为第一种“错误”解读的后效而产生。这种错误解读包含在其思辨意义中，甚至对它具有建构作用（参见 Žižek 1999, 93）。

齐泽克在这里的目的是要表明，从抽象普遍性到具体普遍性的运动需要这种对激进否定性的穿越。冲突和暴力的抽象否定性这一“错误”选择，是在历史上达到稳定、理性、民主国家这一“正确”选择的唯一途径。

在社会和政治生活层面上，试图绕过否定性而直接选择特定伦理生活世界的“具体普遍性”，会导致“倒退回前现代有机社会”的更大暴力。这相当于否认了“主体性的无限权利”（Žižek 1999, 93），而对黑格尔来说，这正是现代性的基本原则。

现代的主体-公民无法接受被嵌入到一个在有机社会整体中预先确定的特定社会角色中。正如黑格尔对法国大革命的著名分析所表达的那样，只有通过穿越革命恐怖的惊骇，才有可能摧毁前现代有机具体普遍性的束缚，从而实现“主体性在其抽象否定性中的无限权利”（Žižek 1999, 93）。

在这里，齐泽克再次质疑了对黑格尔的标准解读，这一次是关于他在《精神现象学》中对抽象自由和恐怖的著名分析。根据普遍的解读，革命计划及其“对抽象普遍理性的直接主张”在“自我毁灭的狂怒”中走向灭亡（Žižek 1999, 93）。因此，该计划未能在一个稳定且差异化的社会秩序框架内组织其革命能量。齐泽克对此提出反驳。他认为，黑格尔的意图反而是要表明，革命恐怖虽然是一条历史死胡同，但在何种程度上仍然是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完成向现代理性国家的历史过渡（参见 Žižek 1999, 93）。“前现代有机体与释放抽象否定性破坏力的革命恐怖”相对立的历史处境，总是包含着一种黑格尔式的“强制选择”。“人们必须选择恐怖”（“错误”的决定）来反对前现代有机共同体，以便为“正确”的决定创造地盘。这个错误的决定，是“社会秩序的要求与个人的抽象自由之间新的革命后和解”的条件（Žižek 1999, 94）。

齐泽克由此赞同黑格尔的主张，即主体性的自由产生于某种激进否定性的经验。此外，这也适用于伦理生活与道德之间的对立。主体被铭刻在其具体的社会生活世界中，这与它“对这个具体继承的宇宙的抽象个人主义/普遍道德反对”相对立（Žižek 1999, 94）。以更高普遍性名义行动的道德个体，质疑并破坏了其共同体继承下来的特定伦理习俗（苏格拉底之于希腊城邦；基督之于犹太民族；参见 Žižek 1999, 94）。然而，正如黑格尔所论证的那样，尽管有伦理绝对的要求，道德主体对其信念的顽固坚持同样会辩证地走向其反面，转变为恶。我们在这里遇到了穿越否定性的另一个例子。这种穿越标志着从抽象普遍性到具体普遍性的运动。正如齐泽克所强调的，黑格尔非常清楚，这种抽象普遍性是通过暴力，通过对所有特殊内容的破坏狂热来获得其存在的。这是具体普遍性在个体主体性自由的产生中得以实现的唯一途径（Žižek 1999, 94）。

在这里，齐泽克再次质疑了关于青年黑格尔对和谐的希腊“伦理生活”（Sittlichkeit）之审美愿景的传统观点。一旦这种稳定有机总体的愿景（如在1802-1803年的《伦理体系》中所发展的那样）被放弃，“黑格尔就‘成为了黑格尔’”（Žižek 1999, 94）。齐泽克认为，这样一种模式实际上更接近于政治浪漫主义所特有的“政治审美化”（Žižek 1999, 94）。它代表了一种反普遍主义的传统主义以及对有机共同体的反现代主义强调。

最终，成熟的黑格尔也只有在首先做出“错误”选择（理想化的希腊伦理生活）之后，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因此，认识到通往具体普遍性（和现代国家）的唯一途径是通过主体对抽象否定性的选择，黑格尔本人也是通过“错误选择”的弯路才达到的（基督公开露面的“丑闻”相对于对更新版希腊伦理生活的怀旧希望；Žižek 1999, 94–95）。

因此，根据齐泽克的解读，成熟黑格尔的和解概念是极其模棱两可的。它不仅意味着对一种分裂（个体主体性与社会总体之间的分裂）的和解，而且还意味着与这种分裂本身达成和解，将其作为“个人自由的必要代价”（Žižek 1999, 95）。因此，关于年轻激进的黑格尔后来成为保守的、为现有社会秩序辩护的“国家哲学家”的刻板印象，应该被颠倒过来。正是青年黑格尔的革命计划，预示了建立一种扬弃现代个体性的新有机秩序。相反，成熟的黑格尔对主体性权利的坚持——包括不可避免地穿越抽象否定性——构成了在历史上确保实现具体普遍性的唯一途径（参见 Žižek 1999, 95）。从中可以得出双重教训。首先，自由民主的现代性不能否认其革命的、甚至是暴力的历史政治起源。其次，政治浪漫主义本身可以披着反普遍主义坚持特殊性、差异和“共同体”的外衣卷土重来。

回到我之前的讨论：这就是为什么黑格尔在上面引用的《精神现象学》关于“停留在否定性中”的段落里，突出的是知性（而不是理性）。正是知性“破坏任何有机联系”的力量，将最初存在于具体联系中的事物视为分离的，从而保证了主体作为精神的自由。事实上，知性的这种否定力量是年轻的、浪漫的黑格尔所称的“世界之夜”的进一步发展版本。

后者体现了前综合想象力的力量，“先于想象力综合的力量，其最高表达是逻各斯”（Žižek 1999, 96）；对海德格尔来说，它是“在聚集”中起作用的力量。因此，那个主张回归前现代有机社会总体、让每个个体都有其规定位置的极端保守的黑格尔形象，总体上是失败的。相反，对黑格尔来说，主体性的存在本身就意味着“对恶、对犯罪的‘错误’、‘抽象’选择”，即一种过度抽象否定性的契机，它暂时使整个社会秩序脱轨（参见 Žižek 1999, 96）。对有机共同体的破坏，主体对整体中破坏和谐统一的“抽象”方面的“非理性”坚持，正是主体在历史上得以实现的运动。用黑格尔的话来说，这就是实体也成为主体的契机。齐泽克认为，从这种对否定性的穿越中产生的统一体，因此不再是一个实体的有机统一体。它变成了一个“本质上不同的统一体”，一个建立在否定性基础上的统一体，在其中，这种否定性的运动获得了肯定的存在（参见 Žižek 1999, 96）。恰恰是现代政治国家构成了否定性的形式化体现；然而，它保留了那种能够使其公民的生命毫无保护地暴露出来的暴力权力的痕迹。黑格尔由此预示了福柯-阿甘本式的生命政治主题：国家将公民的生物学生活作为被暴露之物来管理的“否定性”权力。


“世界之夜”与革命暴力

齐泽克对黑格尔具体普遍性动机的非正统解读——即为了实现主体作为自由和普遍的个体化，必须经历抽象否定性——在《视差之见》（The Parallax View, 2006）中被重新探讨。它也构成了齐泽克分析“规定性否定的危机”（crisis in determinate negation）的基础，该危机涉及自由民主政治和当代政治哲学（以西蒙·克里奇利和阿兰·巴迪欧等人为代表）（参见 Žižek 2008, 337–380）。在《视差之见》中，黑格尔关于“世界之夜”的段落再次出现；这一次是与革命暴力的问题联系在一起的。齐泽克在此引用了丽贝卡·科迈（Rebecca Comay）引人入胜的讨论，她探讨了黑格尔对革命恐怖的自我毁灭性狂怒的分析与“大众对断头台的想象所抱有的关于生存的强迫性幻想”（obsessive fantasies of survival entertained by the popular imaginary of the guillotine）之间的联系（Žižek 2006, 43）。正如科迈所观察到的，这种幽灵般的斩首幻想生动地体现在“大量出现的脸红的头颅、说话的头颅、受苦的头颅、做梦的头颅、尖叫的头颅、回望的头颅、脱离躯体的身体部位、断开的写字的手，以及充斥着整个欧洲哥特式小说书页的鬼魂、食尸鬼和僵尸”之中（Comay 2004, 386）。齐泽克问道，在这些萦绕于革命后世界的幽灵般斩首的噩梦般幻想中，我们难道不是再次面对了黑格尔那臭名昭著的“世界之夜”吗？

革命动荡的眩晕摧毁了日常历史与社会现实的结构。它将我们带回主体性的基本“零度层”，即“在本体论虚无的背景下四处漂浮的部分客体所构成的幽灵般淫秽的原初现实”（spectral obscene proto-reality of partial objects floating around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the ontological Void）（Žižek 2006, 44）。革命暴力通过行使抽象否定性来中断社会现实。在其中，主体被暂时抛回原初主体性的基本层面，抛回“世界之夜”那撕裂性的暴力之中。

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提到了革命后将死亡还原为一种毫无意义的机械式切割，“就像砍下一个卷心菜头一样毫无意义”（a meaningless chopping off of a cabbage head）（Žižek 2006, 43；参见 Hegel 1986, 436）。在此，我们不禁要将黑格尔关于断头台的残酷论断与伊斯兰恐怖分子所实施的“献祭”式斩首的古老复辟进行比较。这种斩首并非使用非个人化的断头台来进行。它们由挥舞刀具的刽子手在暗中执行，被录制成视频，随后通过圣战宣传网站向全球观众传播。

在后一种情况中，抽象否定性或政治暴力并不服务于“绝对自由”，而从黑格尔的视角来看，法国大革命后的恐怖统治正是如此。相反，伊斯兰恐怖主义构成了对现代“个体主体性权利”的一种暴力的抽象否定。它是一个同时兼具“前现代与后现代”特征的尝试，既在技术上原始（刀具、美工刀），又高度发达（互联网和通信媒体），试图否定那使得这种主体性权利成为可能的“道德堕落”的自由民主资本主义秩序。

黑格尔分析的关键在于指出，这种革命恐怖从根本上是在自我颠覆。它无法将对（被抽象理解的）绝对自由的追求与历史上已达成的、定义现代制度的自由和主体性规范相协调。齐泽克断言，尽管如此，这种暴力在历史上是不可避免的。只有通过它，才能完成从抽象普遍性向具体普遍性的过渡。

在此，我们回到上文提出的关于想象力与知性之间关系的问题。它涉及对黑格尔的“浪漫主义”解读与“唯心主义”解读之间的对立：前者将“世界之夜”的前综合想象力（抽象否定）置于首位，而后者则强调在话语知性中表达出来的“否定的力量”（规定性否定）。齐泽克以谢林式的方式将这两种形式的否定性（抽象的与规定性的）结合起来。他认为，它们代表了同一种否定力量的两个方面。然而，齐泽克由此招致了批评，即他对革命恐怖的描述同情一种政治浪漫主义。这种浪漫主义抬高了革命斗争的“抽象否定性”，而贬低了导向现代国家理性社会与政治制度的“规定性否定”。对黑格尔而言，革命暴力的抽象否定性必须在现代自我改革的社会与政治制度的理性组织中被扬弃。只有当这些规范和制度彻底崩溃，失去了一切合法性和规范权威时，我们才会退回到革命暴力的抽象否定性。在这种情况下，向一种新的精神形态的（暴力）历史过渡就已经在进行中了。那么，我们是否必须像齐泽克那样断言，抽象否定是历史上实现具体普遍性——主体性的自由——的唯一途径？

全球资本主义：“历史的终结”还是“暴力的历史”？

因此，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是，当这种理性总体（西方新自由主义民主）被全球资本主义的矛盾动力所扰乱时，会发生什么。对此至少存在两种不同的黑格尔式回答。第一种回答指向现代性或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的自我改革制度的作用。通过这些制度，矛盾的动力可以得到有效的平息、管理或控制，而无需将其完全消除。这一思路在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1992）中得到了通俗的表达，它倾向于得出这样的结论：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现代性是持久的。我们实际上已经到达了“历史的终结”，在这一点上，激进的革命性政治变革即使不是不可能，也不再具有可能性。

这种福山式的论断随后分裂为至少两种对立的立场。一方面，道德或宗教保守主义立场主张回归传统价值观。他们认为通过传统价值观可以抵消新自由主义带来的连根拔起/异化效应；这是一种试图恢复多元文化自由民主国家受损的伦理生活（Sittlichkeit）的绝望尝试。另一方面，自由意志-后现代立场将政治激进主义转移到了充满争议的文化领域。它主张一种差异的文化政治、一种乌托邦式的多元文化主义、对“他者”的激进肯定等等。通过这种方式，自由意志-后现代立场肯定了由资本主义自由民主所促成的伦理形式的自由和多元的主体性模式。

齐泽克的关键论点在于，无论是道德-宗教保守主义立场还是自由意志-后现代立场，都认同福山的论断。即资本主义自由民主是持久的；它要么必须被忍受，要么必须被改革。“今天占主导地位的思潮”，齐泽克写道，“是‘福山式’的：自由民主资本主义被接受为最终找到的可能最好的社会公式，人们所能做的只是让它变得更加公正、宽容等等”（Žižek 2008, 421）。

与此相对的是浪漫主义的、革命的立场。它要求重新夺回革命传统的抽象否定性，以便借助它进行一种破坏性的否定，从而打破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体系。这正是齐泽克在《保卫失落的事业》（In Defense of Lost Causes, 2008）中所代表的受黑格尔主义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启发的思想流派。对齐泽克而言，我们首先必须质疑福山式的自由民主共识，或者在理论上拒绝它。

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并不必然是科耶夫（Kojève）所表述的那种“普遍且同质的”国家形式（参见 Kojève 1947），在其中，作为“智人”物种的孤立的后历史动物私下享受着他们自恋的消费乐趣。相反，当前全球资本主义的矛盾动力表明，西方社会可能会进入一个不稳定、不安全甚至衰退的阶段。（在此可以想想第三世界全球性的信贷、燃料、石油和粮食危机，以及生态和环境对增长的限制的现实等。）

齐泽克指出了在此具有重要意义的四个核心对抗：生态危机（全球变暖、“石油峰值”）；受到“知识产权”新形式挑战的私有财产概念问题；新的科技成就（生物遗传学）的社会伦理影响；以及新形式的种族隔离，特别是贫民窟、隔离社区和非国家管理的无序地带的蔓延（参见 Žižek 2008, 421–427）。面对全球资本主义所遭遇的这些相互交织的对抗，关于救赎过去失败的革命尝试的可能性（本雅明语）这一历史问题，似乎也许还未完全尘埃落定。

齐泽克激进的黑格尔-马克思主义赌注，主要针对的是当代自由民主政治，同时也针对将经济去政治化的后现代政治。后者将经济自然化为社会、文化和政治不容置疑的基础，从而将政治冲突排挤到文化和主体性领域。人们可以争辩说，将政治激进主义转移到文化领域——即我们当代的“政治审美化”——构成了对困扰现代自由民主国家的对抗之真正根源的意识形态否认。因此，这种否认将是一种削弱政治的尝试，试图将革命斗争的抽象否定性转移到“升华的”文化领域。（这方面的例子可以在社会和宗教保守派针对世俗自由派和自由意志后现代派发起的著名文化战争中找到。在这里，围绕主体性、身份和价值观的道德与文化冲突在象征性的斗争中展开。）

然而，这种将政治升华为文化的伪黑格尔式做法的问题在于，它没有触及马克思正确指出的作为道德驱动的社会文化斗争形式之基础的东西。这正是全球资本主义的经济动力。出于这个原因，齐泽克最近——特别是在《保卫失落的事业》中——主张拒绝自由民主的“道德绑架”，这种绑架从一开始就将任何形式的激进政治谴责为“极权主义”或“恐怖主义”。齐泽克呼吁积极回归左翼的历史和政治革命遗产。因此，他激进的黑格尔-马克思主义提议承认了定义现代主体性的否定力量。他要求承认被压抑的“世界之夜”，即不断萦绕在自由民主脆弱的“想象统一体”之上的抽象否定性。

然而，问题在于，这种承认是否可能不倒退回黑格尔“世界之夜”的噩梦般暴力之中。是否存在其他形式的“规定性否定”，即反对资本主义规范秩序的社会和政治斗争？那么，是否能找到能够扰乱使左翼陷入决定性瘫痪的自由民主“道德共识”的否定性形式？这样一来，回归革命行动主义的历史难道不也意味着冒着采纳塑造了二十世纪政治史的暴力形式的风险吗？或者说，革命精神——如果你愿意的话，马克思的幽灵——能否在不重复这段暴力历史的情况下被复活？

齐泽克的黑格尔主义和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恰恰在这个问题上走向了不同的方向。黑格尔式的回答是，革命暴力的抽象否定性必须通过建立理性的社会和政治制度来扬弃。这些制度随后将能够把资本主义的异化效应与个体主体性原则协调起来。相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面则断言，那些自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必须服从于革命暴力。通过这种方式，将完成一次“否定的否定”，从而为未来的（共产主义）解放创造历史条件。

在此我们应当指出：黑格尔式的回答是“回顾性的”和“描述性的”。它基于对现代性动力底层逻辑的概念性理解，这将使我们与现代自由的不稳定性达成和解。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回答则是“前瞻性的”和“规定性的”。它在于要求将理论转化为实践，通过革命行动来克服这种异化的对立。

齐泽克似乎主张将这些不同且看似不相容的回答综合起来。这就提出了以下难题：如何将黑格尔的否定性概念，即他从抽象普遍性向具体普遍性的过渡，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对革命行动的要求相协调，后者否定了任何这种纯粹“意识形态”的理解？

对这一问题的一个回答是，齐泽克仅仅指出了否定性契机的不可避免性，这种契机内在于自由主体性历史实现的任何理论和政治实践之中。他提醒我们，左翼忘记黑格尔的教训是要付出代价的。这样一来，它要么加入福山式的共识，认为“无事可做”，因为（自由资本主义民主的）历史终结已经到来。要么它天真地断言需要一种新的浪漫主义-革命回答，要求对现状进行暴力的（抽象的）否定。

相比之下，黑格尔式的回答将在于主张回归革命传统的可能性，这种传统同时具有历史反思性和社会政治规定性。这样一个革命契机将不仅仅是对现代自由民主制度的抽象暴力否定。它将在于对规范共识——即维持其制度的经济新自由主义的隐性背景——进行“规定性否定”。这种生产性的否定否定了制度的异化社会文化效应，同时保留了其解放潜力。

当然，这样的任务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齐泽克对（黑格尔式）主体的否定性与定义全球资本主义的对抗之间关系的大胆探讨，抛出了哲学-政治的挑战书。如果人们认为今天的社会和政治运动应该重新夺回那看似失落的阵地——即致力于自由之具体普遍性的左翼革命传统，情况就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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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考察齐泽克所描绘的批判性自我创造过程，我们将从他开始的地方着手：即开端本身的问题。正如齐泽克在关于弗里德里希·W·J·谢林未完成的创世杰作（题为《世界时代》）的专著《不可分割的剩余》（The Indivisible Remainder）中所指出的那样，这是德国唯心主义的核心问题。

“那么，应该如何开始一篇关于谢林的文章呢？也许最合适的方式是聚焦于‘开端’本身的问题，这是德国唯心主义的关键问题——只需回想一下黑格尔在其《逻辑学》中对这一问题及其所有意涵的详细阐述就足够了。”（Žižek 1996, 1）

然而，我想进一步复杂化这个关于开端的问题，即提出以下后续问题：一个人如何作为批判性主体将自己带入这个世界？一个人如何创造自己？在齐泽克的案例中，批判性主体从未完全显现，而是被困在无休止的诞生收缩（与扩张）的循环中。它们揭示了与每一次自我确立行为相伴随的斗争的实在界（das Reale）。像其他人一样，例如他的导师雅克·拉康（见第61章），齐泽克采取了一种试图跨越哲学、心理学、文学、政治、电影和流行文化之间界限的理论立场。（关于这一点的更详细讨论，请参见埃内斯托·拉克劳为 Žižek 1989 所作的序言，ix–xv。）然而，齐泽克在另一方面也是独一无二的。他与所有其他采取预设虚构内容或批判性真理立场的文学理论家的彻底决裂，在于他基本上没有立场。他最近涌现的大量批判性文本——从意识形态-心理学电影理论如《关于拉康你一直想知道却不敢问希区柯克的一切》（Everything You Always Wanted to Know about Lacan (But Were Afraid to Ask Hitchcock)），到政治-哲学著作《关于谢林及相关事物的文章》（Essay on Schelling and Related Matters，其中也包括量子物理学，有何不可呢）——勾勒出一种几乎无法界定的混合批判身份。他并没有将跨学科的文本和事件引入自己的理论视角，而是作为一个“消失的中介”（见第101章），在不同的理论立场之间进行调和。

他努力将这些先验范畴统一为一种“意识形态理论”（在康德先验客体的意义上），似乎旨在将自己定位为一名“意识形态家”。这将开启一个“意识形态场域”的可能性，从而进一步提高他自身批判性自我创造的投入。因为尽管意识形态的概念（见第85章）本身有着漫长而复杂的谱系，但意识形态家的概念却是相对（如果不是完全）新颖的（参见 Thompson 1990, 28）。

传统上，批评家们在文学研究、社会学、政治学等特定学科内探讨意识形态。然而，将自己定位为“意识形态家”是一个如此具有原创性的举动，以至于它值得关注，特别是在批判性自我创造过程的背景下。齐泽克近年来狂热的多产远非展示其批判性自我的实质内容。它可以被解读为一种绝望的努力，试图填补其自身中心的空白——用谢林的术语来说，即“虚空”（Leere）。每一次新的批判性尝试，每一本书，都只是证明了任何潜在批判性真理的缺席。似乎齐泽克写得越多，就越强烈地破坏了“理论”的实质。就像拉康将精神分析与哲学、语言学和文学交叉一样，齐泽克例如从解释政治文化事件的心理学视角（他文本中众多的连字符是这场游戏的一部分），转向分析神智学的马克思-黑格尔主义视角。虽然这种视角的转换可以被解读为理论上的遁词，但齐泽克式的策略却被用来主张相反的观点：他的主体透明性正是他的核心论点，也是他试图确定的东西。正是齐泽克批判性自我核心的这种“虚空”，产生并同时破坏了他所构建的每一个理论结构（总是使用借来的工具）。为了理解这种虚空是如何运作的，考察他在多大程度上改编了谢林的这一模型将是有益的。

《不可分割的剩余》是齐泽克试图解释谢林在其《世界时代》的三个未完成草稿中所描述的创世戏剧的尝试。他对谢林关于绝对者如何设定自身并由此设定宇宙的观念的探讨，部分被设想为一次理论上的妙举。它可以被解读为一种尝试，即为唯物主义阵营掠夺德国唯心主义的一部重要文本，并将其重新命名为“唯物主义的基础著作之一”（参见 Žižek 1996, 7）。谢林的前辈 J. G. 费希特以其“绝对自我”的概念而闻名，这是一个围绕着无差别的、无限的“我”之太一构建的世界，一个既包含主体又包含客体的主观自我。就谢林而言，他在其中期（《世界时代》时期）略微偏离了这一核心的唯心主义传统。他将客体与主体（自然世界与精神世界）分离开来，并将主体和客体都视为包含在一个更大的总体之中。暂且撇开他关于这一总体如何运作的观念不谈，我们会发现，谢林中期的“同一性哲学”及其后期的“肯定哲学”的主要关注点在于解释这一总体究竟是如何产生的——以及为什么产生。齐泽克建议将谢林的创世叙事作为一部元心理学著作来阅读；在此，我们建议以同样的方式来阅读齐泽克。也就是说：齐泽克的文本，他对谢林关于绝对者如何自我创造的故事进行解释的批判性努力，反过来又构成了批评家自我创造的行为。

开端之前的开始

那么，根据谢林的《世界时代》，创世是如何开始的呢？谢林的神话开始于开端之前。（因此，他的开端类似于犹太-基督教框架下所有秘传创世神话所讲述的开端：从诺斯底主义、卡巴拉主义，一直到雅各·波墨和迈斯特·埃克哈特等人的神秘主义教义。）当《创世记》1:1 宣告：“起初，神创造天地”时，我们的直接冲动是问，在此之前是什么。在谢林的模型中，在《创世记》开端所开启的历史时间之前，是永恒的“万物之深渊-起源”（正如齐泽克所描述的那样），即“神圣自由的虚空”，人们甚至不能说它曾经存在过，因为连“存在”（Sein）都还没有开始。谢林在《世界时代》第一卷中提出的问题是：在这个无时间、无空间、永远已经过去的、“无基”（Ungrund）的无底深渊中，事物是如何进入存在的？（参见 Schelling 和 Žižek 1997, 6。）宇宙是如何以及为什么产生的？齐泽克指出：“谢林首先是一位自由的哲学家，一位在哲学体系的框架内处理思考自由这一‘不可能’任务的哲学家”（Žižek 1996, 15）。他通过做出以下区分，使上帝“自由意志”的观念变得复杂化：一方面是无基的第一个时代中什么都不欲求的原始意志，另一方面是第二个时代中“主动地”什么都不欲求——确切地说是欲求“无”——的混乱意志。

因此，创世的第一步发生在主导原始自由虚空的无意志、惰性的意志（“存在”再次是一个错误的词）突然且莫名其妙地转变为一种混乱的、无方向的意志之时。这种意志在其欲求中导致了虚空深渊的收缩。结果是一个由利己主义和疯狂、矛盾的欲望组成的狂野、非理性的“漩涡”：“盲目驱力的混沌-精神病态宇宙，它们的旋转运动，它们无差别的脉动”（Žižek 1996, 13）。齐泽克将这个漩涡解释为“《世界时代》的关键点”，这一点应该牢记在心，因为它在我的齐泽克阅读中将产生讽刺性的共鸣：

“《世界时代》的关键点——同时也是其惊人宏大性的最终源泉……在于谢林绝望地试图避免在原始自由的纯粹、幸福的无差别状态与作为自由造物主的上帝之间那个可怕的中间阶段，却屡遭失败。在原始自由与作为自由主体的上帝之间，存在着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帝已经是一个主体（当他通过收缩获得实在性时，他就成为了一个主体），但还不是一个自由的主体。在这个阶段，在收缩了存在之后，上帝屈服于一种受限旋转运动的盲目必然性，就像一只被困在自己制造的陷阱中的动物，注定要无休止地重复同样无意义的动作。”（Žižek 1996, 37）

当上帝如谢林在原文中所写的那样“收缩/感染”（zuzieht）存在时，谢林玩弄了“zuziehen”这个词的两个含义：凝聚（如在谈论深渊时）和染上某种东西（如染上疾病）。就像在许多将创世视为堕落的秘传创世论中一样，当上帝盲目地将自由的深渊吸入自身时，他“染上”了实在性。彼得·杜斯（Peter Dews）指出，代表存在收缩过程的疯狂旋转运动，即谢林的漩涡，或“本体论潜能的旋转木马[Umtrieb，旋转运动]”，变得越来越绝望。它最终达到顶峰，成为他所谓的“狂野的、自我毁灭的疯狂”，这是“万物最内在的本质特征”（Dews 1995, 132；译者注：S. A. 翻译）。在所有生命的根源处，存在着这个由任意驱力组成的原始沼泽。正是这些驱力，没有被铭刻进我们这个时代以《创世记》为开端的象征界秩序中；而且——这是关键所在——从根本上说也无法被铭刻。正是在这个漩涡中，在谢林叙事中神圣自我创造的这第二个时代里，应该定位“生成行动中的齐泽克”（Žižek-im-Akt-des-Werdens）。

如果将作为批评家的齐泽克置于这个利己主义疯狂的汹涌漩涡中，这是否意味着这个人疯了？当然不是。他那漫无边际的散文风格，在充满热情、摸索的句子中短语堆叠着短语，升级为一种近乎绝望的沟通尝试；构成其风格的重复、冗余、修辞性的迂回和转折，他那过量的、层层叠加的佐证例子；他那狂野的、跨学科的漫游，从波斯尼亚的政治局势到瓦格纳的歌剧，再到虚拟现实，只为了引出一个要么从未出现，要么即使出现也似乎是借自拉康、阿多诺或他其他某个理论范式的观点——所有这一切，为批判性自我创造的概念提供了比单纯的疯狂有趣得多的洞见。在某种程度上，齐泽克的批判风格体现了包含在每一次自我确立行为中的斗争的实在界。这是拉康将其与 vel（“或”）的难题联系在一起的斗争。齐泽克将其描述为“一种构成主体显现的强制选择：主体要么坚持自身，坚持其纯粹性，从而在空洞的扩张中迷失自我；要么走出自身，将自身外化，通过‘收缩’或‘穿上’一个能指特征，从而异化自身——也就是说，不再是他所是的东西，即纯粹 $ [主体] 的虚空”（Žižek 1996, 44；关于拉康式异化的 vel——主体的悬置、其摇摆不定——参见 Lacan 1980, 219–226）。根据谢林的观点，这正是产生于收缩与扩张这两种对抗力量之间的同一场斗争。

齐泽克努力通过例子来发展一个批判性论点，走向结论，走向确立身份的思想（在这里被视为思维活动），然后又从这一主张中退缩，退回到自我中，并将结论归功于其他人（拉康、阿多诺、阿尔都塞），然后再次出现来评论“这些”，如此等等……这揭示了批判性自我创造的辩证法。当我们目睹这种摇摆时，我们就目睹了“收缩”、分娩的阵痛、自我诞生的实在界。前象征界驱力（那些欲求着，但由于尚未设定大他者，因而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驱力）的脉动漩涡，是绝对者的一种愿景。它悬浮在相互竞争的力量之间的一种微妙平衡中。这个漩涡描述了构成自然世界基础的扩张-收缩张力。最微小的不平衡都会导致后者要么内爆（如果引力稍大一点），要么爆炸（如果引力稍小一点）。因此，“现实”暴露为不过是对抗力量的游戏（参见 Schelling 和 Žižek 1997, 139；Žižek 1996，最后一章“量子物理学与拉康”）。齐泽克将这种不稳定的状况描述为一种“现实的印象”（impression of reality），后来他赋予其拉康式的象征界秩序概念。

谢林将这种张力应用于神圣自我创造的过程，这接近于一种心理学的视角：“因此，在上帝的必然性中已经存在两个原则；涌出的、扩张的、给予自身的本质，以及一种同样永恒的自我性力量，即退回自身、在自身中存在的力量”（Schelling 1956b, 212）。这是一种他认为也内在于人类的状态，齐泽克用当代心理学术语将其解释为“对焦虑的精确定义”：

“当主体同时体验到封闭自身、完全退回自身的‘不可能’，以及敞开自身、接纳一种他者性的‘不可能’时，焦虑就产生了，因此它陷入了脉动的恶性循环——每一次创造-扩张-外化的尝试都反复‘流产’，‘坍塌回自身’。这个上帝还不是造物主，因为一个恰当的创造行为会设定一个他者的存在（收缩的现实），这个他者具有最低限度的自我一致性，并存在于其造物主之外——然而，这正是上帝在其利己主义的狂怒中不愿容忍的。”（Žižek 1996, 24）

这种收缩存在、定位自身的焦虑伴随着每一次批判性努力。要么在给定的范式内工作，在特定的先验设定的理论范畴内消耗精力，而从不提出自己的范畴；要么采取一种立场，“穿上一个批判性装置”，这是“建构的”批判身份的特征。这反过来又必然使人与作为纯粹自由深渊的主体自身失去平衡。实际上，批评家不太可能发现自己处于这种困境的任何一个极端。然而，在迷失于一个陌生的系统（或自己的系统）与无系统从而无法言说之间，存在着一系列的焦虑。每一次努力确立一种影响自身文本阅读的理论立场，对于在专业身份方面的自我确立可能是必要的。它可能使人能够说出“在理论上我是谁”。然而，设定自己的立场与批评家对文本的无中介的，或者用谢林的话来说，“自由的”反应形成了根本的对立。为了保持“真实”，批评家必须保持为一个深渊。这种观念类似于约翰·济慈（John Keats）对诗人的描述，即“存在的事物中[最]不具诗意的东西”（Keats 1952, 227）。诗人是世界上最像变色龙、最不固定、最“未穿戴”（un-angezogenste）的事物。

这个“穿上”（一种理论立场）的概念实际上是所有自我创造的核心。在他的自然哲学中，谢林玩弄了德语动词“anziehen”的多种含义：在衣服的情况下的穿上，在吸引到自己身边的意义上的吸引（诱惑性的，或在重力和磁力的情况下的吸引），在拧紧（螺丝）意义上的收紧，拉紧缰绳等等。

“但是，主体永远无法把握其所是，因为正是在自我吸引/穿戴（sich-Anziehen）中，它变成了另一个东西，这就是根本的矛盾，我们可以说，是所有存在中的不幸——因为要么它放任自己，那么它就作为无而存在；要么它吸引/穿戴自身，那么它就变成了另一个与自身不相等的东西，——不再是像以前那样对存在无所羁绊的东西，而是与存在纠缠在一起的东西——它自身感觉这种存在是染上的（zugezogenes），因此是偶然的。”（Schelling 1956c, 102）

这归结为这样一种观点，即“虚假即原创，也就是说，每一个积极的特征，我们所是的每一个‘某物’，最终都是‘穿上/伪装’（put on）的”（Žižek 1996, 45）。正如齐泽克所强调的，这一观点的理论意涵是激进且深远的。如果每一种理论立场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强加的/伪装的”（aufgesetzt），那么问题就变成了：一个人能维持一种理论立场多久，直到最终被一个不包含在其中的元素绊倒，从而炸毁整个系统。一个系统是否可能包罗万象的问题，实际上占据了谢林创作生涯的很大一部分。它成为了他批评并与黑格尔彻底决裂的源泉；也成为了他后来的“肯定哲学”主要探讨的问题（参见 Bowies 1994）。在他开始创作《世界时代》同年的《斯图加特私人讲演录》（1810）中，谢林提出了这个问题：

“一个系统在何种程度上是可能的？回答：在人类想到要制造一个系统之前，早就已经存在一个系统了——世界系统。因此，找到这个系统才是真正的任务。真正的系统不能被发明，它只能作为一个自在的、即在神圣理智中已经存在的东西被发现。大多数哲学体系仅仅是其作者的作品——构思得好或坏的——几乎就像我们的历史小说（例如莱布尼茨主义）。想要断言这种意义上的系统是唯一可能的，是极其不自由的，——学派系统。我保证，我不想为此提供任何贡献。然而，那个真正的系统在其经验的总体性中也是无法被找到的，因为这需要认识所有的、甚至是极其个别的中间环节。”（Schelling 1956a, 422）

如果所有的系统最终都可以还原为一场纯粹的表演，掩盖了系统化主体本身的虚空，那么就有必要着手我自己的项目，并追问在何种程度上可能确定一个“批判性自我创造”的概念。谢林的创世戏剧在多大程度上能为一般的批判性自我表述过程提供一个模型？这个模型在多大程度上仅仅是一个虚假的、无力的建构，是对批评家未收缩和未编码的深渊的一种强加？谢林本人花了四十年时间思考诸如此类的问题，最终也未能解决。因此，在这里，仅仅因为诸如“世界时代”等概念在描述，或者如谢林所说，在“发现”批判性自我表述过程中的战略实用性而使用它们，就足够了。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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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各斯的行动

在讨论谢林的创世戏剧时，最后一步是解释那个尚不自由的主体——狂暴的、神圣的驱力漩涡——是如何成为最终作为《创世记》中全能上帝出现的自由主体的。从《世界时代》（Weltalter）的第二个时代向第三个时代的过渡，是通过逻各斯（logos）的行动，即“道”（Wort）的宣告来完成的，它引入了我们所熟知的时间、空间和“现实”。在神圣的自我毁灭的狂怒中，绝对者忍受着相互冲突的驱力之间野蛮的对抗。在其中，它从一个“精神病性的”神圣太一（祂绝对孤独，祂是“一切”，因为祂不容忍自身之外的任何事物——“那种狂野的、自我撕裂的疯狂” (Schelling 1956b, 44)），转变为一个具有意识意志的自由主体。为了逃离神圣的狂乱，祂必须说出逻各斯，并将疯狂的漩涡逼退回永恒的过去。彼得·杜斯（Peter Dews）强调了过去与“绝对过去”之间的关键区别。后者存在于时间开始之前，因此也先于“过去”这个概念本身：“这种旋转运动必须被归于一个绝对的过去，一个在世界开始的时代‘之前’的过去” (Dews 1995, 134; 译者 S. A.)。逻各斯的行动构成了时间化与空间化的奠基性姿态。它将时间从封闭的、永恒的旋转运动，向我们所经历的、历史性推进的时间过程敞开。同时，它将空间从封闭的、自我生成的漩涡，向有序的、物理的世界显现敞开。尽管逻各斯的这一行动奠定了理性本身，但齐泽克（Žižek）将其归因为非理性或“无法解释的疯狂”（unaccountable madness）(Žižek 1996, 52)。根据谢林的观点，这一行动永远无法被回忆或被带入记忆之中：

“[因此]那个意志一旦被设定为开端并被引向外部，就必须立即沉入无意识之中。只有这样，开端才是可能的，一个不会停止作为开端的开端，一个真正永恒的开端。因为在这里同样适用：开端绝不能认识它自己。那个行动，一旦做出，便永恒地做出了。要在某种方式上做出真正开端的决断，绝不能再次被带入意识，不能被召回，因为这也就意味着收回。谁在决断时保留了将其重新曝光的余地，谁就永远无法做出开端。” (Schelling 1956b, 184)

当谢林谈到“那个意志”时，他指的是主动的意志，它通过设定一个他者，来“欲望”自身之外的某种东西。然而，重要的是要注意齐泽克在这里对欲望及其早期的（前）显现形式——驱力（Trieb）——所作的区分。作为前象征且失去方向的驱力，并不属于现实秩序的一部分。象征系统不是由驱力，而是由“欲望”（见第73章）来协商的。如果像大多数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思想那样，假设语言构成了终极的象征系统，因为它被最强烈地编码，那么人们可能会断言语言也是由欲望来协商的——但这样断言未免过于草率。

正如齐泽克所强调的，文本必须始终以某种方式与自身失去平衡。这一事实要求一种“无法挪用的异质成分-身体，正因为如此，文本总是逃避并推迟其被理解——[这]是其同一性的最终保证；没有这个无法同化的核心，文本将缺乏任何适当的一致性，它将成为一个透明的媒介，仅仅是另一个本质同一性的显现”（unappropriable foreign ingredient-body on account of which a text always eludes and defers its being-comprehended – [this] is the ultimate guarantee of its identity; without this unassimilable kernel, the text would lack any proper consistency, it would be a transparent medium, a mere appearance of another essential identity）(Žižek 1996, 26)。文本是创作者内心所发生之事的外部化或一系列符号。它构成了创造性主体的补充。后者通过欲望自身之外的某种东西，表达了其自身的一部分或将其自身的一部分外部化——外部化了“道”。这个过程使其彻底失去平衡。因此，创造性主体代表了原初分离的显现，这种分离发生在绝对者在“道”的奠基性姿态中将“自身”与“自身”区分开来，从而开启了时间和空间所必需的“差异”之时。正是从这种时间化和空间化的奠基性姿态中，产生了延异（différence）的概念，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见第55章）——谢林的哲学后继者——正是以此为基础建立了他的理论体系 (参见 Snow 1996; Norris 1987, 2)。后者将每一个文学行为都解释为在语言上脱节的：

“这个动态地自我建构、自我分裂的间隔，正是人们可以称之为空间化的东西，即时间的空间生成或空间的时间生成（时间化）。我建议将这种现在的建构[…]称为原初书写（Urschrift）、原初痕迹（Urspur）。它（同时）（既是）空间化（又是）时间化。” (Derrida 1999, 39)

将词语置于括号中暗示了德里达在断言延异的“是”或“存在”时的犹豫，因为延异始终是一种“生成”，断言其存在就已经预设了一个已经开始的时间概念，而不是一种“永远的生成”。语言作为延异的系统，不断地重新制造出既无空间、无时间又无意识的逻各斯瞬间。在创造空间、时间和意识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逻各斯，即向世界第三个时代的过渡。

在抵制被卷入批判立场的过程中，齐泽克作为批评家存在于逻各斯的瞬间，存在于那个同时是盲目的、非理性的和无意识的区分行动之中。齐泽克同样断言，这在根本上是偶然的：“因此，一切都围绕着那个使‘无’变为‘有’的原初行动展开，谢林的整个哲学革命都包含并浓缩在这样一个断言中：这个先于并奠定一切必然性的行动，其本身在根本上是偶然的”（Everything thus turns around the primordial act by means of which nothing becomes something, and Schellings entire philosophical revolution is contained, condensed, in the assertion that this act which precedes and grounds every necessity is in itself radically contingent）(Žižek 1996, 45)。在他试图将《世界时代》作为唯物主义文本来阅读的挑衅性尝试中，齐泽克坚持认为，谢林版本的原初创世（与《创世记》中完全有意识且自由意愿的创世行为相反）是一种盲目必然性的行为。就像一个被蒙蔽的上帝忘记了祂是如何产生的，反而相信自己是自由地决定说出逻各斯并创造世界一样，那些相信自己能够有意识地贯彻某种立场的批评家，在涉及其立场的“现实”时，也被证明是无意识和被蒙蔽的。齐泽克反过来提出了一种观念（这构成了他与意识形态批判传统的彻底决裂），即不可能存在任何批判性的实体。存在的仅仅是前面提到的自我主张与退缩之间的冲突，即“穿上”一种身份与坚持一种无法表达的无定形状态之间的冲突。批评家要么永远无法从不断重新产生的、作为理论冲动的驱力漩涡中走出来，要么他将自己作为自由的批判主体，去对抗自我建构中心那些无定形冲动的“自由”。

在这一点上，有必要探讨德里达提出的一个问题：“但是，难道人们不能设想在主体的言语或符号之前，存在一个主体的现在和自我现在，一个在沉默和直觉意识中的主体的自我现在吗？” (Derrida 1999, 42) 德里达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如下：

“这样一个问题预设了，在符号之前和符号之外，在排除任何痕迹和任何延异（dijérance）的情况下，诸如意识之类的东西是可能的。并且预设了意识甚至在将其符号散布于空间和世界之前，就能在其在场中把握自身。但什么是意识？‘意识’意味着什么？大多数情况下，恰恰是在‘意指’的形式中，它及其所有变体，只能被思考为自我现在，即对现在的自我感知。” (Derrida 1999, 42)

意识预设了自我意识。为了具有意识，主体必须失去平衡到足以反思自身的程度。然而，人们可以争辩说，最深刻的批判性洞察的瞬间，正是思考主体处于“无意识”的瞬间。在这些瞬间，主体与最深层的自我、自由的虚空、无意志的意志相连接，这种意志作为主体对其自身绝对无所求。悖论就在于此：只有那些不采取任何立场、不伪装任何论点的人，才能作为批评家保持对自身的忠诚。正如谢林所指出的，真正洞察和原创的瞬间是相对罕见的：

“但大多数人正是对这种深渊般的自由感到恐惧，就像当必然性要求他们完全成为这样或那样时他们会感到惊恐一样；他们对它感到恐惧，就像对所有来自那不可言说之物的东西感到恐惧一样，当他们看到它的一线光芒时，他们就会转过身去，就像面对一道洞察一切的闪电，并感到被它击倒，就像面对一个来自不可理解的世界、来自永恒、来自那毫无根据之地的显现一样。” (Schelling 1956b, 177)

正是每个主体心中那种狂野的、原初的自由，威胁着要摧毁其象征身份。另一方面，不愿放弃这种身份又阻碍了人们去接受精神真正的原创性。齐泽克结合德语词汇“Sinn”（意义/感觉）的含义来解释这一思想：“意义（Sinn），真正的精神自由，以闪电般的方式向人显现，以一种创伤性遭遇的伪装出现，其突然的耀眼光芒使人脱轨：人被锚定在其利己主义的根基上，以至于他无法忍受直视意义之光”（Sinn, true spiritual freedom, appears to man in a flash, in the guise of a traumatic encounter whose sudden dazzle throws him off the rails: man is anchored to his egotistic Ground to such an extent that he cannot endure the direct sight of the light of Sinn）(Žižek 1996, 78)。因此，他的解释暗示了真正的精神原创性与其说是一个“有意识的”行为，不如说是与原初的自由深渊相连接的问题。接下来，他区分了“神圣的意义”（spiritual freedom）、人的“疯狂/妄-义”（madness）和“无意义/无-义”（nonsense），随后提出了一个修辞性的问题：“因此，仅仅断言理性不过是‘受规制的疯狂’是不够的：规制疯狂的这一姿态本身，严格意义上就是疯狂的”（So it is not sufficient to assert that Reason is nothing but regulated madness: the very gesture of regulating madness is stricto sensu mad）(Žižek 1996, 78)。

将对疯狂的压抑或原初的驱力漩涡与疯狂本身联系起来，符合齐泽克自身的批判利益。这暗示了在谢林的创世戏剧中，神圣自我创造的姿态绝非一个“自由的”行为，因此在根本上是偶然的。它将绝对者置于一个偶然性的系统中——即辩证唯物主义的领域。这与谢林哲学意图的传统理解相去甚远。对齐泽克来说，这是一个原创的想法，他在将两个对立的哲学体系融合在一起的瞬间提出了它。通过这种方式，齐泽克充当了他自己的“消失的中介”（见第101章）；这个术语在下文还将进一步解释。此外，就齐泽克而言，将自我创造的瞬间（以及创世本身）与疯狂联系起来是恰当的。一种“有序的”理论呈现的观念与他自己的修辞风格截然相反。正如他恰恰在无法在理论上贯彻自身的地方最具原创性一样，齐泽克在最不理性的地方也最“敏感”。我们意识到，这可以被视为试图对齐泽克进行一种他所谓的“新时代”（New-Age）式解读的尝试。这种解读与他在《不可分割的剩余》（The Indivisible Remainder）中作为黑格尔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者的自我设想截然对立。然而，这同样与他自己以相反方式将谢林解读为唯物主义者的意图并无二致。但这里试图暗示的是，在系统的光芒下解读每一个原创性瞬间是徒劳的。用齐泽克自己的话来说，人们敢于断言：每一个原创思想的核心始终处于一个象征性的理论外壳中，而这个外壳本身必然与它不一致。通过这种方式，他的理论化不断地被自身所挫败。换言之：一种批判性的努力无法包含由其自身产生的批判性真理。

消失的中介

如果设定一种身份意味着某种程度的自我欺骗，而另一方面，不建立身份又威胁着要将我们吞噬在对抗性驱力的混乱中，那么批评家该如何行事？如何将对原创性的追求与自我定位的可理解性这两种相互竞争的渴望结合起来？他如何在理论版图上定位自己？也许这里可以借用齐泽克的“消失的中介”概念，这又是他从弗雷德里克·詹明信（Fredric Jameson）那里借用来的。（关于“消失的中介”概念的起源，见 Jameson 1988, 25）。在对《世界时代》的讨论中，齐泽克将消失的中介等同于逻各斯的行动，“分化的奠基性姿态，一旦‘非理性’的驱力漩涡与逻各斯宇宙之间的差异确立，它就必须沉入不可见之中”（the founding gesture of differentiation which must sink into invisibility onc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irrational vortex of drives and the universe of logos is in place）(Žižek 1996, 34)。消失的中介完成了一次过渡——即创世的第二个时代与第三个时代之间的过渡——随后便永远沉入无意识之中。然而，在完成这一姿态的同时，“消失的中介”从未将自身确立为历史记录的一部分。在其他地方，齐泽克将这个概念应用于谢林晚期哲学的语料库，

“[旨在指代]一种独特的星丛，在绝对唯心主义解体后的短暂瞬间，某种东西变得可见了，而一旦所谓的后黑格尔思想稳定下来，并以叔本华、马克思和尼采的伪装成形，它就再次从视线中消失了。唯有谢林坚持在后唯心主义裂缝的‘不可能’位置上，而这个裂缝很快就被后黑格尔对唯心主义的‘颠倒’所填补。” ([to designate] a unique constellation in which, for a brief moment after the disintegration of Absolute Idealism, something became visible that, once the so-called post-Hegelian thought settled itself, and found shape in the guise of Schopenhauer, Marx, and Nietzsche, was again lost from sight. Schelling alone persisted in the impossible position of the post-Idealist crack which was quickly filled by post-Hegelian reversals of Idealism.) (Žižek in Schelling und Žižek 1997, 4)

但谢林不能仅仅被解读为一位过渡时期的哲学家。相反，他代表了“绝对唯心主义与后黑格尔的有限性-时间性-偶然性宇宙之间的‘消失的中介’，他的思想——在短暂的瞬间，仿佛闪电一般——使某种预先不可见、此后又退回不可见之中的东西变得可见”（a vanishing mediator between the Idealism of the Absolute and the post-Hegelian universe of finitude-temporality-contingency, that his thought – for a brief moment, as it were in a flash – renders visible something that was invisible beforehand and withdrew into invisibility thereafter）(Žižek 1996, 8)。虽然他将这个概念应用于不同的情况，但这个将谢林视为“消失的中介”的版本，为如何解读齐泽克本人提供了一条线索。他体现了作为消失的中介的批评家，在不同的理论视角之间进行调解。即使他以一种混合的视角来审视各种意识形态现象，他也总是会退缩，不愿将这种视角称为他自己的视角。

例如，他在《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中试图将拉康从“蒙昧主义”和“唯心一元论”（ideal-monism）的指责中解救出来，并将其置于“对差异和偶然性的启蒙式肯定”之中，即将其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者来解读，这就证明了这一点。因此，齐泽克体现了在拉康理论与黑格尔理论之间进行调解的努力，而没有专门产生一种新理论。他的著作仅仅提供了例子，以支持他在两种已经存在的思想流派之间的调解。齐泽克认为：“‘拯救黑格尔’的唯一途径是通过拉康，而这种对黑格尔及黑格尔遗产的拉康式解读开辟了一种探讨意识形态的新方法，使我们能够把握当代的意识形态现象[]而不至于落入任何形式的‘后现代主义’陷阱”（the only way to save Hegel is through Lacan, and this Lacanian reading of Hegel and the Hegelian heritage opens up a new approach to ideology, allowing us to grasp contemporary ideological phenomena [] without falling prey to any kind of post-modernist traps）(Žižek 2019, 7)。就像他声称谢林回归到“前现代的神智学问题域”一样，齐泽克的批判性推进更倾向于向后看，将预先存在的系统焊接在一起，而不是向前迈向一种新的（后现代的）方法。同样，他在《因为他们并不知道他们所做的》（For They Know Not What They Do）中断言：“拉康的理论装置被简单地投入使用。该书阐述了拉康意识形态理论的轮廓，一步一步地[]从黑格尔经由拉康走向当前的政治-意识形态僵局”（Lacan’s theoretical apparatus is simply put to work. The book elaborates the contours of a Lacanian theory of ideology, moving step by step [] from Hegel through Lacan to the present politico-ideological deadlocks）(Žižek 2002, 3)。如果这种政治-心理学的混合体产生了某种新东西——某种新的“意识形态理论”——齐泽克也满足于将这种理论称为“拉康式的”。在《享受你的症状！》（Enjoy Your Symptom!）中，他唤起了“犬儒式距离的虚无性”：即“解构”所有现象但同时又“参与游戏”的徒劳性。在此，他基于这样一个前提：今天真正的敌人不是过度信仰者、原教旨主义者，而恰恰是犬儒主义者。他用他所谓的“黑格尔语”（Hegelese）来表述这个前提：“好莱坞被构想为拉康式精神的‘现象学’，即其在普通意识中的显现，而[该书的]第二部分则更接近于‘逻辑学’，即概念内容自在自为的铰接”（Hollywood is conceived as a phenomenology of the Lacanian Spirit, its appearing of the common consciousness, whereas the second division [of the book] is closer to the logic qua articulation of the notional content in and for itself）(Žižek 1992, 11)。从他各种批判性的努力中，我们可以推断出，他的项目旨在将自己定位为一名意识形态学家。（在此过程中，他占据了一种康德式先验客体的位置，在其中，通过一系列先验的理论范畴，一系列批判性观察（感官印象）被综合成一个统一的整体，从而构成了他对物（Ding）的表象。）

然而，齐泽克作为一个批判主体究竟是谁，仍然很难说清。他仅仅是归结在“意识形态学家”概念下的一堆跨学科理论立场的杂烩吗？他的概念内容是什么？他的功能与传统的“批评家”、与文学理论家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所构想的“我”截然不同。这样的批评家处理一个文本，随后表达“他”关于该作品如何影响其自身主观内容的观点。在此过程中，他一刻也不怀疑这一内容的现实性，即批判性“我”的“质料”。然而，在齐泽克的案例中，后启蒙运动对“主体”概念的破坏，导致了作为批判主体的“我”被破坏并实际上被取消。这一重要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解释像齐泽克这样的理论现象是如何可能的：一种始终逃避自我定义、始终处于漩涡边缘并即将诞生的现象；它锚定在矛盾的、混乱的冲动的无基（Ungrund）之中，它填补了意识形态实体中的裂缝，却从未成为该实体的“一部分”，也从未将自身定位为如此。

与他之前的著作一样，《不可分割的剩余》在意识形态光谱中创造了一个连续体，而在此之前那里什么也没有。这部著作是齐泽克试图在德国唯心主义与马克思-黑格尔主义的“唯物主义”之间进行调解的尝试。但在这里，他同样在提出任何哲学上的新观点之前停了下来。埃内斯托·拉克劳（Ernesto Laclau）在为《崇高客体》撰写的序言中断言，齐泽克并没有得出一个结论——在得出推论的意义上——他更多的是“停下”。他通过解释他试图调解什么以及如何调解来阐明他的意图，随后是一系列的例子。换言之：他的论证并没有以传统方式“发展”。根据拉克劳的说法，他的书可以无限期地继续下去。然而，他的《论谢林的文章》（Essay on Schelling）的结尾以一种更具标志性的方式逃避了结论。实际上，齐泽克在这里抽离了“他自己”，完全消失在拉康的行话中。在最后一节的过程中，他对拉康的求助变得越来越迫切，直到他的最后陈述，他似乎完全将其交给了拉康：

“如果主体（）要在𝐴中再现−表达自身，它就必须依赖于𝐵，依赖于一个逃避理想化的收缩元素。用拉康的术语来说：没有幻想就没有象征再现，也就是说，主体（）在S1和a之间被建构性地分裂了；它只有在能指网络（signifying network）的幻想一致性由对客体小a（objet petit a）的指涉所保证的范围内，才能在S1中，在一个能指中再现自身。” ([I]f the subject ()𝑖𝑠𝑡𝑜𝑟𝑒𝑝𝑟𝑒𝑠𝑒𝑛𝑡−𝑒𝑥𝑝𝑟𝑒𝑠𝑠𝑖𝑡𝑠𝑒𝑙𝑓𝑖𝑛𝐴,𝑖𝑡ℎ𝑎𝑠𝑡𝑜𝑟𝑒𝑙𝑦𝑜𝑛𝐵,𝑜𝑛𝑎𝑐𝑜𝑛𝑡𝑟𝑎𝑐𝑡𝑒𝑑𝑒𝑙𝑒𝑚𝑒𝑛𝑡𝑤ℎ𝑖𝑐ℎ𝑒𝑙𝑢𝑑𝑒𝑠𝑖𝑑𝑒𝑎𝑙𝑖𝑧𝑎𝑡𝑖𝑜𝑛.𝐼𝑛𝐿𝑎𝑐𝑎𝑛𝑖𝑎𝑛𝑡𝑒𝑟𝑚𝑠∶𝑡ℎ𝑒𝑟𝑒𝑖𝑠𝑛𝑜𝑠𝑦𝑚𝑏𝑜𝑙𝑖𝑐𝑟𝑒𝑝𝑟𝑒𝑠𝑒𝑛𝑡𝑎𝑡𝑖𝑜𝑛𝑤𝑖𝑡ℎ𝑜𝑢𝑡𝑓𝑎𝑛𝑡𝑎𝑠𝑦,𝑡ℎ𝑎𝑡𝑖𝑠,𝑡ℎ𝑒𝑠𝑢𝑏𝑗𝑒𝑐𝑡() is constitutively split between S1 and a; it can represent itself in S1, in a signifier, only in so far as the phantasmic consistency of the signifying network is guaranteed by a reference to objet petit a.) (Žižek 1996, 79)

这种修辞上的腹语术起到了什么作用？人们可能会认为，齐泽克认识到了谢林所说的“极少数人才能明白，真正的力量在于限制而非扩张，并且[]克制自身比奉献自身[需要]更多的力量” (Schelling 1956b, 141)。但考虑到齐泽克在讲述谢林创世戏剧时所加入的大量“扩张性”的阐述，这似乎不太可能。更有可能的是，在齐泽克的案例中，我们见证了一种范式性的批判现象：一个无法克服批判性自我主张核心冲突的批评家。他停留在这种困境的现实中，而没有“穿上”一种“虚假的”批判性自信。用齐泽克自己的话来说，这意味着：

“[即]主体最终找到了自己，回到了自己：他不再仅仅是对自己的模糊渴望，因为在‘道’（Word）中，他直接获得了自己，将自己设定为如此。然而，代价是主体自我同一性的不可挽回的丧失：代表主体的语言符号——主体在其中将自己设定为自我同一的——带有不可还原的不和谐的印记；它永远无法‘契合’主体。这种悖论性的必然性，使得回到自身、找到自身的行动，在其实现的那一刻，立即呈现出其对立面的形式，即自我同一性的彻底丧失，这展示了拉康所谓的‘象征性阉割’（symbolic castration）的结构。” ([that] the subject finally finds himself, comes to himself: his is no longer a mere obscure longing for himself since, in the Word, he directly attains himself, posits himself as such. The price, however, is the irretrievable loss of the subject’s self-identity: the verbal sign that stands for the subject – in which the subject posits himself as self-identical – bears the mark of an irreducible dissonance; it never ‘fits’ the subject. This paradoxical necessity on account of which the act of returning-to-oneself, of finding oneself, immediately, in its very actualization, assumes the form of its opposite, of the radical loss of one’s self-identity, displays the structure of what Lacan calls ‘symbolic castration’.) (Žižek 1996, 46–47)

可以预见的是，齐泽克将这种对批判性自我创造潜在冲突的洞察归功于拉康，并给它贴上了一个拉康式的理论标签。他各种未能或拒绝在理论上主张自身（从而使自己遭受“象征性阉割”）的行为，包含了在这里用他自己的话被称为“消失的中介”的批判过程。他没有提出自己的结论，而是在神智学的谢林创世论/同一性哲学、拉康的主体建构以及马克思-黑格尔关于偶然自我的观念之间进行调解，并将自己隐藏在这种调解之后。

然而，我将拒绝效仿他的榜样，拒绝从我自己的结论中退缩：这个结论就是，齐泽克将继续提供材料，而永远不会“穿上”一套他真正可以称之为自己的批判-意识形态装置。通过这种方式，他将始终与前象征（和前语义）的自由深渊保持接触。这种深渊的多样性在他自己疯狂的散文风格中折射出来。然而，根据齐泽克的观点，真正“疯狂”的将是试图压抑这个自由深渊的尝试。

在探究齐泽克文本的非正统性时，他的批评家（拉克劳）明显陷入了困境，最后才在巴特（Barthes）的“可写文本”（schriftstellerischen Texts）概念中寻求庇护。他再次论证说，齐泽克首先设定了将黑格尔和拉康统一为单一意识形态视角的预设，然后添加了一个又一个关于这种视角如何运作的例子。通过这种方式，他邀请读者超越他书本的界限，继续同样的过程。约翰·汤普森（John Thompson）将这一过程定义为“自我建构与自我理解”（self-formation and self-understanding）。在他看来，这构成了意识形态本身：“他们[个体]并非被动地接受呈现给他们的东西，而是积极地、有时是批判性地参与其中” (Thompson 1990, 25; 译者 S. A.)。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齐泽克作为“消失的中介”，将他的读者与各种交叉的理论视角结合起来，直到他们达到取代他成为运作中的“意识形态学家”的地步。通过这种方式，他产生了一种可以被称为“意识形态场域”的东西。然而，如果他专门发展一种原创的意识形态“理论”，他就会背叛自己。他应用于谢林的同一个悖论——“正是他从纯粹的哲学唯心主义向现代前神智学问题域的‘退行’，使他能够超越现代性本身”（that it was his very regression from pure philosophical idealism to pre-modern theosophical problematic which enabled him to overtake modernity itself）(Žižek 1996, 8)——在这里也适用于他自己。他从后现代理论向谢林创世理论的退行，使齐泽克能够展示他启示录般的洞察力，即不可能存在真正的理论实体（“伪造即原创”）。由于任何有意识的理论主张都会限制他作为批判主体的自由，齐泽克避免了自我表述。正如他所解释的：

“真正的自由不仅意味着我不完全由我的环境所决定，而且意味着我不完全由我自己（由我自己的概念，由我是什么，由我的积极特征）所决定：一个人自由地对待她的存在和她的概念——也就是说，她不完全由它们决定，而是能够超越它们。” (True freedom means not only that I am not fully determined by my surroundings but also that I am not fully determined by myself (by my own notion, by what I am, by my positive features): a person relates freely both to her existence and to her notion – that is to say, she is not fully determined by them but can transcend them.) (Žižek 1996, 71)

由于他的理论努力在于拼命避免自我定位的行为，让齐泽克拥有最后的话语权似乎是不合适的。但在这一段落中，他巧妙的（且有些怪异的）性别替换——将一般的人变成“她”——允许他将自己从文本中抹去，这一举动反过来又允许了他的女性批评家的介入。因此，她在阅读齐泽克时最终发现，她是如何草率且有些疯狂地设定了“她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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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切与连接

黑格尔肯定没有料到，他的第一部主要著作《精神现象学》（Die 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的书名会产生如此大的误导性。否则他很可能会改掉它，因为直到今天，这个书名仍让许多读者误入歧途。事实上，在该书出版的1807年，后来被称为“现象学”的哲学方法还不存在。因此，与今天不同，黑格尔在书名中所指的方法与书中实际发展的辩证过程之间，当时并不存在张力。这种张力的根源直到埃德蒙德·胡塞尔（Edmund Husserl）才出现。他选择“现象学”这一概念来描述他的哲学方法，并将其理解为“关于一般体验的学说，并且包含在体验中能够明见地显现出来的所有不仅是实在的，而且是意向的被给予性”（Husserl 1993, 235–236）。

因此，胡塞尔所理解的现象学包括对意识在对待和体验客体时的行为的分析。它从经验的直接性出发。

胡塞尔以这种方式定义现象学，不仅是为他自己发声；他更是开辟了一个领域，这个领域后来被二十世纪几位重要的思想家所耕耘，其中包括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和伊曼纽尔·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他们对现象学的理论应用不仅与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的方法不同，而且与之存在公开的矛盾。

《精神现象学》与今天意义上的现象学毫无关系。相反，它奠定了现代辩证法的概念。柏拉图将辩证法描述为语言论证交流中的一种修辞结构，康德将“先验辩证论”嵌入其《纯粹理性批判》中，而黑格尔则是第一个赋予辩证法积极转向的人。在柏拉图的对话录中，苏格拉底仍然以消极的方向使用辩证方法，以破坏对话者的论点。康德则运用辩证法来揭示当理性超出其固有界限时，形而上学论证所导致的死胡同。黑格尔却彻底改变了对辩证法的理解。他将其视为一个在社会秩序甚至在存在本身中展开的过程。在黑格尔看来，辩证法并非纯粹是消极的——即认识到一个导致虚无的矛盾——而是富有成果的。辩证方法将其所揭示的矛盾理解为既是破坏性的，又是生成性的。

现象学与辩证法之间的区别既隐藏在《精神现象学》的书名中，也隐藏在当代哲学的运作方式中。由于这两种方法在表面上的相似性，很难辨别它们之间的根本区别。这两种方法都拒绝直接被给予性的不言自明。它们超越了最初表现为客观现实的东西，并且都不代表通向世界的经验主义途径。

辩证分析从被给予的事物出发，遵循其逻辑，直到揭示出暗示矛盾之间存在中介结构的矛盾。这反过来又使我们能够让世界以一种新的概念形式显现。以此为基础，为了推动思考，它在中介本身内部寻找矛盾。相反，现象学方法关注胡塞尔所谓的“悬搁”（epoché）：它将对世界的自然视角以及对我们经验的任何理论中介都悬置起来。现象学旨在把握我们的经验，甚至在它卷入意识形态操纵和理论解释之前。（在阐述现象学方法时，胡塞尔坚持避免理论。他写道：“理论，在这里指的是任何种类的成见，在这些研究中我们都要严格地将其拒之门外” (Husserl 2002, 52)。理论化是阻碍把握本源经验的障碍的一部分。）对黑格尔来说，这种外在于中介的经验是不可能存在的。这是区分辩证法和现象学这两门学科的关键差异。

尽管如此，辩证法和现象学都对我们被给予的经验持怀疑态度。它们将其视为社会或意识形态叠加的结果。然而，这两种方法如何进一步思考“原初欺骗”这一共同起点，却有着根本的不同。这种方法论上的根本差异具有重要的政治意涵，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Žižek）坚持这一点。虽然并不总是公开声明，但齐泽克的基本哲学计划之一就在于明确区分辩证法和现象学。当他为自己的哲学辩护而反对其他哲学时，这种区分总是处于当前争议焦点的背景之中。它在他的思想中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

一方面，齐泽克不断地将看似完全不相干的理论和文化线索联系起来。他将此称为short circuit，即理论上的短路方法。短路的行为揭示了理论思想隐藏在流行文化的平庸客体中，或者文学杰作与最低俗的类型文学具有共同点。在其早期著作《斜目而视》（Looking Awry）的导言中，他提出“将雅克·拉康最崇高的理论动机与当代大众文化的典型案例结合起来，并通过这些案例进行解读” (Žižek 1991a, vii)。

在短路的意义上，齐泽克也拒绝了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理论与电影、知识分子与大众之间的区分。然而，短路也有其另一面：剪切（Schnitt），这是一种对齐泽克哲学同样至关重要的理论策略。他坚持在乍看相似的两个立场之间进行剪切的丰硕成果，例如自由主义宽容与左翼解放之间的鸿沟，或者埃内斯托·拉克劳（Ernesto Laclau）的对抗概念与他自己的对抗概念之间的鸿沟。人们必须准备好在不同的思路之间进行理论上的剪切，以免理论沦为缺乏连贯性的、杂乱无章的思想大杂烩。如果齐泽克仅仅专注于短路，情况就会如此。因此，他是一套致力于短路的丛书（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的Short Circuits）以及另一套探讨区分之剪切的丛书（西北大学出版社的Diaeresis）的联合主编，这不应让我们感到惊讶。齐泽克的辩证方法在于，在哲学著作最初看似不相容的地方建立意想不到的联系。然而更重要的是，它要求在看似相似的理论之间做出明确的区分。

齐泽克著作中最重要的剪切之一，隐藏在《视差之见》（The Parallax View）中间的几页里。在这里，他探讨了辩证法与现象学之间的差异，随后又迅速将其搁置。当谈到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对笛卡尔“我思”（Cogito）的拒绝时，齐泽克指出，丹尼特在辩证法与现象学这一构成决定性理论斗争的冲突中，采取了一种非科学的立场。在齐泽克看来，这不仅仅是微小差异的自恋，而是“现象学与辩证法之间不可逾越的对立” (Žižek 2006, 233)。这种对立源于对直接性的相互竞争的理解。对现象学而言，存在着一种原初的事件或经验，它先于其在中介中的沉淀。相反，对于辩证方法而言，这种直接性从未存在过。中介已经塑造了我们存在中看似最直接的时刻。

齐泽克在提及现象学时补充道：“the zero-level of language has to be its direct embeddedness in a concrete life-world constellation, where statements refer directly to their social context []. For dialectics proper, on the contrary, form has precedence over content: the first signifier is empty, a zero-signifier, pure, form, an empty promise of a meaning-to-come; it is only on a second occasion that the frame of this process is gradually filled in with content” (Žižek 2006, 234)。

我们并非从一个随后呈现形式的内容开始。相反，我们的经验始于一个完全没有内容的正式结构。我们经验的内容总是遵循这样一个事实，即用一种结构性的缺席来标记每一个内容。借用齐泽克的一个例子：当老板与员工分享私密的个人细节时，这种关系的形式结构塑造了管理者所透露的内容。这些个人细节——例如关于自己的性偏好——与另一位同事所透露的细节有着根本的不同。上司或“老板”所说的话的内容，并没有使从老板视角讲述私事的决定性形式变得显而易见；然而，由于内容中形式的缺失，它扭曲了员工的体验。无论我们经历什么：由于我们经历的形式，我们的经验总是缺少某些东西。我们存在于一种中介形式中，它预设了我们的到来，并塑造了我们所经历的一切。辩证法以这种最初的扭曲为起点，而现象学则寻找一种先于这种扭曲的视角。辩证法的主张是，这种视角是不可能的。

一个过剩的开端

意指的结构通过齐泽克在《视差之见》中所称的第一能指扭曲了我们的经验（参见 Žižek 2006, 234）。这个第一能指，也被称为主人能指，没有所指（见第84章）。它首先开辟了意指通过其中介得以发生的场域。在这个意义上，它的所指就是意指本身。它是一个奠定所有意指可能性的能指。主人能指在此作为所有其他能指的参照点，从而为它们提供了一个可以参照的基础。但是，这个奠基性的能指本身却缺乏基础。这就是在意指内部引起扭曲的原因：为了使意指成功，在意指场域中必须存在一个过剩的能指。任何试图回到未受扭曲的起点的尝试，都会在源头遭遇这个过剩能指所带来的扭曲。不存在没有围绕主人能指建立的能指场域的扭曲形式的纯粹内容。辩证法考虑到了这种扭曲，并试图在扭曲之中赋予真理概念以实质。相反，简而言之，现象学将扭曲视为一种障碍，现象学研究在寻找主体的纯粹意向性或通往本真此在事物的原初途径时，可以克服这一障碍。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区别，我们可以考察现象学和辩证法对文化的不同态度，从而认清真正的争论点。从现象学的角度来看，文化是为我提供经验立场的东西；而且是一个共享的立场，而非个人的立场。由于这种内在于我经验的立场，与其他文化相比，其他文化总是被感到陌生。埃德蒙德·胡塞尔在《笛卡尔式的沉思》（Cartesianischen Meditationen）中强调了这一点。他写道：“在这里，相对于任何陌生的文化，我和我的文化是原初的。它对我及我的文化同伴来说，只能通过一种陌生经验，一种对陌生文化人类及其文化的移情来接近，而这种移情也需要其意向性的研究” (Husserl 1973, 162)。

无论我多么努力，其他文化对我来说将始终是陌生的，而我的文化则为我提供了一种我可以认同为属于我自己的视角。胡塞尔及其现象学同道所排除的是，一种陌生的关系不仅存在于与其他文化之间，也存在于与我自己的文化之间。这就是辩证方法与现象学方法的不同之处。辩证法将在主体性形成过程中与自身文化的异化视为首要关系。形象地说：一个个体存在于一种文化中，并不像动物存在于其皮囊中，而是像寄居蟹存在于其壳中。

无论一个人在一种文化中生活了多久，或者对它有多么投入，作为个体，他永远无法完全融入其中；然而，他必须不断地努力去这样做。即使是那些似乎在自己的文化中安然无恙的人，为了继续留在其中，也会采取极端的措施。当新词流行时，他们会调整自己的语言。他们随着每一种新出现的时尚更换衣橱。他们调整自己的品味以适应主流趋势。文化本身开启了与自身的距离。结果是，没有人能够与自己的文化完全同一。因为从根本上说——由于齐泽克所说的主人能指——它是一个没有内容的空洞形式。

然而，与胡塞尔的观点相反，通常情况是，其他文化的人比我们更能理解我们的文化。从内部视角来看，人们会误认塑造整个文化观念的形式扭曲。相反，从远处看，文化固有的扭曲就变得显而易见。文化的真理不在于其原初经验，而在于与这种经验的异化。这是乌斯曼·塞姆班（Ousmane Sembène）的电影《黑女孩》（La noire de  / Black Girl, 1966）的重要见解之一。这部电影描绘了迪乌阿娜（Diouana，由姆比辛·特蕾丝·迪奥普饰演）的经验世界，她是一名在法国家庭担任保姆的塞内加尔女性。雇佣迪乌阿娜的法国夫妇似乎是法国文化的缩影。然而，电影向我们传达了迪乌阿娜对他们的看法，从而让我们认识到决定这种文化的殖民主义心态。法国人自己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对迪乌阿娜的态度中带有殖民主义色彩，也没有意识到他们对塞内加尔艺术的拜物教式观念。只有来自外部的目光，即迪乌阿娜的目光，才揭示了文化中隐藏的、被压抑的真理。塞姆班的电影展现了与法国和法国人的一种辩证关系。只有当人们不被卷入其中时，才能认清这种文化所产生的扭曲图像。

被卷入一种文化意味着对其真理视而不见。没有人能够成功地与自己的文化完全同一，毕竟它首先是一个没有任何内容的空洞形式。一种文化视角没有真正的追随者，只有那些努力去适应的人。这正是现象学所忽略的。既然每一种文化都是陌生的，那么只有距离才能揭示文化的真理。异化是首要的，而不是继与自身文化的原初同一性之后的次生现象。这一认识源于辩证法对现象学的批判。

为了在《视差之见》的框架内区分现象学和辩证法，齐泽克转而求助于陈词滥调的例子。他认为，从现象学的角度来看，每一个陈词滥调都源于一种真实的观察。随着时间的推移，它被耗尽、磨损，最终定义了陈词滥调。例如，人们可以简单地同意以下这句英语谚语并断言：“All work and no play makes Jack a dull boy.”（只工作不玩耍，聪明孩子也变傻。）由于被过度使用，其中表达的陈词滥调在我们的社会中已经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在英语世界里许多人已经听过无数次了。但人们可能会认为，最初这种观察包含了一种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作比重失调的有用认识。现象学家就会这样去研究陈词滥调。然而，齐泽克的论点是，我们更应该在这些陈词滥调的生成过程中，而不是在它们衰变为陈词滥调的过程中来看待它们。而这正是辩证分析所代表的立场。陈词滥调表达了一个关于基本社会联系的真理，而这个真理被最初的陈述所掩盖。这解释了它为何广泛流传。

海德格尔在抨击陈词滥调并明确将其分析为“解释倾向”（Auslegungstendenz） (Heidegger 1967, 67) 时，也诉诸了现象学方法。对海德格尔来说，问题在于陈词滥调掩盖了我们最初如何对待周围实体的方式。它构成了现象学途径的障碍。在《存在与时间》（Sein und Zeit）中，他对此写道：“获得通向如此遭遇的存在者的现象学途径，毋宁说在于排开那些涌现并伴随的解释倾向，这些倾向完全掩盖了这种‘操劳’的现象，并由此更加掩盖了存在者本身在为其操劳中所遭遇的样子” (Heidegger 1967, 67)。

陈词滥调阻碍了我们对实体原初的兴趣，而这种兴趣是我们存在所固有的。如果我们沉溺于琐碎之物，我们就会失去与最本真之物的联系。因此，即使海德格尔在构建一种不再以意识为中心的现象学时偏离了胡塞尔，他仍然继承了胡塞尔的怀疑，即陈词滥调有害于我们通向实体的原初途径。

与辩证法相反，现象学对陈词滥调的态度是一种实践理智的态度。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倾向于轻视陈词滥调以及受其引导的人。我们试图避开那些只用陈词滥调说话的人。我们试图只与那些能以其原创性在精神上刺激我们的人交往。然而，从辩证法的角度来看，这种对陈词滥调的轻视是不恰当的。它的琐碎特征揭示了它在巩固社会纽带方面的作用。

如前所述：陈词滥调表达了一个关于基本社会联系的真理，这个真理隐藏在最初的陈述背后。我们之所以如此频繁地使用陈词滥调，是因为它们证明了我们与社会结构的联系；每次我们使用陈词滥调时，它都会再次巩固这种联系的存在。辩证立场并不致力于追根溯源以理解陈词滥调最初的含义，而是为了理解陈词滥调作为陈词滥调所产生的作用。

对过度工作的警惕又伴随着许多其他陈词滥调，例如俗语：“Another day, another dollar”或“Don’t drink the Kool-Aid”。这些陈词滥调无疑包含了工人团结的模糊表达。如果我看到一个同事在办公室待的时间太长，我说：“All work and no play makes Jack a dull boy”，我的谈话对象可能会觉得这句话很烦人。但同时，这位同事通过我对陈词滥调的引用认识到，我承认了所做工作的困难——或者至少是单调。这是一种共同语言的表达，它产生了一种联系，而一句充满原创性的话语是无法建立这种联系的。

根据齐泽克的观点，现象学与辩证法之间的对立对应于内容与形式的对立。当我们研究后者时，我们将注意力集中在陈述所产生的作用上，而不仅仅是它说了什么。然而，形式总是扭曲的。它绝不是一种毫无断裂地塑造其内容的结构。对形式的辩证分析承认了这一点。它认识到形式如何溢出到内容中并在那里引发干扰。这反过来又基于所有形式中介的过剩性。形式结构始于一个突出的能指；一个拉康称之为主人能指或父之名的能指。这个能指体现了支配形式的过剩性，而这正是辩证法所关注的。

Notes


[1]: University of Vermont, Burlington, VT, USA ↩




崇高地划下一刀

现象学与辩证法之间的区分构成了齐泽克首部英文著作《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的核心，尽管他在近二十年后的《视差之见》（The Parallax View）中才明确提出这一区分。齐泽克撰写《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的原因之一，是他坚信应将拉康定位为一位辩证法思想家。然而在此之前，拉康被轻率地归入现象学和后结构主义阵营，并与德里达、德勒兹和福柯等人相提并论。（尽管德勒兹也对现象学提出批评，但他的思想与海德格尔一样拒绝主体性。对德勒兹和海德格尔而言，主体性都充当了一种理论上的增补，对我们经验的“如何”没有影响。在德勒兹看来，经验意味着差异的出现，而无需一个能够将这种经验据为己有的主体。）“后结构主义”这一概念是在英语世界接受上述理论家的过程中产生的。这些被提及的人中，没有一个用这个词来描述自己。尽管如此，拉康属于后结构主义的观点在公众认知中一直持续到1989年。齐泽克的著作旨在将拉康从这一群体中剥离出来。他在这一尝试上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按照齐泽克的说法，拉康反对现象学，站在了辩证法一边。他通过强调隐喻（Metapher）这一修辞格相对于转喻（Metonymie）的优先性来做到这一点。根据拉康的论述，符号结构产生于一种根本性的隐喻替代：用无（nichts）来替代一个单一的主人能指（Herrensignifikant）。我们可以用建立一个国家为例来观察这一原则。国家的名字，例如法国，将一群无差别的民众塑造成一个结构。随着这第一个能指的出现，一个符号结构在原本不存在任何意义的地方形成了。所有人，包括那些憎恨法兰西国家的居民，都可以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在这个最初的能指上努力或定位。由此看来，隐喻过程从无中生出了有。隐喻具有结构上的优先性，因为符号秩序是围绕一个没有所指（Signifikat）的能指来定位的。拉康将其交替称为主人能指、父亲的姓名（Namen des Vaters）或父性隐喻（väterliche Metapher）（见第84章）。

正是在这里，即在隐喻优先性的例子上，拉康与通常被称为后结构主义者的思想家群体分道扬镳。正如齐泽克所言：“在‘后结构主义’中，转喻对隐喻获得了明显的逻辑优势。隐喻性的‘切口’被构想为一种注定要失败的努力；注定要稳定、引导或支配文本流的转喻性消散”（Žižek 1989, 154）。

对拉康的批评者来说，确立一个特权隐喻——父性隐喻——意味着拒绝转喻在符号场域中的绝对统治地位。齐泽克补充道：“后结构主义者将拉康关于锚定点（point de capiton）、关于匮乏的菲勒斯能指的理论，视为一种试图控制和限制文本过程之‘播撒’的努力……德里达反复指责拉康的悖论姿态，即通过对匮乏自身的肯定来减少匮乏”（Žižek 1989, 154）。（正如齐泽克正确指出的那样，德里达指责拉康赋予了单一的匮乏能指以特权。）

通过将符号性阉割与菲勒斯能指的出现等同起来，拉康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安全的空间。在一个通过不断替代而生效的碎片化结构中，有一个真理——阉割的真理——逃脱了这种替代的统治。德里达写道：“在这个意义上，阉割-真理是碎片化的反面，正是碎片化的解毒剂：那个从其位置上缺失的东西，在阉割中拥有了一个固定的、中心的位置，免于一切替代”（Derrida 1987, 441）。在德里达看来，当涉及到接受符号秩序的碎片化时，拉康的方法显得力不从心（见第55章）。（在德里达眼中，阉割的概念服务于对这种碎片化的驯服）。转喻是一个普遍替代的过程，而隐喻则是用无来替代某物。如果没有这种最初的用无替代某物的过程，就根本不可能存在普遍的转喻替代领域。

将转喻视为先于隐喻，意味着对说出这种优先性的可能性条件视而不见。（在《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出版之前，许多关于拉康的著作——至少是英语著作——明显倾向于将拉康同化为转喻优先于隐喻的观点。对几乎所有人来说，拉康是一个关于意义游戏的思想家，而不是关于激进切口的思想家。）

朱丽叶·弗劳尔·麦坎内尔（Juliet Flower MacCannell）是这一趋势的典型代表，尽管她后来遵循了齐泽克的解释。根据麦坎内尔的说法，拉康站在了转喻的无意识逻辑一边，反对隐喻的菲勒斯逻辑。她写道：“转喻模式被拉康描述为欲望的模式，或者说是一种与作为异化的欲望模式（即隐喻性欲望）背道而驰的欲望模式。在转喻占主导地位的（无意识）场景中，我们拥有一种组合的、联想的模式；而在隐喻占主导地位的场景中，我们拥有的是分裂和断开，被一种统一和完整的幻觉所掩盖”（MacCannell 1986, 158）。

与麦坎内尔相反，齐泽克认为，正是隐喻的切口使欲望成为可能，而不是对无意识欲望之激进性的次级逃避。与拉康一样，德里达将隐喻与意指（Signifikation）的产生联系起来。他承认，最初的意指姿态是隐喻性的而非字面上的，正如上面关于国家名称产生的例子所表明的那样。在《书写与差异》（Writing and Difference）中，他指出：“在成为语言内部的修辞程序之前，隐喻将是语言本身的出现”（Derrida 1967, 112）。虽然德里达承认隐喻具有将符号系统带入存在的功劳，但他拒绝承认原初隐喻对所有后来的替代起着结构性作用。他表面上对隐喻优先性的承认，让位于将隐喻归入普遍替代的领域。因此，解构主义也对起源提出了质疑。从这个角度来看，在任何起源点上，永远只有另一种替代。起源处的隐喻——用无替代某物——退化为仅仅是另一个转喻步骤。德里达断言，增补的逻辑胜过主人能指的逻辑。“增补总是增补的增补。人们希望从增补回到源头：人们必须承认，在源头处就有一个增补”（Derrida 1997, 304）。尽管德里达坚持隐喻的基础，但这句话阐明了他的信念，即转喻替代是普遍的。这种分析没有考虑到由最初的隐喻导致的扭曲。所有能指在它们的差异中都是不平等的。有一个能指脱颖而出，扭曲了能指场域。有一种替代不同于所有其他替代。

德里达在理论上的首次尝试是对埃德蒙·胡塞尔（Edmund Husserl）的回应。他的解构主义事业始于试图证明，现象学预设了主体对自身的最初在场——一种并不存在的对自身的在场。德里达是现象学内部伟大的现象学批评家。他最重要的洞见是，悬置（epoché）永远不会成功，对中介的加括号总是会留下一些未被包含的东西。现象学所预设的直接性是永远无法达到的。“正是因为胡塞尔尚未将原初的时间性置于其描述的核心，统一性与多样性的辩证法才失败了，整个先验计划也随之失败。尽管频繁提及体验流，但时间从未以决定性的方式介入对意向作用-意向对象结构的分析中”（Derrida 2003, 90）。

尽管这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但对现象学的解构并没有引导德里达走向辩证法。这也是齐泽克必须写《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的原因：为了将拉康的理论与德里达的理论区分开来。当德里达声称拉康将替代过程僵化在阉割概念中时，齐泽克反驳说，德里达自己忽视了扭曲的优先性。换言之，他误解了形式对内容的绝对优先性。对普遍转喻的坚持使德里达对转喻替代如何被一个过剩的能指所结构化的方式视而不见。父性隐喻将意指的竞技场推向了一个特定的方向。用无替代某物不能像德里达那样简单地等同于另一种替代。

其他通常与“后结构主义”一词联系在一起的思想家，虽然与德里达有根本的不同（这也是为什么这个词总体上毫无意义的原因），但都分享了现象学方法的基调。当然，这些思想家中没有一个使用“现象学”这个词来描述自己。吉尔·德勒兹甚至明确地与现象学保持距离。然而，德勒兹和福柯的共同点是他们对辩证法的不信任。在他们看来，辩证法方法的问题在于它没有考虑到差异。在辩证法的实施中，差异被还原为压倒它们的中介系统。

德勒兹是两人中更坚定的辩证法反对者。在《差异与重复》（Difference and Repetition）中，他指责辩证法消除了不符合系统的东西；这一过程在黑格尔那里达到了顶峰。他写道：“对辩证法进行扭曲的漫长历史……在黑格尔那里达到了顶峰，其在于用否定的劳作来替代差异和微分的游戏”（Deleuze 1994, 268）。尽管与德里达有很大分歧，但德勒兹像他一样，选择了差异的游戏，而不是辩证法系统所谓的僵化。这些差异出现在经验中。然而，辩证法扭曲了我们对它们的感知。虽然辩证法方法反过来认为扭曲是不可避免的，但德勒兹断言，这是将形式强加于纯粹内容差异的结果。

未能区分拉康的立场与德里达、德勒兹和福柯的立场，是《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出版前英语世界接受这些思想家的特征。这种区分的意义在于我们如何理解形式与内容的关联。对拉康来说，形式的扭曲使内容得以存在。在引入形式结构之前，没有内容——没有差异的游戏。虽然形式扭曲了内容，但在这种扭曲之外根本没有内容。拉康对形式之存在必然性的承认，使他区别于德里达、德勒兹和福柯，同时也使他与黑格尔联系在一起。齐泽克在1989年明确了这一点。

齐泽克论《窃听大阴谋》

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的《窃听大阴谋》（The Conversation，1974）唤起了齐泽克反复的兴趣，因为这部电影的叙事形式生动地展现了现象学与辩证法之间区分的重要性（参见 Žižek 2001）。观众发现自己陷入了一种现象学的尝试中，试图剥去中介的层层外衣，以达到一种所谓的直接真理。然而最终人们清楚地看到，事件的真理与扭曲它的中介是不可分割的。这使得该作品成为阐明现象学与辩证法之间差异的典范。

电影开场，由音频监控专家哈里·考尔（Harry Caul，吉恩·哈克曼饰）组建的团队正在录制一场发生在旧金山市中心华盛顿广场的对话。在公园散步时，一对恋人马克（弗雷德里克·福雷斯特饰）和安（辛迪·威廉姆斯饰）正在讨论某事，哈里认为这构成了对他们两人生命的威胁。

从团队通过部署在这对情侣周围的多个麦克风录制的第一段录音来看，威胁并不明显。通过掩盖所说的话，电影试图在形式层面上将观众的欲望引向这场对话。当哈里操纵各种录音，试图从几乎完全无法辨认的对话中生成一个可理解的句子时，观众将其体验为对情况真相的揭示。通过使用主要用于最小化音乐的过滤器来调整混音，哈里剥离了中介层（即其他对话、音乐家的演奏、城市的街道噪音等），以捕捉实际的对话。同样，电影的形式设计也对观众产生了影响。在电影的技术帮助下，观众跟随哈里踏上了从无知走向真正发生之事的真相的旅程。我们通过悬置那些中介和隐藏原始对话的背景来获得这一真相。

在观看电影时，似乎哈里在处理对话录音时执行了一种现象学的悬置（epoché）。哈里致力于揭示当时发生的原始对话。他试图接近直接事件本身，并置身于任何解释框架（包括他自己的解释框架）之外。这一尝试导致哈里至少从录音中仍然模糊不清的部分过滤出了一个清晰的句子。在对话的关键时刻，马克对安说：“如果他有机会，他会杀了我们。”（He’d kill us if he got the chance.）

突然间，观众和哈里一样，意识到安的丈夫对马克和她构成了致命的威胁。马克的这句话通过两人的特写镜头呈现给我们，这与电影开头呈现对话的长镜头形成了对比。这种对对话真相的揭示改变了观众与银幕上事件的关系。视觉上的拉近似乎让我们更接近真相。

哈里介入的原因似乎变得清晰起来。关于两人所谓婚外情的猜测，必定促使丈夫——在电影中仅被称为主管（Robert Duvall饰）——雇佣哈里并将这对情侣置于监视之下。科波拉展示了哈里如何使用过滤器切除中介并深入到实际对话中，从而围绕哈里在即将发生的谋杀案中的共谋以及谋杀何时发生构建了电影的悬念。哈里在这里像一个现象学家一样工作，而观众在观看电影时也采取了相同的视角。然而事实证明，马克和安都不是暗杀的目标。最终被谋杀的正是主管本人。一场模拟的车祸被用来掩盖罪行。

《窃听大阴谋》将其几乎全部的放映时间都投入到悬置给定事物的现象学方法中，以期达到在任何中介之前发生在华盛顿广场的事情，通过这种方式，电影象征性地揭示了现象学项目所基于的根本错误。这是一部辩证法的电影，这要归功于最后的转折，它向哈里和观众展示了最初的对话是多么具有欺骗性。哈里前往他估计谋杀将要发生的酒店和时间。在隔壁的酒店房间里发生了一场暴力的搏斗，但当哈里后来进入房间时，尽管进行了彻底的搜查，他却没有发现任何暴力或流血的痕迹。然而，当他按下马桶冲水键时，涌出了一股鲜血。和观众一样，他怀疑主管要么杀了安，要么让人杀了她。

然而，当哈里后来去公司找主管对质时，他发现安还活着，而主管却死了。这促使哈里在观众的陪伴下，在脑海中再次将自己置身于酒店发生的事件中。最后，他在想象中回到了关键的场景。这一次，他依靠自己的记忆，没有过滤掉对话期间响起的音乐。科波拉切换到马克和安的中景镜头，前景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位音乐家。摄像机向前推进，我们听到马克在音乐播放时说话。他说着同样的话，“如果他有机会，他会杀了我们”，但这一次哈里听到的完全不同。

只要过滤器压制了音乐，哈里和观众听到的句子重音就落在“杀”（kill）字上；就好像主管打算杀了马克和安一样。然而，当哈里在得知主管死讯后，在公司大堂再次回想这段对话时，他听到的句子却不同了。句子的重音完全转移了。我们不仅听到了音乐，而且现在我们听到的重音落在了“他”（he）字上，而不是“杀”（kill）字上。这表明马克对安说的话并不反映他担心主管会杀了他们。相反，马克为他们两人谋杀主管提供了一种预先的辩护。当哈里回到受周围中介影响的对话版本时，他得出了这个认识。只有当他不直接听时，他才能听得正确。对他感知的这种中介性障碍成为了他感知的一部分，这最终使他能够听到以前错过的真相。

在电影中，哈里成为了他现象学认知方法的牺牲品；这种方法也让观众落入了陷阱。这就是科波拉的电影与同类型其他电影的不同之处。它向观众传达了直接性（和直接真理）的理想，只是为了立即指出真理存在于扭曲本身之中，这种扭曲是由观众自己无意识的欲望所塑造的。马克这句话的形式结构包围并决定了它的内容；然而，电影让我们和哈里一起相信，在形式扭曲之前存在一个纯粹的内容。在公司大堂里显露出来的认识是一种辩证的认识。这种认识颠覆了观众对电影所传达的原始真理图像的期望。

尽管辩证的剧变在好莱坞甚至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中很常见，但《窃听大阴谋》中发生的逆转，由于其形式，以一种电影史上也许没有其他电影能做到的方式，让观众的欲望变得可以被听到。在讨论电影中发生的转折时，齐泽克将其与格式塔（Gestalt）的转变区分开来。他写道，“提及格式塔的想象层面不足以解释‘图形’与‘背景’之间的这种辩证互动”（Žižek 1991a, b, 77）。事实证明，哈里自己对未失真录音的渴望导致他以误导的方式塑造了它。此外，他自己对这对恋人的同情也融入了他在他们对话中听到的内容。尽管哈里努力尝试，但他无法将这些中介因素与录音分开。一旦科波拉展示了扭曲在揭示真相中所扮演的角色，真相就会显现出来。在公司大堂里，现象学让位于辩证法，无论是对观众还是对第一次理解事件真相的哈里来说都是如此。

不幸的是，哈里无法轻易放弃现象学方法。在电影著名的最后一幕中，科波拉展示了他的思维模式所导致的死胡同。在他的公寓里，哈里接到一个电话，要求他停止追查此案。我们在电话里听到的最后一句话（同时也是电影的最后一句话）是：“我们会听着的”（We’ll be listening）。紧接着是哈里吹奏萨克斯管的镜头，这表明打电话的人在哈里的公寓里安装了窃听器。在绝望但最终徒劳地寻找窃听器的过程中，哈里摧毁了他的公寓。他努力在公寓里寻找监控设备，这标志着他继续坚信现象学方法。他未能做出显而易见的辩证姿态：如果一个人知道自己受到监视，他就可以在众目睽睽之下隐藏自己，并利用这种知识操纵监视。意识到被观察甚至可以起到解放而不是瘫痪的作用，因为它为人们提供了操纵观察者和倾听者的可能性。然而，对哈里来说，这种策略被证明是不可能的。他想拯救他未受污染的经验。这样做的冲动不仅毁了他的公寓，也毁了他的心理。电影以哈里的彻底自我毁灭而告终。

尽管他从未明确说明，但齐泽克很欣赏《窃听大阴谋》，因为这部电影迫使观众在强加给他们辩证的逆转之前，先投入到现象学方法中。齐泽克偏爱的其他电影也做出了类似的姿态：《惊魂记》（Psycho，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1960）、《大开眼戒》（Eyes Wide Shut，斯坦利·库布里克，1999）和《搏击俱乐部》（Fight Club，大卫·芬奇，1999）。然而，在这些电影中，《窃听大阴谋》因其在现象学和辩证法之间发展出的对比而脱颖而出。人们带着对现象学方法的信任开始观看这部电影，最终却发现自己陷入了辩证扭曲的掌控之中。


第一道裂痕最深

现象学与辩证法之间的割裂，描述的不仅仅是众多哲学方法中两种方法之间的鸿沟。在此背景下，我们可以考察许多其他学派：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逻辑实证主义、认知主义等等。然而，即使每种理论视角都有其自身特定的认识论，认识论的问题总是可以还原为这样一个出发点：形式对立于内容，还是中介对立于直接性？

如果像齐泽克所坚持的那样，从形式开始分析，人们就会认识到，根本不存在所谓的直接内容。寻找一种原初的内容或原初的关系是毫无意义的。承认形式的优先性，就意味着坚持直接性的不可能性。选择形式的优先性将我们引向辩证法的领域，从而背离了现象学对可作为出发点的无中介内容的坚持。在齐泽克看来，现象学赋予内容以特权，未能充分考虑到形式的扭曲效力。形式与内容之间的这一鸿沟，构成了所有其他差异的结构。

无论一个人在其他方面是什么样的人，他要么是一个现象学思想家，要么是一个辩证法思想家。所有其他的理论立场都可以还原为这一根本冲突；这并非因为它们具体的差异无足轻重，而是因为关键的抉择在于：是承认形式的优先性，还是坚持首要的内容。齐泽克在《视差之见》（The Parallax View）中指出了这一根本对立，从而为我们开辟了一条道路，使我们能够理解如何以不同于显而易见的现有概念的方式来思考理论争论。在现象学与辩证法的争论中，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够透过自身对这种形式的嵌入，去认识那种建构我们存在的中介形式。没有任何其他理论对立比这更重要。

纵观二十世纪思想的发展，齐泽克将现象学与辩证法相对立的做法不禁令人感到惊讶。毫无疑问，从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到萨特和德里达，现象学代表了一条核心的思想路线。它是二十世纪的一股主导思潮。相反，辩证法，尤其是齐泽克所代表的黑格尔主义版本，在二十世纪却鲜有拥护者。黑格尔主义者亚历山大·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这一杰出人物，招致的坚定的黑格尔反对者远多于支持者。对于二十世纪下半叶的法国理论家来说，科耶夫更像是一个靶子，他们可以针对这个靶子来确立自己的思想。尽管格奥尔格·卢卡奇（Georg Lukács）在《历史与阶级意识》（Geschichte und Klassenbewusstsein）中构建了一种具有影响力的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但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显然占据了压倒黑格尔的优势。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和法兰克福学派的辩证法也是如此：在阿多诺看来，黑格尔的特点恰恰在于他无力思考那些对辩证法而言不可还原的东西。在二十世纪，除了齐泽克本人和吉莉安·罗斯（Gillian Rose）之外，没有其他著名的理论家将黑格尔辩证法作为现象学的对立面提出来（参见 Rose 1981）。

在试图将现象学与另一种占主导地位的理论运动进行对比时，齐泽克也许本应将注意力集中在对二十世纪产生深远影响的结构主义上，而不是辩证法上。从二十世纪上半叶费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的《普通语言学教程》（Grundfragen der allgemeinen Sprachwissenschaft）开始，到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的《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Die elementaren Strukturen der Verwandtschaft）达到鼎盛，结构主义代表了一种重视中介形式的思维方式。此外，作为齐泽克在《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中试图重新夺回的思想家之一，拉康有时公开认同结构主义，却从未披上辩证法的外衣。然而，齐泽克却将辩证法而非结构主义视为占主导地位的现象学的原初对手。这是为什么呢？

结构主义未能将其自身可能性的条件理论化。也就是说，结构主义理论家可以赋予一切事物以意义，唯独不能赋予他自己所占据的立场以意义。结构主义者的行事方式，就仿佛他们不是自己所分析的图景的一部分。现象学依赖于直接性的纯粹性，而结构主义则默许了一种纯粹的中介，一种没有为主体性留下缝隙的中介。空白的缺失使得人们无法思考形式内部那些产生根本性转变的矛盾。这正是辩证法与结构主义相反所能做到的。

正如齐泽克将拉康与被错误地理解为后结构主义的东西区分开来一样，他同样也将拉康——至少在其晚年——与结构主义区分开来。齐泽克版本的这位思想家不是一个结构主义的拉康，而是一个始终承认结构中存在为主体性创造空间的矛盾的拉康。主体并不融入结构之中，正因如此，它才成为变革的行动场所。对齐泽克而言，主体包含在辩证法之中，而在现象学和结构主义中则被湮没了。

齐泽克在哲学上将黑格尔和拉康结合起来的努力，其前提是两者都与现象学保持距离。现象学不仅仅是一种起源于二十世纪之交埃德蒙·胡塞尔（Edmund Husserl）的方法。它也是对思想的一种持续的诱惑。相信在形式介入并扭曲它之前，我们的经验中存在着一种原初的内容，这种信念之所以如此诱人，是因为它符合我们体验自身经验的方式。相反，辩证法要求我们反抗那些看似真实的东西去思考。只有当我们从自身的经验中抽离出来，我们才能发现真正发生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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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后现代的享乐：齐泽克之后的文化与媒介研究中的理论与意识形态

马修·弗利斯费德 (Matthew Flisfed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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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马丁·加拉（Martin Galla）译自英文。

齐泽克在文化与媒介理论中……及超越其外

齐泽克被纳入文化与媒介理论，必须通过他在这些领域中哲学出场的历史条件来加以语境化。这是他对后现代性中的意识形态概念，特别是冷战后晚期资本主义中明显的后意识形态状态的出现给予关注的产物。作为对这一情况的回应，从他最初用英文撰写的著作，如《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1989）、《因为他们并不知道他们所做的》（1991a）和《逗留于否定性》（1993）开始，齐泽克试图复兴后现代批判的两个主要理论靶子：拉康和黑格尔。尽管如此，正是他关于流行文化和电影的著作，最主要地为他在职业生涯早期获得的关注负责。先前对拉康著作的挪用主要集中在其想象界和象征界的范畴上（见第93章）。齐泽克早期的文本特别旨在让英语读者重新接近拉康，重点关注以下拉康式范畴：实在界（见第93章）、崇高客体（objet petit a，小客体a；见第89章）的概念、幻象（见第80章）以及欲望与驱力之间的区分（见第73章）。这些主题在受齐泽克影响的电影与媒介研究中得到了广泛探讨，特别是在乔迪·迪恩（Jodi Dean）和托德·麦高恩（Todd McGowan）的著作中，本章稍后将对他们进行讨论。然而，在深入探讨他们的工作之前，下文将首先阐述齐泽克在电影、媒介和文化研究总体中的影响和地位。重点在于他在后现代文化中对当代意识形态批判的方法。

文化与媒介研究对齐泽克著作的兴趣，可以追溯到他关于流行文化和电影的研究，其明确目标往往是发展对拉康的清晰理解。这在《斜目而视：透过流行文化看拉康》（1991b）、《享受你的症状！好莱坞内外的拉康》（1992a）和《关于拉康你一直想知道……却又不敢问希区柯克的》（1992b）等书中表现得很明显。但这同样体现在由索菲·费因斯（Sophie Fiennes）执导、齐泽克主演的电影《变态者电影指南》（2006）和《变态者意识形态指南》（2012）中。由于上述书籍的受欢迎程度，齐泽克帮助并影响了电影、媒介和文化研究中向拉康的回归。尽管他的哲学写作主要旨在复兴和重新思考黑格尔辩证法，以反击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解释框架内，以及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语境中的误解与批评。

除了这些更多作为对拉康（有时也是黑格尔）的电影和文化解释与说明的文本之外，齐泽克还对网络空间和数字文化发展出了引人入胜的解读。这尤其适用于《连线大脑中的黑格尔》（2020），在该书中他探讨了人工智能领域的新发展。他特别关注了雷·库兹韦尔（Ray Kurzweil）和尤瓦尔·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等理论家。此外，他关于波兰电影导演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的书《真实眼泪之怖：处于理论与后理论之间的基耶斯洛夫斯基》（2001）也值得一提。它代表了他试图发展一种更传统的电影阅读和解释的尝试。《真实眼泪之怖》不仅是对基耶斯洛夫斯基的解释，也是一部适合对一般理论进行政治和论战性辩护的文本。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齐泽克在这一时期于后南斯拉夫的卢布尔雅那写作的历史和政治语境。在欧洲共产主义崩溃和东欧新的极右翼民族主义兴起之后，他试图将他的意识形态批判集中在自我透明的理性主义模型以及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误）质询模型上（见第71章）。由于阿尔都塞在电影、媒介和文化研究中具有影响力，而这些领域此前一直以意识形态和主体性批判为导向，齐泽克的介入在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这些领域所使用的框架中撕开了一道巨大的裂口。

从齐泽克、琼·科普切克（Joan Copjec，1994）和托德·麦高恩（2007）等学者开始，电影和媒介研究中早期对拉康的接受形式——即接受了“想象界”和“象征界”的拉康（而没有“实在界”）——遭到了拒绝，理由是它们仅仅代表了对其著作的有限再现。更准确地说：电影和媒介研究中早期的拉康理论方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符号学分析和阿尔都塞学派，以及后者在自己的意识形态和主体性理论中挪用拉康某些方面的方式。这一点对于齐泽克来说意义重大，因为他哲学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质疑并扭转阿尔都塞方法的条件。

齐泽克关于文化和媒介的著作从整体上看，可以被解读为在他的总体项目框架内，试图在我们这个据称是后意识形态的时代重新思考意识形态（见第85章）和主体性的范畴，并将其理解为晚期资本主义后现代文化的一个方面。

齐泽克所描写的后现代文化和意识形态，最好用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1984）用来命名能指链断裂状态的符号学概念来描述。这也是齐泽克后来在《敏感的主体：政治本体论的缺席中心》（1999）中，在分析象征效率衰落的语境下所引用的一个公式。后者以一种新的方式重新探讨了后意识形态的问题，齐泽克在其关于一般意识形态批判的著作中一直在处理这一问题。

齐泽克对所谓意识形态终结问题的探讨始于《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1989）一书。他在《因为他们并不知道他们所做的》（1991a）和《逗留于否定性》（1993）等书中处理了这一问题，这两部文本都探讨了冷战后的历史时刻，这也是后现代性的特征。

正如齐泽克著作中所发展的那样，“意识形态终结”的问题似乎引发了解放性理论和政治的危机：如果情况确实是，不再有任何巨大的权威或意识形态需要去应对（解放性政治必须与之对立），并且如果在所谓“历史终结”的条件下，世界似乎已经就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的公式达成了一致，那么在何种意义上我们仍然可以声称我们是不自由的？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个问题以及齐泽克试图重新思考意识形态和主体性范畴的方式，我们必须加深对他在其中挑战后现代意识形态的政治文化语境的理解。

后现代状况，或：“象征效率的衰落”

齐泽克对后现代生活状况的描绘体现在他的论点中，即在当今时代，没有人再相信拉康式大他者的效力了。对拉康而言，大他者（le grand autre；见第70章）代表了小他者（petits autres）集合体的虚拟代理，在我们的公共身份展示中，我们试图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他们期待的目光。

既然我们不能简单地参照每一个单独的他人来解释意义和交流的接收——例如，我不能每次发表声明时都走到每个人面前，要求他们向我解释我所提出的意义——相反，我们参照的是集体性“大”他者的虚拟运作。它充当了意义的担保人。

然而，在我们这个据称是后意识形态的时代，似乎没有人再相信大他者的虚拟代理能力了。它已经在许多方面被解构了：从资本主义的解域化冲动和对任何固定身份的破坏——这是资本主义不断自我革命并维持其相关性需求的副产品——到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左翼的解码和解构倾向。这可以被不同地、以其他方式理解为后现代对宏大元叙事的蔑视。不再可能设计出为定位发达资本主义主体提供语境和意义的宏大叙事，因为资本主义和后现代左翼都已经转向了灵活性和流动性，远离了稳定的历史叙事和固定的自我概念。

齐泽克关于这个话题的论述可能具有欺骗性。他经常在多大程度上将这个问题本身视为当前的或反动的之间摇摆不定。例如，他经常声称，大他者由于维系社区和社会的各种主人能指（见第84章）遭到破坏而瓦解。事实上，齐泽克曾论证，正是当这种霸权能指发生动摇时，政治才会出现（参见 Žižek 1991a, 100; 1994, 22; 2008, 30）。对他来说，阶级斗争本身就是象征秩序并不完整的标志：它是不完整的，被裂缝所割裂，我们在这些裂缝中定位主体的存在。主体的欲望弯曲了霸权-意识形态秩序的空间。在其他地方，齐泽克又论证说，新媒体和数字文化的出现证明了大他者在晚期资本主义中的重新出现（参见 Žižek 2008, 34）。

后现代对元叙事蔑视出现的背景之一，是需要考虑战后时期的历史条件。随着福利国家的兴起，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作为阶级斗争的历史）似乎已经退却。与福利国家相联系，阶级妥协发展起来，在其中资本似乎牺牲了短期利润。在“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危机之后，该系统随后通过投资得以重建。与此同时，工人阶级的相对力量增强，并获得了政治合法性。这一情况促成了欧洲和北美中产阶级的增长。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政治斗争已经停止。事实恰恰相反。在20世纪50年代末和整个60年代，我们见证了各种新社会运动的兴起：从民权运动、“第二波”女性主义、学生运动、反战运动、同性恋解放运动、后殖民运动，到全球南方的民族解放运动，包括古巴革命和中国文化大革命。此外，全球北方从以工业和劳动力为基础的经济向以电子和服务为基础的经济的过渡，不仅改变了生产关系，也改变了占主导地位的媒介形式，特别是随着电视的出现，正如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等人所理论化的那样。在这种背景下，技术变革对文化发展和变化的影响显然比政治变革更为强烈。

根据麦克卢汉的观点，电子媒介有助于重新组合用户的感官体验，这些体验曾经受到印刷媒介和排版思维主导地位的限制。现在，用户受到更广泛的感官印象的吸引。一种感官异化的形式发展起来，而这反过来又被电子媒介所补偿。例如，根据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的说法，电子媒介的出现标志着他所谓的“交流的狂喜”中“异化的终结”以及主体消解的终结（Baudrillard 1988）。这种异化观念似乎也反映了解放性政治的一些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观念，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追溯到马克思早期著作的影响，特别是他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在这些文本中，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受费尔巴哈影响的人性观，即人性是一种原始的类本质（Gattungswesen），人类已经从中异化，只是为了（在目的论上）以解放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形式得到和解与回归。后者随后成为阿尔都塞的主要理论靶子，正是在他确定了马克思早期著作与更成熟著作之间的认识论断裂的那一刻。阿尔都塞的批判一方面针对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者，他们的历史观和自然观呈现出一种相当唯心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形式；另一方面针对他所谓的斯大林主义偏差。后者的特征是强调目的论的历史概念（“历史主义”），以及将无产阶级解释为历史主体的观点。随着他强调阶级斗争作为历史的动力——根据阿尔都塞的说法，这是马克思历史科学的核心原则——阿尔都塞得出了那句著名的话：“历史是一个没有主体或目标的进程”（Althusser 2008, 133）。根据他的观点，主体始终是意识形态的产物。这清楚地体现在意识形态将个人质询或唤问为主体的论点中（参见 Althusser 2008, 44）。作为对目的论历史观和将无产阶级视为历史主体的标准观念的挑战，加上各种新社会运动的出现，以及西方资本主义的技术基础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和电子社会的转变，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后现代性被描述为对历史元叙事的蔑视。这就是詹姆逊在拉康意义上所称的“能指链的断裂”（Jameson 1984, 71），作为对后现代性的一种美学描述。

詹姆逊从德勒兹和加塔利那里借用了这种描述。正如他们所解释的，由于资本主义不断追求更大的积累，它倾向于生产精神分裂症。资本主义被迫周期性地破坏自身；或者用德勒兹和加塔利发展出的术语来说：解码或解域化。因此，资本主义破坏了霸权意识形态以及象征秩序或大他者的主导结构。在政治上，德勒兹和加塔利反对诸如精神分析话语等话语的再结域化实践。在他们看来，后者产生了一个意识形态主体，该主体被卷入了具有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父权制主体性秩序中。

詹姆逊对后现代性的马克思主义解释，将我们带回了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中缺失的拉康元素。正如拉康所指出的，在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中——作为主体面对其部分不可穿透的、因此被拉康式实在界所覆盖的生存条件的想象性再现——缺失的是想象界与象征界之间以分析解释的象征界域形式存在的联系。后者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新叙事建构的生产，它能够触及那些——如同实在界一样——未被质询所吸收的东西。最后，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到齐泽克重新思考拉康和黑格尔的意义，以此作为对所谓象征秩序“消解”的对应。它提供了一种以不同、全新的方式来解读后现代文化和意识形态条件的方法。

超我的复仇

在其主编的文集《图绘意识形态》（1994）的导言中，齐泽克与阿尔都塞相反地指出，意识形态绝不能被视为外部意识形态教条或学说的内化。相反，质询必须被理解为外化的一个条件。主体需要对其自身存在的内在死胡同的产物进行外部确认。它紧紧抓住大他者的目光，因为这为它自身的存在提供了一定的正当性。

同样，齐泽克（1991a）表明，主人能指的生产源于主体在面对不可能的享乐时的死胡同。通过这种方式，该能指开始为所有其他能指代表主体。与此同时，主人能指也是这样一个能指：所有其他能指反过来为它决定主体。

在《逗留于否定性》中，齐泽克（再次）与阿尔都塞相反地指出，质询的轨迹必须被颠倒：并不是意识形态将个人质询为主体，而是主体被质询为X，即在被大他者视为可识别的象征性授权的框架内。

参照拉康的欲望图表，齐泽克在《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中指出，一旦主体对大他者深渊般的欲望获得某种形式的回答，质询的循环就闭合了。在这种语境下，癔症的心理状态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失败的质询形式（参见 Žižek 1991b, 101）。这一表述与姆拉登·多拉（Mladen Dolar，1993）的论点相吻合，即对阿尔都塞而言，主体是意识形态的产物，而对拉康而言，主体出现在意识形态失败的地方。但是，在一个以象征效率衰落和犬儒主体性兴起为特征的时代，这是如何运作的呢？有两种方式可以展开这一点：第一种是超我命令的运作：享受吧！（Enjoy!）第二种是作为主体性主导模式的倒错形式的增加。它与后现代资本主义相吻合。

对齐泽克来说，在后现代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我们体验到象征效率明显衰落的方式之一，就是他所谓的意识形态的淫秽超我补充（superego supplement to ideology）的运作。现代文化是围绕着禁止的父亲形象组织起来的，而后现代文化则围绕着母亲般的超我禁令“享受吧！”旋转。在后现代消费文化中，主体不再被压抑并被阻止实现其享乐。相反，今天“禁止享乐”已经变成了“必须享乐”（Žižek 1999, 268）。

正如齐泽克所解释的，超我不一定是一个替代性的、权威的代理机构。它毋宁说与压抑性（父性）法律是同一个代理机构，只是以其淫秽底面的形式出现。

父性代理机构不断地用法律（父亲的“不”）轰炸我们，而超我则代表了其颠倒的表述，不断地要求我们打破法律、逾越法律。在法律正式禁止获得享乐的地方，超我要求我们去享乐。那么，说后现代文化以超我而非法律为导向，这意味着什么呢？正如齐泽克所阐述的，答案可以通过我们对拉康理论中欲望、驱力和幻象之间关系的理解来获得。

欲望和驱力是主体性内在匮乏的同一种基本运作方式的正面和反面。它凝结为小客体a（objet petit a）的形式。齐泽克也将客体a称为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它代表了主体性根本匮乏的客体化，因为它标志着欲望的客体成因，驱动着主体无休止的转喻性追求，去寻找最终能够满足主体并从中夺取享乐的东西。

根据拉康的观点，既然欲望始终是他者的欲望，那么欲望就与大他者绑定在一起，因为它的目标是追求一种被想象为能满足这一代理机构的欲望。简而言之：欲望与对大他者外部确认的感知绑定在一起。这使得欲望对神经症主体来说成为一种令人沮丧的导向，因为作为“无”的客体化，实际上不存在任何积极的客体能够永远满足大他者，并使主体回归到某种形式的完整或实质性的圆满。这样理解的欲望是通过“幻象”（见第91章）获得的，幻象向主体假象了它应该如何或渴望什么，以便满足大他者的要求。

另一方面，（死）驱力指的是主体通过在欲望的道路上不断未能获得完全满足，而在无意识形式中获得的一种享乐。如前所述，这是一种主体并未意识到的剩余享乐。超我，即法律的淫秽底面，不断地用享乐的要求轰炸我们，尽管我们无法获得完全的满足，因为不存在能够满足这一要求的客体。我们越是服从超我，越是逾越法律去追求我们的欲望，我们就越是犯下暗中服从法律的罪过，尽管是以一种间接且不明显的方式。简而言之，根据齐泽克的观点，尽管象征效率明显衰落，任何权威形象或霸权领导形象遭到破坏，意识形态仍然通过欲望的逻辑及其与作为法律底面、召唤我们去逾越的超我独裁的关系来运作。

后现代意识形态形式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在于，当每一个权威位置都已经被破坏，且只有通过逾越法律才能获得享乐时，今天的意识形态形式就是“倒错的”。存在一种“倒错的”欲望，想要复活一个可以被逾越的积极权威形象，因为我们只有通过逾越才能找到通往享乐的途径。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解释一方面围绕唐纳德·特朗普等新右翼独裁人物崛起的文化政治，但另一方面也有助于理解自由左翼被定位为必须被政治右翼克服的权威代理机构。

这种情况也因后现代资本主义的条件而变得复杂，在后现代资本主义中，由于现代性文化（一种本身基于逾越和更新的文化，与资本主义追求更大追求利润的驱力并无不同）被包摄，逾越本身已经成为意识形态的主导形式。例如，如果现代艺术和文化是由“推陈出新”的逾越伦理和在形式层面上跨越边界、逃避商业化以及文化沦为媚俗所定义的，那么后现代性就是当艺术与媚俗之间、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边界被消解时所发生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现代的抵抗艺术变成了画廊、博物馆和大学的官方艺术。在这种情况下，逾越和对规范的抵抗成为了规范。一种基于“无休止的否定”和逾越的文化、政治和意识形态蔓延开来。然而，一种政治——必须强调这一点——如果总是仅仅基于对某种规范的否定，那么它最多只能在其反面支持这一规范。换句话说：反规范的斗争对其自身仅仅以一种颠倒的、否定的方式强化了它所质疑的规范这一方式是盲目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声称，在当今数字化的景观社会中，意识形态的形式在最严格的拉康意义上是“倒错的”。换句话说：意识形态采取了作为拜物教式否认的倒错形式。这一洞见与齐泽克早期的论点相吻合，即犬儒主义是意识形态质询的主导形式。

这种情况如何转移到当代的数字媒介文化中？任何历史时期占主导地位的媒介，都为我们提供了一条审视和理解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形式的途径。在这个意义上，对比两位最著名的齐泽克派媒介学者乔迪·迪恩（Jodi Dean）和托德·麦高恩（Todd McGowan）的观点是值得的。他们的工作在关于媒介和享乐的当代话语方面，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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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资本主义

迪恩（Dean）和麦高恩（McGowan）从不同视角探讨了媒体与文化中的意识形态批判。哲学家兼电影学者麦高恩主要通过对不同电影、类型和导演的文本分析来发展齐泽克（Žižek）的意识形态批判，而政治学家迪恩则更关注传播系统以及对媒体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在此过程中，她将新自由主义条件下媒体的民主维度与经济维度之间的矛盾置于核心地位（Dean 2009），特别是后者既扩展又损害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方式。迪恩认为，数字传播必须被理解为她所谓的“传播资本主义”系统。与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关于公共领域中通过交往理性进行交往行为的理论相反，迪恩认为，在资本主义内部并通过资本主义组织起来的媒体系统，并不会带来财富和影响力的更公平分配从而实现更多自由，而是会导致一个控制更严密的社会。

对迪恩的传播资本主义理论至关重要的是上文讨论过的齐泽克的观点，即在我们这个愤世嫉俗的后现代时代，不再有人相信大他者（großer Anderer）的运作。迪恩指出，数字文化的特征是象征效率（symbolic efficiency）的衰退。在这一框架的轮廓内，迪恩提出，后现代资本主义的主体已经“穿越了（资本主义的）幻象”，并认识到大他者并不拥有结构上失去的客体a（Objekt a）。意识形态与臣服现在不再是主体欲望层面的质询（Interpellation）问题，而更多是驱力（Trieb）主体层面的问题。

齐泽克在《因为他们并不知道他们所做的》结尾以及《敏感的主体》中主张，将解放政治定位于“驱力”（见第73章）而非欲望——这一论点贯穿于他的哲学和政治著作中。与齐泽克的这一提议相反，迪恩断言：“在象征效率衰退的条件下，驱力不是一种行动（act）”（Dean 2010, 31）。这里所说的“行动”，标志着精神分析结束时的那个时刻，即主体通过产生一个重新构建自身的能指（Signifikant）来实现自我转变。在齐泽克的著作中，拉康精神分析的这一行动概念与政治行动产生了交集（见第72章）。然而，迪恩认为，作为后现代资本主义的条件，或者说在传播资本主义的条件下，今天的主体已经“穿越了相信由大他者守护的客体a的幻象”，并且由于象征效率的衰退，不再相信大他者的效力，因此，政治意识形态的挑战在于：“创造打破或重定向驱力循环的可能条件”（Dean 2010, 31）。

表面上看，迪恩的提议似乎是正确的。例如，仅仅以后现代对元叙事的蔑视为出发点，后现代资本主义的主体似乎就不再以一个共同的历史框架及其理解为导向。结构主义或后结构主义关于同步性空间和多重历史（复数）的姿态似乎与这种姿态相吻合，因为它暗示了这样一个环境：其中不存在用于产生普遍集体公共感知的通用媒介。

迪恩的论点也与德勒兹（Deleuze）和加塔利（Guattari）的分裂分析提议相一致。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始终处于象征界解域化（Deterritorialisierung）的过程中，并退回到纯粹内在性的层面上。在这个意义上，迪恩关于今天的意识形态更多是驱力的内在性问题，而不是匮乏和欲望的生产问题的断言，显得很有道理，尽管她在这一点上与齐泽克意见不一。

对迪恩来说，象征效率衰退的论点提供了另一种理解“不再有人相信大他者运作”这一观念的途径。换言之，这与詹明信（Jameson）将后现代性概念化为“能指链”崩溃的观点相呼应，因为主人能指（Herrensignifikant）的功能被悬置了。

对詹明信（1981）而言，这个问题可以从元叙事功能衰退的意义上来解读。然而，对齐泽克来说，这种对大他者功能假定的不信仰，存在着一种物质和结构的关联。也就是说，在他看来，在明显不相信大他者功能的条件下，我们可以看到一种被“否认（verleugneten）”的信念投注到了商品的物质运作中。齐泽克认为，商品拜物教是资本主义结构正常运作的最低限度的物质-意识形态支撑。主体之所以能够承认自己不相信大他者，是因为它在实践和物质层面上否认了自己对货币商品价值的真实信仰。商品拜物教是资本主义社会中象征效率的最低前提。因此，正如齐泽克所论证的，对商品拜物教的信仰并非在主体化的意识层面上运作。同样，我们也不可能在一个完全透明、自我呈现且完全有意识的层面上承认我们对大他者的不信仰。相反，主体在无意识层面上，通过将其信念实践性地投注于象征秩序的效力中，紧紧依附于象征秩序。

市场以这种方式帮助说明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象征效率。重要的不在于主体自身对大他者运作的直接信仰。重要的是他者“对自己”的信仰，就像经济参与者考虑市场将如何反应的情况一样。类似地，与迪恩的观点相反，参与数字网络以及社交媒体网站和应用程序，不能被理解为用户向驱力的靠拢，而应被理解为用户以寻求大他者外部确认的形式，对一种不可能的欲望的追求（参见 Flisfeder 2021）。

齐泽克和迪恩在此分道扬镳。对齐泽克而言，解放的主体是以驱力为导向的，而对迪恩来说，驱力是意识形态的一种功能。齐泽克依据的是拉康在研讨班XI结尾处的论点：“在绘制了主体与a（客体小a）的关系图之后，幻象的体验就变成了驱力”（Lacan 1981, 273）。根据齐泽克（1999）的观点，主体只有在穿越幻象之后，才会以驱力为导向。然而，对迪恩来说，传播资本主义的主体似乎已经穿越了幻象。他们似乎知道大他者并不存在。因此，在她看来，“驱力……不是一种行动”（Dean 2010, 31）。相反，行动是指向意识形态的。换句话说，迪恩从字面上接受了主体根本不再相信大他者这一观念。齐泽克则认为，我们仍然相信大他者（市场的逻辑证明了这一点），但后现代资本主义的倒错主体否认了他们的信仰。

尽管存在这些差异，迪恩的传播资本主义概念仍是对尤尔根·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和交往行为理论的有力回应。传播资本主义这一概念指的是由资产阶级市民社会或自由主义公共领域中的分裂和障碍所引发的公共领域危机。因此，迪恩断言：“象征效率的衰退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交往反思作为一种自由理想会失败。日益增加和扩展的传播未能解决技术文化的要求和不确定性，反而加剧了它们”（Dean 2002, 130）。迪恩认为，象征效率的衰退标志着“对象征机构普遍信任的崩溃”（Dean 2002, 131）。可以说，对她而言，象征效率的衰退标志着从单一公共领域向多元公共领域的转变，这与后现代以空间而非时间为导向的趋势相吻合。

数字驱力

传播资本主义为质疑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概念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框架，特别是在后现代社会的语境下，该社会既被定义为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借用詹明信的说法），也被定义为象征效率的明显衰退。

然而，迪恩的方法存在的问题是，它没有留下任何出路，至少在拉康或黑格尔的辩证意义上是如此，而且它似乎依赖于遵循超我（Über-Ich）要求的无休止的否定和僭越项目。对麦高恩来说，与迪恩不同但与齐泽克一致的是，任何解放的概念仍然是以驱力而非欲望为导向的。这是因为欲望及其底层的幻象框架将主体引向了大他者的能动性。

由幻象中介的欲望总是在寻求满足他者的欲望，但却不断感到受挫，因为没有任何经验客体似乎能令人满意。然而，主体却对这样一个事实视而不见：当它“未能获得”所渴望的客体时，它仍然获得了一种（剩余）享乐（(Mehr-)Genießen）的形式，因为这允许主体在追求其欲望的过程中，重新设定其作为匮乏主体自身位置的坐标。这一过程是无意识的，正如驱力固有的享乐是无意识的一样。因此，对齐泽克和麦高恩来说，解放的主体“接受”了匮乏是主体性的建构性维度，而非偶然性维度。

麦高恩在他的哲学著作中比齐泽克更明确地指出，解放的主体所坚持的，不是对失去的或被禁止的欲望客体的追求，而是欲望本身的外部“边界”。根据麦高恩（2019）的观点，边界实际上更是欲望的条件，而不是禁止欲望的东西。意识形态主体仍然看到消除欲望边界或禁令的可能性。正因如此，它继续着对客体无休止的转喻性追求。

麦高恩（2016）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上运作的方式之一。它制造了一种假象，即只要我们能够跨越边界，欲望的客体就是可以获得的。边界或禁令被视为偶然的。在象征效率假定衰退的条件下（参见 Flisfeder 2021），超我继续迫使主体进行强制性享乐，从而以倒错（Perversion）的模式运作，不断制造它试图跨越的新的“外部”边界。

倒错是后现代资本主义中意识形态主体性的主导形式。这种形式使主体能够维持失去的欲望客体是可以获得的幻象。然而，正如麦高恩后来通过解读黑格尔所指出的，主体通过强加自身的“内部”边界，即设定自身边界的自由，从欲望的逻辑转向了驱力的逻辑。

以驱力而非欲望为导向意味着，主体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享乐完全存在于幻象之中，而不是存在于外部边界或禁令之外的事物中。那么，在如迪恩所言，似乎每个人都已经穿越了幻象并接受了大他者不存在的条件下，欲望是如何维持的呢？这可以通过麦高恩自己对电影和媒体研究以及数字时代电影形式的探讨来解释。

麦高恩认为，数字媒体有潜力教会我们一些关于驱力所引发的时间维度的东西，这正是因为它们玩弄了与欲望的时间关系，而驱力消解了这种关系。这也与当代数字媒体具有将时间空间化的潜力有关。麦高恩指出：“数字技术抽空了真实时间性的体验，使当代主体漂流在永恒现在的体验中”（McGowan 2011, 25）。

作为“消解真实体验的媒体”，数字媒体以一种有趣的方式与后现代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例如，如果我们像詹明信所展示的那样，在后现代资本主义文化逻辑与金融至上性的关系中来理解它，那么我们就能在市场逻辑、文化逻辑和媒体之间找到一些有用的关联。一方面，金融具有投机性和未来导向性，总是假设当前的投资将在未来产生丰厚的回报。但另一方面，金融经济也意味着从潜在的未来收益中借款以在当下进行投资。在权威驱动的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背景下，对于负债累累的工人阶级来说，工资已不足以维持当前的生活。如今的生计需要不断借贷——从未来收入中借贷，而负债的主体必须不断偿还。因此，向未来借贷产生了一种生活在永恒现在的错觉。毕竟，我们一直在向我们已经借过东西的未来还款。因此，金融资本主义和数字文化的文化逻辑产生了一种体验，在这种体验中，时间的前进被抛回到了自身。正如麦高恩所言，“通过使用数字技术，每一个时间限制都消失在空间限制之中”（McGowan 2011, 25）。然而，对麦高恩来说，数字技术正是以这种方式揭示了“驱力”与“欲望”相对立的解放导向。

麦高恩认为，我们对死本能（Todestrieb）的理解需要重构我们对时间的常规观念。对于驱力主体而言，未来并不代表对某种尚未未知的满足欲望可能性的承诺。相反，对驱力主体来说，未来被视为“重复定义主体的根本性丧失的新契机”（McGowan 2011, xi）。换言之：驱力主体的满足不在于回归一种理想化的圆满和完整形式，而在于不断重复构成主体性的根本匮乏。

驱力通过回归并重新上演根本的匮乏或丧失来获得享乐。这是一种享乐，不是享受主体所没有的东西，而是享受主体一直以来（作为重新上演的）所是的东西。也就是说，这是一种享乐，它不断重新上演主体对其自身根本的、建构性的存在选择的体验，重复其产生象征阉割（Kastration）的根本否定行为。

因此，欲望可以作为对驱力主体的诱惑。但是，尽管欲望总是将主体引向未来可能的满足，死本能主体的情况却并非如此。麦高恩指出：“（主体）将过去、现在和未来置于同一平面上”（McGowan 2011, xi）。这与新数字媒体中时间的空间化颇为相似。但是，如果数字媒体创造了一个场景，在这个场景中，就驱力而言，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没有实际的区别，那么这与迪恩将驱力视为后现代资本主义中主体化的主要意识形态模式的概念有何不同呢？

麦高恩认为，驱力很可能是我们获得享乐的模式，但以下一点是必要的：“对令人愉悦的目标的欺骗，以便屈从于重复丧失的享乐”（McGowan 2011, 11）。

欲望将主体引向一个目标。欲望始终是目的论的（既是目标导向的，也是表面上合乎目的的）。但驱力通过未能达到目标而获得满足。由于驱力所中介的享乐在无意识层面上触及我们，欲望的诱惑使我们做出违背自己所宣称利益的行为。因此，麦高恩认为，驱力是无时间的（atemporal）。通过以驱力而非欲望为导向，我们可以中断与我们享乐关系的时间性。

以丹尼斯·维伦纽瓦（Denis Villeneuve）的电影《降临》（Arrival，2016）为例。电影的无时间性是其视觉和叙事形式的组成部分。观众首先看到的是似乎按时间顺序发生的场景。在此过程中，我们被误导去假设我们在电影开头看到的事件是按时间顺序发生的。因此，在电影开头，我们看到女主角露易丝（艾米·亚当斯饰）在照顾她患有癌症的十几岁的女儿。直到后来我们才了解到，电影情节开头所描绘的事件，在故事的时间顺序上是发生在后面的。电影讲述了一种外星生命形式抵达地球的故事，展示了露易丝如何学习说一种外星语言。这使她能够以非线性的方式体验时间。直到电影结尾我们才得知，电影开头发生的事件在发生在线性时间的后期。观众最初体验为闪回或记忆的内容，实际上是对故事时间顺序中尚未发生之事的闪前（Vorblenden）。

作为观众，我们在欲望的线性层面上被无时间和非线性的叙事所诱惑，然后发现这种诱惑被用作一种手段，通过驱力的无时间逻辑来获得享乐。因此，虽然欲望线性地趋向于规避匮乏，但驱力却不断地围绕着作为建构性的匮乏打转。因此，像《降临》这样的电影代表了一种电影风格，根据麦高恩的说法，这种风格是由我们在数字媒体中获得的非线性体验所引发的，它不以欲望的线性为导向，而是以驱力的循环性为导向。

因此，麦高恩赞同齐泽克的观点，即以驱力为导向是主体性的一种伦理模式。露易丝则是这方面的一个有用例子，因为在电影中她能提前看到女儿将要发生的事情，但仍然接受了这种命运，并决定依然抚养她的孩子。尽管她知道最终会发生什么，她还是生下了孩子。换句话说，她“出于自由意志”接受了构成其主体性的匮乏，并没有逃避失去孩子的痛苦。她接受了丧失和匮乏是不可避免的。正如麦高恩所言：“驱力的无时间性使我们能够自由行动，从而成为伦理的基础”（McGowan 2011, 13–14）。

因此，从麦高恩的视角来看，意识形态仍然是通过欲望及其对失去客体的追求来运作的。它制造了克服丧失的可能性的假象，从而助长了不道德的行为（McGowan 2011, 15）。尽管如此，正如齐泽克所做的那样，在时间空间化的语境下——即在取消欲望的时间边界的语境下——值得追问的是：当数字媒体达到欲望饱和点时会发生什么？也就是说，当客体由于时间的被抽空而不再显得失去时，会发生什么？或者用齐泽克的话来说：在一个即时获取和物质过剩的世界里，“资本主义能否成功地重新引入匮乏和稀缺”（Žižek 1996, 190）？例如，齐泽克着眼于21世纪的娱乐内容流媒体问道：

“如果在不久的将来，所有数据、电影等都能即时获取，如果延迟变得微乎其微，以至于‘寻找’（一本书、一部电影……）的概念本身失去了意义，这种即时获取难道不会扼杀欲望吗？也就是说：推动人类欲望运转的，是原初失去的物（Thing）与一个经验的、实证的客体之间的短路，即把这个客体提升到物的尊严——这个客体因此填补了物的‘先验’空缺，它被禁止，从而开始作为欲望的原因发挥作用。然而，当每一个经验客体都变得可获得时，这种禁令的缺失必然会引起焦虑：通过这种饱和变得可见的是，禁令的最终目的仅仅是为了掩盖物固有的不可能性，即欲望的结构性僵局。因此，有一件事是肯定的：网络空间的到来将粉碎并彻底改变我们欲望能力的非常基本的结构，因为它将通过抽掉使我们能够逃避这一悖论的创造性升华的根基，来暴露欲望的悖论。”（Žižek 1996, 190）

正如麦高恩所指出的，问题在于“即时获取客体会揭示客体对欲望主体性的意义”（McGowan 2011, 28）。然而，他也指出了齐泽克自己对后现代资本主义中意识形态愤世嫉俗维度的解释：“只要我们将客体的失败体验为偶然的而非必然的，我们就会继续作为致力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欲望主体”（McGowan 2011, 29；强调为M. F.所加）。这可能就是为什么，尽管我们通过流媒体可以毫无延迟地获取海量内容，但我们中的许多人仍然在Netflix等平台上浪费整晚的时间去寻找完美的电影或电视剧，而不是简单地享受内容。我们知道我们找不到它，但我们仍然继续寻找。

正如齐泽克反复指出的，今天的意识形态形式不再是虚假意识。对我们来说，问题在于我们都是现实主义者，能够认识到困扰我们社会的各种结构性矛盾。因此，对他来说，犬儒主义（Zynismus）是意识形态的主导形式。麦高恩补充道：“即使他们掌握了（欲望）失败的必然性，也不能保证主体会有这种体验而不退缩到犬儒主义中[犬儒主义是一种保持成功获得失去客体的梦想，同时又拜物教式地否认自己对这一观念的投入的模式]”（McGowan 2011, 29）。犬儒主义“构成了当今主要的伦理和政治危险，因为它允许主体承认消费的无望，同时又像最天真的消费者一样满怀希望地消费”（McGowan 2011, 29）。麦高恩认为，犬儒主体“认识到了驱力的逻辑，却依然紧紧抓住欲望的承诺”（McGowan 2011, 29）。

通过以这种方式解释问题，麦高恩保留了齐泽克对驱力作为一种以伦理和解放逻辑为导向的主体性模式的辩护。他这样做是为了区别于迪恩的断言，即在象征效率衰退的条件下，驱力被记录在意识形态领域。数字媒体和文化的主要困境在于，一方面，它们通过时间边界的空间化，为主体提供了在欲望饱和中认识到欲望死胡同的可能性；但正是因为主体继续坚持这种可能性，我们看到它仍然被困在自己的幻象中。

在这种状态下，正如我们今天在社交媒体领域所看到的那样，主体在虚拟社区中寻求庇护，作为一种逃避难以忍受的超我命令的策略，在这种命令中，大他者不是一个真正的（主体间的，小）他者（Žižek 1996, 198）。例如，社交媒体及其对外部确认的依赖，帮助我们看到了在21世纪资本主义条件下对大他者的（被否认的）信仰的恢复。倒错形式的犬儒主义被证明是当代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形式。正如齐泽克所言，“犬儒主义从其淫秽底层的立场嘲笑公共法律，结果却使其完好无损”（Žižek 1996, 233 Fn. 17）。


黑格尔与意识形态批判

显然，在齐泽克的著作中，拉康理论充当了理解后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文化与媒体意识形态困境的坐标系——迪恩（Dean）和麦高恩（McGowan）在各自受齐泽克启发的媒体批判中都明确指出了这一点——但在此，我们最后要简短评论的是这样一个事实：齐泽克结合其关于黑格尔的著作，提供了一个框架，使我们能够将意识形态批判作为一种解放伦理来思考。

回顾阿尔都塞（Althusser）对电影和媒体研究的影响，我们可以发现，正如阿尔都塞所言，它占据了一种科学的立场。然而，齐泽克文化批判的优点之一在于，他将其引入了黑格尔辩证法的怀抱。尽管黑格尔断言，哲学不能被解释为对所发生之事的叙述（参见 Hegel 2012, 519），但叙述确实可以表达对某种真理的认识。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 1981）在宣称历史只能以叙事形式向我们展现时，也采纳了这一主张。

齐泽克在其著作中也阐述了这一见解，特别是当他揭示我们思维的运动时：思维从设定一系列前提的立场，走向了设定上述前提本身的时刻。也就是说，任何形式的辩证和解放思想都包含着对某个概念最初的承诺，这与拉康的观点非常相似，即伦理导向在于忠实于自身欲望的逻辑。

这是一个我们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可以看到的过程，在其中，各种叙述、例子和场景——从“主奴”辩证法到“苦恼意识”，再到“美丽灵魂”、“信仰与启蒙”——都在矛盾的显现中转化为各自的对立面。只有在过程的最后，当我们开始认识到矛盾的不可避免性时，我们才达到了绝对知识的顶点。在思考文化的意识形态维度时，也会发生类似的过程，正如齐泽克通过他在高雅文化和流行文化中的无数例子所展示的那样。

用麦高恩的话来说：“一个人首先成为政治化的主体，并不是出于对更大政治问题的某种中立关注，也不是出于消除不公正的某种普遍愿望，而是因为一种仅仅关系到自身主体性的单一欲望”（McGowan 2011, 115）。在这个意义上，对概念或（绝对）理念的承诺，对齐泽克而言，是文化解放思想的伴随现象。

在从设定反思到外在反思，再到规定反思的运动中——或者如判断的逻辑中从肯定判断到否定判断再到无限判断的运动中——齐泽克表明，对概念的承诺是文化和意识形态批判的核心操作。只有通过设定概念以及随后的否定行为——欲望的模式，对客体的不断寻找，在遇到每一个新的肯定客体时反复惊呼“不是这个！”——主体才会认识到内在的匮乏或完全实现的不可能性。同样，主体也会认识到，正是在寻找的过程中，它在幻象中找到了自己的享乐。这种享乐——被拉康称为 jouissance（见第86章）——并不在幻象之外。相反，jouissance 始终只通过幻象而存在。因此，“穿越幻象”需要直面这一事实，正如黑格尔辩证法在否定的否定中达到顶点一样。从寻找失去的欲望客体的（无休止的）否定，到否定的否定的运动，正如齐泽克再次表达的那样，


“是从客观维度向主观维度的转变：在直接否定中，主体观察到客体的变化（它的瓦解，它向对立面的过渡），而在否定的否定中，主体将自身包含在这一过程中，考虑到它所观察的过程如何影响其自身的立场。”（Žižek 2012, 299）



可以说，这就是齐泽克意识形态与文化批判的教益。它并不简单地指向对文化或媒体客体中意识形态的纯粹批判。相反，它应被理解为一种策略，使主体能够在现有现实的既定坐标内，直面自身的主体性和主体位置。这正是齐泽克的黑格尔-拉康式文化批判，相较于之前且至今仍占主导地位的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媒体与文化理论的优势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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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多年来，从《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1989）的出版到《剩余享乐》（Surplus-Enjoyment，2022）的问世，齐泽克（Slavoj Žižek）一直在持续探讨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1918–1990）的思想。特别是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质询（Interpellation）理论及其相关的主体理论，一直是其关注的焦点。在其关于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著名论文中，阿尔都塞指出，主体化（Subjektivierung），即一个人成为主体的过程，与其说是通过监狱、警察、法院和军队等“镇压性国家机器”实现的，不如说是通过学校、教会、核心家庭和媒体等各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实现的（参见 Althusser 2010, 54–55）。这些机器全都将个体“招募”并“转化”为特定意识形态秩序的主体，“而且是通过一种我们称之为‘呼唤’（Anrufung）的极其明确的操作来实现的”（Althusser 2010, 88）。通过这种方式，“每一种意识形态[]都把具体的个体作为具体的主体来呼唤”（Althusser 2010, 88）。

阿尔都塞用来阐明这种意识形态质询理论的例子是：一个人走在街上，突然听到警察喊道：“喂，那边那个人！”（Althusser 2010, 88）。于是他转过身来，回应了这个呼唤。“通过这个简单的180度物理转身”，阿尔都塞认为，即使这个个体并不是警察呼唤的预期对象，他也“成为了主体”（Althusser 2010, 88）。因为仅仅在转身的动作中，这个个体就表明他承认了警察的呼唤——“在相信、怀疑或知道”（Althusser 2010, 89）的情况下——“这个呼唤‘恰恰’是指向他的，而且‘正是他[那个转过身的主体]被呼唤了’（而不是别人）”（Althusser 2010, 89）。阿尔都塞由此得出结论，“误认”（méconnaissance）总是已经成为“承认”（Anerkennung）（Althusser 2010, 86）。其结果是，质询永远不会失败，“实际上永远不会[错过]它的目标：无论是通过口头呼唤还是吹哨，被呼唤者总是确切地知道，被呼唤的正是他自己”（Althusser 2010, 89）。

阿尔都塞是拉康（Lacan）的同时代人，拉康的思想对他产生了深刻影响，尤其是在《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正如齐泽克所指出的，阿尔都塞坚持认为误认总是已经成为承认，意识形态的呼唤永远不会错过它的接收者，这是对拉康在《关于“被窃的信”的研讨班》中论述的“隐性指涉”（Žižek 1994, 60）。在那里，拉康提出了“一封信总是会到达其目的地”的论断（Lacan 2019, 49）。然而，齐泽克认为，尽管有这种接受，阿尔都塞的思想仍然局限于早期拉康的概念之中（即所谓的“想象界”和“象征界”这两个维度的理论结合）。因此，他忽视了“象征界”与“实在界”（见第93章）之间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在拉康的最后创作阶段日益凸显。这导致阿尔都塞得出了一种与拉康截然不同的、远不如拉康激进的主体理论（参见 Žižek 1994, 136 脚注 26）。

齐泽克认为，由于阿尔都塞将主体定义为当人们认同意识形态呼唤时发生的想象性误认的效应，他不可避免地忽视了“在意识形态承认之前（prior to ideological recognition）”，存在一个“没有认同的淫荡的、不可穿透的质询的中间时刻（intermediate moment of obscene, impenetrable interpellation without identification）”（Žižek 1994, 61），一个“短暂但必要的时刻（transitory but necessary moment）”（Žižek 1996, 90 脚注 85）。在这个时刻，出现了一个“诡异的”、前主体化的主体，一个“主体化之前的主体（subject before subjectivation）”（Žižek 1989, 178）。它发现自己“面临着大他者一个不透明的呼唤，这个呼唤无法被赋予任何可辨识的意义，因此排除了任何可能的认同（confronted with an opaque call of the Other to which no discernible meaning can be attributed and which, therefore, precludes any possible identification）”（Žižek 1996, 90 脚注 85）。

这一呼唤与大他者（象征界的大他者）呼唤主体的那个呼唤并非分离。相反，它是同一个呼唤的非法底面，拉康将这一底面与实在界的大他者——超我——联系在一起，超我作为一种心理机制，以“超越快乐原则”的残酷、无情的享乐（jouissance）命令来逼迫主体（见第86章）。这种“享乐意志”，正如拉康在其论文《康德与萨德》（Lacan 2015, 299）中所称，是象征界法则被否认的附加物。它体现在大他者对个体的（试图）质询中。

齐泽克强调，当面对这种淫荡的享乐命令时，直接的、前主体的反应不是认同这一命令，而是对其解除认同（Disidentifikation）。这种解除认同被拉康与主体性本身的产生联系在一起，它采取了一种“歇斯底里”的提问形式：“Che vuoi?”（你想要什么？）。尽管这句意大利语的字面意思是“你想要什么？”，但根据齐泽克的观点，“Che vuoi?”背后的真正含义是：“为什么我是你[大他者]所说的那个人？（Why am I what you [the big Other] are saying that I am?）”（Žižek 1989, 113）；或者更具体地说，借用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的电影《西北偏北》中的暗示：“为什么我是……（一名教师、一位主人、一位国王……或者是乔治·卡普兰）？（Why am I  (a teacher, a master, a king  or George Kaplan)?）”（Žižek 1989, 113）。

对齐泽克来说，这个歇斯底里的问题——一个先于意识形态认同并因此“排除了”它的问题——证明了“质询最终总是失败的（interpellation ultimately always fails）”，因为“主体从未在质询的呼唤中完全认出自己（the subject never fully recognizes itself in the interpellative call）”（Žižek 1996, 165）。“主体总是保持着一种最小的内在距离（[T]he subject does always maintain a minimal of, inner distance）”，一种对国家机器及其使特定意识形态物质化的仪式的“我不是那个（I am not that）”的内在态度（参见 Žižek 1996, 166）。简而言之，“意识形态认同总是一种交叉手指（言不由衷）的认同（ideological identification is always an identification with fingers crossed）”（Žižek 1996, 166）。正因如此，每一种意识形态都必须不断努力，重新质询其主体。

在这里，我们触及了阿尔都塞和拉康主体理论之间的根本区别。因为阿尔都塞所称的“主体”，对拉康而言，仅仅是大他者试图赋予个体的象征性身份，目的是掩盖并从而消除真实的、激进解放的主体性对象征性权威的威胁。拉康所称的“主体”，无非是对所有象征性质询-整合尝试的“内在距离”和抵抗。弗洛伊德-拉康意义上的“主体性”并不取决于认同并同意大他者的呼唤，而是取决于对大他者权威进行“持续不断的质疑”（参见 Žižek 2000b, 115）。因此，对齐泽克来说，主体性远非如阿尔都塞所言，仅仅是意识形态呼唤的效应或副产品，而是使抵抗和短路质询过程成为可能的东西。

事实上，主体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是那个对意识形态呼唤和象征性整合保持完全桀骜不驯——因此完全无法被同化——的“实在-不可能”的客体。正因如此，主体性对特定秩序的统治意识形态构成了威胁。主体是象征界这台“机器中的幽灵”，它从内部萦绕着象征界，并不断在“矩阵中制造故障”。它们阻止了意识形态的封闭或总体化。

拉康赋予这个崇高客体（它悖论性地且不可能地就是主体）的名字是“objet petit a”（客体小a，其中“a”代表“autre”，即法语中的“他者”；见第70章）。客体小a标志着欲望的客体成因，“是主体核心深处无法被象征化的实在界之点，它是作为每一次意指操作的残渣、剩余物、遗留物而产生的，是一个体现着令人恐惧的享乐的坚硬内核（[the] point of the Real in the very heart of the subject which cannot be symbolized, which is produced as a residue, a remnant, a leftover of every signifying operation, a hard core embodying horrifying jouissance）”（Žižek 1989, 180）。

齐泽克认为，这个诡异的、“外密性”（extim）客体，这“一小块实在界（little piece of the Real）”的出现，正是引发“Che vuoi?”的原因。因为通过提出这个歇斯底里的问题，人们抵抗了自己被呼唤进入的象征性身份，“以我内心超越我自身之物的名义（in the name of what is, in me more than myself）”（Žižek 1993, 254 脚注 39）。objet petit a，这个“主体中的客体（object in subject）”，正如拉康的幻想公式（$ ◊ a）所记录的那样，与主体性本身是“严格相关的”（参见 Žižek 1989, 182, 209）。如果没有 objet petit a 作为每一个象征化过程的“不可分割的残余（indivisible remainder）”的物质化，就不会有主体：“只有在存在某种抵抗主体化的物质污点/遗留物的情况下，才存在主体（[T]here is a subject only in so far as there is some material stain/leftover that resists subjectivation）”（Žižek 2000a, 28）。

正如齐泽克在对“拉康的反阿尔都塞要旨（the anti-Althusserian gist of Lacan）”最明确、最简洁的表述中所总结的那样：“作为 的主体不是质询的效应，不是对意识形态呼唤的承认；相反，它代表了对通过质询赋予我的身份提出质疑的这一姿态本身（𝑠𝑢𝑏𝑗𝑒𝑐𝑡𝑞𝑢𝑎 is not an effect of interpellation, of the recognition in an ideological call; it rather stands for the very gesture of calling into question the identity conferred on me by way of interpellation）”（Žižek 1993, 254 脚注 39）。作为从这种歇斯底里姿态中产生的“实在界的创伤性内核”，对齐泽克来说，主体——不仅与阿尔都塞相反，而且与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等同时代人（参见 Butler 1997；见第54章）相反——并不是屈服于质询人的象征性身份的形象。相反，主体是激进解放的形象，它的出现动摇了所有的身份诉求。这意味着，对齐泽克而言，意识形态的目的不是将个体变为主体，而是相反，阻止个体成为主体，以消除真正的主体性对象征性权威构成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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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哲学家、阿尔都塞和拉康的学生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生于1937年），凭借其在1988年同名著作中阐述的“存在与事件”哲学，最迟自21世纪初以来便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他处于政治哲学辩论的中心，并为政治行动问题提供了决定性的推动力。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他在齐泽克的思想中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特别是在涉及政治主体性问题、唯物主义本体论问题以及在普遍主义前提下进行深刻政治变革的可能性时。巴迪欧对齐泽克的意义不仅源于他们共同继承的拉康思想，以及在哲学和批判理论中对后现代和解构主义立场的共同拒绝，还源于他们共同致力于激进平等的反资本主义政治、有指导的变革以及对共产主义理念的坚持。

事件与（政治）变革：巴迪欧主要在其代表作《存在与事件》（Das Sein und das Ereignis，1988）中阐述了他的事件理论。这本质上是对深刻政治变革何以可能的内部条件的描述，这些变革始于政治、科学、艺术或爱情中看似既定且稳定的秩序。其中一个关键的反思资源是巴迪欧对更高层次的“真理”的诉诸。齐泽克对此表示赞同并加以借鉴。例如，在他以英文出版的第二本书《因为他们并不知道他们所做的》（For they Know Not What They do，1991）的结尾处，他暗示，随着1989年后自由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仅仅是）表面上的全球胜利，新政治运动的可能性可能已经出现。这些新运动可以被解释为巴迪欧意义上的“事件”，因为它们表明了全球自由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与其自身可能性条件的内在对抗——这是由于共产主义作为外部敌人的消失所引发的（Žižek 1991, 270）。

巴迪欧的哲学对齐泽克来说至关重要，主要是因为它坚决抵制齐泽克所描述的当今“新智者”时代。齐泽克认为，反对解构主义和新实用主义的后现代联盟，巴迪欧的哲学以一种几乎独一无二的方式，展现了一种使激进变革成为可能的哲学主体性形式（Žižek 1993, 4）。在《幻象的瘟疫》（The Plague of Fantasies，1997）中，齐泽克将这种激进的解放潜力等同于主观“逾越”或“过度”的时刻（Žižek 1997, 92），在这一时刻，“作为事件的主体”（Žižek 1997, 92）作为一个超越现有边界的部分出现。在这些时刻，“平衡总体的约束”（the constraints of balanced totality）（Žižek 1997, 92）将被打破，激进的系统性变革的潜力将被释放。

对巴迪欧的批判：在《敏感的主体》（The Ticklish Subject，1999）中，齐泽克首次对巴迪欧关于本体论、主体和事件的思想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和详细的批判。他首先再次赞扬了巴迪欧——在当代理论界几乎是独一无二的，并且逆后现代共识而行——坚持这样一种信念：变革性事件的“奇迹”在当今世界确实可能发生（Žižek 1999, 135）。

然而——这里开始了齐泽克精神分析方向的批判——巴迪欧未能充分把握他所谓的真理的实例化，至少没有达到齐泽克在继承黑格尔和拉康之后所主张的那种程度。为此，巴迪欧必须将他所概念化研究的事件的最终结构解释为“纯粹形式的决定行为”，“纯粹形式的决定行为”（[as a] purely formal act of decision）（Žižek 1999, 144）。这一行为不仅基于当前的真理，而且最终在内容上是空洞的，“对其所指的真理-事件的确切状态（真实的或虚构的）漠不关心”（indifferent to the precise status (actual or fictitious) of the Truth-Event it refers to）（Žižek 1999, 144）。

齐泽克认为，事件的这种漠不关心以及与之相关的主体决断论，正是拉康理解主体结构的核心，即主体与拉康所谓的实在界（the Real）之间建构性的（非）关系（见第93章）。如果巴迪欧肯定这一认识，而不是基于他更坚定的主体观念（即主体是由对事件的忠诚所建构的）来批评拉康的“分裂主体”（见第95章），他就能认识到关键所在：变革性事件的可能性最终并不在于（对巴迪欧而言）无限的真理如何“降临”于存在的有限性之中，而在于它如何出现在整个存在那建构性的不一致结构中，这种结构是由建构性的主体性所结构化的，而这种主体性本身也是有限的（Žižek 1999, 162–163）。

在《视差之见》（The Parallax View，2006）中，齐泽克深化了对巴迪欧的这一批判。在巴迪欧将主体的有限性视为被卷入“存在与事件的二元论”（dualism of being and the event）的概念中，那些可能在马克思主义前提下促成社会和政治变革的事件性转变的条件被遮蔽了。特别是，齐泽克指责巴迪欧（2006, 327–329）未能把握受马克思主义训练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激进潜力，因为他将事件理解为超越性真理的序列发展：齐泽克批评道，因此对巴迪欧来说，“经济”（因为它站在存在的一边）并没有指明任何可能的事件性变革的场所。与这一盲点相关的是，巴迪欧拒绝承担在事件发生后阐明新社会秩序的艰巨工作（Žižek 2006, 327）。因此，对齐泽克而言，替代方案——“突破”巴迪欧思想死胡同的唯一途径——在于“恢复‘经济’领域的真理尊严和事件潜力”（[to] restore to the economic domain the dignity of Truth, the potential for Events）（Žižek 2006, 328）。齐泽克认为（2006, 383），在当前实践的要求下，这不会导向巴迪欧的激进好战行动主义，也不会导向对跨情境真理事件的忠诚学说，而是导向在政治经济学层面上对“我宁愿不”（I would prefer not to）的更彻底的重复。齐泽克指出，这种与赫尔曼·梅尔维尔小说《抄写员巴特比》（Bartleby, the Scrivener，1853）中巴特比形象相关的、对统治经济的停顿或拒绝（“我宁愿不”），矛盾地构成了在当前条件下任何可能创新的基础和起源。

最小差异的政治：鉴于齐泽克既肯定巴迪欧式事件所代表的激进变革，又对其提出批评，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在当今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政治组织和集体信念形式的背景下，哪种特殊形式的政治行动是最必要的。在《世纪》（The Century，2005）中，巴迪欧将20世纪的政治项目解释为通过欺骗和虚假奇观来实现完全人道社会这一乌托邦项目的暴力尝试。他借助拉康的术语将这一分析描述为“实在的激情”或“对实在的激情”。

对巴迪欧而言，虽然这种激情的主导形式是“净化”（purification），即试图实现对社会现实的暴力澄清，但他也认识并推荐了第二种形式：“减法”（subtraction）的政治，它从社会建构性的空洞形式开始，并将政治作为与其的最小差异生产出来。

在《敏感的主体》中“从净化到减法：巴迪欧与实在界”一章中，齐泽克遵循了“净化”与“减法”之间的区分。然而他指出，巴迪欧未能阐明激进减法政治的绝对命令。他过于陷入（有限的）存在秩序与（无限的）他所谓的真理秩序的二元论之中。在这方面，齐泽克的观点是，严格的拉康式（也是真正的唯物主义）回应，不是一种非凡的真理学说，而是一种对毫无例外的存在秩序本身进行更新和更严格的正统化（“形式主义”/“formulism”）。这特别意味着一种在终极“缝隙或匮乏”的（空洞）基础上进行干预的秩序，通过这种干预，元语言立场的非存在得到了证明。只有从这样一种元语言出发，才有可能将存在呈现为一个整体上一致的整体（Žižek 2004, 179）。

在2007年发表的文章《巴迪欧：一场持续辩论的笔记》中，齐泽克相应地提出了一种替代方案（并使用了一个最终（更确切地说）源自德勒兹的概念）——“最小差异的政治”（politics of minimal difference）（Žižek 2007, 33–34）：一种致力于将重复的实际形式作为“新事物出现的真正形式”（the very form of the emergence of the New）（Žižek 2007, 37）的政治。这种政治将揭示出拉康在“人类”主体自身建构核心的重复和死本能中所认识到的非人维度（Žižek 2007, 39）。根据齐泽克的观点，当今真正政治的绝对命令将是制造这种非人性，作为对变革性共产主义支撑理想的重新发明：一种致力于严格的平等主义正义和对人类激进信任的过度且暴力的唯意志论（Žižek 2007,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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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泽克和朱迪斯·巴特勒首次成为对话者，是在巴特勒将性别问题解释为展演（Performanz）或展演性（Performativität）的哲学语境中。作为社会建构的社会性别（Gender）与二元生理性别的生物学基础之间的联系被切断了，传统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观念也随之被打破。在巴特勒看来，没有任何东西在本质上先于作为社会性别的Gender，从而能够必然地推导出界限分明的性别化身体的意义。社会性别和性（Sexualität）并不是所谓自然生理性别（Geschlecht）的后天表现，因为“在生理性别、社会性别、性别展现、性实践、幻想和性之间，不存在直接的表达或因果关系”（Butler 1991, 25）。相反，我们对性别认同的活生生的体验，是由一系列与社会和话语产生的规范相一致的模仿行为构成的，通过这些行为，“身体被塑造成了它的社会性别”（参见 Butler 1990a, 274）。

当巴特勒断言女性气质不是自由选择的产物，而是“对一种规范的强制性引用，这种规范的复杂历史性与纪律、规训和惩罚的关系密不可分”（Butler 1993, 232）时，她的词汇明确地处于福柯的传统之中。她在此的政治意图是分析模仿或遵守规范如何成为进入某种社会秩序、获得归属感和安全感的代价。对社会性别规范的模仿不是主体性的结果，而是主体性的建构要素。这意味着排斥行为：“使社会性别认同变得可理解的文化矩阵要求某些类型的认同‘不能存在’——即那些社会性别不遵循生理性别的认同，以及那些欲望实践不‘遵循’生理性别或社会性别的认同”（Butler 1990, 17）。因此，超越规范的个体被压迫性地驱逐到一个“无法生存的（非）主体领域”（Butler 1991, 20）。

正是这一论断的动态机制使巴特勒与齐泽克产生了冲突，特别是在涉及拉康的“实在界”（das Reale）范畴的核心地位时（见第93章），这一范畴在齐泽克的意识形态批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巴特勒与齐泽克的首次直接交锋出现在《身体之重》（Bodies That Matter, 1993）中题为“与实在界辩论”（Arguing with the Real）的一章中。在这里，巴特勒批评的对象是齐泽克对拉康的解释中那种毫无歉意的结构主义。巴特勒承认主体建构与主体排斥之间的联系——即主体性的产生必然依赖于对主体某种东西的拒绝或禁止。如果主体仅仅是在某种结构性缺失且无法恢复的东西的基础之上才开始言说和欲望，那么这意味着主体性本身必然是不完整的，我们用来指代自身认同的词语永远无法命名我们身上任何完整或本质的东西。巴特勒支持这一结构主义真理，因为它有效地削弱了针对认同范畴的政治动员——这些认同范畴往往被想象为统一性或普遍性的实质来源。然而，她担忧的是一种似乎能够促成并允许排斥性实践的结构的条件和拓扑学——例如那种逻辑推导出的主张，即社会象征秩序只能在被其排斥的事物的基础之上才能产生。这使一种法则作为不变量合法化；它“免于它所引发的话语和社会的重新接合”（Butler 1993, 190）。巴特勒认为，没有任何法则是纯粹形式的：“不可象征化、不可言说、不可辨识之物的生产，也始终是一种社会贱斥（social abjection）的策略”（Butler 1993, 190）。

对巴特勒来说，齐泽克对拉康结构主义的延续——特别是被排斥的实在界这一范畴——是反女权主义或异性恋霸权主义阻碍某些性组织或性实践获得文化可理解性的一部分。因此，与后者相关的身体被归类为“无法生存的、不可叙述的，并最终是创伤性的”（参见 Butler 1993, 188）。尽管巴特勒承认，主体性的产生和社会秩序的本体论一致性与一种法则有关，该法则排斥了某种本质的东西，并且只有在所有假定的完整性来源被排斥之后，才让它们显现出来。然而，她认为象征法则是某种恶意权力的名片。巴特勒没有将其视为非个人的、逻辑的和纯粹形式的，而是将法则与规范性的话语政体联系起来，这些政体的主张和特权值得被质疑。巴特勒问道，象征化的环境和边界究竟归因于谁的权威？谁有权决定哪些身体是重要的：“什么将有资格、什么将没有资格成为一种在话语上可理解的存在方式”（Butler 1993, 190）？

齐泽克深知巴特勒从批判自然化和规范化的性别认同观念出发所提出的重要见解。“只要巴特勒揭示了实体化性别差异的标准方式的僵局，人们就只能钦佩她的独创性”（Žižek 1993, 265）。然而，当对社会性别展演性的解放式崇拜变得毫无节制时，她的理论就出现了偏差。但巴特勒坚持认为，“女权主义的批判任务不是在建构的认同之外建立一个视角……批判任务反而是去定位由这些建构所促成的颠覆性重复的策略”（Butler 1990, 147）。齐泽克拒绝这种观点。对他来说，最有效的策略是指出建构认同之外的立场实际上已经成为这些建构认同的一部分。这一事实意味着，对现有建构的无休止颠覆可能是可以避免的，并且有可能冒更大的风险或做更多的事情，而不仅仅是颠覆现有的建构。齐泽克一针见血地指出，巴特勒的积极计划，即“构建多重主体位置以颠覆每一个固定认同的无边界展演游戏”（Žižek 1993, 365），包含了回避性别认同中更深层、更令人不安的维度的可能性。在此背景下，他坚持拉康的见解，即性别差异不是某种话语的或历史的东西，而是被排斥之物（拉康意义上的实在界）本身，它构成了历史和话语产生的条件。巴特勒则批判性地将这一见解评论为“僵化法则的遗留物”（“积淀行为的遗产”；Butler, 1990a, 274）。正如齐泽克所表达的，对拉康而言，性别差异先于“‘男性’和‘女性’这两个分化的位置”（Žižek 1997, 214）。齐泽克的意思是，性别差异属于实在界。它与霸权政体的排斥性实践无关。“性别差异的实在界非但没有预先限制各种性安排的多样性，反而是推动其偶然增殖的创伤性原因”；并且：“它开辟了关于‘性别差异’将意味着什么的霸权斗争的领域”（Žižek 2005, 322, 309）。

这场关于实在界政治意义的辩论（以及它所体现的拉康结构主义与福柯历史主义之间的僵局）在《偶然性、霸权与普遍性：当代左翼对话》（Contingency, Hegemony, Universality: Contemporary Dialogues on the Left，Butler, Laclau, Zizek 2000）中得到了最详尽的探讨。在这里，巴特勒批评性别差异的实在界“是一个真正绝佳的权力工具”，因为它教条地代表了一种普遍性的强加。这种强加否认了实在界在“提出普遍性主张的意义和力量的各种修辞和文化语境”中所必须经历的大量文化翻译（Butler 2000a, 35）。换言之：性别差异类似于教条的普遍性，因为它掩盖了其在文化语境之间的转换，在这些语境中，普遍性被伪装成超越任何文化语境的普遍存在。某种历史性的东西被伪装成了先验的东西。相反，对齐泽克而言，一种脱离了与实在界联系的社会象征秩序理论，消极地将政治斗争局限于可用的修辞和文化能指及语境中。因此，利用各自提供的认同概念来颠覆认同，并不能让事情简单地保持原样。因为它掩盖或阉割了实在界的政治丰饶性，实在界是真实行动得以产生的场所，而这些行动反过来又促成了“普遍性空间本身的神秘显现”（Žižek 2000, 104）。这里的普遍性指的是一个围绕实在界组织起来的共同社会空间。然而，这个实在界仅仅被构想为一个排斥的场所——一个完全空洞或纯粹概念性的场所。

齐泽克与巴特勒之间争论的延续最终也围绕着安提戈涅（Antigone）这一人物展开。对巴特勒来说，当精神分析将安提戈涅的行为称为反常（pervers），或将安提戈涅视为一种无法与象征秩序相协调的（乱伦）之爱的承载者时，它实际上是在支持一种规范上不可消解的社会法则。当巴特勒断言在拉康的形式主义与激进的酷儿政治之间不可能存在富有成效的当代结合时，她再次关注的是被赋予某种法则的“神学地位”（参见 Butler 2000b, 75），这种法则据称排斥并因此决定了社会象征秩序的产生。巴特勒钦佩安提戈涅留下了这样的痕迹：“一种替代性合法性的痕迹，它作为其令人震惊的未来，萦绕在有意识的公共领域中”（Butler 2000b, 40）。将她的欲望视为反常、将她的行为视为违法，意味着将认定安提戈涅的欲望为反常的规范，以及将安提戈涅的行为定性为非法的法则置于审查之外。相反，巴特勒希望允许安提戈涅的亲属行为去质疑并由此松动法则对社会关系的结构化。巴特勒似乎设想的是这样一个未来：在这个未来中，“这个世界上的克瑞翁们（Kreons）”会改变他们的想法。这关乎倡导一个社会秩序比现在更具弹性的未来。在这个未来中，像安提戈涅这样的欲望承载者是合法的，并被允许提出他们的诉求。

齐泽克在此的回应不仅坚持拉康形式主义对安提戈涅的解读，即将其视为属于实在界的、具有破坏性甚至近乎革命性欲望的承载者。这种欲望展现了欲望的驱力维度，因为它对欲望的满足和/或对安提戈涅有益的事物完全漠不关心。相反，齐泽克创作了索福克勒斯戏剧的第二和第三个版本（见第41章）。在第二个版本中，他设想安提戈涅成功说服了克瑞翁，让他相信她的兄弟理应得到体面的安葬。但由于在这个版本中安提戈涅仍然是该剧的女英雄，齐泽克又创作了第三个版本。在第三个版本中，安提戈涅对波吕尼刻斯（Polyneikes）的过度依恋被描绘为集体主义政治和决策的障碍。她现在成了“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问题的解决方案（参见 Žižek 2016, xxv）。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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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雅克·德里达

Dominik Finkelde[1]

Email: dominik.finkelde@hfph.de

基于马丁·海德格尔对经典形而上学传统范畴（海德格尔在从柏拉图到黑格尔的著作中诊断出这些范畴）进行哲学质疑或破坏的要求，德里达提出，这种破坏已经存在于每一部哲学文本之中。这一论点是他解构（Dekonstruktion）理论的基础，他将其视为一种诠释学方法（参见 Derrida 1983）。它试图在哲学文本中，特别是在其边缘处，寻找那些通过在二元（即被确定为真和假的判断形式）中推进而逃避概念性思考的东西（参见 Derrida 1988）。德里达认为，当作者提出真理主张时，文本内部的概念矛盾总是必须被压制。他将“解构”称为一种阅读的艺术，通过这种艺术，人们可以追踪这些由概念决定的真理主张中的裂痕和断裂。德里达对西方哲学经典文本的许多解释旨在表明，在人类语言中可以找到多少游戏。在这方面，他的思想类似于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1889–1951），后者在其《哲学研究》（Philosophischen Untersuchungen）中同样反对这样一种观念，即语言传达了可以作为真理主张逻辑基础的前语言事实。对于德里达和维特根斯坦来说，没有任何语言游戏构成语言和逻辑的核心；没有任何语言游戏可以成为所有其他语言游戏的起源。

相比之下，简而言之，分析哲学的实在论分支将意义视为一种语义上独立的实体，可以通过命题中真值分析的客观程序来定义。对于这一传统的思想家来说，“真理不是句子或思想的属性[]，正如人们遵循语言可能假设的那样”（Frege 1971, 140）。相反，它是事实的属性。后者使我们的判断成真，而不是相反。

相比之下，在与德里达著作相关的后结构主义认识论中，意义取决于语言的推论网络。它沿着整个能指链扩展，产生不断新的差异和概念洞见。意义“存在”，同时它总是“在到来”；它是符号划分和细分特定过程的结果，这些符号通过参考整个符号网络来获得其身份。能指不能孤立存在，而是依赖于一个必须在其中被解码的系统。意义本身因此附着着某种不稳定的东西。德里达将任何试图抵御这种真值或意义不稳定性的思想系统称为“形而上学的”或“逻辑中心主义的”（在负面意义上）。他认为将意义理解为依赖于独立于概念的事实是错误的。对他来说，这背后隐藏着一种错误的信念，即人们可以通过语言这一认知媒介，看到一个在认识论上独立的现实，或者思想的基本原则，或者现实的无可争辩的基础，然后在此基础上自下而上地建立起整个意义的等级体系。对于德里达来说，由于一种根本的差异或延异（différance）（参见 Derrida 1988, 31–56），意义发生了偏移，这破坏了概念性思维任何必然的二元结构。因此，对他以及德勒兹和利奥塔来说，任何表达的意义永远不可能与其自身同一。每一个新的辩证认知过程都表现为对具有真理能力的事态的不断推迟的实现。

相反，德里达的批评者倾向于认为，世界由实体组成，例如具有各种属性以及它们之间关系的对象。这些实体独立于人们对它们的认识而存在。对于这些批评者来说，对真理的纯语义理解会导致自我矛盾，在他们看来，即使是理想的认识论也可能仍然是错误的。因此，真理必须被形而上学地理解为语义上独立的事实与命题之间的对应关系。这里的辩论之所以被如此详细地阐述，是因为它不仅反映了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康德与黑格尔哲学之间的差异，也反映了20世纪50年代威拉德·范·奥曼·蒯因（Willard Van Orman Quine，1908–2000）与维也纳学派逻辑实证主义之间的差异。但除此之外，提到它也是因为齐泽克（Žižek）本人将利用真理和意义等概念来反对德里达，而他的批评至少在部分上与上述对延异（différence）的批评者相一致。

早在用斯洛文尼亚语出版的第一本书《差异的痛苦》（Bolečina razlike，1972）中，齐泽克就在与海德格尔哲学的比较中探讨了德里达。从那时起，这位法国人主要扮演了一个被批评的对话伙伴的角色。作为后结构主义的主要代表，他所体现的立场在齐泽克看来与拉康的哲学是不相容的。因此，在《审问实在界》（Interrogating the Real）中，他强调拉康有必要与“任何被称为‘后结构主义’的传统保持距离，该传统的目标是‘解构’‘在场的形而上学’：谴责完全的在场，在那里发现缺席的痕迹，在一堆推迟和痕迹中消解固定的身份”（Žižek 2006, 31）。拉康与后结构主义者（以及处于其中心的德里达）之间的差异是多方面的。它们涉及在政治宏观权力和规训微观权力的话语中主体表面上的消亡，拉康在其“无意识主体”理论中并不认同这一点。但它们也涉及将判断中的真理主张批评为“极权主义”的语言姿态，以及偏好话语伦理的延异（différence）而非政治例外状态的行动。

在他的专著《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Das erhabene Objekt der Ideologie）中，齐泽克探讨了德里达哲学中的一些批判性方面，他将在后来的出版物中继续探讨这些方面。“‘后结构主义’”，他在那里写道，“通常将主体还原为所谓的主体化，并将其理解为非主体过程的效应：它总是被一个前主体过程[]所占据和穿透。[] 然而，在拉康那里，存在着一个完全不同的主体概念。[] 主体化掩盖的不是书写的前主体或超主体过程，而是结构中的一种匮乏，而这种匮乏就是主体”（Žižek 2021, 240）。

齐泽克在拉康的主体哲学中对匮乏概念的强调解释了为什么他认为德里达对拉康使用的“主人能指”（见第84章）概念的解释是不充分的。主人能指（法语：point de capiton）标志的不是语义意义等级网络中在所有可能世界中保持不变的不可动摇的意义丰满，而是一个“例外”的点（Žižek 2021, 214），一个“语义零点”的位置。然而，正是因此，即作为“匮乏的能指”（Žižek 2021, 214），主人能指对于在差异的语义场中生成意义是至关重要的。作为“严格指示词”，由于其意义的空洞性，它逃避了德里达所偏爱的语言意义的转喻式滑动，“[它]的作用[]纯粹是结构性的，其本质纯粹是表演性的”（Žižek 2021, 148）。主人能指的意义“与其自身的发声行为相重合：简而言之，它是一个‘没有所指的能指’”（Žižek 2021, 148）。然而，正是通过这一点，类似于拉康所偏爱的隐喻修辞格，与解构主义所偏爱的转喻不同，它标志着一个“切口”。在齐泽克的论述中，隐喻和转喻象征着两种不同的解释方式，即如何解释在精神与世界之间进行中介的语言语义场：是作为一个主要以稳定性（通过作为语义零点的主人能指）为特征的网络，还是主要以不稳定性（通过延异 différance）为特征的网络。因此，当德里达将拉康贴上形而上学思想家的标签，认为他用主人能指的概念通过否定性将所指与能指之间的任意关系本质化时，齐泽克强调，语义零点实际上是通过创伤性的“切口”来对抗意义的推迟（播撒或延异 différance）。主人能指不是意义充实的节点，而是实现无与有之间结构性相互关系的隐喻。因为这是可能的，所以不仅一个精神病患者可以认为自己是国王，即他可以穿上象征性王权的隐喻外衣，而且坐在温莎家族王座上的国王也可以这样做。他对自己的隐喻性授权在形式上与精神错乱者的授权没有区别。一种自我指涉的隐喻姿态——某物通过完全不同的某物表达出来——让无中生有，产生了一个王权（见第85章）。

在齐泽克看来，这也是德里达解构主义的弱点所在。它可以表明，作为概念规定的身份如何总是因为被其排除的东西而不完整并被推迟；然而，延异（différance）理论无法解释身份究竟是如何产生的，或者为什么它以表演性宣告的真理名义出现的、有时是创伤性的出现，对于意义的建立是至关重要的（参见 Finkelde 2019）。尽管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旨在表明一个实体的可能性条件如何也是其不可能性的条件，但他最终将两者（可能性和不可能性）对立起来，以至于一个存在者永远无法完全进入现在。但这不仅违背了日常心理学（根据日常心理学，事物在事实上确实“是”，即存在），而且也违背了在政治上从政治辩论到战争中关于“情况是什么”的斗争方式和必须斗争的方式。

齐泽克对德里达关于“没有元语言”的主张的批评紧随这一思想。借鉴拉康，齐泽克也拒绝一种理想的语言系统（无论是逻辑主义的还是数学的），这种系统可以内在地、没有认识论残余地与现实的基本结构短路，但对于德里达来说，拒绝元语言意味着每一个发声过程总是破坏同一过程的陈述。然而，齐泽克认为，德里达在此没有认识到，恰恰是这个立场“是元语言最纯粹和最激进形式的立场”（Žižek 2021, 215）。因此，德里达的哲学（将概念网络的去中心化作为后结构主义诗学来培养）不仅被证明是一种非政治的玻璃珠游戏，而且“最终是矫揉造作的。所有‘诗意地’写作并让我们感觉到我们自己的文本已经陷入多元过程的去中心化网络中的努力[]往往导致后结构主义评论走向黑格尔可能称之为‘恶的无限性’的东西：对相同理论假设的无休止的、准诗意的变体，一种不产生任何新东西的变体”（Žižek 2021, 215–216）。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仅仅作为对语言和政治中霸权权力实践的批判而起作用。但恰恰在它自身提出霸权主张的那一刻，解构主义未能将其自身的主张转向自身。或者换句话说：宣布延异（différance）作为身份无限自我分化范式的全能统治，忽视了那些真正“产生差异”的差异（参见 Bateson 2000, 459），这些差异与后结构主义的差异概念有着决定性的不同（参见 John McSweeney 2011, 45）。出于这个原因，从齐泽克的角度来看，德里达发现自己被迫只能在具有弥赛亚主张的安慰性宗教形而上学的旗帜下，来彰显解构实践本身的有效性。“[正如]德里达自己在过去二十年中所意识到的那样，解构越是激进，它就越必须依赖其固有的不可解构的解构条件，即正义的弥赛亚承诺。这个承诺是真正的德里达式信仰对象，而德里达最终的伦理公理是，这种信仰是不可还原的、‘不可解构的’”（Žižek 2003, 139）。

表面上看似解决方案的东西，结果却是一个没有政治效力的伦理-哲学事业。一个没有积极存在概念的弥赛亚主义，或者一个没有对延异（différance）也产生差异的差异概念的弥赛亚主义，会沉沦为一种纯粹形式的、最终无效的伦理学的零点。德里达关于“即将到来的民主”的构想因此处于伊曼纽尔·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的传统之中，即将上帝描绘为完全的他者，必须避开所有有限的把握和化身（参见 Žižek 2000, 140–142）。只有作为一种总是被推迟的弥赛亚承诺，即将到来的民主才是可表达的，随之而来的是政治与伦理之间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的思想。但这种立场总是将政治定义为要么是不充分的尝试，要么是极权主义的。相比之下，齐泽克在他的行动理论（见第72章）中主张，政治现实与所追求的理想之间的鸿沟在这个世界上是可以弥合的。政治行动知道其偶然性及其塑造力量的局限性；然而，在其中，必然性和普遍性可以重合。

注释


[1]: 慕尼黑哲学学院，德国慕尼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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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多米尼克·芬克尔德（Dominik Finkelde）[1]

奥地利医生和神经生理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以其无意识理论深刻影响了过去120年的人类学、文化理论和（后）结构主义。特别是在所谓的欧陆哲学传统中，有许多作者将他的著作视为挑衅性的挑战，或是作为他们思想的基础：从海德格尔、哈贝马斯到托马斯·内格尔（他们显然与弗洛伊德处于批判性的对话中），再到深受其著作影响的福柯、德里达、拉康、德勒兹和巴特勒——这仅是其中的几位。特别是在盎格鲁-撒克逊地区展开的各种“弗洛伊德战争”（Freud Wars，参见 Gomez 2005）对此几乎没有改变。它们从根本上质疑了弗洛伊德在精神史和思想史上的成就，但未能动摇其作为经典作家的地位。

在上述作者中，拉康的接受尤为突出。这位巴黎弗洛伊德学派（École freudienne de Paris）的前创始人在《梦的解析》（1899/1900）的作者身上看到了结构主义人类学的先驱。受当时心理物理学（特别是赫尔曼·冯·亥姆霍兹和古斯塔夫·T·费希纳的代表）的启发，弗洛伊德设计了一种既具有能量-神经科学性质又可作符号学解释的症状学，从而为心灵的无意识过程提供了一种迄今未被认识的理性解释。这些过程被证明具有语言结构、自主性和机器般的特征。因此，有些行为显然不受我们意志行为的心理因果链的控制。这可能是一个弗洛伊德式口误、眼睑的无法控制的抽搐，或者是难以忍受的噩梦体验。

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上述症状可能指向意识的空白。它们作为“对未发生之事的替代”（Freud 1982a, 279）而存在，并且无法在心灵的心理机制中被搁置或遗忘。早在其职业生涯初期，弗洛伊德就在《癔症研究》（1895年，与约瑟夫·布洛伊尔合著）中，在他所发展的潜伏期理论框架内分析了这类心理物理学的疑难（Aporien）。“某些心理过程通常本应发展到让意识察觉的程度。但这并没有发生，因此，从那些未被打破、以某种方式受到干扰且必须保持无意识的过程中，产生了症状”（Freud 1982a, 279）。

自1895年以来，即自他在与威廉·弗利斯（Wilhelm Fließ）交流中写成《心理学计划》（Entwurf einer Psychologie）一文以来，弗洛伊德一直在寻找“症状的意义”（Freud 1982a, 258–272）。作为乍看之下似乎“无意义的观念”的载体，它（意义）必须在“过去的情境中被找到”。因为在这种情境中，给意识留下空白的意义作为“观念是合理的，而（压抑的）行为是符合目的的”（Freud 1982a, 270）。因此，正如在结构相似的梦中一样，症状也表现出意识与无意识心理状态之间翻译功能的缺失。在这一背景下，弗洛伊德的发现标志着他与同事卡尔·G·荣格日益疏远。因为荣格将“原型”视为无意识集体结构的语义基石，认为它们是决定梦境的内容，而弗洛伊德则认识到，不能赋予无意识任何积极（实证）的内容。

弗洛伊德在多大程度上为拉康关于“无意识像语言一样具有结构”（Lacan 2015, 15）的论断奠定了基础，这可以从他对“玩笑”（Freud 1982b, 9–220）、口误以及专有名词遗忘的分析中看出（参见 Freud 1955）。在这一背景下，他对遗忘一个被不愉快联想包围的专有名词（“西尼奥雷利”，Signorelli）的分析，尽管具有推测性，但仍极具启发性。它表明，音素作为具有对比语音特征的最小词汇单位，如何在心灵深处“触发”具有语义意义的联想，以至于心灵通过无意识的审查机制来屏蔽对这些——引发语义压力的——粒子的有意识吸收（参见 Freud 1955, 9）。在上述例子中，弗洛伊德的自我分析揭示了，关于一个涉及弗洛伊德本人的医疗失败案例的被压抑的思想，如何通过与死亡和性等主题的交叉关联，将意识分裂为格式塔理论中的前景与背景关系。换言之：具有语义意义的音素被证明是心理过程分裂为意识和无意识的形式条件，这种分裂在动物界是不存在的。当“西尼奥雷利”这个名字连同各种不愉快的联想被无意识力量阻止进入意识时，类似症状的“替代”联想则在弗洛伊德心灵的心理状态中凸显到前景中。

在《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的开篇章节中，齐泽克将弗洛伊德的个别定理应用于主体哲学和文化理论的问题上。例如，他指出了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理论中形式与内容扭曲之间的结构类比（参见 Žižek 1989, 11–23）。正如弗洛伊德所认为的，梦的运作（Traumarbeit）作为赋予梦的图像画谜以形式的机制，对于精神分析工作来说可能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至少比揭示作为“显在梦内容”基础的“潜在梦思想”更为决定性）；同样，在齐泽克看来，对马克思而言，商品世界也不仅仅是世界上自然物体数量的延续。相反，随着“劳动时间”作为商品进入市场，商品形式已经成为一种无意识的、或者说在商品交换行为中内在隐藏的异化结构的意识形态媒介（见第65章和第85章）。在马克思那里体现商品的价值，现在明确地与其使用属性脱钩，并越来越多地受到货币形式、产品营销和剩余价值生成等社会关系的塑造。异化存在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关系的形式表面中，正如对弗洛伊德而言，梦在梦的运作中的形式在症状学上具有意义，而不是其特定的内容。

拉康接过了弗洛伊德所揭示的能指与压抑之间的相互作用，并用他那个时代的语言学和人类学结构主义工具对其进行了扩展。他将症状理解为一种“隐喻，在其中肉体或（身体）功能被把握为能指元素”（Lacan 2016, 613）。能指作为数据包，是推理性意义网络的组成元素。作为我们第二自然的基石，它们既嵌入我们的意识中，又在意识之外我们周围的共同世界中无处不在：在报纸、红绿灯、广告海报、纪念馆等之中。作为象征性印记的机制，它们在集体网络中奠定了意义、价值和规范的基础。同时，能指将自身铭刻在我们人类的意识和无意识心理状态中，就像子集包含在超集中一样。这也是为什么症状可以在心理状态的深层中扮演被压抑能指的替代物角色的原因。这正是精神分析的基本见解之一：认识到生理上的痛苦（例如多拉[伊达·鲍尔]的咳嗽，弗洛伊德在1905年的《癔症分析片段》一文中对此有过报道）可以被视为一种信息。它毫不夸张地要求被倾听。这个信息是针对作为症状载体的主体的。

具有语义意义的音素被证明是心理过程分裂为意识和无意识的形式条件。该信息隐藏在属性交换的框架内。症状在符号学或符号理论上被解释为与一种不被允许显现的真理相关联，因此它仿佛处于一种不存在的状态（参见 Finkelde 2023, 31–38）。在这种精神分析逻辑背后，隐藏着真理是隐蔽的这一形而上学假设。（与此相关的是这样一种思想：被隐藏的东西必定是真实的——或者说，主体的真理存在于它（主体）所隐藏的东西之中。）

这里的真理概念与命题真理或符合论真理无关。相反，它指向的是排除关系，通过这种关系，被排除的事物能够更加强烈地回归。拉康：“症状本身彻头彻尾就是意义……也就是说：真理；成形的真理”（Lacan 1991, 406）。换言之：在症状中显现出个体心灵未能处理的东西，它在抗拒翻译的过程中占据了精神与身体之间的一种妥协状态。因此，例如在精神分析疗程中，解释的任务之一可能在于确定是哪个能指或哪个信息被构成症状的身体机制所取代，以及为什么。

由此也可以理解，齐泽克最迟在《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中，是如何在刚刚提到的弗洛伊德和拉康的见解之上，建立起他自己具有文化哲学色彩的症状学的。在《爱你的症状如爱你自己》（1991）、《斜目而视》（1992）和《实在界的扭曲面庞》（1993）等出版物中，他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理论，而上述简要阐述的理论构成了他自己思想的基础。虽然拉康的见解引发了症状普遍化的过程，但实际上是齐泽克（连同卢布尔雅那精神分析学派的众多代表人物）将这些见解扩展为一种具有精神分析色彩的批判理论。

在这一背景下，还需要提及由埃内斯托·拉克劳和雅克·朗西埃所传达的信念，即我们周围的现实（无论是个人的还是社会的）都建立在一个根本的、但被压抑的对抗（Antagonismus）之上（见第7章）。因此，存在着许多社会症状，简而言之，它们源于社会无意识，也是齐泽克反复提及的：无论是指向无醇啤酒、无糖软饮料或低脂巧克力等消费品，这些产品一方面简直是在命令顾客享受产品（“享受可口可乐！”），同时又将这种享受置于替代品的推荐之下；还是指向“西方佛教”的时代精神，饱和的西方社会希望借此在面对自身生活方式的困境时获得内心的平静（参见 Žižek 2003）。作为未被理解但依然有效的现象，这类症状既用于防御社会中的对抗，也用于稳定统治实践。

在此过程中，齐泽克反复谈到拉康的“实在界”（das Reale）概念（见第93章）。它标志着象征世界不可能在它们所管理的意义框架内实现封闭，或者说不可能获得连贯性和不可动摇性。“实在界”的概念探讨了在能指秩序中反对其连贯性条件的东西。这也是为什么从弗洛伊德、拉康和齐泽克的视角来看，主体性不能被消除性地还原为例如受话语影响的生存条件或质询（Anrufung）条件。主体性同样也不是那种可以简单地在自由创造行为（福柯）和存在主义自我设计（萨特）中超越社会条件而展开的机制。弗洛伊德和拉康对“无意识主体”的理解抵制了这两种解释，但（矛盾的是）又吸收了这两者的特征。因为实际上，对齐泽克而言，在无意识层面上存在着一种自由的伦理。齐泽克在他的“行动”（Akt）理论中赋予了它具体形态（见第72章）。

Notes


[1]: 慕尼黑哲学学院，德国慕尼黑。多米尼克·芬克尔德（Dominik Finkelde）。电子邮件：dominik.finkelde@hfph.d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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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格奥尔格·W·F·黑格尔

Robert Sinnerbrink[1]

Robert Sinnerbrink

Email: robert.sinnerbrink@mq.edu.au

德文版由Coraly von Welser自英文译出。

黑格尔在齐泽克的全部著作中无处不在。他的辩证法与拉康的心理分析哲学以及当代的意识形态批判共同构成了一个三元结构，这一结构构成了齐泽克整体理论项目的特征（参见 Žižek 1991, 2）。其中三个黑格尔式的核心概念尤为突出：（1）作为一种批判理论形式的思辨辩证法；（2）作为“自我关联的否定性”（selbstbezogene Negativität）的主体概念；以及（3）一种具有新黑格尔主义色彩的当代意识形态批判。以下的论述将集中于贯穿齐泽克著作的这些方面。

世界之夜

在其专著《敏感的主体》（The Ticklish Subject, 1999）中，齐泽克展开了对“形而上学”主体的论述，在他看来，这是黑格尔所主张的，并且特别涉及激进否定性的特征。齐泽克引用了黑格尔的两段名言，这两段话明确表达了否定性的解体力量。第一段出自黑格尔1805-1806年的《耶拿实在哲学》手稿：“人就是这黑夜，这空无的无，它在它的单纯性中包含一切，包含着无数表象和图像的财富，而其中没有哪一个恰好出现在他脑海中，或者说它们都不是作为当前存在的。这[就是]黑夜，在这里存在的自然的内部——纯粹的自我。在幻影般的表象中，四周全是黑夜，这里突然冒出一个血淋淋的头颅，那里又突然冒出一个白色的幽灵，然后又同样地消失了”（Hegel 1987, 172）。

齐泽克对黑格尔这段话的解读是，它捕捉到了想象力的消极的、破坏性的力量。他将想象力称为“将连续的现实驱散为混乱的、部分客体之集合的力量”（Žižek 1999, 30）。作为这样一种力量，它体现了人类任意自由的激进否定性。正如黑格尔所断言的，它是那种能够“撕裂图像并在没有任何约束的情况下重新连接它们”的力量（Žižek 1999, 30）。

齐泽克将这段话与谢林将主体视为“自我的纯粹黑夜”的概念联系起来。后者作为激进的否定性，与存在的深层结构相对立，或者说体现了存在中的一道裂缝。黑格尔对疯狂的理解也建立在对否定性的这种理解之上。它体现了人类意识与外部现实之间所有联系的切断（参见 Žižek 1997, 8; 1999, 34–35）。然而，齐泽克与黑格尔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同时将这种从世界的撤退视为人化的奠基性姿态，从而也是主体性本身的源泉（参见 Žižek 1997, 8）。没有这种激进否定性的经验，没有经历疯狂的过程，就不会有主体性。必须首先切断与周围环境的联系，然后才能构建一个象征性的意义宇宙（参见 Žižek 1997, 9; 1996, 78）。这种黑格尔式的激进否定性契机始终是齐泽克主体性论述中的一个贯穿性特征。它为他分析革命暴力的历史-政治经验奠定了基础（参见 Žižek 2008；见第82章）。

停留于否定物

齐泽克经常引用的第二段黑格尔文本，是出自《精神现象学》（1807）中关于“停留于否定物”的著名段落：“但是，精神的生活不是害怕死亡而幸免于蹂躏的生活，而是敢于承当死亡并在死亡中保持其自身的生活。精神只当它在绝对的支离破碎中能保全其自身时，它才赢得它的真实性。……这种停留就是一种魔力，它把否定物转化为存在。——这种魔力也就是上面称之为主体的那个东西……”（Hegel 1964, 29–30）。

按照黑格尔的观点，主体性以其作为精神或参与精神的形式，代表着对有限性的拥抱：作为在有限中对无限的肯定，以及在无限中对有限的肯定。在第一种情况下，主体性对应于想象力和知性（Verstand）的自我超越力量；在第二种情况下，主体性作为自我意识，是其社会-历史主体间性的媒介。在此意义上，主体性是通过一种“否定的自我关联”构成的：一种中介化的自我关联，在这种关联中，自我通过其与他者的关系来发现自身。然而，主体也是一种“自我关联的否定性”：它仅仅通过激进否定性的经验（完全否定自身的自由）来赢得其真理（其在相异性中的自我同一性）。这种激进否定性的力量，或者说“自由的深渊”，正是定义主体的要素。

齐泽克并没有在黑格尔的这种激进否定性面前退缩。他指出，黑格尔赞美的不是理性（Vernunft），而是知性（Verstand）——这种“肢解”的无限力量——将其视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并且这种“否定性力量”等同于“前综合的想象力”：“破坏每一个有机统一体的毁灭性力量”（Žižek 1999, 31）。尽管黑格尔的这两段话论述的是对立的现象——纯粹主观内在的前话语混乱与理性知性的抽象话语活动——但它们结合在一起，构成了否定性的前综合与话语力量，这正是主体性自由的构成要素。

齐泽克对黑格尔“具体普遍性”（konkrete Universalität/Allgemeinheit）理念的非正统解读（见第87章）——除其他外，被理解为必须经历抽象否定性的过程，这使得主体能够作为自由和普遍的存在实现个体化——在《视差之见》（The Parallax View, 2006）中得到了进一步阐释。它也构成了齐泽克以黑格尔为导向分析“规定性否定的危机”（crisis in determinate negation）的基础，他认为自由民主政治和当代政治哲学都受到了这一危机的影响（参见 Žižek 2008, 337–380）。

在《视差之见》中，黑格尔的“世界之夜”同样出现在与革命暴力问题相关的语境中。齐泽克引用了丽贝卡·科迈（Rebecca Comay）的论述，她探讨了黑格尔对革命恐怖的自我毁灭性狂怒的分析与“断头台的大众想象所抱有的对生存的强迫性幻想”之间的联系（Žižek 2006, 43）。革命颠覆的狂热摧毁了既定历史-社会现实的结构，将我们抛回基本的“主体性零点”：“在本体论虚无的背景下四处漂浮的部分客体的幽灵般淫秽的原初现实”（Žižek 2006, 44）。

诚然，黑格尔的分析旨在表明，这种革命恐怖会自我瓦解。它无法将对（抽象构想的）绝对自由的追求与现代自由和主体性在历史上实现的规范相协调。然而，齐泽克断言，这种暴力对于从抽象普遍性向具体普遍性的历史过渡是不可避免的（参见 Žižek 2006, 337–339）。然而，这种论证路径被批评为一种政治浪漫主义形式。齐泽克被认为抬高了革命斗争的“抽象否定性”，使其凌驾于奠定现代社会和政治规范及制度的“规定性否定”（bestimmte Negation）之上。但是，抽象否定性的暴力真的是政治上实现具体普遍性的唯一途径，或者说是主体性自由的唯一途径吗？

超越福山

在齐泽克看来，我们当下的问题如下：当当代的具体普遍性（如今体现在自由民主制度中）被全球资本主义的动力所动摇时，会发生什么？（参见 Žižek 2010）在黑格尔的意义上，对这一现象有两种回应：一种是抬高现代自我改革的制度（即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的制度），以便在不消除这些矛盾动力的情况下控制或驾驭它们。这种由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1992）而普及的思潮得出结论：自由民主资本主义代表了国家（和经济）的最终历史形式。另一种常见的回应是一种自由意志主义-后现代的立场，它将政治激进主义转移到文化领域。它主张差异政治、乌托邦式的多元文化主义和他者伦理，以肯定自由民主所促成的多元主体性形式和替代性身份。

对齐泽克来说，关键在于保守派、自由派和后现代派的立场无一例外地分享了福山的论点：“自由民主资本主义被接受为最终找到的可能最好的社会公式”（Žižek 2008, 421）。然而，他质疑这种福山式的共识：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并不必然像亚历山大·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所断言的那样，是国家的“普遍和同质”形式。相反，全球资本主义的矛盾动力表明，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社会可能会进入一个不稳定甚至自我毁灭的阶段。这些动力由齐泽克所谓的“天启四骑士”来定义：“生态危机、生物基因革命的后果、系统内部的不平衡（知识产权问题；即将到来的对原材料、食物和水的争夺），以及社会分裂和排斥的爆炸性增长”（Žižek 2010, x）。

在此背景下，齐泽克（2006, 2008, 2010）认为，我们不应屈服于自由民主的“道德勒索”——这种勒索将激进政治谴责为“极权主义”或“恐怖主义”；相反，我们应当重新夺回革命马克思主义受损的政治遗产。

尽管如此，齐泽克仍然是一个坚定的黑格尔主义者（参见 Žižek 2013），他主张对当代意识形态进行严格的批判，并敦促对当代政治进行持续的批判性反思。因此，按照齐泽克的观点，当下的挑战至少包含三个方面：（1）重复黑格尔，即重新获得德国唯心主义激进的主体性概念；（2）重建一种具有黑格尔-拉康色彩的意识形态理论；（3）磨砺我们的概念工具，以便能够把握全球资本主义的矛盾动力（参见 Žižek 2013, 1–19）。

注释


[1]: 麦考瑞大学，悉尼，澳大利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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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马丁·海德格尔

Thomas Brockelman[1]

Email: brocketp@lemoyne.edu

由安妮-索菲·阿德洛夫（Anne-Sophie Adloff）从英文翻译。

正如齐泽克自己所承认的，海德格尔是他著作的几个关键参考点之一。例如，他在2004年的一次采访中解释说，海德格尔是一位“将我们所有人联系在一起的思想家，因为任何其他具有重要分量的思想流派，都是通过与他建立某种批判性关系或保持距离来定义自身的”（Žižek und Daly 2004, 27–28）。他与海德格尔的关系始终是矛盾且具有批判性的。尽管如此，齐泽克自己成熟时期的著作与海德格尔的著作之间依然存在着亲近性，这无疑源于齐泽克自身的经历：在前往巴黎师从雅克-阿兰·米勒（Jacques-Alain Miller）之前，他作为当时的“斯洛文尼亚海德格尔学派”成员在学术界崭露头角。但即使在齐泽克与斯洛文尼亚的海德格尔接受史发生决定性决裂之后，这位德国思想家依然是一个关键的参考点，特别是对于齐泽克对伦理学问题的独特回应而言（参见 Brockelman 2008; 2014）。他与海德格尔的交锋（至少到目前为止）从《敏感的主体》（The Ticklish Subject, 1999）一直延伸到《少于无》（Less than Nothing, 2012），以及2014年之前的一系列文章和较短的著作。自2014年以来，海德格尔在齐泽克的著作中仍然是一个持续存在但较少被深入探讨的参考点。

尽管在齐泽克关于数字虚拟的成熟思想中，有可能找到他对海德格尔批判性回应的独立第三条线索，但本文仅定位齐泽克对海德格尔批判的两个主要方向。第一个方向与海德格尔直接对立。它与齐泽克关于主体性和伦理学的普遍拉康式见解有关。相反，第二个方向则与海德格尔的知识立场进行了建设性的结合，或许将其视为标志性的“有限性哲学家”（见第5章）。这第二条与有限性相关的路径，既显示了齐泽克与海德格尔的深厚渊源（参见 Brockelman 2008; 2014），也展示了他超越这种渊源的特定方式。本章仅限于阐明为什么齐泽克——套用《少于无》中的话来说——“不是一个海德格尔主义者”（Žižek 2012, 859）。

为了阐明齐泽克对这位德国思想家公开抵制的历史，我们从可以被合理地称为齐泽克对后现代文化的弗洛伊德式和拉康式见解开始。齐泽克认为，认真对待无意识这一精神分析的基本理念，就必须质疑现象学的一个基本见解。现象学假定经验对于哲学反思具有普遍的可获得性。事实上，齐泽克在《少于无》中对海德格尔进行初步讨论的目标之一，正是要论证现象学方法对主体的范围和本质带有一种建构性的盲目。因此，从经验的基本可获得性出发被证明是荒谬的。齐泽克所展开的这种主体理解，既超越了经验，也超越了其相关物“人”（die Person），或者说超越了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所称的“此在”（Da-sein）。因此，在齐泽克看来，海德格尔无法理解弗洛伊德和拉康所称的“驱力”（Trieb）的作用，也就不足为奇了。它体现了主体的一个本质上非个人的、且事实证明是后本体论的维度（见第95章）。在《少于无》中，齐泽克从（至少）两个方面阐述了这个非个人的主体。第一个切入点涉及拉康对无意识主体性的坚持，这种主体性超出了海德格尔所能想象的范围。第二个切入点涉及回归到一个（尽管是激进化的）笛卡尔式主体。

在第一个方面，正如拉康（以及弗朗索瓦·巴尔梅斯 Francois Balmés）所言，海德格尔的“此在”“仅适用于神经症患者，而无法解释精神病患者”（Žižek 2012, 874；引自 Balmés 1999）。另一方面，齐泽克颠倒了海德格尔对笛卡尔的经典批判。海德格尔认为，笛卡尔关于主体地位及其表象的抽象哲学语言，错失了具体人类经验和人格的丰富性。对于齐泽克（和拉康）来说，恰恰是存在与经验的现象学语言错失了某些东西；更准确地说：错失了笛卡尔用“我思”（cogito）概念无意识地暗示的东西。在拉康的解读中，笛卡尔式的“主体”指的不是“思维实体”，即“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中的“我在”（sum），而是指在“我思”本身中发生的一种纯粹且空洞的“思维”。它指向了一个更广泛的维度，这个维度被任何海德格尔式的本体论以及任何将人类存在描述为叙事性“向死而生”（Sein zum Tode）的观点所排除（Žižek 2012, 876，引自 Lacan 1966）。

齐泽克将海德格尔早在《存在与时间》（1927；参见 Heidegger 1976）中就过早地拒绝“主体”语言的做法，理解为海德格尔思想局限性的标志，而不是笛卡尔思想的局限性。齐泽克将黑格尔视为一位反海德格尔的哲学家，这加剧了笛卡尔式对所谓海德格尔“现象本体论主义”（phenomenontologism）的批判。在齐泽克看来，黑格尔只是给笛卡尔“我思”的空白空间赋予了“否定性”（Negativität）的名称（见第88章）。正如齐泽克所表达的：“否定性恰恰命名了现象性秩序中那个没有（也永远不可能）出现的裂缝”（Žižek 2012, 869）。

回到“驱力”的维度：齐泽克对拉康抵制海德格尔的阐述，强调了（由驱力强化的或由驱力引导的）主体性在现象本体论的不完整性方面的作用。在《少于无》中，齐泽克追溯了海德格尔现象学固着的代价。这种代价在于他无法理解一个在基于个人历史的伦理学的存在主义限制内被错失的维度。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这不仅仅是对海德格尔的学术批判。它标志着齐泽克的分析，即海德格尔为何必然在他自己生活中面临的社会和政治挑战面前失败——这一挑战就是如何面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暴行，特别是大屠杀。突出的“犯罪证据”（corpus delicti）出现在后来成为《关于技术的追问》（1954）的那篇演讲的早期版本中。在这个早期版本中，“毒气室和灭绝营中的尸体”被与“机械化食品工业”的产品相提并论。费里（Ferry）等人指出，这段文本剥夺了大屠杀受害者的人性，将他们贬低为一种技术性的“物质”（参见 Heidegger 1994）。对齐泽克来说，这种说法与《存在与时间》中的论点以一种奇怪的方式相吻合，即那些在希特勒的“最终解决方案”中以最残酷的方式死去的人，并没有实现本真的“死亡”。由于他们缺乏构建关于自己生命的本真叙事的能力，从海德格尔的视角来看，他们无法达到完整的人性。看到被压迫者被非人化的危险，齐泽克与其他海德格尔的批评者不谋而合。他们将海德格尔把大屠杀受害者与技术化世界的受害者等同起来的做法，视为其致命的政治哲学失败的症状（参见 Žižek 2012, 874）。

与拉康相反，海德格尔无法理解超越他所使用的“本真性”和“非本真性”范畴之外的人性。对于拉康以及齐泽克来说，这些大屠杀受害者仍然是“主体”，就像精神病患者一样。他们站在“存在”（即意义的真正符号宇宙）之外，但仍然受制于符号界——例如，通过在皮肤上纹数字等仪式性实践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通过这种方式，他们代表了一种“主体”的地位，这种主体虽然“可以说是无世界的”，但仍然保持着其人类价值（Žižek 2012, 874）。

这种立场也解释了齐泽克为何将海德格尔关于语言是“存在的家”（Heidegger 2004, 313）的著名论断，扭曲为关于“语言的拷问室”（torture house of language）（Žižek 2012, 869）的说法。对齐泽克而言，语言只有在使进入其中的人类主体发生变形的意义上，才能成为一个“家园”或“家”。坚持主体的理念，意味着坚持人类个体与其语言共同体之间的不匹配。即使我们确实需要语言才能成为人，这并不意味着语言是舒适或微不足道的。相反：经验产生于文明化驱力冲动的必然性，这种驱力决定着我们每一个人。齐泽克对拉康的回溯，主要在于表达他对任何压制这一真理的神话形式的不安。因此，对他来说，关键在于洞察这种驱力是如何进入语言文化适应的创造性过程的。齐泽克认为，生而为人恰恰在于被语言“折磨”，并反过来“折磨”语言。在为自己创造空间的斗争中，我们“切断”了其能指的物理枷锁。“当然，表达这一真理的唯一方式是在语言内部——通过折磨语言的方式”（Žižek 2012, 877，意译自 Jelinek 1995）。

这种折磨是如何发生的？恰恰是通过将驱力——一个被困于其症状行为中的人的强迫性重复——铭刻进意义的世界。尤其是诗人，代表了将强迫性冲动转移到意义物质中的人。这反过来又支撑了齐泽克在诗歌方面对海德格尔的替代性立场。与海德格尔将诗人描绘为语言的和平仆人不同，在齐泽克那里，我们遇到的是一个作为诗人的、陷入斗争的主体，他既切割（能指），反过来也被切割。

特别是自《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1989）以来，甚至在此之前，齐泽克就一直强调当代主体是如何被晚期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和数字技术的条件所改变的。我们可以将这一主题与齐泽克众多的社会和文化诊断联系起来——例如“过度享乐”和倒错的增长、精神分析有效性的衰退以及后现代文化的兴起，仅举几例。然而，这里的关键点在于，人类心理中所有这些当代转变，都需要参考一个超越或外在于海德格尔现象学所能理解的人类主体概念。齐泽克的传统在这里要求一种人类人格，这种人格以一种奇怪的方式，通过人类意识分裂为行动者及其自身的表象，既被赋予了能力，又被致残。这正是自笛卡尔以来我们与主体性联系在一起的那种分裂。

注释


[1]: Le Moyne College, Syracuse, NY, US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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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Alfred Hitchcock，1899–1980）是一位英国电影导演和制片人，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具影响力的导演之一。他的职业生涯始于英国，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参与了英国无声电影和有声电影的制作。1939年，他移居美国，并确立了自己作为好莱坞顶尖导演之一的地位。凭借《迷魂记》（Vertigo，1958）、《西北偏北》（North by Northwest，1959）和《群鸟》（Die Vögel，1963）等电影，他对好莱坞的“黄金时代”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他辉煌的电影生涯时期同时也深深打上了冷战的烙印。在《西北偏北》和《惊魂记》（Psycho，1960）等电影中，希区柯克反映了冷战时期的恐惧与偏执，以及东西方之间的紧张局势。深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影响，他拍摄了多部探讨人类心理的电影，包括《爱德华大夫》（Spellbound，1945）、《后窗》（Rear Window，1954）、《迷魂记》和《艳贼》（Marnie，1964）。他一方面对政治意识形态进行探讨，另一方面又涉足精神分析，这使他与齐泽克（Žižek）产生了联系，并使他成为意识形态批判和人类心理探索方面的强大盟友。此外，作为战后流行文化的偶像，希区柯克代表了“一个典型的‘后现代’现象”（Žižek 2002, 12），因此特别适合用具体的例子将复杂的精神分析理论变得通俗易懂且生动形象。

为什么齐泽克总是反复提及希区柯克？为什么多年来希区柯克始终是他重要的参考对象？齐泽克对此给出了明确的回答：“在希区柯克作为伟大商业娱乐大师的著名形象背后，在‘悬疑大师’的背后，还有另一个希区柯克，他以一种全新的方式进行意识形态批判”（Žižek 2002, 8）。对齐泽克而言，“希区柯克的电影完成了精神分析的工作，它们揭露了自身的机制；它们使我们的象征和想象现实与实在界（dem Realen）之间的关系变得可见”（Simmons 2014, 125）。他分析希区柯克电影的目的在于，“使这个‘另一个希区柯克’显现出来，从而将他拯救出来，用于进步的思想和进步的实践”（Žižek 2002, 10）。他的目标不是为了电影本身而诠释希区柯克的电影，而是为了意识形态批判和进步实践。因此，这关乎的不是电影分析本身，而是对一个彻底被意识形态塑造的文化和社会的分析。

齐泽克的意识形态概念与传统概念有显著不同。他从阿尔都塞（Althusser）的意识形态质询（ideologische Interpellation）概念出发（见第52章），但批评阿尔都塞理论中缺乏精神分析的维度。这也是为什么他建议透过拉康（Lacan）的视角来阅读阿尔都塞。对齐泽克来说，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无形的结构运作，深深植根于文化规范、政治制度和社会实践中。他认为，意识形态在无意识层面上起作用，并锚定在个人和集体的幻想中。因此，意识形态不是一种有意识的信念，而是一个根深蒂固且通常是无意识的过程，它是主体身份认同和感知的基础。齐泽克和阿尔都塞都将意识形态视为一种影响人们感知和行为的无形结构。然而，两人之间的一个主要区别在于，齐泽克强调心理层面以及无意识在意识形态中的作用。他借助精神分析来解释意识形态如何影响个人的思想和行动。相反，阿尔都塞则从结构主义的方法出发，强调生产和传播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家庭、学校、教会、媒体等）。

阿尔都塞关于主体想象-象征认同的理论中所缺失的，正是实在界的维度（见第93章），齐泽克试图借助拉康的精神分析来补充这一点。因此，齐泽克的意识形态理论可以被理解为“对阿尔都塞意识形态质询概念的拉康式诠释”（Boucher 2014, 131）。在齐泽克看来，意识形态的唤起不仅可以被理解为“想象认同与象征认同的相互作用”（Žižek 1989, 110），而且还包含了抗拒符号化的实在界维度。因此，齐泽克指出：“将一个共同体‘维系’在一起的最深层的认同，与其说是对法律的认同[……不如说是]对逾越法律的特定形式的认同”，即对享乐（Genießen）的认同（Žižek 2002, 207–208；见第86章）。因此，对齐泽克而言，享乐是一个“政治因素”（Žižek 2008）。在这一点上，希区柯克显得像是齐泽克的盟友。因为无论是制度机器对社会权力结构的再生产，还是诸如被压抑的欲望和享乐等实在界的维度，都是希区柯克电影中的核心主题。

为什么要通过希区柯克来理解拉康？在齐泽克对希区柯克的分析中，既不是用弗洛伊德和拉康的标准精神分析概念对个别作品进行“诠释”，也不是进行“精神分析”。相反，他的分析围绕着所谓的“污点”（Fleck）展开，将其作为诠释失败的场所。齐泽克的诠释与其他精神分析诠释的区别在于对实在界的强烈强调。其他精神分析电影理论家的诠释主要关注观众的想象认同以及作为权力机制的（尤其是男性的）目光，而齐泽克则强调，在拉康那里，凝视（Blick）不是人类的。因为对拉康而言，凝视超越了视觉，它标记了我们被观看并因此成为客体的位置。

因此，拉康意义上的凝视并不是一种权力机制。相反，在凝视中，我们自身的无力感与无生命之物及无形结构的权力重叠在一起。齐泽克由此在精神分析电影理论内部引发了一场“从欲望到驱力、从想象界到实在界的范式转变”（Kim 2020, 121）。实在界是存在于我们的文化建构和现实观念之外的东西。但它不仅是被排除在现实的象征建构之外的东西，也是揭示象征秩序内在不一致性和失败的东西。在齐泽克的哲学中，实在界起着与现有秩序彻底决裂的作用，并作为不可能之可能而存在。正是这种政治上的激进性，使得齐泽克的立场与其他电影理论家截然不同。与其他对希区柯克的诠释相反，他特别重视政治维度以及意识形态与电影的结合。基于拉康对象征界、想象界和实在界的区分，齐泽克展示了希区柯克的电影如何利用想象界和象征界来呈现不可能的实在界。

实在界作为一个逃避符号化的元素，破坏了象征秩序。因此，电影中的实在界阻止了电影的叙事封闭性。对齐泽克来说，叙事封闭性在结构上与意识形态在故事中的铭写联系在一起（参见 Žižek 2002, 226），因为意识形态的功能就是设定叙事的边界，并决定在其中什么可以被讲述，什么不能被讲述。叙事封闭性是围绕一个盲点组织起来的，即为了让叙事宇宙保持其一致性，那些必须始终保持不可见的东西。因此，齐泽克说，主体必然会误认“这些盲点的建构性质”（Žižek 2002, 228）。也就是说，主体误认了象征认同的意识形态本质。叙事封闭性由此促成了主体化，主体通过主体化在社会中占据自己的位置，并服从于意识形态的唤起。然而，对齐泽克来说，存在一个“主体化之外的主体”，它是不可符号化的，并且作为这样的存在，它与大他者的凝视是同一的（Žižek 2002, 231）。这种凝视的一个典型例子可以在《后窗》中找到。在电影的最后一幕中，偶然目击谋杀场景的主人公杰夫，当他的目光与凶手的目光相遇时，突然失去了他的观察者位置。在这一刻，他从主体变成了客体，从眼睛变成了凝视。这里发生了拉康所说的“凝视对眼睛的胜利”（Lacan 1978, 109）。在这里，凝视构成了眼睛之所以可能的条件（参见 Žižek 2002, 59）。

根据齐泽克的观点，污点带来的干扰打断了叙事封闭性，因为污点是一个不属于叙事统一体的异质元素，从而模糊了叙事统一体内外的界限。污点是一个表明有些事情不对劲的细节，它最终与“大他者具有威胁性的凝视”（Žižek 2002, 59）重合。因此，与污点的遭遇迫使我们认识到，叙事统一体是一种幻觉。归根结底，污点是使观众的凝视重新被铭写进电影中的元素，也就是说，它是“我们眼睛的一部分”，而“不是现实的一部分”（Žižek 2002, 222）。对齐泽克而言，希区柯克的颠覆性在于使“封闭性本身”变得可见（Žižek 2002, 229）。然而，希区柯克不仅展示了象征秩序的意识形态建构，还展示了抗拒符号化的、主体化之外的主体。由此，他一方面揭露了电影和社会现实中的意识形态运作。另一方面，他表明了被驱逐出象征界的东西会在实在界中回归，也就是说，实在界作为污点在电影的封闭宇宙中回归。

齐泽克对希区柯克的诠释以意识形态批判和精神分析理论的独特结合为特征。他的工作有助于在新的光芒下审视希区柯克的电影，不仅从个体心理学的角度，而且在意识形态、权力和文化实践的语境中对其进行重新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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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齐泽克将德国唯心主义传统作为其最重要的哲学参照点，伊曼努尔·康德的著作在其思想发展中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可以直接将齐泽克称为（新）康德主义者。因为尽管他频繁引用康德的文本，但他通常只有在以黑格尔式的方式将这些核心论点在更高层次上“扬弃”（aufhebt）时，才会保留它们。齐泽克追随康德的哲学，是因为它预示了弗洛伊德和拉康的核心概念。例如强烈要求的超我，或是分裂主体的激进否定性；不过，齐泽克也一再指出，康德要么是没有认识到自己思考的激进后果，要么是在阐述其推论时走得不够远。齐泽克对康德的批判性探讨，典型地体现在他对《纯粹理性批判》（1781年）、《实践理性批判》（1788年）和《判断力批判》（1790年）的论述中，在这些论述中，齐泽克分别聚焦于主体性的地位、道德律的本质以及崇高的意义。

齐泽克对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中主体性地位最成熟的评论，见于《与否定性停留》（Tarrying with the Negative）的第一章（Žižek 1993, 9–44）。在这里，他从康德对笛卡尔著名公式“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的深刻批判出发（参见 Kant 1968a, KrV A 341–347/B 399–406）。根据康德的观点，对世界现实中某个对象或事件的任何主观表象，都伴随着一个思想的产生。对下雨的观察总是通过认知表征来中介的，因此与这一观察相符的句子“下雨了”总是隐含着“我思考（认为）下雨了”的判断。

然而，康德认为，由于笛卡尔依赖于没有附属认识对象或谓词（例如“下雨了”）的“我思”，他暗中将思想（“我思”）与“思维实体”（res cogitans，即产生思想的主观现实）混为一谈；或者——更成问题的是——完全忽视了“思维之物”的本源存在。在这一点上，齐泽克赞同康德，甚至认为康德对笛卡尔的批判预示了拉康一个被广泛引用的区分：“陈述主体”（sujet de l’énoncé，句子中的“我”）与“言说主体”（sujet de l’énonciation，产生句子的“我”）之间的区分（Žižek 1993, 14; Lacan 2006b, 677）。康德将“思维之物”称为先验统觉的一个实例，它“根本没有给思维提供任何对象，因此也没有把我自身作为对象来认识”（Kant 1968a, KrV B 407）。因此，它是一个物自体（Ding an sich）。齐泽克在此同样表示赞同，但同时指出，康德在将“思维之物”描述为不可及的经验现象时，并没有得出这样的逻辑结论：即表达的主体标志着自我对自己保持根本不透明的那个点，无论它是作为被认识的事物，还是作为在思维层面上可被表征的事物。作为启蒙思想家，康德依然相信后一种选择（即“我”在自我反思的理性中向自身显现）构成了一种合理的可能性。相反，对齐泽克而言，这种选择与其支持获得自我认识的认知对应物一样，都是被排除的。

关于道德律的本质，齐泽克对康德《实践理性批判》的评论贯穿其整个著作。它主要基于对拉康在其著名的晦涩论文《康德与萨德》（Lacan 2006a）中提出的一些论点的重新探讨。然而，齐泽克在某些地方扩展了拉康对康德伦理学的分析，在康德纯粹形式的绝对命令与其对残忍的隐蔽辩护之间建立了新的联系。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的主要目标是构建一个不再基于对善（正确的、允许的）与恶（错误的、不允许的）进行任意的、经验性区分的伦理体系。这促使康德提出了他著名的绝对命令，该命令应当既是普遍的（适用于每个人），又是无条件的（不依赖于特定情况）：“你要这样行动，使得你的意志的准则任何时候都能同时被看作一个普遍立法的原则”（Kant 1968b, KpV 30）。

在《康德与萨德》中，拉康隐晦地重拾了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在《启蒙辩证法》第二篇附录中（参见 Adorno und Horkheimer 2020, 88–127），以及或许是尼采首次在《论道德的谱系》中（参见 Nietzsche 1968, 292–295）对这一原则所作的批判。据此，康德先验道德律的主要问题在于，它作为一种稳定、公正的人类生活方式的核心原则，其功能建立在一个根本但错误的假设之上，即人类是一个毫无例外地理性的、以美德行动为导向的存在。在批评者眼中，康德过于高估了他为其设计绝对命令的人类行为者的理性，以至于人们可能会忍不住说，当康德将人类精神视为完全由理性之声引导时，他自己就是非理性的。更严重的是：由于康德的伦理体系是一个纯粹形式的范式，缺乏任何与人际同情、怜悯和关怀的联系，它很容易被人类物种中的邪恶成员用来为建立在剥削、残忍和犯罪基础上的反乌托邦社会秩序辩护——也就是萨德侯爵在小说《朱丽叶》（Juliette，1797年）中，通过其放荡不羁的角色在其创造性想象空间里所构建的那种野蛮宇宙。这促使拉康提出了一个尖锐的断言，即萨德“提供了《实践理性批判》的真理”（Lacan 2006a, 646）。

在齐泽克著作的许多段落中，他暗示拉康的观察尽管引起了令人不安的共鸣，但其实相当平庸（Žižek 1998, 12; 2016, 332; 2020, 113）。对齐泽克而言，从康德的第二批判中得出的更严重的结论是，康德走得不够远，他回避了“其突破的后果”（Žižek 2003, 54），背叛了“他自己发现的真理”（Žižek 2008, 209），特别是当他不敢承认人类的自由既是痛苦的、必然的，同时也是不可能的（Žižek 2023, 124）。它是痛苦的，因为伦理生活要求理性的人放弃他们病态的偏好。它是必然的，因为自由被体验为一种不可妥协的内在命令，要求顺应理性之声。它是不可能的，因为人类在其尘世存在期间，永远无法完全胜任其伦理义务。

最后，关于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对崇高意义的探讨，齐泽克也接受了康德区分崇高与美的基本立场，但再次指出了这位柯尼斯堡哲学家如何退缩，未能将其美学理论推向激进的终点。齐泽克论证的核心观点见于《与否定性停留》的第二章（Žižek 1993, 45–80）。对康德而言，美总是要求“对客体某种品质的表象”（Kant 1968b, KdU 266）。美被证明是善的象征，从而也是道德的指标（参见 Kant 1968b, KdU 351–354）。相反，崇高的体验是理性之人在试图概念性地把握其所面对的感官对象时失败的结果。在此背景下，康德区分了力学的崇高和数学的崇高，例如它们分别出现在自然的力量和宇宙的浩瀚中（Kant 1968b, KdU 247）。在这两种情况下，涉及的都是这样的对象，其“表象决定了心灵去思考自然作为理念展现的不可企及性”（Kant 1968b, KdU 268）。简而言之，当一个对象或事件的表征无法被容纳在赋予人类精神以活力的理念结构中时，它就是崇高的。在这里，齐泽克同样愿意接受这个定义，但他仍然质疑，崇高最终（与美不同）会象征什么：“如果美是善的象征，那么崇高唤起了——什么？”（“If Beauty is the symbol of the Good, the Sublime evokes – what?”）（Žižek 1993, 47）。齐泽克的回答再次表明，康德没有勇气给出最显而易见的答案：崇高象征着“超感官的事物，即伦理立场，只要它逃避了善的领域——简而言之：作为一种伦理态度的根本恶”（“the suprasensible, the ethical stance, insofar as it eludes the domain of the Good – in short: radical Evil as an ethical attitude”）（Žižek 1993, 47）。

每当齐泽克探讨康德的思想时——无论是三大批判，还是如1797年的《道德形而上学》等其他文本——他总是一再表明，康德虽然走在正确的道路上，但同时尚未到达终点。他未能将其思路贯彻到底，无论这个终点可能有多么令人不安。正是在这些齐泽克认为康德的哲学努力在达到目标之前就停滞不前的地方，齐泽克引入了德国唯心主义传统的其他哲学家，特别是谢林和黑格尔。因此，康德是齐泽克自身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参照点，但同时也是一位其思想（在齐泽克看来）必须得到进一步发展的哲学家。

注释


[1]: 此脚注标记存在于原文中，但未提供相应的脚注定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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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1901–1981）是一位在巴黎任教的法国精神分析学家和精神病学家，他通过对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著作的结构主义和现象学重读，对20世纪的大陆哲学、后结构主义和批判理论产生了巨大影响。其最卓越的论点是，弗洛伊德所概念化的无意识，应被解释为一种具有语言结构的心智体验现象。无意识中被符号化编码的信息影响着有意识的自我（Ego），而自我却无法完全洞察这种影响。就像小偷把钻石藏在枝形吊灯里一样，无意识在自我中坚持或“非存在”（inexistiert）于自我之中，而没有明确的身份状态。它将自身的效力隐藏在我们语言和理性能力的中心，正如拉康所言，“无意识是大他者的话语”（Lacan 2016, 312；译文有改动），同时它也是主体的偏心核心。在这种语境下，语言被解释为一种整体关系，它不仅包含意识和无意识，还包含精神与世界，或者说词语与对象。

拉康的著作至今仍具有深远影响。特别是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由齐泽克（Žižek）、多拉尔（Dolar）和祖潘契奇（Zupančič）共同创立的卢布尔雅那精神分析学派的出版物，在人文学科的众多分支领域掀起了新一波的接受热潮，其中包括政治哲学（参见 Badiou 和 Cassin 2012; Stavrakakis 1999）、主体哲学（参见 Chiesa 2007; Finkelde 2016, 2020, 2022; Riha 2018; Zupančič 2001）、文化理论（Dolar 2007; Ruti 2012）和电影理论（McGowan 2007）。

1953年至1981年间，拉康在巴黎任教，最初在圣安娜医院（Hôpital Sainte-Anne），听众主要是精神分析学家；随后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最后在法学院。他的听众包括朱丽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和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等人。1953年至1963年间，他担任法国精神分析学会（Société française de psychanalyse）主席。1963年，由于一场关于其精神分析治疗时长备受关注的争议，他被迫辞去主席职务。同年，他与几位同事共同创立了巴黎弗洛伊德学派（École Freudienne de Paris），并于1980年将其解散。

拉康的思想至少融合了两种哲学传统：一种是在胡塞尔（Husserl）、梅洛-庞蒂（Merleau-Ponty）和萨特（Sartre）的著作中发展起来的、以现象学为原型的经验理论，拉康也在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和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的著作中汲取了这一理论（拉康与海德格尔有过短暂的私交）；另一种是20世纪上半叶具有强烈法国特色的认识论哲学。它在与现象学的刻意划清界限中发展起来，并与亚历山大·柯瓦雷（Alexandre Koyré）、乔治·康吉莱姆（Georges Canguilhem）和加斯东·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的著作密切相关（参见 Roudinesco 1996, 142–171）。在这里，一种以与生活世界彻底决裂为名的新科学精神应运而生。巴什拉曾言：“人们思考的世界，并非人们生活的世界”（1980, 129）。上述决裂在福柯的著作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拉康将这两种传统结合在一起：一方面是经验世界的有效性，雅克-阿兰·米勒（Jacques-Alain Miller）认为这使他成为了一名“存在主义者”（Miller 1996, 7）；另一方面是无意识理性主义理论的展开。后者旨在满足科学论证的理想，这在20世纪70年代拉康对所谓“数学素”（Matheme）的使用中得到了体现。这个词是一个新造词，其背后隐藏着一种以符号逻辑为导向的方法，即用类似数学的形式化语言来表达精神分析定理。

正如拉康所称的“回到弗洛伊德”（Rückkehr zu Freud），路德维希·宾斯万格（Ludwig Binswanger, 1942）和保罗·利科（Paul Ricoeur, 1974）等其他学者也曾提出过这一口号。然而，与他们不同的是，拉康的“回到弗洛伊德”（retour à Freud）关注的是这位维也纳专科医生提及语言物质性的方式。在弗洛伊德看来，语言主要不是作为精神的媒介，让意识借此获得通向自身和外部世界的途径。相反，意识通过语言证明了它与自身是分离的、分裂的。语言虽然在世界与精神、或者说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两者之间进行中介，但这种中介总是基于一种建构性的扭曲。特别是“中期”和“晚期”的拉康，试图借鉴弗洛伊德的拓扑学模型，用各种几何图形来解释这种扭曲：克莱因瓶、交叉帽和环面。

拉康利用列维-斯特劳斯（Lévi-Strauss）的结构主义人类学定理、布拉格学派的符号学以及索绪尔（Saussure）的语言学等，揭示了弗洛伊德的洞见。索绪尔通过对符号任意性的分析表明，语言中存在着一种自主性，它在说话主体有意识的意图之外运作。语言总是预先提供可思考的选项，这些选项构成了思考的基础，以至于这个基础不再受到质疑，而是被假定为不受历史影响的，因而是“自然的”。拉康的名言：“无意识像语言一样具有结构”正是基于这一洞见（参见 Lacan 1986, 20; 2015a, 14）。它表明无意识是按照理性主义标准运作的。形象地说，绝不能把它想象成自我之下的一个地下室，里面肆虐着模糊的观念和原始的动物本能。因为在拉康看来，无意识与“自然本能”或需要心理学澄清的意识“某种地下室中的思想雏形”（Lacan 2015a, 17）毫无关系。相反，它是一种“用词语、用思想的思考”，这些思考逃避了我们的“警觉”和“专注状态”（Lacan 2015a, 17）。拉康是在1961年于巴尔的摩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举行的一场关于结构主义现实意义的会议上，对听众说出上述这番话的。“警觉的问题很重要。就好像一个恶魔在跟你的专注力玩游戏。关键在于为这个大他者主体找到一个确切的地位，如果我们以语言为出发点，这正是我们能够确定的那种主体”（Lacan 2015a, 17）。说出“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这句话的说话者，虽然可以将她的存在和她的思考表征为她的谓词，但这些谓词所适用的“我”，与发出这一谓词判断的“我”并不重合。被陈述的主体相对于陈述的位置发生了偏移（参见 Finkelde 载于 Lacan 2015a, 73–132）。

对齐泽克而言，拉康所分析的主体分裂是一个他在众多专著中探讨的主题，并多次将其与德国古典哲学的主体哲学（参见 Žižek 2008）以及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Žižek 1995; 2001）联系起来。由此也可以理解他为何接受所谓的拉康界域（符号界、想象界、实在界；见第93章），以此来分析主体哲学的经典主题以及当代社会和文化的现象。在此过程中，他追随拉康，强调符号界（语言和社会秩序）与想象界（自我意象和幻想）如何塑造我们对现实的体验，同时又被作为现实之剩余的不可表征的“实在界”所穿透。

拉康的“欲望图谱”（参见 Lacan 1991b）在齐泽克的著作中占据着特殊地位。它是其专著《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参见 Žižek 1989, 87–129）的核心。在那里，齐泽克揭示了在拉康看来，人们在文明化或成为主体的过程中，在何种程度上像舞台上的演员一样，通过符号媒介（语言、法律、习俗、规范等）的世界，被字面意义上地赋予了一副“面具”（参见 Lacan 2015b, 175）。由于面具这一媒介并非新生儿的自我创造，儿童便陷入了对“大他者”（Lacan 1980, 第19章）世界的根本依赖之中，这个世界充满了语言、禁忌、习俗和法律。齐泽克反复提及由此产生的主体哲学问题以及本体论问题的追溯性基本结构：“我思”永远“迟到于自身”，这影响了这样一个问题：在整体的精神-世界关系中，所有可能知识形式的概念工具究竟有多稳定。由于对大他者的依赖——这种大他者由各种制度代表，也由“上帝”、“祖国”、“民族”等权威代表——产生了一个问题：他，这个大他者，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Che vuoi?”（参见 Lacan 1991, 参见 Žižek 1989, 87–129）。澄清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因为大他者在自我中并没有隐藏一个可以清晰破译的部分。如前所述，在拉康看来，无意识并非清晰内容的档案馆，而必须被解释为能指剩余的源泉，这些剩余无法在任何心理内部的投注中被历史性地索引并归零。因此，无意识虽然受到召唤、规范和价值观的塑造，但并未被其决定。根据拉康的观点，它必须被解释为个体心智体验中的这样一部分：尽管它依赖于生活世界的结构，但它并不具有任何可以被明确定义的、无论以何种方式解释的普遍性（上帝、祖国、自由、“理由空间”中的论点等）的份额。对齐泽克来说，这一论点具有决定性意义，因为它帮助他从主体与其自身非同一性的对抗中，不仅将主体解释为意识形态的媒介，而且恰恰相反，将其解释为政治行动的潜在力量，这些行动应被视为对任何霸权形式的（政治）现实的抗议。正如齐泽克反复指出的那样，这也是拉康与新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者阿尔都塞以及后结构主义的基本前提保持距离的原因（参见 Žižek 1989, 153–154）。

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拉康的哲学除了在临床精神分析领域外，主要在文学和文化研究领域得到分析。在哲学机构中，他与许多“六八思想”（Ferry 和 Renault 1986）的作者一样，被视为一位反哲学家；在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影响下的战后德国，他代表了质疑话语理性（或话语伦理标准）权威的危险。20世纪80年代末，终于掀起了一股新的、国际性的拉康接受浪潮。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卢布尔雅那精神分析学派，从其20世纪70年代末的起源至今，其众多成员在各个方面都发挥了作用。他们为将拉康的理论概念传播到人文学科的新分支领域做出了重大贡献。与该学派相关的作者通常集中关注拉康学说的哲学层面，而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精神分析的临床维度。因此，这种对拉康的接受，其决定性因素在于将精神分析从其传统的医学领域中剥离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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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内斯托·拉克劳（Ernesto Laclau，1935–2014）是一位阿根廷历史学家和政治理论家。在完成学业并投身社会主义政治活动后，由于翁加尼亚（Onganía）将军发动政变导致他失去了大学教职，他于20世纪60年代末前往英国（参见 Marchart 2017, 1–2）。起初，应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的邀请，他在牛津大学逗留了一段时间，随后在埃塞克斯大学（University of Essex）任教数十年直至退休。在那里，他成为了埃塞克斯学派（Essex School）的知识领袖，这是话语分析和霸权理论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学术网络之一（参见 Marchart 2017, 2–3）。

拉克劳的霸权理论思考必须置于他和尚塔尔·穆芙（Chantal Mouffe）在《霸权与激进民主》（Hegemonie und radikale Demokratie，2012）中所作尝试的语境中来理解，即试图超越西方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理论框架（两位作者认为该框架过于狭隘且充满矛盾），从而复兴左翼理论。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理论显得过于狭隘，因为它将阶级斗争解释为核心的对抗性冲突，从而未能充分顾及社会和政治斗争的多样性与独立性（参见 Laclau und Mouffe 2012, 152–161）。在回顾自己作品的发展时，拉克劳还指出“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中的一种模糊性”（Laclau 2007, 25）是《霸权与激进民主》中思考的出发点。他确信，马克思的思想中存在一种客观主义的历史观，其概念核心在于认为历史是通过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水平之间的矛盾来发展的。在拉克劳看来，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参见 Marx 1974）中尤为刻板地展开的这一观念，与马克思同样主张的“历史必须被理解为阶级斗争的历史”的观点（参见 Laclau 2007, 259; Marx und Engels 1972）形成了尖锐且不可调和的矛盾。拉克劳认为，客观主义的历史哲学实际上使阶级斗争的维度变得多余：如果遵循马克思及众多马克思主义著作赋予目的论形态的历史哲学，斗争仅仅是在重演那些早已由客观局势作为历史必然性所决定的结果。然而，这样一来，作为关于社会秩序建立的冲突的“斗争”概念，最终就失去了其独立的意义。

相比之下，拉克劳和穆芙提出将社会秩序的建立解释为一个政治过程。在这个意义上，拉克劳也谈到了“政治在构建社会空间中的首要地位”（Laclau 2007, 36）——这一假设标志着从马克思主义向后马克思主义解释框架的过渡（参见 Laclau 2007, 34）。为了在分析上引导这些关于社会秩序政治建构的思考，正如拉克劳在其逝世当年出版的最后一部著作《社会的修辞基础》（The Rhetorical Foundations of Society）的导言中再次回顾指出的那样，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引入马克思主义话语并使其普及的“霸权”（Hegemonie）概念显得尤为适用（参见 Laclau 2014, 6–7）。拉克劳将葛兰西的霸权理论理解为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一种尝试，即通过加强阶级斗争相对于以历史哲学为支撑的政治经济学的地位，在概念上认真对待阶级斗争。由于葛兰西将革命斗争理解为一场争夺人们头脑的霸权斗争，在马克思主义中通常仅被理解为纯粹上层建筑现象的政治维度，便获得了理解社会冲突过程的核心意义。因此，马克思的阶级对抗可以被理解为争夺霸权的对抗性斗争（参见 Gramsci 1991, 1325, 1352 和 1384）。这使得赋予政治力量对比分析（参见 Gramsci 1991, 1556）一种独立的意义成为可能，而这种意义在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中是不存在的。

拉克劳和穆芙继承了葛兰西的这些思考，并将其作为分析工具，以便将社会和政治秩序的话语建构解释为霸权冲突的结果（见第7章）。社会秩序的性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哪种霸权策略能够在对抗性斗争中胜出（参见 Laclau und Mouffe 2012, 175–187）。与葛兰西相比，他们将霸权理论的解释激进化了，即将建立社会秩序的斗争理解为偶然的过程，并相对于阶级斗争的理念将斗争的主体多元化（参见 Laclau und Mouffe 2012, 152–161）。虽然葛兰西已经加强了文化和政治领域相对于正统马克思主义中被称为经济基础层面的地位，但意识形态维度和物质维度的区分对他的思想仍然至关重要。相反，拉克劳和穆芙将霸权理论与话语理论的假设结合起来，他们借鉴了福柯的话语概念并对其进行了改造，使其也包含物质维度。然而，后者因此不再是霸权斗争的前提或出发点，而是变成了偶然的变量，其形态本身就是霸权冲突的结果。拉克劳上面已经引用的政治首要地位的论点应在此背景下理解：政治性是核心，因为霸权斗争必须被理解为政治冲突，正是通过这种冲突，毫无根据的社会秩序才首次获得特定的形态。

对于拉克劳和穆芙的霸权理论来说，核心在于社会无法被总体化地赋予一个封闭的形态（参见 Laclau und Mouffe 2012, 175–187）。因此，在本体论固定的意义上不可能存在“那个”社会（„die“ Gesellschaft），而只存在一个开放且不确定的社会性（Soziales），它由政治决定，但同时始终对以霸权项目形式出现的新重塑尝试保持开放。因此，在拉克劳和穆芙那里，关于建立社会的未完成的政治冲突的观念，取代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革命项目（该项目旨在消除阶级对抗，导向生产者的自由联合，由他们理性地管理生产资料，而不是屈服于资本主义统治）。正因如此，对拉克劳和穆芙而言，左翼政治不能以“那场”革命为目标（参见 Laclau und Mouffe 2012, 220–221）。解放不能被视为最终的解脱，而是正如拉克劳所强调的，只能在复数的解放（Emanzipationen）中去构想（参见 Laclau 1996, 1–19）。

齐泽克（Žižek）在其著作发展的不同阶段都探讨过拉克劳的霸权理论。虽然在世纪之交，齐泽克的接受可以被称为一种对话导向的接受（参见 Žižek 2001, 236–251; Butler, Laclau und Žižek 2000），但在齐泽克后来的著作中，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明显意在划清界限的态度（参见 Žižek 2016, 489–492; Žižek 2020, 372–373）。特别是在与巴特勒（Butler）和拉克劳以话语论战形式合著的《偶然性、霸权和普遍性》（Contingency, Hegemony, Universality，2000）一书中，齐泽克虽然没有盲从拉克劳的霸权理论，但他将对拉克劳的探讨视为共同寻找当代左翼政治理论框架轮廓的一部分。在这场虽然充满争论和差异意识、但总体上具有合作性质的对话之前，齐泽克已经在1999年出版的英文著作《敏感的主体》（Die Tücke des Subjekts，2001）中对拉克劳的霸权和主体理论进行了相当广泛的探讨。在这本书中，齐泽克在对激进政治理论领域中他认为值得考虑的各种方案进行制图式和分类式的重构过程中，处理了拉克劳的霸权理论思考（参见 Žižek 2001, 236–251）。然而，例如与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的关系——齐泽克在《敏感的主体》中也探讨过他（参见 Žižek 2001, 第3和第4章）——在随后的几年里依然保持着相互表达理论亲近感的特征，但他对拉克劳的语气却变得明显疏远。例如，在《性与失败的绝对》（Sex und das verfehlte Absolute，2020）这部旨在“为我迄今为止的所有工作提供本体论基础框架”（Žižek 2020, 23）的宏大著作中，他从一开始就谈到了“与埃内斯托·拉克劳霸权概念的论战性交锋”（Žižek 2020, 21）。

几年前，拉克劳就已经公开表示，他对齐泽克批评他的严厉程度感到惊讶，并反过来指责齐泽克充耳不闻和完全误解（参见 Laclau 2014, 139）。然而，两位作者之间日益不和（包括在交往方式上）的实质性原因，在早期语气更为合作的争论中就已经显现出来：正如上文所明示的，拉克劳利用霸权理论，用对霸权冲突的分析来取代阶级斗争分析；而齐泽克虽然确实对某些偶然性理论的假设持开放态度，但与拉克劳相反，他坚信坚持阶级斗争的维度是可能且必要的（参见 Žižek 2000）。

拉克劳将霸权斗争理解为两个特殊立场之间的冲突，这两个立场各自试图通过霸权操作确立自己为普遍性。然而，从齐泽克的视角来看，拉克劳由此将所有的斗争仅仅理解为一系列特殊斗争的交替，而齐泽克则质疑，是否仍然必须假定存在一种斗争，即阶级斗争，它构成了各个单一斗争的地平线（参见 Žižek 2000, 98–99）。齐泽克认为，这种只有假定它才能恰当把握冲突逻辑的斗争观念，不能被理解为特殊立场之间的冲突，或者一个通过霸权操作设定为普遍的特殊性与一个处于这种霸权普遍性之外的特殊性之间的冲突，而是必须被理解为一场在普遍性维度内部发生并从内部将其割裂的斗争（参见 Žižek 2020, 373）。

因此，虽然拉克劳的霸权理论最初对齐泽克思考激进政治理论的轮廓并保持左翼理论内部的斗争维度具有重要意义，但在齐泽克看来，它放弃了思考这些斗争的逻辑并由此把握利害攸关之物的可能性。齐泽克确信，这样一来，它便毫无必要地向统治的意识形态形态投降，并阻碍了对其提出质疑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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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多米尼克·芬克尔德（Dominik Finkelde）和托比亚斯·辛普弗勒（Tobias Schimpfle）从英文翻译。

齐泽克（Žižek）在英语世界声名鹊起之时，正值东欧集团的斯大林主义国家处于其解体的最后阶段。然而，与许多亲历这一剧变的知识分子不同，他从未放弃将弗拉基米尔·列宁作为参照点。齐泽克在1989年出版的第一本英文著作《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中，在一个名为“作为客体的华沙的列宁”的小节里提到了他（Žižek 1989, 158–61），以此表明列宁是如何作为众多背景之一，帮助齐泽克阐释拉康对“元语言”的拒绝的（参见 Žižek 1989, 161）。在随后的几年里，对列宁的诠释从他著作的边缘走向了中心，并明确将列宁主义政治提升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典范。齐泽克在他编辑的1917年列宁著作集《革命在门前》（Revolution at the Gates，Žižek 2002d；2011年再版）的导言和序言中，以及在许多其他著作中，都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参见 Kellogg 2014）。这种转向列宁所带来的诉求绝非微不足道：“今天重塑列宁的遗产，就是重塑真理的政治”（Žižek 2002b, 547）。然而，任何试图通过研究列宁的著作和行动来寻找“真理政治”的人，都会立刻面对列宁之后众所周知的恐怖：斯大林主义、恐怖统治和官僚主义。作为斯洛文尼亚人和前南斯拉夫人，齐泽克对此自然非常清楚。“我来自东方，我知道那是什么狗屎。我对斯大林主义没有任何怀旧之情”（引自 Rasmussen 2004）。因此他写道：“重复列宁并不意味着回到列宁。重复列宁意味着接受列宁已死，接受他特定的解决方案失败了，甚至败得很惨，但其中有一种值得拯救的乌托邦火花”（Žižek 2002b, 566）。

齐泽克在列夫·托洛茨基这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人物身上找到了上述的“乌托邦火花”。因此，不仅有一条从列宁通向斯大林的道路，还有一条通向托洛茨基的替代道路。通过他，可以避免斯大林主义的恶果。然而，齐泽克指的是一个特殊的托洛茨基，即那本短小且一气呵成的著作《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Terrorismus und Kommunismus，参见 Trotzky 1922）的作者，而这又引向了一个特殊的列宁。上述小册子是托洛茨基在绝望中顽强地试图为一个被内外敌人包围的国家使用恐怖手段进行辩护。它写于一场可怕的内战的白热化阶段。然而，很少有人会将这部作品称为托洛茨基的主要著作，仿佛它比1932年那部具有纪念意义且带有自由意志主义色彩的《俄国革命史》（参见 Trotzky 2008）或1937年那部理论丰富且反官僚主义的《被背叛的革命》（参见 Trotzky 1973）更为重要。然而，齐泽克恰恰提到了这个他所偏爱的托洛茨基，并将其与他自己设定的一个项目联系起来：“消除关于一个温和民主的托洛茨基的流行神话”（Žižek 2008, 233；参见 2007, xxv）。他所强调的托洛茨基，是一个懂得施加政治强硬和恐怖的托洛茨基（参见 Žižek 2007, viii）。齐泽克认为，这也是为什么《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获得了“斯大林的热烈赞同”。在斯大林死后，甚至在他的私人文件中发现了一本该书的副本，上面写满了手写笔记（参见 Žižek 2007, ix）。

然而，斯大林的认可使得选择这本书成为一个奇怪的决定，因为它代表了一个人物，这个人物 a) 在俄国革命时代比任何其他人都更多地与反斯大林主义联系在一起，并且 b) 最终被一名受雇的斯大林主义特工暗杀。

带着这种对托洛茨基非常特殊的看法，齐泽克最终进入了对列宁的探讨。其核心在于钦佩列宁敢于违背他那一代其他人所谓的历史必然性而采取行动的意愿。以下引文至少出现在齐泽克的四部著作中：“列宁将他最尖刻的讽刺留给了那些无休止地为革命寻找某种‘保证’的人……仿佛在革命主体冒险夺取国家政权之前，它应该……组织一次全民公投，以确定大多数人是否支持革命”（Žižek 2012, 120；参见 2002a；2010, 32–33；2007, xviii）。

对齐泽克的列宁诠释尤为重要的是，他聚焦于他所谓的政治“行动”（见第72章）（参见 Žižek 2001, 2；2007, xviii；2002a），但这并不意味着齐泽克对列宁的钦佩可以完全归结为后者的意志力和唯意志论。关于行动的论述指向了列宁的冷酷无情、他坚持到底的意愿，以及他甚至不惜使用极端暴力的决心。这也涉及他对列宁的诠释，他在其著作的不同地方反复回到这一点。他至少在三个场合赞同地引用了1922年的列宁，以说明为什么布尔什维克的批评者——即政治光谱左翼的批评者——应该被送上行刑队。

“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所作的……说教表达了他们的真实本性：‘革命走得太远了。你们现在所说的，我们一直都在说，请允许我们再说一遍。’但我们的回答是：‘请允许我们因为你们说了这些话而把你们交由行刑队枪决……因为我们现在的处境比白卫军直接攻击我们时要困难得多’”（列宁，引自 Žižek 2001, 3；参见 2002b, 543；2009, 46–47）。

然而，为什么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要特别强调列宁的这一方面呢？齐泽克对此有一个简单的回答。在他看来，今天的左翼正在经历一种与产生列宁主义的经验同源的经验（参见 Žižek 2002a；2002c, 3）。布尔什维克的经验是在地下形成的，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壕的恐怖，随后是两次革命、多年的内战和饥荒。这种经验是由一个国家塑造的，按照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说法，这个国家处于世界体系的半边缘地带（参见 Wallerstein 1974, 411）。当齐泽克将左翼在这个被围困国家的经验描述为与今天的经验“同源”时，他强调了布尔什维克一种蓄意暴力的策略，这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齐泽克获得倾听的欧洲和北美城市中是极具争议的。齐泽克自己在前南斯拉夫的根源可能是原因之一，因为他很少尝试将他激进的论点置于历史语境中。尽管如此，他还是区分了列宁统治下的暴力使用与斯大林统治下的暴力使用。在列宁统治下，恐怖的使用是“被承认和宣布的，而在斯大林主义下，禁止本身被禁止了——人们必须假装并表现得好像没有恐怖，好像生活已经恢复正常。这种差异……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改变了一切：从早期布尔什维克在行使暴力时公开透明的专政（从而也公开承认其临时性质和例外状态），我们过渡到了依赖于自我否认并因此依赖于基本神秘化的斯大林主义专政”（Žižek 2007, xxv；另见 2002b, 563）。然而，这种区分回避了一个问题：列宁发起的红色恐怖难道没有为斯大林的恐怖统治铺平道路吗？

在其他地方，齐泽克将列宁主义对暴力的使用与法国大革命期间雅各宾派使用“激进恐怖”进行了类比；有趣的是，他将这种恐怖描述为“一种歇斯底里的付诸行动”——“证明了他们[革命者]无力触动经济秩序的最根本基础（私有财产等）”（Žižek 2008, 174）。在这个意义上，恐怖的使用是软弱的表现，是一个决心完成超出客观可能性的任务的运动的软弱。这正是尤里·马尔托夫（Julius Martov）在1918年对马克思国家理论进行的一项重要但鲜为人知的批判中所阐明的观点（参见 Martov 2022）。但齐泽克在以这种方式将列宁主义诉诸暴力语境化（并因此加以解释和批判）方面并不一致。他主要传达的信息是，这个列宁——红色恐怖的列宁，且带有“在自由主义者中的坏名声”（Žižek 2002b, 543）——正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列宁。这样的立场自然说明了齐泽克本人的很多特点，其中包括他明显被俄国革命的特定一面所吸引：它的侵略性、它的暴力、它的冷酷无情。

莎拉·凯（Sarah Kay）指出了贯穿齐泽克书页的众多错误，并引用了电影、文学和心理学领域的例子作为证据（参见 Kay 2003, 173 注3）。事实性错误也出现在齐泽克对列宁的诠释中。它们加剧了关于什么是列宁的遗产、什么是斯大林的遗产的混淆。例如，齐泽克声称，只有列宁能够阐明第二国际灾难性地堕落为爱国主义的“真相”：“列宁的伟大之处在于，在这种灾难性的局势中，他不害怕成功——这与从罗莎·卢森堡到阿多诺身上可以察觉到的消极悲情形成了鲜明对比，对他们来说，最终的真实行动是承认失败，从而让真相大白”（Žižek 2002a）。

然而，暂且不提引文中提到的阿多诺，罗莎·卢森堡的遗产在何种程度上可以被贴上“消极悲情”的标签呢？要知道，卢森堡可是斯巴达克同盟的组织者、1916年《尤尼乌斯小册子》（参见 Luxemburg 2004）的作者，以及战后德国左翼的标志性人物。作为上述引文中进行的对比（列宁对卢森堡）的结果，人们在这里只能看到齐泽克对列宁个人作用的极端强调（参见 Kellogg 2021, 229–248）。然而，在极少数情况下，齐泽克也会偏离这一立场，例如当他开始考察群众在与列宁认同的革命中所扮演的角色时：

“列宁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的呼吁……在人们倾向于称之为革命微观政治的事物中找到了共鸣：基层民主的令人难以置信的爆发，地方委员会在俄罗斯各大城市周围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将事情掌握在自己手中。这是十月革命不为人知的故事。”（Žižek 2002a）

这对于那些对这场革命的局限性分析不足的情况具有核心意义，这些局限性部分是由于过快地转向暴力和少数人统治而造成的。因此，马尔托夫在1919年写下的话在21世纪依然具有现实意义：

“只有产生最大的道德和精神能量，无产阶级才能将资本主义的庞大遗产掌握在自己手中而不至于挥霍殆尽，并开动资本主义巨大的生产力，从而在普遍福祉增加的基础上实现真正的社会平等。只有在工人阶级所有组成部分的有组织的自主活动（samodeiatel’nost）得到最大程度发展的情况下，这才有可能实现——也就是说，在绝对排除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少数人专政，以及这种专政不可或缺的伴生物：恐怖和官僚主义的条件下。”（Martov 2022, 85–86）

悲剧性的是，俄国革命的巨大希望——通常表现为对列宁的深深崇敬——最终恰恰以这些状态告终：恐怖和官僚主义。列宁遗产的这些局限性在齐泽克的著作中很难被察觉。

注释


[1]: 阿萨巴斯卡大学，阿萨巴斯卡，加拿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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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林奇是一位展现淫秽过度（obszöner Exzess）的电影制作人。虽然这种过度总是伴随着平庸、普通的现实出现，但它又与现实截然不同，正是这种对比界定了林奇的电影。它们强调了一种性与暴力的过度，这种过度从被还原为最基本特征的现实再现中凸显出来。

在林奇的电影世界中，这种过度并没有颠覆事物的普通秩序，而是支撑了它。林奇将过度与现实分离开来，以展示现实如何依赖于它所无法容纳的东西。他的目的是通过揭示观众对这种压抑现实的投注（Investition）来源，让他们有机会摆脱对这种现实的投注。我们之所以接受一个压抑的现实，是因为它用一种淫秽的过度来诱惑我们。这种过度提供了一个场所，让我们能够将力比多投注于现实之中，因为这个场所为我们提供了一条通向享乐（Genuss）的途径。

正是林奇对这种动态的揭示，将齐泽克（Žižek）吸引到了他的电影中。因为这些电影无与伦比地印证了齐泽克的论点：一种淫秽的过度为我们的现实感，以及我们对构成这种现实基础的权威的投注，提供了幻象的支撑。他的哲学旨在揭露这种过度，就像林奇的电影所做的那样，从而剥夺它对我们的控制力。我们屈服于一种压抑的现实及其权威，因为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在幻象层面上享受现实所明令禁止之物的可能性。

齐泽克最初在《因为他们并不知道他们所做的》（For They Know Not What They Do，1992）中只是顺便提及了这位美国导演。但随后，他在《享乐的转移》（Metastases of Enjoyment，1994）中对林奇的作品进行了深入的解读，并为其专门留出了一整章的篇幅。从那时起，这位导演在齐泽克阐述日常现实与其幻象补充物之间关系的观念中，扮演了核心角色。齐泽克这样写道：“林奇的整个‘本体论’都建立在从安全距离观察到的现实与实在界（the Real）的绝对临近之间的不和谐之上。他的基本手法包括从现实的定场镜头向前推进，达到一种令人不安的临近，从而使令人作呕的享乐实体——坚不可摧的生命的爬行与闪烁——变得可见”（Žižek 1994, 114）。这一过程的经典例子是电影《蓝丝绒》（Blue Velvet，1986）的开场片段。在这个片段中，美国小镇田园诗般生活的镜头过渡到了一个特写镜头：在田园诗般的绿草之下，成群结队的昆虫在相互爬行。

然而，在林奇的电影中，享乐的过度并没有仅仅停留在表面之下。它还表现为观众与电影之间关系的一种扰动。林奇在构建他的电影时，使得他所描绘的过度能够吸引观众，即使它是以一种令人不安的形式出现的。令人作呕的享乐实体通常体现在一个权威人物身上，这个人物充当了观众对电影进行力比多投注的场所。它可见于以下人物：如《沙丘》（Dune，1984）中的哈克南男爵（Kenneth McMillan饰）、《蓝丝绒》中的弗兰克·布斯（Dennis Hopper饰）、《我心狂野》（Wild at Heart，1990）中的鲍勃·秘鲁（Willem Dafoe饰）、《双峰：与火同行》（Twin Peaks: Fire Walk with Me，1992）中的鲍勃（Frank Silva饰）以及《妖夜慌踪》（Lost Highway，1997）中的埃迪先生（Robert Loggia饰）。所有这些人物都占据着一个权威的位置，并以此将自己强加于人。但他们不仅对电影情节中的人物产生这种影响。林奇对他们的塑造，使得他们用自己的淫秽来诱惑观众。观看一部林奇的电影，就意味着暴露自己对权威之淫秽的投注。

齐泽克最重要的理论见解之一是：我们对权威人物的投注依赖于一个被否认的淫秽底面，这个底面只在幻象层面上出现（见第80章）。而林奇则生动地说明了这种对服从的解释。然而，他的电影之所以显得怪异，并不是因为它们偏离了决定主流电影的意识形态规范。林奇不是一位先锋派电影制作人。相反，他的电影往往从日常的生活情境出发：一对开车出游的情侣（《我心狂野》）、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在“约会”（《蓝丝绒》）、一个社会边缘人的故事（《象人》）、一个嫉妒妻子的丈夫（《妖夜慌踪》）。所有这些都是司空见惯的。但在这些日常性之中，一种过度突然爆发在场景里。它重塑了个人生活情境的领域。作为观众，我们首先沉浸在一个普通的空间里，然后却发现这个空间有一个隐藏的底面，里面充斥着它（这个空间）无法公开承认的淫秽享乐（见第77章）。也就是说，平凡事物隐藏着一个淫秽的底面，它会时不时地显露出来。但与此同时，普通现实的连贯性依赖于对这个底面的否认。如果它一直可见，与现实的联系就会崩溃。林奇的电影记录了这些淫秽显现、社会现实崩溃的时刻。通过这种方式，它们对我们当代压抑现实的结构提出了质疑。

林奇和齐泽克对权威的运作方式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视角。解释人们为何接受压抑现实之独裁的最著名理论之一，可以追溯到马克思主义者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根据阿尔都塞的观点，人们之所以将自己投注于统治结构中，是因为该结构使他们相信，他们能在这一结构内找到一个连贯的身份。这是通过一个阿尔都塞称之为“意识形态质询”（ideologische Anrufung）的过程来实现的。他的主要例子集中在一个警察在街上对某人喊道：“喂，你！”（Althusser 1971, 48）。那个听到呼喊转过身来，从而将自己认同为被指涉主体的人，就屈服于了一种意识形态的质询。在阿尔都塞看来，法律的代表（或其他权威人物，如教会代表或教育工作者）负责进行意识形态的质询。我们接收到一个意识形态的呼唤，并作为回应塑造了我们的主体性。

林奇电影中的警察表现得并不像阿尔都塞所描述的那样。他们更像是倒霉的小丑，而不是执行质询的权威机构。他们把时间花在站着发呆和茫然四顾上，而不是去质询毫无防备的个人。对林奇来说，权威不是由警察来体现的，而是由一个展现出淫秽享乐的过度人物来体现的。

林奇对作为观众力比多投注场所的淫秽人物的探索，在《妖夜慌踪》（1997）中达到了顶峰。因此，毫不奇怪，《妖夜慌踪》是齐泽克唯一专门用一整本书来论述的林奇电影（见第40章）。这部电影具有一种分裂的结构，主角弗雷德·麦迪逊（Bill Pullman饰）在谋杀了他的妻子蕾妮（Patricia Arquette饰）之后，变成了彼得·代顿（Balthazar Getty饰）。在这种转变过程中，电影的叙事现实变成了一个充满过度的幻象世界。在这个幻象世界里，彼得与新版本的蕾妮——爱丽丝（同样由Patricia Arquette饰演）发生了一段恋情，但电影中的权威人物埃迪先生却阻碍了这段恋情。

埃迪先生处于失控的淫秽的中心。他经营着一个黑社会企业，制作色情制品，以极端暴力相威胁，并痛打那些冒犯他的人，而从未承担过任何法律后果。彼得和观众一样害怕埃迪先生的报复，因为林奇将他塑造成了一个充满威胁的存在。当埃迪先生开着他的奔驰车载着彼得兜风时，似乎他想因为彼得与爱丽丝的恋情而杀了他。电影的关键场景就发生在这段车程中。它展示了埃迪先生作为一个淫秽的权威，充当了观众享受电影的出发点。对齐泽克来说，埃迪先生代表了所有权威的诱惑力。它诱使我们陷入幻象之中，这些幻象迫使我们依附于一个压抑的现实。

埃迪先生载着彼得和他的两名保镖穿过好莱坞山，这时后面的一辆车开始紧逼尾随。当他让那个尾随者超车时，那人停下来对埃迪先生竖起了中指。仿佛单单是尾随还不足以引发淫秽权威的爆发，正是这最后竖中指的手势让埃迪先生采取了行动。他把那辆车逼出公路，把司机从车里拽出来，用枪砸了两次他的脸。最后，他把司机摔在地上，冲着这个尾随者咆哮：他违反了法律。随后，埃迪先生发表了一通关于法律和安全的激烈演说，但他却用淫秽的语言和过度的暴力来传达这一警告。他一边揪住那人的衬衫摇晃，一边冲着他的脸大喊，教训他尾随的危险性。他用这样的话结束了教训：“I want you to get a fucking driver’s manual, and I want you to study that motherfucker. And I want you to obey the goddamn rules. Fifty-fucking thousand people were killed on the highways last year because of fucking assholes like you.”（我要你去拿一本他妈的驾驶手册，我要你好好学学那玩意儿。我要你遵守该死的规则。去年有五万人在高速公路上丧生，就是因为像你这样他妈的混蛋。）

这场戏的关键在于，林奇展示了埃迪先生是如何对我们日常现实中经常发生的一种真正危险的行为做出反应，从而爆发出暴力的。正因为如此，林奇选择了尾随作为引发埃迪先生狂野暴力爆发的事件。

任何开过车的人都经历过尾随者带来的愤怒。这是一种常见的行为，它之所以让人愤怒，是因为它表明尾随的司机不顾他人的安全。埃迪先生对尾随者的惩罚在力比多上让观众感到满足，因为他对尾随者的行为正是许多司机自己想做却做不到的。我们不能合法地殴打和威胁那些紧逼我们的人。但这并不能阻止我们对此产生幻象，而这正是这场戏成为全片最引人入胜之处的原因。当观众看到埃迪先生把尾随者逼出公路，并用关于其行为危险性的教训迫使他屈服时，他们不禁会赞同他的行为。他执行了许多司机在幻象中渴望的惩罚。林奇展示了埃迪先生对尾随的反应，而不是对超速或酒驾的反应，尽管这些行为无疑更危险，导致的死亡人数也更多。但它们并不像尾随那样，对司机来说是一种如此普遍的烦恼。聚焦于尾随使得《妖夜慌踪》能够赋予埃迪先生的权威一种力比多的投注。我们默许了这种殴打，因为我们如此强烈地反对尾随。即使是那些紧逼别人的人，也讨厌别人紧逼他们。

尽管埃迪先生是犯罪黑社会的头目，但他却挑出了一个在法律严厉管辖之外行事的人，并迫使他服从。更重要的是，林奇让观众在这场冲突中站在了埃迪先生这一边。《妖夜慌踪》以这种方式间接地揭示了所有服从背后的东西。或者，正如齐泽克在《荒谬崇高的艺术》（The Art of the Ridiculous Sublime）中所说：“在林奇的电影中，法律是通过荒谬的、极度活跃的、享受生活的代理人来执行的”（Žižek 2000, 19）。尽管林奇对齐泽克很重要，但在齐泽克的作品中，没有任何地方对作为电影制作人的林奇进行过长篇的阐释。《荒谬崇高的艺术》是齐泽克对林奇电影最详尽的探讨，但即使在这里，对《妖夜慌踪》和其他林奇电影的解读也占据了这篇短文不到一半的篇幅。

埃迪先生是一个淫秽的过度人物，但他同时也是一个权威人物。齐泽克在埃迪先生和林奇的其他淫秽人物身上，看到了权威如何控制我们的关键。权威要想迫使主体服从，不仅必须能够赋予其一种象征性的身份，还必须允许主体去享乐。我们必须对我们所服从的权威产生一种力比多的依附，这最明显地是通过幻象来实现的。没有这种依附，主体就会保持一种心理上的距离。屈服必须发生在幻象的层面上，才能产生效果。

齐泽克认为这一点在《我心狂野》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那里，鲍勃·秘鲁这个人物和埃迪先生一样，体现了一种淫秽的过度。在一场齐泽克反复评论的著名场景中，怪诞的鲍勃·秘鲁在汽车旅馆的房间里暴力袭击了角色露拉（Laura Dern饰）。他抓住她说道：“You want Bobby Peru. You want Bobby Peru to fuck you hard, baby, open you like a Christmas present. Do you want me to do it? Just a simple yes or no .... Say „Fuck me‘ and then I’ll leave.”（你想要鲍勃·秘鲁。你想要鲍勃·秘鲁狠狠地操你，宝贝，像拆圣诞礼物一样把你打开。你想让我这么做吗？只要简单地回答是或不是……说‘操我’，然后我就走。）在一系列他嘴部的特写镜头中，鲍勃多次重复道：“Say „Fuck me“.”（说‘操我’。）这些镜头向观众展示了鲍勃作为一个令人作呕的人物，而鲍勃那重复着对露拉的命令的嘴，本身就体现了淫秽的过度。他细小的牙齿和暴露的牙龈让他的嘴在特写镜头中显得不似人类。他所说的话的淫秽性，反映了他嘴部外观的淫秽性。鲍勃嘴部的特写镜头与他的手在露拉身上游走的镜头交替出现。最后，林奇展示了她手部的一个特写镜头，这只手似乎充满情欲地伸展着，然后她低语道：“Fuck me.”（操我。）就在她说完这句话之后，鲍勃立刻向后跳开并开始大笑。他大喊道：“Someday honey, I will, but I’ve got to get going.”（总有一天，亲爱的，我会的，但我现在得走了。）鲍勃把露拉逼到了屈服的地步，然后把她留给了随之而来的屈辱。

齐泽克对这场戏的解读在鲍勃·秘鲁和埃迪先生之间建立了一种隐性的联系。尽管鲍勃没有命令露拉服从法律，但他要求她屈服于一种权威。在《幻象的瘟疫》（The Plague of Fantasies）中，他写道：“鲍勃·秘鲁对露拉被勒索出的‘是！’所作的友好而否定的回答，其创伤性影响在于，它公开了作为象征秩序构成要素的空洞姿态的悖论结构：在粗暴地从她那里榨取了对性行为的同意之后，秘鲁将这个‘是！’视为一个应被礼貌拒绝的空洞姿态，从而粗暴地让她面对自己潜藏在其中的幻象投注”（Žižek 2008, 237）。鲍勃直到看到自己引发了一种幻象的反应——一种揭示了她对他的权威进行投注的反应——才停止了他的言语和身体攻击。他的暴力是令人排斥的，但同时对露拉和观众来说又具有吸引力。林奇在拍摄他与露拉的对峙时，其方式旨在诱惑观众，同时展现露拉受到的诱惑。

对齐泽克来说，向权威的屈服主要发生在幻象的层面上。我们可能会质疑官方的规则，但如果我们在幻象中将自己投注于一种结构，我们就已经向它屈服了。露拉对鲍勃权威的幻象投注发生在她低语“Fuck me”的那一刻。这种对幻象的投注使得鲍勃能够不施加进一步的暴力就离开。正如林奇在这里所展示的，一旦我们在幻象中屈服，压抑的权威就会对我们产生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权威不需要做任何其他事情。

齐泽克对林奇电影的兴趣源于它们探讨了通常不被看见的东西。林奇关注的不是我们所察觉到的过度，而是我们没有察觉到的过度。当我们面对支撑我们依附于主导现实的淫秽过度时，我们就能获得一种将自己从中解放出来的可能性。齐泽克在林奇的电影中看到了这样一种被揭示的可能性：我们如何能够摆脱对压抑性社会现实的力比多依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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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对齐泽克的意义既是政治上的，也是理论上的：作为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者，马克思在无产阶级这一社会否定性形象中，同时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提出了政治抗议。齐泽克涉及了马克思著作中的这两个维度，他将这种双重特征批判性地转向了东方和西方马克思主义。齐泽克将马克思的这种双重话语与拉康和黑格尔的话语交织在一起，而没有提出一种系统化或融合。通过马克思自己的论述，与黑格尔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并且最迟自列宁、卢卡奇和早期批判理论以来，这一联系已得到深入研究（参见 Arndt 2023 等）。相比之下，拉康与马克思的关系直到后来的接受浪潮中才得到全面阐述（参见 Tomšič 2015）。齐泽克在其早期著作中就已经勾勒出了它们的基本特征。

拉康关于马克思发明了症状（Symptom）的论断，构成了齐泽克早期对马克思进行意识形态批判思考的理论中心（参见 Žižek 1989, 11; Lacan, 1974–1975; Lacan 1980）。“马克思‘批判’的基本程序是症状式的；在一个意识形态场域中，它会追踪到真理爆发的那个位置，而这个真理被该场域结构性地掩盖了，且该场域正是建立在对这一真理的误认之上的”（Žižek 1991, 116–117）。

然而，对于齐泽克修正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而言，这种症状式的方法不足以把握意识形态的“幻象维度”（phantasmatische Dimension）（Žižek 1991, 117）。因为后者不能被还原为对知识及其误认的认识论批判理解。通过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论可以表明，意识形态主要涉及行动，而不是关于这种行动的个人知识。在这一点上，齐泽克将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话语进行了平行对比，即关于将社会关系作为拜物教来解读的平行性。在弗洛伊德的意义上，意识形态批判涉及两个基本步骤：第一步是（症状式地）打破意识形态文本的现象世界，对无序且最初看似无意义的意识碎片进行排序和连接（参见 Žižek 1989, 14）。在弗洛伊德那里，这一阶段对应于梦的运作的诠释过程，即将潜在的梦境内容解码为有意义的。但为了不停止在这一阶段，第二步涉及从这一内容中进行抽象，更准确地说：集中关注这一内容显现的形式（Žižek 1989, 14）。根据齐泽克的说法，马克思的第二步体现在这样一个问题中，即为什么古典政治经济学在分析商品价值和价值量时从未问过，“为什么这一内容采取那种形式，为什么劳动表现为价值，而用时间计算的劳动量表现为劳动产品的价值量”（Marx 1962, 94–95; 参见 Žižek 1989, 15–16）。随着对形式的追问，人们不再关注无意识内容中（症状式地）隐藏的意义，而是关注这种未被知晓的内容对主体在其日常世界中行动的（幻象）功能。在马克思拜物教理论的核心命题“他们不知道这一点，但他们正在这样做”（Marx 1962, 88）中，意识形态的这两个维度与商品形式的批判结合在了一起。为了将焦点从症状式的不完整知识转移到行动上，齐泽克因此建议将这句话修改为“他们知道他们在行动中遵循着拜物教的幻觉，但他们仍然这样做”（1991, 121）。

齐泽克对马克思的解读在拉康和黑格尔之间具有独创的特殊地位，它既不完全归结为拉康-马克思，也不完全归结为黑格尔-马克思，这体现在他对《资本论》中关于“商品的拜物教性质”一章中那些被认为是黑格尔式段落的解释中。在这一章中（路易·阿尔都塞在其结构主义的马克思接受史中将其误解为残余的黑格尔主义），意识形态的幻象维度被证明是货币中介的商品交换中社会关系和物与物关系发生颠倒（Verkehrung）的效应。

两种关系的颠倒——商品的具体物的关系和作为商品生产者的个人的抽象社会关系——并不是某些个体的症状式幻觉，而是结构性地植根于商品形式本身。在商品中物化的抽象劳动的社会价值或“超感官”价值，只能在交换中通过另一种商品的“感官”具体的商品体表现出来。然而，如果现在将作为“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Marx 1962, 85）的单个商品，感官-具体地赋予其作为价值的抽象属性，那么这种赋予就标志着一种产生其自身幻象现实的实践行为。齐泽克在这里引用了《资本论》第一版中的一段话，这段话在后来的版本中已经找不到了。

“这种颠倒——即感官-具体的东西仅仅被视为抽象-普遍的东西的表现形式，而不是相反，抽象-普遍的东西被视为具体的东西的属性——构成了价值表现的特征。它同时也使其难以被理解。如果我说：罗马法和德国法都是法律，这是不言而喻的。但如果我说：法律这个抽象物，在罗马法和德国法这些具体的法律中实现了自身，那么这种联系就变得神秘了。”（Marx 1983, 634; 参见 Žižek 1989, 32）

这里的颠倒首先意味着对本质与现象、普遍概念与具体特殊性之间唯心主义论证关系的批判。但齐泽克的论点旨在说明，这种颠倒不是虚幻的，而是建构现实的。

这种神秘的联系建立在社会产生的商品物之间的关系上，而不是建立在关于它们的知识上。可以说，拜物教的位置已经从主体间的关系转移到了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参见 Žižek 1989, 26）。这种拜物教式颠倒的幻象维度在于，商品生产社会的现实是围绕着一种实践的拜物教组织起来的，在这种拜物教中，意识形态幻象已经获得了价值和价值形式的社会关系（市场关系和阶级对抗）的客观性。因此，齐泽克也对马克思的这段话提出了一个小小的修正。资本主义主体非常清楚罗马法和德国法都是法律，但在实践中，它的行动就好像法律作为抽象物在罗马法和德国法中实现了自身一样（参见 Žižek 1989, 32）。

马克思未完成的晚期著作，即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计划，仍然是齐泽克思想的一个重要参照点。借助柄谷行人（Kojin Karatani, 2003）提出的“视差”（Parallaxe）这一理论形象（见第90章），他成功地进行了一次创新的重读。将其应用于马克思，这意味着需要一种视差式的视角转换，以便在理论上把握商品交换中两个不相容的视角：一方面是使用价值，另一方面是交换价值。

马克思所称的“抽象人类劳动”并将其规定为价值的“实体”（1962, 53），不能用在空间和时间中物化的、具有使用价值的劳动时间量子来表现。在这些视角之间存在着一个跳跃或“惊险的跳跃”（salto mortale）（Karatani 2003, 106）。视差绝不意味着仅仅是视角的转换，在这种转换中，观察主体和被观察客体是相互分离的。“唯物主义意味着，我所看到的现实永远不是‘完整的’——不是因为我错过了它的一大部分，而是因为它包含着一个缺失，一个盲点，这个盲点表明了我被包含在其中”（Žižek 2006b, 21–22）。因此，我从使用价值及其在时空中的分工生产的主观视角无法认识到的东西，反映了“客体本身始终存在的一种本体论偏移”（Žižek 2006b, 21）。

因此，这种将抽象劳动（价值）和具有使用价值的劳动时间分离开来的偏移，不能归结为主观视角的认识论局限，而是表明了一种本体论的实体转化（Transsubstantiation），它无法被铭刻在任何想象的整体视角中。出于这个原因，齐泽克也拒绝了一种教条的黑格尔马克思主义，根据这种观点，价值作为资本在自我增殖过程中，是黑格尔概念或精神意义上的自我设定和自我运动的形象。齐泽克在这里的论点是，资本的自我运动永远无法与自身保持同步，也就是说，永远无法追平预付的信贷，每一次兑现都被永远推迟了。资本及其自我增殖的危机是结构性的（参见 Žižek 2006a, 51）。

齐泽克对马克思文本的进一步修正，部分是通过拉康对剩余享乐（plus-de jouir）和剩余价值的平行对比来进行的（参见 Žižek 2006a, 266–267; Lacan 2001, 434; Lacan 2007, 20）。马克思忽略了，资本的历史界限——在这一界限上，社会关系转变为资本主义无边界生产力发展的内在桎梏——总是被一次又一次地推迟。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的内在障碍作为“不可能的条件”，同时也被证明是其“可能的条件”（Žižek 2006a, 266）。如果我们消除这个障碍，即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和阶级对抗，我们得到的不是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全部潜力，而是与这个障碍一起失去它。拉康在将精神分析的剩余享乐与经济学的剩余价值紧密结合时，就已经认识到了这一后果（参见 Žižek 2006a, 266–267）。

在其后期的著作中，齐泽克针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政治-理论双重特征，对这些基本见解进行了变奏。拉康关于马克思发明了症状的格言，不仅涉及拜物教理论，还涉及无产阶级这一形象，在这一形象中，黑格尔式（定位于现代国家中）理性总体的非理性得到了体现（参见 Žižek 2012, 525）。对这种非理性的丑闻化，从反面（ex negativo）包含了“共产主义理念”的政治紧迫性（Douzinas 和 Žižek 2010）。反对那种认为在黑格尔身上已经能看出马克思轮廓的毫无保留的马克思黑格尔主义，他与丽贝卡·科迈（Rebecca Comay）一起坚持认为，黑格尔的“贱民”（Pöbel）不是马克思的无产阶级（参见 Comay 2011, 141; Žižek 2012, 437）。在历史视野中仍然存在着一个断裂，尽管在概念辩证法上很接近，但这个断裂将马克思和黑格尔分开了。因此，通过将无产阶级作为症状，马克思发明了一种不可还原的新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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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汀·梅亚苏（Quentin Meillassoux，生于1967年）是一位法国哲学家，他2006年的专著《有限性之后》（Après la finitude）引发了一场批判康德关于精神与世界关系的辩论，并共同塑造了与“思辨实在论”（Spekulativer Realismus）概念相关的哲学流派（见第10章）。齐泽克（Žižek）对这位法国哲学家最详尽、最系统的探讨出现在《少于无》（Less than Nothing，2012）中：首先是在第三章（“今天是否还有可能成为一个黑格尔主义者？”）的“潜在性与虚拟性”（Potentiality and Virtuality）一节，然后是在“插曲5”（“相关主义及其不满”）中。在前面提到的文本部分，黑格尔被作为偶然性思想家来辩护，其中梅亚苏在论文《潜在性与虚拟性》（2007）中发展的论点处于辩论的中心。第二次更详尽的讨论涉及梅亚苏对所谓“相关主义”（即客观事实对精神的依赖性）的思辨唯物主义批判，以及他在《有限性之后》中对绝对偶然性的辩护。齐泽克的目标是重新评估德国唯心主义的遗产和拉康对弗洛伊德的解读，以明确唯物主义主体理论的要求。

首先，齐泽克遵循构成《有限性之后》核心的绝对偶然性论点，重构了梅亚苏对所谓“频率主义蕴涵”（frequentialistische Implikation）的拒绝以及随之而来的对自然因果必然性的拒绝。根据频率主义蕴涵，如果自然法则具有偶然性，那么逻辑可能性相对于实际规律性的巨大过剩，将导致可观察到的频繁变化具有压倒性的概率。然而，齐泽克指出，由于变化并没有以如此高的频率发生，打破这些规律性的概率必定微乎其微。换言之：自然界中的规律性必须由必然的自然法则来解释。根据梅亚苏的观点，这种论证构成了对大卫·休谟归纳问题所有经典回答的基础，无论这些法则被视为外部的，还是先验主体理解力所固有的：“如果物理法则实际上是偶然的，那么如果这种偶然性从未显现出来，那将违背支配偶然性的法则”（Meillassoux 2008, 97）。

继阿兰·巴迪欧在1988年的《存在与事件》（L’Être et l’Événement）中对无限的去总体化（Ent-Totalisierung）之后，梅亚苏提出完全接受休谟归纳问题的本体论意义。由于物质宇宙不能被理解为可能状态的可量化总体，因此不可能从观察到的规律性中推断出自然秩序突然中断的不可能性，从而推导出自然法则的必然性。这是因为宇宙不能被理解为一个可总体化的“可能”状态的集合，其中一些状态仅仅保持“潜在”，而另一些则被“现实化”。在否定了自然法则的存在之后，梅亚苏在其文章《潜在性与虚拟性》（2007）中扩展了他对绝对偶然性的理解以及对因果必然性的拒绝。在此过程中，他将“偶然”（Zufall）、“偶然性”（Kontingenz）和“虚拟性”（Virtualität）定义如下：

“偶然（Chance）是潜能的每一次现实化，对于这种现实化，在初始给定条件的基础上不存在单义的决定实例。因此，我将偶然性（contingency）称为一个索引案例集（而不是属于索引集的某个案例）本身不作为案例集之案例的属性；而虚拟性（virtuality）则是每一个案例集在不受任何预先构成的可能性总体支配的生成中涌现的属性。”（Meillassoux 2007, 72）

对齐泽克而言，梅亚苏论点的核心意义在于认识到无法将存在思考为总体和偶然性的本体论（而非认识论）影响，这构成了黑格尔将实体即主体概念化为“自我关联的否定性”（self-relating negativity）（Žižek 2012, 231）的基础。在背离将黑格尔解读为“潜能性”思想家的过程中，这引导齐泽克走向了一种追溯性因果关系（retroaktive Kausalität）的概念，这构成了他重构思辨唯心主义的核心。辩证过程的追溯性意味着生成本身必须被重新理解：“生成过程本身并不是必然的，而是必然性本身的生成（逐渐的偶然涌现）”（Žižek 2012, 231）。紧随梅亚苏的论述，齐泽克认为，当一个实体（客体、事件）X出现，而没有暗示一种预先构成的、正在现实化的潜能时，激进的新颖性就恰好出现了。激进的新颖性追溯性地创造了其自身的可能性和必然性的虚拟条件：“在每一个激进的新颖性中，时间表明它并没有现实化过去的萌芽，而是带来了一种虚拟性，这种虚拟性以任何方式都不预先存在于任何时间无法触及的总体之中，即它自身的到来”（Meillassoux 2007, 80）。作为自我指涉的否定性的主体之空无，随后从无到有（ex nihilo）地产生了其自身必然性的条件：“每一个辩证的过渡或反转都是一个过渡，在这个过渡中，新的形态从无到有地涌现，并追溯性地设定或创造了它的必然性”（Žižek 2012, 231）。

然而，尽管齐泽克赞同梅亚苏对可总体化的本体论秩序的拒绝，但他（这次跟随拉康）认为梅亚苏犯了一个错误。这个错误在于，他仅仅从拉康性化公式的男性一面，即从普遍性及其例外的逻辑来思考绝对偶然性。相反，从拉康称之为“女性”的形式立场来理解，本体论秩序的去总体化积极地命名了存在秩序中的裂缝，一个本身就是偶然的虚无：“‘非全（Not-all）是必然的’意味着，偶然的相遇时不时地发生，破坏了主导的必然性（由这种必然性维持的可能性空间），从而在其中发生了‘不可能’”（Žižek 2012, 369）。

沿着这条论证线索，齐泽克在《少于无》的“插曲5”中探讨了梅亚苏对“相关主义”的批判以及后者作为替代方案提出的“思辨唯物主义”解决方案。梅亚苏用“相关主义”来指代这样一种观点：思想无法触及绝对，而只能触及相对于其经验的事物，因此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相关性构成了思想的先验界限（参见 Meillassoux 2007, 5）。齐泽克赞同梅亚苏以绝对偶然性之名对形而上学必然性的拒绝，也赞同他对所有相关主义哲学所共有的、从“上帝之死”中得出的“信仰主义”后果的批判（参见 Žižek 2012, 628）。

然而，与此同时，齐泽克反驳了梅亚苏将矛盾律视为与绝对偶然性相矛盾而加以拒绝的做法。梅亚苏批评说，如果p已经蕴含了非p，反之亦然，那么就不可能产生任何激进的新事物。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结果将是退回到一个封闭的、总体化的可能性宇宙。相反，齐泽克（借鉴黑格尔在《逻辑学》开篇的论证）认为，矛盾实际上意味着对立面的同一性既是必然的又是不可能的，这导致了向生成的辩证发展，从而导致了时间的产生：“存在/虚无这对概念形成了最高的不可能矛盾，为了解决这种不可能性、这种僵局，人们进入了生成，进入了两极之间的振荡”（Žižek 2012, 629）。

总的来说，在梅亚苏对相关主义的批判之后，齐泽克建议重新评估德国唯心主义的遗产。他认为，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不仅应被理解为“相关性时代”的开端，而且从根本上应被理解为主体去中心化的开端，这种去中心化将主体理解为一个本质上关系性的实体，而不是通过其属性将其积极地理解为自然秩序中的另一个现象（参见 Žižek 2012, 630–632）。齐泽克认为，在黑格尔那里，我们发现了康德方法的激进化。在黑格尔那里，主体不仅在认识论上被排除在接触绝对的途径之外，而且其本身也被绝对地去实体化，并被规定为自我指涉的否定性的运动。齐泽克在其中看到了弗洛伊德对发展后康德主体概念的教诲：必须将主体理解为相对于拉康的实在界（见第93章）而言是空无的。最终，自为（Für-sich，即事物对主体而言的存在）与自在（An-sich，即事物本身的存在）之间的鸿沟，必须被视为既决定了客体的实在界，也决定了主体的实在界。

从这一鸿沟来理解，一方面，客体被证明是不可能的，而不是“物自体”的外在性；另一方面，主体本身是从实在界中产生的，而不是与自然存在的客观秩序相重合。因此，主体的不完整性反映了现实本身在本体论上的不完整性。它化身为主体中的一个裂缝，这个裂缝无法被积极地整合到现象显现（现实）的经验秩序中：“这个客体不仅仅是主体的全部客观现实（将主观经验成功地科学还原为客观过程，如在生物遗传学中），而是无形的、幻象的薄片（lamella）”（Žižek 2012, 645）。

因此，黑格尔-拉康式的修正克服了对先验框架残存的依赖，并将主体从实在界中（并作为实在界的一部分）的生成理论化，而不是去主题化认识论上通达独立于精神的现实的条件：“问题不在于在先验相关性之外、独立于主体去思考实在界；问题在于在主体内部思考实在界，即在主体最核心处的实在界的坚硬内核，它的外密（ex-timate）中心”（Žižek 2012, 644）。最后，齐泽克将先验主体与其客体之间的相关性，与分裂的主体与不可能的欲望的真实客体之间更根本的相关性对立起来（参见 Žižek 2012, 642）。欲望的真实客体在这里并不是衡量主体与实在界距离的尺度，既不是经验现象，也不是超越任何意向性中介的外部物自体。相反，它是主体插入实在界秩序的一种功能，这种功能同时带来了一种固有的匮乏，剥夺了主体的任何积极内容，但也在现实的本体论秩序中产生了一个裂缝，分裂了经验事件的因果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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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米尔班克（John Milbank，生于1952年）是一位英国神学家，也是英语神学界重要运动“激进正统派”（Radical Orthodoxy）的核心人物。在学习历史之后，米尔班克以关于詹巴蒂斯塔·维柯（Giambattista Vico）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随后在英国的兰卡斯特大学和剑桥大学、美国的弗吉尼亚大学以及最终在诺丁汉大学任教。他目前是该校的荣休教授。激进正统派的影响力从20世纪末开始蔓延，并持续了大约21世纪的头十年。然而，当米尔班克与齐泽克（Žižek）共同出版《基督的怪物性》（The Monstrosity of Christ，2019年）（见第33章）时，该运动已经处于衰退之中。它现在已基本消亡或消失。几位前代表人物现在要么与该运动保持距离，要么被排挤出该运动，特别是自该运动在性问题上采取越来越保守的立场以来。

米尔班克的工作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激进正统派的核心主张是：在从中世纪向现代世界过渡的过程中，从新柏拉图主义-基督教的参与形而上学（Metaphysik der Teilhabe）向约翰·邓斯·司各脱（Johannes Duns Scotus）等人物的唯名论的转变，意味着世俗现代性丧失了将形而上学、道德和美学价值奠基于神圣之中的能力。米尔班克断言，现代性中真实、善良和美好的事物，并非现代性本身的成就。相反，这是现代性对其神学根源持续存在却被否认的依赖的结果。世俗世界越是彻底地脱离这一神学基础，就越倾向于虚无主义——这是一种认为世界上没有绝对或普遍价值，且现实的基本结构由冲突和无意义构成的世界观。根据米尔班克的观点，摆脱这种恶性循环的唯一途径是回归基督教新柏拉图主义，并重新确立神学作为“科学之后”（Königin der Wissenschaften）的地位，即作为真理、语言和社​​会秩序的必要基础（Milbank 2006, 382）。与世俗虚无主义的暴力相反，激进正统派提供了一种“和平本体论”（Ontologie des Friedens）。它将万物理解为相互关联并在上帝之中和解的（Milbank 2006, 279）。

米尔班克的影响力部分源于他的主张，即唯有神学才能拯救形而上学、道德、政治和美学（可以理解，这是对学术神学这一数十年来影响力不断下降的学科的一种呼吁），但部分也源于——在某种程度上有些反直觉——他对当代大陆哲学研究的新颖性。这在一个往往过于内向的学科背景下（尤其是在英国）引发了创新的辩论。

米尔班克于1990年出版的第一本也是最具影响力的著作《神学与社会理论》（Theology and Social Theory），旨在回应撒切尔/里根时代正在形成的新自由主义共识，并反对后现代神学中被认为拒绝元叙事和绝对真理的倾向（参见 Milbank 2006）。米尔班克既反对神学的虚假谦逊（神学放弃了其提供唯一确凿真理基础的主张），也反对社会学所谓的独立性（社会学将自身标榜为世俗的），他论证说，唯有基督教神学才能为知识提供可靠的基础。因此，对于古典神学的参与形而上学而言被视为真理的东西——万物只有在分享上帝之存在的范围内才存在——同样适用于人类知识和经验的所有领域。如果没有在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基督教神学中最完美地启示出来的上帝，就不可能有文化、创造和对世界的理解。

不出所料，这种神学优越感没有为女性主义神学、黑人神学或解放神学的批判性神学视角留下任何空间。米尔班克轻蔑地谈论以口号为导向的身份神学（解放神学和本土神学、女性主义、酷儿、跨性别等），认为它们以一种令人疲倦的方式迎合时代精神且自命不凡。当然，米尔班克的这种观点在学术界很少被认真对待（参见 Murray 2020）。尽管米尔班克偶尔承认启蒙运动零星地产生了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但他坚定不移地认为，世俗现代性中产生的所有美好事物，要么是对基督教真理的伦理扭曲，要么是虚无主义的戏仿。尽管如此，他承认：其中一些扭曲“更好地发展了正统的某些方面，而正统随后必须收回这些方面”（Milbank 2006, xiv）。

激进正统派的奠基文本《激进正统派：一种新神学》（Radical Orthodoxy: A New Theology）于1999年出版，由约翰·米尔班克、格雷厄姆·伍德（Graham Wood）和凯瑟琳·皮克斯托克（Catherine Pickstock）编辑。该书收录了来自英国和美国的年轻安立甘大公派神学家的文章。该书为从知识、语言和启示到情色、美学和音乐等一系列主题提供了一种激进正统的进路。正如在《神学与社会理论》中一样，该书坚持认为，人类文化和科学只有在源于上帝并从神学中衍生出来的情况下，才具有价值和意义。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这种关于神学在学术界和社会中地位的观点对许多人来说非常有吸引力。此外，人们可以提出这样的论点：这场旨在弥补神学声望损失的斗争，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米尔班克自身的理论追求，即致力于建立一种融合贵族制与民主制、等级制与平等化的社会“混合宪体”。这与他渴望获得等级森严的学术界认可的愿望相呼应（参见 Milbank 2003, 107；亦见 Blond 和 Milbank 2010）。

《激进正统派》以一段不同寻常的致谢开篇，它没有感谢支持该书出版的各个个人和机构，而是列举了剑桥大学与作者及该书内容之间的联系和影响（米尔班克自己的职业生涯始终在体制的边缘发展）。神学给其他学术流派让出太多空间的观点，在更深层面上其实是后殖民忧郁症的流露，是对神学在学术领域重新崛起的渴望，同时伴随着对基督教在欧洲及其殖民地恢复统治地位的渴望（正如米尔班克所表达的：“教会实际上是城市与帝国的一种新综合……没有基督教世界的基督教理念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肤浅错觉”，Milbank 2013, 231–233）。虽然在9/11袭击之后，这种叙事在欧洲和美国的右翼中越来越流行，但这种两极分化同时也是激进正统派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是因为，学术神学内部更强大、人脉更广的声音开始支持更公开的反动立场，而摒弃了米尔班克著作中特有的那些浪漫社会主义元素。

激进正统派代表了神学与一般当代大陆哲学，特别是与齐泽克进行对话的一条主线。马库斯·庞德（Marcus Pound）的《齐泽克：（非常）批判性的导论》（Žižek: A (Very) Critical Introduction，2008年）是在米尔班克于诺丁汉任教期间撰写的，为了对齐泽克进行批判性阐述，该书引用了米尔班克的著作。米尔班克和庞德同样指出，对齐泽克而言，现实的最终基础是虚无和匮乏。两人都认为，这会导致一种虚无主义和暴力的本体论，唯有通过基督教-柏拉图主义的参与形而上学才能将其取代（Pound 2008, 19, 23, 83; Milbank 和 Žižek 2019, 143, 154, 160）。相比之下，其他神学回应则倾向于通过强调齐泽克对大他者不存在的坚持（见第70章），将他的著作与自由主义解构主义神学相协调。这导致了对差异、不确定性和无知的强调，而这往往与齐泽克对冲突和对抗的坚持相矛盾（参见 Caputo 2013; Keller 2015）。

齐泽克和米尔班克之间的相遇是由克雷斯顿·戴维斯（Creston Davis）促成的，他是一位受大陆哲学影响的宗教哲学家，也是这两位思想家的学生。2002年，他在弗吉尼亚大学举办的一场题为“实践中的本体论”（Ontologies in Practice）的会议上将他们聚集在一起，这次会议构成了戴维斯、米尔班克和齐泽克于2005年编辑的论文集《神学与政治：新辩论》（Theology and the Political: The New Debate）的基础。随后又出版了一系列其他书籍（Davis, Milbank 和 Žižek 2010 以及 2019）。戴维斯继续在将这两位思想家聚集在一起方面发挥作用，并坚持认为——尽管齐泽克和米尔班克的思想截然对立——没有必要在两者的立场之间做出选择（Davis, Milbank 和 Žižek 2010, 17）。

作为一个政治项目，激进正统派旨在促进一个由行会、城镇和地方（乡村）社区组成的幻想中的中世纪世界，因此与吉尔伯特·K·切斯特顿（Gilbert K. Chesterton）的分配主义（Distributismus）经济政治概念有许多共同之处（参见 Milbank 2012, 225 脚注 59）。分配主义源于试图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创造一个交集——即借助天主教社会教义。后者的起源之一在于寻找一条介于资本主义和拉丁美洲解放神学更激进要求之间的中间道路。正如齐泽克在提及米尔班克的著作时所指出的，这种对前现代共同体生活的怀旧和浪漫化版本，产生了一种最适合被描述为“软法西斯主义”（soft-Fascist）的政治（Milbank 和 Žižek 2019, 250）。

米尔班克曾通过他的学生菲利普·布隆德（Philip Blond）的引荐，在短时间内对英国政治产生了影响。后者创立了政治智库机构 ResPublica，并构想了“红色托利政治”（Red Tory）的愿景（Blond 2010）。ResPublica 在塑造首相大卫·卡梅伦（David Cameron）的“大社会”（Big Society）新自由主义愿景中发挥了作用，在这一愿景中，家庭和志愿组织应取代国家承担社会福利方面的责任（Forde 2022, 171）。一个类似的项目围绕着“蓝色工党”（Blue Labour）运动的理念发展起来，该运动在经济上主张左翼政策，而在犯罪和移民问题上主张社会保守主义政策。米尔班克的另一位学生阿德里安·帕布斯特（Adrian Pabst）在此背景下在英国获得了政治影响力（参见 Pabst 和 Geary 2015）。然而，组织内部的丑闻和管理不善，加上托利党内更激进的右翼政治的崛起，使得蓝色工党运动的理念变得无关紧要。

激进正统派在学术神学和大陆宗教哲学中也遭遇了类似的命运。这两个学科领域都倾向于两极分化，要么走向明确的反动方向，要么走向自由派或左翼关注的方向。在左翼阵营中，人们既关注性别与性、奴隶制与殖民主义等议题，也关注政治神学思考，这些思考以自己的方式解释了世俗现代性的中世纪根源：不是将其视为必须回归和恢复失去的意义宇宙的指标，而是将其视为一个同样影响思想和政治的亟待解决的问题。然而，近年来，齐泽克的一些较为反动的观点使他重新接近了米尔班克——这是因为两人都对所谓的“觉醒”（Wokeness）运动持批评态度（参见 Žižek 2022; Milbank 2023）。此外，米尔班克还经常为齐泽克参与编辑的《紧凑》（Compact）杂志上的文章做宣传，该杂志的“编辑选择取决于我们对一个强大的社会民主国家的渴望，这个国家捍卫社区——地方和国家的、家庭和宗教的——以抵御放荡的左翼和自由意志主义的右翼”（引自 Jones 2022）。尽管由此无法推断出米尔班克对齐泽克的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但这种重新接近在一些核心点上确实揭示了齐泽克自2009年与米尔班克对话以来，其自身在政治上是如何向右转的。

Notes


[1]: [原文中缺失脚注定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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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弗里德里希·W·J·谢林

Joseph Carew [1]

Email: joseph.carew@ufv.ca

德文版由 Dominik Finkelde 译自英文。

弗里德里希·W·J·谢林（1775–1854）与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同为德国唯心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该思潮的起源之一在于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所引发的哥白尼式转向。在三大批判的第一部中，康德主张，认知主体并非面对一个预先存在的、独立于知性的“外部”实在。相反，主体通过将先验的形式与范畴应用于直接给予的感官知觉的原始数据，对实在的建构负责。因此，康德的先验唯心主义可以被解释为一种建构主义，它揭示了经验可能性的条件。有序的现实是由知性反思性地创造出来的，也就是说，无结构的感官印象被统一成一个一致的整体。由于我们的经验局限于这个由知性创造的概念宇宙，即现象界（Phaenomena），我们无法获得关于本体界（Noumena）的知识，即无法认识独立于人类且自在的世界。

后康德时期的德国唯心主义代表人物将他们的著作作为对康德这一核心论点的回应来展开。然而，在试图克服先验唯心主义的某些困境时，他们脱离了其建构主义框架。谢林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的作用，最好通过回顾其思想中最具影响力的三个时期来阐明：早期的自然哲学、中期的自由哲学以及晚期的神话与天启哲学。

在短暂追随费希特哲学（该哲学试图借助自由主体性原则将先验唯心主义系统化）之后，谢林留下了一个迫切的问题：主体是如何从自然中产生的？由此，谢林为其自然哲学奠定了基础，该哲学通过将一种原始的、初级的自由和前主体性归因于自然本身，来解释主体性的产生。自然在其每一个阶段都在发展，而这些阶段本身又充满了力量、物质和化学过程。在此过程中，观念的结构化原则被应用于实在的（自然）材料上。每一个新阶段都重复着相同的结构。它将前一个阶段作为材料，以便在观念上对其进行转化。主体的诞生正是这一过程的目标。这种受目的论引导的进化虽然在无意识中具有生产性，但却导致了康德和费希特所描述的主体被证明并未与自然分离。自然在主体中按照其内在的理念提升到了更高的阶次。

在谢林的自由哲学中，其计划从主体的自然化转向了神智学的探索，即追问上帝为何要创造自然（即宇宙）。他的论点是，为了解释自然的起源，我们必须假设一个在宇宙之初还不是其自身的上帝。相反，谢林假设了一个前主体的存在，它被困在齐泽克（Žižek）所称的“驱力的旋转运动”中——这是一个由原始、狂暴的能量组成的漩涡，建立在两种对立力量痛苦而盲目的振荡之上：B = 黑暗的实在、肉体原则，代表无定形的物质；A = 光明的观念、精神原则，代表合理性与秩序。

现在，只有在一个自由但无意识的决断时刻，当上帝能够借助逻各斯和理性的原则打破驱力的僵局时，他才真正成为他自己。在这种情况下，他从外部将合理性与秩序的结构强加于上述力量之上。通过这种方式，驱力成为创造宇宙的基础，而上帝则成为完全的主体。

在谢林的词汇中，驱力被证明是上帝自身存在的根据。尽管晚期谢林凭借其“神话哲学”和“天启哲学”放弃了这种关于上帝诞生于驱力旋转运动的描述，但其神学重心依然未变。他晚期的“肯定哲学”现在通过转向人类历史的细节，特别是世界宗教的历史而初具规模。在此背景下，他试图为上帝的存在、人类在上帝生成过程中的作用以及历史的末世论终结提供新的证明。

齐泽克对谢林的兴趣阐明了为什么在他看来，德国唯心主义是正确理解精神分析的唯一途径（参见 Žižek 2003）。康德的先验唯心主义被证明与拉康的语言结构主义具有同源性。主体性通过将概念秩序应用于纯粹的感受质（Qualia）来建构现实。其结果是一种“两个世界”的学说，唤起了一个概念领域和一个非概念领域。同样，对拉康而言，作为三个所谓“界”之一的“象征界”，通过其差异化的能指系统对“实在界”进行加密，从而建构了现实，并以此阻断了我们通向实在界的途径（见第93章）。此外，康德和拉康都从这种认识论的限制中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在康德那里，谈论经验可能性的超先验条件是毫无意义的：我们总是已经陷入了先验建构的现实之中。拉康也是如此；他拒绝任何解释从“实在界”向“象征界”过渡的尝试。现实总是已经被象征性地中介了。但是，如果正如齐泽克所认为的那样，拉康理论中的巨大谜团恰恰在于为什么象征界究竟会从实在界中产生，那么谢林（和黑格尔）就成为了解答这一问题的源泉。他们试图阐明主体如何从自然中产生的问题。

人们可能会认为，特别是早期谢林的自然哲学是对齐泽克产生影响的地方。毕竟，谢林在这里最清晰地描述了拉康意义上从“实在界”向“象征界”的过渡。然而，齐泽克将谢林对这一问题的真正哲学贡献定位在其创作中期的自由哲学和《世界时代》（Die Weltalter）一书中（见第47章）。

但是，一个关于上帝通过唤起宇宙而自我诞生的神智学叙事，如何能有助于解答精神分析所宣称的根本谜团呢？齐泽克在谢林的方式中看到了答案：对谢林而言，上帝创造宇宙（以及他自己）的那个自由但无意识的决断，在结构上等同于主体创造其象征宇宙（作为从实在界领域的突破）的行动（见第72章）。这使得齐泽克能够将《世界时代》作为一部“元心理学著作”来阅读（Žižek 2007, 9）。

齐泽克现在将中期谢林的思想据为己有，以发展其主体个体发生学理论的两个关键要素。首先，他利用谢林来主张，从“实在界”向“象征界”的过渡不能通过进化或目的论的渐进过程来实现（见第11章）。相反，必须设想一个“消失的中介”（见第101章），在两个概念所指代的事物之间进行中介。

在齐泽克看来，这就是驱力混乱的旋转运动。它代表了主体的起源。这种中间状态意味着，由本能和行为程序在有机体中所代表的自然形而上学秩序，首先必须陷入失控。只有这样，象征界的领域才能产生。当这种情况发生在人类身上时，作为自然产物的身体的实在界，便不再能够仅仅用先天的行为模式来对刺激作出反应。它不能再像其他生命形式那样，仅仅寻找预定的对象并满足生物学需求。象征界的介入现在作为一个超自然的领域登场。它将一种外来的合理性与秩序强加于驱力之上。这些驱力被驯化，其无结构的能量被组织起来。正是这种自然自我脱轨的时刻，是谢林早期自然哲学未能认识到的。根据齐泽克的观点，它预示了精神分析中的死本能概念（见第98章）。

其次，齐泽克借用谢林来阐明这样一种观点：驱力的旋转运动是象征界产生的必要但不充分条件。初生但无意识的主体仍然必须选择创造象征界。在这方面，实在界与象征界之间真正的消失的中介，是主体建立象征宇宙的自由但无意识的决断。尽管谢林对齐泽克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但这种影响仍然具有多义性（参见 Carew 2011）。

正如齐泽克自己所承认的，他更具思辨性的著作是试图阐释一种新的辩证唯物主义。其核心问题如下：“[H]ow is thought possible in a universe of matter?”（Žižek 2012, 905）。这一问题不断被作为“the properly Hegelian one”提出：“how does appearance itself emerge from the interplay of the Real?”（Žižek 2009, 106）。在齐泽克对黑格尔的解读中，黑格尔被归功于认识到从实在界向象征界的过渡需要一个消失的中介。黑格尔在其1804年的耶拿时期实在哲学中，在将主体描绘为“世界之夜”（见第48章）时探讨了这一点。然而在其他地方，齐泽克强调，谢林在1810年至1815年间撰写的《世界时代》中首次阐述了这一主题（参见 Žižek 2009, 166）。这使得谢林的著作成为“founding text of dialectical materialism”（Žižek 2007, 37）。也就是说，谢林不仅是那个“[who] gave the most detailed account of this X in his notion of the Ground of Existence”（Žižek 2000, 55），而且——甚至比黑格尔更甚——他，谢林，处于“at the origin of German Idealism”（Žižek 2007, 11）。那么，齐泽克真的仅仅是一个黑格尔主义者，只是简单地采纳了谢林的某些元素并轻率地处理所发现的联系吗（参见 Johnston 2008）？相反，他的辩证唯物主义似乎建立在黑格尔与谢林哲学的融合之上（参见 Carew 2014）。

注释


[1]: 加拿大阿伯茨福德，菲沙河谷大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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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the universal”）与特殊（“the particular”）之间的关系是齐泽克哲学的核心。在他看来，这两个概念之间源于黑格尔的辩证关系，不仅是构建整体社会理论的关键之一，同时也是一种伦理潜能的表达。在黑格尔之前，普遍通常被理解为一个抽象概念，它包含了一系列作为普遍之个别表现的特殊性。然而，对黑格尔而言，普遍是自我分裂的，并且在这一分裂过程中，它悖论性地能够与其自身的一个特殊相一致。因此，普遍正是通过它自身在作为普遍的自己与作为特殊的自己之间所开启的悖论性区分，才获得了其普遍性。

尽管这一思想看似抽象，但我们在政治领域却经常遇到它。例如，当德国《基本法》将“人的尊严”宣告为一种普遍——即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种不可侵犯的普遍规范——时，这一规范在现实政治的实施中却无法适用于全球所有人口。为什么？因为如果真是这样，就不会有非法难民在欧洲边界被驱逐了。“尊严”这一概念作为普遍所指称的，并不是对特殊难民的评估问题（因为这些难民认为他们的尊严在祖国受到了侵犯），而是同样特殊的欧洲法律体系边界内特殊法院的评估问题。在这里，“尊严”既标志着作为抽象普遍的普遍有效性，也标志着在现实政治领域中的特殊局限性。然而，“尊严”的概念有朝一日可能会被重新定义，从而化解上述张力。如何实现？例如，通过一个特殊的政治群体，将“尊严”概念真正的普遍性归还给它。在这种情况下，普遍将在一个特殊中重新塑造自身（参见 Finkelde 2019；见第96章）。

因此，黑格尔的方法强调了普遍核心处的一道裂缝，将其视为由该裂缝产生的辩证过程的生成性要素。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普遍中的这一缝隙指向了任何试图连贯地思考统一性概念的尝试中的匮乏（Mangel）。用黑格尔的话来说：“普遍规定自身，因此它本身就是特殊；规定性就是它的差别；它只是与它自身相区别。因此，它的种类只有：a) 普遍自身，和 b) 特殊”（Hegel 1964, 43–44）。因此，对黑格尔而言，普遍性是通过一种根本性的分裂产生的，而这种分裂同时规定了普遍性。统一整体的缺失，或者说存在的这种分裂本性，正是让普遍得以产生的原因。

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齐泽克会热情地接受黑格尔的思想。他将这些思想与他关于分裂在规定社会秩序中所起作用的观点结合起来——而黑格尔对这一方面只是略有涉猎。在这个意义上，齐泽克对黑格尔的解读是独一无二的。它将辩证关系集中视为社会对抗的表达。将对抗概念引入辩证法，使他能够强调存在中分裂的不可消除的特征，并在政治转向中，将其标举为黑格尔思想的反意识形态基本洞见。因此，齐泽克的贡献在于将黑格尔普遍概念中隐含的政治意涵明确化。

普遍这一概念本身至今仍是哲学及整个人文学科中备受争议的概念。在20世纪下半叶，它不仅被批评为总体化的，甚至被批评为极权主义的。许多理论家将普遍解释为一个最终带有意识形态权力诉求的概念，它剥夺了被其统一的诸特殊的差异性特殊性，并迫使它们服从于无差异的同一性属性。普遍简直成了西奥多·W·阿多诺或米歇尔·福柯等截然不同的思想家共同的理论假想敌。

与此相反，齐泽克的理论旨在将该概念重新确立为一个富有成效的概念，它基于普遍自身的内在矛盾推动辩证过程，并防止理论家陷入特殊的暴政本性之中。他坚持普遍概念对于创造和理论上洞察平等社会的重要意义。理解他切入普遍之路径的关键在于，齐泽克从未脱离普遍与特殊的关系来思考普遍。人们无法将两者分开。如果只考察一系列特殊性，就会错失将它们联系在一起的本质。如果只关注普遍，同样会偏离目标。为了真正理解社会，必须在理论上把握特殊与普遍之间的关系——而且必须以辩证的方式。与阿多诺和德勒兹等理论家不同，齐泽克拒绝了没有普遍的特殊存在的可能性。那些谴责普遍具有总体化倾向的人，误解了普遍在特殊之形成过程中作为新形式普遍之先驱的不可或缺的作用。

根据齐泽克的观点，普遍与特殊之间的辩证关系既不是意识形态性质的，也不基于对称性。在辩证思维中，特殊与普遍之间没有一一对应的明确关系。两者并不相互“补充”。它们也不像拼图的碎片那样拼合在一起。相对于普遍而言，特殊总是要么不足且低劣，要么过剩且无度。此外，自我分裂使得普遍不可能直接且毫无减损地代表特殊。这也凸显了两者之间的关系在多大程度上恰恰源于彼此之间的不相称。这正是对这种不可能关系的辩证洞见。齐泽克这样解释道：“Dialectical, progress‘ thus had nothing whatsoever to do with the gradual ramification of some initially non-differentiated totality into a network of concrete determinations. Its mechanism is rather that of a Whole adding itself again and again to its own parts”（Žižek 1991, 46）。

齐泽克在此拒绝了任何试图在普遍与特殊之间寻找互补性的尝试。因为如果辩证过程真的在于普遍与特殊之间严丝合缝的补充，那将导致普遍对特殊的总体化。上文提到的阿多诺和德勒兹对普遍概念的批评就会一语中的。相反，在齐泽克的哲学中，正确理解各个组成部分（普遍与特殊）的性质，使我们能够以一种新的、灵活且富有成效的方式来分析和理论化文化、政治和经济的各个方面。因此，齐泽克在这一背景下的干预之一在于这样一种洞见：人们必须始终在政治斗争中采取某种特定立场，才能真正把握普遍并进行辩证思考。一个对（作为对抗本身的）对抗视而不见的中立观察者，对普遍也是盲目的。人们不是通过客观性的途径达到普遍，而是通过以自身主体性的名义在（阶级）斗争中选边站队来达到普遍。这使得齐泽克能够把握认识论问题的政治本质（见第72章）。我们所能知道的东西，其基础在于我们在政治斗争中占据什么立场。

为了说明这一点，齐泽克经常引用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的一个故事（参见 Žižek 2006, 25–26）。故事讲述了一个村庄的居民被要求绘制一张他们村庄的地图。每个人都在一个圆圈内画出茅草屋来描绘村庄。但是，一半的居民将茅草屋排列在一个中央集会广场周围，有的近些，有的远些。另一半村民则画了一条清晰可见的线，将村庄分成两半：一些人在这一边，其余人在另一边（参见 Lévi-Strauss 1963, 132–163）。对于那些没有察觉到上述线条的村民来说，他们共同体的社会秩序是没有断裂和弱点的。但恰恰是这种特殊主义的观点，在这里不能被称为普遍的。它看到的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一个封闭的统一体，没有贯穿其中的裂缝。相反，村庄的下层阶级认识到了将村庄与自身分离开来的分裂。他们的特殊性正是普遍主义的立场。只有从这一立场出发，才有可能初步理解该村庄社会秩序核心处的对抗。

齐泽克喜欢这个例子，因为它是可普遍化的，可以应用于任何小城镇、中型城市或大都市，任何国家和任何民族。在任何共同体中，群体中的一些成员认识到了构建社会秩序的普遍分裂，而另一些人则将共同体视为一个整体，以便能够压制分裂并无视不平等。只有通过采取辩证的立场，才有可能看到构建政治版图的普遍。

关于资本主义体系内的主体，齐泽克认为，无产阶级能够以一种资产阶级无法企及的方式，看到贯穿资本主义社会的分裂（参见 Žižek 1989, 21–23）。后者将其特殊的经验世界感知为一个统一体。相反，无产阶级体验着普遍的立场，并清晰地看到了定义社会秩序的裂缝；那道被马克思称为阶级斗争的裂缝。齐泽克认为，正是其立场的普遍主义性质，使无产阶级成为革命力量。它的斗争是普遍的斗争，而不是某个特殊阶级的斗争。无产阶级能够认识到社会秩序中的切口、分裂，从而也能认识到普遍与特殊之间的关系。

齐泽克关于普遍与特殊的工作要求我们，永远不要停留在助长意识形态假设的舒适定义中。仅仅参照其看似更大的上位范畴（即普遍）来概念化特殊，是一件容易的事。但齐泽克的目的正是要我们克服这样一种视角。“The Universal is not the encompassing container of the particular content, the peaceful medium-background of the conflict of particularities; the Universal „as such“ is the site of an unbearable antagonism, self-contradiction, and (the multitude of) its particular species are attempts to obfuscate, reconcile, master this antagonism”（Žižek 2020, 255–256）。他在这里从理论上把握的普遍与特殊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充满活力且具有激进潜能的关系。通过这种理论干预，齐泽克坚持承认意义的失败，同时也坚持这种失败的生成力量。

注释


[1]: 佛蒙特大学，伯灵顿，美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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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大他者

Dominik Finkelde[1]

Email: dominik.finkelde@hfph.de

“大他者”（法语：le grand autre）这一概念是齐泽克（Žižek）从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的临床精神分析中借鉴的最重要概念之一，并将其应用于社会政治系统中移情过程的渗透。它表达了特定主体性对与超个人的社会规范和实践领域相融合（Personalunion）的依赖，而这种融合并没有一个清晰可见的分配机制。这一领域包含了作为形成政治共同体之可能条件的文化语义的概念和道德形式，但也包含了与之相关的幻想，即有人对“实际情况”或允许成为实际情况的框架条件承担责任。“‘大他者’是主体将其视为非心理的、社会的、象征性关系的维度——简而言之：象征性制度的维度”（Žižek in Žižek und Finkelde 2023, 87）。根据拉康的观点，个体与社会规范和实践领域之间的融合深入到心灵的无意识之中，这体现在他的信念中，即“象征界相对于人的外在性[]是无意识真正的基本理解”（Lacan 2016, 553）。在这里，父母可以首当其冲地被称为大他者的实例，但幼儿园教师、心理学家和“国家元首”（heads of state）同样如此。在1917年“I want you!”的海报中，山姆大叔呼吁潜在的新兵响应美国政府的号召，并将其作为对民族之物（nationalen Ding）的责任呼唤而无条件服从。这种类型的质询（Anrufungen）是社会性的条件，因为成为主体总是意味着成为一个部分元素。这并不意味着大他者总是在终极奠基的清晰语境中保证受其管辖的全部事实。这同样不意味着大他者总是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因为“大他者并不存在”，他是“不一致的”和“被划杠的”（vgl. Žižek 2014, 13），他的权威在结构上更多地依赖于语境的自我指涉，在这些语境中，大他者面临着自身的过度决定，这种过度决定有时会产生“胡言乱语”（gibberish）或无意义。这也是为什么他的运作方式总是包括通过作为谜之能指（enigmatischer Signifikanten）的谜之信息来启动移情过程。它们可能会阻碍接收者准确理解他们的任务或使命是什么，这对个体的心理自我理解有直接影响。齐泽克通过卡夫卡的精选作品阐明了这一方面（vgl. Žižek 1989, 181–183）。他的一些主人公被具有象征效力的机构的谜之质询（想想《审判》中的代理人约瑟夫·K）注定要生活在一种建构性的例外状态或一种不稳定的非法状态中。作为典型大他者的官僚机构虽然有效力，但它所做的事情并没有揭示出任何可解读的意义（vgl. Finkelde 2023, 56–62）。

让·拉普朗虚（Jean Laplanche）在主体化问题的背景下探讨了谜之能指的意义（vgl. Laplanche 2011, 68–73）。从弗洛伊德的诱惑理论出发，他认为主体化必然围绕着大他者想要或渴望什么的谜团而展开。谜之能指在无意识中唤起幻想和欲望的形成（甚至跨越世代），这导致主体在个人欲望的层面上必然与作为其社会地位条件的自身相分裂。“In spite of all its grounding power, the big Other is fragile, insubstantial, properly virtual, in the sense that its status is that of a subjective presupposition. It exists only insofar as subjects act as if it exists. Its status is similar to that of an ideological cause like Communism or Nation: It is the substance of the individuals who recognize themselves in it, the ground of their entire existence, the point of reference which provides the ultimate horizon of meaning to their lives”（Žižek 2006, 9–10）。

在拉康的著作中，大他者是在俄狄浦斯情结中承担弗洛伊德式原型父亲之承认功能的人物（见第56章）。拉康在20世纪50年代首次提到这个概念，以区别于所谓的“小他者”（Lacan 1980, 300）。在那里，后一个概念与儿童发展早期阶段类似镜像的“想象关系”联系在一起。在其中，幼儿首次将自己感知为一个身体统一体，以及其他客体（例如其他儿童）中的一个客体（vgl. Lacan 1980, 310）。在这种语境下，“小他者”扮演着构成主体的“建构”角色（Lacan 1980, 309）。它在“想象界”内运作，并与大他者以及作为既定实践、习俗和规范领域的象征界相对立。根据齐泽克的说法，后者是“the second nature of every speaking being: it is here, directing and controlling my acts; it is the sea I swim in, yet it remains ultimately impenetrable – I can never put it in front of me and grasp it”（Žižek 2006, 8）。

随着从弗洛伊德内化的父亲实例向拉康的大他者的这种转变，标志着从主要在家庭范围内对主体形成的俄狄浦斯式描述，转向了阐明婴儿进入具有各种制度的社会语言世界的描述。齐泽克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将其作用方式扩展到政治、经济或宗教的质询形式（vgl. Finkelde 2022, 15–23）。通过无意识内化的信息，大他者总是比主体自身更接近主体。就像无意识一样，他在我们的语言中发挥其效力，就像小偷把宝石藏在吊灯里一样。“不存在一种原始的直接自我体验，然后在第二步中在象征界的运作方式中被‘物化’或客观化。主体本身正是通过将其最内在的自我体验转移到‘物化’的象征界而产生的”（Žižek in Žižek und Finkelde 2023, 89）。

因此，欲望、愿望和行为方式也总是在移情过程中被传递，而个体并不会立即质疑其心理体验的自主性以及其判断和行动的心理原因（见第73章）。然而，与具体的小他者相反，大他者因此也总是一个假设的人物，一种心理内部的虚构，它强加给我们一种减轻压力的信念，即相信存在一个知识和真理的实例，我们在承认方面依赖于它，并且我们相信“它知道”。正是这样一种知识可以伴随着我，当我在对环境破坏没有负罪感的情况下，乘坐飞机而不是火车从慕尼黑飞往柏林时，我处于这样一种确信的心理状态：否则大他者会通过法律禁止它。因此，在全球生态危机时代，一定在某处有充分的理由允许继续进行短途飞行——即使作为单个乘客，我原则上会禁止这种飞行。我的行为和我同机乘客的行为向我暗示，有人知道事情的真相。

在精神分析的移情过程中，分析师扮演着类似的角色。他是“被假定知道的”主体，这并不意味着这种知识必须存在。因此，在个别情况下，大他者也可能像1939年好莱坞经典电影《绿野仙踪》中那样渺小和虚弱。在一个著名的电影场景中，我们看到他，这个全知的实例，渺小而微不足道地站在帘子后面，而之前幻想的他的权威形象则随之褪色。然而，这并不妨碍大他者必须被承认为他——纯粹在形式上——必须成为的东西：在最好的情况下，一个被假定知道的主体。

大他者甚至可能缺席或失踪，但仍然维持着一个集体无头的结构，因为这个无头共同体的成员害怕——如果大他者完全退位——一切会变得更糟。换句话说，大他者是一个承认的实例，我们虽然需要它以便作为小他者在其他小他者中表现得符合社会规范，但作为这样一个实例，它是一个体现理想性的假设。他代表法律的声音，但并不能免于被视为无法无天的产物。正因为如此，主体可以在大他者作为“一种‘客观化’个人经验的表象”的帮助下，从“必须实际体验并采取其所遵循的意识形态的力比多态度”的重担中解脱出来（Žižek in Žižek und Finkelde 2023, 88）。“极权系统”的运作正是基于这种差异（Žižek in Žižek und Finkelde 2023, 88）。

迄今为止所说的一切阐明了齐泽克在何种程度上将拉康的大他者从临床语境中提取出来，并将其整合到意识形态理论的分析中。这在他对拉康“欲望图表”的评论中表现得尤为明显（vgl. Žižek 1989, 87–129）。在那里，大他者标志着所谓“能指链”上的两个锚定点（Stepppunkten）之一。根据拉康的观点，新生儿必须被整合到这条代表社会管理的意义簇之语义层级的链条中（Lacan 1991）。在此过程中，原本生物学上的植物性有机体变成了一个被语言渗透并配备了规范的理性存在。然而，关键在于，带着第二本性出现的主体将自己体验为其第二本性的起源，而不是一个仅仅满足（大）他者意志的存在。因此，剑桥公爵威廉王子被温莎王朝质询，在作为大他者世界的温莎王朝世界中，看到自己作为王子的镜像。从理想类型上讲，他必须自愿成为大他者一直以来在他身上看到的样子。在这个意义上，前者将主体召唤到其身份地位中，这并不意味着身份在质询中像水溶于水一样消失。绝非如此。正是这种抵抗性从根本上塑造了弗洛伊德所称的“无意识”，即那个没有份额的部分。它逃避了给予和接受理由的领域（vgl. Finkelde 2022, 120–121）。

在童年阶段之后，对大他者的依赖并没有停止。每一个政治共同体都必须在大他者的结构中重新认识自己，即使这个大他者被认为是无能的。“制度只有在主体相信它，或者更准确地说，（在他们的社会互动中）表现得好像他们相信它时才存在。因此，一个完全倒错的普遍政治意识形态系统是可能的，其个体在与该系统的关系中表现出歇斯底里、偏执等特征”（Žižek in Žižek und Finkelde 2023, 87）。2004年的电影《帝国的毁灭》（导演：奥利弗·希施比格尔）恰如其分地说明了这一点。第二次世界大战已无可挽回地失败了，然而阿道夫·希特勒的命令仍然通过指挥链下达，文件被盖章，死刑被宣判并执行。作为大他者典范的元首已经在他的地堡里与外界隔绝了好几天，但他的命令仍然在德国行政机构的以太中回荡。对此负有部分责任的是大他者与小他者之间在真理与意义、神经症与压抑的移情过程中可被称为先验的扭曲。在拉康的“欲望图表”中，通过引用法国小说家雅克·卡佐特（Jacques Cazotte，1719–1792）的一句话考虑到了这一点：“Che vuoi?”，“你想要什么？”每一个主体在其社会发展中都向大他者提出这个问题，试图以此来定义他/她自己的承认地位。齐泽克认为，这个歇斯底里问题的根源在于无法摆脱大他者（在工作、政治和家庭中）的困境。“Why am I what you [the big Other] are saying that I am?” “Why am I  a teacher, a master, a King?”（Žižek 1989, 113）。

注释


[1]: 慕尼黑哲学学院，德国慕尼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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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在1970年发表的论文《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发展了他的唤问（Anrufung）理论。他思考的出发点是“生产关系的再生产”（Althusser 2010, 53）问题，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核心难题。阿尔都塞在他的论文中区分了镇压性国家机器（RSA）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ISA）。RSA的运作基于暴力的威胁和行使，而ISA则植根于意识形态。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概念借鉴了拉康的想象界和象征界（见第93章），从而反对了如格奥尔格·卢卡奇（Georg Lukács）所主张的那种可以被克服的异化概念。在这里，意识形态不应被理解为只需摘下的“眼镜”，而应被理解为“视网膜”（参见 Finkelde 2009, 21）。因此，它应被理解为个体与“其现实生存条件”之间“想象性”关系的表征（Althusser 2010, 75），并且不能简单地归入“观念的王国”。意识形态“具有物质存在”（Althusser 2010, 79）。意识形态的这种物质存在定位于构建个体生活的日常和特殊实践中。因此，它不能被理解为“语言单位”（Charim 202, 140）。阿尔都塞跟随帕斯卡尔指出，意识形态是通过实践和仪式铭刻的：“跪下，动动嘴唇祈祷，你就会相信”（Althusser 2010, 82）。因此，这里的信仰不是一个纯粹的精神现象，而是在宗教实践的执行中构成的。在阿尔都塞那里，一般的实践被设想为“意识形态的再认与承认”的功能（Althusser 2010, 86）。

阿尔都塞通过一个日常小场景的寓言来阐述这两个方面。一个路人听到警察的呼喊：“喂，那边那个人！”他转过身来。个体的这个转身后果严重：“通过这个简单的180度物理转身，他成为了主体。[] 因为他借此承认了那个呼喊‘正是’冲着他来的，而且‘被唤问的正是他[这个个体]’（而不是别人）”（Althusser 2010, 88）。

在卢布尔雅那-拉康学派的解释中，阿尔都塞式主体的再认首先基于想象界的心理机制（参见 Schütt 2015）。在所谓的拉康镜像阶段，幼儿发展出一种自主和全能的感觉。他在镜子中认出自己，同时又误认了自己。自我由此分裂为两部分：镜像意象的理想自我（moi）和无意识的我（je）。全能的镜像自我向“我”（je）传达它应该成为的样子。作为一种建构性误认（méconnaissance）的“自我”（moi），代表了无法被消除的最初的生存异化（参见 Lacan 1991, 69）。通过自我的分裂，也可以解释主体建构的追溯性结构：通过主体认同其理想自我，它在“每一个阶段”都成为了“它似乎从一开始就已经成为的样子”（Lacan 1975, 183）。这里重要的是，异化是必要的；只有通过异化，个体才能进入象征界（参见 Bailly 2009, 30）。

齐泽克（Žižek）指出，阿尔都塞的唤问理论从“‘总是-已经’的追溯性幻觉”（Žižek 1992, 372）出发：“意识形态认知的反面是对述行维度的误认，也就是说，当主体在意识形态的呼唤中认出自己时，他自动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正是这个形式上的认知行为产生了人们在其中认出自己的内容”（Žižek 1992, 372）。齐泽克赞同唤问具有追溯性结构的概念；然而，他认为阿尔都塞的模型走得还不够远。阿尔都塞的错误在于，他将主体的生成局限于拉康的象征界和想象界这两个层面。

齐泽克在这里遵循了拉康的欲望图表，拉康试图借助该图表展示“欲望在与一个由能指的铰接所定义的主体的关系中，可以被置于何处”（Lacan 1975, 179）。阿尔都塞的唤问应定位在图表的第一层：主体的构成是通过“被固定在能指上，[] 该能指通过一个特定主人能指（‘共产主义’、‘上帝’、‘自由’、‘美国’）的呼唤来唤问个体作为主体”（Žižek 1992, 239；见第84章）。这个主人能指（point de capiton，锚定点）是统一整个领域并因此赋予其身份的能指（参见 Žižek 2008b, 105）。这里的核心是，意义总是追溯性地产生的，齐泽克通过“意识形态的‘缝合’”（Žižek 1992, 239）的运作方式展示了这一点。像“自由”或“民主”这样的能指，只有通过添加一个主人能指才能获得其意义；因此，例如，一个政治上“自由主义”的缝合契机与一个政治上保守的契机会导致不同的意义。

在此过程中，主体依赖于所谓的大他者（见第70章）。它只能从这个位置说话，并且需要大他者作为“见证人”（Lacan 1975, 182）。大他者不仅等同于语言，而且体现在对主体施加影响的各种领域中：“The Law, societal rules, taboos, mores and expectations, and even time are different faces of the Other. The Other is constituted by the entire symbolic realm of human productions”（Bailly 2009, 71）。

然而，拉康在欲望图表中不仅引入了与大他者的象征性认同，还引入了与小他者的想象性认同。这个小他者代表了对我们所喜欢的自身形象的认同。在这里，理想自我（Ideal-Ich）和自我理想（Ich-Ideal）之间的差异发挥了作用。想象性认同（理想自我）描述的是对一个形象的认同，其中该形象代表了“我们想要成为的一切”（Žižek 1992, 244），而象征性认同（自我理想）描述的是对一个位置的认同，“从这个位置我们被观察”（Žižek 1992, 244）。这两种认同形式之间的相互作用（始终处于象征性认同的支配之下）构成了“主体借以融入特定社会象征领域的机制，也就是说，主体借以承担特定‘使命’的途径”（Žižek 1992, 252）。

到目前为止，阿尔都塞的唤问范式仍然可以转化为象征界和想象界的概念。然而，齐泽克跟随拉康引入了一个超越此范式的思想：在象征性认同和想象性认同之间不断的运动中，始终存在一个神秘的剩余：拉康的“Che vuoi?”——他到底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参见 Lacan 1975, 188–189）。这个问题指向了欲望的不确定性：主体不仅不知道自己到底渴望什么；它同样也不知道他者到底渴望什么：“[Y]ou demand something of me, but what do you really want, what are you aiming at through this demand?”（Žižek 2008b, 124）。

齐泽克以莎士比亚的舞台人物哈姆雷特为例展示了这种结构：阻止哈姆雷特完成复仇的，正是他不知道母亲真正想要什么的这种犹豫不决（参见 Žižek 1992, 264）。作为“深不可测的欲望之座”的他者从两个方面震撼了主体（Žižek 2008a, 62）：首先，他向主体发出了一条关于其自身欲望的神秘信息；其次，主体也通过他者面对了自己神秘的欲望。这种神秘性虽然无法被克服，但却被一个幻象所掩盖，该幻象因此充当了“心灵的免疫系统”（Finkelde 2009, 97）。究竟是什么被掩盖了？

在拉康的理论中，幻象（见第80章）掩盖了他者身上的匮乏，并揭示了它与拉康的实在界（见第93章）之间内在的联系：“实在界支撑着幻象，幻象保护着实在界”（Lacan 1978, 47）。齐泽克认为，为了实现真正的改变，必须穿越幻象。主体必须承认大他者身上的匮乏：“在主体放弃寻找不可能的客体并接受不存在这样一个客体的那一刻，幻象就被穿越了”（Heil 2010, 80）。最终，齐泽克的行动理论（见第72章）就是基于这个模型。一个行动的定义恰恰在于它代表了一种穿越幻象的行为（参见 Žižek 2010, 492）。它指向了一个时刻，“在这个时刻，执行它的主体悬置了象征表象的网络”（Žižek 1993, 51）。

注释


[1]: Friedrich-Schiller-Universität Jena, Jena, Deutschla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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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齐泽克的著作中被称为“行动”（Akt），有时也被称为“本真的伦理行动”的概念，起源于拉康的研讨班。正如拉康的许多概念和表达一样，它内在具有一种富有成效的模棱两可性（参见 Žižek 1992, 77）。拉康的第十五个研讨班（1967年至1968年）题为《精神分析的行动》（Lacte psychanalytique），在后来对该研讨班的总结中，拉康解释说，行动是选择的时刻，此时“受分析者转变为分析家；承担起分析家的地位”（参见 Lacan 2001, 375）。然而，在拉康著作的其他地方，行动则与分析家的临床解释、干预和中断联系在一起。这两种解释相互关联，并在拉康对临床工作的理解中揭示了一种不可判定性，即究竟谁才是行动的行动者：是作为临床代表的分析家，还是受分析者？

在思考齐泽克对这一概念的使用时，应当牢记这一点。无论如何，拉康在其总结中继续指出，精神分析的行动是通过一个“转化主体”的言语行为发生的（参见 Lacan 2001, 375）。言语行为在主体被重新创造的瞬间将其毁灭（参见 Lacan 2001, 375）。此外，行动还包括拆解大他者（见第70章），即拆解对一个被假定拥有知识的主体的信仰。这在精神分析治疗的初期至关重要，因为在受分析者眼中，分析家必须显得是那个了解——或者至少有可能了解——受分析者症状和无意识的人，这样移情过程才能发生。齐泽克在发展他自己的行动概念时，保留了刚才提到的这些主题，它们既涉及能指的使用（处理主体转化与主体罢黜的同时性），也涉及作为假定知道的主体的大他者的崩溃。然而，他将这些主题带出了临床领域，并思考了它们在一般政治和伦理学中的意义与适用性。

为了深入理解这一概念，弄清行动与精神分析中其他相关行为方式的区别是有帮助的。因为齐泽克对行动的讨论往往是在所谓的虚假行动或不能完全称之为行动的举动中进行的，这是有原因的。行动并不针对外部障碍。它反对的是一种作为背景条件塑造主体行动选项的结构。此外，在拉康的临床工作中，行动发生在一个由所谓的“基本幻象”所塑造的、制约主体性的结构语境中。由此便可理解，齐泽克为何偶尔会将行动与拉康提到的“穿越”基本幻象联系起来。齐泽克将这种基本幻象描述为“主体存在的内核”（the kernel of the subject’s being），或者其认同的真正质料或架构（Žižek 1992, 162）。在这些情况下，行动就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转化主体生成条件并由此转化主体自身的事物；这是齐泽克非常关注的一个主题。他写道：“真正的行动是一个实际举动的悖论，它（追溯性地）改变了其行动者存在的虚拟‘先验’坐标”（Žižek 2008, 315）。而在《因为他们并不知道他们所做的》一书中，行动被描述如下：“可以说，这是一个定义了自身条件的举动，[它]追溯性地产生了证明其合理性的基础”（Žižek 1991, 192）。因此，问题就变成了：“如果行动不是作为其承担者的主体悬置了支撑其日常生活的象征虚构网络，并再次直面它们所建立其上的激进否定性的那个时刻，那它又是什么呢？”（Žižek 1992, 53）。

在这个意义上，行动可以被理解为对象征坐标的创造性破坏，正是这些坐标使主体的意义和认同成为可能。这也是为什么齐泽克反复提及拉康那个略显极端的观点：唯一真正成功的行动就是自杀。而事实上，自杀行为有时也被齐泽克归类为冲动的“诉诸行动”（passages à lacte）（参见 Žižek 1992, 33）。

在这一点上，考察一些与行动相关的精神分析概念可能会有所帮助。例如，它与精神分析中该术语的两种已知或更常规的用法相对立：“见诸行动”（acting out）和“诉诸行动”（passages à l’acte）。这两种概念都被齐泽克用来与真正的行动进行区分。“见诸行动”在精神分析中指的是一种强迫行为，它完全可能让行动者自己感到惊讶。它发生于（除其他情况外）对分析家的移情关系语境中，并且通常与一种（在纯临床治疗中未被处理的）压抑相关联。拉康为此提供了一个典型案例，即精神分析家恩斯特·克里斯（Ernst Kris，1900–1957）的一位病人。这位病人被一种担心自己是剽窃者的忧虑所困扰，这本会危及他的学术生涯。克里斯在一次干预中通过向病人保证他绝对没有剽窃，从而削弱了这种强迫观念。然而，后者并未被说服。在治疗结束后，他承认自己会去研究附近餐厅的菜单，并通常点他最喜欢的菜——新鲜脑花（参见 Lacan 2006, 331）。拉康将此评估为病人对分析家技术的一种“见诸行动”式的抗议，因为该技术忽视了某个决定性的东西或错失了核心，即病人自身的幻象结构。“诉诸行动”的经典形式见于弗洛伊德对一位年轻同性恋女性的案例研究中。在维也纳的街道上，她的父亲看到她和她的同性恋人在一起并向她投去某种目光后，她冲动地从桥上跳了下去。

齐泽克在《论信仰》（On Belief）中强调了这类行动与他的“本真的伦理”行动概念之间的对比：“相比之下……真正的行动是唯一能够重构行动者处境的象征坐标的行动：它是一种干预，在此过程中，行动者的认同本身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Žižek 2001, 84–85）。

齐泽克在行动的语境中提到的另外两个主题也应在此提及：重复，以及存在于那些设定了自身前提或其可能性条件的行动中的意义。在《享受你的症状！》（Enjoy Your Symptom!）中一篇题为“为什么每一个行动都是一次重复”的章节里，齐泽克探讨了拉康关于强迫选择的观点。个体的精神生活正是由此开始的。其背后隐藏的思想是，主体的形成是在两个（仅仅是表面的）选项之间进行的强迫选择：要么停留在纯粹的、前语言的存在中（这是不可能的），要么进入意义的世界。然而，后者是这两个选项中唯一可选择的。根据拉康的观点，这就是异化的起源，也是一种超越自我的罪疚结构的起源。在这方面，齐泽克强调了拉康的信念：“主体有可能通过重复这一选择来摆脱超我的压力，从而免除其建构性的罪疚”（Žižek 1991, 77）。他继续写道：

“拉康对本真的伦理行动的定义就在于此：一个触及原初强迫选择的绝对极限并在相反意义上重复它的行动。这样的行动呈现了我们实际上‘自由’的唯一时刻：安提戈涅在被逐出共同体之后是‘自由’的。”（Žižek 1991, 77）

在此背景下，齐泽克将行动与拉康在第十一个研讨班中继异化主题之后勾勒的第二种姿态联系起来。在那里出现了分离的概念，齐泽克将其解读为“与象征共同体”的分离（Žižek 1991, 77）。

尽管对安提戈涅的引用带有积极的内涵，但齐泽克怀疑她为捍卫兄弟的安葬权而采取的自杀式辩护是否应被解释为真正意义上的（即齐泽克意义上的）行动（见第41章）。在专著《为失落的事业辩护》（In Defense of Lost Causes）中，他明确强调，安提戈涅被排除在象征共同体之外，并不能作为他所理解的政治行动的范本（参见 Žižek 2008, 305）。

另一个作为脱离象征秩序意义上的行动的例子，是齐泽克对电影《火山边缘之恋》（Stromboli）中由英格丽·褒曼（Ingrid Bergman）饰演的角色卡琳（Karin）的探讨。在这里，齐泽克明确地将行动与女性气质联系起来，并将其与他所谓的男性“展演性”（Performativität）对立起来（Žižek 1991, 46）。二战期间，卡琳被关押在一个拘留营中，通过同意与斯特龙博利火山岛上的一名渔夫结婚，她得以重获自由。然而，作为被释放者，她却在与该岛及其居民的贫瘠和保守作斗争。在结尾处，她登上了火山，并且——在电影的两个版本中各占其一——要么永远离开了村庄，要么在经历了一些犹豫和内心冲突后决定返回。

齐泽克之所以喜欢这个结局，以及它对他而言所揭示的关于行动概念的意义，并不在于所呈现的某一种特定解读，而在于它展示了一种主体的悬置状态，一个介于可能的主体位置与大他者关系之间的“零点”（参见 Žižek 1991, 43）。尽管他将卡琳的这一步称为“象征性自杀”，但他补充说，这是一种对放弃的放弃，或者对牺牲的牺牲。齐泽克再次将其与拉康的分离概念（与象征界或大他者的分离）联系起来，作为对异化的反应（和强化）。

归根结底，行动将偶然性与必然性结合在了一起。在它发生的语境中，它可能表现为对常规和可接受行为方式的一种任意的、无意义的、无法辩护的中断。然而，由于行动也设定了证明其合理性的条件，因此追溯来看，作为解决（或者更确切地说：消解）主体、伦理或政治僵局的一种方式，行动的某种必然性就变得更加清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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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欲望（与驱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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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会让人感到内疚的事，就是对自己的欲望让步”（Lacan 1986, 370）。人唯一能使自己负疚的，就是对自己的欲望让步或放弃它。这是一个略显神秘的绝对命令，它很好地概括了拉康在第七次研讨班中关于精神分析伦理学的思考。对于源自所谓精神分析“卢布尔雅那学派”（Ljubljana-Schule）的很大一部分哲学而言，这句话标志着一种主旨。事实上，这是一句恰如其分的口号。它一方面提出了一种看似明确的要求，但另一方面又同时具有开放的解释空间。放弃或对自己的欲望让步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是否意味着人们应该通过不断寻找其他东西、寻找“更多”来保持欲望的活力？还是恰恰相反，意味着人们在坚持自己所渴望的“物”时绝不应该让步？这种矛盾性是刻意为之的，因为这句口号要求我们做出某种无条件的事情，而这种事情同时又必须首先被解释。我们如何知道为了维持我们的欲望，应该拒绝哪些客体，又必须坚持哪些客体？不放弃或不牺牲自己的欲望，也许正是应当在这个意义上被理解为一种伦理要求：人们不仅应该坚持自己的欲望，即不惜一切代价坚持那个“重要的物”；而且还应该有能力做出毫无根据的决定，去释放那个被渴望的客体。

坚持客体，将其追寻到底，在精神分析中被更准确地称为驱力（Trieb）。驱力标志着人类心灵的一种特殊功能，是其正常状态的一种附属物。它就像一种非理性的剩余，促使心灵“超越唯乐原则”去进行疯狂的偏离和冒险（这也是弗洛伊德对驱力进行深远研究的著作标题，参见 Freud 1999）。当驱力占据主导时，理由便不再有效：没有“为什么？”或“为了什么？”。只有一种无条件冲动的纯粹必然性在起作用。因此，欲望和驱力向我们展现为一对连体双胞胎，它们在臀部相连，却将主体拉向相反的方向。“这种情况是最纯粹的视差，”齐泽克写道：“这两个术语中没有哪一个比另一个更原始。第三个术语不是两者的任何综合，而只是纯粹的裂缝本身，欲望和驱力是对这个裂缝的两种反应：欲望将匮乏外化为一个原因-客体，而驱力则围绕着这个客体循环”（Žižek 2022, 235）。

将欲望和驱力结合在一起的“第三个术语”，就是它们之间的裂缝。因此，维持人类有机体机器向某个方向运转的，是由某种东西的缺席所决定的，而不是由某些“积极的”刺激或动机结构的存在所决定的。拉康将这种缺失之物称为“小客体a”（objet petit a）或欲望的客体成因（见第89章）。它是那个据说总是缺失的拱心石，或者是存在拼图中的最后一块。人类主体性的奇特之处在于，缺席之物表现为一种丧失，仿佛在解释或意义探寻失败的地方，本应该有某种东西存在。为什么我是你所说的那样？你到底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这一切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换言之：否定性被证明是主体性的源泉，是它的原因和燃料。

精神分析与黑格尔哲学的某些方面以及萨特的哲学都共享这一见解。但只有欲望和驱力的特定构型才使我们能够切实理解，终极理由和意义解释的缺席是如何在社会秩序的建筑中促成一个开口或裂缝的，而这个裂缝能够由主体本身的形态来体现。

我们渴望客体，是因为我们在寻找某种能治愈我们的东西，或者向我们保证作为象征秩序代表的（大）他者承认我们。然而，没有任何客体能够填补这个裂缝：无论是获准吃最喜欢的冰淇淋，还是赢得奥斯卡奖。总是会有理由让人怀疑自身的价值；甚至，人们可能会失去对所追求的客体曾经值得追求的信念。没有任何客体能完全且持久地填补小客体a所代表的空虚。欲望是无法满足的；这并不是因为我们可以一直吃冰淇淋，而是因为我们可能会因为吃太多冰淇淋而感到羞愧；或者因为我们可能会用享受啤酒、可卡因或下午茶来替代它。

相反，驱力“不是由对失去的客体的‘不可能’的追求所驱动的；它是一种直接将‘丧失’——裂缝、切割、距离——本身付诸行动的推力”（Žižek 2008, 328）。驱力具有一种无条件的维度。它同时意味着对所有习惯性价值（甚至生死）的无情漠视。于是，人们“上演了”（通常）被渴望之物本身的“丧失”。人们体现了一个空缺的位置，即纯粹匮乏的位置，并拒绝欲望的运动。最终，人们所属的制度、秩序或系统将无法为自身辩护。然而，虽然这可能会导致对我们周围现实产生一种批判性或反讽性的疏离反应（例如理查德·罗蒂在“反讽”概念中所主张的那样，参见 Rorty 1991），但主体以毫无保留的驱力之名，并在大他者的不完整性面前，走向了一种（毫无根据的）替代方案。因此，驱力体现了一种开口。它代表了对现有事物的一种潜在反击，即使在个别情况下它会使我们陷入成瘾结构，但矛盾的是，它可能是通向自由的唯一真实途径。

因此，在比较欲望和驱力时，齐泽克总是选择后者，这应该不足为奇。他对安提戈涅这一人物的探讨可以作为这方面的一个例子（见第41章）。在索福克勒斯的经典剧作中，她反抗了由克瑞翁国王所代表的世俗秩序。她坚持要埋葬她死去的兄弟波吕尼刻斯：“她的行为表达了对一项深层法则的无条件忠诚，而不是对其的僭越——简而言之，她无条件地坚持她的要求——妥善安葬她的兄弟——这里没有转喻的欲望，没有妥协”（Žižek 2022, 235）。

当然，对宗教法则的忠诚并不能使安提戈涅成为被驱力驱动的典型案例；相反，使她成为典型的是，在当权者宣布该“深层法则”无效的情况下，她依然坚持这一法则。以一种更世俗、更具时代感但同样坚定的方式，齐泽克一再支持那些从边缘立场出发质疑统治秩序的行动和运动。实际上，这早在20世纪80年代他自己对南斯拉夫反对派运动的贡献中就开始了。俄罗斯女权主义团体“暴动小猫”（Pussy Riot）、希腊在关于救助条件的欧盟公投中投出的“OXI”（不）、朱利安·阿桑奇和维基解密——甚至他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对唐纳德·特朗普的“支持”，都可以被视为对政治驱力的辩护（至少当时存在一种希望，即特朗普能够“唤醒”一个真正的左翼反对派）。

在2011年对纽约华尔街占领者的一次演讲中，齐泽克以一个明确（尽管是隐含的）对欲望与驱力之间视差的提及作为结尾：“我唯一害怕的是，有一天我们只会回家，然后每年聚一次，喝着啤酒，怀旧地回忆我们在这里度过的美好时光。让我们向自己保证，情况不会是这样。我们将继续前进！人们通常渴望某物，但并不真正想要它。不要害怕去真正想要你所渴望的东西！”（Belinski 2016, 16:58-17:55）。

即使齐泽克的担忧在这种情况下（而且不仅是在这种情况下）成为了现实，我们仍然可以合理地断言，“占领华尔街”运动产生了政治上的后续影响；尽管该运动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它甚至没来得及回答自己最初的问题：“我们的唯一要求是什么？”恰恰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的缺失，贴切地说明了驱力的概念。乍一看，缺乏明确的要求似乎表明实际上缺乏驱力。因为拉康在其所谓的欲望图谱完整版中对驱力的公式表述为（$ ◊ D）。在这里，主体与一种总是无法满足的要求（D = demand/要求）处于关联之中。尽管如此，显而易见的是，“占领华尔街”运动应该被视为一个现实要求的案例，即使参与的主体从未完全清楚他们所要求的是什么。所以，要求是存在的。示威者只是不知道它具体是什么。

在驱力中，主体与其要求的特定关系是一种无意识的和幻象的（由拉康公式中的“♦”象征）。在这方面，驱力的特征恰恰在于，对于它所驱动的主体而言，它是不透明的。然而，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占领华尔街”运动产生了现实的政治影响。回顾过去，我们可以看到它如何将社会不平等的政治层面主题化，这些主题通过伯尼·桑德斯、托马斯·皮凯蒂等人物的传达（参见 Andersson 2021），极大地推动了一场新经济辩论的普及。也许这是我们可以从驱力概念中吸取的另一个教训：有时，即使是微小的改变也需要最激进的要求。

然而，驱力作为精神分析哲学的一个概念，并不必然意味着社会文化秩序中的革命性剧变。相反，任何真正的政治变革都包含着驱力的元素。变革需要一种意愿，去冒险迈出看似毫无根据、但却具有决定性的一步，走出已知和被证明为合理的框架。在这个意义上，即使是一个据称微不足道的结果，也可能是通过非常真实和勇敢的行动（见第72章）才得以实现的。

注释


[1]: 奥尔堡大学，奥尔堡，丹麦 ↩




参考文献

Andersson, James A. (2021). Some Say Occupy Wall Street Did Nothing. It Changed Us More Than We Think. Time Magazine, 15.11.2021. https://time.com/6117692/occupy-wall-street-10-years-later/ 访问于 2024年1月25日。

Belinski, Ippolit. (2016). Slavoj Žižek at Occupy Wall Street. We Are The Awakenin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pSuwY2-fms. 访问于 2023年6月28日。

Freud, Sigmund. (1999). Jenseits des Lustprinzips. In Gesammelte Werke, Bd. 13. Fischer Verlag.

Lacan, Jacques. (1986). LEthique de la psychanalyse: Séminaire Livre VII. POINTS.

Rorty, Richard. (1991). Kontingenz, Ironie und Solidarität. Suhrkamp.

Žižek, Slavoj. (2008). In Defense of Lost Causes. Verso.

Žižek, Slavoj. (2022). Surplus Enjoyment. A Guide For The Non-Perplexed. Bloomsbury.


74. 交错法

Moritz Kuhlmann[1]

Email: moritz.k.j.kuhlmann@gmail.com

齐泽克的著作中呈现出一种反复出现的思维形态，在早期（1991年）对黑格尔的探讨中，他将其称为“交错的属性交换”（chiastischen Eigenschaftstausch）。其根本问题在于主体的反思性：一种具体的自我再现形式如何能够映射出自身的所有内容？齐泽克将其描述为一种“悖论性的短路，在这种短路中，自我感觉成为其他感觉中的一种特定感觉，同时又成为所有感觉的容器”（Žižek 2014, 477）。因此，反思性是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的定位源自黑格尔：自我再现涉及“黑格尔式总体的悖论，该总体总是包含一个体现其普遍结构原则的特殊元素”（Žižek 2008, 58）。那么，“整体[…]如何能成为它自己的部分”（Žižek 2014, 59）呢？在他的解决方案中，齐泽克将受黑格尔启发的四个概念置于一种关系之中：普遍者 [3]、特殊者 [2]、例外 [1]、空无 [0]。它们之间发生了那种交错运动，下文将其图解并分析为一个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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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者 [3] 与特殊者 [2]：纯粹在 [3] 和 [2] 的关系中，自我再现是不可能的。因为一个特定的特殊者 [2] 既不能作为整体代表普遍者 [3]，因为这样一种自我感觉虽然是其他感觉中的一种特定感觉 [2]，但并不是它们的容器 [3]。正如齐泽克引用黑格尔所指出的，所有特殊性的总和也不能代表普遍性，因为将 [3] 与其所有的 [2] 等同起来，就相当于一种形式为“A = A”（Hegel 1971a, 22）的“纯粹与自身的同一关系”（Hegel 1971c, 273）：“在人们期待一种特定规定 [2] 的地方[…]，人们什么也得不到，得到的只是规定的缺失”（Žižek 2008, 61）。“‘我是我’这种静止的同义反复”（Hegel 1971c, 138）并不能产生在 [2] 的层面上体现 [3] 的“具体的普遍性”（Žižek 2014, 493），而只能产生“抽象的普遍性”（Hegel 1816, 21），即没有 [2] 的 [3]。这样一种自我感觉虽然是容器 [3]，但并不是其他感觉中的一种特殊感觉 [2]。为了使“整体 [3] 通过其元素之一 [2] 的规定”（Žižek 2008, 58）取得成功，需要在 [2] 和 [3] 之间进行中介。齐泽克在例外 [1] 和空无 [0] 之间的关系中找到了这种中介。

例外 [1] 与空无 [0]：根据齐泽克的观点，同义反复的规定 A = A 或 [3 = 3] 揭示了一种空无：“相同事物的重复给谓词 [2] […] 增加了一种特定的‘无’ [0]，一个空的位置”（Žižek 2008, 61）。同时，这也是关于主体同一性的有效陈述：“一个实体与自身的同一性 [3 = 3] 等同于该实体 [3] 与其‘铭刻’的空位 [0] 的重合”（Žižek 2008, 48）；由此得出：“主体就是这个空无 [0]，是普遍实体 [3] 的谓词序列 [2] 中的这个匮乏，它是实体同义反复的自我关系 [3 = 3] 中隐含的‘无’ [0]”（Žižek 2008, 61）。[3] 就是 [0]，但由于缺乏特殊化，[0] 是不可再现的。在主体即空无的位置上，必须出现某种能够代表主体的东西。在这里，齐泽克定位了“例外 [1]，它以其对立面 [G] 的形式体现了普遍者 [3]”（Žižek 2008, 61）。

例外 [1] 作为被合并的对立面 [G]，是那个作为所有特殊性 [2] 的否定而触及它们，从而能够代表作为整体的普遍者 [3] 的特殊元素。主体“以他者的模态”（Žižek 2001, 125）向自身呈现，作为它自己的对立面。“这种‘对立的规定’ [1] 标志着普遍者 [3] 在其特殊性 [2] 领域中与自身相遇的形式”（Žižek 2008, 58）。这其中存在着“这种悖论性的特殊者 [1]，它在特殊者序列 [2] 内部代表了普遍者本身 [3]”（Žižek 2008, 59）——在自我感觉中，它既是一种特殊感觉，同时又是所有感觉的容器。正是这个悖论，齐泽克称之为交错法（Chiasmus）：根据齐泽克的观点，自我再现源于一种“交错的属性交换”（Žižek 2008, 52）：在水平方向上，两个普遍性交换位置，其中一个普遍性 [3] 将另一个 [G] 作为自我再现合并进来 [1]。而在垂直层面上，由于“普遍者与特殊者悖论性地交换了位置”（Žižek 2001, 123），普遍者 [3] 能够在其特殊性 [2] 中重新找到自身 [1]。这是通过否定之道（via negationis）发生的：一个整体 [3] 的所有部分 [2] 的连接点 [1] 在于它们共同的对立面 [G]，即“真正的普遍性作为否定性的经验‘显现’（实现自身）”（Žižek 2014, 496）。主观性是否定的自我规定（见第96章）。

齐泽克与黑格尔：齐泽克将他的自我再现理论呈现为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诠释。辩证的视角在“整体如何不断地将自身添加到其自身的部分中”（Žižek 2008, 59）这一问题中展开。“这就是辩证过程的基本矩阵：这样一个自我指涉的逻辑空间，在这里，普遍的属以其对立面的形式在自身的种内部与自身相遇”（Žižek 2008, 55）。这里的基本辩证洞见是，整体不能通过其部分来再现。更准确地说：普遍者虽然可以表现为其特殊性之一，但并不等同于它（没有任何特殊的 [2] 可以重新总体化 [3]）。它虽然等同于其特殊性的总和，但不能表现为这些特殊性（[3 = 3] 揭示了不可符号化的空无 [0]）。辩证法并不设想在一个综合的第三者中消除外部对立，而是对反思性条件问题的一种贡献。自我关系，而不是与外部对立面的关系，才是它的出发点。齐泽克的思维形态暗示了一种“交错的辩证法”：它首先是垂直的（整体成为其自身的一部分），其次是水平的（通过其自身的他者进行中介）。

根据齐泽克的说法，他用空无（Leere）补充了黑格尔的理论（参见 Žižek 2008, 61），他认为在黑格尔那里这只是隐含的。尽管黑格尔明确提到了空无（参见 Hegel 1971b, 82–83; 1971c, 21），但并没有在他对“普遍性、特殊性和个别性”（Hegel 1971c, 273）的区分的背景下提及，齐泽克将这三者作为 [3]、[2] 和 [1] 接受下来，并用 [0] 进行了扩展。但黑格尔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因为他在特定的方面描述了这三个概念：“即当人们想要计算它们时”（Hegel 1971c, 288）。齐泽克的进一步发展恰好在这一点上切入：“如何将零作为一算入？”（Žižek 2008, 42–68），即通过确定 [0] 和 [1] 的关系。例外 [1] 使空无 [0] 变得可数，将一个可指涉的“一” [1] 置于不可符号化的“零” [0] 的位置。齐泽克认为反思性的条件存在于 [1] 和 [0] 的关系中，这种关系中介了 [3] 及其 [2] 的关系，从而使原本不可能的自我再现成为可能。由此产生了齐泽克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具体化：“也许正是这种将不可能性条件 [0] 逆转为可能性条件 [1] 的经验，构成了我们称之为辩证法的核心”（Žižek 2001, 128）。似乎齐泽克对黑格尔的进一步发展，不是“本体论的不完备性”（Žižek 2012）本身（[0]），而是它的“例外可再现性”（[1] 代替 [0]）。在分析 [1] 如何代表 [0] 以及 [2] 如何为 [3] 聚集的机制中，拉康的影响显现出来。

齐泽克与拉康：拉康的启发为齐泽克提供了关于 [1] 和 [0] 关系的概念。与该模型相关的引文证明了这一点：a) 能指：例外 [1] 是主人能指（见第84章），它代表主体 [0] 面对所有其他能指 [2]。“在每一组能指 [2] 中，总是‘至少有一个’ [1] 作为能指本身匮乏 [0] 的能指起作用。这个能指就是主人能指 [1]：将分散的场域 [2] 总体化 [3] 的‘空’能指 [1 代替 0]”（Žižek 2001, 102–103）。“过度 [1]，即填补匮乏 [0] 的多余的一 [1]，是代表主体（空无、零、结构的空集）[0] 的能指”（Žižek 2008, 60）。在这里，[1] 是被合并的 [G]：“主人 [1] 根据定义就是一个冒名顶替者 [1 = G]”（Žižek 2001, 103）。[1] 可以被揭露为异类并被抛弃，从而使 [0] 暴露出来：“揭露主人 [1] 的冒名顶替并不会取消他所占据的位置 [0]，它只是使其原始的空无变得可见，即作为填充它的元素之前的东西”（Žižek 2001, 103）。如果空无被发现，必须有一个新的 [1] 取代它的位置：b) 隐喻：“现实需要虚构 [1] 的补充，以掩盖其空无 [0]”（Žižek 2014, 15）。“如果我们作为现实所体验的东西要保持其一致性，它就必须得到一种‘虚拟’虚构 [1] 的补充[…]，我们不能简单地放弃虚构 [1] 然后只保留现实 [0]；如果我们放弃虚构，现实本身就会崩溃，它就会失去其本体论的一致性”（Žižek 2014, 508–509）。在这个意义上，“拉康关于‘主体隐喻’的论点，即他断言主体 [0] 的地位与隐喻、与隐喻性替代 [1] 相关联”（Žižek 2008, 62）就变得可以理解了。根据语境的不同，这种隐喻有许多名称：例外、否定、主人能指、物（见第76章）、一、“内在的绊脚石”、“主体的替身，阳具”、“肛门期父亲”、“我之中超越我的部分”、“剩余”、“特殊的绝对”、虚拟性、过度、享乐对象等。齐泽克顺理成章地将他自己的理论作为不可表达的现实位置上的隐喻来对待：一方面，它是“废话 [1]。更多的废话。废话，废话，废话”（Žižek 2010），因此不可避免地“错失”了（Žižek 2008, 59），另一方面，它字面上比无 [0] 更好：“如果你有一个好的理论 [1]，就忘掉现实 [0] 吧”（Žižek 2010）。

c) 创伤：通过受心理学启发的主体哲学可以清楚地看到，空无必须被例外所掩盖，这不仅是为了使自我再现成为可能，也是为了避免空无。空无是“实在界的创伤核心 [0]”（Žižek 2001, 123），是“极其危险的接近之物”（Žižek 2001, 137）。“在空间恐惧 [0] 中，主体仅仅是害怕他自己”（Žižek 2001, 137）。齐泽克将这种状态称为精神病：“精神病最基本的正式定义就在于此：某种实在界 [0] 的大量存在”（Žižek 2001, 119），即没有再现的空无。它的对应物，即没有空无的再现，是疯狂，它“可以最简明地定义为普遍性 [3] 及其偶性 [2] 之间的直接和谐，定义为将两者分开的裂缝 [0] 的闭合”（Žižek 2014, 493）。

模型的整合与局限：作为其自我再现模型的简短公式，可以概括为：“空无 [0] 是主体，而例外 [1] 代表它面对实体 [3] 的所有其他元素 [2]”（Žižek 2008, 61）。像黑格尔一样，他思考了超个人的共同体结构（“精神”）的自我再现机制，从而将其从个体主体扩展到政治、艺术、文化、时事等领域。他主题的共同点在于，将这些理解为集体、制度、系统自我再现的形式。他的批判理论是对它们自我（误）解的批判。中国社会主义为该模型在齐泽克对超个人结构的分析中的适用性提供了一个例子（参见 Žižek 2018）：“直到现在，资本主义似乎与民主密不可分”，但在中国，资本主义却以“共产主义威权主义” [G] 的对立规定出现。这否定了资本主义 [3] 的所有典型特殊规定，如“自由主义”或“民主” [2]，而正因为如此，它能够将资本主义重新归结为一点 [1]：“威权资本主义”。

这个例子也显示了该模型的一个局限：文化束缚。从西方预设的视角来看，自由主义-民主-资本主义与威权主义-社会主义呈现为对立，而从中国视角来看，这些都是西方现代性影响的一部分，并共同与中国本土文化形成对立（参见 Tian 2019）。这种对立的消除目前在官方层面被作为“中国式现代化”来探讨（参见 Xi 2022）。那么，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就不像齐泽克那里那样是 [3] 对 [G]，而是它们都是“西方现代性影响”这个容器内的元素 [2]，而这个容器的 [G] 则是“中国的自我塑造” [3]。将齐泽克的思维模式应用于这种格局会引出一个问题：西方现代性的影响是否恰好是那个合适的“入侵者 [1]”（Žižek 2008, 50），“它霸权化了普遍形式”（Žižek 2014, 495），从而将中国传统和自主塑造的现在的分散场域组织成一个整体——或者，目前是否更能观察到以前的主人能指“向西方学习”被新的“中国化”所取代。无论如何，很明显，将自我再现概念化为对他者的合并，可能会受到特定文化和情境语境的束缚，在这些语境中，正是这个自我和这个他者被定位为交错法中的对立面。

注释


[1]: (1) 慕尼黑大学（Ludwig-Maximilians-Universität München），德国慕尼黑 ↩



(2) 中国人民大学（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中国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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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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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泽克（Žižek）属于那些在1989年之后，即在官方所谓的“共产主义终结”之后，对宗教，特别是对基督教产生新兴趣的左翼思想先驱之一。在此过程中，他并没有背离其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基本直觉，甚至将基督教理解为实现彻底无神论的可能性的条件。

齐泽克在其著作《脆弱的绝对》（Das fragile Absolute，Žižek 2000）、《无情的爱》（Die gnadenlose Liebe，Žižek 2001）、《木偶与侏儒》（Die Puppe und der Zwerg，Žižek 2003）以及《基督的怪物性》（The Monstrosity of Christ，Žižek and Milbank 2009）中，发展出了一种对基督教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解释。与这些构想不同的是，他在2024年以“基督教无神论”为题，总结了其全部著作中反复出现的三个重大主题：基督教的无神论核心、量子力学的本体论意涵，以及先验与本体论之间的视差。这可以被解释为基督教在其思想中重要性上升的标志，尤其是齐泽克在此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明确地认同基督教，正如他在一处谈到“我的基督教无神论（my Christian atheism）”（Žižek 2024, 3）时所表现的那样。

在世纪之交，齐泽克以其基督教无神论与两种相近的立场划清了界限：一方面是“后世俗主义”，他很早就探讨了这一概念，甚至早于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在2001年将其普及之前（参见 Žižek 15.11.1999）。后世俗主义被他用来将哈贝马斯与大陆哲学的另外两股有影响力的思潮——后现代主义（吉安尼·瓦蒂莫 Gianni Vattimo，约翰·D·卡普托 John D. Caputo）和解构主义（雅克·德里达 Jacques Derrida）——联系起来，并一并予以拒绝，因为它们对“上帝之死”的思考都不够激进（参见 Di Blasi 2014）。

另一方面，齐泽克也提出了同样的指责，只是仿佛从另一面针对一种“简单的”无神论，这种无神论没有察觉到自己只是将上帝（“大他者”）转移到了另一个地方。无神论不能孤立存在，绕道宗教，特别是绕道基督教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只有在这里，上帝之死才不仅发生在无神论者这一边，而且在上帝自己那一边也得到了重复（参见 Žižek 2024, 41）。齐泽克在此强调的基督教的不可或缺性表明，他将“加倍”（Verdopplung）这一对其思想至关重要且被他应用于各个领域的形态，追溯到了基督教。

事实上，在齐泽克看来，这正是基督教区别于其他宗教的特点：“使基督教独一无二的，是它克服人与上帝之间鸿沟的方式：不是通过人类借由虔诚的活动和冥想将自己提升到上帝的高度，从而抛弃他们有罪的生活，而是通过将这种将他们与上帝隔开的鸿沟置换到上帝自身之中”（Žižek 2024, 3）。黑格尔的“和解”指的正是这一点：在十字架受刑的时刻，当基督自己感到绝望时（“[] 你为什么离弃我？”，太 27:46），我们将我们与上帝隔开的鸿沟，被置换到了上帝自身之中，成为了将基督与上帝隔开的鸿沟。只有当上帝自己被自己所离弃时，被上帝离弃的人才能与这个被上帝离弃的上帝和解（Žižek 2012c, 179）。

这种路径的一个结果是，将圣灵的概念理解为那些确切经历了这种上帝之死体验的人的共同体。他们穿越了全能上帝之死，从而形成了一个没有保证、没有超越性支撑的共同体。圣灵的共同体是由其自身的“信仰”维系在一起的，这种信仰知道自己是作为信仰去信仰的（参见 Žižek 2012c, 189）。

在这里，可以说明其与后现代形式的信仰（如瓦蒂莫的观点）的区别：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面对的都是一种摆脱了形而上学假设的信仰。然而，瓦蒂莫将这种后形而上学的信仰理解为一种“软弱的”信仰，其意义在于“我相信（= 认为）我相信”（Vattimo 1996），而齐泽克那里的信仰则表现为一种二阶信仰，这种信仰是一种知识，即知道这种信仰是一种没有任何知识支撑的信仰。“从来都不是简单地相信——人们必须相信信仰本身。这就是为什么克尔凯郭尔声称我们并不真正相信（基督），我们只是相信我们相信，是正确的”（Žižek 2012c, 189）。

然而，这种信仰并非凭空存在。因为它源于一种创伤性体验——作为象征宇宙崩溃的上帝之死——齐泽克的基督教信徒深知象征性、规范性秩序的偶然性。正是这一点使得信徒共同体能够在强调的意义上完成行动（Akte，见第72章），不是反对一个外在的主人（或主人能指），而是在一个（象征）秩序内部，揭示其不完整性。圣灵的共同体知晓一种“本体的”（noumenal）自由，这反过来又构成了自治和自我负责的前提：“这意味着，矛盾的是，为了被教育成自由的（作为道德自治和自我负责），我已经必须在一种更激进的——‘本体的’，甚至是怪异的——意义上是自由的”（Žižek 2012a, 232）。

齐泽克将这种行动的不断重复称为“死亡驱力”（Todestrieb，见第98章）。这也涉及一种人类学的界定：“当我们陷入一个封闭的、自我推进的循环，重复同样的姿态并从中找到满足感时，我们就成为了‘人类’”（Žižek 2006, 63）。因此，齐泽克并没有简单地用对人类有限性的后形而上学承认来取代不朽灵魂的形而上学观念，而是用一种不朽的（死亡）驱力的观念来取代它。他也将死亡驱力称为“积极无限性（positive infinity）”的物质支撑（Žižek 2012c, 183）。这种揭示“本体自由”和象征界偶然性的死亡驱力式的行动重复——而恰恰不是对基督的追忆——处于齐泽克所理解的基督教政治实践的核心（见第9章）。齐泽克的行动概念使激进的重新开始成为可能。通过它们，一种超越历史进步连续性的解放政治的空间得以保留，因为它引入了一种激进的断裂，从而改变了进步本身的衡量标准（参见 Žižek 2024, 5）。

尽管具有这种解放的、甚至革命的维度，但在齐泽克关于基督教的论述中，一个保守的方面是不可忽视的。“为什么值得捍卫基督教遗产”是他第一本关于基督教的著作的副标题（Žižek 2000）。四分之一个世纪后，齐泽克在写下以下文字时甚至听起来带有末世论色彩：“只有我称之为基督教无神论的立场，才能拯救西方遗产免于自我毁灭，同时保持其自我批判的敏锐性”（Žižek 2024, 11）。尽管这些表述很明确，但这种保守维度的可辨识性仍然受到阻碍，因为在这里，一种激进的无神论最终被视为处于危险之中，而对无神论的保护（目前）仍是一种不寻常的形态。

齐泽克对基督教解释中的这种“防御性”和“保护性”特征，与对激进的重新开始及其所需的破坏的肯定处于紧张关系之中，但却与缺乏明确的积极视野（“希望”）相契合。这也许是齐泽克的基督教无神论与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1968年部分相关的路径之间最明显的区别（参见 Bloch 1980）。与他的许多（左翼）同时代人一样，齐泽克的思想是后灾难性的。基于保罗，他谈到我们生活在一个末世时代；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无限期地，也许”推迟灾难的重演（Žižek 2012b, 70）。在这里，齐泽克让人想起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在1950年对“拦阻者”（Katechon）的解释，这是《帖撒罗尼迦后书》（2 Thess）中的一个形象，他压制着“不法的人”（Anomos），即在传统中被等同于敌基督者的人。基督的再临因此被推迟，从而为历史保留了空间（参见 Schmitt 2011, 29）。

也许正是这种矛盾的张力——一方面是“革命性地”肯定“死亡驱力”，肯定“将制造白板（Tabula rasa）作为重新开始的条件”（Žižek 2000, 139），另一方面是拦阻者式的保守地推迟灾难——构成了齐泽克无神论基督教的特征，这也是为什么他的思想不仅对（前）左翼，而且对保守派也显得具有吸引力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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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物 (Das Ding)

Joseph Carew[1]

Email: joseph.carew@ufv.ca

由 Coraly von Welser 从英文译出。

拉康派精神分析建立在三个基本概念之上：想象界（das Imaginäre）、象征界（das Symbolische）和实在界（das Reale）（见第93章）。其中，想象界一方面代表了我们充满错觉的信念，即认为我们的知觉揭示了周围事物的独立于思想的本来面目；正如它也维持了对自我的信念，将自我理解为其行动能力的自主实体。另一方面，象征界提供了基于语言的概念图式和规则，这些图式和规则先验地构成了我们的社会文化世界和知觉结构。此外，它还影响着我们的认知过程和心理状态、我们的幻想和欲望。最后，实在界指的是所有逃避、抵抗或威胁我们个人或共同现实感的东西。因此，由于其抽象的性质，它是这三个界域中最难理解的一个，而它又与同样难以理解的“物”（Ding）的概念相对应。后者代表了拉康的实在界显现的一种模态或可能性形式，从我们有意识地感知到并由语言构建的现实的角度来看，这种显现与不可企及和不可能的体验相吻合。

为了理解齐泽克对“物”的独创性见解，必须首先考察它在拉康著作中的概念地位。拉康在第七研讨班中引入了这个概念，在那里他将两个维度——认识论维度和欲望理论维度——结合在一起。

(1) 参照德语中通常对“die Sache”（事物）和“das Ding”（物）的区分（两者均可译为英语的“the thing”），拉康断言，弗洛伊德对这些概念的元心理学使用，预示了他（拉康）自己对作为象征界再现的物（die Sache）和作为实在界中“无声现实”的物（das Ding）的区分（参见 Lacan 1992, 55），拉康将“物”定义为“所指的彼岸”（the-beyond-of-the-signified）（Lacan 1992, 52）。也就是说，“物”不能在象征界领域内被表象，因为它源于实在界领域，而在我们的现实经验中，实在界是不可想象和不可思议的。这表明拉康的语言结构主义与康德的先验唯心主义之间存在相似之处，后者同样提出了作为现象的物与作为“物自体”（Ding an sich）的物之间的区分。当语言或思想将概念图式应用于前象征的实在界或物自体时，它就在那一瞬间使“物”变得不可捉摸。

(2) 正如我们周围现实的前象征实在界在象征界内部通过概念图式而丧失一样，我们欲望的真正客体——“物”——也与享乐（jouissance，见第86章）的前象征实在界相联系，通过象征界内部的法则（Gesetz，见第81章）而丧失。作为一系列禁令，法则通过阻止和压抑特定的享乐表现形式来调节享乐，从而在主体与其终极欲望之间产生了一道通常无法逾越的鸿沟。

这带来了以下心理状况：根据拉康的说法，主体只能不断接近其欲望客体，却永远无法达到它（参见 Lacan 1992, 95）；然而，如果主体通过僭越法则而真正靠得太近，主体不可避免地会将欲望客体体验为令人震惊或创伤性的（参见 Lacan 1992, 179）。因此，拉康理论中的“物”旨在与法则让我们远离的、激进享乐（被称为jouissance）的被禁客体相重合。作为一种主要被压抑的、必须享受某种已失去之物的体验，“物”在我们由语言构建的现实体验中既无法清晰表象，也无法思考，更不用说达到了。同时，它在无意识中诱惑着主体，以至于主体必须像奥德修斯防备塞壬的歌声一样保护自己免受“物”的伤害。因此，“物”并不是在我们的现实中可以找到的东西。相反，它必须被解释为一个虚空的占位符，这个虚空像黑洞一样扭曲并试图吞噬我们周围的现实。在齐泽克的哲学中，“物”的认识论维度和欲望理论维度都具有重要意义，尽管进行了一些理论上的更新。

(1) 根据拉康的观点，“物”位于象征界的范围之外，从而突变为一种惰性的存在，象征界总是不断地在它上面绊倒。它在这里充当了既定秩序的能指链中出现不一致的原因。就此而言，它符合对弗洛伊德被压抑物概念的标准解读，被压抑物会在口误等现象中回归。然而，对齐泽克来说，作为不可知者的“物”仅仅是上述不一致性的物化。它并没有标志着象征界的认识论限制——即认识事物本来面目的限制——而是指向了“我们[意识和语言]现实的必然的本体论不完备性（ontological incompleteness of our [conscious and linguistic] reality）”（Žižek 2012, 149）。虽然我们并没有像康德意义上那样被排除在认知之外，但我们扎根于有限性和历史中的知识，永远无法达到一个“能够保证我们与物自体接触（[that] would guarantee our contact with the Thing itself）”的上帝视角（Žižek 1996, 20）。通过这一概念步骤，齐泽克要求将拉康的语言结构主义黑格尔化。

(2) 虽然“物”在第七研讨班中占据了突出地位，但在随后的几年里，它在拉康的著作中基本消失了。事实上，“物”的许多特征似乎突变成了作为欲望客体成因的“对象小a”（objet petit a，见第89章）的特征。主体因融入象征形式的世界而被剥夺了享乐的前象征现实，但由于其基础性的幻想，主体固着于这样一种观念：一部分享乐仍然附着在某些客体上并且是可以获得的。然而，由于作为无限制享受的享乐是被禁止的，没有任何特定的客体能够满足享乐的诱惑，从而使主体注定要对其欲望客体进行无休止的、令人不满的寻找，以期最终平息享乐的渴望。这给任何拉康的解释都提出了一个问题：“物”与“对象小a”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齐泽克的解决方案既优雅又令人信服。在主体个体发生的初期，驱力的实在界（the Real of drives）追求不受抑制的享乐。作为法则领域的象征界随后将这种享乐转化为那个令人震惊或创伤性的“物”，即使这个“物”现在已经变得不可能或不可企及，主体仍然渴望它。同时，主体必须牺牲这个“物”才能进入社会文化世界。因此，作为失去之物的“物”并不先于象征界，而是通过象征界的矛盾追溯性地产生的——就像某件事只有在证明无法融入主体的象征秩序时才会变得具有创伤性一样。即使这种个体发生形式的象征阉割带来了享乐的丧失，这种丧失也绝不是绝对的；象征界“未能毫无残余地吸收物的实在界（fails to absorb the Real of the Thing without remainder）”（Žižek 2007, 57）。这个残余正是对象（小）a：与基本幻想相结合的象征化的副产品。它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某些客体会让主体着迷。这些客体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它们凭借一种难以捉摸的“不可名状”（Je-ne-sais-quoi）的特质，承诺填补失去的“物”所留下的虚空或黑洞。

融入这一概念框架后，“物”在其欲望理论维度上在齐泽克的哲学中获得了三种不同但相互交织的含义。(a) 从主体的角度来看，它作为欲望的真正客体，代表着某种可怕和难以忍受的东西。(b) 即使“物”作为欲望的真正客体被牺牲了，驱力实在界的碎片仍然继续纠缠着个体。驱力表现在部分客体（即身体的各个部分）中。它们过着一种看似独立的存在，因为它们不惜一切代价为自己获取享乐——完全不顾对我们想象的自我形象和象征宇宙造成的损害。

相应地，主体被迫经历一种不由自主的、强迫性重复的冲动。主体必须执行特定的行为模式来触及“物”，就好像实际上是（邪恶的）“物”占有了主体，而不是相反。这种颠倒的一个有用的例子可以在安徒生童话《红舞鞋》中找到（参见 Žižek 2006, 63）。一个小女孩得到了一双被施了魔法的红舞鞋。它们违背女孩的意愿，强迫她跳舞——完全不顾由此产生的痛苦。甚至在女孩让刽子手砍掉自己的双脚之后，被截肢的双脚仍然穿着红舞鞋在她周围跳舞。在这种情况下，“红舞鞋”说明了驱力过剩的生命实体，它可以随时控制我们。因此，“物”也是一个恐怖的形象，它在主体内部比主体本身还要多。作为这样的存在，它具备了恐怖电影的所有要素：一个不死怪物，无论它被认为被杀死了多少次，它都以淫秽的不朽存活下来，并将我们和我们周围的人置于危险之中。

后者将我们引向齐泽克那里“物”的下一个含义。(c) 由于“物”的含义 (a) 和 (b) 也适用于其他主体，因此他者欲望的真正客体对我们以及对他们自己来说都是深不可测的。这样一来，在这些他者身上总是存在着一个潜在的（邪恶的）物，它超越了他们——不可预测且无法控制——而他们可能对此毫无察觉。齐泽克令人印象深刻地总结了这一点：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包括我们的邻居身上，都潜伏着一个深渊般的怪物。

齐泽克哲学中“物”的欲望理论维度由此又回到了它的认识论维度。不可知的“物”不能与现实的（物质的）事物混为一谈。例如，物理学非常精确地描述了宇宙前象征实在界的所有原始存在，并表明后者实际上是透明的，即使科学的世界观永远无法与我们显在的现实理解完全调和（参见 Žižek 2006, 64–66）。对齐泽克来说，这使拉康的结构语言学与受康德启发的先验唯心主义完全分离开来。相反，留在认知之外的是我们的欲望和他者（邻居）的欲望（参见 Žižek 2007, 72）。“物”在其欲望维度上的所有三种含义的不透明性——作为怪异客体的物、我们内心的怪物以及隔壁的怪物——从而揭示了齐泽克哲学的一个核心思想：在人类存在的根源处，总是存在着一种潜在的和/或未被承认的恐怖。这种恐怖既不能被驯服，也不能通过论证来克服。根据齐泽克的观点，大多数伦理和政治理论都未能认真对待这一见解。他批评列维纳斯关于呼唤我们承担责任的他者的论述，就证明了这一点。但这也涉及齐泽克对自由主义新黑格尔派承认概念以及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批评。这些理论的共同点是，它们将他者和我们自身内部的（邪恶的）“物”士绅化（gentrifizieren）（参见 Žižek 2009, 113–116; 2002, 163–165）。

Notes


[1]: 加拿大阿伯茨福德，菲沙河谷大学 (University of the Fraser Valle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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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Enjoy

Ed Pluth[1]

齐泽克认为，“Enjoy！”（享受吧！）这一命令绝非鼓励人们放松和寻找乐趣，而是代表了一种悖论性的超我指令。然而，从经典精神分析的视角来看，享乐（Genießen）与超我之间的这种联系令人惊讶，因为在该视角下，超我是一个禁止和惩罚的实体。例如，在弗洛伊德那里，超我主要负责在哪怕是最微小的欲望、快乐和道德越轨中产生内疚感：即（坏）良心那令人备受折磨的内在声音。相反，在拉康那里（由于一系列历史和社会学的变化），超我是一个命令享乐而非禁止享乐的实体。正如拉康在其第二十个研讨班中所指出的那样（这构成了与弗洛伊德正统观念的重大决裂）：“除了超我，没有什么能强迫人去享乐（jouir）。超我是享乐（jouissance）的绝对命令——Enjoy！”（参见 Lacan 1998, 3）。齐泽克赞同超我意义上的这一转变。他写道：“享乐本身，即我们作为‘越轨’所体验到的东西，在其最深层的状态下是被强加的、被命令的——当我们享乐时，我们从来不是自发地去做的，我们总是遵循着某种指令。精神分析对这种淫秽指令、对这种淫秽呼唤‘Enjoy!’的命名，就是超我”（Žižek 1991, 9–10）。

因此，齐泽克在其著作中的多处断言，越轨实践实际上根本没有任何颠覆性，无论是在伦理还是政治方面，因为它们是被超我实体所命令、容忍和期待的。可以说，对越轨的期待已被整合到法律和道德规则之中，因此享乐并不表现为对法律和秩序的竞争或反驳，而是作为它们的“淫秽补充”，作为它们倒错的阴暗面。相应地，齐泽克关于穿越幻象和精神分析行动的思考，通常被设想为摆脱这种力比多陷阱的出路。例如，当齐泽克在其专著《木偶与侏儒》（The Puppet and the Dwarf）中探讨保罗基督教时，他拒绝了“狂欢式”悬置社会规范的观念。相反：“当日常的道德规范和等级制度被废除，人们被鼓励去沉溺于越轨时”，或者当保罗鼓励他的追随者遵守社会规范——即“服从法律，仿佛你们没有服从它们一样”——这意味着，“我们应该悬置对法律的淫秽力比多投注，正是由于这种投注，法律产生/诱发了它自身的越轨”（Žižek 2003, 113）。

如果不是以命令的形式，在提及拉康的享乐（jouissance）概念（见第86章）时，齐泽克和其他人也将 Genießen 翻译为“enjoyment”。拉康本人在1966年赴美国演讲时，在前往会场的路上看到了一个写着“Enjoy Coca-Cola!”（请喝可口可乐！）的霓虹灯招牌。这使他认识到，英语的“enjoy”并不完全等同于法语中 jouissance 的含义（参见 Lacan 1970, 195）。这有几个原因。虽然人们经常指出“性高潮”是 jouissance 的一个可接受的翻译，但将 jouissance 描述为一种有害的享乐，甚至是一种痛苦的享乐，也并不罕见。正如齐泽克所指出的：“享乐（jouissance, enjoyment, Genießen）不能等同于快乐（pleasure, Lust）：享乐恰恰是‘不快中的快乐’（Lust in Unlust）；它指的是通过与扰乱‘快乐原则’平衡的‘物’（Thing）的痛苦遭遇而获得的悖论性满足。换言之，享乐位于‘快乐原则之外’”（Žižek 1993, 280 脚注 1）。因此，jouissance/enjoyment/Genießen 在我们的力比多经济学中占有特殊的地位。从我们以自我为中心的认同视角来看，jouissance 既可以被描述为包含在内的，也可以被描述为排除在外的；既是可接近的，也是不可接近的。齐泽克很好地表达了这种情况，他写道：“享乐同时既是不可接近的，又是我们永远无法摆脱的东西（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被它玷污了）”（Žižek 2014, 343）。我们的自我可以认同或不认同快乐与痛苦的常规惯例——这些是我们喜欢或不喜欢、可以抱怨或可以遵循的事物等等——而 jouissance 或享乐，由于它代表了超越快乐原则的调节和平衡机制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是完全不同的。相反，jouissance 是否根本就是我们与自身认同联系在一起的东西，这一点完全不清楚：从这个角度来看，它带有一种异己性，其地位可以与拉康对弗洛伊德的原初客体概念“物”（das Ding，见第76章）的论述联系起来：相对于我们的认同而言，它是“外密的”（estim——这是一个旨在将亲密性和外在性结合在一起的混成词）。“物”是“在我们体内超越我们自身”的东西。

jouissance 无法在我们的自我认同中定位，这一事实也是齐泽克喜欢将其与拉康的实在界（das Reale，见第93章）范畴联系起来的原因之一。例如，他写道：“最典型的实在界就是享乐：享乐并不存在，它是不可能的，但它产生了一系列创伤性效应”（Žižek 1989, 164）。然而，这些关于 jouissance 的不可能性和不存在性的陈述不应被误解。正如阿德里安·约翰斯顿（Adrian Johnston）所阐明的，必须区分我们在满足欲望时所能想象的那种享乐（一种绝对的幸福、完全的实现等），以及我们在满足驱力时实际获得的那种享乐。后者更符合齐泽克所描述的那种带有“创伤性效应”的、“被玷污的”、令人不安的享乐（参见 Johnston 2005, 241）。

但是，享乐作为实在的、不可能的和创伤性的地位，并不意味着它与象征界和想象界毫无关系，或者对这两个界域没有影响。事实上，齐泽克一些最重要的创新和贡献，正是源于对享乐如何作为政治因素发挥作用的思考。特别是由于其在认同问题上的特殊地位，享乐这一范畴很容易在涉及“他者的享乐”时变得重要，即作为其他人的某种属性、行为或财产，我们可以对此感到嫉妒或鄙视。在此背景下，齐泽克发展了“享乐的盗窃”（Genuss-Diebstahl）这一概念：

“他者的享乐之所以产生如此强大的迷恋，难道不是因为在其中我们向自己呈现了我们自身与享乐最深层的关系吗？[……] 出于这个原因，仅仅指出种族主义者的他者如何对我们的认同构成威胁是不够的。我们宁愿颠倒这个命题：他者那令人着迷的形象赋予了我们自身最深层分裂以实体，赋予了‘在我们体内超越我们自身’的东西以实体，从而阻止了我们实现与自身的完全认同。对他者的仇恨，就是对我们自身过度享乐的仇恨。”（Žižek 1993, 206）

享乐绝非某种不可言说的实在之物——纯粹的力比多或经济学视角可能会诱使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相反，享乐深深地铭刻在我们的人际关系和社会政治关系中（参见 Finkelde 2021）。同样，齐泽克将享乐视为政治因素的视角，能够揭示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和性别歧视如何并非仅仅基于对认同、文化或福祉的威胁。相反，这些政治态度也具有一种力比多吸引力，这种吸引力正是由享乐本身那不稳定的、“外密的”地位所维持的。

Notes


[1]: 美国加州州立大学长滩分校。邮箱：epluth@csuchico.edu。由 Tobias Schimpfle 译自英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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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崇高客体（意识形态的）

Matthew Sharpe[1]

由 Coraly von Welser 译自英文。

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是意识形态（见第85章）的核心概念或主人能指（见第84章）所预设的指涉物（参见 Žižek 1989）。它们开启了现实空间，对于被崇高客体所质询（唤问）的主体而言，这些空间具有近乎神圣的意义价值。可以想见当代或近代的一些概念，如“领袖”、“人民”、“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西方价值观”、“我们的孩子”、“我们的遗产”等。上述客体标示了对于一个政治共同体的成员来说，超越日常目标和经验的最有价值的事物。同样，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也指代了公民在政治辩论或当今各种“文化战争”中最容易群情激愤的对象：诸如“西方文明”、“我们的文化”等崇高客体。对齐泽克（Žižek）而言，这种激情是衡量政治享乐（又称 jouissance；见第86章）程度的可靠指标，这种享乐隐含在所传递的观念之中。

齐泽克对意识形态崇高客体的理论探讨并不仅仅依赖于拉康派精神分析——在拉康的语境中，它们与幻象范畴（见第80章）和所谓的“实在界”（见第93章）密切相关。他还借鉴了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的崇高理论，以及《纯粹理性批判》中的“先验辩证论”。

众所周知，康德的第三批判区分了崇高客体与美的客体。在对崇高的体验中，我们遇到的客体要么过于压倒性（表现为“力学上的崇高”），要么过于庞大（表现为“数学上的崇高”）。因此，它们无法在普通知觉的框架内被充分接收。然而，想象力并没有将这种体验痛苦地感受为人类有限性的表现，而是通过将其重新标记为“更大现实”的间接证明来补偿这一困境，诸如“理性”、“自由”或自然世界的宏伟等概念便代表了这种现实。相应地，康德区分了伴随我们欣赏美的客体的情感特质与崇高的情感特质，他将后者称为“消极的快乐”。康德写道：

“[因]为前者（美）直接伴随着一种生命力受到促进的情感，因此它与各种魅力和一种游戏着的想象力是相容的；但后者（崇高感）却是一种仅仅间接产生的快乐，也就是说，它是这样产生的，即通过生命力瞬间受到阻碍、紧接着又更加强烈地涌流出来的情感而产生的[…]”，这两种情感“在种类上[…]截然不同。”（Kant 1902ff, 244–245）

对齐泽克来说，康德对崇高体验的分析对于理解意识形态美学具有极高的价值。他指出，意识形态总是围绕着对超越的、神圣的现实的召唤而展开。如前所述：人民的意志、历史的正确面、漫长的进步之路、工人革命等等。一方面，在特定意识形态确立的世界观中，这些客体代表了最重要、最有意义的事物；另一方面，它们类似于康德在分析崇高时所确认的压倒性的自然事件或现实。它们凌驾于可以被轻易表象出来的日常经验事物之上。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看中世纪史学家恩斯特·康托洛维奇（Ernst Kantorowicz）在1957年发表的被广泛引用的著作《国王的两个身体》。一方面，中世纪的君主和普通人一样，是凡人，有血有肉；另一方面，在中世纪的政治神学中，他被解释为第二个非物质的神圣身体的承载者。他是君权神授的王室血统的承载者（参见 Žižek 1991, 254）。这第二个身体就是这样一个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一旦一个人在象征秩序内作为国王行事，这个人的属性就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日常的、普通的属性[在追随者眼中往往会]经历一种‘实体转化’（transubstantiation），并成为令人着迷的客体”（Žižek 1991, 255）。

当政治领袖召唤“人民的意志”时，从纯语法角度听起来就像是在谈论“桌子”或“汽车”，以至于人们可能会认为它描述的是一种类似的现实，其维度是可以理解和评估的。然而，对于一个主体来说，要完全认识并描述“人民的意志”是什么样的、在哪里可以找到它、这个意志的全部诉求是什么以及如何验证这一切，是非常困难的。通常情况下，主体会相信他们的政治代表的话，就好像这些代表知道上述意识形态客体具体指涉什么一样；或者至少——正如齐泽克所断言的——这些主体认为共同体中的大多数其他成员知道他们在谈论什么。因此，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是主体信仰而非认识的客体，并且他们是通过大他者（被认为拥有知识的领袖或权威；见第70章）的中介来信仰它们的。

康德对消极快乐（一种与崇高体验相关的痛苦中的快乐或痛感之乐）的分析，指向了齐泽克关于意识形态崇高客体论述的第二个组成部分。它表明，这些客体之所以无法被认识，是因为它们是享乐或 jouissance 的客体：一种处于痛苦边缘的享乐，它牵涉到我们的性驱力与死驱力，并超越了主体通常所经历或能够在公共场合谈论的范畴。

齐泽克进一步指出，主体在实践过程中的体验——这些主体的政治文化正是通过这些实践来组织他们与 jouissance 的特有关系——最接近于洞察其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在“西方世界”的国家中，这些实践例如包括：饮食、酒精、体育、音乐、艺术、庆典……与保守派哲学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及许多其他人类似，齐泽克认为，社会政治共同体最深层的力比多基础就存在于这些看似非政治且具有文化特异性的实践之中。因此，齐泽克的《与否定性共留》（Tarrying With the Negative, 1993）中最重要的章节之一的标题便是“像爱你自己一样享受你的民族”（Enjoy Your Nation as Yourself）。作为意识形态主体，在我们无法确切知道我们群体归属中最有价值和最独特的东西是什么的地方，我们至少可以通过享乐实践来参与集体形式的 jouissance。

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在齐泽克所谓的“意识形态幻象”（见第91章）中也扮演着核心角色。意识形态幻象是一种叙事或相互交织的叙事序列。它们旨在解释“我们”是谁，现任政府是如何产生的，以及为什么（像所有政治系统一样）仍然存在缺陷甚至或多或少严重的危机。就像个体的根本（因为奠定了基础）幻象一样，这些叙事本身并不一定连贯。它们的作用是用一层迷惑的面纱来掩盖任何社会政治系统的对抗性，以及它与奠基性暴力或不公正形式的纠葛。通常，这些叙事通过将“我们的”意识形态崇高客体描绘成只有“我们”才能独享、而“他者”甚至无法完全理解的东西（比如“我们的生活方式”，根据定义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来实现这一点。同时，这些叙事受到外部他者的威胁，根据幻象，这些他者企图“剥夺我们的享乐”。在一段关于前南斯拉夫解体后时期的著名论述中，齐泽克写道：

“每个民族都建立了自己的神话，讲述其他民族如何剥夺了它那至关重要的享乐部分，而拥有这部分享乐本可以使它过上完满的生活：斯洛文尼亚人的享乐正被‘南方人’（塞尔维亚人、波斯尼亚人……）剥夺，因为后者出了名的懒惰，并且要求无底洞般的经济支持，从而窃取了斯洛文尼亚人宝贵的财富积累，否则斯洛文尼亚早就赶上西欧了。另一方面，斯洛文尼亚人自己据称也在掠夺塞尔维亚人，因为斯洛文尼亚人有着不自然的勤奋、刻板和自私的算计。斯洛文尼亚人没有屈服于生活中简单的快乐，而是反常地享受着不断设计各种手段，通过商业暴利，通过转卖他们在塞尔维亚廉价买到的东西，来剥夺塞尔维亚人辛勤劳动的成果。”（Žižek 1993, 204）

就像我们的“民族之物”一样，那些被认为以牺牲我们为代价进行享乐并威胁我们凝聚力的（恶毒的）他者意识形态的属性，通常也是不完整或不连贯的。可以想想纳粹所宣扬的犹太世界阴谋的幻象，它以一种悖论的方式将全球高级金融界与布尔什维克工人党联系在一起。虽然哲学批判应该识别并揭露这种不一致性，但这些幻象性的崇高客体的有效性在于，它们成功地向主体隐藏了政治系统的内部缺陷，同时又充当了管理 jouissance 的渠道。

齐泽克认为，无论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出现在哪里，我们都会发现主体狂热地依附于它们，并抵御所有敌人来捍卫它们，往往对自我批判的理性缺乏丝毫的理解。批判往往被描绘成敌意，并被怀疑企图破坏这些崇高客体。这是一种广泛存在的意识形态现象。

注释


[1]: 澳大利亚天主教大学，墨尔本，澳大利亚。邮箱：matthew.sharpe@acu.edu.a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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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强迫选择

Rex Butler

莫纳什大学，墨尔本，澳大利亚

Email: rex.butler@monash.edu

由保罗·勒夫勒（Paul Löffler）从英文译出。

拉康关于强迫选择（erzwungene Wahl）或他所称的“le choix forcé”概念的论述，见于其1963至1964年第11届研讨班《精神分析的四个基本概念》中题为“主体与大他者：异化”的一节。拉康认为，我们进入象征秩序必然要求丧失他所谓的jouissance（享乐）（见第86章），这种丧失与人类的语言和理性能力有关。正是对“物”（das Ding，见第76章）的排除，才使得语言的赋予意义成为可能——在语言中，万物皆可言说，我们所有的欲望皆可被知晓；而“物”代表了语言试图表达的一切。也就是说，一旦“物”被排除，矛盾的是，我们只能通过以排除“物”为条件的符号系统来理解它。毫无疑问，这就是拉康将这一节命名为“异化”（Alienation）的原因。这个标题暗含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主体自我分裂的联想（见第95章），即主体虽然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却无法得到所想之物。作为例子，他引用了强盗的威胁：“要钱还是要命！”（Lacan 1996, 223）。拉康主要将这句话理解为一种惊呼而非提问，因为正如他所解释的，它并没有提供真正的选择。或者至少没有提供任何在某种程度上令人满意的选择。因为如果我们放弃钱而选择命，我们将无法养活自己并因此死去；而如果我们选择钱，我们虽然可以养活自己，但——因为我们被谋杀了——我们已经不在人世了。拉康想要指出的关键点是，强盗并没有给我们提供真正的选择。

我们永远无法拥有我们想要的一切，因为如果我们想活命，就必须交出我们的钱，而现在既然我们还活着，我们就会被我们不得不放弃和失去的东西所困扰。用拉康在第11届研讨班上的话来说：“如果我选择钱，我就会失去两者[我的钱和我的命]。如果我选择命，我就会拥有一个没有钱的生命”（Lacan 1996, 223）。

在1964年5月拉康就“异化”主题发表演讲时，他已经发表了《康德与萨德》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出了一种超越上述“要钱还是要命”选项的强迫选择的替代方案。在该文本中，他分析了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阐述的关于绝对命令意义上的伦理学或道德性的讨论。康德举的一个例子涉及一个类似唐璜的男人所面临的选择。这个人被提供了一个选择：与一个迷人的女人共度良宵，条件是第二天早上他将被送上绞刑架。康德认为，不言而喻的是，根据一种普遍的道德逻辑，在所描绘的情境中，即使是最受本能驱使的男人也会恢复理智，不会与那个女人共度良宵。在某种程度上，这重复了“要钱还是要命”的例子，即为了生命而放弃“钱”（即那个女人）。

然而，针对这种看似合理的见解，拉康举出了人类历史上也许最纵欲的男人的例子：萨德侯爵。拉康认为，他驳斥了康德对这位柯尼斯堡哲学家所捍卫的道德体系的普遍性主张。首先，作为“激情的信徒”，这个受到绞刑威胁的男人不仅可能不会被与情人共度良宵后接受死亡的想法所吓倒。根据拉康的说法，甚至可以想象，这个男人会被这种可能性激起比被那个渴望的女人更大的兴奋。事实上，“一个激情的拥护者[]确实可以迫使康德[]承认，如果正好伴随着对绞刑架的公然挑战甚至蔑视，没有什么机会能让某些人更坚定地冲向他们的目标”（Lacan 2015, 310；译文有改动）。因此，被禁止的事物恰恰可能正是我们所渴望的——甚至远不止于此。这就是为什么萨德并不与康德对立。他比康德更具普遍性。萨德展示了他自己先验道德的先验条件。后者意味着，在这个象征秩序内，一切都是被禁止的，就像那个我们永远无法拥有的女人，或者至少在我们还活着的时候无法拥有。

然而，为了给这一切赋予一个积极的转折，我们可以提出，选择与渴望的女人共度良宵的例子——类似于在钱或命之间做出选择的情况——在于将强迫选择想象为尚未做出的决定，或者想象为它并不总是像康德所认为的那样，是隐含的、唯一合乎逻辑且必须执行的决定。根据拉康的说法，对康德而言唯一合乎逻辑的选择恰恰不是不言而喻的；它并不是在面对两个选项时就已经确定的东西。相反，我们需要以一种几乎不可能的方式去想象，我们尚未或未完全受制于象征秩序，就好像在这个秩序之外存在一个位置。拉康在“异化”讲座中谈到了某种“无意义”（Nicht-Sinn），它出现在主体与作为充满意义的象征秩序代表的大他者的交汇处（参见 Lacan 1996, 222）。这也是他在《康德与萨德》中所说的“在两次死亡之间”的生命（Lacan 2015, 302）：一种介于由绞刑架代表的生物学死亡与由我们在符号中介的意义领域中永远无法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这一事实所代表的象征性死亡之间的生命。

正如许多评论家所指出的，这最终就是精神分析的意义所在：能够回到使我们成为我们自己（who and what we are）的那些无意识的或“强迫的”选择决定。即使我们无法改变这些决定，我们至少可以将其主体化，即让它们成为我们自己的决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便成为了我们自身原因的原因。

拉康所采用的这个强迫选择的概念贯穿了齐泽克的整个著作，从他最初的英文著作《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1989）和《因为他们并不知道他们所做的》（1991），一直到他对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思考。总的来说，可以说齐泽克将拉康最初对该问题的个体伦理学考察进行了扩展，将其视为当代社会特征的一种状况。齐泽克著作中关于强迫选择最著名的例子，无疑是美国黄金时段电视节目中杰·雷诺（Jay Leno）和大卫·莱特曼（David Letterman）脱口秀之间的喜剧性选择，软饮料中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的选择，以及人造甜味剂中NutraSweet、Equal和High & Low的选择。但抛开这些日常例子不谈，我们可以看到齐泽克试图思考是什么使这种强迫选择成为可能，以及它是如何使我们进入社会的。

首先，他指出了一个有些令人惊讶或至少不常被注意到的情况，即强迫选择只有在它表现为我们自己自由意志的行为时才有效。因此，正如齐泽克提醒我们的那样，象征秩序的生效总是存在短暂的延迟：在我们理解对我们的要求、我们接受该要求，以及认为对我们的要求和我们所承认的东西反过来表达了我们想要的东西之间，存在着一种裂隙。正如他所写：“这种裂隙[——]正是由于它，自由地接受不可避免之物的要求才不是毫无意义的同义反复[——]只能是永远将一个事件在其原始现实的直接性与它被铭刻进象征网络之间隔开的裂隙”（Žižek 和 Dolar 2013, 112）。

这里有一个来自职场日常生活的例子，根据齐泽克的说法，它涉及我们与他人的交往：当我们获得一份工作，而一个好朋友也同时申请了这份工作时，我们被期望潜在地拒绝这个职位，以便朋友能够接受它。然而，这个朋友随后也应该反过来拒绝这个提议。最终，当事人知道，作为“强迫选择”的选项是出于友谊的考虑，而不是作为真正的选择。如果我们随后接受了这份工作，这可以在相信朋友现在对此不再有意见的信念下进行（参见 Žižek 和 Dolar 2013, 113）。事实上，这些看似毫无意义的社会习俗表明了社会运作在多大程度上建立在它们之上：建立在社会法则由于“通过我们自己”的统治而与自身产生的内在距离上，或者说建立在法则不是强加于我们，而是由我们意愿和促成的这一观念上。

当然，与这种服从形式相补充的是，在某些时刻，人们拒绝给予这种强迫的、但被认为是自由的同意，从而迫使强迫选择不得不宣布自身为强迫的。作为这种情况的例子，齐泽克反复提到南斯拉夫军队中的一名年轻新兵。他被要求自愿报名服兵役，以便看起来好像——尽管有征兵令——他是出于自由意志想要保卫祖国（参见 Žižek 1989, 125；Žižek 2014, 165）。然而，在这个特殊的案例中，新兵表示，只有在接到签字命令的条件下，他才会书面同意服兵役。这违反了兵役的所有不成文协议。在这个案例中，年轻的新兵选择了错误的选项，因为入伍的决定从未被设想为是自由的。因此他失去了自由。在被迫签字后，他受到了刑事起诉并被送进监狱。

齐泽克还提出了另一个案例，类似于拉康在《康德与萨德》中关于情人和绞刑架的例子。焦点是美国高中女教师玛丽·凯·拉图诺（Mary Kay Letourneau）。1997年，她因与一名未成年学生发生性关系而被判入狱。在短暂服刑后首次获释，她又故态复萌，再次与该未成年人发生性关系并再次被监禁，不过这次刑期更长。在她第二次获释后，她被命令不得与受保护人（即该学生）接触，尽管当事男子此时已经成年，而她也不再是他的老师。最终，两人于2005年结婚。

现在可以借用拉康的观点来论证，这位女教师恰恰是因为保护未成年人的公共法律违背了在象征秩序语境下通常“自由”的决定（不与受保护人发生性关系），才去触犯该法律。因此，齐泽克在这种情况下谈到了“伦理行动”（参见 Žižek 1999, 386；见第72章）。但是，即使齐泽克将这些特殊案例英雄化，在大多数情况下，与拉康最初的诊断一致，他承认这类抗议尽管具有看似伦理的地位，但却是“无能的”。“通过这种方式，对手陷入了强迫选择之中，根据拉康的说法，这定义了阉割的体验：如果他不能，他就是不能；但即使他能，任何证明其力量的举动都注定会作为一种否认起作用——也就是说，作为对其根本无能的掩饰”（Žižek 1989, 129）。

尽管如此，齐泽克仍将继续主张拒绝这种强迫选择及其随之而来的革命潜力。这方面最著名也最具争议的例子，是他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投票支持共和党人唐纳德·特朗普而非民主党人希拉里·克林顿。虽然两位候选人都“很糟糕”，但克林顿“更糟糕”，因为投票给她的选民可能会认为他们在做一些积极的事情并拯救了政治体系。“[害怕特朗普获胜的选民]真正害怕的是实际的激进社会变革。他们承认（并真诚地担忧）我们社会生活中的不公正，但他们想用一场‘没有革命的革命’来治愈它们”（Žižek 2016）。当特朗普真的获胜并且齐泽克被认为对此负有部分责任时，他没有表现出任何悔意：“为了结束我们的全球政治危机，左翼需要向唐纳德·特朗普学习”（Žižek 2018）。最后，在特朗普担任总统期间，当齐泽克所希望的左翼政治鼓动并未发生，并且这些鼓动（如果有的话）被让给了右翼时，他也毫无歉意。他没有收回自己的观点。相反，他在后来强调了以下几点：“我对特朗普感到恐惧，但通过他，自由派中间主义霸权出现了一道裂缝”（Žižek 2019, 16）。事实上，特朗普在2024年的再次当选证实了齐泽克的论点，即在特朗普和民主党人之间的选择是一个虚假的选择，而且无论我们选择哪个选项，同样的选择都会不断重现。如果齐泽克认为对强迫选择的正确批判性回应是重复它，那么特朗普再次当选的事实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再次尝试在中间派的自由主义霸权中制造齐泽克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后所预言的那道裂缝：

“当一场革命将自身构想为对过去失败的革命尝试的重复时，这些尝试就在其纯粹的‘开放性’中变得可见，成为打破‘（历史）存在的伟大链条’的绝望之举。革命通过在过去的失败尝试的‘可能性’中重复它们来拯救它们；它追溯性地实现了它们的潜力，而这些潜力在‘官方’历史的胜利进程中被粉碎了。”（Žižek 2001a, 80）

这正是齐泽克——以及拉康——最终关于强迫选择所提出的建议：作为一种思想上的可能性，确实存在一种“最初的选择”，这种选择引证了进入象征秩序的过程，而在此之后，只有强迫选择的选项才是可行的。这就是拉康在上述“异化”讲座中所说的法国大革命所谓恐怖统治期间对“死亡”的选择（参见 Lacan 1996, 224）。

在这种思想的背景下，齐泽克最终将转向瓦尔特·本雅明的著作。本雅明在其《历史哲学论纲》（Über den Begriff der Geschichte）中谈到了对过去历史事件的重复，恰恰是为了揭示它们的开放性，即未完成性。这旨在表达，上述事件最初并非注定要像它们最终那样发展（然而，这带来了一个额外的复杂性：正是现在重新思考这些事件的我们，本身就是它们最初发展方式的结果）。或者用齐泽克经常引用的列宁的话来说：“真正自由的选择，不是我仅仅在一个预先给定的坐标系内的两个或多个选项之间进行选择，而是我选择改变这个坐标系本身”（Žižek 2001b, 121）。

现在，这种拒绝执行强迫选择从而进入象征秩序的做法，对拉康来说正是精神病的真正定义，或者通俗地说，是疯狂的开始。齐泽克则将拒绝强迫选择称为一种“自杀行为”，但他也借鉴克尔凯郭尔的观点，在积极的意义上将其解释为一种“宗教”行为，以区别于纯粹的“伦理”行为，其意义在于质疑拉康在《康德与萨德》中参照康德所讨论的那些看似先验的道德普遍性（参见 Žižek 2001a, 78）。

思考这种先于强迫选择并使其成为可能的选择，思考它之所以存在仅仅是因为我们确实选择了它这一事实，总而言之，意味着思考一种“自由的实在”（Reales der Freiheit）（在拉康关于实在界概念的意义上；见第93章），一种既先于象征界的异化，又使这种异化成为可能的自由。

然而，任何试图在象征界之前思考这种自由、用语言表达它并将其付诸行动的尝试，都只能在象征界内部进行。拉康在第11届研讨班中谈到的主体与大他者之间的分裂正是基于此：每个主体既先于大他者，又只有通过大他者才成为可能。这也是齐泽克所说的改变象征坐标的“行动”的分裂或自我矛盾，以至于这个“行动”只能在其自身的条件下被评判。同样，与齐泽克的观点相反，我们只能将其理解为发生在象征界内部的一个事件。这也涉及齐泽克选择特朗普所带来的困难。他希望将其描述为一场潜在的“左翼”革命，仿佛他能够从象征界之外的某个位置将其命名为这样一场革命。但相反的情况也同样可能发生：这场政治革命最终将成为右翼政治光谱中的一场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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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幻想

Russell Sbriglia[1]

由 Coraly von Welser 从英文译出。

作为精神分析理论的核心概念，幻想（Fantasie）的概念是齐泽克（Žižek）哲学著作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然而，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讲，它并不像该词在日常用语中那样，指代一个与现实相对立的梦幻世界；相反，按照齐泽克的说法，这个概念提供了“我们作为现实所体验之物的坐标”（Žižek 2022, 291）。在这一点上，他追随拉康（Lacan），对拉康而言，幻想为弗洛伊德理论中所谓的现实原则提供了基础（参见 Lacan 1998, 80）。“我们被允许通过现实途径接近的一切，都依然根植于幻想之中”（Lacan 1998, 95）。齐泽克简明扼要地总结了精神分析的立场：“在梦与现实的对立中，幻想站在现实这一边”（Žižek 1989, 44）。

在其研讨班《幻想的逻辑》（1966–1967）中，拉康将人类现实与实在界（das Reale）区分开来，并解释道：“所有人类现实无非是象征界与想象界的蒙太奇”（Lacan 2023, 20；由 R. S. 从法文译为英文）。幻想构成了我们现实的框架。它充当着掩盖创伤性实在界（见第93章）的“面具”。

根据拉康的观点，幻想建立这一框架的媒介是欲望。然而，与通常将幻想理解为实现我们欲望的事物相反，对拉康而言，幻想恰恰是首先引发欲望的东西。齐泽克如此解释这一思想：

“幻想所上演的，并不是一个我们的欲望得到实现、得到完全满足的场景，恰恰相反，它是一个实现、上演欲望本身的场景。精神分析的根本点在于，欲望并非预先给定的东西，而是必须被建构的东西——而幻想的作用恰恰是提供主体欲望的坐标，具体说明其客体，并定位主体在其中所占据的位置。只有通过幻想，主体才被建构为欲望的主体：通过幻想，我们学会了如何去欲望。”（Žižek 1991, 6）

正如齐泽克在此阐明的，精神分析意义上的欲望并非人类与生俱来的；相反，它是一种后天获得的特性，是通过幻想注入我们体内的东西。幻想的运作方式，并非利用那些看似（对我们而言）自然、天生的欲望，而是将我们塑造为“欲望的主体”。它不仅教导我们如何去欲望，还教导我们应该欲望什么。它通过设定欲望的“坐标”并具体说明欲望的客体来实现这一点。

拉康用公式“◊𝑎”表达了他所谓的“原初幻想”的逻辑。它表现了菱形（◊）一侧的（1）“被划杠的主体”（），即因进入象征界而被“阉割”的主体，与另一侧之间的“外密性”（extime）关系（参见 Lacan 2019, 357–373 等）。在菱形的另一侧，（2）定位着幻想客体，拉康称之为“小客体 a”（objet petit a）（其中“a”代表“autre”，即法语中的“他者”）。它标志着主体欲望的“客体-成因”。原初幻想的运作方式是，使主体 永远处于寻找其“客观相关物”——即（小）客体𝑎（见第89章），也就是“崇高客体”——的状态中。它是“主体中多于主体自身”的东西，是实在界的一小块碎片，主体认为在自己进入象征界、被建构为“作为 的主体”（如齐泽克经常表述的那样）时，这块碎片便丢失了。主体期望通过重新获得小客体 a 来实现其欲望，借此恢复其想象的、前象征界的完整性。主体对这一客体的追求是永恒的，因为尽管我们象征现实中的几乎任何客体都可以被提升至小客体 a 的尊严（拉康对“升华”的定义），但小客体 a 本身纯粹是幻象性质的：就我们的象征现实而言，它是一个不可能具有实证存在的客体。齐泽克解释说，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在现实中遇到一个具备幻想中欲望客体所有属性的客体时，我们仍然不可避免地会感到有些失望；我们会体验到一种‘不是这个’的感觉”（Žižek 1989, 91）。我们象征现实中的任何客体都不可能成为“它”，原因很简单：小客体 a 是实在界中一个不可能的客体，一个仅仅因为对我们不可及才“外-存（ek-sistieren）”的客体。

对拉康而言，打破这种欲望与失望的重复循环，需要达到精神分析过程的终点——他将其称为“穿越幻想或幻象”（参见 Lacan 1981, 273 等）。后者意味着要理解，小客体 a（即自身作为“作为 的主体”的地位所依赖的幻想客体）通过“其迷人的在场”，起到了掩盖大他者之匮乏或“大他者中的裂缝”（参见Ž𝑖ž𝑒𝑘1989,133）的作用。因此，齐泽克提出了“幻想之幕”的概念（参见Ž𝑖ž𝑒𝑘1997,3–44），即幻想作为一层面纱，“其功能是隐藏大他者核心处的这种虚空、这种‘无’”（Ž𝑖ž𝑒𝑘1989,133）。因此，穿越幻想意味着直面大他者的矛盾性（拉康用代表“𝐴𝑢𝑡𝑟𝑒”的算式“𝐴”来表示），而主体作为“小他者”试图掩盖这种矛盾性。借用拉康的名言，这表明大他者并不存在，那个通过其媒介使人被主体化为“”的象征机制，并非与其自身同一，而是同样被切割、分裂或划杠的（拉康用算式“A”来表示这一划杠）。

正如齐泽克所解释的，穿越幻想或幻象之所以是一个伦理问题，是因为它导向了拉康所谓的“主体性褫夺”，即“主体性的零点”（如齐泽克经常表述的那样；参见 Žižek 2020, 225），在这一点上，我们直面自身激进的、深渊般的自由，为自己决定作为伦理主体的责任是什么。“精神分析使我们比传统道德承担更多的责任”（Žižek 2022, 248），齐泽克强调，因为一旦我们认识到“他者本身并不知道我的责任是什么”（Žižek 1996, 171），我们就必须相应地接受“外面没有任何人，其保护性的关怀和爱是我可以依赖的”（Žižek 2008, lxix）。在缺乏一个为我们决定责任的完整、超越的他者的情况下，我们面临着“自由本身的深渊”，“承受着不受任何他者召唤影响的自由的全部重担”（Žižek 2001, 175）。这种对抗将我们一头抛入“精神分析的伦理学”，一种“实在界的伦理学”（Žižek 1996, 168），它为一个真正自由的“行动”（拉康的“诉诸行动 [passage à l’acte]”）铺平了道路或“通道”（见第72章）。

借鉴康德，齐泽克主张真正的自由是奇特且自相矛盾的：虽然它涉及“为了责任而痛苦地放弃我们自发的倾向”，但同时人们会将“最深刻的自由体验为一种内在的必然性”，“（我们）就是不能不去做的事情”（Žižek 2023, 34, 124）。为了说明这一点，齐泽克经常引用安提戈涅的行动，她安葬了哥哥波吕尼刻斯，从而公然违抗了克瑞翁国王的禁令。正如齐泽克所强调的，安提戈涅安葬波吕尼刻斯“并非出于‘她自己良心的声音’施加给她的任何压力，而仅仅是因为她别无选择”；她的行动“受到一种未受任何超我强制污染的命令的驱使”（Žižek 1996, 171）。在这里，“驱使”是关键所在，因为通过这样做，安提戈涅“超越了快乐原则”，从而将自己从一个欲望的主体（◊𝑎）转变为一个驱力的主体，其拉康式公式为“ ◊ D”。她为这种“象征性自杀”（齐泽克经常这样描述主体性褫夺）——为行使她的自由并成为（死亡）驱力的主体，成为“实在界中的主体”——所付出的代价是，她最终成为了“两次死亡之间”那令人毛骨悚然的领域中的“不死”居民。因此，安提戈涅的案例印证了齐泽克反复提及的另一句话，即：“自由是痛苦的”（Žižek 2023, 124）。对齐泽克而言，安提戈涅的命运暗示了，为什么尽管面对升华的幻想客体我们不可避免地会感到失望，但我们仍然拼命地执着于构建我们现实的原初幻想。因为如果我们穿越这种幻想并到达“精神分析的彼岸”，我们就会遭遇“真正自由选择的难以承受的重担”（Žižek 2023, 60），即“自由的实在界”那不可能的重担，也就是“实在界的自由”。

在首次访问美国时，拉康喜欢反复引用弗洛伊德的名言，即他把“瘟疫”带到了美国。本着这句话的精神，齐泽克坚持认为，精神分析的真正目标并不在于治愈困扰我们普通日常现实的重担，而在于揭开保护我们免受实在界瘟疫、免受无法治愈的“自由之病”（Žižek 2023, 4）侵害的幻想面纱。它将人类终极的生存体验变成了一种动物的体验，这种动物与其说是患上了死亡之病，不如说是患上了“不死”之病（参见 Žižek 2022, 281）。通过坚持这一点，齐泽克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精神分析坚硬的哲学内核。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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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是作为具有约束力的规定来定义社会事实的法律规范。它们使人们在命令与禁止的义务、许可与豁免的权利中相互关联。然而，关于法律的起源，这个简短的定义存在一个问题。确立一块土地、一种权威、一部法典的第一部法律、第一个法律规范，不可能是合法的。“在法律的开端，存在着某种‘非法’的东西，一种暴力的[拉康意义上的]实在界 (Reales)，它与建立法治本身的行动相重合”（Žižek 1994a, 217; 见第93章）。也就是说，每一部法律、每一种社会秩序在形式上都建立在其规范性基础的原始不公之上：土地掠夺、夺取政权、种族清洗等。因此，齐泽克 (Žižek) 也可以断言，我们称之为包围我们的“社会现实”的东西，是一种伦理建构：“它由某种‘仿佛’ (als ob) 支撑（我们行事，仿佛我们相信官僚机构的全能，仿佛总统代表了人民的意志，仿佛党代表了工人阶级的客观利益）”（Žižek 2021, 69–70）。

这种对法律效力缺乏合法性的洞察，以及齐泽克由此推导出的守法个体的“仿佛”态度——他们（尽管如此）相信法律，因为它是法律——在20世纪就已经促使许多作者在理论上表明立场。具体而言，这涉及立法的暴力与护法的暴力之间的关系。像瓦尔特·本雅明 (Walter Benjamin) 和卡尔·施密特 (Carl Schmitt)、雅克·德里达 (Jacques Derrida) 和吉奥乔·阿甘本 (Giorgio Agamben) 这样截然不同的作者都探讨过这个问题。但这个主题也已经促使弗洛伊德 (Freud) 提出了一个推测性的论点，即在每一种文化形式的起源处假设一个创伤：一个先验的弑父 (Vatermord)。它作为一种被体验为创伤的原始罪行，被所谓的“被驱逐的兄弟”群体（Freud 1982a, 426）在社会层面上内化，以解释从无律法的自然状态到充满规范的文化状态的心理-系统发育过渡（见第56章）。

弗洛伊德并不声称指出了一个历史事实。他的主张是讲述一个理论神话，该神话事后通过内化偶然的法律规范来解释“文明中的不适” (Unbehagen in der Kultur)。不适来自于人类心灵作为其主体性的条件，必须通过法律的规章来忍受的分裂——心灵仿佛通过一种心理内部的批准，无意识地总是已经（至少在部分上）将这些法律作为自己的法律来承担。

正如齐泽克所指出的，布莱兹·帕斯卡 (Blaise Pascal) 已经结合日常习惯实践的影响分析了这种情况（参见 Žižek 2021, 70）。法律通过弗洛伊德假设的超我 (Über-Ich) 被个体化内化，并成为个体性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个别情况下，也成为个体性中创伤性的一部分。法律的内化才使得任何政治秩序成为可能，正如它阻止政治秩序弥补其起源的非法性一样。非法的起源像幽灵一样纠缠着社会秩序，迫使它无法与自身同一。因此，在法律的起源处，没有充分的解释来说明为什么建立法律共同体的创伤性事件是必须发生的。唯一存在的是一个偶然的、类似于超我的命令，它告诉个体事情本不可能有其他结果。出于这个原因，人们可以毫无问题地融入其共同体的民主、君主和极权法律结构中，而不会觉得这些结构的内在困境在心理上过于沉重。因此，“‘外在’地服从法律”恰恰“不是屈服于外在的压力，例如所谓的非意识形态的‘纯粹暴力’，而是服从一个命令，恰恰在于它是‘非概念的’和不可理解的，并保留了其‘创伤性’、‘非理性’的特征：法律的这种创伤性和未被整合的特性并没有掩盖其权威，而恰恰是其积极的条件”（Žižek 2021, 71; 译文有改动）。政治秩序是警察秩序而非道德秩序，但作为警察秩序，它是抵御类似于回归自然状态的无政府主义混乱的唯一有意义的堡垒。

伴随着它，即法律的非法起源，判断力在合法与非法、善与恶之间登上了其形式决定权的舞台。但在这个过程中，它必须必然地压抑齐泽克提到的社会秩序内在对抗的创伤性核心。对齐泽克来说，由此产生了几个核心问题。它们涉及一个总是已经被社会契约分裂的主体的义务感，以及个体心灵在面对弗洛伊德所探讨的超我规范时的心理体验层面。后者“是一种被体验为创伤和‘无意义’的要求”。它“不能被整合到主体的符号宇宙中[]。然而，为了让法律能够‘正常’运作，必须将这样一个创伤性事实压抑到无意识中，即‘习惯[是]全部的公平，仅仅因为它是被接受的’[帕斯卡]——也就是说，法律依赖于司法过程或[]是彻底偶然的”（Žižek 2021, 71; 译文有改动）。

然而，关于社会契约，齐泽克进一步断言，其规范必须一再被废除，这是一种涉及共同体凝聚力的、类似双重束缚 (double-bind) 的悖论式斗争。在这种斗争中，在社会危机时期，法律会越过自身的界限来反对法律，以重新加固社会结构的“粘合剂”（参见 Finkelde 2016; 2018a）。这是必要的，因为由于上述合法性的缺乏，每一部法律总是不完整和不充分的。因此，根据齐泽克的观点，提供认同感的东西虽然也通过中立的法律理解来发挥作用，但此外也通过违反这种中立法律的共同经验来发挥作用。执法者为了保护法律而共同逾越规范确立的法典，激发出一种可以被淫秽地享乐的荣誉准则。它体现了为了保护法律而采取的无视法律的行动中所谓的必要非法性。齐泽克在这种语境下谈到了“夜间法律” (nightly law)。它以隐藏的方式伴随着处于理性之光下的法律。或者换句话说：一种奇幻的、不成文的“准则”显现出来，补充了成文法。

齐泽克结合三K党 (Ku-Klux-Klan) 解释了这一点（参见 Žižek 1994b, 55–57; 2006, 369–370）。他断言，在法律具有父权制特征的地方，逾越行为通常被视为对这种父权制特征的攻击。然而，如果法律恰恰不想表现出父权制，而是给自己披上中立和平均主义的外衣，那么就会发生一件奇怪的事情：“现在爆发出来的[]恰恰是继续决定我们态度的威权-父权逻辑，尽管它直接的公开表达已不再被允许”（Žižek 1994b, 56）。也就是说，在父权制和原始的法律被据称是进步和平均主义-中立的法律所取代的地方，在危机情况下，以父权制、被压抑的、原始的底面之名进行的逾越行为会再次出现。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Donald Trump) 的职业生涯说明了这种机制（参见 Finkelde 2018b）。作为一个对自己的淫秽表现得引以为豪的例外人物，他在与公认的秩序结构划清界限的同时，至今在美国仍吸引了很大一部分选民。他象征性就职的淫秽和公开展示的不配位，在这里体现了一个乌托邦式的人物。在许多政治运动出现，例如要求性侵受害者 (#MeToo)、合法和非法移民 (Dreamers) 或少数群体 (Black Lives Matter) 的权利的时代，特朗普的同情者显然一方面感到他们的基本权利越来越受到限制，另一方面感到被召唤；以法律的名义反击现行但被认为过于仁慈的法律。但在美墨边境非法难民的语境中，也可以说明关于淫秽或分裂的法律的论述。准军事化的游骑兵团体在这里感到有权追捕非法移民，因为边境警察的缺乏向他们暗示了法律和秩序的崩溃。这种自发组织的边境控制是以规范性（但失败的）法律的父权制底面的名义出现的（参见 Finkelde 2009, 63–67）。齐泽克：“公法被迫在一种非法的享乐中寻找支持”（Žižek 1994b, 54）。

然而，这种以逾越形式出现的、作为共同体建设的政治因素的享乐 (Genießen)，也会在日常生活中降临到我身上，例如，当我看到一个骑自行车的人摔倒了，而两分钟前他刚刚在一个我作为汽车司机必须停下的红绿灯处直接超过了我。并不是说骑自行车的人摔倒与对“闯红灯”过十字路口的法律惩罚有任何关系。对受伤者产生的幸灾乐祸也与守法公民通常对摔倒的自行车手感到高兴无关。但是，在红绿灯前等待的挫败感，而另一个人享受着畅通无阻，擅自逾越了约束守法者的法律，这会激起一种淫秽的、与中立理性的法律系统的成就相矛盾的对古老复仇的渴望。

法律的这种淫秽补充既可以在克林顿-莱温斯基丑闻时期共和党人的弹劾政治中体现出来，也可以在文学文本中体现出来。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夏洛克 (Shylock) 受到驱使，据称完全没有激情且在法律框架内，要从安东尼奥（他女儿情人的帮凶）的肋骨上割下一磅肉时，它就显现出来了。

纯粹形式和符合法律的行动中的淫秽享乐不仅化身为“夜间法律”。它也本质上贯穿了我们的义务感。因此，淫秽享乐的概念与弗洛伊德的超我概念是不可分割的。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超我在俄狄浦斯情结中发展而来，其过程是将父亲的权威——被理解为实现俄狄浦斯愿望（即对母亲的愿望）的障碍——内化（参见 Freud 1982b, 302）。超我以规范价值和道德观念的权威形式确立下来，使主体与纯粹的享乐保持距离，正如父亲在对母亲的要求中，或者弗洛伊德起源神话（《图腾与禁忌》）中的原始父亲在对原始部落女性成员的要求中所代表的那样。

根据弗洛伊德的说法，如果说原始父亲还能获得据称是完全的享乐，那么在对他进行创伤性的谋杀之后，首要目标就是建立一个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通过由限制、法律和规范组成的网络，尽可能平均地保证欲望的分配。然而，死去的父亲——类似于人类个体发展中“俄狄浦斯情结的毁灭”时刻（Freud 1982b, 299）——作为“在自身中建立起来的”、被整合到自我内部空间或正在展开的文化中的存在，比“活着的[父亲曾经]更具活力”（Freud 1982a, 427）。

在文化的语境中，重要的是要注意，对弗洛伊德来说，结构基本上带有其自身起源的痕迹。否则就无法理解，根据弗洛伊德的说法，弑父行为在文化的法律和规范中继续震荡，就像大爆炸的余震一样。正如弗洛伊德所写，从那里开始，许多事物“开始了它们的开端[]，社会组织、道德限制和宗教”（Freud 1982a, 426）。剩下的就是上面已经提到的文明中的不适。它不能通过文化成就（升华）被完全消除。这种不适伴随着文化，并使得最古老的力量总是能够像在薄薄的铜锈下一样爆发出来，例如当嫉妒的幻象扰乱了享乐的分配时。

在这种语境下，齐泽克对弗洛伊德理论中的一个方面特别感兴趣。根据这一方面，个体不仅遭受超我发出的限制，而且还以淫秽的方式享受屈服的时刻（见第86章）。超我内化了道德法则（死去的父亲的法则），但以一种方式扭曲了它，从而在我内心产生了“‘不成文法’的压力”，作为一种“淫秽的享乐召唤”（Žižek 1994a, 251），“[an] obscene call to enjoyment”（Žižek 2002, 240）。一种享乐的义务开始发挥作用：“超我的概念恰恰指定了这样一个中间地带，在这个地带中[]享受履行义务的命令与享受自身的义务重叠在一起”（Žižek 2001, 135）。齐泽克将这种享乐的义务或寻找乐趣的义务视为在西方世界自诩为自由和性开放的现代社会中起作用的主导因素。

弗洛伊德的超我定理不再像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欧洲受家长制影响的社会那样，作为威权导向共同体的象征，在那种共同体中，个体必须为了国家、教会、家庭和传统牺牲自己的享乐。相反，在容忍逾越和过度行为的开放社会时代，超我似乎给个体施加了新的淫秽义务，当它配合某软饮料的广告活动命令他或她：“享受吧！(Enjoy!)”（见第7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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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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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齐泽克认为暴力对于真正的政治是必要的（见第12章）。承认暴力在颠覆现有秩序和实现社会转型中的作用，是他政治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因如此，齐泽克对暴力的态度经常受到批评。批评者认为，这会导致对暴力后果的淡化和忽视，并最终为暴力的正当化打开大门。此外，对暴力定义的不明确也增加了讨论的难度。同样成问题的是，齐泽克忽视了解决社会问题和冲突的非暴力替代方案，并从一开始就排除了没有暴力的和平与建设性解决方案的可能性。那么，齐泽克所理解的暴力究竟是什么？为什么暴力对他如此重要？

齐泽克在其著作《暴力：六个侧面的反思》（Gewalt. Sechs abseitige Reflexionen，2011）中区分了主观暴力和客观暴力。为了进一步界定客观暴力，他借鉴了瓦尔特·本雅明的文本《暴力批判》，并将其与本雅明所说的神话暴力（即自我确立和自我合法化的暴力）联系起来。此外，他还引用了本雅明的神圣暴力概念，即摧毁神话暴力的暴力（参见 Benjamin 1989）。然而，与本雅明不同，齐泽克将神圣暴力理解为“纯粹驱力、活死人、生命过剩的表达”（Žižek 2011, 172）。对齐泽克而言，神圣暴力不是一种超越的力量，而是人类驱力的表达。因此，尽管在本雅明看来，神圣暴力代表着与立法的和护法的暴力之神话循环的彻底决裂，但在齐泽克那里，它却是严格内在的。

根据齐泽克的观点，主观暴力包括身体暴力、犯罪和恐怖主义。它很容易被识别，因为它被视为对“正常”、和平秩序的破坏。相反，客观暴力是不可见的，因为它服务于维持现有秩序。它包括象征暴力和系统性暴力。象征暴力不仅指在言辞和表达形式中显现的明显暴力。它更确切地是指一种“更根本的暴力形式”，这种暴力内在于语言本身，并决定了整个意义宇宙和交流实践（Žižek 2011, 10）。

象征暴力是皮埃尔·布迪厄提出的一个概念，用来指代不可见的暴力（参见 Bourdieu 2005）。它有助于维持权力关系并强化主导观点。齐泽克本人则引用拉康的主人能指理论（见第84章）来解释象征暴力的运作方式。除了布迪厄和拉康之外，福柯、德里达和朱迪斯·巴特勒等众多后结构主义理论家也从象征暴力的概念出发，批判了装置（Dispositive）、阳具逻各斯中心主义、性别的展演性等。在这个意义上，象征暴力是一个典型的后结构主义概念，它以权力与语言的不可分割性为前提。另一方面，系统性暴力涉及经济和政治现实。它指的是服务于经济和政治系统平稳运行的暴力，因此它保持着不可见的状态。然而，齐泽克认为，如果我们要理解主观暴力的“非理性”爆发，就必须考虑到它（Žižek 2011, 10）。

象征暴力和系统性暴力是属于不同甚至对立的思想传统的概念。象征暴力以权力关系的水平结构及其无处不在为前提，而系统性暴力则以统治的等级结构为前提，并将暴力的起源定位在系统本身的统治关系中。因此，系统性暴力与马克思主义相近，后者从资本主义系统的结构性暴力出发。齐泽克的暴力概念将马克思、本雅明和后结构主义的立场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种异质立场的综合。据此，暴力存在于物质基础（马克思）、法律（本雅明）和象征秩序（拉康和后结构主义）之中。经典马克思主义以物质基础或经济的优先性为前提，而本雅明和后结构主义对暴力的批判则基于上层建筑（法律、语言和政治）的优先性。尽管齐泽克的理论融合了异质的立场，但他最终仍然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也适用于他的暴力概念。因为归根结底，他以经济的优先性为前提，经济连接并过度决定了所有其他领域。因此，在他看来，革命暴力是暴力的最高形式，它消灭了客观暴力的所有变体。

对齐泽克来说，主观暴力和客观暴力并不单纯是同一层面上的现象。因此，它们无法被同时感知。专注于主观暴力会导致忽视客观暴力。前者是可见的，而后者则是不可见的。因此，不能从同一个立场来观察两者（参见 Žižek 2011, 10）。因为主观暴力出现的恰恰是以客观暴力的不可见性为前提的，主观暴力只有在暴力的零度水平背景下才变得可见。可以说，主观暴力是只有在客观暴力的背景下才显现的图形。相反，客观暴力是不可见的，因为它将现有秩序建构并维持为一种常态。因此，主观暴力的原因必须在客观暴力中寻找。主观暴力的爆发往往是对不可见的客观暴力的反应。它表明现实充满了不可见的客观暴力。因此，在我们对暴力的爆发提出质疑之前，我们必须试图理解是什么导致了这种暴力。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想解决主观暴力的问题，就必须分析系统中的客观暴力。

齐泽克对主观暴力和客观暴力的区分，最终是为了将客观暴力识别为更根本的暴力。它在更深层次上作为主观暴力爆发的原因起作用（参见 Kim 2020, 95）。因此，齐泽克指出，政治系统打击主观暴力和恐怖主义的姿态，实际上本身就是系统性暴力的一部分（参见 Kim 2020, 95）。因此，如果不与系统性暴力作斗争并为正义而战，就无法进行反对主观暴力和恐怖主义的斗争。这种正义只能通过革命暴力来实现。革命暴力不是一种被理解为达到目的之手段并因此具有特定意义的暴力变体。用本雅明的话来说，它是“纯粹的手段”或“中介性”本身，超越了目的-手段关系。它是集体意志的直接的、尚无意义的显现。它是彻底终结所有其他形式的暴力并由此创造正义的暴力。因此，正如本雅明所说，它是“以不流血的方式致命的”，而神话暴力则是“流血的”（Benjamin 1989, 199）。

在历史上，革命暴力往往与暴力联系在一起，因此很难与身体暴力分开。对齐泽克来说，“非暴力革命的梦想[]就是‘没有革命的革命’（罗伯斯庇尔语）的梦想”（Žižek 2006, 432）。正因如此，他被视为暴力的支持者。然而，如果我们考虑到齐泽克在关于暴力的著作结尾处的评论：“有时候，什么都不做就是极端的暴力”（Žižek 2011, 187），这种看法就变得相对了。齐泽克的目的是在最后再次扰乱和震撼我们对暴力的日常理解。在此，他引用了阿兰·巴迪欧的话：“什么都不做，也比致力于发明各种形式上的方法，去让帝国已经承认为存在的东西变得可见要好”（Žižek 2011, 187）。什么都不做，好过卷入那些最终只会让系统运行得更好的行动中。在这里，暴力与无所作为和非暴力重合了。巴迪欧（见第53章）和齐泽克由此认同了赫尔曼·梅尔维尔塑造的文学人物抄写员巴特比及其名言“我宁愿不（I would prefer not to）”。根据德勒兹的说法，这句话的意思是“我宁愿什么都不做，也不愿做点什么”（Deleuze 2000, 98），从而体现了“超越一切否定的消极主义”（Deleuze 2000, 99）。在这个意义上，暴力不仅仅是非暴力的对立面。在这里，它是一种更高形式的暴力，能够将根本的系统性暴力作为系统性暴力指认出来并加以摧毁。它是对自我确立和自我合法化的暴力的摧毁，是对象征框架本身的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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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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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齐泽克使用“上帝”概念时涉及哪些精神史语境，一个很好的出发点是齐泽克经常引用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言：“如果上帝死了，那么一切都是被允许的”（参见 Žižek 2012a, 43）。这就揭示了齐泽克著作中“上帝”概念的第一个典型使用语境：上帝作为大他者（见第70章），即作为象征秩序的道德、心理和形而上学担保者。在这种理解中，上帝就是那种在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中都需要从中解放出来的稳定权威。在这里，对齐泽克具有重要意义的几条精神史线索交汇在一起：从启蒙运动到法国后现代主义的形而上学哲学批判、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以及精神分析中将自我从父亲般超我的要求和禁令中解放出来。

然而，齐泽克创新的问题意识只有在拉康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名言的倒置中才变得清晰，对齐泽克来说，真正的要点在于：“如果上帝死了，那么一切都是被禁止的”（Žižek 2012a, 44）。齐泽克认为，后尼采时代对上帝的哀歌（主要在后现代哲学中占主导地位）并没有带来左翼所期望的放纵的解放，也没有导致右翼所担心的相对主义的价值观衰退。相反，齐泽克跟随拉康指出，当代的意识形态批判必须认识到，上帝并非仅仅是死了，而是无意识的，正如拉康已经强调的那样。宣告上帝之死还需要补充尼采或许更深刻的见解：“我担心，只要我们还相信语法，我们就无法摆脱上帝”（Nietzsche 2005, 72）。尼采所说的对语法的信仰，对应于拉康和齐泽克所称的大他者。正如大他者不仅仅是一个虚构的实体，而首先是一个无意识的、即隐含预设的实体，它在意识意向性之外事实上调节着人类的思考、言说和行动；同样，上帝在其被宣告死亡之后，也依然在发挥作用。

因此，齐泽克提出了一个决定性的观察：随着宏大叙事所谓的终结，我们绝没有进入一个后意识形态时代，相反，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意识形态化。其中的原因可以通过齐泽克关于专制父亲和反专制父亲之间区别的例子来很好地说明（参见 Žižek 2008, 122–123）：例如，如果传统的专制父亲强迫他的孩子在周日下午去拜访祖母，即使孩子不想去，这至少让孩子保留了反抗这种义务的内在自由。相反，反专制的父亲会这样说：“我不会强迫你，你只有在真正想去的时候才应该去。但是你想想，祖母会有多高兴啊。”齐泽克指出，在这种情况下，强制力甚至更大了。孩子不仅同样没有选择，而且还被强迫去自己想要拜访祖母。孩子变得不可能将限制自由的实体作为限制自由的实体识别出来，从而使解放也变得不可能。因此，按照拉康的说法，在上帝死后“一切都是被禁止的”，因为上帝离开了外部权威的位置，并随着其无意识的内化而变得无法被批判。

上帝在后意识形态中继续存在的另一个例子是齐泽克反复指出的委托（交互被动）信仰的形式。不需要任何人亲自相信圣诞老人——只要父母认为孩子们相信，而孩子们为了父母配合玩这个游戏就足够了。“客观上”，信仰在起作用，即使所有主体都与信仰保持着反讽的距离。齐泽克借此批判了后现代形式的所谓颠覆性批判，这些批判仅仅在表面上从大他者中解放出来，但在潜意识中却“相信”得更多。

在此背景下，齐泽克对基督教的兴趣就变得可以理解了：继吉尔伯特·K·切斯特顿（Gilbert K. Chesterton）观察到只有十字架上的上帝在某一刻自己也成了无神论者之后，齐泽克将基督教解释为一种核心上是无神论的宗教（参见 Žižek 2003）。上帝必须自己放弃对自己的信仰，只有这样他才真正死了。大他者必须失去其作为象征秩序担保者的稳定功能。齐泽克认为，在基督教中，这发生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之死中。圣父上帝显现为无能的，其父权权威被祛魅。出于这个原因，齐泽克跟随黑格尔接受了一种神学，在这种神学中，耶稣作为上帝之子，不仅仅是一个人类使者或与圣父分离的神圣的降级形态——而是圣父上帝自己在耶稣基督里死去了。父亲在儿子里死去——因为只有这样，从作为旧秩序形而上学基础和意义担保者的父亲那里解放出来才成为可能。对齐泽克来说，这种解放随后体现在圣灵中，即革命性和平等的信徒共同体中，他们生活在父亲以及旧秩序已经在儿子里死去的意识中（参见 Žižek 2014, 136–159）。

在这个背景下，对齐泽克而言，“唯物主义”是“无神论”的另一个名字，因此也是一种激进的洞见，即作为心理、政治和形而上学一致性担保的大他者并不存在。然而，为了获得这种洞见，以及为了实现他在许多后期出版物中追求的“重建辩证唯物主义”的计划（参见 Žižek 2016），必须彻底梳理基督教关于上帝之死的经验，因为大他者也必须“为自己”而死。齐泽克认为，唯物主义或无神论首先并不意味着自然主义或物理主义，而主要是指坚决放弃形而上学的稳定担保和一个井然有序的宇宙，转而接受激进的偶然性（参见 Žižek 2014, 162–164）。

同时，在齐泽克的著作中，上帝概念不仅代表需要从中解放出来的大他者实体，而且还与这种解放的否定性保持着联系。如果我们认识到对齐泽克来说“上帝”是绝对者的一个名称，那么上帝概念的双重功能就会变得更加清晰。绝对者出现在齐泽克作品的多个标题中，例如《脆弱的绝对者》（Das fragile Absolute，2000）或《性与错失的绝对者》（Sex und das verfehlte Absolute，2020）。承接德国观念论的思想传统，绝对者在齐泽克那里与主体、自由和上帝的概念有着最密切的联系。在上述作品标题中已经清楚地表明，齐泽克的意图是思考一个破裂的绝对者——而不是像在后现代哲学的各种变体中那样，消解或悬置绝对者的概念。这里的逻辑对应于（如在康德和拉康那里）否定判断（否定一个肯定的谓词：“没有上帝”）和无限判断（肯定一个否定的谓词：“存在一个非上帝”）之间的区别（参见 Žižek 2014, 1084）。

齐泽克绝对者理论的一个重要背景是海德格尔（见第58章）对本体神学的批判：即批判将整体存在者的实证秩序与存在本身的动态属性等同起来。将其转移到这里描述的问题上，那就是将大他者及其建立的象征秩序与绝对者等同起来，反过来也就是将象征秩序或大他者绝对化。然而，齐泽克并没有将对绝对者的思考仅仅还原为这种“极权主义”形式，而是强调绝对者的激进否定属性。它无法与任何象征秩序相协调，并与拉康的实在界概念（见第93章）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同时，他并没有简单地将绝对者和秩序对立起来，比如像某种（新）柏拉图主义的绝对者超越性那样。相反，齐泽克的意识形态批判不断揭示秩序本身的构成是如何从绝对者或实在界中汲取力量的：最初的法律制度就像弗洛伊德的弑父一样，是一种暴力的姿态，此后在象征秩序中仅仅作为被压抑的、淫秽的秘密继续存在。这种“无中生有”（ex nihilo）的法外行动必然处于秩序之外，因此其运作是极其缺乏保障的。

绝对者的这种双面神特性，可以通过齐泽克反复使用的拉康的主人能指（𝑆₁）形象来很好地说明（见第84章）。一方面，主人能指代表大他者，它保障了能指（𝑆₂，‘知识’）的意义秩序：这种主人能指的一个经典例子是‘上帝’，但根据意识形态的不同，也可以是‘自由’、‘西方’或‘无产阶级’。另一方面，主人能指的设立是一种纯粹形式的、内容被掏空的同义反复姿态（参见 Žižek 1989, 109）：为什么上帝是上帝？答案只能是：因为他是上帝。在这种否定性自我指涉的同义反复形式中，主人能指同时也是事件，或者说它的设立是拉康意义上的一个行动（见第72章）。

齐泽克将同样的同义反复结构归因于神学：信仰上帝有充分的理由，但这些理由只有对那些已经相信上帝的人来说才是可以理解的（参见 Žižek 1989, 35）。因为对于神学的象征秩序来说，上帝不是站在论证链的终点，而是起点。然而，对齐泽克来说，这种结构并非神学所独有——相反，正是在这种同义反复的结构中，任何秩序都是“神学的”，因此也是极其脆弱的。这在齐泽克的论点中得到了很好的表达：上帝的失败仍然是“上帝的失败”（Žižek 2012b, 158）。因此，绝对者和上帝的概念是不可放弃的，因为只有这些概念才能标示出在“上帝之死”中预示的（本体论的、道德的、心理的）否定性的范围。因此，在齐泽克那里，上帝概念不仅代表建立秩序的大他者实体，更代表秩序的根本性失序——而这种同时性在基督教中汇聚在一起：作为大他者的父亲在儿子的无能中死去，从而以圣灵的形式实现了一个激进的全新开端（见第75章）。

自从他关于谢林的著作《永远无法消除的剩余》（Žižek 1996）以来，特别是在他后来的著作中（Žižek 2014, Žižek 2016），齐泽克不仅在其行动理论的框架内探讨了上帝概念的政治神学（“救赎论”）功能，而且还着眼于重建辩证唯物主义，探讨了其本体论（“创世神学”）维度。在此背景下，他有时会提出宇宙起源的推测，并提及无中生有（creatio ex nihilo）的思想（参见 Žižek 2016, 316）。

对于如何从无中生有这个同样与革命行动理论相关的问题，齐泽克的回答是将“无”动态化。本体论的零度水平不是一个平静的平衡，而是“少于无”，或者说与自身不具有同一性。存在作为“无”的这种自我错失的副产品而产生。因此，绝对者的这种动态属性也使齐泽克的思想有别于佛教的观念（参见 Žižek 2003, 22–26; Žižek 2014, 180–191）。即使在存在与无对立的最基础层面上，绝对者也错失了自身——而绝对者自我错失的这一思想在基督教的上帝概念中得到了精准的体现。正是在这个精确的意义上，齐泽克可以跟随黑格尔将基督教称为“绝对宗教”（Žižek 2014, 140）。

注释


[1]: 德国海德堡新教研究共同体研究所 (FES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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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主人能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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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Coraly von Welser 译自英文。

“主人能指”（Herrensignifikant）一词源于拉康理论，在该语境中，它指的是具有重大意义的能指，即语言符号。例如，受分析者在自由联想过程中会求助于这些能指，因为它们对当事人的心理而言承载着特殊的意义。然而，齐泽克主要在政治分析的语境中使用该词，用来指代那些旨在让主体在政治意识形态中产生认同的关键词。他列举了“人民”、“民族共同体”、“领袖”、“党”、“革命”、“市场”等作为例子。值得注意的是，齐泽克对主人能指运作方式的理解不仅基于拉康，还借鉴了埃内斯托·拉克劳（Ernesto Laclau，见第62章）和尚塔尔·墨菲（Chantal Mouffe）的话语理论、索尔·克里普克（Saul Kripke）的语言哲学，以及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关于主体意识形态质询的理论（见第71章）。

正如拉康根据其代数公式语言（他特立独行地称之为“玛特姆”[Mathem]）所阐述的那样，主人能指被赋予了“S1”的值。它们的功能是为主体稳定意义或“缝合”意义（就像沙发扣“缝合”垫子一样）——这是在某些后结构主义理论所主张的能指可能无限滑动的背景下进行的。主人能指的运作方式是，将所有不充分决定的或自由漂浮的能指追溯性地绑定到所谓的“大他者”（见第70章）的共同语言代码上，例如，当一个人开始说一句话时，其意义只有在句子结束时——“啊，原来你想说这个！”——才被固定下来。在此过程中，主体认同大他者（父母、老师、兄弟姐妹……）在其心理传记发展过程中赋予他/她的关键词。这些关键词必然将他或她定位在象征秩序中，例如“好儿子”、“勤奋的工人”或“失败者”、“难相处的人”等等。这种认同化解了主体向他者提出 Che vuoi? 这一问题时所潜藏的焦虑：你想要什么，我在你的欲望中扮演什么角色？

同样地，齐泽克在阿尔都塞关于意识形态质询的论述基础上（参见 Žižek 1989, 113–115）指出，一旦个体认同了某种政治意识形态的主人能指，他们就被“设立”为该意识形态的主体。在对世界如何运转感到不确定的背景下，他们现在明白了“市场”总是能提供最优结果；或者历史的意义在于“种族斗争”、“向平等的进步”或“阶级斗争”。此外，他们能够根据这些主人能指来定位自己及其社会功能，例如作为好德国人、澳大利亚人、工人、白人，或任何意识形态所规定的身份。

在齐泽克1989年出版的著作《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中，可以找到对主人能指的逻辑及其在政治意识形态中功能的堪称“经典”的阐释。齐泽克在该书中问道：What creates and sustains the identity of a given ideological field beyond all possible variations of its positive content?（是什么在特定意识形态领域的实证内容发生所有可能变化之外，创造并维持了该领域的认同？），并对此作出了如下回答：

„[Laclau and Mouffe’s]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delineates what is probably the definitive answer […]: the multitude of ,floating signifiers, of proto-ideological elements, is structured into a unified field through the intervention of a certain nodal point (the Lacanian point de capiton) which ,quilts them, stops their sliding, and fixes their meaning. (Žižek 1989, 87)

例如，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中，“共产主义”这一概念的运作方式是，它“固定”了一系列对现代政治话语具有相关性的其他概念的意义，否则这些概念将保持“漂浮”和不确定状态。简而言之，一旦主体认同了“共产主义”这一主人能指，这就会对其认知产生影响：

„[D]emocracy ([becomes] so-called, real democracy’ as opposed to, bourgeois formal democracy’ as a legal form of exploitation; feminism ([becomes] the exploitation of women as resulting from the class-conditioned division of labour); to ecologism (the destruc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as a logical consequence of profit-oriented capitalist production); to the peace movement (the principal danger to peace is adventitious imperialism), and so on.“ (Žižek 1989, 87–88)

对于认同主人能指的主体来说，这些能指似乎承载着非同寻常的特殊意义，触及了他们自身最真实认同的核心。这就是齐泽克所称的“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因此，主人能指也与拉康所说的“菲勒斯”（Phallus，男性生殖力的传统象征）联系在一起。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处于象征权威地位的人就成为了这样的能指。他们佩戴着这种权威的“菲勒斯能指”，或者由大他者赋予他们这些能指。这涵盖了从制服和其他特殊的职业典型服装，一直到俗话说的“一个人名字后面的字母”，这些字母表明了他们获得认可的资质（如MA、PhD等）。

齐泽克接受了拉康的这一理论。然而，对他来说，主人能指此外还是“signifiers of the lack of the signifier”（能指之缺乏的能指）（Žižek 1991, 22），这一主张将我们引向齐泽克著作中语言学理论的一些更为复杂的领域。早在《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中，齐泽克就遵循拉克劳的“空洞能指”概念解释道，虽然必须有一个缝合点，任何成功的意识形态都在此“触及实在界”（即从内部看起来似乎描述了事物独立于人类行为的真实状态），但除此之外，总是存在着一道鸿沟，“an irreducible gap between the Real and the modes of its symbolization. [] The Real itself contains no necessary mode of its symbolization”（实在界与其符号化模式之间不可化约的鸿沟。[] 实在界本身不包含任何必然的符号化模式）（Žižek 1989, 97）。因此，主人能指（如“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归根结底是空洞的。即使它们似乎命名了某种对认同它们的人来说极其真实的东西，情况依然如此。它们具有更高意义的意识形态表象，实际上依赖于主体对它们持续的、共同的认同。

在结构主义语言学中，任何一个能指（S1）的“对立面”首先并不是第二个概念（S2），而是该能指自身结构性铭刻的空缺位置。我们以为能够通过用任意数量的其他能指来描述一个概念（S1），从而确定它的含义：“猫（S1）很小，有红色的毛，长毛，昏昏欲睡（S2）……”正如齐泽克所观察到的，这里的逻辑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货币起源时所描述的“一般价值形式”是相同的。在货币普及之前，人们在物物交换经济中试图通过其他物品（鸡蛋、鸡、木柴等）来衡量特定物品（例如市场上的一头牛）的价值。相比之下，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只有当它（通过公认的能指）不被呈现为一种可交换的商品，而是作为一种用于对所有其他商品进行比较估价并与之交换的商品时，才会出现。当然，从历史上看，硬币是由金、银或铜（即具有较长使用寿命并因此具有“使用价值”的金属）制成的。但货币不一定非要体现在具有使用价值的物品中。在当今的许多国家，情况已不再如此。一张纸或电脑里的一组数据就足够了，简而言之：任何集体达成共识的东西都可以。

同样地，除了我们用来描述这种通常很友好的哺乳动物物种的所有能指之外，“猫”本身没有任何意义。“猫”在象征界中仅仅是这些能指被分配到的“位置”，在这个意义上，这个位置是“空洞的”。齐泽克通过同义反复阐释了能指（S1）仅在其他能指（S2）中并通过其他能指来代表事物的这种空洞性悖论。当一个人引入一个主词，例如“上帝”，然后提供同一个能指作为其描述性谓词，如“上帝是……上帝”时，我们对意义的期望就落空了。如果一个名字或概念被作为其自身的解释提供出来，我们只能了解到一种“negative relationship towards all predicates that define one’s [= the grammatical subject’s] – what? – identity”（对其[=语法主词的]——什么？——身份进行定义的所有谓词的否定关系）（Žižek 1991, 37）。其悖论在于，正是这个与相关客体的谓词仅具有“否定”关系的概念，同时也是它的名字，客体正是通过这个名字才首先被认识的。

关键在于，根据齐泽克的观点，我们为了指代事物而分配了空洞的、基于约定的能指（S1），并期望这个名字能在实在界中以明确的方式捕捉到某种东西。在主人能指的情况下，我们假设意识形态的关键概念命名了实在界的本质实体或动力：例如在“阶级斗争”这一主人能指中历史的实在界。然而，齐泽克断言，不可能存在一种先于其在意识形态或语言系统中的意义、并要求以特定方式被意指的预先存在的实在界。

在一个意识形态系统内，没有人能真正知道该政权主人能指的指涉物，因为不存在单一的可识别能指或这种类型的“超级意义”。相反，当每个人认同该意识形态时，都会发生转移性假设，认为这个共同体中的其他人——也许甚至是所有其他人——一定确切地知道“国家”、“澳大利亚人的身份”、“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等意味着什么。正如齐泽克所表达的那样，每个主体都通过大他者的中介进行信仰，并假设其他人知道“我们的”主人能指的含义。当然，这里的悖论在于，其他每个人也都是这么想的，而且在更深层次上，“皇帝根本没有穿衣服”。不存在“他者之他者”，不存在前意识形态的基础，也不存在“唯独我们”才能接触到的神圣价值的源泉。

因此，主人能指（S1）是意识形态及其质询主体功能的核心。另一方面，如前所述，这些能指中的每一个在决定性意义上都是空洞的。一种意识形态的主人能指并不指代某种能够奠定或神圣化“人民的本质”、“所有历史的真理”等的前意识形态的实在界。它们是没有所指的能指，但对它们的唤起却使得为被质询的主体稳定意义成为可能。随着政治意志的贯彻，这些能指成为群体成员共享的、决定性认同的共同焦点。主体在体验它们时，用它们来标示其存在的最本质、最真实的维度，以及使他们共同生活变得独特而有意义的东西——无论这种生活是多么的脆弱。

注释


[1]: 澳大利亚天主教大学，墨尔本，澳大利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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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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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意识形态概念在齐泽克的思想中占据了核心地位，并结合了来自黑格尔、马克思、弗洛伊德、拉康、阿尔都塞、彼得·斯洛特迪克（Peter Sloterdijk）和罗伯特·普法勒（Robert Pfaller）等人的非正统影响，这里仅举几例。其早期著作中的一篇核心文本尤为突出：《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1989年）。在那里，齐泽克完成了一次转向，脱离了所谓的“症候式”（symptomal）意识形态批判。在这种批判中，意识形态仍然“代表着一种误认其自身前提的意识”，并相应地假设意识形态的幻觉隐藏在“知识”的层面上（Žižek 1991, 117; 参见 1989, 26–27）。根据这种理解（正如批判马克思主义所发展的那样），意识形态是“一种社会必然的虚假意识，一种误认，它应被理解为异化的、阶级特定的等社会关系再生产的必要条件和必然结果”（Žižek 1991, 117）。

尽管齐泽克并不认为这种意识形态模型已经过时，但他认为意识形态批判必须超越这一点，深入到意识形态本身的“幻象维度”（phantasmatische Dimension）（Žižek 1991, 117）。因此，如前所述，意识形态不仅仅是知识的专属问题，或意识精神状态层面上的现象，而是涉及晚期或后现代性整体的现实建构，即现实与拉康所说的“实在界”（das Reale，见第93章）层面上作为其基础的东西之间深不可测的分裂。决定性的理论创新体现在“意识形态幻象”（ideologisches Phantasma）这一表达中（Žižek 2008, 269; 1991, 116; 1989, 27）。根据拉康所谓的三个界（想象界、象征界、实在界），它并不简单地属于想象界（在与实在界和象征界缝合的差异中），而是涉及对自身现实建构之脆弱性的一种未被承认的知识的否认。因此，“幻象对于一种意识形态来说，构成了一种手段[]，从一开始就将其自身的失败包含在内”（Žižek 2008, 269）。齐泽克在这里的经典例子是现代反犹主义，它在“犹太人”或“犹太世界阴谋”的意识形态幻象中，投射性地指向了社会否定性的抽象维度，同时又对其加以否认。因此，作为典型的意识形态，反犹主义阐明了意识形态批判的任务：

“在给定的意识形态建筑中发现代表其自身不可能性的元素。社会之所以被阻碍获得其完整的认同，并不是因为犹太人，而是被其自身的对抗本性、被其自身内在的阻碍所阻碍，并且它将这种内在的否定性‘投射’到‘犹太人’的形象上。换言之：被排除在象征界（社团主义的社会-象征秩序框架）之外的东西，在实在界中作为‘犹太人’的偏执狂建构回归了。”（Žižek 2008, 270; 参见 1989, 49）

因此，意识形态的幻象维度并不简单地否定社会否定性（阶级对抗、压迫关系、异化等）的经验，而是将关于这种经验在其抽象的不可理解性中未被承认的知识，投射到一个伪具体的、可以说是“可理解的”形象上。因此，在意识形态知识的层面上，反犹主义者并不需要真正相信“犹太人”这一偏执狂建构的想象特征。只要他的现实建构以这种方式产生效果就足够了。内在的对抗以社会否定性的形式出现，表现为对社团主义国家或民族机体的外部干扰。因此，为了一个不受社会否定性症状影响的所谓“中立”立场而否认建构性的对抗，是意识形态（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法西斯主义）的基本操作之一。

齐泽克在他的另一个范例性意识形态例子中，引用了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1967）及其关于北美原住民村庄中两个居民群体的案例。居民属于两个不同的子群体，因此对他们村庄的基本社会结构有不同的看法。两个子群体都将村庄画成一个圆；地位较高的群体将村庄平面图画成两个同心圆，而地位较低的群体则用一条线将圆分成两半（参见 Lévi-Strauss 1967, 148–180）。但哪种对村庄的再现是“正确的”呢？根据齐泽克的说法，两者都不正确。不同的村庄平面图实际上对应于子群体在共同体政治空间中的不同位置。因此，它们表达了一种客体化的社会对抗。

对这种“真实的”对抗及其不相容的再现，经典的意识形态回应将是通过多视角主义的文化相对主义使其消失，或者引入一个所谓中立的元观察立场，从这个立场出发，可以对这种对抗的不相容视角进行计算和纠正（参见 Žižek 2000, 112–113）。然而，村庄的例子表明，意识形态的问题并不局限于想象界，而是同样涉及象征秩序的运作。

齐泽克从经典的症候式意识形态理解向幻象式意识形态理解的过渡，伴随着对将意识形态等同于幻觉的批判（参见 Žižek 1994, 7）。在这方面，他最初仍然接近后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正如在阿尔都塞之后的拉克劳（Laclau）和墨菲（Mouffe）那里所看到的那样。

“与话语/非话语二分法决裂的最重要后果，是放弃了思想与现实的对立，并随之极大地扩展了可用于解释社会现象的范畴领域。同义、转喻和隐喻并不是为社会关系原始的、建构性的字面意义添加第二层含义的思想形式；相反，它们本身就是建构社会事物的原始地带的一部分。”（Laclau und Mouffe 1991, 161）

然而，与拉克劳和墨菲不同，对思想与现实二分法的悬置，对齐泽克来说反而加剧了意识形态的问题。与一种后现代的陈词滥调相反——该观点认为现象背后的“坚硬”现实已经消散在话语、虚构或拟像的内在世界中，因此意识形态批判的工作已经结束——齐泽克坚持意识形态立场与意识形态批判立场之间的批判性距离。对齐泽克而言，试图克服经典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的主客体范式，恰恰并不等同于放弃意识形态批判的立场本身：

“Ideology is not all; it is possible to assume a place that enables us to maintain a distance from it, but this place from which one can denounce ideology must remain empty, it cannot be occupied by any positively determined reality – the moment we yield to this temptation, we are back in ideology.”（Žižek 1994, 17）

意识形态批判虽然不能采取一种实证的批判立场，但它拒绝在象征界和想象界的后现代黑夜中只看到灰色的意识形态。齐泽克沿着借自黑格尔的“自在的意识形态”（Ideologie an sich）、“自为的意识形态”（Ideologie für sich）和“自在自为的意识形态”（Ideologie an und für sich）的三元组，进一步精确了意识形态的症候层面和幻象层面的区分（参见 Žižek 1994, 9–10）。从马克思到晚期批判理论和哈贝马斯的意识形态批判马克思主义，在其症候维度上将“自在的意识形态”主题化，并以启蒙的姿态瞄准意识形态文本或知识的不一致性。

相反，阿尔都塞则与处于“自为”阶段的意识形态理解联系在一起：视角转向了作为实践、外化意识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意识形态的物质性（参见 Althusser 1977）。这种意识形态外化的原初现象是帕斯卡在《思想录》（Pensées）中关于上帝的赌注（1997, § 233），阿尔都塞也引用了这一点。不是信仰创造了实践，而是一种实践创造了一种信仰，这种信仰追溯性地证明自己正是这种实践的源泉（参见 Žižek 1994, 12–23）。

对齐泽克来说，现在的关键在于第三种类型，即将“自在自为的意识形态”理解为“自在的意识形态”和“自为的意识形态”的综合。在这里，意识形态意识已经迁移到了事物本身之中。马克思在商品拜物教理论中首先发现了这一维度，根据该理论，社会的商品事物代替其所有者将一种意识形态的“信仰”付诸实施。可以说，商品事物代替了它们那些自以为被启蒙的所有者去“信仰”，而这些所有者自己在操作商品时又必须去信仰——尽管他们并不知道这一点（参见 Žižek 1989, 34）。因此，齐泽克从《资本论》中提取了他意识形态定义的基石公式：“他们不知道，但他们正在做”（Marx und Engels 1962, 88），马克思在写下这句话时借鉴了《路加福音》（路 23:34）。意识形态是实践的，并且只有这种实践才能产生一种建构性的二阶无知，从而产生意识形态的效果。

面对后现代的犬儒主义者形象，这第三个意识形态维度变得尤为重要，齐泽克从彼得·斯洛特迪克的相关研究中借用了这一形象。在斯洛特迪克的《犬儒理性批判》中，探讨了一种“启蒙的虚假意识”（1983, 37）的类型，在这种类型面前，症候式的意识形态批判会落空。因为后现代的犬儒主义者已经知道了拜物教特征的秘密，即金钱的属性并非天生就有，而仅仅是纯粹社会关系的表达和结晶（参见 Žižek 1989, 25–27; 1994, 8）。因此，揭穿和揭开面纱的隐喻对犬儒主义者已经不再起作用。

然而，齐泽克指出，犬儒意识尽管如此，其行为方式却依然表现得好像它对商品的拜物教特征一无所知一样。“一个资产阶级主体非常清楚，金钱并没有什么魔力，金钱仅仅是一个代表一定数量社会关系的客体，但在日常生活中，这个主体的行为却好像他或她相信金钱具有某种魔力一样”（Žižek 2002b, 143）。对资本主义幻觉的启蒙与同时存在的“尽管如此依然去做”（Trotzdem-Tun），因此体现为一种二阶的“仿佛”（Als-ob）信仰。对此的解释在于一种从事物（商品）到主体（商品所有者）的信仰或意识形态转移。

在作为商品形式社会关系的资本主义中，人们不再需要相信幻觉、迷信或神秘事物，因为信仰已经通过事物（商品、金钱）被中介和外化了。齐泽克在其他地方（参见 Žižek 1997, 144–145, 148; 2002a, XXXI）将这种委托的信仰与罗伯特·普法勒的“委托的享受”理论结合起来，普法勒用“交互被动性”（Interpassivität）这一新词来概括这一理论（参见 Pfaller 2002）。因此，后现代人对所谓已经失效的“宏大叙事”和意识形态召唤（国家、民族、教会、政党等）的真理内容所保持的犬儒式距离，其本身就包含着一种意识形态维度，因为一种未被承认的信仰也可以作为二阶信仰，通过实践以交互被动和无意识的方式被付诸实施。因为正如齐泽克对马克思的转述，人们“不知道他们所相信的是什么”（参见 Žižek 2002, 106）。

注释


[1]: 贝鲁特东方研究所，黎巴嫩贝鲁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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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Jouissance

Joseph Carew[1]

Email: joseph.carew@ufv.ca

由 Jasper von Lepel 从英文译为德文。

jouissance（常被齐泽克等人译为“Genießen”[享乐]）这一概念，是拉康元心理学和临床实践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它指的是主体性的一个维度，尽管从我们想象界的自我意象和象征界宇宙的立场来看，它难以捉摸且令人不安，但它无处不在，是我们欲望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

在法语中，jouissance 最初是一个日常使用的、毫无争议的词汇。它在许多方面意味着“享受”，无论是关于美食、艺术品还是性行为。然而，在拉康手中，jouissance 成为了一个精神分析的专业术语。简而言之，它不再等同于日常的理解。根据拉康的名言“jouissance [] 就是痛苦”（参见 Lacan 1992, 184），jouissance 更多地涉及人类在承受痛苦时感受到某种形式的快乐的异常能力。为了保留这种独特且反直觉的含义（这种含义可能会在“享受”或“感受快乐”等词中流失），各个流派的拉康主义者通常不对 jouissance 进行翻译。

尽管 jouissance 是折磨人的，有时甚至是创伤性的，但它依附于主体并驱使着主体；即使主体没有意识到它的存在，并因其导致的行为而受苦。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许多人尽管有意识地希望和努力，却注定要重复令人震惊和难以忍受的行为。他们在无意识中享受这些行为。用专业术语来说，jouissance 因此标志着一种对痛苦的淫秽快感，主体从其症状（见第97章）中提取这种快感。弗洛伊德将这种现象称为“疾病的初级获益”（Freud 1955a, 202 脚注1）。这促使他在《超越唯乐原则》中假设了死本能（见第98章）的存在（参见 Freud 1955b）。

我们可以在各种心理现象中遇到 jouissance。例如，想想强迫重复，或者不由自主且反复地渴望沉溺于不道德或危险行为的冲动。这些行为不仅可能违背自身的倾向，还会带来可预见的负面后果。然而，人们却无法抗拒这些行为。但最重要的是，我们在对满足感的极端追求中观察到了 jouissance。它在所有充满 jouissance 的行为背后的狂野驱力生活中显露出来。这涉及到在精神分析中也被解释为“部分客体”的驱力。简而言之，它们代表了身体的某些部分，这些部分似乎独立于人类整体有机体的运作而存在，并且似乎是自私的，因此对后者产生破坏性的反作用。驱力通过无休止的重复，过度地为自己获取满足，没有生物学或社会文化的目标，也完全不顾及在此过程中对个体身体和福祉造成的损害。一个例子是口欲驱力，它以贪婪吞噬食物的形式，可能导致抑郁、异化甚至死亡。

为了理解齐泽克对 jouissance 的诠释，我们必须追溯其在拉康精神分析中的发展。拉康特别是在其职业生涯中期的20世纪50年代强调，一个人只有在放弃“驱力的实在界”（见第73章），即放弃不受约束和被禁止的 jouissance，转而接受作为一系列禁令的象征界时，才能融入象征秩序。在此过程中，象征界对个体施加了特定的限制。在这个过程中，驱力的实在界被象征代码同化并重新连接，jouissance 在很大程度上被压抑了。用拉康的话来说：“能指[]是死亡的物质化效力”（参见 Lacan 2006, 16）。任何抵抗象征化的 jouissance 形式，都会通过引发各种令人不安的症状来侵袭主体的意识和语言现实，使这种现实变得不一致。因此，精神分析治疗的任务在于将这些 jouissance 的残余重新整合到象征化中。借此，旨在中和 jouissance 令人不安的影响，并通过在症状根源所在的实在界领域进行精神分析干预来消除症状。

然而，在20世纪60年代（及以后）的拉康那里，发生了一些根本性的变化。他现在认为，一定数量的 jouissance 始终抵抗象征化的中和特性。在此过程中，它构成了一个连精神分析本身也无法征服的基础（参见 Lacan 2016, 30）。因此，精神分析治疗的真正目标不能是通过在实在界领域的干预来消除症状；它只能是帮助主体尽可能地认同其症状以及作为其基础的、不屈不挠的 jouissance 模式。在这里，实在界相对于象征界的新的首要地位在拉康的学说和著作中确立起来。

齐泽克将后期拉康对 jouissance 的重新评估视为其最重要的元心理学和临床突破。事实上，齐泽克过去三十年的大部分工作都包含了对这一概念的系统化和扩展。这一点从《享受你的症状！》（Enjoy Your Symptom!，1992）和《剩余享乐》（Surplus Enjoyment，2022）等专著的标题中就可见一斑。齐泽克试图纠正他认为错误的、对拉康的普遍解读。根据这种解读，拉康是一个关于建构性丧失或匮乏的思想家。一旦 jouissance 从象征界的角度变得不可企及并因此成为不可能，主体就会陷入一种基本的幻想。根据这种幻想，总是存在着一种据称曾经满足过的 jouissance 的残余——体现在拉康的客体小a（见第89章）等概念中——它在特定的客体中显现，并驱使主体去欲望它们。占有这些客体使得主体在其欲望的充盈中得以重构似乎触手可及。然而，没有任何客体真正是“那个东西”（it），即主体完成自身所需要的那一块。因此，主体不断地追逐失去的 jouissance，从而——在它的萦绕下——永远无法重新获得那个总是已经失去的物。

齐泽克认为，这幅图景并不完整。因为即使主体对自己的 jouissance 几乎一无所知，它实际上在反复未能获得它的失败中，重新获得了所渴望的 jouissance。一旦 jouissance 通过象征性阉割从身体上被字面意义地“切断”，并被阻止通过正常的、未经过滤的封闭驱力回路运行，它可能会枯萎，但总有一小部分或残余在它的死亡中存活下来。这个残余持续存在，并将在象征界中作为未被承认的基础继续存在：“作为驱力的实在界是[]欲望的动因、‘驱动力’”（Žižek 2007, 97）。因此，对齐泽克来说，jouissance 是精神分析所承认的唯一实体。作为主体真正的生命实体，它既是人类行为的“原始生成元素”（Žižek 2005, 2），也是人类存在的非历史核心（参见 Žižek 2007, 218）。

尽管齐泽克的哲学很大程度上受惠于后期拉康对 jouissance 的思考，但如果认为他仅仅是系统化或扩展了这一概念，那就错了。齐泽克超越其导师最终的 jouissance 模型的一种方式，体现在他解决了拉康元心理学中一个根深蒂固的问题。齐泽克将 jouissance 置于他新的辩证唯物主义及其受黑格尔启发的因果关系模型之中。在从驱力主体（S）向引入象征界的过渡中，处于原始状态的 jouissance 永久性地丧失了。因此，主体被建构性地“划杠”，即从自身分裂出来（$）。在拉康那里，尚不清楚纯粹的 jouissance 状态是否曾经真正存在过，还是仅仅作为一种假设，抑或是纯粹的幻想。齐泽克承认，在法则（象征界）的抑制和压抑之外，jouissance 并不存在（参见 Žižek 2012, 308）。正如动物从狩猎中获得满足本身并不淫秽一样，驱力的实在界本身也没有任何淫秽之处。因此，在这样一种叙事中包含着幻想的成分：追求不受阻碍的、被禁忌的 jouissance 的驱力实在界，因果性地导致了驯服它的象征界。这种幻想的成分掩盖了难以承受的形而上学认知，即从实在界到象征界的过渡中没有任何线性的或必然的东西（参见 Žižek 2012, 273）。由于象征界是无中生有且偶然产生的，我们本可能都陷入另一种（动物性的）生活中，从现在的角度来看，我们会觉得这种生活令人作呕。

但是，齐泽克认为，这个叙事中包含着真理的成分。一旦象征界登场，它矛盾地将驱力的实在界变成了自己的基础。因此，我们可以将驱力的实在界谈论为一种在象征界之前并处于其起源处的、前象征的 jouissance，但必须附带一个限制条件，即实在界本身只是在事后才存在的。换言之，这种叙事展示了齐泽克归因于黑格尔辩证法的追溯性因果关系（参见 Žižek 2014, 21–34）。象征界将驱力的实在界设定为其前提，从而创造了它自己的过去和必然性，其方式是赋予驱力的实在界以 jouissance 的意义，而象征界反过来又必须驯服这种 jouissance。通过这种方式，驱力的实在界才在虚拟性（而非潜能性）的层面上，成为它在象征界之后总是已经成为的东西（参见 Žižek 2012, 229–231）。

在另外两个方面，齐泽克超越了拉康，他指出了 jouissance 与一系列政治现象的密切关系，以及其在解放政治中的潜力。当齐泽克谈到意识形态在主体基本幻想方面的操纵机制时，这种关系最为明显。在这里，意识形态建立了一个具有力比多吸引力但却虚妄的框架，根据这个框架，一个他者（例如犹太人或宗教原教旨主义者）夺走了主体的 jouissance。在这种情况下，似乎是他者阻止了主体的社会文化世界成为一个和谐的地方，在这个地方，每个人都能得到他应得的、他所渴望的那份享乐。在这种情况下，意识形态使主体免于面对“大他者”（见第70章）本身内部的社会矛盾，并作为回报，允许主体维持想象界和象征界连贯性的表象。这种关系也反映在（象征界的）法则由作为其未被承认的基础的 jouissance 所滋养。例如，当一个信徒想要退出邪教团体时，我们就会发现这一点。在这种情况下，高级成员可能会违背团体的明文规定，在成员背后行事，并津津有味地允许其他人虐待潜在的叛教者，直到他或她留下来。在这个意义上，齐泽克认为，享乐（jouissance）是一个政治因素。

但如前所述：即使独立于大他者所需要的 jouissance，也存在一定程度的 jouissance，是象征界既无法遏制也无法暗中耗尽的。在这方面，症状不一定是精神病理学的。它们指向了我们意识和语言现实中的不一致性。这些不一致性是象征界无法将我们沦为纯粹傀儡的地方，因此它们实际上作为活生生身体中的抵抗场所发挥作用。因此，齐泽克主张我们应该享受我们的症状，即使它在自我层面上是令人震惊或创伤性的。这不仅是因为它逃避了精神分析，还因为它威胁到了大他者。在这里，jouissance 作为主体在象征界之外、在实在界中顽固且不屈的锚点。Jouissance 成为一种新的象征化体制的可能冲动和立足点。

注释


[1]: 菲沙河谷大学，阿伯茨福德，加拿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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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具体普遍性

Marc De Kesel[1]

在齐泽克（Žižek）所接受的众多黑格尔概念中，具体普遍性（konkrete Allgemeinheit）这一概念占据着重要地位。齐泽克在《敏感的主体》（The Ticklish Subject）第二章的同名小节中（Žižek 1999, 98–106），参照黑格尔对这一概念进行了详细解释。黑格尔在谈论“精神”（Geist）时将其理解为普遍的，因为精神可以被解释为一种包罗现实基本结构的宏大存在。然而，由于精神具有自我意识，它必须面对与自身不同的事物，以便在这个他者中认识到真实的自我，从而能够与自身相对峙。这就是辩证法的核心所在。只有在作为其否定的具体事物中，更准确地说：在其规定性否定（determinierte Negation）中，普遍的精神才能真正成为它自己——或者说，真正意识到它自己，这归根结底是同一回事（参见 Sparby 2014）。

从精神获得自我意识的辩证过程来看（仅以此个案为例），索福克勒斯同名悲剧中的安提戈涅（Antigone）形象，在政治领域中便代表了这样一个具体普遍性的契机（见第41章）。与她对立的是由底比斯国王克瑞翁（Kreon）所代表的、要求普遍性的底比斯法律。该法律通过排除所有否认和威胁这种自由的人，来保护普遍性的自由。安提戈涅的兄弟波吕尼刻斯（Polyneikes）便属于此类。他针对底比斯的战争否定了法律的普遍性，正因如此，当安提戈涅在兄弟战死沙场后为其举行葬礼仪式时，她有意识地站在了克瑞翁法律的对立面。然而，在悲剧的结尾，对于克瑞翁的普遍法律而言，它所捍卫的正义与自由，恰恰隐藏在安提戈涅对该法律之否定的那个起初不可见的核心之中。因此，为了认识法律普遍性的本质究竟是什么，这种普遍性需要在某种激进的对立面中被具体化，而这种对立面在随后的时刻将被揭示为具体的普遍性。在对自身的否定中，普遍性“真正”遇见了它自己（见第96章）。

齐泽克强调了在这一辩证过程中起作用的否定性的抵抗性激进特征：真正普遍具体的东西，首先是否定。齐泽克的（黑格尔式）例子之一是法国大革命期间的恐怖统治。为了变得具体，精神——在这种情况下以自由的形态——必须做出“错误的选择”（参见 Žižek 1999, 93, 121）。它必须选择那真正导致其自身被否定的东西。普遍的自由并不是在所有公民享有自由的抽象意涵中具体化的，而是在以自由之名否定每个人自由的死胡同中具体化的。“Since the subject-citizen of a modern state can no longer accept his immersion in some particular social role that confers on him a determinate place within the organic social Whole, the only way to the rational totality of the modern state leads through the horror of revolutionary Terror: one should ruthlessly tear up the constraints of premodern organic „concrete universality“, and fully assert the infinite right of subjectivity in its abstract negativity”（Žižek 1999, 93）。普遍性栖息于自身之中，但具体而言，这意味着它栖息于自身的否定之中：不是一劳永逸，而是不断地、在一种永远崭新的、奇异的具体普遍性中。

在与厄内斯托·拉克劳（Ernesto Laclau）和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共同编辑的《偶然性、霸权和普遍性》（Contingency, Hegemony, Universality）一书中，齐泽克从同样的视角分析了民主。民主作为一种由人民自己构成政治权力基础的政体，并不排除霸权这一政治现象以及对霸权的争夺。尽管民主意在团结人民，但它建立在差异之上。将公民联系在一起的、他们真正共享的东西，是他们彼此之间的差异。正如拉克劳所解释的（齐泽克也予以证实），这里的权力同样是霸权性的，并构成了一场永无止境的、激烈的政治斗争的枢纽。民主，即所有人的普遍权力，建立在“multitude of configurations [] form[ing] a kind of Hegelian ,concrete universality‘ – that is to say, […] not dealing simply with different subspecies of the genus of Democracy, but with a series of breaks which affect the very universal notion of Democracy”（Žižek in Butler, Laclau und Žižek 2000, 94）。几页之后，齐泽克再次将“Laclau’s notion of hegemony […] to the Hegelian notion of ,concrete universality‘, in which the specific difference overlaps with the difference constitutive of the genus itself; as in Laclau’s hegemony, in which the antagonistic gap between society and its external limit, non-society (the dissolution of social links), is mapped on to an intra-social structural difference”（Žižek in Butler, Laclau und Žižek 2000, 99）。

齐泽克对黑格尔具体普遍性概念的特定运用，往往类似于法国哲学家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所发展的“无分之分”（Teil der Anteilslosen）概念。正是这个没有份额的部分，才“真正”让人认识到所有部分都归属其中的普遍性。

例如，想想启蒙运动的理念，即所有人都是“平等、自由的兄弟/姐妹”，这一理念被各种捍卫人权的机构和组织所宣传。然而，恰恰是那些最清楚地证明这一理念之真理内涵的人，被剥夺了这些权利：正是那些“无证件者”（Sans Papiers）——没有护照或其他官方文件的人——最清楚地揭示了这份旨在使人权生效的文件的真正含义。被排斥者让人理解了将所有人普遍纳入其中的意义。

在《首先是悲剧，然后是闹剧》（First as Tragedy, Then as Farce）中，齐泽克写道：“All truly emancipatory politics is generated by the short-circuit between the universality of the „public use of reason“ and the universality of the „part of no-part“ – this was already the communist dream of the young Marx: to bring together the universality of philosophy with the universality of the proletariat.” 他补充说，自古希腊以来，“民主”就是“[the] intrusion of the Excluded into the socio-political space”的代名词（Žižek 2009, 99）。因此，具体普遍性也可以被定义为“supernumerary“ universality”。在《为迷失的理由辩护》（In Defence of the Lost Causes）中，齐泽克紧接着写到了“the universality embodied in the element which sticks out of the existing Order, which, while internal to it, has no proper place within it (what Jacques Rancière calls the „part of no-part“)”（Žižek 2008, 285）。

这里需要提及的另一个联系，是与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存在与事件》（LÊtre et lévénement，Badiou 1988）中的核心概念的关联。从数学集合论（巴迪欧的“存在理论”或“本体论”方法）的角度来看，普遍的存在是一个“多之多”（Menge von Mengen）：一个包含所有存在者集合的集合。然而，存在是一个“历史”现象。它“发生”，它“出现”，因此不能被包含在构成它的多之多中。

存在发生、出现、进行。它是一个“事件”（Ereignis）。但是，这个事件应定位在哪里？作为存在的存在（Sein qua Sein）在哪里发生？在那些恰恰不包含在全集，即“所有集合的集合”中的元素里。被排斥的、奇异的存在者指向了作为存在的存在。这些存在者以直接的方式向我们展示了存在的普遍性，或者——对巴迪欧来说归根结底是同一回事——存在的真理（参见 Žižek 1999, 129–135）。

用齐泽克的黑格尔式术语来说：被排斥的个体体现了具体的普遍性。如果真理根据定义是普遍的（这是巴迪欧和齐泽克同样采纳的康德思想），那么真理就可以在被排斥者中找到，在无分之分（朗西埃）中找到，在具体普遍性（黑格尔、齐泽克）中找到。

在某种意义上，黑格尔的具体普遍性概念隐含了对“锚定点”（point de capiton / Stepppunkt, Knotenpunkt）的一种修正，这是一个可追溯到拉康的概念，齐泽克在其早期著作中经常使用（Žižek 1991a, 16–20; 1991b, 69, 88）。正如拉康所解释的，由于在象征界中能指（Signifikanten）处于悬浮状态，其中一些能指在所指（signifié）层面上起到了凝聚和统一的作用。在悬浮的能指链中，锚定点追溯性地固定了其意义（Žižek 1993, 143–144；见第84章）。

因此，意义是锚定点的效应，从而也是一种想象的错觉，即一个能指指示了一系列其他能指的意义（所指）。这种想象的效应掩盖了所有能指（包括作为锚定点运作的那个能指）所赖以建立的空无或匮乏（Mangel）。任何形式的意识形态都建立在它之上。锚定点的概念描述了意识形态掩盖其基础匮乏的方式。在此过程中，它缺乏与真理维度及其普遍性标准的直接联系。为了将锚定点的理念与这一维度联系起来，齐泽克借用了黑格尔的具体普遍性概念，并用巴迪欧的事件概念以及朗西埃的无分之分概念（除了其他参考资料外）来支撑它。

注释


[1]: 荷兰奈梅亨，奈梅亨拉德堡德大学。Marc De Kesel。电子邮件：m.dekesel@titusbrandsmainstituut.nl。由 Coraly von Welser 从英文翻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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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否定性

Reinhard Heil[1]

Email: reinhard.heil@kit.edu

对于一个像齐泽克那样以黑格尔为思想渊源的思想家来说，否定性这一概念必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齐泽克的全部著作都可以被解读为对黑格尔辩证的否定性概念的探讨。因此，下文将首先概述这一概念。随后将阐明齐泽克如何将其有效地应用于对自我与世界关系的分析以及社会批判之中。

黑格尔在其《精神现象学》中写道：

“在意识中，发生于自我与作为其对象的实体之间的不相等，就是它们的差别，即一般的否定物。它可以被视为两者的缺陷，但却是它们的灵魂或推动者；正因如此，一些古人将虚空理解为推动者，因为他们虽然将推动者把握为否定物，但尚未将其把握为自我。——如果这个否定物最初表现为自我与对象的不相等，那么它同样也是实体与自身的不相等。”（Hegel 1984, 39）

作为匮乏的否定性使得主体和实体都不可能被完全客体化。同时，主体无非就是这种不相等。尽管主体试图获得一种封闭的认同（同一性），但其自身的本性恰恰阻止了这一点。一切直接的（抽象的）存在者，一旦遭遇“知性的力量和劳作，这最令人惊叹和最伟大的，或者毋宁说是绝对的权力”（Hegel 1984, 36），就会分崩离析。这种否定物的权力“就是思维的能量，即纯粹自我的能量”（Hegel 1984, 36）。

然而，可以说知性并不理解自身，它不断试图深入到“物自体”、深入到事物本身，却没有意识到这种存在根本不存在。只有当知性领悟到在其自身之外别无他物时，才会发生向理性的过渡，理性标志着“将思维的任何内容还原为知性之内在性的那个点”（Žižek 1992, 20）。“知性范畴‘变得流动’，人们引入了‘辩证运动’，只要人们不再将它们理解为僵化的环节，不再将其理解为超越它们的活生生过程的‘客体化’，也就是说，只要人们将它们运动的驱动力定位在其自身矛盾的内在性之中”（Žižek 1992, 20–21）。

按照齐泽克的观点，在主体化（成为主体）的开端，存在着不受羁绊的否定性：疯狂。他并不把疯狂理解为正常状态的丧失，而是理解为先于正常状态的东西。正常状态是一种防御机制，是对构成所有主体性基础的否定性的围堵和压抑。然而，这种否定性具有建构性，其意义在于，疯狂将人与动物区分开来，可以说将人从自然联系中炸裂出来，从而开启了象征界（见第93章）的空间。黑格尔（见第57章）和拉康（见第61章）都不再像启蒙运动那样将主体理解为理性之光，而是认为“其最内在的核心，即为逻各斯之光开启空间的姿态，是绝对的否定性，是‘世界之夜’，是纯粹疯狂的点”（Žižek 2001, 51；见第48章）。齐泽克跟随弗洛伊德和拉康，也将这个“纯粹疯狂的点”称为死亡驱力（见第98章）。

人类并不像动物那样简单地与自身及其环境和谐相处。他们的生活以或多或少非理性的激情为特征。在这种语境下，必须将驱力与欲望（见第73章）严格区分开来，后者总是固定在一个对象上。相反，驱力“就是这种固定本身”。其中蕴含着“每一种驱力的‘死亡’维度”（Žižek 2006, 61–62）。因此，将驱力理解为对需求的本能满足是错误的。毋宁说，正是它才使得欲望成为可能。

齐泽克将驱力理解为“打破我们所嵌入的整体连续性、在其中引发彻底失衡的‘（冲）动’”（Žižek 2006, 63）。因此，他将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解为处理对人类具有建构意义的否定性的两种富有成效的方式。否定性是认同之可能性与不可能性的条件。任何规定都必然失败，但如果没有这种失败的必然性，就根本不会有任何规定。每一种欲望都注定要失败，但如果没有这种失败的必然性，就不会有具体的欲望。主体本身是毫无内容的纯粹形式。主体本质上是自我指涉的否定性，除了这一规定之外没有任何积极的属性，矛盾的是，恰恰是这一点才使得与特殊内容的认同成为可能，从而形成一种脆弱的、始终受到威胁的认同。

简而言之，主体试图赋予自身和世界意义的所有尝试，都是对抗不受羁绊的否定性的防御机制，是对抗这样一种认知的防御：主体本身就是这种被描述的失败，仅此而已（参见 Žižek 2014）。如果主体直接面对这种否定性，它的世界及其认同就会崩溃。

与自我指涉的否定性和认同形成密切相关的还有另外两个拉康式概念：行动（见第72章）和幻象（见第91章；参见 Heil 2010, 69–81；Žižek 1988）。幻象通过为主体提供一种叙事，使其能够形成一种脆弱的认同，从而填补了否定性所打开的裂缝。同时，这种叙事也解释了为什么这种认同始终处于危险之中。主体并没有完全消融在幻象中，它可以让自己被幻象所决定，同时又与幻象保持距离。幻象的这种双重功能既是意识形态（见第85章）的基础，也是意识形态批判的基础。

主体可以与幻象保持距离，并利用这种距离来危及或支撑现存秩序：它虽然看穿了现存秩序，拒绝与之完全认同，但仍让自己的行动继续受幻象的决定。在后一种情况下，逾越仍然内在于现存事物之中，它恰恰使得意识形态得以顺利运作，或者说它就是意识形态的真实形式（参见 Žižek 2008, 26–27）。一种真正的逾越，即穿越幻象，会使主体直面其自身即是的那种纯粹否定性。在行动的瞬间，现实失去了其幻象的支撑和保障。主体脚下的土地被抽走，它遭遇了实在界（见第93章；参见 Žižek 1993, 51）。这样的行动总是一种创伤性体验，但它并不会导致“（重新）建立某种与任何前象征界生命实体的直接接触”（Žižek 1993, 53），因为这种实体根本不存在，存在的只有否定性与自身的纯粹形式关系。

然而，内在的逾越或否定是一个不可省略的必要步骤。它相当于黑格尔“否定的否定”的第一步（参见 Žižek 2001, 95–103）。内在的（或：简单的）否定必然停留在现存事物的框架内。在最坏的情况下，它甚至会支撑现存事物，因为进行否定的主体认为自己已经达到了目标，而没有意识到否定仍然依赖于它所否定的东西。追求一个没有资本家的世界的工人，并没有意识到他也必须放弃自己作为工人的认同，因此他的位置“已经被他者‘中介’了（如果没有组织生产过程的资本家等，就不会有工人）”（Žižek 2001, 97）。否定本身必须被否定，或者说，发生否定的那个秩序框架必须被瓦解。

停留在现存事物框架内的否定虽然会挑衅统治秩序，但并不会真正威胁到它。例如，仅仅针对资本主义最恶劣弊端的批判，并没有质疑资本主义本身。这种批判既是揭露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必要前提，也是通向新政治经济学道路上的障碍，因为现存秩序内部可以满足这些特殊的诉求。只有当一种特殊诉求作为普遍性（原则上错误的事物）的表达出现时，才有可能成功中止该秩序，并为新事物开启政治空间。

Notes


[1]: 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德国卡尔斯鲁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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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客体小a

Leonard Weiß[1]

“客体小a”（Objekt (klein) a 或 objet petit a）这一概念源自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的理论。齐泽克（Žižek）反复借用这一概念，以解释我们对现实的关联是如何纠缠于意识形态结构之中的。

要理解这种联系，首先必须考虑拉康对主体的解释。对拉康而言，主体首先不是认知的主体，而是欲望的主体。因此，在拉康的理解中，主体从根本上与原始统一性的丧失以及试图恢复这种统一性的努力有关。由此，主体表现出被一种匮乏所标记的特征，但这种匮乏并非偶然的丧失，而是主体性本质本身的一部分。拉康在此语境下也谈到了主体的“分裂”（Spaltung）（Lacan 1978, 89）。在此背景下，拉康式的主体原则上始终是一个无法被实证把握的实体，他用法语的“je”（我，主格）等词来指代它。作为某种可以被实证证明的东西，作为一个“moi”（我，宾格/自我），它不能直接建构自身，而只能通过其欲望所指向的客体这一迂回途径来建构（见第73章）。

这一点在1954/55年的研讨班上，通过拉康作品中反复出现的“L图解”（Schema-L）就已经变得清晰（参见 Lacan 1991, 310; 1973, 52–53）。据此，主体在其最初的分裂形态中始终是对自身隐藏的，它只能通过一个客体，即另一个他者（a），来将自身确认为一个明确的自我：“当然，它并没有在那里[在其原始匮乏的位置]看到自己——情况从来都不是这样——甚至在精神分析结束时也不是。它在a中看到自己，因此它有了一个自我。它可以相信自己就是这个自我”（Lacan 1991, 310）。因此，“主体对其自身分裂的兴趣”被证明是“与决定这种分裂的东西联系在一起的[……]——即一个产生于原始分离的特权客体[……]，在我们的代数中，我们将其称为客体a”（Lacan 1978, 89）。同时，对拉康来说，这样一个客体不仅是对象，而且同时也是“欲望的原因”（Ursache des Begehrens）（Lacan 1978, 177），因为它首先唤起了一种驱力般的追求。

后来，大约在1969/70年的第17期研讨班中，拉康（2023）将他的客体a概念与一种享乐形式联系起来，借用马克思的“剩余价值”概念，他将其称为“剩余享乐”（Mehrgenießen）（Lacan 2023, 19）。对马克思而言（参见 Marx 1972, 164–167），剩余价值是指在资本主义商品流通框架内，以产生更多金钱为目标投入金钱时所产生的价值盈余。因此，购买商品并不是为了实现某种实用功能，而是为了增加最初投入的货币量（见第65章）。

这一过程的结果，即剩余价值，其特征在于：首先，它（超出交换价值之外）几乎无法通过实证属性来界定。其次，它的产生永远不会有最终的完成，因为金钱的增殖没有自然的界限。因此，剩余价值与为了满足自然需要而购买的商品的使用价值有着根本的区别。因为购买有用物品“其尺度和目标在于其自身之外的最终目的，[……]即满足特定的需要”，而在剩余价值的产生中，“这种运动是无止境的”（Marx 1972, 166）。

尽管拉康反对用从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中获得的“术语工具”（Nomenklaturgerätschaft）（Lacan 2023, 197）对客体a进行过于直接的解释，但我们仍可以确定以下相似之处：正如剩余价值不用于满足自然需要一样，在客体a上体验到的剩余享乐也不应与满足某种需要相混淆，例如一块面包给饥饿者带来的满足（参见 Pagel 1989, 92）。另一方面，与马克思剩余价值的相似性表明，客体a无法通过内容上的规定来把握，而只能通过匮乏和欲望的形式结构来把握：“关于这个客体，我们一无所知，只知道它是欲望的原因，也就是说，它在真正意义上表现为一种匮乏。因此，它不是任何被如此规定的存在者”（Lacan 2023, 197）。

对齐泽克来说，有两点很重要：首先，他特别强调，客体a不是满足某种需要的手段（比如用来充饥的面包），而是一种虚构，它本身仅仅产生于欲望特有的匮乏结构。其次，他将拉康关于客体a的心理学概念转移到政治领域，从而使其可用于他的意识形态批判思考。

齐泽克强调，客体a是“剩余享乐的体现”（1989, 51），即一种根本不以满足为导向的享乐的化身。因此，欲望并不指向某种可以满足它的东西，而是指向某种能使其持续存在并不断重新被激发的东西。正是这种对满足的拒绝，构成了这种享乐。由此，齐泽克也将最初附着于主体的匮乏结构在客体上推向了前台。因此，在齐泽克的解释中，客体a本身具有分裂的特征，并因此始终表现为“虚空的客体化”，而不是一个具有可实证界定内容的物体：“我们在实证现实中徒劳地寻找它，因为它没有实证的连贯性”（Žižek 1989, 104; 参见 2001, 255–256; Finkelde 2009, 63）。

这并不意味着客体a没有任何规定性。就像人们完全可以说出黄金的物理属性，却不理解为什么黄金是有价值的一样，正是那些使客体a变得令人渴望的属性，逃避了任何实证的描述。客体a令人渴望之处在于，它赋予了匮乏和丧失现象一种特定的、准对象化的存在感。因此，齐泽克也将其描述为“在某种程度上与其自身的丧失相重合的原始丧失客体”（Žižek 1989, 178）或“作为客体的丧失本身”（Žižek 2009, 62）。

如果说“客体a”这一概念在拉康那里主要具有心理学意义，那么齐泽克则将其政治维度推向了前台。因此，对他来说，客体a是“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其基本功能在于“对意识形态命题的幻象支撑”（Žižek 2009, 41）。齐泽克首先在消费和流行文化的语境中阐明了客体a的这一功能：根据齐泽克的分析，一种集体幻象，例如将美国视为“勤劳诚实的人民和无限地平线的土地”（Žižek 1989, 106），之所以能够确立一种社会或历史现实，仅仅是因为它借助特定的客体（或对它们的指涉）将自身铭刻在欲望的形式结构中。在此过程中，像“万宝路”或“可口可乐”等品牌这样本身没有实质内容的符号，之所以能够支撑这种幻象，正是因为它们使欲望的建构性匮乏变得具体可感（见第77章）。因此，客体绝不是通过客体与观念之间的实质相似性来确立意识形态观念的现实的。相反，它是通过“剩余-X，欲望的客体-原因，那个在可乐中‘超越可乐的不可企及之物’”（Žižek 1989, 106）来支撑它们的。

在此再次清楚地表明，齐泽克在核心上并不将客体a理解为具有物质存在和实证属性的“真实客体”，而是将其理解为“赋予我们对历史现实本身的体验以统一性和同一性的‘纯粹’能指”（Žižek 1989, 108）。在这个意义上，齐泽克还将客体a与电影中所谓的“麦高芬”（MacGuffin）进行比较：这是一个让主角们着迷的物品，但除此之外它仍然是不确定和无意义的，“一个作为欲望的客体-原因起作用的纯粹虚空”（Žižek 1989, 184）。

尽管现代西方消费社会的文化产品不断为齐泽克提供客体a功能的例子，但他在20世纪的极权主义体系中也发现了同样促成意识形态的结构。例如，齐泽克在这里提到了斯大林关于一种“特殊材料”的论述，这种材料被作为其追随者具有优越品格的原因（Žižek 1989, 162）。在齐泽克对（纳粹）反犹主义的分析中，“客体a”这一概念也扮演了核心角色。因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扭曲图景，例如将犹太人视为所有可能的弊端和邪恶根源的反犹主义观念，不能仅仅用偏见来解释（参见 Žižek 1989, 48–49; 106–107）。相反，这种意识形态信念之所以起作用，是因为它暗示“他者”应对欲望客体的缺席或丧失负责：“在‘他者’（犹太人、日本人、非洲人、土耳其人）身上‘困扰’我们的是，他似乎与该客体保持着一种特权关系——他者要么拥有这个客体宝藏，把它从我们这里抢走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没有它），要么他对我们拥有该客体构成了威胁”（Žižek 2001, xc-xci; 参见 2009, 300）。

因此，只有通过与欲望结构的链接，一种意识形态的信念才能产生效力。这里同样重要的是，对齐泽克来说，意识形态绝不仅仅在于纯粹的欺骗：“然而，意识形态的根本层面并不是掩盖事物真实状态的错觉，而是构建我们社会现实本身的（无意识）幻象”（Žižek 1989, 30）。齐泽克揭示客体a相关性的不同语境也清楚地表明，他并不将意识形态解释为特定历史处境或社会的问题。相反，根据齐泽克的观点，这是一个普遍现象，它同样显现在仅仅是表面上没有意识形态的西方民主国家中（参见 Žižek 1989, 30; 2009, 41）。

注释


[1]: (1) 伦敦国王学院，英国伦敦。电子邮件：leonardweiss@gmx.d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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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视差

Rex Butler[1]

由托比亚斯·辛普弗勒（Tobias Schimpfle）从英文翻译。

齐泽克（Žižek）在日本哲学家柄谷行人（Kojin Karatani）的著作《跨越性批判：康德与马克思》（Transcritique: On Kant and Marx）的书评中，首次使用了“视差之见”（parallax view）这一概念。在这部被评论的专著中，柄谷行人提供了对康德和马克思的全新解读。他断言，这两位经典作家引入了一种特殊的哲学思维方式，他将其称为“跨越性批判”（transcritique）或“视差维度”（parallax dimension）。齐泽克借用了这一术语，并出于自身的目的将其转化为关于“视差之见”（parallax view）的论述。柄谷行人认为，康德在其先验批判中所揭示的理性“二律背反”问题，并不是为了试图克服这一问题。相反，他承认了它，并将其作为康德批判最终旨在揭示的主题呈现出来。也就是说，康德试图通过他的先验方法来思考所谓现象界的基本条件，即究竟是什么使得这些现象成为可能。这些条件必须作为人类意识的一种固有属性，先于我们与世界的遭遇而存在；否则就会产生一种循环，即这些条件将仅仅存在于它们所促成的对世界的经验之中。然而，康德面临的困难在于，对这些条件的实际命名只能参照它们所促成的现实来进行。如果这些允许我们感知世界的先验条件先于意识而存在，那么它们仍然只存在于意识内部，且仅仅存在于康德自己的哲学内部，而该哲学又表明这些条件是无法被思考的。人们通常认为，康德本人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他以某种方式后退一步，将这种人类规定的必然性思考为仿佛它（在这一过程本身中）不必发生一样——这被视为一种向笛卡尔“我思”（cogito）的回归。柄谷行人则对此反驳道，康德所寻找的先验性恰恰就是这种失败：即我们在没有更高层级综合的情况下思考这种失败的能力。相应地，齐泽克在《视差之见》（The Parallax View）中将柄谷行人的论点总结如下：

“相反，人们应该断言二律背反是不可还原的，并且不应将激进批判的要点构想为与另一个立场相对立的确定立场，而是构想为立场之间不可还原的裂隙——它们之间纯粹的结构性缝隙。［……］柄谷行人将康德的‘自在之物’（Ding an sich，超越现象的物自身）概念，与其说解读为我们无法把握的先验实体，不如说解读为只有通过我们对现实经验那不可还原的二律背反特征才能辨识的东西。”（Žižek 2004, 121–122）

然而，必须非常谨慎地对柄谷行人的解读与通常对康德的解读进行区分。在大多数解读中，当康德面临认识现象之先验条件的失败时，他被理解为声称要通过另一种更高的演绎来克服这一问题，在这种演绎中，我们不必用人类的概念来表达这些先验条件。这种拯救尝试相当于黑格尔在其《哲学全书》中所指出的康德的愿望，即“在认识之前去认识”（Hegel 1968, 50/§ 10 Anm.）。与此相反，柄谷行人想要表明，康德并没有卷入这种更高层级综合的过程，即我们从这种明显的缺陷中退后一步，并试图从另一个位置来思考它。柄谷行人反而提出，先验性恰恰在于这种失败，即无法用除了它们所促成的现实之外的其他概念来思考自在之物或现象的先验条件。或者更准确地说：先验性恰恰在于我们将这种缺陷思考为失败的能力。因此，这两种解释方向之间的差异非常微小。根据通常的解读，康德承认了失败，但只是为了随后试图避免它，或者至少从另一个位置来思考它。相反，对柄谷行人来说，恰恰是在这种对失败的思考中，在我们能够将其思考为失败的这一事实中，就已经包含了我们所寻找的那种更高的前提。为了评论柄谷行人的著作，齐泽克准备赞同柄谷行人的论点。该论点指出，是康德首先提出了这种成功与失败的结合——尽管齐泽克在其他地方通常将黑格尔视为首先发现这种联系的人。众所周知，黑格尔批评康德，是因为康德仍然试图达到一种更高的超越性。当齐泽克在《视差之见》及其他地方谈到黑格尔的“无限判断”时，他指的是黑格尔将最高与最低、先验与经验结合在一起，并断言这些对立面各自都是不可分割的（参见 Žižek, 2005, 76, 84）。

那么，对柄谷行人而言，康德“批判”的后果究竟是什么？当他说“批判”开启了一个“视差维度”时，他指的是什么？思考先验条件失败，或者将这些先验条件思考为它们的失败，其实际后果是什么？康德的批判计划是决定性的，而对他著作的通常解读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即为了让我们能够赋予世界意义并使事物以现象的方式向我们显现，某些先验条件是必要的。

与此同时，显现出来的世界不可能是存在的全部，因为在它“之前”或“之外”必然存在着某种东西，正是这种东西使得事物能够向我们显现。然而，康德的批评者——或者按照柄谷行人的说法，甚至康德本人——是正确的，他们认为对这些条件的任何思考都只能参照世界本身来进行，并且对这些条件的任何规定都只能相对于我们已经知道的事物来进行。而这种差异正是柄谷行人所说的“视差维度”。一方面，虽然只存在这个世界的现象，正如只存在参照其现象对这个世界的思考一样；但另一方面，在这个世界内部存在着某种东西，使得它向我们显现。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世界从自身中分裂开来。在引用的段落中，齐泽克跟随柄谷行人，用康德的术语“自在之物”来指代这种分裂；然而，这个名称仍然与康德思考先验条件的计划（柄谷行人认为这是不可能的）联系得过于紧密，因此齐泽克使用拉康的术语“实在界”（das Reale）来指代这种分裂。现象确实向我们显现，我们也可以思考这种现象，或者更准确地说，我们可以思考“它”是一个现象；但是，对于隐藏在这种现象背后并引起它的东西，我们只能在现象的框架内，或者再次将其作为另一种现象来思考。因此，每一个现象在自身内部都是分裂的；这既是因为它仅仅代表了使它成为可能的东西（然而这种东西“本身”是无法被认识的），也是因为使它成为可能的东西只能以现象的形式被思考。因此，现象已经是它自身的思考。这正是齐泽克在《视差之见》以下段落中所表达的核心意思，他在其中试图总结他认为黑格尔对康德哲学的“完成”代表了什么（事实上，对齐泽克而言，黑格尔就如同康德对柄谷行人一样）：

“黑格尔的举动并不是要‘克服’康德的分裂，而是要‘就其本身’断言它，放弃‘克服’它的需要，放弃对立面额外的‘和解’：通过一种纯粹形式的视差转换，洞察到设定这种区分‘本身’就已经是我们所寻找的和解。康德的局限不在于他停留在有限对立的界限内，不在于他无法达到无限，相反，而在于他恰恰在有限对立的领域之外寻找一个超越的领域：康德并非无法达到无限——而是他无法看到他已经拥有了他所寻找的东西。”（Žižek 2005, 27）

在这里，必须更详细地阐述黑格尔是如何看待在现象内部开启这种“先验”维度的，以及如何可以说由此实现了从柄谷行人的“视差维度”向齐泽克的“视差之见”的过渡。回到我们如何描述由康德批判计划的失败所揭示的那个“实在界”，我们曾谈到，这个“实在界”既是某种先验性的必然性——即只要我们能够感知世界的现象，甚至能够思考它们是现象——也包含了这样一个事实：任何试图思考世界现象背后是什么的尝试，以及思考世界现象背后是什么的失败，都只能参照世界的现象来进行。

尽管除了世界的现象之外别无他物，但在它们内部——恰恰不是在它们之外或之上——出现了一道特定的裂隙；也就是说，一旦我们感知到这些现象，并且同时能够思考它们仅仅是现象时，这道裂隙就出现了。柄谷行人正是将这道裂隙称为“视差维度”。这种结构也可以在主体与现实的关系中来思考，因为事实表明，只要现实向一个主体显现，在这种现实与主体本身之间就会出现一道特定的裂隙。而这道裂隙最终可以被理解为“视差之见”；也就是说，引入了一个立场，它并非从另一个视角看待同一个现实，而是在现实内部开启了一道特定的裂隙，这道裂隙现在要定位在现实本身内部。但同时——根据齐泽克的说法，黑格尔在这里也“完成”了康德的批判计划——这种结构不能被解释为上述主体仅仅站在现实之外，并从另一个位置预设其先验条件或视角。相反，这种现实也涉及主体的内部，并在其中开启了某种分裂，即只要主体能够从一个更高的视角来理解自身。因此，黑格尔最终的目的是将现实中的这道鸿沟与主体的内部分裂等同起来。只有在这种相互的分裂中，两极（现实与主体）才得以统一，而不是像在康德那里那样，通过“自在之物”与先验主体之间的等价性来统一。正是关于这两种分裂之间的视差，齐泽克在《性与失败的绝对》（Sex and the Failed Absolute）一书的“本体论的视差”（The Parallax of Ontology）一章中写道：

“关键在于最终的反转：主体与实体之间的差异，同时也是实体与自身的差异——或者用拉康的术语来说，差异意味着主体的匮乏同时也是大他者（the Other）内部的匮乏：当实体无法实现与自身的完全同一时，当实体本身被划杠、被一种内在的不可能性或对抗性所穿透时，主体性就出现了。简而言之，主体在认识论上的无知，即它未能完全把握对立的实体内容，同时表明了实体内容本身的局限/失败/匮乏。”（Žižek 2019, 21）

注释


[1]: 澳大利亚墨尔本，莫纳什大学（Monash University）。电子邮件：rex.butler@monash.ed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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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幻象与幻想

Marc De Kesel [1]

由 Coraly von Welser 从英文翻译。

在精神分析哲学的语境中，“幻象”（Phantasma）一词源自法语单词 fantasme，在拉康理论中具有核心地位。然而，它在齐泽克受拉康启发的著作中几乎没有出现——但这并不意味着该术语背后的概念本身已经丢失。事实恰恰相反。只是齐泽克使用的英文词是“幻想”（fantasy）。然而，幻想的含义比“幻象”这一概念更为广泛。因此，对这两个概念分别进行简短的解释是有意义的。

广义上的“幻想”在齐泽克的著作中随处可见。作为弗洛伊德主义者和拉康主义者，他主张我们在无意识层面上受快乐原则的驱使对刺激作出反应。因此，我们与现实的关联是由受快乐原则控制的享乐结构所塑造的（包括与我们自身认同之现实的关联），也就是说，总是通过一个我们如何“期望”周围现实的过滤器。弗洛伊德将其称为“愿望”的首要地位，从而也是想象和幻想相对于我们周围现实的首要地位。因此，在无意识层面（意识的真正基础）上，想象和幻想是基本的、不可或缺的元素。它们构建了我们应对现实的方式。因此，齐泽克在《挠痒痒的主体》（The Ticklish Subject）中写道：“幻想站在现实这一边——也就是说，它支撑着主体的现实感”（Žižek 1999, 51）。

尽管这一见解本身对所谓的“硬科学”（hard sciences），即自然科学，投下了批判性的目光，但齐泽克将注意力集中在这一认识对其分析文化、政治以及所有以人类主体而非自然为核心的领域所产生的影响上。因为在这些领域，幻想或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最为明显。

在此背景下，齐泽克的第一本英文著作《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1989）探讨意识形态也就不足为奇了。根据该书的观点，一切都是意识形态，一切都是幻想（见第80章）。齐泽克非常严肃地对待这一论点。因为它意味着不存在意识形态和幻想的外部。甚至提出这一论断的立足点本身也是建立在幻想之上的。这正是齐泽克的立场区别于许多其他文化批判的地方。对意识形态的批判（以及对在总体意义上同样被视为幻想的世界的批判）本身并不能摆脱意识形态和幻想的影响范围。幻想之外没有现实，或者更准确地说：如果存在超越幻想的现实（毕竟幻想并不能涵盖我们宇宙的无限性），那么它对人类主体来说也是彻底封闭的。现在人们也能理解为什么齐泽克是一个正统的拉康主义者了。我们的生活世界是一个“物质的”幻想——或者如拉康所称：象征秩序（见第93章）。

这种流动能指的秩序在脱离我们周围“真实”现实的情况下运作。正是从这种象征秩序——即幻想的领域——出发，我们必须重新发明批判的哲学视角。关于“真理”的问题不再是能指与其事实上的指涉对象之间的精确对应关系，而是涉及我们如何成为自身欲望的主体（拉丁语：subiectum；希腊语：hypokeimenon）。在拉康看来，欲望指的是我们作为能指主体被建构的方式。

为了详细理解作为幻想（即能指）的主体是怎么回事，拉康发展了一套复杂的理论。在其中，幻象的概念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正如齐泽克在《挠痒痒的主体》中所写，它是无意识的形成物之一，正是它将另一种形成物——主体——建构为一种作用机制：“对拉康而言，幻想站在现实这一边——也就是说，它支撑着主体的‘现实感’：当幻象框架瓦解时，主体会经历一种‘现实的丧失’，并开始将现实感知为一个没有坚实本体论基础的‘不真实的’梦魇般的宇宙；这不是‘纯粹的幻想’，恰恰相反，这是现实被剥夺了其在幻想中的支撑后所残存的东西”（Žižek 1999, 51）。

首先提到的“幻想”指的是我们在能指意义上应对现实的方式。但幻想也是指代幻象框架的术语，它不仅维持着我们所应对的现实，也维持着进行这种应对的主体。在这里，齐泽克引用了拉康在其第六个研讨班《欲望及其解释》（Lacan 2013）和第十四个研讨班《幻象的逻辑》（Lacan 2023）中所发展的幻象（法语：fantasme）概念。作为力比多存在物，我们的认同是由能指构成的。在想象（意识）层面上，我们认为自己是它们的所有者，但在象征（无意识）层面上，我们却受制于它们——即成为它们的主体。

换言之：我们是欲望的主体，是无法满足的渴望的主体。然而，这种渴望并不会在我们感到满足的那一刻熄灭。只有欲望的主体消逝了；而且这也仅仅是短暂的一瞬。随后，主体的功能被另一种“无意识的形成物”——幻象——所取代。拉康将其描述为一个或多或少固定下来的能指场景，当主体在享乐（jouissance）的瞬间褪色时，它承载着主体的能指链。在这一刻，我们赖以生存的能指链被一个幻象维系并支撑着。这个幻象通过将欲望的真正客体——源自实在界（见第93章）的小客体a（objet petit a，见第89章）——保持在一定距离之外，从而维持着我们的欲望。

现在，引用的段落就更容易理解了。作为我们现实关联的终极支撑（一种在惯常支撑——主体——失效时起作用的支撑），主体“幻象框架”（幻象）的崩溃必然意味着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再能够将现实视为幻想，视为一个支撑我们“存在”之愿望的能指领域。相反，在这些情况下，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梦魇般的宇宙，一个即将变得“真实”（在拉康的意义上，即实在的）的世界。世界的这种实在化与我们自身（作为欲望主体的我们）面临消散和崩溃的威胁同时发生。齐泽克指出，黑格尔在《耶拿时期实在哲学》中将这种体验描述为“世界之夜”（Hegel 1974, 204），齐泽克在其著作的多个地方都引用了这一段落（参见 Žižek 1991, 87; 1999, 29–30; 2006, 44, 213; 2012, 354）。

象征现实（能指）意义上的幻想是可以被分析的。证明这一点是齐泽克的核心关切。然而，幻象却逃避分析。齐泽克在《幻想的瘟疫》（The Plague of Fantasies）中参照拉康（这次使用了准确的法语术语）对此作了如下解释：“人们不解释幻想”[on n’interprète pas le phantasme]（参见 Žižek 1997, 280）。幻象，即一个或多或少固定下来的能指场景，构成了主体的最基础层面，并且仅作为这种固定的场景发挥作用。但是，借用雅克-阿兰·米勒（Jacques-Alain Miller，他基于一个“孤语”[Hapax legomenon]，即拉康文本语料库中仅出现过一次的词，提出了一整套理论）的说法，人们可以“穿越”幻象，或者用齐泽克的话来说，穿越幻想。

这正是精神分析治疗取得（积极）结果时所发生的事情：分析者将他作为能指主体所代表的匮乏整合到他的认同中。这是通过接受欲望的（不可能的，因为是不可企及的）客体，即实在的客体（小客体a，objet petit a）来实现的，他的欲望（包括他的幻象）正是围绕着这个客体旋转。

然而，根据齐泽克的观点，还有另一种情况可以“穿越”幻象，那就是“行动”（见第72章）——在齐泽克赋予该术语的严格拉康意义上。主体是欲望的主体，因此服从于统治着象征系统的法则，主体正是在这个系统中并依赖这个系统而生存。然而，通过行动，主体将这一法则抛在脑后，可以说跳入了其自身的纯粹虚无之中，即象征能指的虚无之中。它跳入了“少于无”之中，这种“少于无”仅仅作为“一个代表它向另一个能指显现的能指”（a signifier representing it to another signifier）而存在（Lacan 1961–1962, 6. Dezember 1961, 27）。

在《幻想的瘟疫》中，齐泽克阐释了这样一种行动。其语境是幻想的语境，但不仅仅是那种由象征秩序的规则和法则所规定的幻想。它还指代隐藏在不成文法则中起作用的幻象，这些法则体现在人们遵循该法则行事的方式中。法国大革命期间颁布的人权法则同样是由一种幻想/幻象所支撑的，这种幻想/幻象表现为对其中使用的“公民”（法语：citoyen）概念的补充。然而，在这里，只有当他们真正理性和自由时，才被称为“公民”。后者揭露了欧洲白人的幻象，他们尽管高举（甚至以其名义）法国大革命的理想，却继续对世界进行殖民。只有当后一种幻想（幻象）也被克服时，真正革命性的行动才有可能。正如齐泽克所写，这需要一种作为“空洞姿态”的行动。这将是一种“将拉康所谓的‘穿越幻象’付诸实践”（to put into practice what Lacan calls traversing the fantasy）的方式（Žižek 1997, 29）。

注释


[1]: 荷兰奈梅亨，奈梅亨拉德堡德大学 (Radboud University Nijmegen)。Marc De Kesel，电子邮件：m.dekesel@titusbrandsmainstituut.nl ↩




参考文献

Hege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1974. Frühe politische Systeme. Frankfurt am Main: Ullstein.

Lacan, Jacques. 2013. Le séminaire. Livre VI. Le désir et son interprétation, texte établi par J.-A. Miller. Paris: Édition de la Martinière et Le Champ freudien.

Lacan, Jacques. 2023. Le séminaire. Livre XIV. La logique du fantasme. Paris: Édition du Seuil & Le Champ freudien.

Žižek, Slavoj. 1991. Looking Awry. An Introduction to Jacques Lacan Through Popular Culture.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Žižek, Slavoj. 1997. The Plague of Fantasies. London: Verso.

Žižek, Slavoj. 1999. The Ticklish Subject: The Absent Centre of Political Ontology. London: Verso.

Žižek, Slavoj. 2006. The Paralax View.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Žižek, Slavoj. 2012. Less Than Nothing: Hegel and the Shadow of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London: Verso.


92. 酷儿理论

Christ Coffman[1]

(1) 阿拉斯加大学费尔班克斯分校，费尔班克斯，美国

Christ Coffman

Email: cecoffman@alaska.edu

由 Coraly von Welser 从英文翻译。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齐泽克（Žižek）在酷儿理论（Queer Theory）中一直被视为一个两极分化的人物。酷儿理论是围绕性与社会性别（Gender）展开的研究方法，在20世纪80年代末通过与女性主义的对话以及对艾滋病危机的回应而形成。酷儿理论是对女同性恋与男同性恋研究（Lesbian and Gay Studies）的一种反身份认同的修正，后者现已发展为LGBT研究。受北美女性主义、精神分析、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影响，酷儿理论家们通常会引用、批判和修订他们的思想来源：弗洛伊德和拉康的精神分析著作、福柯的性史及其对制度的批判和关于生命权力（Bio-Macht）的讲座；最后是德里达对二元对立的后结构主义解构。跨性别研究（Transgender Studies）将社会性别置于首位，在20世纪90年代初作为对酷儿理论中优先考虑性的一种平衡而发展起来，并在21世纪随着跨性别者可见度的增加而繁荣发展。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齐泽克一直批评酷儿和跨性别政治是实证主义的北美多元文化主义的表现。他的著作在提及学术界的酷儿和跨性别话语时，总是将其作为LGBT权利运动身份认同诉求的代表。然而，酷儿理论本身通过基于精神分析和后结构主义反对静态的身份观念，对LGBT研究提出了质疑。例如，酷儿理论家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赞同齐泽克的观点，即分裂主体的认同（Identifikation）不能“还原为身份”（Butler, Laclau und Žižek 2000, 1）。然而，除了与巴特勒的这次交流以及他对跨性别理论家席亚拉·克雷明（Ciara Cremin）的回应之外，齐泽克对酷儿和跨性别思想家的提及微乎其微。

对于齐泽克的女性主义、酷儿和跨性别读者群来说，拉康关于性化（Sexuation）、性差异（sexuelle Differenz）和“父亲之名”（Namen des Vaters）的辩论是他们首要关注的焦点。这些目标群体的辩论围绕着性差异在拉康所描述的构成心理的三个相互交织的秩序中的位置问题展开：想象界（视觉图像）、象征界（语言）和实在界（被排除在象征化之外的事物）（见第93章）。齐泽克对性差异的表述借鉴了琼·科普杰克（Joan Copjec）对巴特勒1990年出版的《性别麻烦》（Gender Trouble）——酷儿理论的开创性文本之一——的批判。通过断言“性差异[……]是一种实在的差异，而不是象征的差异”，科普杰克质疑了巴特勒关于这种差异可以被解构的假设。她认为，解构是一种仅适用于文化和能指（Signifikant）的方法，而不适用于实在界（Copjec 1994, 207–210）。科普杰克将性差异归入实在界，以及她基于康德“理性二律背反”的解读，被拉康学派广泛接受，甚至被那些在酷儿和跨性别理论领域工作的人所接受，尽管他们对这些思想的含义的看法各不相同（参见 Copjec 1994, 213）。

齐泽克和科普杰克一样，将性差异置于实在界。相比之下，巴特勒则转而求助于福柯和德里达来批判这种对拉康的解读。由于齐泽克将性差异描述为男性与女性之间的二律背反，巴特勒将其对性化的描述称为异性恋规范（heteronormativ）；她认为这把酷儿和跨性别主体推向了社会的“永久外部”（Butler 1994, 37）。通过提出将象征秩序置于中心的替代方案，她认为性差异可以成为一个“增殖性重塑意指”（Butler 1993, 89）的场所，从而将不同的社会性别和性取向引入话语中。然而，正如拉康派酷儿理论家蒂姆·迪恩（Tim Dean）所强调的，巴特勒的论证基于以下前提：“展演性可以克服实在界”——而且是通过象征界的媒介来实现的（Dean 2000, 205–214）。

从齐泽克的视角来看，性差异更多是一个主体位置性的问题，而不是身份认同的问题：它不是男性与女性、异性恋与同性恋之间固定的、实证主义的、二元论的“一组‘静态的’象征对立和包含/排除”。相反，它类似于一种二律背反，作为概念代表着以下含义：“一种僵局、一种创伤、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的名称，一种抵抗任何象征化尝试的事物”（Žižek in Butler, Laclau und Žižek 2000, 110）。也就是说，围绕性差异概念的霸权斗争被解释为其自身的积极表现。作为一种非关系，性差异动员了主体欲望和狂喜的享乐（jouissance）的不同模式（见第86章），但它并不直接转化为社会性别或性实践的可观察表现形式。

齐泽克还指出，作为二律背反意义上的性差异产生于实在界——确切地说是在“象征化失败的那个点上”；他断言，“我们是有性别的存在，因为象征化总是会遇到其内在的不可能性”（Žižek 1994, 160）。此外，性差异是先验的且不可克服的，“因为出现了不能完全符合理想性别二态性的性别化身体”（Žižek in Butler, Laclau und Žižek 2000, 309）。然而，这种论证——性别是二律背反，二律背反是性别——是循环且教条的（参见 Coffman 2022, 31）。这一论证基于齐泽克教条式的预设，即“父亲之名”是主体为了防止精神病而必须接受的原始能指。对拉康而言，“主人能指”（见第84章）在主体化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它确立了一个基础性的禁令——一个“不”——将主体与实在界分离开来（参见 Thomas 2023, 247–248）。然而，与许多其他援引异性恋父权制俄狄浦斯神话的拉康派学者一样，齐泽克将首要能指的结构功能与拉康对其的隐喻——父亲之名——混为一谈。这导致他将首要的“语言差异”与次要的“性差异”融合在一起（Thomas 2023, 247–248）。不过，一些女性主义和酷儿拉康派学者对这种对俄狄浦斯神话的概念性依赖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除了“父亲之名”之外，其他隐喻同样可以用来开启主体（参见 Ragland 2004, 120; Coffman 2022）。齐泽克关于原始能指必须始终是“父亲之名”的这一值得商榷的假设，决定了他与巴特勒关于性差异的争论——特别是他坚持认为，如前所述，性差异是由实在界中男性与女性之间的二律背反所驱动的。

这些关于性差异的言论引发了齐泽克在2016年于互联网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他批评了跨性别话语，并将其讽刺为与精神分析不相容的身份政治。这些文章——没有引用任何对跨性别持肯定态度的拉康派学者的观点——甚至招致了同情齐泽克工作的跨性别理论家的批评。他将“LGBT +”中的“+”解读为“一般废物的补充垃圾桶”（Žižek 2016），鉴于跨性别者经常在公共厕所遭受暴力，这一解读被广泛认为是不敏感的（参见 Cremin 2017; Coffman 2022）。当克雷明以一种反身份认同的方式将“LGBT +”重新表述为“LGBT + []/”作为回应时，其中括号标志着“一种没有身份的认同”（Cremin 2017, 42），齐泽克表示同意——但只是间接地同意，他继续坚持认为，性差异——男性与女性——的僵局本身破坏了任何“固定”的身份（Žižek 2019, 258）。

尽管如此，一些拉康派酷儿和跨性别理论家仍然认为齐泽克的著作全部或部分是有用的。在酷儿理论家中，詹姆斯·彭尼（James Penney, 2014）和朱迪斯·鲁夫（Judith Roof, 2016）认为，拉康的性差异虽然不能等同于经验上的社会性别或性实践，但至少可以激发广泛的性别和性实践。其他人则援引齐泽克的循环论证（即性别是对抗，而对抗又指向性别）来描述异性恋父权制意识形态。乔治·哈格蒂（George Haggerty, 2006）、琳达·哈特（Lynda Hart, 1994; 1998）和瓦莱丽·罗希（Valerie Rohy, 2000）基于齐泽克将实在界描述为象征失败之地的观点，阐释了同性恋恐惧症的结构性运作方式。李·埃德尔曼（Lee Edelman, 2004）走得更远。他与齐泽克一样认为，性别酷儿人群应该将异性恋父权制的症状据为己有。也就是说，他们应该接受圣状同性恋者（Sinthomosexuellen）的形象（埃德尔曼的这个新词源于拉康的圣状[Sinthom]概念；见第97章）。与此相连的将是对实在界的享乐（jouissance）——换言之：对不可能融入（带有污名化的）异性恋规范文化的痛苦享受——这消解了性差异。

在拉康派酷儿和跨性别理论家中，克里斯·科夫曼（Chris Coffman, 2022）主张，齐泽克的著作可以被反过来用于反对他自己，以展示性差异的偶然性。克雷明从另一个角度接近齐泽克，利用他的“视差实在界”（parallax Real）理论来批判他自己关于跨性别的言论（Cremin 2021, 143）。她指出，齐泽克作为“顺性别男性”的视角限制了他对LGBT +中“+”的解读，并认为相比之下，跨性别者能够“从[……]不止一个角度看待性别”，因为他们同等程度地采纳了女性和男性的视角：这一认识正是受到齐泽克对视差的描述的启发（Cremin 2021, 141–143）。

注释


[1]: Christ Coffman 是阿拉斯加大学费尔班克斯分校的英语与性别研究教授。她的研究重点是精神分析、酷儿理论和跨性别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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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实在界、想象界、象征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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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加拿大阿伯茨福德，菲沙河谷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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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Coraly von Welser 译自英文。

齐泽克的哲学以拉康精神分析的真理为出发点。作为一名公开的拉康主义者，他由此继承了拉康在其研讨班和著作中提到的所谓“三个界”（drei Register）：实在界、想象界和象征界。这些多义的基本概念涉及主体性问题，以及拉康的其他元心理学和临床概念：（分裂的）自我（见第95章）、大他者（见第70章）和享乐（jouissance）概念（见第86章）。

事实上，齐泽克的大部分著作都可以被视为一种尝试，即进一步发展拉康对上述三个界的阐释，从而为有关意识形态、文化、政治以及历史和当代哲学辩论的问题提供新的视角。想象界涵盖了从自我视角出发的活生生的经验领域——无论是在感知方面，还是在理解行为方面。因此，它有助于我们将自身理解为具有行动能力的统一中心。简而言之，想象界涉及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意识到的一切：我们周围的客体和我们内心直接感知到的情感，以及我们对自己、他人和我们的社会文化环境所形成的自发观念。

然而，尽管我们活生生的自我经验对我们来说可能具有现象学上的自明性，想象界同时也是幻觉和诱惑的王国。并不存在对其中起作用的客体或情感的直接把握。单凭外部客体世界向我们呈现了一个由概念组织起来的现实这一事实，从一开始就证明了我们对现实的经验是由语言的范畴，即由象征界这一维度所产生的。同样，我们的情感——甚至我们的需求和愿望，这些我们自以为最私人的财产——也是由其他个体的幻想和欲望所塑造的。这意味着我们所体验到的情感根植于我们周围的社会文化环境中；而这个世界本身就是象征界的创造物。用精神分析的话来说，自我不是一个私人的、内在的庇护所，也不是一个自主的主体；自我是一个他者，一个始终也是异己的客体（参见 Lacan 1988, 7, 44）。

齐泽克对拉康进行修正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他主张想象界在精神分析元心理学和临床实践的边界之外同样具有相关性。他通过揭示想象界在传播和维持意识形态中所扮演的角色来做到这一点（例如，参见 Žižek 2009b, 19–22, 116–123; 2000, 258–263）。对齐泽克而言，意识形态有效运作的一个关键维度是它对想象界的诉求。意识形态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具有吸引力的、在力比多上令人无法抗拒的想象画面，借此我们可以将自己认同为全能的主体——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不真实却极具诱惑力的叙事。它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它一方面向我们传递了一种连贯性和自主性的感觉，另一方面又同时掩盖了我们社会文化世界中的矛盾。例如，按照齐泽克的说法，西方民主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将自身视为根本上自由的人的极具吸引力的模型。我们拥有思想自由、经济自由、政治自由等。然而，这同时也掩盖了我们周围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在多大程度上使我们变得不自由。在这个体系中，我们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简直成了资本的奴仆，甚至还为这种在社会层面上值得质疑的生存条件的自我维持做出了贡献。因此，我们作为自由主体的想象性认同可以被解释为一种误认（Verkennung）的形式。

相比之下，建立在费尔迪南·德·索绪尔结构语言学基础上的象征界，是拉康用来指代语言差异性结构的概念。基于这种结构，任何一个能指的意义都是由以下因素决定的：（1）在由语言自身生成的形式语言系统中，该能指与其他能指之间任意且约定俗成的差异；（2）通过相同的操作将这些能指连接成能指链的规则。然而，语言不仅仅是交流的工具。它担保了象征秩序本身。语言通过概念图式规训人类的思想和行动。作为象征秩序的媒介，它确立了作为一系列禁令与法则的律法，同时创造了我们在社会文化世界中所扮演的象征性角色。在此背景下，象征界作为想象界可能性的先验条件支撑着想象界。通过为我们提供一个共享的意义参照系，象征界结构化了我们（作为个体和语言共同体）感知世界、幻想和欲望的方式。此外，象征界还调节着一种特定形式的享受——在拉康的词汇中被称为享乐（jouissance）——除其他外，这种享乐必须被阻止和压抑。

更进一步地说，象征界是大他者的领域，是自我中心的一个激进他者性（Alterität）的区域。大他者的结构就像一系列控制我们的机制。主体通过大他者的话语说话，这使得个体成为象征界的提线木偶。因此，拉康的语言结构主义意味着：（1）一种唯心主义和建构主义，根据这种观点，我们所体验到的现实是语言的产物，因而是文化的建构；（2）一种涉及语言结构的强决定论。此外，它还包括（3）对生物还原论的拒绝。由于其差异性结构，象征界是一个自我封闭且自我证成的宇宙（参见 Lacan 1988, 29）。因此，控制我们认知过程、心理状态和力比多经济的框架，具有某种建构性的非自然特征（参见 Lacan 1992, 213–214, 223）。

为了理解齐泽克处理拉康象征界概念的独创性，有必要绕道拉康的另一个概念：实在界。后一个概念在齐泽克的著作中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并涉及其与象征界本身的密切关系。拉康关于实在界的论述具有启发性，甚至带有矛盾。在其最简单的定义中，它是抵抗甚至威胁象征秩序的领域。自然灾害、疾病和情感上无法承受的经历都可以归于实在界。在这种情况下，实在界仿佛从外部侵入现有的情境，并以不可预测的方式扰乱了那些作为象征中介塑造我们个人生活和社会文化世界的进程。但实在界也可以指在人类现实的意识和语言结构中被证明是不可企及或不可能的事物。即使实在界在某些表现形式中作为人类现实更深层的“基础”出现，这一点也同样适用。此时，它会从外部和内部引发创伤性效应。

齐泽克最大的贡献之一是澄清了拉康关于实在界的学说，他将这一概念系统化，并通过与德国唯心主义和马克思哲学的对话在概念上对其进行了扩展。齐泽克著作中实在界的三个主要维度是：宇宙的实在界、驱力的实在界和社会对抗的实在界。

拉康的语言结构主义乍看之下暗示了这样一种见解：宇宙在认识论上是不可企及的。毕竟，我们被困在作为语言的人类现实的边界内，这是对我们周围现实的一种唯心主义建构。齐泽克一方面同意这一见解，即同意这样一种论点：宇宙在拉康意义上是“实在的”（=不可企及的），因为它不能被完全整合进象征界的领域，即不能被认知所穿透。但这绝不意味着为后现代相对主义或康德先验唯心主义意义上的主观主义铺平了道路（参见 Žižek 2006, 64–65）。正如量子力学的公式和神经科学的模型所证明的那样，科学既不是单纯的语言游戏，宇宙也不是一个不可知的康德式的“物自体”。作为科学考察对象的宇宙，仅仅在透过人类现实的滤镜来看时才显得荒谬：例如，当光和物质似乎具有波和粒子的不相容特性时，而一块物质的肉体却构成了经验、文化和历史的基础。这种对宇宙的实在界与语言的象征界之间认识论关系的重新界定，对于齐泽克辩证唯物主义的发展至关重要（参见 Žižek 2009a; 2012）。因此，从齐泽克的视角来看，拉康的思想中存在着容纳客观和实在论形而上学的空间。

拉康思想中的一个巨大谜团涉及这样一个问题：象征界是如何从宇宙的实在界中产生的；根据拉康的说法，这个问题是无法回答的（参见 Lacan 1988, 5）。齐泽克主要借助于谢林对此提出了反驳（参见 Žižek 2007）。在他看来，我们只有求助于人类生物学中彻底失败的某种东西，才能解释象征界的产生：即死亡驱力的出现（见第98章）。它代表了我们人类自身内部一种无法控制的生命的过度。它导致身体——原本是一个相对和谐的结构，由更高层级的生存和繁殖本能所协调——变成了一堆杂乱驱力的集合体。后者以牺牲有机体的福祉、其稳态，甚至更糟的是，以牺牲其纯粹的生存为代价，追求不受约束的享乐（jouissance）。因此，象征界作为驯化驱力实在界的机制而涌现。它强行将一种异己的合理性和秩序置于这些驱力之上，在此过程中，象征界充当了替代性的行为准则，用于补偿我们内在的本能行为程序的崩溃。

然而，正如齐泽克所强调的，这种准则永远无法完全发挥作用。因此，驱力的实在界在象征意义上可以与娱乐产业恐怖片中所描绘的“不死”怪物相提并论（参见 Žižek 2006, 46–47, 62–65）。无论象征界多么努力地试图抹除实在界，它总是不断回归，并展现出一种淫秽的不朽性。它可以压倒并潜在地摧毁象征界。换言之：根据齐泽克的观点，象征界的实在起源证明了，在我们的力比多经济中，总有一些东西是无法被完全控制的，即使大他者像操纵提线木偶一样指挥着我们。

虽然宇宙的实在界和驱力的实在界同时存在于象征界之前、之下和之外，但社会对抗的实在界却是由象征界的形式系统所产生的。根据拉康的说法，象征界本身会产生其秩序无法解决的悖论，这使得它在本质上具有最低限度的不一致性。齐泽克正是基于这一见解来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主义。这种实在界形态的一个典型例子是无产阶级。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不可避免地导致阶级斗争（参见 Žižek 2009b, 16–18）。然而，为了保护现有秩序而克服阶级斗争的唯一方法，将是废除资本主义本身。但是，如果象征界必然导致这种悖论，我们就可以将历史的辩证法理解为一个具有开放结局的偶然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任何由特定象征秩序建立和维持的既定社会文化世界，都将不可避免地（但不可预测地）因其内在的不一致性而走向灭亡。这反过来又不可避免地导致一个新的社会文化世界的崛起，伴随着一种从旧世界灰烬中诞生的、以前无法预见的新秩序（参见 Žižek 2012, 272–273）。这一过程无限循环。齐泽克在象征界和实在界概念相互交织的框架下对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主义见解的重新解读，最终得出了两个相互关联的论点。（1）历史不可能终结，即使在共产主义中也是如此；（2）解放政治是可能的。社会对抗的实在界宣告了象征界中始终存在着一种根深蒂固的不一致性。结合永远无法被象征秩序所限制的驱力的实在界，这表明主体始终拥有必要的资源来超越或打破象征界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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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追溯性

Seraphin Frimmer [1]

追溯性（Retroaktivität）的理论概念如同一条红线贯穿了齐泽克（Žižek）庞大的全部著作。作为一项基本的逻辑原则，它不仅服务于他与当代和历史作家的辩论，也服务于他的政治思想以及他对文化现象的各种评论。从《最崇高的歇斯底里者》（Der erhabenste aller Hysteriker）到最近的出版物，追溯性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在齐泽克的每一部作品中都扮演着核心角色。齐泽克对这一概念的理解源于两个主要来源：黑格尔的辩证思想和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他的解释方法的特点是对这两位思想家进行了独创性的相互阐释，从而揭示了他们理论中以前隐藏的方面。因此，下文将在齐泽克对这两位作者的解释之后，重构齐泽克关于追溯性的概念。在此过程中，将特别关注齐泽克迄今为止最全面的理论著作《少于无》（Weniger als nichts），其中追溯性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齐泽克阐述追溯性的核心在于他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解释，他认为黑格尔辩证法基于一种特殊的非线性因果关系。根据这种因果关系，

“根据只有通过[]在线性秩序中作为其结果的东西才被激活”（Žižek 2020, 295）。齐泽克认为，这基于“偶然性向必然性的辩证反转[]：某物将追溯性地‘已经成为必然’”（Žižek 2020, 295–296）。

黑格尔将偶然性定义为“可能性与现实性的统一”（Hegel 1986a, 205）。一方面，正在生成的现实性始终是偶然可能性的现实化；另一方面，任何可能性只能在一种偶然生成的现实性中现实化（参见 Hegel 1986a, 205–206）。但同时，黑格尔将必然性定义为可能性与现实性的同一（参见 Hegel 1986a, 206–207），因为在具体现实中已经实现的可能性不再是偶然的（参见 Hegel 1986a, 211）。因此，偶然性和必然性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偶然性是可能性与现实性在面向开放未来时的抽象统一，而必然性则是两者在一个具体的、已经生成的世界中具有内容的同一。在此，黑格尔赋予了偶然性一种原初的特征，因为根据黑格尔的观点，必然性“以偶然事物为其出发点”（Hegel 1986a, 211）。因此，“必然性的过程[]始于分散的环境的存在，这些环境似乎互不相干，且其内部没有任何联系”（Hegel 1986c, 289）。齐泽克强调了否定性在这一从偶然性向必然性过渡的过程中的重要性：“必然性[]无非是[]通过（自我）否定而达到其真理的偶然性”（Žižek 2020, 641）。因此，黑格尔所描述的“分散的环境”通过否定其偶然性，在一个具体世界的可能性中得以实现，从而成为真实世界的必然环境。

齐泽克从黑格尔关于偶然性与必然性的辩证法中提取了两个重要认识。首先，偶然性始终是必然的，因为“理念必然在外化于（在其中获得实在性）真正偶然的现象中”（Žižek 2020, 639）。其次，必然性本身是偶然的，因为可能世界的偶然环境向具体世界的必然前提的过渡，是通过对前者的追溯-述行式内化来完成的（参见 Žižek 2020, 639–640）。

齐泽克认为，同样的追溯逻辑也塑造了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特别是在语言于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方面。拉康的出发点是索绪尔的结构主义符号学理论，根据该理论，语言符号应被理解为具体意义载体的物质维度（能指）与所表达意义的内容维度（所指）的统一（参见 Saussure 2011, 66–67）。然而，拉康认为，能指和所指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线性的表征关系（参见 Lacan 2019, 588）。相反，对拉康而言，意义是从能指链——即能指所处的相互差异关系的网络——中涌现出来的（参见 Lacan 2019, 597）。

齐泽克认为，这种意义的产生遵循一种追溯逻辑，因为“意义[并非]从一个原初的核心展开，而是[在]一个事后生产的极其偶然的过程中”产生的（Žižek 2021, 152）。在这个过程中，所谓的 point de capiton（锚定点）扮演着核心角色，它将“能指和所指这两个领域”（Žižek 2020, 798）“缝合”起来。由此，意义“总是事后——après coup——产生的。意义尚未固定的[]能指相互跟随。然后，在某个特定点上[]，一个能指事后固定了整条能指链的意义，将一种意义缝合到能指上，并阻止了意义的滑动”（Žižek 2021, 151）。这个偶然的能指，在其作为锚定点与能指链相对立的功能中，被拉康称为主人能指（参见 Žižek 2020, 991；见第84章）。主人能指的特点在于，它“不仅标示现实的特征，而且述行性地介入现实”（Žižek 2020, 880）。齐泽克认为，这种介入具有一种特殊的追溯性“向下因果关系”，[]在主人能指的情况下，一个词[决定了]被指称的事物”（Žižek 2020, 991–992）。例如，像“自由”这样的能指，只有当它们被“共产主义”或“市场”这样的主人能指“固定”时，才追溯性地获得其意义（参见 Žižek 2021, 151–152）。

齐泽克认为，“‘缝合’的操作[]只有在抹去其所有痕迹时才是成功的”（Žižek 2021, 152），因为它的目的是“建立意义的统一性”（Žižek 2020, 799）。主体需要这样一种“幻觉，即某个特定元素（事后[]被固定的）的意义从一开始就作为其内在本质存在”（Žižek 2021, 152），“[因为]现实本身是脆弱且不一致的，[并且只有这样]才能稳定成一个一致的场域[]”（Žižek 2020, 880）。

追溯性的逻辑在齐泽克的政治哲学中也占据着关键地位。例如，他对“意识形态”概念的理解就建立在拉康意义建构的追溯性之上。齐泽克认为，正如没有主人能指的介入就不可能有意义一样，现实“如果没有[一种]意识形态的神秘化，就无法自我再生产”（Žižek 2021, 60）。因此，对齐泽克来说，意识形态“不仅仅是一种‘虚假意识’，一种对现实的虚幻表征。相反，这种现实本身就已经必须被理解为‘意识形态的’”（Žižek 2021, 50–51；见第85章）。虽然意识形态总是基于一种幻觉，“但这并不是一种掩盖世界真实状态的幻觉，而是一种构建社会现实的（无意识的）幻象”（Žižek 2021, 65）。齐泽克在此强调了意识形态的述行维度，因为它“只通过‘相信’它的主体而存在；[]如果我们拿走虚构，我们就会失去现实本身”（Žižek 2020, 131）。同时，他将意识形态固有的逻辑等同于“黑格尔所说的‘设定前提’”（Žižek 2020, 131）。通过将偶然的环境追溯性地设定为社会现状的必然前提，意识形态使得人们能够在不顾社会固有矛盾的情况下，指涉一个连贯的社会现实（参见 Žižek 2020, 277–278）。

齐泽克的“行动”（见第72章）概念阐明了在意识形态结构化的世界中政治介入是如何可能的，该概念同样基于一种追溯逻辑。“虽然我们在日常活动中基本上只在我们的[意识形态]身份的（虚拟-幻象的）坐标内移动”（Žižek 2020, 296），但齐泽克认为，“真正的行动的特征在于一种真实运动的悖论，这种运动（追溯性地）改变了行动者的虚拟‘先验’存在坐标”（Žižek 2020, 296）。因此，行动“以与激进革命相同的方式完成了（从先前的角度来看似乎）不可能的事情，从而创造了[它]自己的先驱”（Žižek 2020, 290），因为追溯性的辩证运动“将未来的开放性重新[引入]过去”（Žižek 2020, 635）。这种追溯性设定的前史也包括行动本身的地位。行动，最初是现有意识形态内的一个偶然行为，只有在事后，“当[该行为]随后成功地摧毁并重塑[意识形态]时”（Žižek 2020, 290），才能被识别为行动。因此，齐泽克拒绝了那些假设存在一个革命代理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该代理人“理解历史必然性并宣布自己是实现它的工具”（Žižek 2020, 301）。相反，他强调“历史必然性并不先于其实现的偶然过程”（Žižek 2020, 301）。在这个意义上，齐泽克认为，黑格尔的名言“密涅瓦的猫头鹰[]要等到黄昏到来，才会起飞”（Hegel 1986b, 28）也必须被这样理解：“在最后，总会有一个故事要讲[]，它[]重构了先前过程的意义”（Žižek 2020, 310）。

总而言之，齐泽克从黑格尔那里继承了将追溯性作为“设定前提”的辩证基本理解，即原初偶然性向必然性的自我否定式反转。这种理解构成了他接受拉康结构主义精神分析的基础，后者将语言符号与其所表达内容之间看似必然的联系，视为偶然能指对能指链进行决定性介入的追溯效应。基于这些见解，齐泽克将意识形态理解为一种必然的幻觉，它通过追溯性的设定界定了先验框架，使主体能够在脆弱且充满矛盾的社会中进行有意义的定位。最后，齐泽克的行动概念阐明了意识形态虽然不可避免，但并非不可改变。它展示了一个最初符合意识形态的行为如何能够带来不可预见的后果，从而重新调整一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坐标系。由此，这一行为追溯性地获得了一段新的前史，根据这段前史，它一直都是一个破坏性的行动。

Notes


[1]: 慕尼黑哲学学院，德国慕尼黑。Seraphin Frimmer，电子邮件：seraphin.frimmer@gmail.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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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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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Anne-Sophie Adloff 从英文翻译。

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的一个核心概念——分裂的主体（gespaltene Subjekt），在齐泽克（Žižek）的著作中，最好通过他对主观“去中心化”主题的明确讨论来加以探讨。这是对弗洛伊德1916年《精神分析引论》中一段著名论述的解释的一部分。众所周知，弗洛伊德在那里提出了对人类尊严或“自爱”的三次“打击”（Kränkungen）：首先是哥白尼革命（将人类从一个有意义的宇宙中心移出），其次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将人类置于同样毫无意义的自然物种进化之中），最后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本身。它是第三次重大打击，因为它“试图向自我证明，它甚至不是自己家里的主人”（Freud 1969a, 283–284）。它告诉我们，我们的意识被一种根本的分裂所支配，即无意识对人类意识的权力。通过这种方式，人类逐渐被剥夺了一些幻觉：宇宙反映了一种有意义的秩序的确定性，实际上仅仅是我们投射出来的。人类精神本质上高于自然，或者作为例外超脱于自然过程的观念，也被证明是一种幻觉。最后，甚至连我们自由选择自己的行动、自己生活的观念也被否定了。

在《视差之见》（The Parallax View, Žižek 2006）的第二章中，齐泽克针对弗洛伊德的文本以及其中探讨的无意识主体与有意识自我之间处于张力关系的观点，提出了一个简单却令人不安的问题。如果精神分析的分裂主体确实标志着相对于达尔文进化论所代表的“打击”的一种进步，那会怎样？毕竟，人是动物的观念也意味着，人类的行为和精神可以作为自然的一部分来研究。当弗洛伊德声称精神分析给我们带来了所有打击中“最沉重的打击”时，他是否仅仅犯了修辞上的夸张？

此外，齐泽克在《视差之见》第二章中正确地指出，乍一看，“三次打击”的整个寓言似乎非常契合现代性的传统自我表述。这类叙事总是将现代性描述为包含了一系列的牺牲或冲击。然而，在其形式中总是隐含着一个隐藏的胜利甚至自满的时刻（参见 Žižek 2006, 164）。例如，哥白尼可能确实剥夺了我们传统宇宙学带来的舒适感，这种宇宙学维持着世界围绕我们旋转的隐喻。但作为交换，我们当然也同时获得了现代科学或科学方法的立场，这恰恰是通过考虑观察者的位置而产生的。这种胜利使得人们能够以一种自信甚至自满的方式来讲述历史。这就好像在说：自然可能只是一个反映了无意义宇宙的纯粹机制。但至少，探索它的我们是特别的、非凡的。这是他们无法从我们这里夺走的！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1859）和《人类的由来》（1871）恰恰摒弃了康德在其带有隐性人文主义色彩的哲学著作中所暗示的这种对人类的拔高。但是当然，科学的视角一旦转向自然，也必然会转向我们自身。而这正是达尔文发现进化机制所带来的结果，令19世纪的宗教大为震惊。这里与哥白尼时刻的相似之处非常明显。康德（以及追随他的19世纪文化）用本体主体（noumenales Subjekt）的“崇高性”来为科学之外的排除区域进行辩护。

相比之下，达尔文将科学幻灭的螺丝又拧紧了决定性的一圈。他能够将人类的起源与一个混乱的自然联系起来，这个自然是“非目的论的，嘲弄任何‘心灵与世界的协调’”（Žižek 2006, 164）。科学新获得的信心现在实现了笛卡尔的野心，即把整个自然，包括人类本性，置于科学的客体化之下。在达尔文之后，我们不能说我们这些认知者在任何方面是特别的。

那么，在达尔文以及英国进化论者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及其对自然选择理论的贡献（1870）所标志的巨大社会变革之后，还有什么可以用来捍卫人类的虚荣心呢？我知道一切，包括我自己的意识，都可以成为科学客体化的对象。然而，这种知识仍然没有触及主观的显象世界。这个主观世界——作为一个事物向我“显现”的领域——强烈地抵制着科学的客体化形式。齐泽克敏锐地指出了思想和艺术的发展，它们现在致力于作为显象的显象，即“显象本身”（appearance itself）（Žižek 2006, 165）。他正确地将这一关切与现象学的兴起以及20世纪的审美运动联系起来（参见 Žižek 2006, 168）。在这个文化防御的时刻，科学似乎在其可能性上是无限的。但它无法触及显象，即“事物向我真实显现的方式”。直到今天，显象仍然是当代关于人类意识和人工智能的哲学辩论中的一个常见论点。在这些讨论中，分析哲学内部的一个主流立场（齐泽克在此语境中提到了大卫·查尔莫斯）坚持认为，人类意识是不可还原的主观的（见第11章）。它在事物显现的方式中包含一种属性，这种属性独立于产生这些显象的客观机制（参见 Žižek 2006, 168）。而正是这种对事物显现的不可还原方式的洞察，根据齐泽克（借鉴拉康）的观点，构成了“自我不是自己家里的主人”这一论断的核心意义。根据齐泽克的说法，分析师可以威胁受分析者，剥夺显象所提供的最后一点安慰。用齐泽克的话来说：“the psychoanalyst is the one who, precisely, can take this from the subject – that is to say, his ultimate aim is to deprive the subject of the very fundamental fantasy that regulates the universe of his (self)experience”（精神分析师恰恰是能够从主体那里夺走这一点的人——也就是说，他的最终目标是剥夺主体调节其（自我）经验宇宙的根本幻象）（Žižek 2006, 171）。

让我们深入探讨这一思路。第一步是确定，精神分析中的“幻象”既不纯粹属于“客观”领域（它们显然是我的幻象），也不简单地属于主观领域（因为既然它们是真实的幻象，我就没有“选择”它们，也无法控制它们；参见 Žižek 1997）。齐泽克引用并扭曲了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的一句话，将幻象领域命名为“the bizarre category of the objectively subjective – the way things actually, objectively seem to you even if they don’t seem that way to you”（客观的主观性这一奇异范畴——事物实际上、客观上向你显现的方式，即使它们对你来说似乎并非如此）（Žižek 2006, 170）。他首先指出，这种幻象的起源甚至存在都是无意识的（见第80章）。齐泽克反复提到的例子是一个无意识的反犹太主义者。这个人在自己的头脑中找不到任何有意识的偏见。他自己的反犹太主义对他自己来说是未知的。它仅仅表现在持续的行为模式中（参见 Žižek 2006, 170）。齐泽克的另一个引用直接将我们从幻象引向根本幻象。在这里，我们从一个仅仅是“无意识”的“客观的主观”领域，走向一个必然是无意识的领域。在这里，我们应该回想一下“根本幻象”一词的起源。它源于弗洛伊德在1918年提到的“原初幻象”（Urphantasie），这种幻象在狼人关于“树上的狼”的梦中显现出来（参见 Freud 1969b）。换句话说，这个作为父母性行为的婴儿期目击者的画面，描绘了孩子对自己诞生行为的一种伪旁观。正如弗洛伊德在关于狼人的案例研究《一段婴儿期神经症的历史》中所暗示的那样，这个场景以及由此产生的幻象世界对受分析者来说仍然是不可触及的。即使在分析据称成功结束之后，主体也无法触及它。在《视差之见》的一段文本中，齐泽克通过让·拉普朗虚（Jean Laplanche）关于主体性核心的“原始谎言”（弗洛伊德/拉普朗虚：proton pseudos）的讨论，介绍了这种建构性但不可触及的幻象概念。它与主观谎言的区别如下：“it describes a kind of passage from the subjective to the founding – even, one could say, to the transcendental; in any case, a kind of objective lie, inscribed into the facts”（它描述了一种从主观向奠基性的过渡——甚至可以说，向先验的过渡；无论如何，这是一种铭刻在事实中的客观谎言）（Laplanche 1989, 58；引自 Žižek 2006, 171）。

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对齐泽克来说，主体在其对自身或其世界的有意识建构与无意识幻象之间是根本分裂的。后者维持着前者，即“事物向我真实显现的方式”。这种幻象永远无法被绝对征服。它永远无法像科学成功控制宇宙和人类那样被控制。

与哥白尼和达尔文的“打击”相伴随的，如同硬币的另一面，是科学胜利的时刻。然而，在遭遇根本幻象时，这种胜利的时刻却缺失了。因此，弗洛伊德有理由称之为对人类虚荣心的“最沉重打击”。没有简单的救赎。没有可以翻转的牌，能让受分析者占据分析师的位置，从而洞察受分析者（即主体）的根本幻象。

在这里提出最后一个转折：这种独特的“沉重性”部分源于分析的结构，它在分析师和受分析者的立场之间被划分开来。它捕捉到了一种人类的认识论结构，其必然性源于一种本体论的指令：在“我”与我“自己的自我认知”（愿望、现实等）相异化这一事实中，首先嵌入了这样一种观念：就意识而言，根本不存在一个可以达到的、类似上帝的第三立场，能让我的自身现实从中显现。我所能获得的唯一自我认知，是以有限的、逐步的、因而是不完整的方式提供的。因此，它总是留下一个未曾预料的残余。受分析者永远与分析师的知识相分离。

齐泽克式的分裂主体为任何有意义生活的伦理学提供了一种类似先验条件的支撑。人类具有一种独特的能力，可以将自己的生命奉献给某项事业，甚至为某项事业而死。可以说，这种能力仅仅是分裂主体结构的倒转。我永远无法完全“认识”我自己，尽管我确信有一些东西需要去认识，有一种与世界的联系或纽带是我必须承认的。信仰之跃（leap of faith）或其他决定性的“行动”（见第72章）正是对这一事实的回应。只有基于这种结合（“知道”某事以及具体实现自我认知的不可能性），我们才能并且必须一次又一次地跳入我们自身无意识幻象的虚空之中。自我不是自己家里的主人——感谢上帝。

注释


[1]: 莱莫恩学院，锡拉丘兹，美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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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实体（即主体）

Dominik Finkelde [1]

Email: dominik.finkelde@hfph.de

齐泽克反复提到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的一段引文，在这段引文中，这位德国唯心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提出了这样的论点：“不仅将真理理解为实体，而且同样理解为主体”（Hegel 1986a, 23）。“实体”（Substanz）一词源于对希腊语“oúoía”的翻译，译成德语意为“存在”（Sein）、“本质”（Wesen）或字面意义上的“存在性”（Seiendheit）。“Ousia”是一个从希腊语“on”（存在着的）的分词派生出来的名词，而后者又源于“存在”（ežvai）。拉丁语概念“substantia”可以被翻译为“在底层的东西”（希腊语 hypokeimenon = 句子的主语）、具有持久性的东西、独立的东西、自为存在的东西，以区别于非独立的和偶然的东西，在这里，柏拉图的理念或形式常被作为实体的例子。围绕着我们的、充满生成与消亡的偶然世界，就像在一种模仿的映射关系中一样，指向这些实体作为其真正的、却又总是被错失的存在根据。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实体指的是一个实体（Entität）区别于其他实体的本质。黑马“黑美人”或狗“菲多”是它们各自物种（马和狗）实体的个体实体，实体在它们身上不可模仿地特殊化了。斯宾诺莎则认为，只存在唯一的实体，他将其等同于上帝或自然。这个实体是无限的、必然的，并且是自因（causa sui）（参见 Spinoza 1997, 5）。它是绝对和完整的存在，包含了所有精神和广延的事物，并在自身中且通过自身而存在。

在上述引文中，黑格尔一方面与斯宾诺莎共享这样一种信念：存在一个包含宇宙的实体。然而，他批评斯宾诺莎的实体概念，认为这种实体“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总体；没有任何规定性不被包含并消融在这个绝对者之中”（Hegel 1986b, 195）。因此，斯宾诺莎实体概念的不足之处在于“缺乏自身反思（Reflexion-in-sich）”（Hegel 1986b, 198），在黑格尔看来，只有主体的概念才能弥补这一缺陷。正确理解实体，在于将精神（或我们的精神）不可逾越的自我指涉理解为一种同时发生的差异同一性（Differenzidentität）。因此，与斯宾诺莎相反，黑格尔那里的实体——作为主体——与自身处于冲突之中。精神中无论多么充满张力的差异体验，总是“在它之中”，在实体之中。然而，将这种张力外化（用现代的话说）仍然是一种施为性矛盾（performativer Widerspruch），这就是为什么黑格尔的论点难以理解的原因。意识既不是一元论的“一”，也不能分解为各个部分。因为归根结底，一个自我总是“我自己”，它通过“自身反思”也能在与自身的矛盾中体验到自己。

存在的基本结构与自身处于冲突之中，这一思想便由此衍生而来。这是神秘学和流行文化中广泛传播的一个观念。道家关于阴阳的论述，在通俗的解释中，对应于一种宇宙论创造的观念，即通过对抗性力量生活在一种持续冲突的状态中。在带有神秘色彩的《星球大战》电影中，“原力的光明面”和“原力的黑暗面”被说成是两种宇宙力量。然后，个人必须选择他或她站在哪一边。然而，简而言之，在黑格尔那里，作为存在基本结构的差异同一性实体，并没有预先保证哪里是好的一面，哪里是坏的一面。善与恶的标准产生于一种事后性（Nachträglichkeit，见第94章）结构框架内的冲突结构。换句话说：黑格尔认为，个人站在哪里，在关于真理究竟是什么的各种政治、科学和生活实践冲突中站在哪一边，往往只能在事后才能确定（参见 Hegel 1986b, 27）。对齐泽克来说，这表明黑格尔既不能被解释为阿多诺和哈贝马斯等作者所描绘的古典形而上学的代表（参见 Adorno 1966, 17; Habermas 1996, 34–58），也不是像罗伯特·皮平（Robert Pippin）和匹兹堡哲学学派的代表人物，特别是布兰顿（Brandom, 2021；见第44章）等黑格尔主义者在他身上看到的那种概念唯心主义者和理性实证主义者。对齐泽克而言，黑格尔是皮平针对齐泽克的黑格尔解读所创造的“间隙本体论”（gappy ontology）（Pippin 2023, 94）的思想家，这种本体论正表达在开头引用的“实体同样是主体”的命题中。这是一个在19世纪，除了谢林之外，直到黑格尔才得到理论精确化的思想。

尽管如此，将实体作为真理“同样理解为主体”的思想仍然难以理解。仅仅在概念上，它就与上述简要指出的实体概念本身定义的广泛传统相矛盾。毕竟，引入实体概念是为了在一个生成与消亡的世界中，在理论上捕捉客观和真实的经验。因此，如果黑格尔用主体范畴（作为一种可错性的实例，毕竟人类的判断经常错失事实）来扩展这个概念，那么这可以被解释为他用实体的概念对立面——偶性（Akzidenz）——来扩展实体。主体在争夺理由的竞争中表达判断，但不能本身就是“真理”或底层和基础的东西。用戈特洛布·弗雷格（Gottlob Frege）的话来说：真实的思想不在空间和时间中，而做出判断的、可错的主体却在。它们受制于其存在的历史偶然条件。现在，如果实体作为真理也在主体中找到了它的位置，那么按照齐泽克的解读，黑格尔似乎在用实体自己的对立范畴——偶性（= 非本质的东西）——来颠覆实体。在这里，作为主体的实体不再是不断变化的偶然属性的载体。相反，现在实体受到一个实例的挑战，这个实例可以通过自我反思从自身中分裂出来，通过某种看似偶然的东西作为自身的他者来挑战实体。当这种情况发生时——用齐泽克在《因为他们并不知道他们所做的》（For They Know Not What They Do）中的术语来表达——“属”（Gattung）必须作为它自己的“种”（Art）在自身中反映自己，以便属的众多物种能够追溯性地占据其作为自身他者的新的、彻底的扩展（参见 Žižek 1991, 35; 参见 Finkelde 2019a）。齐泽克想用这些话来强化实体与主体的悖论性交织，以揭示黑格尔对于当代辩证唯物主义和齐泽克自己的行动理论（见第72章）的激进性。

但是，如果实体作为确立的真理可以由一个偶然的个体主体来体现，甚至当一个主体与包围它的知识型（Episteme）相矛盾时也是如此，那么实体与主体的这种交织究竟应该是什么样子呢？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在齐泽克反复引用的历史哲学中表达了这个问题。在他著名且经常被引用的第五条历史哲学提纲中，本雅明批评了19世纪德国历史主义的史学流派，特别是其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之一：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参见 Benjamin 1989a; 1989b）。尽管在世纪末（Fin de Siècle）有许多不同的历史主义流派，但人们尤其可以在兰克的著作中看到一种广泛传播的关于历史进步的目的论意义的观念，这类似于通常被归因于黑格尔在决定论和过程论的存在理解中对精神进步的理解的某些见解。本雅明对历史主义进行了批判性写作，并引用了瑞士作家戈特弗里德·凯勒（Gottfried Keller）的话：“真理不会从我们身边跑掉”。本雅明继续说道：“戈特弗里德·凯勒的这句话准确地指出了历史主义历史图景中被历史唯物主义图景所突破的那一点”（Benjamin 1989a, 468）。

本雅明只有一个问题。他无法对这个问题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历史唯物主义者能以什么权威来反对历史主义和历史乐观主义。对于齐泽克的黑格尔解读来说，只有一种可能性：为了反对历史主义的“实体”及其（总体化的）真理主张，本雅明的历史唯物主义者只能提出他自己的主体性，即把他自己的主观意见作为真理来主张，这种主张要求将既定的真理范式扩展到一个该范式先验地无法看到的视界。

但是，齐泽克提到的“属”和“种”（作为“实体”和“主体”的同义词）概念的悖论性交织问题，在本雅明的历史形而上学中依然存在。因为本雅明的历史唯物主义者难道不是恰恰在其特殊性的位置上——一个不能代表普遍性主张的位置上——要求对历史主义被错误解释的世界历史拥有一种元视角吗？本雅明历史唯物主义者的理想形象怎么可能同时采取元视角和特殊性视角，既然它们先验地相互排斥？或者用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的集合悖论（Mengen-Antinomie）的话来说：怎么可能存在一个超集，它作为子集将自己投入到自身之中，同时又声称自己是该集合及其自身的一个元素？在这些时刻，两个相互排斥的概念（集合与元素、属与种、实体与主体）被置于一种悖论性的相互关系中（参见 Finkelde 2019b）。

即使将本雅明的历史唯物主义者理解为一种矛盾修辞式的“具体普遍性”（konkrete Allgemeinheit）的体现乍一看似乎并不令人兴奋，但它确实导致了一种悖论性的自我关系，齐泽克在他对“具体普遍性”的理解中也运用了这种关系（见第87章）。在《连线大脑中的黑格尔》（Hegel im verdrahteten Gehirn）的开头，他这样阐述了这一思路：“主体只能在属与其种之间的不平衡中产生，而主体性的空无最终就是空集，作为一种种，属在其中以其对立的规定性遭遇自身”（Žižek 2020, 11）。

因此，在这些情况下，当一个主体通过“属与其种之间的不平衡”产生时，一个自主的行动可以通过自我指涉来重新配置由推论确立的事实和价值的既定霸权。因此，对齐泽克来说，实体与主体的等同被证明是辩证运动根本上的可能性条件，在这种运动中，身份和结构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通过冲突、否定和自我指涉形成的。这种运动同样塑造了现实的基本结构、人类主体性和社会关系。齐泽克强调，黑格尔的概念指出了现实本身如何呈现出一种“裂缝”或“匮乏”，这种匮乏是通过拉康意义上的欲望动力学和象征秩序来中介的。他认为，实体（现实或社会）总是已经被一种内部对抗（Antagonismus）所贯穿（见第46和90章），这种对抗并没有隐藏第二个现实层面，而是现实本身的匮乏。这种对抗由主体来体现，主体不仅在世界中行动，而且也是现实不为“一”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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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症状（与圣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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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泽克在当代批判思想版图上崭露头角的第一本书《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1989）由三个部分组成。其中第一部分的标题为“症状”（9–84），而该部分两个小节中的第二节则以“从症状到‘圣状’”（From Symptom to Sinthome，55–84）为题。这表明了这两个概念对于齐泽克意识形态批判的重要性。但这也提出了一个问题：症状（Symptom）和圣状（Sinthom）在多大程度上彼此不同——或者说并无不同，因为如果那样的话，圣状就仅仅是拉康的一种个人特质，是法语同音词“symptôme”的一种过时拼法。

症状通常被理解为一种“表面”现象，是更深层、通常是隐藏的原因所产生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拉康的断言令人惊讶：他认为发明症状的是马克思（参见 Lacan 2006a, 164；亦见 Lacan 1974–1975，1974年12月10日与1975年2月18日的讲座），而不是医学的奠基人希波克拉底（公元前5世纪）。这表明，弗洛伊德或拉康对何为症状的理解，偏离了该词的日常用法。在这一点上，齐泽克的解释与弗洛伊德的尝试相呼应，即不把无意识仅仅概念化为意识的否定面。精神分析作为一种实践，起源于对癔症症状的探讨，这种症状逃避了医学专业知识和相应的治疗。弗洛伊德的基本直觉是，癔症患者遭受着无意识记忆的折磨。由此可以得出一种信念：通过使这些无意识思想被意识到，无法解释的症状就会变得透明，失去其作为主体心理经济学内部效应的必然性，并可能随之消失。然而，正如齐泽克所指出的，弗洛伊德严谨地论证了无意识的表现形式——梦、失误动作、症状——受制于一个更为复杂的机制。这些表现形式并非将潜在的无意识思想“翻译”成扭曲但有意识的现象的简单操作，因此精神分析的目的不（仅仅）是发现隐藏在明显症状之下的无意识秘密。症状的秘密不是某个无意识思想，而是症状的形式（形成），即无意识欲望只能采取症状形态的这一事实。简而言之，精神分析和受精神分析启发的意识形态批判，不仅旨在阐明表现为症状的事物的隐藏原因，而且还考察了症状形成的（不可避免的？）必然性。

在这里，齐泽克将其与马克思对商品的分析进行了类比：商品分析的第一步是将其价值视为一个实际上被忽视的原因的结果，即投入其中的劳动时间。然而，接下来是第二步，它关注的是当劳动时间转化为商品价值时出现的一种奇特效应。市场的普遍性（人们在其中自由地生产和销售产品）产生了一个悖论性的主体：无产者。一方面，他像任何其他主体一样自由；另一方面，这种自由实际上仅限于出卖劳动力，从而使他失去了自由。市场上只有商品，它们通过货币的媒介与其他商品进行交换。但同时，这个市场也生产出一种特殊的商品，没有它市场就无法运转，而这种商品又与市场所依赖的所谓普遍自由相矛盾——即无产者。他只能自由地选择失去自己的自由。他的劳动时间受到结构性的剥削，因为这种对劳动时间的剥削是产生剩余价值的条件，而剩余价值并不会返还给无产者。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在分析症状的形成时走在了弗洛伊德的前面。这种分析并不是通过马克思关注某个隐藏的原因来进行的——对劳动的强调对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来说已经是核心，就像在弗洛伊德之前，无意识对于许多精神病学家和哲学家一样——而是通过考察其悖论性但必然的逻辑：社会生活的正常运转依赖于它所产生的矛盾结果，即无产者。与此类似，在心理生活中，症状赋予了矛盾的欲望一种形态，这种欲望只能以间接和扭曲的方式出现，它在不满中带来享乐，反之亦然。

与其他一些“无意识形成物”——梦、失误动作等——相反，症状随着时间的推移具有一定的持久性。对于失误动作，人们只有在它已经消失时才会意识到它。梦通常也是短暂的，它更多地作为记忆存在，而不是作为当下的体验。症状的持久特征使得人们更难忽视它，或者像对待失误动作那样将其视为无关紧要或毫无意义。正是症状的这两个方面——它的顽固性及其被假定的含义——处于核心地位，并被齐泽克进行了深入分析。

人们可以把症状搁置一旁，例如弗洛伊德的病例之一“小汉斯”就是这样做的，他把自己的恐惧症称为“胡说八道”。但如果认真对待症状，就不可避免地会提出关于其含义的问题。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症状的含义并不在于某个无意识思想，而在于它的形式，即有意识和无意识思维的相互作用，以及一种只能通过这种翻译和症状形成过程来表达的欲望。但是，症状是向谁表达的呢？如果症状是被编码的，那么谁应该能够理解或破译它呢？齐泽克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症状的接收者不是另一个真实的人类个体……唯一的候选者是虚拟的大他者（big Other）”（Žižek 2006, 11）。大他者是拉康的一个概念，旨在指出人类并非简单地使用语言，而是首先被语言所言说。在这方面，症状强化了其本质上的语言学属性，并证实了它是人类屈从于语言的产物。在拉康思想的早期阶段，主体间共享的象征秩序被赋予了优先地位，这导致了以下观念：“症状可以在语言分析中得到完全解决，因为症状本身就是像语言一样结构的”（Lacan 2006b, 223）。因此，症状的唯一接收者是大他者，即那个被假定知道症状作为语言表达意味着什么的想象的他者。尽管患者可能会将精神分析师作为“知道者”（他者）来倾诉，但精神分析治疗的目的恰恰不在于揭示症状的隐藏含义，而在于首先生产出这种含义。这意味着，症状并不是过去原因的当前结果，而是一种不透明的能指组合，等待着被铭刻入大他者的场域。从时间的角度来看，这意味着症状连接着未来的某一点，在那个点上，它将通过分析干预而“将已是”（gewesen sein wird）。症状在未来预期其含义，但它仍然是被压抑者的复归，因为将其铭刻入象征网络也会使过去的元素作为症状的事后原因凸显出来。

然而，几年后，拉康似乎彻底改变了他关于症状作为一种被发送的信息的看法：“就其本质而言，症状……不是对大他者的呼唤，它不是向大他者展示自身的东西。症状，就其本质而言，是享乐（jouissance）”（Lacan 2014, 125）。由此，对症状的视角从一种内在呼唤解释的语言形成物——这带来了上文概述的反直觉的时间关系——转变为一种充满快感的实体。在其思考的后期，拉康甚至抛弃了症状的整个象征层面，转而将其视为属于实在界（Reale）的范畴，与象征界和想象界区分开来（参见 Lacan 1974–1975，1974年11月19日的讲座）。在拉康对想象界、象征界和实在界三个维度的拓扑学再现中，象征界被分成了两部分。症状——从现在起被写为圣状（Sinthom，法语：sinthome）——充当了将其他三个界域连接并维系在一起的第四个环节。在这里，齐泽克使用了含义（Meaning）和意义（Sense）之间有用的区分：“含义属于大他者，它是保证我们整个经验场域一致性的东西，而意义则是一种局部的、偶然的发生……与症状相反，圣状（sinthomes）是享乐-意义（jouis-sens, enjoy-meant）的能指纽结”（Žižek 2012, 697–698）。

强调症状的享乐维度而削弱其含义层面，改变了症状的地位：症状可能会引发关于它意味着什么的问题，但正确的分析方法是关注它的意义，即它作为一种干扰将事物维系在一起的方式。如果将圣状的层面从症状中剥离出来，精神或社会生活、意识形态等的整个结构就会分崩离析（参见 Žižek 1999, 176; 2006, 78）。这一事实使齐泽克得出结论：（症状性的）象征界可以建立在基于差异的能指游戏之上，而圣状则是一个不可解决的对抗的实在界（或现实）（参见 Žižek 2014, 413）。

注释


[1]: 皇家戏剧学院（Royal Institute for Theatre），布鲁塞尔，比利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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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驱力”（Todestrieb）的概念指向齐泽克具有精神分析色彩的哲学中的一个基本理论概念，它在《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中就已经扮演了重要角色（参见 Žižek 1989, 4–5）。但死亡驱力在齐泽克最近对当代主要以西方为主的享乐社会以及自由与自我决定的自由意志主义学说的分析中，也具有重要意义（参见 Žižek 2022, 225–228; 2023, 71）。从历史上看，它是由弗洛伊德在1920年的《超越快乐原则》（Jenseits des Lustprinzips）中引入的（参见 Freud 1982, 213–272）。在那里，弗洛伊德提出，人类的心灵不仅被一种追求快乐的倾向所支配，而且还受到一种相反力量的控制。这种力量的作用是维持和重复痛苦、创伤与苦难的体验。弗洛伊德将这种力量称为死亡驱力。他在反复出现的噩梦、所谓的“负性治疗反应”（即接受治疗的患者病情恶化时）以及某些受虐狂的案例中发现了它。

在齐泽克那里，死亡驱力的定义与弗洛伊德的定义有着本质的区别，以至于该术语最初的弗洛伊德式含义往往几乎无法辨认。也许正因如此，齐泽克经常不得不将这个词加上引号来使用（参见 Žižek 1989, 4; 2006a, 62; 2023, 71）。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拉康对弗洛伊德进行批判性重新解释的精神分析立场，而齐泽克正是遵循了这一立场。因为对拉康来说，死亡驱力及其临床表现虽然也是精神分析的基石，但其意义并非弗洛伊德所赋予的那样（参见 Lacan 2006a, 33–34; 2006b, 679）。从本质上讲，齐泽克对死亡驱力的独特理解可以通过四个主题板块来呈现：去自然化、一元论、不朽和象征性抹除。这也正是下文要讨论的内容。（关于死亡驱力在齐泽克著作中功能的全面概述，建议读者参考 Hook (2016) 的文章。）

关于去自然化，齐泽克追随拉康，用一种严格的象征性推导取代了弗洛伊德那里死亡驱力主要的生物学基础，并将后者追溯到语言的结构。对弗洛伊德而言，死亡驱力代表了一种“存在于有生命的有机体中，旨在恢复事物早期[无生命]状态的冲动”（Freud 1982, 246）。除了前面提到的临床现象外，弗洛伊德还将死亡驱力的机制等同于他所谓的“强迫重复”（Wiederholungszwang），即患者无意识地倾向于重复痛苦的创伤性事件，而不是去处理它们。相反，在拉康看来，正是所有人都嵌入其中的语言结构维持了这种重复的过程。拉康主要将这种重复过程称为自动作用（Automatismus），而非强迫（Zwang）（参见 Lacan 2006a, 6）。因此他也断言，死亡驱力“是象征秩序的面具”（参见 Lacan 1988, 326）。齐泽克在此与拉康观点一致，他写道，死亡驱力“不是一个生物学事实”（Žižek 1989, 4），而是语言和言语对作为有机物质和活体生物的人类所产生的寄生效应。

同样，齐泽克在提出一元论的驱力概念时，也借鉴了拉康对弗洛伊德驱力理论的重新解释。它既包含导向生命的力，也包含导向死亡的力。弗洛伊德在其整个著作中始终坚持一种二元的驱力概念，尽管它从自我驱力与性驱力之间的对立，演变为了（性的、结合的）生命驱力与（无性的、分离的）死亡驱力之间的对抗。与此不同，拉康在《研讨班XI》中指出，“生命驱力与死亡驱力之间的区分之所以是真实的，是因为它们显现了同一个驱力的两个方面”（参见 Lacan 1994, 257）。换言之：对拉康来说，每一个驱力都是死亡驱力，因为驱力目标的完全实现实际上将与其消解同时发生。类似地，齐泽克认为只存在一种驱力（参见 Žižek 2010, 305）。换言之：生命（性）与死亡是这同一种驱力的两面。此外，他反驳了弗洛伊德的观点，即死亡驱力的最终目标在于降低心理张力以达到其完全消解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最终剩下的将只有纯粹生物学存在的虚无。在扩展拉康的“薄层”（Lamelle，一种由拉康推测性假设的神话般的、不可摧毁的生命力，参见 Lacan 2006c, 717–718）概念时，齐泽克写道：“弗洛伊德式死亡驱力的悖论[原文如此]在于[]它是弗洛伊德为其完全对立面所起的名字，是精神分析中不朽的显现方式，是一种诡异的生命过剩，是一种‘不死’的冲动，它超越了生命与死亡、繁衍与腐朽的（生物学）循环而持续存在”（Žižek 2006b, 62）。由于当一个物种依赖有性繁殖时，个体生物的不朽在定义上就被排除了，因此齐泽克的死亡驱力也旨在取消性的生殖属性。因此，每当齐泽克使用死亡驱力这一概念时，他对死亡的提及都应反直觉地被解释为对被称为不朽的生命过剩的召唤。

最后，从《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一直到他最近出版的著作，齐泽克都认为，死亡驱力甚至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力量，其破坏性作用针对的是语言结构本身，即使后者正是死亡驱力这种力量出现的原因。借鉴拉康的《研讨班VII》（Lacan 1992），特别是拉康对所谓的“教皇庇护六世体系”的解读——该体系出现在萨德侯爵不朽的放荡主义小说《朱丽叶》（Juliette，Sade 1968, 765–798）第四部分的结尾——齐泽克提出，死亡驱力最激进的破坏性运作只能与作为整体的象征系统的彻底毁灭同时发生，尤其是对导致死亡驱力本身产生的那个结构的毁灭。在《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中，齐泽克这样表达了死亡驱力的这种运作方式：“象征秩序的存在本身就意味着它被彻底抹除的可能性，即‘象征性死亡’——不是所谓的‘真实客体’在其象征物中的死亡，而是意指网络本身的消灭”（Žižek 1989, 132）。

综上所述，齐泽克对死亡驱力的理解与弗洛伊德的理解大相径庭，因为他的解释受到了拉康对弗洛伊德驱力理论修订的影响。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齐泽克不加批判地全盘接受了拉康关于死亡驱力的所有观点。在某些方面，他明确拒绝了拉康的论断，或者通过为这些思想提供一个可追溯至德国唯心主义哲学（更确切地说是黑格尔和谢林）的概念框架，来扩展拉康的思想（参见 Žižek und Daly 2004,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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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意识心理活动的论点属于精神分析哲学最重要的见解之一。借此，它与可追溯至笛卡尔和康德的意识哲学，以及19世纪形成的、由弗朗茨·布伦塔诺（Franz Brentano）、古斯塔夫·费希纳（Gustav Fechner）和威廉·冯特（Wilhelm Wundt）等人代表的意识心理学区分开来。尽管在意识阈值之下存在着想象、意愿和愿望等心理状态，这一点早在18和19世纪就已经为谢林（Schelling）、叔本华（Schopenhauer）和爱德华·冯·哈特曼（Eduard von Hartmann）等作家所知，但直到弗洛伊德（Freud）在与约瑟夫·布洛伊尔（Josef Breuer）合著的《癔症研究》（1895）中，才实现了对该现象的理论穿透。在那里，他首次将当时被归入癔症概念下的患者的心理痛苦，追溯到以记忆和观念的形式从意识中分裂出来的事件。在精神上无法处理这些材料，决定了心理疾病的状态；例如伯莎·帕彭海姆（Bertha Pappenheim，即安娜·O）。她患有语言和饮食障碍、瘫痪和神经痛，直到布洛伊尔成功地在催眠状态下引导她找回失去的记忆（参见 Breuer 和 Freud 2007, 42–65）。繁琐的催眠技术被自由联想的治疗性谈话所取代，并从1900年起扩展为梦的解析。弗洛伊德在这里看到了他工作的突破，因为他将梦视为“了解心理生活中无意识的康庄大道”（Freud 1982a, 577）。梦被证明与身体-癔症症状有关，因为这两种现象都围绕着心理无法整合进“能指秩序”（Ordnung der Signifikanten——拉康的一种表述）的东西旋转。在睡眠中，由于审查机制的减弱，心理体验的无意识层面处理了在心理发展中未能得到充分处理的个体发生事件等。这涉及弗洛伊德所谓的“原初压抑”（Urverdrängung）（Freud 1982b, 140），它代表了前意识的神经症选择，以及童年早期的性侵犯事件。（在《图腾与禁忌》中关于史前弑父理论的语境下，弗洛伊德也谈到了心理的系统发生印记。）但是，“谜之能指”（enigmatische Signifikanten）也能引发分裂，正如法国精神分析学家让·拉普朗什（Jean Laplanche）在对弗洛伊德被摒弃的诱惑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中所指出的那样（参见 Laplanche 1993）。这些被力比多能量占据的能指，最迟从出生起就被注射到儿童的“皮肤下”（Santner 2010, 52），而新生儿此时还没有解开能指意义的钥匙。

弗洛伊德深知他发现无意识的意义，因此他将其与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相提并论。

“正如康德警告我们的那样，不要忽视我们知觉的主观条件性，不要将我们的知觉与不可知的被知觉物等同起来；精神分析同样警告我们，不要用意识知觉来代替作为其客体的无意识心理过程。就像物理事物一样，心理事物在现实中也不必像它向我们显现的那样。”（Freud 1982b, 130）

从1915年起，他发表了《无意识》、《压抑》和《关于无意识概念的几点说明》等多篇著作，以更精确地解释无意识。从1923年起，在此背景下，他将《梦的解析》中把人类心理划分为无意识、前意识和意识的第一个拓扑学模型，替换为《自我与本我》（1923）中的第二个拓扑学模型。在这里，他区分了自我（Ich）、本我（Es）和超我（Über-Ich）（参见 Freud 1982c）。

从20世纪50年代起，拉康（Lacan）扩展了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概念。他将其定义为主体性的“外密中心”（extimes Zentrum）等。与无意识与人类的第一（生物的、动物性和驱力主导的）自然有关的观念相反，拉康强调人类精神的文化和语义遗产是无意识的决定性来源，例如在他著名的论点中：“象征界相对于人的外部性[]是无意识真正的基本理解”（Lacan 2016, 553）。换言之，无意识被证明是“外密的”（estim），并标志着主体在象征界领域中的偏心位置。在这个意义上，作为象征界管理机构的“大他者”（großer Anderer，见第70章）的依赖者，个体（Individuum）总是已经是一个“分体”（Dividuum）。这解释了主体性的基础癔症状态，以及象征界类似的不稳定状态及其语义的过度决定，而这又受到社会成员中无意识的语义过度决定表现的影响。这也是为什么它，即（无意识的）主体，必须被解释为一个“丢失的客体”（verlorenes Objekt）（Lacan 2015, 18），在许多情况下，它是一个“被制造之物”（Gemachtes）（Lacan 2015, 18）。

在他的第21个研讨班中，拉康将无意识解释为一种“没有主体拥有的知识”（“le savoir ça na pas de sujet”；Lacan 1974, 5月21日），或者解释为一种“触及实在界边缘的知识维度”（“cette dimension de savoir touche aux bords du Réel”；Lacan 1974, 5月21日）。作为一种不知秩序为何物的思考，它与宗教、形而上学和现代科学对立，因为这三门学科都是“天意”（providentiell）秩序的思维形式。相反，无意识的思考是一种“戏剧性”的思考。它从存在中的一个错误出发，从思维与世界之间的不和谐出发。这种在实在界中的知识构成了“我们称之为外存（Ex-sistenz）的核心，因为它从外部坚持，并且是破坏性的”（“Et que ce savoir est au cœur de ce quelque chose que nous dénommons ex-sistence, parce qu’elle insiste du dehors et qu’elle est dérangeante”；Lacan 1974, 1974年5月21日）。在这个意义上，每个人都是一个“受骗者”，一个被话语欺骗、蒙蔽的人。原因在于话语在结构上无法将其应用规则追溯到一个没有自我指涉的根基上。没有任何话语能够免于自我欺骗，在这种情况下，无意识的概念可以被解释为话语的形式条件。根据拉康的说法，任何作为话语拥有者而将自己归入不被欺骗者（“non-dupes”）行列的人，总是会误入歧途：“不被欺骗的人在犯错”（“Les non-dupes errent”）。

最迟在这里，齐泽克（Žižek）对无意识概念的改编发挥了作用。在《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中，他提出这样一种论点：意识形态的话语不应被解释为阻碍我们周围事实真相的屏障，而应被解释为其连贯性的无意识条件（参见 Žižek 1989, 11–54）。由此，弗洛伊德和拉康在心理个体症状学语境下关于无意识的论述，被重新解释为社会症状分析的工具（参见 Finkelde 2022, 30–89）。现实显现在各自的话语形态中，这些话语形态在其形式层面上产生了一种无意识，这种无意识——被（社会）形式所压抑——无法被表象。齐泽克在《绝对的零度》（Less Than Nothing）中结合黑格尔的哲学重新探讨了这一思路。黑格尔的精神概念在其《精神现象学》中所描述的形态的形式层面上，产生了一个它自身的他者，而这个形式层面最终对精神本身始终是不可知的。“黑格尔的无意识是自我意识本身的无意识，是它自身必然的不透明性，是它在面对内容时必然忽视了它自身的形式（‘das Formelle’）”（Žižek 2012, 484–485）。换句话说：“黑格尔的无意识是形式的：它是不可见于被陈述内容中的陈述形式；也就是说，它存在于主体在不知不觉中所依赖的普遍象征形式中” [2] (Žižek 2012, 484)。

正如拉康所说，由于陈述主体和被陈述主体之间存在着建构性的不相容，一个说话的人无法与他试图用语言表达的关于他自己的内容完全一致；对黑格尔来说，精神与自身也是不一致的，因为它的形式结构（正如它在一种知识型中作为真实陈述可能性的条件所表达的那样）总是面临着知识型本身必须排除的东西。就像在齐泽克的意识形态理论中，意识形态产生了自己的无意识一样，黑格尔也知道精神由于对其自身形式条件的结构性盲目而不断发生倒转。这些创造了（仍被排除的）真理的场所，在这些场所中，精神面对着它自身的不重合。

但是，齐泽克也从谢林的著作中借用了他的无意识概念。这位德国唯心主义的先驱在《自由论文》以及后来撰写的《世界时代》中展开了主体自主性的论点。自我意识被解释为在个体的系统发生及其对原始自然物质性的依赖中，对一个不可同化的意识原初根据进行自我占有的行为。换句话说：自我意识围绕着其发生过程中的一个裂缝旋转，即使个体无法为其发生负责，他也必须为这个裂缝承担责任。

“[根据谢林的观点，D. F.] 人身上真正‘无意识’的东西，并不是意识的直接对立面，不是晦暗混乱的‘非理性’驱力漩涡，而是意识本身的奠基姿态，是通过它我‘选择我自己’的决断行为[…]。‘无意识’不是被意识自我的创造性‘综合’活动所使用的惰性驱力的被动材料；在最激进的维度上，‘无意识’反而是我自我设定的最高行动，或者——用后来的‘存在主义’术语来说——是对我基本‘筹划’的选择，为了保持运作，它必须被压抑，被排除在光天化日之外。” (Žižek 2007, 33–34)

自我意识与其发生条件之间存在缺陷的因果链的思想，在2020年的专著《连线大脑中的黑格尔》（Hegel im verdrahteten Gehirn）中也得到了体现。在这里，齐泽克与拉普朗什类似，以个体与各种质询实例之间的移情关系为例来解释无意识。这种移情关系永远不能被解释为消除性的和还原论的。因为无意识既不能在科学因果原则的框架内，作为未实现之物的受他律决定的反思循环，被还原为各种创伤、压抑和被误解的质询，也不能建立在主体的动物性遗产之上。“无意识既不是例如我与父亲的创伤性关系的原始现实，也不是我与分析师关系的当前现实，而是两个真实实体之间空间中的第三个纯粹虚拟的量”，父亲和分析师，“它们是我现实的一部分”（Žižek 2020, 139）。齐泽克在这里描绘了无意识作为“未实现之物”，如何在过去事件与个体反思意识对其进行永久重新规定之间的反思循环中展开。这也是为什么，只有当我的反思意识有可能面对一个永远开放的未来，对过去的事物不断建立新的关系时，无意识地困扰我的东西才能被解释为“仿佛存在于过去”。齐泽克在提及1991年的电影《比利·巴斯盖特》（Billy Bathgate）及其由埃德加·L·多克托罗撰写的同名原著小说时，阐释了无意识在过去和现在之间这种不可历史化且无法实证主义地确定的状态。“电影并没有‘重复’它所基于的小说；相反，两者都‘重复’了那个不可重复的虚拟‘客体 = X’，即‘真正的’小说，它的幽灵是在从实际小说到电影的过渡中产生的”（Žižek 2020, 140）。“不存在的‘更好的书’是这两部现有作品所重复的（也是它们都失败的地方），正是它维持了两者之间的距离，两者之间的中断，这就是它们的无意识”（Žižek 2020, 140）。

Notes


[1]: Dominik Finkelde ↩




[2]: Žižek 2012, 48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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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泽克对无意识概念的使用建立在拉康的基础上，而拉康又建立在弗洛伊德的使用之上。后者坚持将无意识与通俗和心理学意义上的潜意识（Unterbewussten）概念区分开来。弗洛伊德拒绝这个概念，因为它暗示了“我们内心的第二个意识”：心灵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行动力量，其核心不过是意识的重复。相反，“无意识”描述的是“缺乏意识的心理活动的存在”（Freud 1981, 269）。

这是一个宽泛的、描述性的、形容词性的概念，用于指代一系列来源各异的效应和现象以及各种原因，它们既不重复意识，也不共享意识的任何运作方式。它也不意味着某个行动实体的连贯性。

然而，“无意识”这个词本身并不能解释任何东西。它仅仅是根据某些现象唯一共同的负面标准将它们联系在一起：它们不是意识到的。出于这个原因，拉康坚持认为，精神分析既然研究无意识，就不能是心理学，至少在心理学的重点是意识的情况下不能是（参见 Lacan 2006, 623; Lacan 2007, 144）。因此，拉康以及随后的齐泽克所面临的问题是：我们如何才能精确地思考无意识的多样性与开放性、其分散的不完整性与矛盾性？

对于拉康以及齐泽克来说，“弗洛伊德思想的开创性一步”是他引入了无意识，“作为一个他称之为‘另一个舞台’（ein anderer Schauplatz, an other scene）的场所”（Lacan 2014, 32）。无意识并不是人格中更深层的方面，而是一个表面的、侧面的方面，它很容易被忽视，恰恰“因为”它公开显露，或者处于人们刚好没有注意到的地方。

婴儿总是卷入某些超出其理解范围的行动和事件中。在吸吮乳房时，孩子完全无法理解乳房对母亲来说是如何已经被“投注”（invested）为性感带的——在一场尚未能理解的性差别的戏剧中，而孩子自身的存在正是这场戏剧的结果。但这不仅适用于孩子，同样也适用于这场戏剧的所有其他参与者。如果母亲对孩子的付出和投注对孩子来说仍然是不透明的，那么对母亲来说也是如此，她在与孩子的关系中同样是一场超越她自身的戏剧的一部分（参见 Žižek 1999, 284 等）。无论从哪里出发，无意识总是隐藏在某个其他舞台上，隐藏在另一个人的深不可测的行动中，隐藏在相互交织、矛盾、不一致和不透明的戏剧中，这些戏剧在别处“耗尽”。

这个“另一个舞台”总是以不可还原的方式呈现出多层次性。不存在一个能让一切变得有意义并能赋予整体一致性的大他者作为最终保障。无论人们关注什么内容，总会有一种“但这并不完全准确”的感觉。无意识经常错过内容：不仅是“这个”或“那个”内容，而是内容本身。在不同的场合，齐泽克会论证无意识存在于这种多样性和矛盾性的纯粹形式中（参见 Žižek 1997, 292; 1999, 248; 2012, 180）；在其他地方，他发现无意识存在于内容与形式本身的彻底分离中（参见 Žižek 1989, 213）。而在这里，也许出乎意料的是，齐泽克像拉康一样坚持认为，弗洛伊德-拉康式无意识的主体不过是经典的笛卡尔式我思（cogito）。

在笛卡尔的彻底怀疑的思想实验中，总是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我思考的内容是一个欺骗我的上帝植入我脑海中的东西，目的是为了欺骗我。然而，笛卡尔断言，即使在这样极端的怀疑情况下，作为绝对不可怀疑的内容，仍然是我思本身的事实，即有一个“我”在思考它（参见 Descartes 1984, 103）。当然，这种确定性是有代价的：笛卡尔的我思被还原为一种没有内容的彻底空洞的形式。而在这种空洞性中，它不过是拉康所说的象征界（das Symbolische），即那个赋予我们语言和意义可能性的空洞差异网络。由于它只涉及差异，这个新的精神分析的我思不能要求总体性、完整性，甚至不能要求一致性。事实上，它使我们接近弗洛伊德对无意识过程的描述，这些过程（除其他外）不受带有矛盾律的经典逻辑的约束（参见 Freud 1982, 510–512）。因此，“我思”没有可能在这个“另一个舞台”的某个地方找到能够赋予其自我体验一致性和完整性的东西。因此，无意识与其说是心灵的一种属性或组成部分，不如说是理性本身矛盾性的一个名称（参见 Žižek 2006, 138）。现在，尽管我有理性，甚至我的自我体验也必然显得毫无根据（参见 Žižek 1997, 157–158; 2006, 171–172; 2016, 222; 2019, 169）。

例如，想想有关自身性取向的问题。即使是最明确的性认同，我们也不会将其体验为既定的确定性，而是体验为一系列问题：（例如）作为一个男人意味着什么？作为一个男人，我与其他男人的关系是怎样的？与女人的关系？与其他性别的关系？这些问题不仅阻碍了我的“真实性取向”。它们构成了它，并且永远不会消失。正是这种经常将性取向论战性地还原为生殖器和繁殖的生物学事实的激烈程度，暴露了这些断言旨在克服的焦虑。

由此，人们也可以理解在拉康和齐泽克那里发现的思考我思的许多变体：“I am not, where I am the plaything of my thought; I think about what I am where I do not think I am thinking”（Lacan 2006, 430；关于齐泽克在这方面的论证，见 Žižek 2002, 146–149）。对于20世纪50年代的拉康来说，主体“regulated by objective unconscious mechanisms which are „decentred‘ with regard to my self-experience”，正如齐泽克所表达的那样（2006, 171）。我被困在一个能指网络中，其意义并不源于我，因此我的行动对我来说永远不会完全显得是我自己的。以下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一段恋爱关系痛苦地失败了，我向自己保证永远不再让自己陷入这样的境地。然而，我再次坠入爱河，并非常困惑地发现，尽管我不愿意，我已经再次遵循导致前一段关系崩溃的相同行为模式。但是，正如齐泽克所强调的，除此之外，还有更令人不安的东西在起作用（参见 Žižek 2006, 171）。无意识不仅仅是能指机制的问题，毕竟能指机制仍然与意义有关——即使这种意义永远是不完整和不一致的。它还包括超越符号中介的意义领域的东西，拉康称之为“实在界”（das Reale）（见第93章）。后者可以导致上述领域崩溃。因此，在能指之外，发生着一种不可意指的坚持和驱力（Trieb）的盲目重复。齐泽克称驱力（见第73章）为“acephalous”（无头的），因为“it is not „mine“, the subject’s, it is the very core of my being insisting „out there“, as a partial object that is not me”（Žižek 2012, 546）。英语表达“I am driven”恰当地概括了驱力的契机。我被驱使，却不知道确切的原因或来源。这种被驱使的状态伴随着一种令人不安和矛盾的享乐（被称为 jouissance；见第86章），它不能被还原为我个人的快乐或能指的意义游戏。

我们现在回到了我们开始时所作区分的更敏锐版本，即弗洛伊德在“潜意识”和“无意识”之间所作的区分。弗洛伊德带来的转变是从心理学的主观机制向没有意识或超越意识的客观和非个人机制的激进跨越。（这甚至适用于弗洛伊德所谓的“第二地形学模型”，在这个模型中，自我（Ich）、本我（Es）和超我（Über-Ich）太容易显得像是一个单一的人格内部相互冲突的实体。弗洛伊德的自我、本我和超我概念在更大程度上倾向于通俗语言，具有广泛的描述性和现象学特征，而不是像他的英文翻译者詹姆斯·斯特雷奇（James Strachey）那些相当华丽和系统化的造词所暗示的那样；参见例如 Freud 1982, 499–500; Ornston 1982）。20世纪50年代的拉康开始围绕构成象征界的能指网络，对这些非个人的无意识机制进行形式化。但在这种视角下，象征界仍然是机制和系统。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随着《研讨班XI：精神分析的四个基本概念》（Lacan 1977），拉康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无意识中那些逃避并超越系统性的方面，如驱力、享乐和性差别。简而言之，从那时起，实在界在理论上占据了上风。这就是齐泽克从其著作一开始就主要引用的拉康：“[a]t its most radical, the Unconscious is the inaccessible phenomenon, not the objective mechanism which regulates my phenomenal experience”（Žižek 2006, 171）。

如果无意识的主体与其说是个人，不如说是一个“别处”，那么其存在的可能性条件就是原初社会的。与社会心理学不同，精神分析并不从有意识的个人开始，并试图将其纳入一个几乎不过是社会契约论的东西中；相反，精神分析凭借其基本概念“无意识”，从个体性和社会性两者的可能性条件开始。更准确地说：作为拉康式实在界的无意识，标志着与事实性、偶然性、个别情况和偶发性的无情碰撞，没有这些，主体根本不可能存在。

这种对抗最初呈现给我们的不是意义，而是意义和期望的破裂。它们可能确实显示出清晰的因果关系和逻辑线索，但这些只能在事件发生后才公开显现，因为正是事件本身赋予了它们生命。对于齐泽克来说，这相当于对政治的描述。如果以这种方式思考无意识，那么就可以认识到以下几点：它，即无意识，“失去了其实体特征”，并“changes into a fragile inconsistent field overdetermined by political struggles”（Žižek 2012, 551）。由此，精神分析开启了对意识形态概念进行激进的、非心理学的重新思考的可能性（见第85章）。

注释


[1]: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St Lucia, Australie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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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消失的中介

Tony Thwaites[1] ✉

“消失的中介”（verschwindender Vermittler）这一说法指的是历史、政治或概念转变过程中一个居间的、必然是过渡性的阶段。由于这一阶段在促成转变的过程中耗尽了自身，它在最终结果中消失了，或者以一种相反的形式作为“被压抑者的复归”重新出现。

齐泽克经常使用的一个例子是苏联解体后东欧国家从共产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变。当时推翻了一个又一个政权的抗议浪潮，被普遍认为是出于对资本主义“自由”的渴望，但与这种普遍观点相反，齐泽克认为抗议者的诉求恰恰相反：

“[他们]想要社会保障、团结和一种粗略的公正；他们想要在国家控制之外生活的自由，想要随心所欲地聚在一起交谈；他们想要一种简单诚实和真诚的生活，从原始的意识形态灌输和盛行的愤世嫉俗的虚伪中解放出来……

简而言之，引导抗议者的那些模糊理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取自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在欧洲，在异见者想象中被压抑的社会主义，以右翼民粹主义的面貌回归了”（Žižek 2022, 340）。

齐泽克从美国文学理论家弗雷德里克·詹明信（Fredric Jameson）1973年发表的一篇关于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著名文章中借用了“消失的中介”这一概念（参见 Jameson 2008; Weber 2001）。詹明信在文中指出，对韦伯而言，新教在为资本主义的崛起提供温床方面扮演了一个悖论性的角色。例如，加尔文解散修道院——仅以新教历史上的这一阶段为例——与其说是消除了宗教的维度，不如说是在其消失的瞬间将其普遍化了。因为，如果说禁欲主义以前意味着与世俗世界的彻底分离，那么现在它则成为了基督徒在世俗世界中生活的方式。经济上的节俭和对享乐的放弃是以节制的名义进行的，而这种节制反过来又承诺了精神上的财富。宗教的形而上学最终目的虽然消失了，但却转化为市场的手段，以及普遍世俗生活的手段（参见 Jameson 2008, 329）。这是悖论性的：“加尔文并没有使世界去神圣化；相反，他把整个世界变成了一座修道院”（Jameson 2008, 329）。

新教脱胎于中世纪世界，并为即将成为现代世俗化和资本主义世界的事物准备了空间。修道院消失了，却在世俗秩序中作为新建的“私人”领域回归。它的目的——其中世纪晚期形式的目标、规范和价值观——悄然转化为新秩序的实用手段。新教本身由此成为了现代资本主义的“消失的中介”。

虽然齐泽克在其第一本英文著作《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1989）中也提到了谱系过程各个阶段中“中介”的思想，但实际上，詹明信关于消失的中介的概念直到1991年的专著《因为他们并不知道他们所做的》（For They Know Not What They Do）中才得到了广泛的探讨。在这里，齐泽克在后来的出版物中将要使用的众多应用可能性已经初露端倪（1991, 182–197）。他最重要的例子是雅各宾主义，詹明信对此只是简短提及。在齐泽克看来，雅各宾主义在政治领域扮演的角色，与新教在经济领域扮演的角色相似。与新教一样，雅各宾主义将一系列目标（“民主的政治-意识形态项目”）从其作为抽象统治原则和平等立法的外部性中提取出来，并将其转化为“构建整个社会生活”的内部手段。其直接的历史后果便是雅各宾派的恐怖统治。然而，齐泽克并没有停留在将这一运动视为现代极权主义起源的观点上，而是将雅各宾主义视为不可避免的消失的中介，它为其对立面铺平了道路，即“由自私自利、贪得无厌、对平等主义道德观毫不在乎的个人所组成的资产阶级宇宙”（Žižek 1991, 183–185）。

齐泽克发现了越来越多遵循相同逻辑的例子——不仅在政治领域，在哲学思想领域也是如此。例如，他在意识形态质询（ideologische Anrufung）的经验中看到了一种畸形的、“失控的前综合想象力”在起作用。就像在戈雅的画作中一样，它在人的心灵中产生了“部分客体的幽灵般幻影”（Žižek 1999, 52），因此就像一个消失的中介，如同在康德的现象界和本体界之间的过渡一样，代表了质询中未经反思但又必不可少的中间阶段。这一阶段在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中并未被考虑到（参见 Žižek 1994, 53 Fn. 26, 61; 2014, 64）。关于利奥塔，他的“争端”概念（le différend）发挥了消失的中介的作用，标志着在实在界中暴力地开启了一个前符号的空白（参见 Žižek 1999, 239）；而在德勒兹那里，我们在关于“幽暗先驱”（précurseur sombre）的论述中发现了这个概念，在德勒兹的哲学中，它在前主体的欲望机器和俄狄浦斯式的“正常化”之间起着中介作用（参见 Žižek 2004, 71–73）。

在其他地方，消失的中介描述了客体小a在拉康的性化公式中的作用（参见 Žižek 1994, 52 Fn. 19），以及拉康式主人的逻辑，即作为这样一个中介，他与其说是阻碍了自由，不如说是开启了自由的深渊（参见 Žižek 2014, 44–47; 2016, 269）。后来，齐泽克甚至断言，“黑格尔-拉康式的主体本身就是终极的‘消失的中介’”（参见 Žižek 2014, 190）。因此，精神分析对消失的中介有其自己的称呼也就不足为奇了：死本能（参见 Žižek 1994, 52 Fn. 19, 160, 169 Fn. 2; 1991, 36; 2012, 334）。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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